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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庞约翰即将卸任汇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他邀请我们独立撰写一本记录汇丰银行现代历史发展的书，准备在2015年以此来纪念汇丰银行成立150周年。对此，我们深感荣幸并确信这段曲折的历史肯定会引人入胜。在本书的序言中，我们回顾了银行自1865年成立后至1980年这段长达115年的历史；而在后记中，又介绍了从2011年5月至2014年5月银行的最新变化；在正文部分，我们花费大量笔墨，着重描写汇丰从1980年正式跳出亚洲核心地区并走向全球，直到2011年全新高管团队制定出未来发展新战略的这个关键阶段。经历了31年的风雨历程，汇丰已经发展成为足迹遍布全球的银行界巨人。这一时期涉及的历史材料庞杂，若不是我们两人合作，收集史料或许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不是初次合作，但我们仍然非常享受我们之间那种心领神会的默契。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展独立的研究，承担各自的职责。衷心希望我们的合作成果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喜悦和启示。

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Roberts）

戴维· 凯纳斯顿（David Kynaston）

2014年6月



名称说明


英文缩写HSBC意味着什么？现在，这个享誉全球的英文缩写代表着汇丰银行。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特别是在当年汇丰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它为人所熟知的英文名称是Hongkong Bank。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为统一名称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在本书中对名称的使用取决于上下文的语境，有时候我们用英文缩写HSBC，有时候又用Hongkong Bank，两者皆用来指称汇丰银行。

除序言部分中使用当年的地名之外，所有的地方名称皆依照现代英文拼写习惯出现。

除非特别标注，本书涉及的所有货币单位均为美元。


  序言  


中国首屈一指的银行，1865~1980年



18 
 65年3月3日那一天，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宪法修正案，使得在贫困之中的美国黑奴开始走向彻底自由；同一天，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子爵在议会中回答议员们对正在开凿修建的苏伊士运河提出的种种质询；在曼彻斯特，手头阔绰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正写信告诉住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给他捎了一些来自波尔多的葡萄美酒——而在香港，一家新成立的银行也在这一天开门迎客。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和西方的贸易逐步发展起来，中国不仅得向英国开放五大口岸，而且还被迫割让了香港岛。这个当初依傍着深水避风良港的一个小渔村，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繁荣景象，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补给站。其实，香港远不仅是一个贸易补给站。对华贸易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贸易融资和货币兑换的需求——而中国传统的银行，也就是所谓的“钱庄”，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这就使得外资银行兴盛起来，到了1866年年初，在香港出现了11家外资银行，而在上海也有10家外资银行开门营业。它们大部分都是外资银行的海外分行，其总部都在遥远的伦敦或孟买，有一家银行的总部则在巴黎。其中，唯一的例外是香港上海汇理银行，它是在香港本地注册成立的，其独特的资本结构和管理模式使它在所有外资银行中独树一帜，从一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亚洲的印记。









1890年前后香港海滩一景，图中左起第二栋大楼即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部办公室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是由铁行轮船公司监理修打兰（Thomas Sutherland）牵头成立的贸易洋行。在成立汇丰银行（即当年众所周知的名称）时，他在招股章程中指出：“现在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分行，其总部皆在英格兰或印度，它们在与本地贸易行开展贸易往来时很难占据优势地位，因为本地贸易行的经营范围远比前些年更大，货品种类也更多样。”参与发起成立汇丰银行的都是当时在对华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英国洋行或英裔印度洋行，另外还有挪威、德国和美国的洋行，这很好地体现了银行股东国际化的背景，也暗合了其潜在的主要客户的身份。在银行发行的2万股原始股票中，1.8万股被分配给当年在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开展贸易的洋行，而剩余的2 000股则被分配给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商行。甫一成立，银行即经历了早期激烈商战的洗礼：1866年，爆发了严重的国际商业危机，导致6家在香港的银行和5家在上海的银行破产倒闭。然而，汇丰银行不仅幸存下来，而且从中获利，从原先的竞争者手中获取了宝贵的客户和员工资源。到了1872年，它已经被称为“中国最重要的上市公司”。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和商业中心，它所辐射的范围不仅包括长江流域，还有广阔的华北地区。1865年，上海的人口大约是65万（与此相比，香港人口只有11.5万，到了1900年，上海人口突破了100万。当年，在紧靠上海的北部区域，英法美等国设立了公共租界，组建了独立的市政机构，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在上海的洋行和银行都在公共租界内开业经营，而汇丰银行就在黄浦江边的外滩占据着最好的位置。1865~1873年，汇丰银行的上海经理是麦克林（David McLean），像修打兰一样，他也是一个苏格兰人。汇丰银行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就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银行，它甚至发行了上海银票，这足以彰显其在上海的重要地位。在上海的所有外国银行主要从事对外贸易融资业务——即使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仍旧如此。据估计，中国90%的对外贸易都是由外资银行提供融资保障的。外资银行对贸易融资业务近乎垄断，使得它们同样在外汇交易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而中国的主要西方贸易伙伴大都采用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两种金属货币之间的兑换汇率由汇丰银行向市场公布。在1935年之前，银行每天公布的汇率成为中国的官方外汇汇率。

在银行总部所在地香港，汇丰的主要业务和在上海一样，也是贸易融资和外汇交易，其融资来源是本地的储户存款。留存至今的1866年的分类账簿显示，当年汇丰拥有4类主要储户：英国洋行，德国、法国、帕西和其他非英裔外国洋行，在华的外资银行，以及个人储户。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汇丰银行都很快成为香港这块殖民地上最重要的银行。它与香港政府的紧密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866年。当时，它向香港政府提供了10万港元的紧急贷款，从而缓解了香港政府当年的财政危机。作为回报，它得到香港政府的授权，可以处理香港政府的对外支付，并且开始发行港币的纸币。到了当年年底，汇丰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占了市场上流通港币的半壁江山。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1871年香港和上海被接入到国际电报网络，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也带来了对本地货币流动性的更大需求。次年，汇丰银行获准发行1港元面值纸币，不久之后，它所发行的纸币就在香港市场上所流通的港币中占到了3/4。1872年，一家总部在伦敦的金融报纸《金银通货主义》曾经写道：“银行业务取得了快速增长，令人不由地感叹，银行生逢其时。掌管银行业务的都是精明强干的银行家，他们对本地贸易十分熟悉，在其业务所维系的本地商界中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异乡异客


对于初入商界的汇丰银行来说，打造一个区域网络是头等大事。在经过了第一年忙忙碌碌的苦心经营后，它已经在中国和南亚地区初步建立起它的代理商网络。开始的时候，这些代理机构都挂靠在洋行内，替银行打理本地业务。久而久之，随着业务的扩大，它们中的许多机构开始脱离洋行，成立了独立的分行，并自行招聘银行职员开展业务。1866年，汇丰在日本横滨建立了第一家分行，之后又分别于1867年在加尔各答，1870年在西贡（即现在的胡志明市），1875年在马尼拉和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了分行。到了1900年，汇丰在整个地区的分行网络已经扩展到曼谷、科伦坡、伊洛伊洛、雅加达、神户、长崎、槟榔屿、仰光和泗水。此外，汇丰在纽约、旧金山、汉堡、伦敦和里昂也开设了办事机构，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尽可能为银行的亚洲业务提供各种便利服务。例如，里昂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丝进口地，因此汇丰在里昂的分行主要立足在欧洲，为当地商户与广东、上海和横滨等生丝产地间的贸易提供服务。事实上，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银行分行的继续扩张。1884年，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介绍说：“由于感到急需银行来提供服务，世界许多重要地区纷纷要求我们去当地设立分行。董事会认定，无论某一地的前景多么灿烂，如果该地区与对华贸易不能产生直接联系，或无法立即产生重要影响，那么，银行去那些地区设立分行的做法并不可取。”

在中国，汇丰银行首先在开放口岸设立分行，分别于1867年和1873年在福州和厦门开设了分行；1868年，在内地重要商业中心和茶叶产地汉口设立了分行；1881年在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以及1885年在首都北京均开设了分行——在北京设分行主要是为了与清朝的高层官员保持沟通接触。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外资银行也向中国客户提供贷款服务，但是往往都是间接提供类似服务。外资银行职员缺乏语言沟通技能，也无法了解中国复杂的货币制度和当地的商业惯例，而且在当地商界开展业务时，通常对潜在客户的商业信誉知之甚少。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银行请来了华人代理人——也就是所谓的“代理人”，来架起一座“跨越东西方沟通的桥梁”。银行不仅在中国聘请了代理人，而且在其他也需要与当地商界建立起某种沟通的国家聘请了当地的代理人。银行对代理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需要他们承担广泛的职责：招聘银行的本地职员，并为他们提供担保；处理与本地客户之间的所有业务往来；核查银行收进的所有白银、金条和硬币的真伪和分量；对当地市场状况提供咨询意见。作为回报，代理人不仅能从银行拿到可观的薪水，而且可以从他经手的业务中抽取佣金。此外，银行代理人总是和某个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往往是一家几代人一直继任代理人的职位。例如，自从1873年汇丰银行在厦门开设分行到20世纪50年代分行关闭，几十年来，叶家一直占据着代理人的职位。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叶家移民到文莱，却依然与银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叶家第四代传人继续在那里担任业务经理。

代理人为当地华人商界提供的服务之一是向中国传统的钱庄提供短期“拆款”，这项业务由汇丰在上海的代理人王槐山率先在19世纪60年代尝试开展起来。中国传统钱庄把拆款转借给在内地采办出口商品的商家，如用于采购茶叶和生丝，然后，他们再把收购上来的出口商品转售给在上海的洋行。但是，1910年，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爆发的橡胶股票风潮中，这些拆款被用于股票投机。当橡胶泡沫破裂之后，上海一半的钱庄都破产倒闭，外资银行也因此遭受重大损失。次年，清朝的覆灭又对传统钱庄体系造成新一轮的重创，又有许多钱庄陷入倒闭困境，造成巨额损失，结果使得拆款方式走向灭亡。中国商家转而开始依靠逐渐壮大起来的中国“现代银行”，因此，汇丰和其他在上海的外资银行面临着与正在快速成长起来的本地商业银行进行激烈竞争的状况。









1887年，福州分行员工的合影



杰克逊时代


为汇丰早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是1876~1902年担任银行大班的杰克逊（Thomas Jackson）。在此期间，他曾经两次短暂离开汇丰。他是汇丰历史名人堂中以出色才华和极高权威被众人膜拜的领导者。到杰克逊退休的时候，香港已经成长为拥有30万人口的繁华商都，虽然与上海相比仍有点儿相形见绌，而汇丰银行无疑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银行。不过，在杰克逊领导汇丰期间，他同样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其中最困难的是白银价格的持续下跌，与黄金的对价下跌了约60%。作为一家香港公司，银行账户中都是以白银为计价的港元；然而，到了1890年年初，银行约55%的股份由英国人所持有（从1892年起开始在伦敦交易所挂牌上市），35%留在了香港，还有10%在上海——而那些英国投资者要求银行用以黄金为计价基础的英镑来支付股息。为了满足这部分英镑支付的需求，银行积极吸收英国殖民地政府和来自其他渠道的英镑储蓄，或其他以黄金为计价基础的货币存款，同时也对伦敦市场上的英镑债券进行投资。利用英镑融资来源来满足银行偿还英镑债务的成功做法，同样也用在了白银业务的操作中，这被杰克逊简要地称为“四平八稳”的策略。


中国贷款和投资银行


在1928年中国建立自己的央行之前，汇丰银行承担了中国政府金融代理人、受托人、顾问和担保人的角色。从1884年起，汇丰担负起清朝皇家海关的托管职责，也负责为清朝政府征收另一项主要财政税赋——盐税。1874~1895年，汇丰是清政府获得外国贷款的主要担保人，曾前后15次为清政府发行公债，成功募得1 200万英镑的资金，并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债务偿还服务。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期，但这也给银行贷款发放业务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896~1913年，汇丰开展了向中国政府发放贷款的业务，贷款累计金额高达6 000万英镑——是之前20年同类贷款总金额的5倍。在此之前，汇丰在贷款发放上都是担当独家经办人的角色，自此之后，它开始与许多外资银行进行合作，或者以国际财团成员的身份，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从1895年起，对中国贷款进行管理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业务，但是，汇丰以其无可匹敌的经验，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以及强大的实际操作实力，确保了汇丰继续在为中国政府提供贷款融资业务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汇丰在伦敦的窗口


从1865年起，汇丰就在伦敦设立了办事机构，以此作为银行在这个世界顶尖金融中心的窗口。1875年，一个伦敦顾问委员会创立，汇丰得以继续扩大在伦敦的影响力。此顾问委员会由一批伦敦金融界的头面人物组成，他们时刻通过银行在伦敦的窗口留意汇丰的发展，并为远在香港的汇丰董事会提供在伦敦市场上拓展的各项建议。除了在英国处理与东方的贸易融资业务之外，在伦敦的办事机构在吸收存款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并通过亚洲分行把这些存款进行外借，同时，为汇丰在伦敦货币市场管理短期货币基金的调度。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银行在伦敦资本市场上债券发行业务的规模逐渐扩大，银行在伦敦的窗口逐渐突显出其重要地位——特别是在1905~1925年查尔斯·艾迪斯（Charles Addis）领导期间。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汇丰已经成为伦敦金融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成功做到与英国顶尖商业银行在它们的本土市场上分庭抗礼：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奇迹。1913年，汇丰在伦敦天恩寺街上的新办公地开张营业，这座富丽堂皇的大楼使用了波特兰石、大理石和古巴桃花心木等高档建材，以此彰显其显赫地位。

汇丰在伦敦的办事机构在银行人员的招聘和培训上，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进入现代，在汇丰银行管理层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一小部分欧洲人主要就是英国人，而且其中有许多热爱英式橄榄球的苏格兰人。汇丰在亚洲各地的银行中，欧洲员工的比例持续上升：1876年只有44人，到了1902年增至156人，而到了1914年上升至214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银行。通常他们一开始在一家英格兰或苏格兰银行中工作，随后，便受到优厚待遇和美好前景的吸引而加入海外银行。在伦敦办事机构中接受了入职培训之后（曾经是银行职员的佩勒姆·格伦维尔·伍德豪斯在他的幽默小说《珀史密斯进城记》中记录了他的那段难忘的经历），这些初级职员被派往东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同时在整个亚洲地区通过轮岗积累经验。他们都把工作视为终身职业，职位的晋升主要依据资历，偶尔也会有某些人因出众的才华而被破格提拔。他们深受维多利亚时代公立学校传统的影响，推崇奉献、忠诚和正直的价值观，同时也被灌输了汇丰自身的理念，即自力更生、谨慎节俭的品质。因此，这批国际行政人员（后来就以这种称谓特指这一群体）拥有强大的团队意识，并且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开展高效运作，而且往往得到他们开明的妻子们莫大的支持。









1902年伦敦办事机构的橄榄球队，中间一排右起第二位就是佩勒姆·格伦维尔·伍德豪斯



“非凡的成就”


从银行盈亏结算来看，1890~1895年，汇丰的盈利额在英国国内或海外银行中首屈一指，1896~1920年位列第二。汇丰何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从宏观背景来看，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亚洲的国际贸易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作为香港和上海地区最重要的银行，汇丰在整个亚洲地区拥有不断拓展的分行网络，这使银行在为亚洲商业提供融资保障，甚至在寻求在其他地区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香港总部的架构，意味着基于白银的资产负债表，在使用时可以通过其他货币债务和资产进行精妙配置，使汇丰在与其他银行的竞争中处在优势地位，因为汇丰的竞争对手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基于黄金的，而白银贬值对欧洲和其他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困扰。同时，汇丰总部远离伦敦金融界，这给它带来了独立思考的益处，使之更加具有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例如一开始他们就提出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建立三线共进的态势。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汇丰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的开头10年就成功地在伦敦开展了投资银行的业务。最后要讲的是，汇丰银行实收资本与存款之间的比例一直很低，这意味着银行长期稳定地吸收储户存款，反过来也体现了银行具有：高效的组织运转状况和强大的市场口碑。1910年8月，董事会主席告诉股东们：“在过去半年里，银行工作又继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你们作为股东应该为此感到十分欣慰。”他也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


“不惜一切代价，只求称霸外滩”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新政权取而代之，但是，羽翼未丰的新政府一开始就在国家管理方面举步维艰。在1927年之前，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从而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沿海开放口岸，由于受到主要外国势力的保护，外国商业得以在“国中之国”的租界内幸存下来，因此，这些沿海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内地战乱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后的25年里，上海在成功地躲避了腐败官僚体制的同时，也免受了军阀的蹂躏和掠夺，因此，其经济出现了蓬勃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上海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刺激：由于来自欧洲的进口产品几乎枯竭，本地制造商们乘机填补市场缺口，从而让本地工业开始腾飞。结果，到了1920年，上海经济已经完成转型——从一个依赖商品进口的经济体，转变为向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际市场出口工业产品的经济体。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经济活力继续刺激着经济的发展，体现在这座口岸城市的对外贸易出现了令人惊诧的快速增长。上海经济的繁荣自然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极度需求，中国本地银行业便乘机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工商业的金融服务需求，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和日本的银行也纷纷在上海建立了分行。

另一方面，欧洲银行却因为战火纷飞而遭遇困境。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办公室的许多年轻职员纷纷离开银行，加入到前线作战的行列：当时共有169名国际行政人员离开了银行，其中40人战死或被列入失踪名单之中。更为普遍的是，战争导致技能娴熟的银行职员十分短缺，同时银行的商业前景也十分黯淡，这些都导致银行发展和扩张严重受挫。外汇交易市场同样也出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1910~1930年白银与黄金之间的相对价格出现了较长周期的摇摆，面对市场风险需要进行套期保值操作，并合理配置货币债务和资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白银与黄金的价格一直下跌，但是，到了1914~1918年，却出现逆转，白银价格上涨。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白银价格又一次出现了逆转。在整个20年代，白银价格的下跌幅度达到了85%。由于准确预测了白银与黄金价格的变化趋势，汇丰在这场货币之战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20年代初，作为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银行之一，它成功地把大部分以白银计价的资产置换成了英镑资产，从而在白银价格上涨至峰值时依然获利的同时，又尽享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黄金资产升值所带来的巨额收益。汇丰在此期间储备了大量英镑资产，这也是银行在后来困难时期能幸存下来的救命稻草。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出现大萧条这段时间，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增长势头强劲。汇丰的商业银行业务也因此快速成长，体现在银行在亚洲地区的分行网络得到了快速拓展，从1918年的183家，增加到1930年的275家；与此同时，银行在上海的业务蒸蒸日上，也急需建造更大的办公大楼。银行大班发出指令：“不惜一切代价，只求称霸外滩！”因此，1923年，带穹顶的教堂式大楼开门营业——门口别具一格地摆放着象征汇丰银行的两只狮子的雕像，威严地守卫着银行大楼，这使得他的愿望成真。多年之后，华尔街证券分析师马吕斯·雅莱在评估汇丰过去业绩并预测其发展前景时表示：“其雄伟壮观的现代化大楼”是“一个体面的窗口”，与纽约或华盛顿类似的银行大楼相比，还更胜一筹。他同时指出，汇丰除了拥有这栋雄伟建筑作为资产之外，其主要业务还包括为新建工厂、办公大楼和商业地产提供融资保障。它是当时中国抵押贷款的主要发放机构，这项业务是1920年以来银行收益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雅莱告诉潜在的美国投资者，汇丰银行“称霸”中国上海、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同时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每一个主要港口和城市都开展了规模庞大的业务经营活动。多年来，它一直通过汇票、信贷、承兑、汇款和其他业务，为亚洲贸易提供金融服务，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银行。至于外汇交易，汇丰的记录极其出色。雅莱指出：“长期以来，对每一位商人或银行家来说，中国乃至亚洲的外汇交易问题令人深感头痛。在过去77年里，汇丰银行一直是中国外汇市场上的中流砥柱，据我们所知，它经手的交易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违约的情况。如果把它放在1865年以来中国政治、金融、外交领域出现巨变的背景下进行考虑，与银行业遍地危机和困境不断的境况相比，这个结果弥足珍贵。人们必须承认，汇丰在外汇交易上独树一帜，无出其右。”

雅莱还介绍了汇丰的其他业务，指出汇丰还承担了在西方国家通常都由政府管控的央行职责或国库所发挥的作用。从一开始，它就发行纸币，特别是港币，“这是远东地区多年来最稳定和坚挺的货币单位，对香港作为贸易中心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汇丰也是中国最大的白银持有机构，并受托为中国政府保管财政收入。中国的官僚们和商人们害怕在政治动荡时期遭遇不测，无法保存财产，因此都青睐汇丰和其他外资银行，将其作为储蓄存款的不二之选。雅莱在报告中总结：“汇丰拥有出色的经营记录，总体而言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环顾整个美国银行界，根本没有类似的银行可以与它相提并论。尽管它是私人拥有并经营的银行，但是汇丰在亚洲所享受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相当于英格兰银行或美联储。几十年来，它的经营兼具赢利性和责任性，满足了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需要。”事实上，现代研究也已经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汇丰是赢利水平最高的英国跨国或国内主要银行，到了30年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0年上海外滩一景，画面中部就是汇丰银行大楼



撤离和危机


1927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挫败了各地军阀势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的政治局势得以稳定下来。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平息民众的高度不满，解决外国银行在“不平等条约”下享受特权的问题。中国再次展现其金融主权的信心的表现之一就是恢复成立了新的中央银行——长期以来，汇丰银行一直承担着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的央行职能。中央银行收回了海关主权，开始征收关税和盐税，并且对政府的内外债务实施管理。1935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又导致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货币重大改革，决定放弃原先货币体系的银本位制。汇丰银行积极支持这些改革措施，立即把手中持有的大量白银出售给新成立的中国货币储备委员会，从而为其他外国银行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随后，外国银行被迫停止在中国发行各自银行的纸币——虽然与中国银行发行的纸币相比，那个时候在市场上流通的外国银行的纸币量相对很小。但是，汇丰银行发行的港币依旧在中国南方地区广泛流通。

从1930年起，随着世界各国突然陷入经济大萧条之中，中国的国际贸易遭遇灾难性下滑。中国经济陷入低迷，而同时日本侵略的危险与日俱增，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汇丰银行的业务产生了负面影响。经济大萧条同时带来了建造成本的下降，这也是促成汇丰银行决定重建其总部大楼的因素之一，重建的总部大楼于1935年落成开业。这幢恢宏的具有现代气息的大楼，在20多年里一直是香港的一道风景线——其建筑语言清晰地传递出汇丰银行对未来充满信心。

但是，随后发生的历史证明这种自信在短期内是极其盲目的，汇丰银行很快陷入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之中。1932年，随着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傀儡政府，日本侵略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汇丰银行的处境也异常艰难。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并且很快就占领了上海和其他中国沿海地区，虽然公共租界沦为孤岛，汇丰银行依然维持营业。但是，4年之后，在1941年12月8日——恰好与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发生在同一天，日本军队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并且对香港发动进攻，到了圣诞节那天，香港彻底沦陷了。

根据预先制订的计划，汇丰银行伦敦支行的司理——沉着冷静的阿瑟·摩尔斯（Arthur Morse），成为银行的总司理。而与此同时，伦敦支行的顾问委员会则承担起董事会的职责。在战争爆发前夕，汇丰银行已经把其各项储备紧急转移至伦敦，极大地扩充了汇丰在伦敦的业务资源。汇丰银行在亚洲的42家分行，有36家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原先在这些分行工作的162名欧洲员工被拘禁。银行总司理祁礼宾（Vandeleur Grayburn）和其他员工在狱中受尽折磨，被虐待致死，而其他一些未被拘禁的员工则成功地逃往国统区的重庆，并且在1943年在重庆开设了分行。在印度的分行也继续维持营业，由于保住了巨额的英镑储备，银行甚至还取得了不错的利润。但是，到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马吕斯·雅莱对汇丰银行战后和未来的远景评估显得过于乐观，这远非大家的共识，尤其在银行本身的发展前景上。


复苏


雅莱在1994年对战后中国的预测十分乐观，认为汇丰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期，尤其是在上海，并且他认为汇丰银行地位独特，可以大展宏图。他曾经写道：“一旦摆脱日本的侵略和内战，借助世界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再加上金融稳定和商业信心的恢复，中国将会在工业、商业和金融方面取得惊人进步。”但世事难料，尽管在上海的外国企业拿回了被没收的资产，却受到国民政府的敌视，因此在业务重整方面举步维艰：1947年，英国遣华贸易代表团曾经报告称，“几乎所有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在战后都把驻华主要办事机构从上海转移至香港。”1949年，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在随后的30多年里就很难用“中国最重要的银行”一词来形容汇丰银行了。不过，它和香港的命运比以往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汇丰银行和这块殖民地同甘苦、共命运。换言之，由于香港不再主要服务于中国内地的贸易，战后的香港必须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那么作为香港最重要的银行，汇丰也理当如此。

自从摩尔斯在1946年初抵达香港掌管汇丰业务之后，汇丰银行担起自身的责任，支持香港经济的重建工作，在此过程中它遵照在战争期间英国殖民部门精心设计的重建计划行事。在此过程中，汇丰银行完成了三项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汇丰银行完全承兑了日本人在1942年以汇丰名义非法发行的1 600万港元（约合750万英镑）纸币。尽管汇丰银行没有法律责任来确认这些“迫签纸币”的有效性，但是，如果拒绝的话，势必会严重阻碍香港经济恢复。因此，虽然确认“迫签纸币”的有效性将会让汇丰银行付出不菲的代价，但是在当时汇丰人判定此举会有助于重建公众对港币的信心，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举动巩固了汇丰银行在当地持票人中的诚实信誉。其次，汇丰银行向香港的公共事业公司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从而帮助这些公司恢复其设施的正常营业秩序。第三，对于私人企业，汇丰银行采取了灵活宽松的信贷政策，为机器设备或存货遭到破坏或偷窃的私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垫付资金。银行当时的想法是，即使由于局势所迫，银行所提供的贷款难以获得实际的担保，这些资金也将有助于那些信誉良好的企业重振雄风。









1960年，旺角分行的经理布拉德福德先生和银行客户共进晚餐


在日本占领港岛期间，香港的人口数量下降至60万左右；但随着战争在1945年夏天的结束，大量人口重新回流，同时难民也蜂拥而入：到了1946年年中，人口数量回升至160万，10年之后人口数量更是增至260万。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并且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许多工商业主和技术工人从上海和内地其他地区移居至香港。在摩尔斯的领导下，汇丰银行针对这些更具创业精神的移民采取了更为宽松的借贷政策，在资金方面帮助他们在香港重新创业。在这些政策的直接引导下，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实际上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化中心，各类企业的数量合计有3 200多家。一开始，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和成衣制造领域，但是很快它们就开始分散化经营，分散在从事专为出口贸易服务的各类轻纺工业产品的制造产业中，例如塑料玩具和花卉，手电筒和电池，铝、搪瓷和藤条等物品。因此，汇丰银行的宽松信贷政策不仅在香港创造经济奇迹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培养起一个崭新的华人企业家群体，这个客户群体对于汇丰银行随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沙雅（Guy Sayer）曾经担任过汇丰银行的董事会主席。他回忆道：“从传统上来说，汇丰银行不曾与华人直接打交道。但是，香港经济的发展速度惊人。由于业务形态出现了崭新的变化，银行代理人实在无能为力。因此，华人客户，尤其是从上海移居过来的客户，开始直接找到银行，与银行职员直接交流沟通。”沙雅补充道：“我们对其中的风险有着足够的了解，因为我们熟知这些华人客户。没有任何一家来自纽约的银行会采取类似我们的做法。”1948年，汇丰银行开设了一家新的旺角分行，专门处理大部分华人企业客户的业务。奥利芬特 （R. Oliphant）曾经在1952年担任过汇丰银行旺角分行的司理，他回忆道：“旺角当时是新兴的工业中心，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对我来说，似乎有机会可以真正地从一开始就参与他们的业务发展，而事实上这类机会层出不穷。许多企业创立开业，或者扩大生产，问题只是找出哪些企业最有可能偿还借贷资金。那时候，只要是具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我都愿意出借资金。”


国际化拓展，多元化营运


“二战”后，汇丰银行恢复了战前几乎所有的分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汇丰银行决定维持在中国的业务经营，开始在内地重启各分行业务。但是，由于贸易萎缩导致银行业务日趋减少，到了1955年，只有上海分行还在开门营业——虽然业务规模大幅缩减。即便如此，汇丰银行仍然默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多种实用的信贷融通服务，如在上海处理出口汇票，而在香港提供外汇结算。为了寻找新业务，汇丰银行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亚洲其他地区拓展了业务运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拓展了分行网络，并且首次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的旧称）开设了分行。1955年，原先在旧金山的代理机构转变为子公司加州汇丰银行，该子公司成功地在加州地区建立起一个小型分行网络。

1959年汇丰银行收购了两家英国海外银行——有利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从而在开疆拓土式的扩张上又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两家银行的总行都在伦敦，因此，英格兰银行鼓励并积极支持汇丰银行对它们进行收购行动。有利银行早在1853年就在印度孟买成立，在全球拥有35家分行，尤其集中在印度和马来西亚。中东英格兰银行的前身是早在1889年成立的波斯帝国银行，在中东地区拥有31家分行，大部分集中在波斯湾地区。收购之后，这些新银行都成为汇丰银行扩张版图上的新亮点。收购后的整合进展得十分谨慎，在随后的许多年里，这两家银行都维持着原先的架构，并且在日常的经营中保留着相当大的自治权。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汇丰银行继续在多元化营运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1961年，汇丰银行创立了汇丰财务有限公司，为小型企业提供分期信贷业务，也为个人提供住宅抵押融资。更为重要的是，在1965年发生的一场银行危机中，两家香港银行陷入倒闭困境，人们疯狂地从恒生银行中提现——成立于1933年的恒生银行是香港第二大银行，其主要客户集中在华人零售和商业领域。关士光曾经在恒生银行的研究部门工作，后来他创立了恒生指数。对于这场挤兑风潮，他曾经回忆道：“在短短几天之内，恒生银行的金库就几乎被掏空。”但是在这危急关头，汇丰银行作为香港事实上的央行，承担起了最后贷款人的责任，果断向陷入困境中的恒生银行伸出了援手。关士光继续说道：“从汇丰银行运来了用大木箱装着的巨额现金，用以填补恒生银行的现金亏空，现金运送数量之多，是我一辈子都未曾见过的。”经历了这一事件后，汇丰虽然获得了恒生银行的大部分股权，但是依然维持了恒生银行的独立形象，并且对恒生银行的营运采取了最低程度的干预。因为它敏锐地意识到，恒生银行拥有独特的文化和客户群体，维持独立营运将会保证其未来得以持续繁荣发展。

汇丰银行另一项新的优先发展战略就是开拓自己的零售储蓄分行网络。20世纪70年代中期，约翰·博耶（John Boyer）担任过香港地区汇丰银行的总司理，他这样解释道：“我们试图吸引老百姓把藏在家中的现金存到我们的银行里。”结果是，汇丰银行在香港的分行数量从1960年的区区7家，发展到了1974年的100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汇丰更是取得了迅猛的增长。在世界其他地区，汇丰银行的分行网络也在大幅度扩张，其零售网络（包括香港在内）从1970年的228家，扩张到1979年的444家。

20世纪70年代初，投资银行的业务首先由怡富和施罗德特许管理公司引入香港，它们都是香港商业企业与伦敦商人银行之间的合作结果。汇丰银行对此竞争做出快速应对，也在自己的体系内成立了获多利专属商业投资机构，其公司名称来自于汇丰银行最早的总部所在地——获多利大楼。获多利有限公司成立于1972年，成立不久便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主要是由于香港股市70年代初出现了令人咋舌的暴涨，并且在悉尼、新加坡和亚洲其他金融中心继续拓展投行业务。1973年，在英格兰银行的极力鼓动之下，汇丰银行展开了另一项相关收购，购入了安东尼·吉布斯商业银行20%的股权——虽然当时这家商人银行陷入困境，但是其管理者在伦敦的商业圈内人脉极广。在70年代，汇丰银行拓展在另一个新兴领域的尝试便是成立了嘉丰保险公司，而与此同时，汇丰也日益增加其在航运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尤其是对香港环球航运集团给予了大力支持。

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三倍，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股价暴跌和严重的经济衰退。香港也不能独善其身，同时香港还遭受了房地产市场大幅度缩水的影响。和记国际是香港第三大贸易公司，在这场危机中资产缩水1.7亿港元，同时还面临3亿港元的债务。1975年，汇丰银行出手相救，因此持有和记公司1/3的股份。汇丰董事会主席沙雅表示：“我们出手收购，情非得已，但是，毫无疑问，投资将会给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对于汇丰在波斯湾地区开展业务的中东英格兰银行来说，石油价格上涨却是喜从天降的好消息，银行在1974年的收益翻了一番。一位伦敦的证券经纪人以略带羡慕的口吻表示：“他们当年收购了一家死气沉沉的银行，而现在却因为石油价格飙升而摆脱困境。”

尽管在国际市场上大动作不断，但是汇丰银行还是继续把大部分资产，尤其是最有赢利能力的资产，放在了香港。而香港也凭借一己之力，正在大踏步地向国际金融中心迈进，到了1976年，它已经拥有世界上第三大外资银行网络。但是，随着1975年南越和柬埔寨反共政权的垮台，地区民族主义势力日益抬头，这使得银行某些高管忧心忡忡，担心英国殖民地以及殖民地最重要的银行将会受到这些势力的攻击。此外，汇丰已经从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中强劲复苏（1978年利润增幅达到“惊人的”50%），这使得银行有条件采取某些激进行动。事实上，1947~1975年，在整个英国跨国和国内主要银行中，就赢利能力而言，汇丰遥遥领先。从70年代中期开始，汇丰开始在新的地理区域实施重大战略举措，探索新的发展机会；1977年，在沈弼出任董事会主席之后，这种探索就开始演变成真金白银的收购行动。


回到原点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舞台波诡云谲，出现了深刻和根本性的变化；而毋庸置疑，没有任何变化可以比得上在毗邻香港的大地上正在出现的变革那么彻底且深具影响。1978年9月，沈弼在访问中国内地之后告诉他的同事：“中国之旅一如既往地令人兴奋不已，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大陆的社会思想得到了明显的解放和进步。”之后不久，邓小平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这无疑清楚地表明，中国正走进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

多年以来，汇丰银行是被允许在中国内地经营的4家外资银行之一，对于中国出现的变化，银行表现出谨慎的乐观态度。1979年年初，银行设立了一个中国内地业务部来观察内地形势的变化，并且为管理层、分行和客户提供中国业务方面的建议。但是，在1979年晚些时候，沈弼尽管丝毫没有否认中国内地对于国际金融界来说具有重大的发展机会（尤其在外国信贷领域，包括由政府安排的贷款），但他却公开提出：“虽然中国内地拥有9亿多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其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因此，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外汇储备匮乏和其他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尽管如此，当汇丰在1980年10月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的时候，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两个月之后，汇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中国银行董事长卜明先生作为嘉宾出席招待会。沈弼在致辞中特别强调了汇丰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和与其不曾中断的联系，他表示：“应该用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进步，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与中国打交道的人，对于中国的进步有着更切身的体会。每一次我们都把自己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和伙伴，本能地了解中国发展的长期需求。我们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发展长期的伙伴关系，我们不会鼓励那些对中国人民未来福祉没有任何建设性贡献的项目，我们不会让这些项目来破坏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

115年以前，为了促进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往来而成立了汇丰银行，而115年之后，历史的车轮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第一章






独特的城市，非凡的银行




长 
 久以来，香港的财富与其最大的、声誉卓著的金融机构紧密相连。想要领略世界上最独特的城市之一的魅力，人们就一定要了解在世界金融领域特立独行的汇丰银行（HSBC），追溯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足迹。20世纪80年代初或许是那个世纪里最令人叹为观止、经历着重大变革的和平时代，而正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香港还是汇丰银行，都面临着伟大的变革。

香港本地的一位记者格雷姆·詹金斯曾经不吝赞美之词，如此这般描绘了当时的香港：“在这里，高楼鳞次栉比，人行天桥连接着广厦，鱼贯而行的火车、货车、巴士和小汽车则穿行于崇山峻岭和壮美海底的隧道里，发出急促而震天的吼声，把高楼大厦里的办公室与多楼层的工业厂房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街面上熙熙攘攘，即使是那些本该矜持内敛的华人淑女，也总是步履匆忙——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为了生计而一生奔忙。五彩斑斓的霓虹灯不仅显露出迷人的东方风情，更闪耀出贸易和商业之都繁华热闹的夜色。”

1980年，香港人口突破了500万，其中约98%为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香港一直是大批难民的主要庇护地——这些人主要来自中国内地——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有了“归属”，具有独特的港人身份，但是在他们身上依然还喷发出烈火般燃烧的热情，向往着比自己居住在大陆的父辈们更美好的生活。据詹金斯观察，“香港人特有的奋斗动力来自于他们不屈的信念，即相信每一个人头上都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因此，自食其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秉性。父母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放任他们自己发展，而从青涩的少年之时起，他们就已经开始独立外出闯荡。”这种自食其力的秉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多年以后，《亚洲金融》杂志曾经回顾：“1974~1975年这块殖民地遭遇的经济衰退十分严重，据估计在那个时候失业率高达20%。家庭收入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下降的幅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城里失业的人们没有任何失业救济，失业回到农村的工人更没有任何‘社会最低保障’。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却依然不屈不挠，相信总可以找到出路。即使是沿街叫卖勉强谋生，人们也没有失去这种信念。这就是当时的状况。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游行，没有请愿保护（要对抗什么人呢？），人们只是咬紧牙关，凭借着那股韧劲儿、精明的头脑和愿意尝试一切的勇气坚持。









20世纪80年代香港街景


随着经济的繁荣，除了一小部分人还在苦苦挣扎之外，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出现了日益强大的华人中产阶层。一批极其富有的创业家地位日盛，其中最受人敬佩和被效仿的两个榜样就是包玉刚和李嘉诚先生。包玉刚在1949年上海即将由共产党接管前夕来到香港，随后——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汇丰人具有远见卓识的融资帮助之下，成功地打造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商用运输船队。李嘉诚出生于中国南部地区，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塑料玩具和塑料花的生意，而他现在已经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地产商人之一，所持有的土地数量仅次于香港政府和香港置地公司，位居全港第三。这两位杰出商人共同展现了《经济学人》杂志所描绘的“新一代本土华人亿万富翁”的形象。“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庞大的欧洲贸易公司，即‘洋行’，独霸着香港的商业领域，而他们所打造的企业帝国，无论是规模还是营业金额，都足以与这些洋行比肩。”

香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香港政府施政时所展现出来的极高素养，政府对日常事务的管理体现了可预测性，细致严谨和诚实正直的风格，以及包揽一切的家长式作风。尤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麦理浩担任香港总督：他不仅有效地打击了贪污腐败现象——尤其在警队系统，而且致力于谨慎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建屋计划）。由于其长期不懈的努力，从而彻底改变了英国殖民政府在本地人民心目中冷漠而缺乏爱民之心的形象。诚然，在他的政策改革议程上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民主主张或代议政府的内容。这项改革运动直到麦理浩在1982年结束其港督任期之后才告一段落；但是，《南华早报》在1980年2月期间所发表的评论超出了其一贯理性的平和风格，对于麦理浩治下实行的执政模式不吝溢美之词，称赞道：“尽管他的治理存在着许多瑕疵，但是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实现了在当今的香港体制框架内大多数民众收入得到提高、生活获得改善的繁荣景象。”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没有香港政府坚定不移地实施低税收、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民众普遍的收入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后在西方世界，普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政策，甚至采取了国有制的经济政策。在几乎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麦理浩总督与财政司的夏鼎基联袂组成了完美的政治搭档。1981年，夏鼎基曾经回忆：“流入和流出香港的资金总量是其他区内全年生产总值的好几倍。”他补充道，“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任何把资源更多地分配到私人领域和抑制市场力量的计划或图谋，其后果都难以预料，更不用说可以对其进行掌控。因而，这不仅对经济发展无益，甚至还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没有关税（除酒、烟草和石油之外），没有软贷款，没有补贴——这就是格莱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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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由世界，尤其在聆听夏鼎基发表冗长的年度预算讲话时人们更加体会到，这应该归功于这位带有某种格莱斯顿色彩的人物。

在夏鼎基执掌香港财政期间，香港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出口市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外贸交易量增长了两倍。从70年代初开始，香港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成衣、玩具和玩偶的出口地区。到1980年，总计有2/3的工业劳动力聚集在纺织、电子、塑料制品、玩具、钟表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额占到了香港出口总额的72%。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制造业的前景如何，香港至少已经占得了先机。1978年，著名记者迪克·威尔逊曾经这样评论道：“这座城市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与之相比，亚洲地区的其他内陆城市都黯然失色。”两年之后，香港不仅超越了大阪，成为世界上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而且急切地迎来了港铁的开通，这些都标志着这片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亚洲金融中心


早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就已经开始从以制造业为主的模式向服务型经济进行转变——其中当然包括金融服务领域。对于像夏鼎基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和类似沈弼（Michael Sandberg）（自1977年9月起担任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银行家来说，转型的终极目标在他们的脑海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香港将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然而，对于如此激动人心的目标，并非所有人都感到切实可行。1979年，汇丰银行下属的投资银行获多利公司的职员曾经这样告诉《欧洲货币》杂志：“无论是香港的资本市场，还是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规模都很小，并且香港的货币市场体系不完全，仍有待发展。”然而，一直以来作为汇丰银行友善的竞争对手，渣打银行的主管经理比尔·布朗却十分关注这个潜在的发展趋势，早在1980年他就已经雄心勃勃地宣称，“香港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金融中心，而且毋庸置疑，在外国银行在本地市场的占有率方面，香港外资银行的本地占有率已经仅次于伦敦。”在那个时候，由于日本财务省只关注于其国内事务，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因此，可与香港展开竞争的只剩下了新加坡。尽管与香港相比，新加坡在国有控制方面更为严苛，但是其货币市场更加发达和完备。然而，在国际借贷领域，尤其在财团贷款融资方面，香港则大踏步地领先。到1981年的时候，香港的市场规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贷款总数为115笔，总贷款金额高达55亿美元），而新加坡在这方面就大大落后，仅排世界第18位。

1989年，记者凯文·拉弗蒂在回忆起香港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迅速地登上了世界金融之巅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70年代，全球金融市场还处在婴儿期。当时，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而伦敦则是日益强大的欧洲市场的核心，而这两个中心的那些活跃的银行需要在亚洲寻找一个第三中心，从而能够昼夜不间断地开展全球金融业务。香港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场所：无论从哪个层级进驻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都十分简单易行；外汇管制环境极其宽松，鲜有其他国家各种令人头痛不已的限制、规则、监管以及繁杂的文件规定，这些优点使得香港比其他地区更具有吸引力。

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时代，其背景是股票市场狂飙突进，房地产泡沫荒诞不经并且被越吹越大。然而在泡沫和激情之下已经出现了各种迹象，表明这种随心所欲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1980年6月，在分配香港和九龙仓的股权上爆发了激烈的、公开的争夺战之后——这一事件令这片殖民地上的自愿收购法则成为人们的笑柄，《南华早报》严肃地发出警告：“整个九龙仓事件极大地损害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而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远东交易所（香港4家还未统一的股票交易所中最大的一家）董事会主席却宣称，“伦敦和纽约也曾出现过丑闻，与它们相比，香港的记录还不算太糟。”《经济学人》难掩其失望之情，表示“海外的投资者正谨慎地试水香港的投资市场，他们或许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香港希望成为地区的金融中心，其关键在于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状况。1981年，在一篇发表于《美国银行家》杂志上的文章中，汇丰银行的沈弼曾经宣称：“毋庸置疑，这一地区现在为跨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极佳的发展潜力，因此，现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正从西方的欧洲转移至太平洋地区。正是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全球贸易活动中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另外，在过去几年里，东盟各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新加坡）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每年的增长率均达到了7%左右，这极大地提升了该地区的繁荣水平。”然后，沈弼在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为何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原先主要是以地区内业务为主的香港银行业，已经“转变为一个金融服务的集散地”。除了其他金融服务之外，无论是在提供银行信贷还是在财团贷款统筹方面，香港的银行“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了金融服务”。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和西方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一地区的前途将向何处，这个问题正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沈弼最后总结道：“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无疑会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所有的合作方都是互惠共赢、有共同利益的，在合作中间可以找到这一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所需的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产品和服务。”

在整个地区的拼图中，中国无疑是最后一块。从1978年起，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的激进改革，又将会对香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问题，在80年代初没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不只是由于在中国内部可能存在着强烈反对邓小平现代化运动的力量。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关于另一个重大的议题上的各种猜测，即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这是19世纪新界租约安排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1979年的春天，麦理浩港督访问北京，试图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启动谈判进程——如果被带回香港的模糊信息可以算得上一项成果的话。这次访问使他从邓小平那里获得了一丝宽慰，这个模糊信息也就是常常被人引述的那5个字：“请你们放心。”而且，正如有些人观察到的那样，自6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形势的根基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80年8月，大卫·休森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国内地务实的共产党人与香港华人商人在意识形态上的鸿沟已经日益缩小。”在提到香港与大陆之间日益加强的人员纽带和经济关系上，他引述了备受尊敬的中华电力公司董事会主席罗兰士·嘉道理的讲话，称“事实上香港已经成为由英国人管理的中国自由贸易区”。考虑到这些潜在的现实因素，正如沈弼早在1978年就已经颇有把握地预测到的那样，出现了“将会做出某种安排”的局面，而现在看来似乎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银行”


历史上，香港总督、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当地人一般以“香港银行”或“银行”来代指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主席和香港赛马会主席，这4位才是统治香港的真正大人物，而且这4位大人物的排列顺序并不总是如此。1980年，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沈弼是香港总督咨询机构行政局的9名“非官方”（意即非政府）提名议员之一，但是，依传统而言，银行更主要的是通过金融实力、广泛的商业和私人人脉（包括与最高层的关系）以及诚实、信赖和可靠的商业信誉，来施加其对香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影响。

沈弼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在那个时候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推动汇丰银行前行的领导责任。沈弼出生于1927年，曾经在中东地区的国王第一近卫龙骑兵团和印度的第六枪骑兵团服役，1948年退役之后回到满目疮痍的英国，“渴望能够重回远东”。一位军中的朋友告诉他，“香港的汇丰银行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机构。”他随后便加入了汇丰银行，从此平步青云：一开始在新加坡做会计，然后到香港担任总会计师，继而晋升为香港分行的经理和总经理——这些工作经历为他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1974年水到渠成，他出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一职。沙雅回忆说：“他讨人喜欢，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银行家，同时思维敏捷。他在董事会里左右逢源，做事又非常果断。他难道还什么需要更多的品质吗？”一旦大权在握，他身上的这些优秀品格就会强烈地展现出来。1980年，一位颇有洞见的记者说：“他是一个纯粹的英国人，但在他身上却没有那种势利的习气。在他友善亲切的品格之中，流露出一股渴望成功的坚毅之气。”

最终，沈弼当然是向董事会负责。1980年9月，一家美国的杂志这样总结道：“没有比汇丰银行的董事会更能体现出这块殖民地权力结构的地方了，汇丰银行本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说明了这一点。除了汇丰的高级管理者之外，还有一位所有洋行公认的领袖，他就是怡和洋行和香港置地公司的主席纽璧坚（David Newbigging）。其他洋行的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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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太古集团的彭励治（John Bremridge）、会德丰马登公司的约翰·马登（John Marden）和英之杰公司的约翰·霍姆斯（John Holmes），而船王包玉刚和地产大王李嘉诚则代表着强大的华人利益群体。”这就是当时的现实，反映了汇丰银行在这块殖民地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年早前所发生的事例，更能确切地体现出这家银行受欢迎的程度。当年1月，《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牛气冲天的社论——《条条大道通香港》，其中提到“为了能够买到猴年金币，每天有数千人在汇丰银行外面排队”；春天，在大会堂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现在股东的数量大约在11.2万左右，主要是旅居香港的英国公民）吸引了大约700人参加，会场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而餐厅服务人员则忙着“准备一场丰盛的自助餐会”；股东大会结束不久，银行职员便像往年一样参加一年一度的龙舟大赛，并且获得了大埔男女混合邀请赛的冠军（尽管亦证明了“主要由身强力壮和训练有素的渔民组成的龙舟队将会无敌于天下的规律”）。

1976年，沈弼曾经这样告诉《银行家》杂志：“可以说，我们是准‘央行’。这是关乎认真负责地代理行使央行职权的问题——有序的货币流通和外汇市场是香港维持其工商业中心地位并能够继续繁荣的先决条件。香港的利益和福祉与我们的完全一致。”沈弼或许应该加上一点，汇丰银行的准央行职责亦包括为银行系统运营票据交换所，代理充当政府的主要银行，以及通过对外汇和货币市场的干预来实施其货币政策。

虽然如此，汇丰银行还是同时维持着半官方和半私营的性质。1977年，时任银行总经理的约翰·博耶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被问及，银行对股东所承担的商业责任是否与银行作为“非官方”央行的角色相冲突，博耶反驳道：“我们认为对香港有利的事同样也会对我们银行有利。”然而，此前不久，另一位政坛高层人物黎保德刚对沙雅重申，他坚信“汇丰银行的外汇风险是不可接受的，在一段货币波动可能愈演愈烈的时期，尤其危险。这种外汇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银行不言自明的责任，它向香港的银行体系提供可流通港币，从而使自身面临货币升值时将会带来的风险。而且，这种模式所具有的系统性风险是在其他经济体中不曾见过的”。1991年，见多识广且一向对香港怀有善意的经济学家饶余庆不无同情地表示：“但是在香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制度性结构，央行和商业银行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一家私人银行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似乎在之前10年，甚至20年前他就可以这么轻易地得出这番结论，他继续补充道：“这种安排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利益冲突和在利益分配上有失偏颇。”

香港当然不缺少银行，相反，各类银行在此发展得欣欣向荣：根据1981年《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当地有44家本地银行和71家外国银行是全牌照经营的银行，而且还有107家外国银行的驻港办事处和302家接受存款公司（DTC）。同样，哪家银行占据着市场统治地位亦是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资产或利润，存款或贷款，汇丰银行都毫无争议地占据着市场第一的位置，并且处在第二位的恒生银行还是汇丰的子公司，恒生也遥遥领先于其他银行。即便如此，恒生与汇丰之间还是存在巨大差距。当时，汇丰银行的存款金额占到了香港总存款额的一半以上，而与此同时，估计在汇丰和恒生两家银行开户的账户数约为500万，其中80%是生息的存折账户。从表面上来看，相较于本地的其他行业，银行业并没有出现激烈竞争的局面。

对此，沈弼自然不会认同。1978年1月，他曾公开表示：“我希望纠正在某些地方依然还存在的错误观点，即认为香港的银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个强大的卡特尔联盟控制的‘封闭行业’。”他认为：

对于希望进入香港市场的外国银行，无论是收购本地银行的股份，还是设立独资或合资的商业银行或金融公司，都不存在任何限制。过去10年里，许多国际银行正是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在香港经营其业务的。由于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数量快速增加——在目前监管条例下它们都被划入“接受存款公司”的类别中，香港的银行业结构因此出现了重大变化，导致行业内竞争异常激烈，然而这并不为外人所了解，人们误以为香港的银行业是一个垄断性行业。

在随后的几年里，香港的经济变得更加“银行化”了。惯常被人们以“12姐妹”戏称的华资银行——它们都由中国内地的资本控制，继续在香港扩大其分行网络；而同时，不受监管的“接受存款公司”则呈现出危险扩张的态势，而且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其中许多都是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1981年年初，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总经理汤姆·韦尔什（Tom Welsh）曾警告夏鼎基：“1980年11月的数据表明，接受存款公司控制着香港约30%的存款数额，而且它们吸收的存款数量还在继续增加，相应地，银行的存款数量则不断下降。如果这些数据继续照此趋势发展，几年之后，香港很有可能出现接受存款公司控制大部分存款的局面。”


建立分行网络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汇丰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香港开始快速扩张支行，可能有三个主要目的：第一，对抗现有的和潜在的零售银行的竞争；第二，适应70年代香港人口开始向新界迁移的重大变化，在1978年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向汇丰银行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新界被描绘成“一个具有十分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因此，银行需要“谋划出一个积极方案，帮助其获取统治地位”；第三，扩大并巩固存款基础，从而可以不再依赖政府存款——在历史上香港政府的资产表上约有30%为存款。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包含银行需要投入的资源，但并没有打动沈弼，特别是面对美国人喋喋不休的抱怨他也没有丝毫让步。1980年，他在接受《机构投资者》记者卡里·莱希采访时曾表示：“他们的建议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们宣称其他银行拥有某种神圣的权力，应该可以从我们这里借用资金。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出借资金给他们，帮助他们抢走我们的客户。我认为向我们的竞争对手提供资金，不应成为我们长期扮演的角色之一。”他进一步辩解道，尽管汇丰只是偶尔使用银行间市场，但是，为了降低对银行间市场的依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汇丰银行在香港扩张其分行网络：“毋庸置疑，这是一项昂贵的业务，对于这些小型分行，需要经过好几年的发展才能实现赢利。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开设这些小型分行，我想我们就没有任何必要把分行吸纳的资金再出借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了。我未看到这里有任何可争议之处。你认为如何呢？”

分行扩张的速度十分惊人：直到1974年汇丰银行才开设了第100家分行，而到了1979年就已经开设了200家分行，到1980年10月，分行的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0家——第250家就开设在九龙的油塘湾，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住宅和工业区。几乎每个月，董事会都要批准成立好几家新的分行，1980年3月开张的那几家分行就很能够说明当时扩张的速度：熙华大厦是一家“功能齐全”的分行，开设在湾仔一栋新的商住两用大楼里；石篱村是香港房屋委员会在新界石篱开发的住宅区，这里就设有汇丰银行的支行；在观塘区的和乐邨公屋开设了银行服务柜台；在观塘区毓华街一栋新的工业大楼里开设了支行；在九龙长沙湾道上的丽新制衣工业大厦里也设有功能齐全的分行。

人们常常会把分行设立流程看作一种流水线作业，但是事实上，在设立绝大多数新分行的时候银行都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和规划。而且对于参与其中的员工甚至是当地的社区来说，每一家分行的开张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景复朗（Frank King）在其所著介绍汇丰银行历史的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分行的开张场景：“总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邀请当地官员和银行的高层出席，仪式高潮部分是给守护龙点睛，寓意兴隆富贵。”紧接着便是热闹非凡的舞龙表演，表演现场的鼓声吸引着附近居民蜂拥而至。“事实上，对面工地上的建筑工人早就放下工具等在门口，准备第一个冲进银行开设户头或存入现金，想借此来烧炷‘头香’，交上好运。”进入银行里面，工作人员为官员和第一批客户准备了“适量的自助餐食和足量的香槟酒，营造出一种节日的气氛”。

1980年的时候，一家新开张的分行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安装上第一台可用电子提款卡（ETC）的机器。当年4月，汇丰银行正式推出了电子提款机（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自动柜员机），而一开始只是在最繁华的闹市区的分行安装了16台电子提款机。汇丰银行早在1971年就已经引进了第一台自动提款机，但是这一次他们的目光更远大，旨在为人们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银行服务。银行内部杂志曾经这样记述：“电子提款机允许每一个客户每天提取最多1 000港元的现金，客户也可以存入现金，在各账户之间转账，查询账户余额，以及要求寄送支票簿和对账单。”该杂志的文章还补充道，“银行还为提款机专门开发了中文指示屏。”短短几周内，虽然遭遇了一些初期的问题，银行共发行了5万多张电子提款卡。到了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透明公开的银行内部评估表明，“客户使用卡机的频率达到了原先的预期，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机器的可靠性。”但是，到了秋天，初期出现的机器小故障已经得到了全部解决，而持卡人数也已经超过了20万。10月，银行内部杂志声称：“据估计，通过提款机进行的交易中有50%是在银行下班之后操作的（而其中绝大多数的交易是提取现金）。显而易见，这些机器满足了客户的实际需求，而同时又缓解了银行柜台的压力，从而为银行实现以极低成本进行分行扩张提供了潜在可能。”









1980年，沈弼为油塘湾第250家汇丰分行开张剪彩



一家企业银行？


正是在银行业务的借贷方面（即传统上讲的一家商业银行，而不是零售银行）汇丰通过大大小小各种贷款，才真正体现出它对香港日常经济活动的影响力。例如，截至1978年10月31日，银行向11个主要客户发放了大约20亿美元的预付款和贷款，这些客户包括英之杰公司、怡和洋行、地下铁路公司（在建的港铁），太古集团和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而与此同时，银行也继续承担起传统的角色，为很大一部分香港制造业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在当时，航运金融业内的竞争日益激烈，1980年，三家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美国银行）“愉快地”告诉《欧洲货币》杂志：汇丰再也不能垄断25家以香港为基地的航运公司的生意。与此同时，有一个借贷领域让汇丰银行在经营传统上一直与其维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即本地的住宅抵押贷款市场，这主要是由恒生银行垄断的领域。而到了80年代初，汇丰有意寻求贷款组合的多元化，市场因此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住宅抵押贷款市场的迅猛发展，汇丰也进入到这个潜在的利润可观的市场领域。

另一个体现汇丰银行影响力的方面就是一直以来他们所采取的在本地企业中占股的惯例。到了1980年，银行持有股权的企业包括国泰航空、南华早报集团、香港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海底隧道，在包玉刚航运帝国中也拥有十分可观的股份。景复朗在沈弼即将卸任时可能问过他：“你从来没有感觉到汇丰正成为一家企业银行，是吗？”

在香港，只要稍微鼓动一下，汇丰几乎肯定会成为一家企业银行。以海底隧道为例，我们拿10%的股份，只是为了激励他们。在第一家独立电视台（无线电视台）的案例中，我们也持有股份。我们在集装箱码头和其他几家酒店的股权中，也有股份。并不是我们要求占股，而往往是人们乐于见到我们成为他们的股东。如果你想这样的话，银行持企业股份助于项目启动，有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除此之外，我们通常也从中获得良好的收益，这对他们也是一桩美事。

1979年9月，汇丰把和记黄埔的控股权以1.3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李嘉诚——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交易了，因为在4年前，汇丰仅以3 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部分股权。在成交后不久，沈弼就表示：“我们从这笔交易中赚到了1亿美元，这不能算太糟糕的结果；而且，我们把股权交给了一位打算将企业继续经营下去的企业家，他又是香港本地人，绝不会自毁长城。我想人们对我们的批评就是那种——用李伯拉斯的话来说，就是有点胜之不武。”

鉴于怡和洋行和太古集团据传对此交易本来也很感兴趣，而汇丰最后把股权出售给李嘉诚，自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标志着——用2007年《金融时报》对李嘉诚的人物专访中的话来说就是，“在香港，英国人在商业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开始走向末路”。李嘉诚用汇丰提供的过桥贷款收购了这部分股权，随后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被选入银行的董事会。之后，在1980年6月又出现了另一个更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当时在一场颇具争议的股权争夺战中，包玉刚击败了香港置地（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和怡和洋行组成的企业联盟，争到了香港九龙仓的控制权。在争夺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包玉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当会上被问及“如何筹措到收购所需的20多亿港元的资金时”，包玉刚不置可否，只是说他将会与汇丰进行商讨，并且愉快地强调，他本人是汇丰银行董事会的副主席。这两起案例极大地改变了香港商业世界的格局，明白无误地在上面留下了沈弼的印迹。他具有果敢的商业本能，与华人企业家交情甚笃（常常在赛马会里慷慨地招待他们），并且他一直抱着一种想法，认为由英国人掌控的“洋行”独霸香港的旧秩序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1980年，一位华人银行家对汇丰如此评价：“在所有最高阶层的洋人中沈弼可能是最杰出的一位，他也最不像英国人。他能够与客户们打成一片，在华人圈中极受人尊敬。”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都是珍贵的优秀品质。


一种传统的企业文化


汇丰银行在气质上更像哪种动物呢？到底是什么让它与众不同？一个简短的答案就是它在许多特征上都显现出卓尔不群的气质，但是，或许没有什么能比这样一群人更体现出卓越不凡的公司气质：众所周知，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他们一直被称为“远东员工”，在1977年之前则被称为“外国职员，之后被叫作国际行政人员（International Officer，简称IO），再后来被称为国际经理。这些国际行政人员（在本章中我们将这样称呼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英国侨民：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其他家属）往往会在事先毫无预兆的情况下被调任到一个新的岗位（经常是在另一个国家），一旦他们拒绝，或者甚至仅是暗示拒绝，都有可能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造成损害；因此，经年累月之后他们在银行中便占据着绝大多数高层的位子了。1977年，在整个集团组织中总共有341名国际行政人员（都是男性），其中刚好有过半数的人居住在香港。国际行政人员的总人数比汇丰银行所招聘的498名本地行政人员还要少，但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或地区都担负着极其重要的高级管理层人员的职责（其中马来西亚有138人，香港119人，新加坡44人，印度42人）；但是，无论如何，在目前状况下，这些数字上的差距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在这些国际行政人员群体中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体现了银行在整体上占主流地位、无所不在的企业文化。

按惯例，这些国际行政人员年轻的时候曾经上过公立学校（但不一定是那种顶尖的公立学校），最后却肄业，而且平时喜欢玩英式橄榄球。他们中当然也有例外，但是，这些通常就是让人乍看之下便可辨认出的特征——至少在1970年银行开始招聘毕业生之前大体如此。对于这些年轻的国际行政人员来说，他们会在伦敦待上几年，但是只有到了香港，他们才开始进入成型期，耳濡目染地学习汇丰独特的办事风格，承担起被交托的责任。70年代末，当约翰·博耶回忆起30多年前他自己在银行接受启蒙教育时不无感慨地表示：“那时候进入汇丰工作和在军队服役有许多相似之处。银行承诺对我们终身雇用，但是作为回报银行要求每一位运营人员绝对忠诚，并且银行对他们的生活也拥有很强的控制权——无论是在上班期间还是下班之后。这些行政人员住在单身宿舍，在长达14个月的学徒期，接受各种基础的银行业务培训。”博耶补充道：“在我做学徒的时候，银行主管并不管你做了什么，但是他要你每天早上最晚在8点半以前端坐在办公桌前。在球场上或公众场所，绝对不能让他们失望。”大多数本地行政人员都居住在太平山云岭设施齐全的单身宿舍里，他们“混乱不堪”的宿舍生活与军队中的状况并无二致。所有这些莫不是一段难得的历练过程，可以培养他们的凝聚力、团队精神，以及能够禁得起时间考验的同事之间的信任。

那么，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人一开始浸润然后终身受用，并能传递给其他人的独特企业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在其核心精神其实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它常常令外人迷惑不解，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却证明它对银行的发展大有裨益。

毫无疑问，在人们眼中，汇丰银行可能显得架构臃肿、规矩森严、极度官僚化，甚至是一个内向型的组织——尤其是对那些雄心勃勃、不再是不谙世事的年轻运营人员而言。在经过了基础培训之后，他们还要经历长达14个月面面俱到的学徒生涯。从银行运作的角度来看，这是在赋予他们适当的管理职责（尤其在资金借贷方面）和为其提供晋升机会之前，在事实上对他们进行的进一步的在岗培训。然而显而易见的是，银行务实的传统企业文化同样侧重于培养管理行政人员具有独立和灵活的素质，能够展开简洁沟通和做出果断决定的强烈意愿，崇尚“今日事今日毕”的工作作风，而且这个传统文化对美国式委员会的作风几乎深恶痛绝，包括贷款委员会。在谈到银行一直以来总是把那些熟知情况的行政人员放在优先地位的时候，沙雅回忆道：“严格来说，我们的高级管理人员从来不会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出去谈业务，在贷出一笔惊人的资金时，根本不受任何限制。这其实是相当危险的，而我曾经是提倡要实行某些限制的人之一，但是，这些限制不得不设置得相当宽泛。其他银行，如渣打银行，甚至美国银行和华人银行，他们实行的限制就要严格得多。”即使是最严苛的董事会执行主席，也不得不容忍这么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在开会前半个小时之内才拿到开会材料，绝大多数会议简洁而又正式。相反，银行日常管理的职权则掌握在那些对业务情况最为熟悉的人的手中。

甘愿吸纳企划人员或公关人员并非汇丰的企业文化，因为一直以来这里都重视提拔通才，除非是在像技术那种普通人难以理解但必须得进入的领域。沈弼回忆起70年代中期，银行首次尝试招聘一位高级企划人员，最后却是失败的，他说道：“我们觉得他挺让我们恼火的。他了解情况就花了一个多星期，更不要说写下任何只言片语。”1976年，沙雅巧妙地向一位美国记者抱怨，“这里的人们根本就不会提前做好规划。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还在临时抱佛脚。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更加体系化，我们或许会失去那种对东方人来说十分独特的魅力。”这位记者很幸运能够采访到他是因为沙雅像他大多数的前任们一样，很少会在有记录的情况下侃侃而谈。那一年，沙雅曾经这样告诉他的同事：“据我与金融分析师、经纪人、记者和其他所有人交往的经验，对于这些武断自负的人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完整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他们既不愿意倾听，也不具备理解能力。”沙雅清楚地知道，汇丰还没有落到向外界主动透露信息的程度，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与媒体有那么深厚的交情。他那一代的汇丰同事对此也不会有任何异议。

然而问题是，到了70年代末，这种传统企业文化是否还符合一个金融、商业和地缘政治剧烈变化的世界的发展要求。1979年，在汇丰银行内部及其主要营运中心的外部客户中间，开展了一项“企业形象问卷调查”。这项调查是与纽约的伟达公共关系咨询公司进行合作的。那一年晚些时候，咨询公司与银行内部的公关部门合作撰写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方面是人们对汇丰银行的“一般看法”，人们的论调十分乐观：“无论是内部员工还是外部客户，都认为汇丰银行是一家规模庞大、实力超群、财务稳健和可靠的金融机构。而且，银行的英国传统和保守的特点也被看作是优点。”尽管如此，报告也反映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认为银行的经理主管“比外部客户更加意识到银行决策时的速度问题”，然后，这份报告继续写道：

事实上，许多外部客户都在抱怨银行运营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以及在组织中的官僚现象。最高层的管理人员对此显然心知肚明，表示提高银行的效率是短期内非常重要的目标。外部客户同样对银行在市场营销方面缺乏进取心表达了不满，进而警告那些汇丰银行的英国“绅士们”，称其在美国银行“广告宣传员”的攻势下节节败退。

另外，调查也毫不留情地反映出银行在专业领域存在的不足。有一位香港商人断言：“经理主管们都是通才，而没有专家型的主管，这主要是因为银行的人事政策。”一位来自纽约的记者补充道：“也许银行体制已经有点僵化。几乎所有的年轻主管都是英国人，他们受到了相似的规训。从这种体制中出来的人可能已经被驯化，不再具有创新精神。”这些评论无疑是过于夸张了，但是银行方面至少应该对此高度重视。


变革中的企业文化


事实上，尽管没有被外部世界所熟知，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银行的组织架构和企业文化已经出现了重大变革。例如，总部的管理职能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不仅负责对金融产品的质量控制，而且还紧盯贷款的额度管控，并且承担起汇丰内部不同区域的培训和财务业绩监督的管理职责。而且在那个时候，内部员工把集团看作是一个整体，有意识地鼓励一种多协同、少分散化的做事方法：从1977年开始，集团可以把国际行政人员派往银行下属的所有分支机构，但是在那个时候汇丰并没有意识到华商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自治经营所具有的意义。有利银行的总部办公室已经在70年代初并入汇丰总部，而到了80年代初，中东英格兰银行的总部也开始从伦敦迁往香港。《集团新闻》刊文说：“这一举动主要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表明中东英格兰银行作为汇丰银行全资子公司的地位，并且将促进其与集团总部办公室开展更加紧密和高效的协调工作。”

同时，与企业文化基因背道而驰的是银行开始招聘更多领域的专业人才：工业检验、保险、贸易和信贷信息、分期购买、租赁、外汇，以及一直在不断发展的、变得日益复杂的计算机技术——所有这些领域，再加上银行业务的许多专业领域，包括某些核心银行业务功能，都需要拥有专业的技术能力。或许到了最后，最具有挑战性的专业人才，鉴于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跟高级“通才型”管理人员待在一起，这些人也可以成为负责未来企划的高管。在经历了70年代中期企划主管招聘的失败试验之后，1980年的秋天，银行从外面请来了颜卓贤（Bernard Asher）担任企划部门的总经理。颜卓贤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操盘者，能力出众，可以从容处理各项事务，很快便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敬。他同时也具有人见人爱的幽默感，这种风趣还与其令人放心的经验以及天赋结合在一起。几年之后，在一份内部通告中他写道：“管理培训有助于提升集团的专业性。但是，正如其他教育一样，管理培训的价值也有局限性。一个人不管看了多少遍弗洛伊德的书籍，他迟早还是要出去和女孩子约会，才能获得实际的恋爱经验。”

虽然如此，银行还是在1977年引入了一项更加系统化和现代化的人事政策，来引导企业文化的变革。在招聘未来的国际行政人员的时候，面试官不再询问关于英式橄榄球的问题；招聘主管按照要求“必须考虑应聘者的个性、外貌、智力和一般适应能力等条件后剔除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候选人”，与此同时，“要设法找出那些善于交际、思想独立而又遵纪守法的候选人，并且这些人应愿意以完全可依赖的品德为银行付出毕生努力”。现在来应聘的人几乎都是应届毕业生——尽管不一定是英国的毕业生；而与此同时，在未来职业规划方面，正如沈弼在1978年的一次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银行也必须认识到已普遍存在的“美国人讲的职业流动性”日趋上升的趋势。他补充道，银行因此需要“提供最好的服务条件，应及早用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和承诺给予更多的管理职责来激励那些心志高远的员工”。

至于员工培训，它已经在银行的各个层级得到了进一步推行。在1979年10月，银行启动了为15名同期国际行政人员培训生提供长达15个月的全新培训计划，当年银行还启用了位于九龙的新汇丰大楼，而新员工培训中心就占据了其中的6个楼层。谭荣耀（音译）是那一年新入职的员工，入职后不久就在第一期《汇丰》上——这是银行为华人员工创办的一份新杂志，写下了他的感想：“看到这些设施齐全的培训中心，遇到总是乐于助人的培训老师，我想在我加入汇丰开始银行职业生涯的时候，我将能获得极佳的学习机会。”

另一个继续变革的领域就是不断重视“本地化”的问题，有时候也把它称为“亚洲化”问题。1981年，银行在一次调查中表明，在500名高级管理人员中差不多有10个是英国人，但是，在那个级别以下，本地（或本地区）管理人员的数量正加速上升。在分行经理的岗位上，本地化的趋势特别明显，在香港（在1980年的时候只有5家分行不是由华人主管来进行管理）和马来西亚这种情况尤甚。在马来西亚，政府在70年代实施了“马来西亚化”政策，这导致了国际行政人员的数量急剧下降（到1980年只剩下5人），而大批富有才干的本地管理人才脱颖而出。沈弼回忆道：“本地管理人才进入高管岗位，而且出色地管理好这些分行，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也让我们备感欣慰。与美国企业的亚洲化战略相比，我们大大落后了——这其实完全是个错误。当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迎头赶上之后，才发现我们错失了什么。”









80年代汇丰香港培训中心


然而，或许没有比拆掉老的银行总部、在旧址上建造新的独具魅力、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总部大楼更能表明变革的决心了。1979年11月，在声名煊赫的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赢得了银行委托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沈弼言之凿凿地表示：“在皇后大道的原址上彻底重建汇丰大楼，这不仅表达了我们银行对香港的承诺，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对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相信，新建的总部大楼将不仅能承担起汇丰银行在可预见未来的业务量，而且它也将会是香港引以为傲的恢宏建筑。”


最大资产


80年代初，汇丰银行在全球拥有23 000名员工。一个组织最重要的整体资产毫无疑问是它的员工；而下面的几个典型例子可以展现银行员工的不同风采。

1980年《汇丰》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时年65岁的约翰·周（音译）描写成“一个不可战胜的人——他不屈不挠、顽强生存的意志感动了所有人”。在50年代末之前，他一直居住在上海，是一位成功的律师，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由于批评政府而遇到很大麻烦。1962年，他成功移居香港，而多年之后他的家属才得以来港与他重逢。从1967年起，他加入汇丰银行，开始是一名汉语翻译。他的介绍材料上写着：“周目前的职责包括翻译所有的银行资料，以及银行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所有重要合同。似乎很难找到另一个能够像他一样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与之相对的，钱宗翁（音译）在他为银行服务期间一直待在上海，他早在1932年就加入了汇丰分行，领导过他的分行经理前后多达十几位。他在回忆起为银行工作50多年的经历时讲道：“我记得在1938年，当时我在证券部门工作，有一位英国打字员康妮·马丁小姐。她建议我坚持在银行工作，因为银行不会关门，也不会让我失望。从此，我一直在银行工作，银行也的确从没让我失望。”

当年钱先生是从办公室勤杂工开始做起的，然而，1980年的高资历新入职员工也依然需要从头做起。根据当年9月《印度集团新闻》的报道，“杰加特·古比完成了他金融专业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习生涯，”他和“我们的第一位‘常驻女培训生’拉特纳巴丽·巴塔查里亚”结成了工作伙伴关系，巴塔查里亚“出色地结束了学习生涯，她对新闻报道、辩论和戏剧等领域特别感兴趣”。叶迪奇没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但是在他30多岁进入银行工作15年之后，他已经成为总部信贷部门的高级主管。他告诉《汇丰》杂志：“我是一个信奉参与式管理的人，我让我的员工参加例会，我通过日常汇报体系来监督他们的工作安排。有时间的话，我会尽可能与我的同事面对面探讨问题。”在他的闲暇之时，叶先生还是香港皇家辅助空军的一名志愿飞行员。“我们驾驶飞机去救助或搜寻在山中迷路或在海上遇险的人。我们的工作中包括消防工作以及搜查非法入港的偷渡客。”

强势的家长式管理传统以及汇丰大“家庭”的意识依然存在。吉姆·科尔斯1919~1950年一直是伦敦的汇丰体育俱乐部的一名球场管理员，而1950~1981年，他的儿子斯坦承接了父亲的工作。1980年2月，银行董事会“基于他们的长期服务决定给予其口头保证，在他退休之后，科尔斯先生和他的太太可以使用由银行购买的这套小屋直至去世”。然而，同时银行也做出明确规定，任何接替科尔斯工作的人“在退休之后，将不会由银行提供类似住房，这一点将会明白无误地向他们说明”。那个时候的发展趋势已经开始变得十分清晰，银行的前途将较少地依赖于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家族式经营传统，而会更多地依靠银行承担的新型开放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如同它最终被定义的那样），尽管银行一直以来，从最初成立时期开始，就设有慈善部门。1980年7月，银行董事会在沈弼的极力促动下，同意成立汇丰银行基金会。“它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汇丰集团开展慈善和赞助活动搭建起一个长期渠道，其主要关注区域为香港，但是根据实际情况也会拓展至其他地区。”而“第二个目的是通过基金会的运作为集团塑造最好的公众形象，扩大集团的知名度”。结果完全不出所料，在基金会的信托书上明确规定应“确保基金会的资金（当时已经高达1亿港元）在香港出现紧急状况时得到保护，并将不必提交可供公众核查的资金账户”。









银行分行业务——70年代香港分行内的员工和客户


80年代初，另一个席卷而来的变革浪潮是日益普及的银行电脑化，尽管在银行旧德里的办公室里，最早在1914年6月开立的损益登记簿还在使用，这比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到暗杀的日期只晚了两天。在电子计算机化领域的主要领导者是足智多谋的施德论（John Strickland），1980年9月，银行提升他为主管技术服务的助理总经理，而当时他的主要晋升理由就是“在全球银行营运日益复杂和业务增长的情况下确保了银行业务的扩大”，并且有“出色表现”。那时，银行的计算机中心——可能是南亚地区最大的计算机中心，刚落户在和记黄埔大楼内的新办公区域，计算机房就占据了约1.3万平方英尺（约合1 207.7平方米）的面积。根据《集团新闻》的报道，“新计算机中心的核心是两台IBM 3033型电子计算机，而且它们还加载了大量存储设备、网络控制器和许多用于输入与输出的外围设备。”随报道一起刊登的照片显示，这些巨型计算机几乎跟使用它们的技术人员一样高。

最终，机器还是没有人重要——无论是来自整个体系中哪个层面的员工。大型企业的历史无一例外地证明了，企业的高层人物掌握着核心决策权，进而决定了数以千计底层员工的命运。底层数千人发出的声音很少被高层听到，但是偶尔也会从底层传来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声音。陈巫梅贻居住在美孚新邨，每天从家里到位于花园街的办公室都要花25分钟的时间。1981年，她告诉《汇丰》她最近遇到的一件难忘的事：“那天下着雨，像往常一样，8点不到我就离开家去上班。”她接着说：

当我赶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只看见排队的人群，却没有公共汽车的踪影。我试着想打一辆出租车，但是却拦不到车。我没有办法，只能继续排队等公共汽车。到8点20分的时候，我总算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想着还是能够及时赶到办公室。那天天气很热，又下着雨，我挤在乘客中间感到公共汽车开得很慢。我不停地看表，到了9点钟的时候，我往窗外一看：天哪！我还在美孚新邨！那时候我多想拥有一双翅膀，能够飞翔。

时间过得真慢，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我终于在10点半赶到了办公室。听说是在青山道路面积水，才导致了大面积交通堵塞。我还庆幸自己不是银行出纳，否则的话，没有现金，同事们又如何能够开门营业呢？经理知道了我迟到的原委后也没有生气。但是，我还是为没能准时上班感到非常内疚。

有句谚语说得好，“如果要赢得别人的尊重，你必须首先尊重自己。”而赢得尊重的办法之一就是要准时。

从这么一个以准军事化组织方式管理的，类似紧扣在一起的齿轮上，明白无误地发出了忠于职守的声音——尽管当时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116年前她的前辈们也应该能够高度认可这样的职业操守。




[1]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曾作为自由党人4次出任英国首相。在工业革命及之后的时间里，他竭力维护工业资本利益，为资产阶级制订自由贸易预算方案，取消保护关税制度。他在政治里念上推行自由主义。——编者注





[2]

 “大班”指洋行经理，是一个旧称。——编者注





第二章






成功入股海丰银行




汇 
 丰银行从一家亚洲银行转变为全球性银行，其起点就是在美国市场展开了雄心勃勃的收购计划。在背后推动银行转型的就是自1977年起担任董事会主席的沈弼，在其推动下汇丰1978年成功入股美国海丰银行——它在美国银行中居第12位。由于这项交易引起了政治上的争议，所以收购过程被拖延了很久，直到198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自此，汇丰银行成功地完成了转型，成为一家跨越亚洲和美洲的实力强大的银行，在全球银行业中的资产排名也从第75名上升至第33名。

在汇丰对海丰银行展开收购的过程中，沈弼在研判国际银行业格局后宣称：“现在，如果你停滞不前的话，实际上就是在倒退。”在此之前，汇丰最后一次重要的国际收购行动发生在1959年，在那一年汇丰收购了印度和中东地区的两家主要银行。他随后陷入沉思之中：“我想，你刚刚入住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但是你有4个孩子，因此你不得不搬入一套更大的房子里。”对海丰银行展开收购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它既能够确保银行未来发展的空间，又能扭转沈弼认为多年来汇丰停滞不前的倒退状态。他雄心勃勃，想在亚洲之外进行商业扩张和多元化经营，这主要是内生性扩张和外部吸引双重因素的影响。在内生性扩张需求方面，汇丰在许多原先的区域市场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越来越多国家限制银行扩大业务范围，或者限制银行开设新的分行；同时来自本地和国际银行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些对于汇丰来说都意味着在亚洲继续增长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在外部吸引力方面，尽管香港还是集团总部所在地，但是如果能够在美国或欧洲，或者更理想的情况下在这两个地区都能具有足够分量的市场地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这将会帮助银行避免受到地区政治动荡、经济波动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势力所带来的影响。而更为关键的是，在那个时候汇丰拥有采取决定性战略措施的手段，而其他银行还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中苦苦挣扎。与此相反，由于敏锐地注意到了市场警告信号，并且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增加了银行的流动性，汇丰因此没有过多地受到7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的影响。事实上，在1978年之前的10年里，银行对外公布的利润惊人地实现了每年达21%的复合增长，而银行资产增加了5倍，达到200亿美元。

汇丰在多元化推进战略中一开始就主要着眼于美国，这是出于多种重要的战略因素。70年代末期汇丰董事会副主席约翰·博耶曾经表示：“如果你希望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那么你必须处在货币中心。”银行海外营运部（负责除香港和中东以外的地区）的总经理伊恩·麦克唐纳（Ian Macdonald）在这中间起到了主要作用，他对此解释道：“利润不是主要的动机。真正的关键是，成为重要的国际性银行将会给汇丰带来极大的稳定性——这是一种寻求稳固的举动。”由于绝大多数国际银行的业务是以美元来操作的，因此拥有一个稳定安全的美元存款基础才能在国际货币市场中防范可能出现的融资问题。随着1973年年初布雷顿森林国际固定汇率体系的解体，美元贬值，而同时美国股票市场也十分低迷，这些都进一步加速了汇丰的扩张进程。对于像汇丰这样没有什么美元资产的银行，此时的美元资产看起来很廉价。

至于欧洲，无论是人际纽带还是历史渊源，与汇丰联系最紧密的无疑都是英国。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汇丰对英国的承诺不再是一个吸引人的商业议题。英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到了1976年英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金融援助。工党政府的高级内阁成员托尼·本恩呼吁对银行实行国有化，此举也打消了汇丰重返英国的决心。另外，1977年3月，汇丰在欧洲启动了一项银行发展机会的内部评估工作，这项工作分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一直延续到1977年9月，这是“筛选”阶段，准备找出相关的问题、国家和想法，以备进一步考虑。第二阶段则延续至1978年年初，主要是评估已经找到的那些发展机会。第三阶段则是执行阶段，该阶段原定于1978年上半年展开，但随后由于美国市场的变化而被搁置。


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早在1875年，汇丰银行就已经进入了美国市场，当时在旧金山设立了拥有银行职员的代理机构，专门为对华贸易提供金融支持。汇丰在美国西海岸的业务展开为银行在1955年成立汇丰银行加州分行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家分支机构在整个加州地区拥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分行网络。但是，加州分行的实际表现却差强人意，麦克唐纳在就任海外营运部负责人之后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撤换加州分行的管理层，并且委托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对其进行战略评估。

这项评估工作由博思艾伦公司旧金山办公室的负责人沃伦·钦（音译）和咨询公司高级银行问题专家霍华德·亚当斯协作进行。他们从1976年4月开始工作，根据项目要求，针对汇丰银行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展开了“具体研究”。1976年6月，他们向麦克唐纳递交了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按照目前的运营规模，汇丰不可能获得满意的回报。他们还建议花费大约3 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一家加州地区颇具规模的零售银行，以实现能促动转折的群聚效应。然而，这两位咨询师也向麦克唐纳明确表示，如果汇丰想进行类似的投资，他们建议应该突破加州地区的局限，可以在那些由一小部分实力超群银行主导的、竞争极强的金融市场中寻找收购对象。1976年夏天，经过一系列讨论之后，麦克唐纳自信满满地表示，汇丰银行可能会考虑把银行25%或30%的资产投放在美国市场，这是当时比其他所有银行对外公布的任何计划都要高出许多的承诺。钦先生回忆道：“到了那个时候，研究的重点已经从加州的策略错在何处转移至美国的战略应该怎样的问题上。”

而在银行在加州的营运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加州地区的税务部门规定要按照“整体基数”来对汇丰加州分行进行统一征税。这就意味着在计算加州分行的税务负担时，要把整个汇丰银行集团的利润考虑进去；而根据麦克唐纳向董事会汇报时的讲法，这是“加州分支机构无法承受之重”。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76年11月，汇丰银行董事会接纳了麦克唐纳的建议，受限于税收规定和“目前情况下分支机构并不明朗的发展前景”，应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加州分行。从1977年起，那里的分行和信托业务被陆续拆解出售，到了1979年2月，最后一部分的银行业务也并入到加州奥克兰中央银行。但是，汇丰继续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保留了有权限进行外国商业运营的代理机构。

在1976年的夏天和秋天，博思艾伦公司根据汇丰银行设定的各项要求编写了一份符合条件的美国银行清单，其中的条件也包括以5 000万~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有足够分量的少数股权。这份长达50页的清单报告中包含了19家潜在合作伙伴的名单和它们的档案资料，11月5日香港汇丰银行的最高决策层对此进行了审阅。他们原则上决定在美国进行一项重大的收购行动，但是在第二天，麦克唐纳却告诉钦先生和亚当斯，这项决定已经被取消了——沙雅对在他即将结束董事会主席任期的时候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感到十分不悦。于是，汇丰银行进入世界上最大银行市场的议题被束之高阁长达9个月。在过渡期，沈弼得出结论，汇丰所需要的正是大胆的战略行动，这样才能够彻底改变银行在美国市场上的经营状况，重新平衡银行在世界各地的商业利益。因此，在1977年8月，在沈弼几个星期后将出任董事会主席之时，委托给博思艾伦的调查项目要求再一次被修改：现在，汇丰银行希望在纽约货币市场中心以最高投资2.5亿美元收购一家美国主流银行51%的股份。能满足这个要求的范围很快就缩小至4家大型银行：三家大名鼎鼎、赢利颇丰的主要候选对象，分别是纽约银行、欧文信托和美国信孚银行；第4家候选银行，正如亚当斯所说的那样，是一张“百搭牌”——如果其他三家都不成功的话，实际上这家就是最后的退路，它就是陷入困境的美国海丰银行。

汇丰聘请了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之一的所罗门兄弟公司，要求他们“在研究中增加务实的筹码和定价的内容”，并且代表汇丰进行收购谈判。所罗门的工作团队由其执行合伙人詹姆斯·沃尔芬森领导，他不仅是美国顶尖的投资银行家，而且一直是伦敦商业银行施罗德集团的副主席，因此有能力在汇丰的银行业务实践和这些主流银行的文化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亚当斯评论道，“如果没有沃尔芬森的外交技巧和聪明智慧，那么这件事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此时，汇丰和它的顾问团队都极度倾向于收购一家经营业绩良好、管理严格和声誉卓著的美国银行。但是问题是，正如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为什么一家成功的美国银行希望被一帮来自香港的英国人收购呢？如果他们不想被收购，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完成收购交易。”但是，对于陷入困境的银行来说，如果有汇丰这样财力雄厚的合作伙伴的支持，那么或许会吸引管理层和股东们，尤其是银行的监管部门。

沃尔芬森与那三个主要候选对象进行了秘密接洽，但果不其然，它们对此意向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最后只剩下海丰银行了。沃尔芬森知道海丰银行由于在账面上有4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已经被列入监管部门的观察名单，而且还受到监管方面的压力，亟须扩充资本金。但是，沃尔芬森不知道的是海丰银行的总裁约翰·佩蒂同时也在寻找筹措资本的出路，并且把汇丰银行确立为潜在的投资者。佩蒂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讲道：“我们对汇丰银行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有一个女孩子般的名字，还有一个优秀的团队在管理着这家银行。我把它放在考虑的清单中，说道：‘哇，如果是我在管理这家银行，我肯定会想办法在美元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加州分行是不会有任何前途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双方可能达成交易的基础。但是，尽管如此，最终完成这项交易耗费了两年时间，其过程十分艰难曲折。









1923年美国海丰银行的广告


在1978年的时候，海丰银行拥有128亿美元的资产，旗下分行的数量达到294家，是纽约州第6大银行和最大的零售借贷银行。由于遭遇1974~1975年经济衰退，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的问题，从而陷入困境，尤其在美国国内和英国房地产市场暴露出了风险敞口。银行的利润水平从1973年的4 400万美元下降至1976年的1 200万美元，在所有美国银行的资产回报率中是最低的。糟糕的业绩使该行在1976年减少了派发的股息，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银行降低股东回报的案例中降幅最大的一次。失望至极的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从而造成净资产价值出现了大幅度折损。博思艾伦和所罗门兄弟一开始对收购海丰银行都十分悲观，但是，在经过充分的研究分析之后他们都开始认识到，这可能是一次有望逆转的机会。1977年12月16日，钦先生在一封写给博耶的重要信函中表示：“经过对所有因素进行充分考虑之后，我们得出一致的结论，都认为海丰银行似乎表现出一个合理投资项目所应具有的特质……因此这个方案值得认真考虑。”

但是，其他人并不认为对海丰银行项目的投资是个明智的行动，因为他们认为“海丰银行还有许多见不得人的秘密”。其中一个持怀疑论者便是海外营运部高级经理浦伟士（William Purves），他后来接替沈弼出任了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1977年9月，他向麦克唐纳发出一封措辞强硬的亲笔信，这也是其一贯的风格，信中罗列了10大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汇丰应该绕开深陷困境的海丰银行。浦伟士警告：“我认为我们收购海丰所承担的风险太大了，我们最终可能会不断地向海丰投入更多的资源，而将不得不以自我拯救而告终。我们手中可供调配的资源极其有限，因此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我们应该尽可能收购一家“干净”的银行。我们需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我们正在寻找稳定的存款基础，而不是既存的国际网络；我们应该收购一家管理结构单一的银行，而不是纷乱繁杂由一堆小型实体组成的银行。我们承受不了犯下一个致命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让美国人来继续管理我们收购过来的银行。咨询师们自然会用最大的那个苹果来诱惑我们，而我们不应该过于贪婪。”


达成交易


到了1978年1月，事情已经变得十分明朗：收购海丰银行是唯一可行的大规模转型交易，因此汇丰方面决定开始试探性接触。作为一项准备工作，沃尔芬森首先登门拜访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保罗·沃尔克，想先试探一下监管部门对海丰银行被一家外国银行收购一事会持何种态度。他对自己受到的热情接待感到十分欣喜，也高兴地了解到监管部门不可能对此持反对意见。但是，当他表示未透露名字的客户可能在收购中寻求控股的时候，沃尔克表达了他个人的看法，认为这种情况尽管会得到管理层的支持，但是由于在这种事情上会掺杂进政治因素，可能会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如果想要对一家在纽约州背景深厚的银行采取这种程度的收购行动，要想没有任何动静，是完全不可能的。

尽管沃尔克发出了事先警告，沈弼和沃尔芬森还是为这次接触感到振奋，于是安排在1978年1月在纽约分别与海丰银行的董事长爱德华·达菲和总裁约翰·佩蒂进行了接洽。沈弼和达菲在此前国际银行家聚会上已经结识——按照沈弼的说法，是在“沉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和其他场合中”，两人私下关系融洽。双方一见面，达菲就开门见山地表示“对两家银行之间潜在的‘合作关系’十分感兴趣，尽管汇丰方面提出希望占到51%的多数股份；并且双方对此都在做着巨大努力，希望促成双方之间的长期合作”。他同时强调，海丰银行在纽约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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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银行的高级管理团队并没有把银行出售然后一走了之的想法。达菲的想法与沈弼不谋而合，沈弼也希望两家银行能够建立起伙伴关系。两年之后，沈弼回忆道：“我想，把对方的股份买下来，然后把他和其他管理人员赶走，将我们的人派驻进去，这是根本不会考虑的事情。我们谈论的是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需要进入美国市场，而我们自身却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们也不希望来管理一家美国纽约上州地区的银行，就像海丰银行也不会想着要管理一家华人银行一样。”

沈弼和达菲因此同意展开进一步的谈判，这次与他们随行的还有一支完整的谈判团队，包括高管、法务和投行顾问等。汇丰团队的成员有董事会副主席约翰·博耶、集团法律顾问费理明（Frank Frame）、香港分行总经理汤姆·韦尔什，而韦尔什的直接任务就是作为汇丰银行的代表常驻纽约。在海丰银行这一边有华尔街鼎鼎大名的重量级人物刘易斯·格鲁克斯曼，他是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向来以一种强硬谈判者的形象为人所知，按照沃尔芬森的原话，他“永不妥协”。3月中旬，双方在夏威夷檀香山一家度假酒店——卡哈拉希尔顿酒店，展开谈判，选择这里也是因为这是双方之间的地理位置中点。沈弼回忆道：“参加谈判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国家，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和背景。我想真是承蒙上帝的眷顾，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的确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双方在夏威夷的谈判中取得了出色的成果。”达菲事后评论道，在经历了夏威夷谈判之后，双方就变得“十分认真了”。

在那里，双方达成了交易的基本共识，主要包括：（1）海丰银行同意汇丰银行收购其51%的控股股份；（2）汇丰银行立刻注资1亿美元，其余资金则分期支付；（3）确立双方之间的伙伴关系，或称合并而不是吞并——双方互派董事。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双方继续进行各项细节的讨论，到了1978年5月18日谈判进入高潮，双方签订了在1979年3月前完成收购的“最终协议”。协议的签署进一步推动汇丰银行购买1亿美元的次级票据，从而能立即为海丰银行注资。汇丰银行执行董事彼得·哈蒙德（Peter Hammond）表示：“对海丰来说，这些票据如久旱后的甘霖，同时也是向海丰的保证，无论遇到什么阻碍，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它们急需资金，而我们就施予援手……这使得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总算看上去还不错，让他们有信心继续支撑下去。”沃尔芬森同样也强调，这些次级票据对他们在未来几个月中“维持银行的完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格鲁克斯曼宣称：“如果没有这笔注资，我会向海丰银行建议放弃整个交易计划。我们可能会四处打探，从其他地方寻找急需的资金。在那个时候海丰银行急需资金，而1亿美元的注资促使双方达成了交易。”达菲则把这笔资金看作“诚意定金”。









1978年5月，汇丰银行主席沈弼与海丰银行董事长爱德华·达菲签署“最终协议”


3月19日星期天，在从夏威夷赶回纽约的当天晚上，约翰·佩蒂就直接去了保罗·沃尔克的家，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向他汇报双方准备合并的建议。在尼克松执政的财政部里，沃尔克是佩蒂的上司。在听了汇报后，沃尔克没有表示反对。第二天一早，佩蒂拜访了纽约州银行厅监管官员穆里尔·希伯特。佩蒂回忆起那次会谈时表示：“说她兴高采烈或许有点夸张，但是当她在了解到合作的前景时，显然十分兴奋，并且向海丰银行表示祝贺。”3月20日，银行发布了一份新闻公告，旨在让纽约监管部门和纽交所了解双方开展合作的情况，公告披露了海丰银行和汇丰银行正在就“可能达成联合协议”展开尝试性会谈；两周之后又宣布双方已达成合作协议。到了5月，双方正式签署了协议。

最终达成的交易协议包括汇丰银行以2.6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海丰银行51%的股份，并且根据沃尔芬森的设计，交易协议规定了“分段出价”的结构安排：（1）汇丰银行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提出购买25%已发行股票的邀约；（2）汇丰银行注资2亿美元以每股30美元——接近于净资产的价格，增发新股，从而避免了现有股东的价值被大规模稀释的局面。沃尔芬森对此称赞道：“格鲁克斯曼和我都觉得这是一个精妙的交易方案。我们正试图推动事情顺利地进行下去，因为它令我们双方都感到十分满意。有时候你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而对这次交易我们都觉得很放心。”这项交易同样使股东们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海丰银行的股票价格原先一直在12美元附近徘徊，现在竟然出现了暴涨。绝大多数员工、客户和公众都支持银行的扩张行动，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并不十分确切地知道香港到底在哪里，也有一些人对共产主义中国发出了冷战式的警告。为此，海丰银行举办了一系列午餐会，邀请沈弼发表演讲，向客户和股东介绍情况，并且安抚他们的紧张情绪。爱德华·达菲回忆道：“我向大家介绍了沈弼，并请他来到麦克风前。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来了，我就是你们一直听到许多人在谈论的所谓的黄祸。’当然，这话博得了全场的喝彩，也因此上了报纸。”《经济学人》上的新闻标题倒也十分恰当：“被逼无奈却皆大欢喜”。


政客们和监管者


或许最高兴的应该是纽约州的州长休·凯里了。凯里是民主党人，1975年在他担任州长的时候，纽约州已经陷入经济衰退之中。海丰银行作为纽约上州地区最重要的银行，其糟糕的表现自然令州长头痛不已。因此，当凯里了解到汇丰银行将注入2亿美元的资金时，自然异常欢喜，因为这不仅会强化海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问题，而且也将促使银行可以向纽约上州地区的企业发放更多的贷款，从而为他的经济复苏计划做出重大贡献。因此，凯里一反美国媒体和政客日益高涨的反对外国人收购美国企业的立场，全力支持汇丰银行对海丰银行的投资行为。这些媒体和政客的宣言——《出售美国》，在书店里堆满了书架，而银行业更是一个十分扎眼的地方。在美国公众眼里，外国股权总是与长岛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联系在一起，这家银行在被意大利金融家美歇·桑东诺肆意掠夺之后，于1974年陷入了破产倒闭的窘境。现在，一系列外国银行的收购宣言无疑将这个议题推入了政治领域，而汇丰银行收购海丰银行的行为则不幸被推到了前台，成为众矢之的。

20世纪70年代末民众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在70年代初，在总计14 300家美国银行中只有5家银行的股份被国外企业收购。然而到了1980年，被国外企业控制的美国银行数量达到了109家，占到美国银行总资产的5%。国外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速度也在加快，1972年仅有3家，到1978年已增至17家。外国企业的“入侵”引发了美国银行家的不满，他们抱怨受到了不公平竞争的待遇。美国本土的银行机构被国内银行法束缚了手脚，而国外银行实际上却可以跨越州界开展经营活动，从而可能更具有竞争优势。而且，美国主要的银行在本州扩大业务的时候，也受到旨在保护国内众多小型银行的联邦反垄断法或州立法的限制，在实际操作中处处碰壁。花旗银行的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就向沈弼和佩蒂抱怨说，他们无法在海丰银行收购中提出还盘。由于海外投资者担心美国方面会继续出台限制性立法法案，这无疑又刺激了更多的外国银行进入美国市场，他们希望尽早设立企业，从而避免因立法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这就是70年代末导致外国银行纷纷开始收购美国银行的动因。除了汇丰银行在尽力寻求确保控制海丰银行股权之外，其他也在进行收购行动的主要银行包括国民西敏寺银行、巴克莱银行、渣打银行和荷兰银行。1979年外国银行收购的美国资产合计高达130亿美元，到了1980年更是攀升至170亿美元。在之后那一年，由于批准了英国米德兰银行收购克罗克国家银行的多数股份，而克罗克国家银行的资产则高达200亿美元，因此，更是创下了海外收购的新纪录。

要想推动汇丰与海丰之间的合并计划最终完成，还需要获得三个主要美国监管部门的批准，它们分别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联储和纽约州银行厅。1978年5月，汇丰和海丰在签署了最终协议之后，与这三家监管部门同时进行了接洽。一开始美国证交会要求汇丰银行按照美国标准的会计表重新递交财务报告，但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因为这项工作耗费时日而且代价高昂。更关键的是，证交会希望了解汇丰不对外披露的“内部储备”的规模，而这是银行不愿意向证交会提供的信息，因为一旦提交之后，按照美国信息自由法规定，这部分的信息就可能变成人尽皆知的公共信息。沈弼认为：“水门事件之后，在美国任何不向公众披露的东西不仅带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气息，而且让人总是觉得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沈弼依靠香港政府财政司夏鼎基的支持，成功地化解了危机——夏鼎基出具了一封信函，声明在香港，内部储备银行选择不予披露部分信息的行为符合政府的政策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是美国的央行，它有职责确证汇丰银行有能力管理一家被收购的美国银行。要确保获得美联储的批准，首先要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递交申请，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保罗·沃尔克“虽然友善，但是对此项交易却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他将负责把汇丰的申请转交在华盛顿的美联储。同样，汇丰不披露内部储备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一次汇丰愿意敞开大门，因为它与美联储的讨论内容不适用于信息自由法的规定。沈弼表示：“基本上来说，他们的反应是‘哇’，然后就此结束。”美联储把这项交易描述成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因此，在1979年3月16日正式批准了这项交易。

汇丰集团的法律顾问费理明事后感叹道：“传统的美国智慧是，如果作为最高级别的监管者美联储都表示认可的话，那么满足州监管部门的要求就应当毫无困难。”但是，传统的美国智慧显然没有将纽约州银行厅的监管官员穆里尔·希伯特包括在内。作为一家纽约州特许的银行，海丰银行被汇丰收购还需额外获得她的批准。希伯特原先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位女性委员，而现在是纽约银行监管部门的一名女性官员。她被媒体渲染为“狂热的”“可怕的”和非常“难打交道的”，而且她总是用刻有“SOB”三个字母（意为银行监管员）的杯子来喝咖啡。沈弼和他的同事已经注意到，几年前她所领导的监管部门曾经阻止了巴克莱银行收购长岛信托银行的交易。因此，几个月里，汇丰银行一直“默默祈祷”好运的降临，闭紧嘴巴，因为一旦不慎失言或者公开的言论在媒体上被错误引用，都将会使这次合并交易的所有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对希伯特长时间的拖延和“不时表露出的暧昧的反对”意见困惑不已，无奈中只能把这看作是某种繁文缛节和政治姿态。到了1979年的春天，沈弼越来越确信希伯特将会“叫停这一交易”。

随后，在她的自传中，希伯特为她在这项合并交易中所持的立场辩护，辩解称她最主要的担心是汇丰银行“将无法满足本地社区的需求……对于一家像海丰那样在纽约州北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银行，任何借贷政策的变动都会对本地经济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如果国际贷款比布法罗或罗切斯特附近地区的贷款更有利可图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出现本地存款被出借给更遥远地区客户的情况”。她同时还有其他几条具体的保留意见：在注资方面出现“非比寻常”的分段出价的结构，汇丰银行在许多非银行企业上的股权利益，以及老生常谈的问题，即未予以披露的内部储备问题。但是，隐藏在她固执立场之下的更大的问题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担忧，民意调查显示“外国企业对我们国家银行业的操控太多了”。在那个时候，许多观察者相信她是想用汇丰的申请案例作为一个政治平台，借此来集中人们对美国银行立法和监管规定进行改革的支持，因为她相信，正是这些落后的立法和监管才造成美国银行在与外国收购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纽约银行家断言：“她想阻止外国银行收购现象在美国大规模泛滥，她想让人们反思美国银行不断被外国资本掌控的问题，于是想改变规则，使得事情的发展更有利于美国银行。坦率地讲，我不会责备她的所作所为。在自己国家的银行进行收购交易的时候，美国银行在此过程中与外国银行的竞争却处于劣势地位，这确实十分荒唐可笑。”

另外一些人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博思艾伦公司的霍华德·亚当斯表示：“我认为她只是一个暴躁易怒、难以接近的人，她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她的权势有多么大。”愤愤不平的投资银行家路易斯·格鲁克斯曼表示：“希伯特的态度就是漠视任何理性分析，其实毫无逻辑可言；她的行为根本不符合纽约州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股东的利益，她对银行业务一窍不通。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她最终使凯里州长难堪到下不了台。”凯里不仅尴尬万分，而且异常愤怒。他认为希伯特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在汇丰和海丰合并交易的进程中，再三阻挠，完全是基于政治原因。因此，他公开指责她的行为“令人遗憾”，要求她尽快做出决定，停止“异乎寻常”的拖延，并且宣称他将“尽其所能”来推动整个申请进程。

希伯特在此事上所持的立场在纽约州的立法机构内并不缺乏支持者。在那里，经过她下属办公室的巧妙策划，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在本州内任何银行的收购行动必须得到州银行监管部门的批准，从而在事实上扩大了她的权限，不仅能够触及州特许银行，而且还包括了那些全国性特许银行。这项法案在两院制的州立法机构获得了通过，到了1979年6月中旬，还被送至州长办公室，等待州长的批准。与此同时，州长助理罗伯特·莫尔加多则把这项立法建议通报给了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海曼——而海曼是负责管理全国性特许银行的官员。海曼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称此项州立法措施“违宪”，在仅剩下不到6个小时的情况下，这个表态为凯里州长否决这项法案提供了法律依据。

达菲回忆道：“我们几乎是在绝望中等待法案受审的消息。因此，当州长否决了这项法案之后，我们的机会来了，终于可以申请把银行从州特许经营变更为全国性银行。”达菲最早开始其职业生涯的时候是一位全国性银行的审查员，“因此，我基本上知道如何运作。”在美国双重银行体制下，一家银行既可以是州特许经营企业，也可以是联邦特许经营的全国性银行。前者受到州监管部门的监管，而后者则受到美国货币监理署的监管。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变理论上都是可行的；但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转型方向都是从全国性银行变更为州特许经营银行，银行借此逃避全国性银行必须在联邦储备系统中预留无利息收入准备金的责任。事实上，美国律师认为通过反方向的转型以促使合并交易获得批准，这种操作方法没有任何先例。在否决了希伯特图谋弄权的法案之后，凯里州长召见了达菲，表示：“法案已经被推翻，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你们成为全国性银行了，是这样的吗？”除了凯里州长的帮助和鼓励之外，从华盛顿那里也传来了消息，保罗·沃尔克当时已经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而货币监理署署长海曼则将会对汇丰与海丰传奇故事中凯里州长的决定表示赞成。

因此，在1979年6月，达菲和佩蒂拜访了海曼，向他通报了海丰银行正在考虑变更的决定。海曼手下的工作人员大致介绍了整个流程，并且向他们提供了相应的申请表格。海曼回忆道：“我们共进午餐，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启动了那个流程。”在了解了正在准备的东西后，沈弼担心“她（希伯特）可能会干扰我们正在开展的工作”。


完成交易


1978年5月汇丰与海丰签署最终协议时，并没有预见到实操过程会遭遇时间上的拖延，而该协议到1979年3月底就将过期失效。本来双方都愿意维持交易，但是到了1979年的春天，由于海丰银行的财务状况在过去一年里得到了极大改善，因此很明显协议不仅需要延期，而且需要重新商讨协议内容。第一次延期至1979年6月，随后基于重新协商的条件，在此前基础上延期至1980年7月。在新的条件下，收购海丰银行股票的邀约从每股20美元提高至25美元，增发新股的价格从每股30美元提高至34美元，从而把整个注资的规模从2亿美元提升到2.34亿美元。在重新谈判结束后，1979年6月27日，沈弼和达菲拜访了在纽约世贸中心办公的希伯特。达菲回忆起那次会面时表示：“我告诉她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能够获得批准。我们的董事们已经表明了态度，我们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因此，我们正在申请变更为全国性特许银行。在这个时候，我们都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沈弼开口说道：‘监管官女士，我们必须撤回原先的申请。’说完后会谈就结束了。”《经济学人》宣称“女监管官凭机智取胜”，而其他媒体也用类似的措辞报道了海丰银行引起人们争议的措施。









1980年6月关于收购海丰银行一事致股东的一封信


沈弼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想到又要与证交会、美联储、各股东以及新的监管者货币监理署署长约翰·海曼等再次一一会面，不禁感叹道：“我觉得，我们又要再来一次，但是，现在就这样吧。”尽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此事一定会成功，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好兆头。海曼作为曾经的纽约州银行监管厅官员希伯特的前任，已经亲自出马，试图帮海丰银行在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最糟糕的时期免于遭受沉重打击，因此非常希望海丰能够找到一个强大的合作伙伴。众所周知，在吸引外部投资进入美国的问题上，他持有极其自由的观点，对于实力强大、管理有方的外国银行收购美国银行的事也持有宽松的观点。但自相矛盾的是，这也意味着海丰银行从州特许经营变更为全国性特许经营的申请案例，以及汇丰银行是否适合成为海丰银行的大股东的问题，必须彻底坐实，要禁得起任何可能的政治挑战。

当时海曼认为，“由于受到各方面情绪、政治和实际因素的影响，关于海丰银行和汇丰银行的争论已经脱离了就事论事的范围，变成了公共政策的讨论议题。”对此事除了常规的调查之外，还举行了公开听证会，这对于只是银行变更的申请案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举措。达菲注意到，“出席听证会的人很少。美国工党成员和穆里尔·希伯特来到了听证会现场，但是没有任何重要的人、组织和企业代表前来旁听。海曼身体往后靠了一下，确保能听得见所有人的讲话，真的，他就是这样做了。”为了确认汇丰银行是收购海丰的合适选择，货币监理署派出了三名官员前往香港，前后花了1个月的时间来仔细核查汇丰银行的账簿，询问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各项相关事宜。

最终在1980年1月，货币监理署宣布，批准海丰银行变更为全国性特许银行。官方裁定也确认了汇丰银行是一家财务状况稳健、管理有方的金融机构，其经营政策偏向保守，并且有足够的资本和收益来支持其经营和扩张，因此是一家适合成为海丰银行股东的企业。

海曼庆幸地表示：“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坚信，他们是把一件大好事变成了无聊之事。这真是令人失望至极。”于是，这为汇丰银行完成各项交易事宜扫清了障碍。1980年3月，海丰股票的收购邀约在市场休市之后进行了交易，结果获得了超额认购；而与此同时，汇丰银行购买了部分新股（以次级票据进行支付）。现在，汇丰拥有海丰银行的股权已经达到了41%，达到了双方互派董事的要求，因此，沈弼、约翰·博耶和伊恩·麦克唐纳加入了海丰董事会，而爱德华·达菲、约翰·佩蒂和罗伯特·霍伯纳（Robert Hubner）则被任命为汇丰董事会董事。第二次休市后的邀约交易发生在1980年10月1日——离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即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政治和经济时代。经过这次交易，汇丰持有海丰银行普通股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1.1%，其所花费的总成本达到了3.14亿美元。结果是合并后银行拥有的资产高达470亿美元。

在完成合并之后，当被问及汇丰是否有意把自己改造成一家美国银行时，沈弼回应道，“我们在纽约完成了一项重大投资，但是在香港有我们自己的银行。”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地方，他告诉《财富》杂志：“欧洲看起来不错，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我们通过海丰银行能够做出什么。毕竟，饭要一口一口吃，你不可能一下子吃成一个胖子。”




[1]

 纽约上州：在美国口语中泛指除纽约市及长岛地区以外的所有纽约州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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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皇家苏格兰银行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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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年2月26日，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基特·麦克马洪记录了当天渣打银行行政总裁给他打电话时所讲述的内容：“皮特·格雷姆昨天给我打了电话，向我汇报了与皇家苏格兰银行谈判的最新进展。”过了一个月，在3月17日那一天，渣打银行宣布将以3.34亿英镑的约定价格收购皇家苏格兰银行。

第二天，《泰晤士报》在报道中称，这是“十多年来英国银行业最大的一次重组”。但是，观察家们也即刻注意到了三个令人不安的地方。首先是价格，《泰晤士报》的金融编辑认为，“短期来看似乎渣打银行占到了便宜”。而《金融时报》的Lex专栏也认为皇家苏格兰银行“得到的报价相对低估了其资产价值”。其次，正如在宣布当天罗纳德·普伦在《泰晤士报》上所描述的一样，“这是一个双方十分有默契的合并交易”。这种默契很可能体现在英格兰银行对那两家之间的联姻毫不犹豫地送上了祝福；事实上，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之所以能够高升，还要拜巴伯所赐（原先是英国财政大臣，现在是渣打银行的主席），而与合并交易捆绑在一起的商业银行就是理查森的老东家——施罗德银行；业界同时还流行一种看法，从“想安排亲信工作”的角度来看，皇家苏格兰银行虽然实力较弱，但是银行内那些最高层的职位也还是此项交易吸引人的地方。第三，令人不安的还有苏格兰的地域因素：从一开始这项交易就遭到了苏格兰民族党和工党的反对，工党的布鲁斯·米兰不仅宣称他“对一家苏格兰的主要金融机构丧失其独立性感到极其担忧，并且担心苏格兰会进一步失去其终极决策能力”。他因此发函给贸易大臣约翰·比芬，要求他把这项交易提交给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进行审查。渣打银行会给自己留有余地吗？Lex专栏估计，尽管人们都在猜测汇丰银行有多大可能会出手，然而“看起来却不大可能”出现还盘的情况。

事实上，人们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根据沈弼的回忆，到1981年春，在经历了海丰银行一波三折的收购交易之后，汇丰团队内有意识地出现了“从容镇静”的气氛，但是他们也十分清楚，一旦时机成熟，如果要找一家欧洲主要银行来与在美国收购的银行形成互补的话，那么皇家苏格兰银行便一直是“欧洲战略中的首要目标”。自1977年以来，汇丰决心积极走向全球的想法就一直存在。考虑到皇家苏格兰银行是英国的第五大清算银行，而那个时候，“前4位”的银行根本不可能成为收购对象，因此在1981年3月的时候，很明显出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对于渣打银行的出价，沈弼和他的同事感到十分恼火，这也就可以理解——用沈弼的话来讲那是“十足愚蠢的超低价格”——汇丰感到有机可乘的原因。









1981年银行负责战略规划的总经理颜卓贤


然而，为什么汇丰银行非要并购一家欧洲主要银行不可呢？为什么非要找一家英国银行呢？颜卓贤在1981年4月2日给董事会的秘密报告中回应了这两个问题。他开始写道：“一段时间以来，‘竖琴’（汇丰的秘密代号）一直在评估银行在欧洲的市场地位。银行目前的运作情况不足以让我们充分挖掘欧洲大陆市场的潜力：现有的分行规模小、关联程度低，很难有所作为、达到收支相抵的水平。而在那里开设新分行的成本又很高，可供派遣的国际行政人员人数有限，这又限制了分行的扩张。”因此，他建议，“为了充分挖掘欧洲的潜力，‘竖琴’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存款基础，从而可以在欧洲内部贸易和产业融资中抢占重要份额，并且进入到有利可图的欧洲金融服务市场”。由于存在“准入困难、监管问题以及当地人主导着‘无利可图’的国有银行市场”的阻碍，法国和意大利被排除在外。而在另一个主要目标国家德国，在经过对40家可能收购对象逐一评估之后，汇丰又觉得“赢利水平太低”。因此，可选择的只剩下这个老牌帝国和皇家苏格兰银行：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规模、潜力和赢利水平各方面，选择一家英国银行的目标越来越聚焦在“里克”（皇家苏格兰银行的代号）上。与英国大多数银行一样，它并非没有短期问题：在过去两年中银行营运成本在上升，而经济衰退和英国某些产业的结构性困难影响了银行的发展。但是，瑕不掩瑜，这些问题并不能遮掩银行出色的赢利表现，及其可能成为汇丰在欧洲营运基地的潜力。银行在苏格兰具有十分强大的统治地位，拥有50%的存款市场，在英格兰的分行网络相对较弱，在清算银行的存款中只占到了3%。在苏格兰的分行绝大多数都分布在高失业率地区之外……

因此，只能选择“里克”。但是，沈弼——作为最高决策者——清楚地回忆起那天他住在纽约的一家酒店里，在听说与汇丰实力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同意出价收购后转辗反侧，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正如他所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注定是个错误”。


挑战英格兰银行行长


事情很快又有了新进展。早在3月20日那一天，汇丰旗下汉姆布鲁斯商业银行的约翰·克雷（John Clay）（由于沃伯格无法脱身，克雷代表汇丰银行）就拜访了麦克马洪，向他表明汇丰银行正在考虑高价收购皇家苏格兰银行，并询问英格兰银行对此的态度。麦克马洪告诉克雷，“他个人的‘临时性’观点是英格兰银行不会批准承诺的收购计划，因为汇丰不是一家英国银行，而且英格兰银行对目前渣打银行与皇家苏格兰银行之间的合作构想非常满意。如果汇丰执意参与的话，这会给英格兰银行制造难题。”所有这些信息都表明，正如克雷后来嘲讽的那样，麦克马洪“是在极力回避这个问题”。

三天之后，克雷的同事查尔斯·汉姆布鲁和克里斯托弗·斯波伯格再次拜访了麦克马洪，麦克马洪回复他们，表示他已经和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及其他监管官员进行过探讨，他们一致认为“在之前会谈中所表述的三点看法代表了英格兰银行的完整观点”。麦克马洪还补充说，英格兰银行“不喜欢对银行进行竞价收购”，况且“汇丰银行也不受英格兰银行的监管，因此在这紧要关头英格兰银行不会予以支持”。但是，第二天，汇丰银行董事会授权沈弼前往伦敦，与那里的顾问们以及英格兰银行行长进行沟通；三天后；沈弼与理查森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会议进展得并不顺利。当沈弼提出汇丰（如果可以收购皇家苏格兰银行）可以“接受英格兰银行的全面监管”时，他遭受了三重打击：行长“对这种提议不感兴趣，其次表示汇丰不是一家‘英国银行’，最后再次强调了他不喜欢对银行开展竞价收购”。沈弼在3月30日再次拜访理查森，看到了一线希望——“行长表示他承认汇丰是一家英国人办的银行，但是并不认为汇丰是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企业。”但是，他们之间远没有达成共识。

为什么英格兰银行如此顽固地坚持相反的立场呢？沈弼猜测，“不知什么原因，理查森总是觉得我们是来捣乱的。”无怪乎他对于这项已经私下祝贺过的、铁板钉钉的交易被突如其来的干涉破坏感到十分恼火。同时，考虑到英格兰银行对英国银行系统所具有的显著有效的道义劝告体系，甚至可以追溯至蒙塔古·诺曼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掌管英格兰银行的那段日子，因此他对汇丰三番两次地忤逆行长而感到愠怒，也是情有可原的。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汇丰对劝告的漠视也令英格兰银行产生了焦虑，他们担心汇丰一意孤行，从而使英格兰银行的威信受到极大打击。另外，也出现了完全真实的担忧，担心它会对银行体系的稳定带来潜在的影响。

6月，麦克马洪给理查森发送了一份冗长的内部备忘录，该文件最详细、最完整地反映了英格兰银行在此事上的立场——“我们为什么反对汇丰银行？”虽然备忘录中承认汇丰是“一家主要的国际性银行，在银行扩张和经营活力方面拥有良好的信誉记录”，但是备忘录很快话锋一转，马上切换至负面的批评内容，包括沈弼不愿意“相信我们私底下的安排，也不愿意顺从我们的想法”——而“迄今为止所有其他银行都没有对我们的安排表示出任何异议”，而且，如果汇丰得偿所愿，那么在“谣言四起、号称美国或其他国家银行正虎视眈眈地准备收购英国银行”的大环境下，这将会是产生严重后果的先例。随后，在备忘录中出现了一整段用方括号加注，“措辞谨慎而又难以付诸实施”的建议：

我们的确有点怀疑汇丰银行和它的管理团队的性质。人们常常说它投机取巧，这既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某些怀疑，同时也是一种赞叹。我们对它的组织架构和经营活动知之甚少，但是如果你像汇丰一样在香港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或许想要赚取丰厚利润也不会过于困难。关于目前的项目，我们发现沈弼的许多言行明显自相矛盾。他希望建立一种伙伴关系，并且即使收购本身将会违背董事会的意愿，他也打算收购皇家苏格兰银行。他承诺保持“一定距离”的合作关系，而与此同时却希望皇家苏格兰银行成为汇丰“在欧洲的旗舰银行”。坦率地说，对于沈弼的承诺，我们不知道应该给予多少信任。

而且，英格兰银行遭遇到了“没有权力的责任”问题。换言之，英格兰银行将无法行使对汇丰的监管（一旦汇丰收购了皇家苏格兰银行），但是，如果汇丰遭遇“信任危机……无论这种危机是由于整个香港殖民地出现某种变故，还是由于银行内部的原因所导致的”，英格兰银行却可能都要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我们无法知晓，如果理查森和沈弼之间的私人关系更好的话，英格兰银行的态度是否会有所松动。或许不会，但是在两个极其自负且强势的男人之间，在他们甚少让步的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双方之间肯定会出现自我价值的冲突。


苏格兰的视角


另一个明确的进展是，到了1981年3月底，在渣打银行对外宣布收购计划快两周后，苏格兰方面对失去皇家苏格兰银行独立性的反对声音远远超越了通常的左翼和民族主义怀疑论者的范围。仅仅在渣打银行计划宣布后的第四天，爱丁堡著名的金融界人士伊恩·诺布尔就在《苏格兰人报》上撰文指出，“失去对如此高比例银行系统的控制可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觉得难以接受的事实。”随后，各地信件纷至沓来，寄信者包括那些愤愤不平的皇家苏格兰银行的客户。一位来自爱丁堡的商业银行家皮特·德宾克，在他的信中条分缕析地表示，“不管你如何看待这项交易，无论怎样用安抚的辞藻来掩盖，这交易根本上就是一个向伦敦城屈服的背叛行为。”在信的末尾，他断定：“如果苏格兰想要维持其主要金融中心的国际声望，失去对苏格兰最大独立银行的控制无疑是苏格兰不能承受之重。”就在同一天，3月31日，皇家苏格兰银行的董事长，心神不定的郝礼士（Michael Herries）给理查森打了电话，表示“他们受到众人的抨击，他们指责银行可能会令苏格兰人丧失对其的认同”。那个时候，北海油田的所有权问题依然存在严重争议，而其背景则是苏格兰的经济经历了20多年的下滑，当时国内环境压抑，因此压根儿也分辨不清到底谁是外来入侵者。

事情继续在发酵。到了4月2日，尽管英格兰银行清楚地表明其反对立场，尽管在苏格兰出现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汇丰董事会成员仍一致批准了对此项收购提出还盘。汇丰提出以每一股210便士皇家苏格兰银行的股票为基础，从而使得汇丰提出的收购总价达到了4.98亿英镑。而根据汉姆布鲁斯银行和安东尼吉布斯银行共同向汇丰董事会提出的建议，这个还盘价格将“击倒”对手，因为期待“病人”（渣打银行的代号）提高收购价格的想法根本不切合实际。沈弼在飞回香港参加董事会会议之后，又飞往伦敦，分别在6日和7日与理查森进行了两次会谈。在第一次会谈中，“行长表示英格兰银行已经表明了反对立场，因此汇丰决定一意孤行令他十分不悦”。在第二次会谈中，在收到汇丰即将对外宣布还盘新闻稿的副本之后，“行长抱怨说自己还没来得及研究还盘的条款，然而沈弼却不客气地予以回击，称在上一次会谈中行长已经表明没有兴趣、也不想了解汇丰将要提出的条件”。在经过了最后一次双方僵持的局面之后，沈弼急匆匆地从针线街（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赶往主教门。在汉姆布鲁斯银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陈述并解释了汇丰还盘的各项条款。他对渣打银行的收购计划嗤之以鼻，认为“太便宜了”，同时把汇丰描述为一家“在英国人管理之下的英国银行”，把皇家苏格兰银行的未来描绘成汇丰实现其在欧洲远大抱负的潜在旗舰银行。

在随后几天里，媒体对此的反应褒贬不一。《金融时报》断言，“任何有助于增强英国银行业竞争的努力在原则上都应该获得支持。”同时还补充道：“提出还盘的银行来自香港，这不应该成为反对此项提议的理由。”在《每日邮报》上，克里斯托弗·法尔兹称赞汇丰银行“按照某些计算方法，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并且在许多方面也是最出色的银行”，他也冷静地指出，“他们提出的实际数字就像香港港湾里的海水一样那么清澈透明。”在《伦敦晚旗报》上尼尔·柯林斯断言，“很难把一家在香港注册、以香港为基地、由香港政府监管的银行看作英国银行”，并且补充道，“北京只要和伦敦通个电话就可以让香港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这样的陈词滥调或许已经过时，但是依然确有其事”。《经济学人》虽然强烈赞同扩大竞争的好处，同样也强调了汇丰的非英国背景：“它不适用于英国公司法的管辖范围（或解释要求），它不受英格兰银行的监管，在香港它凭借自身的努力，经营状态更像是一家央行。”

《经济学人》给那篇报道起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标题，叫作“魅力九龙的银行和斜坡”
 
[1]


 ，而在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一早，沈弼按计划飞往爱丁堡。随行的有他的同事费理明和浦伟士，他们都是苏格兰人，并且都坚持认为苏格兰人有权当面了解汇丰还盘提议的内容。在这场用以安抚人心的新闻发布会上，沈弼借用了海丰银行的“求婚”经验，对当地消费者做出了郑重保证：“即使我们有这个想法，即自以为坐在香港的办公室里就可以经营一家苏格兰银行的想法也是愚蠢至极的。”他指出，“我们希望皇家苏格兰银行能够保持其独立性，成为我们在欧洲的旗舰银行，”并且再次表示：“我们为什么要收购一家让我们自讨苦吃的银行呢？”浦伟士和费理明在随后几周里都留在当地，采取主动出击的手段，试图让苏格兰的头面人物和意见领袖相信，汇丰的方案不仅对皇家苏格兰银行，而且对整个苏格兰都有利。到了4月底，从浦伟士传回香港办公室的电话口信来看，情况相当乐观：“我们从爱丁堡金融界得到的信息是我们不应该感到气馁”。但是，他还是补充道：“最新的消息是，方案将会被提交给反垄断委员会进行审查。”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4月13日，沈弼拜见了中立的贸易大臣比芬，后者承认对英格兰银行的态度“略微有点吃惊”，并且指出“如果香港的未来有什么变数”，那么汇丰“可以把总部从这块殖民地迁移至伦敦”——他补充道，正如在日本占领时那样。第二天，4月14日，沈弼见到了郝礼士和他的同僚，在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沈弼在唱独角戏，对方一直饶有兴味地听着，但是没做任何表态。然后在21日事态在有两个进展之前出现了停顿。沈弼拜访了麦克马洪，提请他注意：“汇丰一直以来与英格兰银行保持着良好关系，汇丰旗下有不列颠联合王国承认的银行，自从上次与英格兰银行会谈之后，汇丰已经向中东英格兰银行和安东尼吉布斯银行注入了大量资本和次级贷款。”让沈弼略感不快的是他接到了郝礼士的电话，对方称还需要两周的时间来回应4月14日双方会谈的内容。

仅仅两天后回应被推迟的原因就清楚了：渣打银行提高了计划收购的价格，超过了汇丰的还盘价格。《泰晤士报》评论：“渣打银行调整了收购条件，这可能让许多人怀疑它是否有点勉强硬撑的意思。”评论还进一步指出，与此对应，汇丰“可以轻而易举地提高现金部分的价格，如每股增加30便士”。28日，汇丰董事会果然授权调整了出价，提高至每股246便士左右；但是就在同一天，理查森会见了比芬，他们“主要讨论了皇家苏格兰银行的最新情况”。仅仅三天后，当比芬把摊开在桌面上的现有出价方案（两种方案都在5亿英镑左右）提交给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的时候，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察家们，没人会对此感到一点吃惊。在4月初的时候，汉姆布鲁斯和吉布斯在他们的评估报告中早就预测到了这个结果：“我们认为，如果‘竖琴’（即汇丰）能够在危及银行监管的问题上缓解所有情有可原的焦虑，那么就没有理由来推断说，‘竖琴’无法说服委员会，它们的收购提议并不会侵害到公共利益。”伦敦的商业银行家们以及沈弼和他的董事会通常都是以判断准确而著称，现在他们可能自己都觉得有点心神不宁了。


漫长的等待


几乎在1981年年底之前，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一个在银行事务上缺乏经验的机构，仍然在收集证据、撰写报告，判断收购提议是否侵害了公共利益，调查内容包括竞争、就业、国家和地区收支平衡等。对于所有参与方来说，这是一个漫长、令人担惊受怕的过程——尽管比不上海丰银行的传奇故事那么漫长和惊心动魄。

无论是渣打还是汇丰，在这几个月里都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赢得人心。在汇丰方面，大家一致同意开展一个目的更明确、针对性更强的公关活动，而且范围不仅限于苏格兰。在伦敦，这项活动主要是由颜卓贤来牵头，他在政府方面的人脉以及敏锐而理性的头脑对于活动的顺利开展帮助甚大。他罗列出所有可能帮助汇丰的同盟者，这份清单中就包括了香港财政司的夏鼎基。夏鼎基不仅向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提供了令人放心的证据材料，而且还特意拜访了麦克马洪，坦率地告诉他，“如果汇丰不能与英格兰银行开展合作，这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并且劝告他说：“沈弼不是一个莽撞之人。”至于最后贷款人的问题（麦克马洪在备忘录中所言），“如果汇丰出现任何问题”，夏鼎基“断然否认（在香港）任何人会寻求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并且强调香港政府将会通过资金充足的外汇基金，“在汇丰万一陷入困境这种难以置信的情况下，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与此同时，沈弼和他的高级同僚还两次向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提供了口头证言（除了提交了一份非常详尽的书面报告之外）。或许最难应付的应该是在6月会议中的摩擦，有一次快要到午餐时间的时候，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的杰里米·哈迪提出对不列颠联合王国的银行需要额外加强英国本土化的控制，其严格程度甚至要求应该把对大部分英国银行业的控制延伸至香港。沈弼在对此的回应中不仅强调了在汇丰控制下皇家苏格兰银行将依然保持独立的承诺，而且强调了汇丰向来代表良好公民的声誉，但是，这在当时尤其无法令人信服。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又向沈弼提问，汇丰向皇家苏格兰银行所提出的方案中有没有其他竞标者无法满足的内容，沈弼回答：“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皇家苏格兰银行在兼并后保持其独立性，这是在渣打收购方案中所没有的承诺。或许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觉得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可能会出现一场激烈斗争，而我们心里自然已经做出准确判断，谁将会赢得这场斗争。然而，在香港和爱丁堡之间却不存在这种斗争，两地相距实在太遥远了。”









1981年8月，汇丰银行内部员工杂志


但是，无论是皇家苏格兰银行还是英格兰银行，他们的态度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8月，颜卓贤在参加完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之后，写信给一位友善的苏格兰裔欧洲议会议员，在信中他写道：“我们对皇家苏格兰银行的新闻公告和评论感到十分愤怒。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董事长和行政总裁在对汇丰方案仅做了点表面评估之后，竟然公开宣称渣打银行的收购方案更为可取，是必然的选择。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要求与他们进行详细讨论，也没有要求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他们的评论似乎表明，他们只是想验证早些时候对渣打银行收购方案的认可。”至于英格兰银行方面，他们在两个方面继续提出反对意见，这尤其令汇丰和他们的顾问感到愤怒：他们不断地援引（特别是向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1972年的规范，即要求潜在的竞买者必须首先获得英格兰银行的同意，而这项规定的本意是特别针对房屋竞买，而并不适用于一般的银行收购；其次，就是令人有种受到恶意诽谤的感觉——查尔斯·汉布罗事后回忆，“英格兰银行在玩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对于英格兰银行来说，它自己也正经历着困难时期。不仅政府财政部采取了谨慎中立的立场，而且理查森惊讶地发现，伦敦金融界也并不愿意遵循过时的规矩。尤其是在7月，他跟四大清算银行负责人共进午餐，在讲明了他对“银行业的核心领域不应该允许外国控制”的理解之后，他十分不悦且惊讶地发现，劳埃德银行的杰里米·莫尔斯冷冷地回应道：“汇丰不完全是外国银行，而皇家苏格兰银行也不是银行业的中流砥柱。”几个星期后，莫尔斯又来到了英格兰银行告诉理查森，他和其他银行的董事长打算保持中立，并且补充说道：“对于所有四家银行来说，本质上相同的原因就是希望在未来能与汇丰和平相处。”另外，当他推动立法倡议，试图扩大英格兰银行的立法权力、加强对英国金融机构控制的时候，他在财政部和伦敦金融界也都没有得到多少响应。《泰晤士报》的彼得·威尔逊——史密斯在当年11月就准确判断出：“银行界不愿意看到增加新的立法，因为这可能会与伦敦金融中心的自由传统产生冲突，并且可能对海外银行产生不利影响。”

汇丰不可避免地在苏格兰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汇丰刻意把整个事件引导到汇丰将和皇家苏格兰银行最终走向“全面合作”的核心轨道上；并且“这种合作将极大地增强爱丁堡作为金融中心的作用，因为它不仅是皇家苏格兰银行的中心，而且将会是汇丰的欧洲营运中心”；而且苏格兰的经济也将会“通过加强与世界上最大银行集团的联系而受益”。但是，要想让苏格兰商界，至少公开地，表态加入汇丰的阵营，或者任何其他阵营，也并非易事。浦伟士回忆道：“爱丁堡就像个村落，在这里我最终找到了大型保险公司的一位总经理，他在公司中持有相当一部分的股份。”

我问他：“你能帮助我吗？”他回答：“这或许很困难。”于是我又说道：“那么，你考虑一下，我会在下星期一再来拜访你。”在下个星期一我又去找他。他已经有了九成的把握准备帮助我们。而他说道：“我的结论是不能帮你。”我问他：“你是想尽力帮我的呀。”他回复：“嗯，我跟我太太商量过了，你看，我是戴维森梅因斯教堂里的长老，而皇家苏格兰银行的一些人也是教堂里的长老。因此，对不起，我不能帮你。”

浦伟士的结论是：“这就是爱丁堡！”

在9月，整个故事中的决定性时刻终于出现了，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成员来到苏格兰的首府，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这里，他们听到了大量负面的证言——不赞成任何一方的收购，而且这些证言来自苏格兰工会联盟、苏格兰开发署、阿兰德弗雷泽学院、苏格兰民族党、苏格兰众议院运动组织、苏格兰发展和工业协会以及苏格兰银行。《苏格兰人报》在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到访后的第二天发表了一篇关键性社论，文章中坚称：“哪一方都不应该是收购者。”

如果这两位竞标者被允许以各种手段得到皇家苏格兰银行，那么，就算不产生即刻反应，苏格兰的金融体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削弱。苏格蓝坚融体系应对苏格兰地区产业发展的需求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会被破坏，尤其是，无论在未来独立性上双方做出多少承诺，但在所有的决策链上皇家苏格兰银行都将会成为第一个环节，然后再传递到伦敦，如果没有后续进展的话。

简而言之，“苏格兰的经济生活将出现萎缩”。

在整个过程中，汇丰的银行家们密切地关注着新闻报道。11月，当看到《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报道后，沈弼写信给财政大臣，信中说：“我真的希望人们停止把我们称为外国银行，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这还是一篇不错的文章。”在当月晚些时候，在英格兰银行，麦克马洪告诉理查森，在行长出国期间，媒体对此事的评论已经“明显变得更好且更平和了”，“特别是法尔兹在《旁观者》上发表的文章十分出色，而玛格丽特·里德在《投资者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也相当不错”。理查森或许不会对法尔兹的猜测大加赞赏——后者在文章中猜测，首相撒切尔夫人私下“可能会因为理查森丢人现眼的行为而感到遗憾”，除此之外，他文章的要义不可否认还是非常积极正面的。法尔兹断言，“如果英格兰银行在这场斗争中失败，那么它将会威信扫地。这种威信却是至关重要的。整个伦敦金融界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不仅是银行，还有其他行业；它存在于整个伦敦金融界自我监管的体系基础之中；众多商业企业的成功，造就了这个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出口国，它也是功不可没。”《经济学人》相当赞同这个观点。尽管它也强烈支持扩大竞争的做法，但是它在12月初的文章中提出，“如果反垄断委员会在极其不情愿的情况下最终支持英格兰银行在皇家苏格兰银行问题上的立场”，那么它“还是相当称职地完成了任务”。

《泰晤士报》监测到了圣诞节前几周内事情发展的状况。为了防止泄密，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据信准备了两份报告，两种报告的结论截然相反”；报纸的金融编辑指出，“如果反垄断委员会对两边的竞标者都放行，皇家苏格兰银行所青睐的合作伙伴看上去肯定会在汇丰银行的重击下失败。”股票经纪商伍德麦肯兹最为人广为引述的观点是，双方被放行的概率为50%，双方都不被放行的概率为30%，而只有一家被放行的概率为20%。在平安夜那一天，星期四，最后确认的消息是报告已经在那一星期的开始就送到了比芬手上。


未竟的事业


然而，尽管采取了最严密的防范措施，消息还是泄露了出来。1982年1月9日星期六，《苏格兰人报》率先报道，“据信”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建议阻止双方的收购行动。不过，尽管泄密本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加速政治进程的影响，到了之后那个星期的开始有些人还是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亲市场的保守派政府或许愿意推翻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的决定。《金融时报》的银行业记者坚持认为，考虑到“就在上个月，政府推翻了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的裁决——零售商店应该被允许对信用卡用户加收额外费用，因此，皇家苏格兰银行斗争的结果依然扑朔迷离”。此事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依赖于撒切尔夫人果断的领导才能——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候，她的儿子马克在撒哈拉汽车拉力赛上失踪，这使得作为母亲的首相忧心忡忡、心烦意乱。到了1月14日星期四，在内阁开会的那一天，首相的儿子还未找到，内阁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还是铁路工人罢工和恶劣天气造成的严重影响。第二天——马克被安全地找到，反垄断委员会的报告也如期公布，结果显示内阁以4比2的多数票赞成阻止双方的收购行动，而其依据的理由则是它们将会对“苏格兰地区职业前途、规划和商业企业的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与报告同时发布的还有比芬的新闻公告，宣布接受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的建议。星期五，虽败犹荣的沈弼飞往伦敦，抵达当晚他告诉BBC电台的记者：“人们感到十分失望，但是委员会完成了他们的职责，做出了他们认为恰当的决定。”

在之后的几天里，非苏格兰的新闻媒体的报道无所顾忌。《泰晤士报》批评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的建议“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完全错误”，并且指出英国银行业急需“新鲜血液”。帕特里克·萨金特在《每日邮报》上讽刺：“保姆式国家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选择。”《金融时报》不安地提到，在英国，银行业已经成为“世界上集中程度最高的行业”的背景下，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的报告“却明显缺乏考虑加强竞争的内容”。









1982年，《金融时报》上刊登的有关皇家苏格兰银行事件的幽默漫画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难道是苏格兰而不是皇家苏格兰银行作为一家清算银行这个事实，才是事情的奥秘所在吗？在与沈弼参加同一个电台采访节目时比芬被问到了这些问题。他回答，“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在对这些证据进行认真研读之后也会得出结论，毫无疑问，在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给出的理由之中，苏格兰的地域因素显然是最主要的原因。”或者正如他向支持汇丰银行的欧洲议员伊恩·达尔齐尔所讲述的那样：“委员会的报告是考虑了大多数苏格兰人的观点之后对事件进行了冗长和详尽调查后而得到的结果。我相信，他们的分析必须得到尊重。”冗长而详尽，的确如此，但是，9月份那两天起到了关键作用。反垄断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私下里评论道，“当我们访问爱丁堡倾听苏格兰人的想法时，我们所有的观点全都陷入混乱之中。我们不得不回去，重新整理我们的思路。”同样——尽管很难准确评估其影响力，在调查过程中此事在政治方面受到了苏格兰事务部的影响，《格拉斯哥先驱报》在一篇事后分析文章中强调了苏格兰事务大臣和他的同僚所起的作用，他们一直把苏格兰的地域因素放入政府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中。

更加难以准确评估的是，如果不是英格兰银行的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是否会优先考虑竞争因素，而把苏格兰的敏感问题放在第二位。尽管阻止了双方的收购对于理查森来说只是半块面包，聊胜于无，但考虑到他原先表态支持最初渣打和皇家苏格兰银行之间的交易，同时也考虑到他对皇家苏格兰银行当初屈服于汇丰银行深恶痛绝，因此他也愿意勉强接受这半块面包。在事情尘埃落定之后，颜卓贤的好友曾经告诉他，“显然，（反垄断委员会的）哈迪还是十分同情汇丰银行的。不过，最后他们都觉得他们不能与英格兰银行的想法对着干。”当然，就更广泛的政治考虑而言，如果政府这么做的话，的确可能过于大胆。颜卓贤自己心里很清楚，在整个过程中谁是罪魁祸首。在2月哈迪写给安东尼吉布斯银行的戴维·麦克唐纳的信函中他说：“和你一样，我对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十分难过。”随后，他有些伤感地表示，“我想，在最后的分析报告中，英格兰银行行长的态度使得其他任何建议都变得毫无意义。或许和他的态度一样，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他颐指气使和桀骜自负的个性。我想，理查森自恋的故事将会永远流传下去，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

1月18日，在比芬发布声明后的第三天，沈弼在回香港前拜访了理查森，那时候气氛就变得完全两样了。麦克马洪记录：“他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到访的目的是‘脱帽致意’。”

在经过了刚见面时的拘谨之后，他平静了下来，两人开始了相对轻松的交谈。他说他们还是希望有机会进入欧洲市场，在这一点上他们强烈倾向于选择英国和存款银行业务。他表示他不喜欢存款买卖业务（例如通过银行间市场），同时也对欧洲大陆市场不太了解。而行长则表示，任何时候对方有什么建议或想法，他作为行长都十分愿意倾听并进行交流。

第二天，在下议院，坐在后排的一名保守党人询问撒切尔，“保守党内阁大臣批准了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如果采取封闭行动以保护利润颇丰的零售银行系统，使之免于更多的竞争，而与此同时则鼓励银行用赚取的利润开拓海外市场，在那些相信自由竞争的国家收购银行”，对此首相是否会感到欣慰。一开始，首相并没有全力维护比芬的决定，她表示“在这些复杂问题上，显然应该不止有一种观点”。最后，她用简短的回答作结：“我想强调，这个决定仅仅适用于这个特殊的案例，这个国家的银行体系不应该维持封闭的状态。”换言之，游戏还在进行，而对于汇丰来说，它还没有习惯被人粗暴拒绝，但是它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




[1]

 《经济学人》的报道原题为“Ye Banks and Braes o’bonny Kowloon”，借用了“苏格兰之子”罗伯特·彭斯（1959~1796）创作的一首诗歌“Ye Banks and Braes o’Bonnie Doon”（美丽的杜恩河滩和斜坡）。英文中“bank”一词既表示河滩，也指银行，而借用苏格兰之子的诗歌，则暗合了皇家苏格兰银行收购所引起的苏格兰独立性争议的轩然大波。



 





第四章






三足鼎立：1980~1992年回顾




沈 
 联涛是国际知名的中央银行官员和金融专家，他注意到：“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总令人想起那是一个充满债务、通胀和调整的时代。那个10年刚开始，就遭遇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国际经济大衰退，爆发了债务危机，而在那个10年结束的时候，却看到社会主义的经济阵营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1980~1992年，全球化是宏观经济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地区性经济周期日趋一致：这方面的表象包括从1982年起欠发达国家爆发债务危机，1987年10月全球股市暴跌，而20世纪90年代初则出现了全球性经济大衰退。走向全球同样也是汇丰发展的主要目标，这段岁月见证了汇丰从一家重要的亚洲银行转变成一家重要的国际银行（可参阅第五章）。

全球经济的融合是由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培育而成的。美国和英国站在了放开监管的最前沿，使银行不得不面对更激烈的竞争，“1986年的金融大改革”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其他国家也沿着同样的方向进行变革。激烈的竞争不仅来自那些成长型银行，而且也来自那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批发金融市场。新的储蓄和零售投资产品以及供应商激烈抢夺存款市场，促使银行进入到私人银行业务和资产管理领域。在借贷方面，由于借助于投行，大型企业能够从金融市场以更低的成本进行融资，因此它们的借贷需求出现了下降。企业贷款需求的下降导致银行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商人银行和发展金融市场的经营能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逼迫银行把资金出借给还款风险更高的借贷人——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和房地产开发商。从整体上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银行业展现出“坚定谋求全球扩张和多元化的战略”。

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同样也是重要因素。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固定汇率在20世纪70年代初终结之后，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出现了大幅度波动，对此，银行实行了风险控制的应对措施，推出了帮助客户进行汇率套期保值的产品。而进入80年代之后，新产品出现了迅速扩散和增长的趋势，例如金融衍生品、掉期和证券化产品等。新一代计算机的出现为新产品的大型数字运算提供了保证，也为银行进行大容量支付、开展市场和客户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手段。

汇丰采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应对时代的挑战和机会。它在计算机科技方面进行大量有效的投入，重视建立自己的内部系统。香港的银行业务非常集中，从而使它成为系统理想的“测试场”，成功之后就可以向海外推广。但是，汇丰有意识地抗拒其他方面的创新，特别是在证券化产品方面，并且把这看作原则问题。银行在亚洲地区拥有强大的零售存款基础，这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其他银行，尤其是美国银行遭遇的存款流失问题，而它在传统上又是一家非常重视客户关系的银行，这有助于缓解企业客户被金融市场吸引过去所带来的压力。最重要的是，它所创立的全球化经营模式，即在亚洲、北美和欧洲都拥有银行业务和资产，在行业内独领风骚——沈弼把这比作是“三足鼎立”。在此过程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进展是汇丰1980年收购了美国海丰银行的多数股份，以及在1992年全资收购了英国的米特兰银行——收购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汇丰迅速崛起，加入到全球最大银行的行列，全球排名（按资产）从1979年收购海丰银行前的第76位，到1992年完成对米特兰银行收购后上升至第16位。银行不是为了规模而追求规模，而是为了帮助银行实现一系列战略目标，尤其是用地区性多元化经营来降低政治风险、增强银行业务的稳定性并给予股东更多回报。领导汇丰高歌猛进的董事会主席依次是：1977~1986年的沈弼，以及在这之后的浦伟士。


1980~1986年，追寻“三足鼎立”的战略


金融记者克里斯托弗·伍德指出：“沈弼对自己有着正确的认识，从来不露锋芒。从他担任董事会主席之后，就激起了银行的活力，使之走上了国际化拓展的道路。”股票经纪商惠嘉公司的分析师这样评论道：“我认为沈弼担任董事会主席的那段时期，是汇丰走向国际化的重要阶段。汇丰拥有了一个全球化的视野，而不是像他的前任在职时的那样，看问题只局限在香港市场。”当他任期将满的时候，沈弼回忆起他登上权力之巅时的远大目标：

我的目标有大有小，从大的方面来看，例如我想要收购一家美国银行，我们已经做到了，而我想要进入欧洲市场，我们还没有做到。我想要为我们自己建造新的总部大楼，因为我们显然成长得太快了，原先的大楼满足不了我们的快速发展，而这一点我们也实现了。我想要增强银行的资本基础，但是，我们遇到了认购权发行的问题。

在收购了海丰银行的多数股份之后，汇丰公布的利润强劲增长，在1979~1981年翻了一番——这对于绝大多数本地小股东来说不啻是一个好消息。但是，1981年3月，银行向这些股东提出，要发行20亿港元的认购权来支持银行的扩张战略，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银行首次发行股票认购权，也创下了香港市场的纪录。由于股东习惯于年年看涨的股息并配发红利股，因此发行认购权就被看作不受欢迎的举措；《南华早报》发表文章指出，“今天许多人感到十分失望，慷慨大方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沈弼解释道，这项举措是为了增强银行的资本基础：“我们在成功之后，也害了自己，因为我们的资产增长得太快了。”几周后银行宣布收购皇家苏格兰银行，使得这项融资行动在逻辑上变得顺理成章。但是，这项收购行动在1982年1月遭到了英国部门的封杀，从而使汇丰的国际化进展暂时出现了停顿。

1982年8月，银行宣布上半年的中期利润增长了18%，业绩十分喜人。沈弼注意到，“我们并没有任何激进的举动，例如向墨西哥出借资金”。这是指墨西哥政府当时宣布它无力偿还国际债务，从而引发80年代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汇丰没有开展主权债务业务，因为在其他地方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尤其是它可以给地区贸易融资，并且充任香港工商业领域的主要银行。《金融时报》的罗伯特·科特雷尔指出，“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来说，这些都不是特别吸引人的领域。但是，70年代末许多银行纷纷参与高容量主权债务，而现在当他们陷入危机的时候，这些不起眼的业务却帮助汇丰独善其身。”

80年代初，汇丰有令自身烦恼不已的问题，主要是他们向香港房地产市场和航运业提供了大量贷款。在1979~1981年香港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候，汇丰向许多房地产公司提供了贷款，当房产泡沫破灭之后，一些房地产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在它们中间最著名的就要数大胆冒险、进行投机的佳宁集团，汇丰旗下的商人银行汇丰环球投资管理公司曾经向佳宁集团提供咨询，并予以财务支持（请参阅第七章），但是，到了1983年，在众目睽睽之下，佳宁集团轰然倒塌。佳宁集团的破产令银行损失了约6亿港元，而由于银行资助佳宁集团的行为，其声誉也受到了极大损害，在某些银行家的眼中，这种损害与“资产负债表受损毫无二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同样导致香港接受存款公司出现了经营危机——“银行系统一次小范围的煎熬”，人们担心可能会出现更大范围的危机。科特雷尔报道称：“这可能是非常接近要爆发危机，直到汇丰银行事实上承担起香港非官方央行的角色，宣布它将支持‘基础扎实、管理有方’，但是却遭遇临时资金流动困难的接受存款公司，从而提升了市场信心。”

香港的问题继续发酵，经济增长放缓，而到了1983年5月利率更是飙升至13.5%，以对抗通胀压力——利率飙升加深了处于过度借贷中的房地产市场的困局，并且引发了股市的暴跌。港币持续疲软也反映了人们日益加剧的焦虑，担心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会对香港的政治前途产生影响。在1982年夏天中英两国开始进行正式谈判之后，这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因素，而政治的不确定性又与长期繁荣周期结束后持续低迷的经济交织在一起。面对艰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汇丰的高层管理人员在1983年7月讨论了银行的发展前景以及对短期扩张的渴望：

大家均认为汇丰应该聚焦于现有业务的发展，在这些领域，经济衰退和香港前途的不确定性已经对银行营运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困难。在寻找合适的高层管理人员方面，尤其在目前情况下派遣管理人员到香港工作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使得银行在新的业务领域做出新的承诺会十分不明智。对于汇丰所参与的一系列项目以及在集团总部大楼项目上可能出现追加资金的情况，大家均表示了忧虑。有迹象表明，由于1997年的问题和现有的资本承诺，在海湾地区出现了有些国家对汇丰银行的实力表示怀疑的情况。

到了1983年10月，由于采取了港币汇率盯美元的政策，汇率和利率的波动问题迎刃而解，因此情况得到了改善。但是，对于香港阴云密布的政治前景，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阴云一直笼罩在香港上空，直到1984年12月，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发表联合公报，这为香港在未来与它更大的邻居和平相处铺平了道路。

在那些年里，尽管经营环境恶劣，汇丰还是取得了令人相当满意的业绩，但是，这与上一个10年“创纪录的历史最好成绩不可同日而语”：1983年对外公布的利润为23.5亿港元，增长了11%；1984年为24.9亿港元，增长了6%；1985年为25.9亿港元，仅仅增长了4%。《南华早报》认为，在香港经济增长乏力和航运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的背景下，汇丰1985年的“糟糕”业绩主要应归咎于航运业的问题使得银行的利润打了水漂。但是，问题并不限于香港，由于石油价格的波动，汇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东英格兰银行都出现了计提拨备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从好的方面来说，汇丰这些年从下属子公司中获得了高额收益，尤其是海丰银行。《金融时报》在1984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称赞汇丰的这项收购是一着妙棋，“汇丰的资产基础出现了多元化，而海丰银行自身的赢利又在恢复，其效应又通过港币与美元兑换得以进一步放大。因此，当香港经济放缓以及港人对不甚明朗的香港前途的担忧开始产生不利影响时，收购海丰银行的高明之处体现得越发明显。”这是汇丰三足鼎立战略所带来的回报，当一条腿开始疲软的时候，另一条腿依然能坚强支撑。

汇丰对收购战略的克制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当机会出现时（参阅第五章），沈弼还是急切地希望推进国际多元化战略。1984年9月，汇丰利用伦敦“金融大改革”时放松对证券行业监管的有利条件，收购了伦敦最大的三家股票经纪公司之一詹金宝公司29.9%的股份。随后在1986年，以总价8 500万英镑收购了其全部股份。对外国银行全面取消限制使得汇丰于1985年在澳大利亚获得了银行经营的正式执照，而在1986年加拿大汇丰银行收购了陷入困境的不列颠哥伦比亚银行，从而使得加拿大汇丰银行一夜之间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外资银行。另外，自中国1979年以来逐步开放之后，汇丰一直小心谨慎地扩大他们在中国的业务范围：当沈弼在1986年退休时，汇丰为在中国拥有了6个办事处而感到自豪——这是汇丰第四条腿战略的开始。

1984年4月，罗伯特·科特雷尔在他对汇丰银行的专题报道中写道：“各地的汇丰银行总是认为自己在每一个特定市场都有着独特的‘银行联邦’的身份，多多少少有一种独立于香港总部之外实行自治的感觉。”那么实际这种银行联邦又是如何操作的呢？科特雷尔继续解释道：“汇丰通过其管理级别逐级下放日常的管理责任，没有设置信贷委员会。贷款由每一位经理授权发放，其授权的最高贷款金额则根据其管理级别而确定。管理层的组织架构以地理区域来设置，每个国家的最高管理者认为他们可以自行决定，然后向总部知会一声，而不是寻求总部的批准。”这种去中心化管理模式的成功，部分关键原因是其组织严密、十分强大的国际行政人员体系，这530名国际行政人员依然是其核心资产。迄今为止，他们不仅散布在汇丰的亚洲核心分行之中，而且还进入中东英格兰银行。新加入到汇丰的分支机构，诸如海丰银行和汇丰环球投资管理公司，它们一开始就与东家保持着“不冷不热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自己的管理和文化，而它们成功延续了以往的辉煌，汇丰当然也乐见其成。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头5年汇丰在沈弼的领导下推进了海外资产多元化的进程，但是同时还也通过在皇后大道1号重建其恢宏的新总部大楼，来明确表示它对香港未来的承诺。事实上，新的总部大楼像是镶嵌在维多利亚湾里的一颗璀璨明珠。1986年4月，当大楼正式落成开幕时，人们对于其独特的建筑风格皆赞叹不已。在完成了银行迁入新址的任务之后，满怀着对香港未来的“乐观”情绪，1986年12月，沈弼把汇丰的权杖移交给了浦伟士。


浦伟士


浦伟士于1931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凯尔索，1986~1998年，他一直担任汇丰董事会主席。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喜爱运动更甚于读书”（他一生从未放弃过对英式橄榄球的热爱）；16岁那年，他在自己家乡的小镇加入了苏格兰国民银行。18岁的时候，他应征入伍，成为皇家直属苏格兰边境团的一名军官，曾被派驻香港，参加过朝鲜战争，因在战争中掩护他所在排的撤退时不幸受伤而成为获得杰出勋章的最年轻的军职人员。在重新回到苏格兰国民银行之后，他获得了被派往爱丁堡工作的机会，但是薪水却没有任何提高，这对他打击很大。因此，他离开了苏格兰国民银行，希望在一家英国海外银行找一份工作——像他那样年轻、受过良好培训的苏格兰银行业精英，在市场上十分抢手。他拿到了5家银行的聘书，最终选择了汇丰银行。

进入汇丰之后，按照惯例他被派往世界各地，其中比较醒目的经历包括1964年常驻东京，那一年在东京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段经历让他对外汇市场的运行情况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回到香港后，他在1969年获得了“大幅晋升”，被任命为总会计。在这个岗位上，他主要是在1969~1973年香港房地产的繁荣中对汇丰的参与程度进行掌控。在短暂负责东京分行业务之后，他在1976年重新回到香港，在国际部（除香港之外）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1982年，他被任命为负责商业银行的执行董事，在这个岗位上，他很快就重新整合了集团的商人银行业务。到了80年代中期，浦伟士已经成为沈弼当仁不让的接班人——唯一的可能竞争者汤姆·韦尔什已经在1985年退休，人们也普遍期待权力能实现顺利交接。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把汇丰股票的投资评级提高至“买入”，他们告诉客户：“浦伟士接替沈弼担任董事会主席，将会保证集团一如既往地继续实行谨慎和有效的管理。”









1986年12月，汇丰银行员工杂志


人们往往会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记者用“没有废话”“直入主题”等语言来形容这位新的董事会主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判断，他的形象都令人过目难忘，而且他的嗓音也与个人气质相得益彰。《欧洲货币》在报道中这么写道：“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对细节的关注，并能够极力避开充满繁文缛节的官僚体制。他自己接听电话，退回草拟的备忘录，上面满是被他逐一修改的英文错误。如果你不可原谅地跟他东拉西扯、装模作样地交谈，令他感到厌倦，他可能会打断你说：‘你到底想要讲什么？’”浦伟士是一个工作狂，他对汇丰营运中的任何细节都了如指掌，这使得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亚洲金融》杂志在评选1988年“年度银行家”时评论道：“他是一位极看重亲力亲为的银行主席。尽管他手下的外汇交易员要工作到晚上，但是很有可能浦伟士也在不分昼夜地工作，看报告，读电传，给海外熟人打电话，规划战略。”在银行内部流传着各种故事，都反映出这位主席工作狂的秉性。例如，有一次，他茫然中接到他妻子的电话，问他几点回家。他顺口答道：“我会早点下班，7点到家。”他妻子反问道：“但是，威利（浦伟士的昵称），今天是星期天啊。”

尽管浦伟士和沈弼在性格和风格上迥然不同，但是他们在追求银行目标等工作实务上却保持着一致。尤其是，浦伟士极其渴望能够完成沈弼倡议和引领的欧洲发展战略。1986年他对银行内部杂志解释了他在这方面的想法：“我们将会继续寻找，寻找合适的机会，目的是要成为欧洲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在那里还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当这种差距依然存在时，你真的不能称汇丰为一家真正国际性的银行。”另外，浦伟士和沈弼一样，致力于让汇丰继续做一家以客户关系为基础的银行。在当选为董事会主席后不久，他告诉银行的高层主管：“我并不赞同目前流行的对商业银行前途表示悲观的观点。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一些企业和机构客户的需求，商业银行不得不让位于正在兴起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不应该过高估计这些变化，也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即许多客户仍继续期待与我们建立起永久的关系，无论是遭遇困难时期还是平顺发展时期，这种关系都将存续下去。”他的最后目标也是他最重视的一点。作为一个十分强调个人品德的人，他发现佳宁集团事件——汇丰也涉足其中，令他深感不安。在接受内部员工杂志采访，被问及作为董事会主席希望如何被后人怀念时，他回答道：“我希望在离开银行的时候，我能够赢得人们的最高赞赏。”


一个新时代


新时代一开始就迎来了开门红。在浦伟士担任主席的第一年，汇丰实现赢利36亿港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7.6%。香港政治上的动荡随着中英两国发表联合公告而有所缓解，香港的经济再次出现了飞跃，而汇丰则从中受益颇丰。同样受益的还有银行的资本和内部储备：1987年年初银行发行了认购权，融资金额达到33亿港元。同时，银行资本由于出售国泰航空和《南华早报》的股权，最终收获27亿港元现金而得以充实。新任董事会主席希望强调银行加强资本充足率的必要性，这样不仅可以维持放贷能力，而且一旦时机出现，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收购兼并的机会。在解释为什么发行认购权的问题上，浦伟士表示：“我们一直拥有强大的实力，这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高速成长的原因。我希望能够继续维持这种内生性的力量。”

到了1987年年底，很大一部分融资已经被消耗殆尽。收购的清单上包括了海丰银行剩余的48%的股份，澳大利亚汇丰银行20%的少数股份，在新西兰开设的新分支机构，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英国米特兰银行14.9%的股份。对米特兰银行的收购安排使得汇丰成为它最大的股东，并且两家银行都同意保持三年的“订婚期”，等到期满之后再决定两家银行是否正式联姻。这是汇丰在欧洲“三足鼎立”战略上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借此可以为银行提供更大的保障，规避政治风险，实现更大的商业稳定，正如浦伟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市场出现了沉沦，另一个市场就可以崛起，以此平衡经营上的风险。”

但是，汇丰在1987年支出的资金并不都用在这样有光明前途的机会上。在集团的某些问题上仍需要动用现金解决。最紧迫的事莫过于海丰银行在欠发达国家债务上出现的风险敞口（参阅第六章），在计提了必要的拨备之后，海丰银行当年出现了可怕的亏损，累计金额高达6亿美元（相当于47亿港元）。1987年10月，全球股市暴跌造成香港市场的巨大损失，汇丰在帮助香港政府控制市场暴跌以降低其对香港产生重大影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银行花费十多亿港元购买本地企业的股票，以维持股价的稳定和市场的信心——这项操作使得汇丰环球投资管理公司在当年实现了创纪录的利润。然而，詹金宝和CM&M（美国资本市场的分支机构）却由于交易环境变化而遭受重大打击，当年詹金宝的亏损达到了1 400万英镑。浦伟士痛苦地发现：由于在海丰银行上的重大损失，“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出现银行内部储备入不敷出的情况。”在随后几年里，这些内部储备（可以允许银行用来弥补公布的利润损失）的存在和数额等级成为越发有争议性的议题。

在之后的两年里，汇丰在新的董事会主席的领导下一路高歌猛进。1988年出色的经营业绩——利润增长了19.7%，主要是因为在香港和亚太地区的经营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分支机构和分行可以向总部的内部储备做出“重要贡献”。与米特兰银行的合作关系稳定推进，双方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互换分行开展经营，以加强对彼此的了解。在中国的业务——新兴的第四条腿战略，虽然发展缓慢，但是也在逐步推进。1988年3月，浦伟士访问了北京，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鼓励。他们希望汇丰在未来，甚至在1997年之后，能继续维持在香港市场上的统治地位，并且扩大与中国内地的业务往来。但是，在亚洲核心业务之外，汇丰继续遭遇各种问题和困难——没有迹象表明，詹金宝将会回到赢利的轨道上来，而海丰银行向房地产市场的借贷开始引发新的问题。汇丰也开始认识到，银行过时的架构和管理模式正在制约着银行的发展空间。1866年成立时通过的特殊条例，正越发显得与现代环境和日益动荡的世界格格不入。


1990年危机


在1990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自1967年以来，银行第一次出现利润没有实现年度同比增长的情况。1989年上半年，中期的公布利润为15亿港元，同比下降了21%，而全年的公布利润为31亿港元，同比下降的幅度更是达到了35%。《南华早报》指出，利润下降的消息令人震惊，这是汇丰“20年来最差劲的业绩表现”。这是最近收购的海外机构接连遭受严重损失所产生的结果：海丰银行、澳大利亚汇丰银行和詹金宝。这与理应发挥正面作用的三足鼎立战略大相径庭。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海丰银行同样承受了汇丰的部分损失。除了一直挥之不去的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巴西）的债务问题，由于美国商业房地产贷款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大萧条的背景下开始出现坏账，面对巨额亏损不得不计提拨备。海丰银行的全年亏损扩大至2.96亿美元（相当于23亿港元），而由于经济衰退、高利率和许多澳大利亚企业暴露出的重大贷款风险，澳大利亚汇丰银行也蒙受了2.73亿澳元的损失（相当于16亿港元）。最后，詹金宝在1989年勉强取得赢利的业绩之后，到了1990年又落入全年亏损3 000万英镑（相当于4.75亿港元）的糟糕局面。

解决这些海外分支机构亏损问题的途径是相同的：从汇丰的核心管理层中派出可靠的高层管理人员，去接替当地的管理团队，因此，在汇丰历史上首次采取了直接管理的模式。1990年1月，经验丰富的国际行政人员韦志诚（Keith Whitson）被派往海丰银行，担任二把手的角色；但由于业绩继续恶化，1991年6月又增派人手，庞约翰（John Bond）出任海丰银行的行政总裁（参阅第六章）。1990年6月，澳大利亚汇丰银行的高层团队进行了调整，区基尔（Richard Orgill）被派往当地，开始接手汇丰分部的管理。在詹金宝公司，持续不断的亏损终于使香港总部痛下决心，在1991年1月派出颜卓贤出任詹金宝公司的执行主席。在每家分支机构，新到任的管理团队通过削减开支、避免浪费等措施来降低成本，而与此同时，总部则注入更多资本来扩大稳妥比率。1990年危机的最终结果是，传统上与总部保持一定距离的联邦式管理模式遭到了削弱。《金融时报》指出：“它错误地把下属企业和分支机构看作是商业投资，认为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集团总部的指导。这与汇丰的放手管理理念相吻合，传统上这种理念适用于‘国际行政人员’，而这些理念在经过了系统培训之后，多年来一直被派往各地分行，在经营中拥有相当多的自主权。汇丰与近期收购的管理团队出现了文化冲突，并且经营亏损在累积，从而暴露出在银行管理风格上的分歧。作为英国米特兰银行的‘求婚者’，汇丰理应展现出一个国际化竞争者的形象，在这个当口出现这种情况，特别使汇丰尴尬不已。”









1987年，米特兰银行的董事长基特·麦克马洪（右边）从汇丰银行董事会副主席费理明手中接过了一张价值383 028 980英镑的支票


与米特兰银行约定的、为期三年的股份维持协议即将在1990年年底到期，与此同时，汇丰在这个项目上的先期投资明显令人失望：米特兰银行在欠发达国家的债务上出现风险敞口，导致在1990年计提巨额拨备，而自身的赢利额出现了重大下滑。1987年，汇丰支付了3.83亿英镑收购股权，三年之后，这部分投资的价值已经缩水至1.5亿英镑。之后又出现了英联邦控股公司倒闭的情况，而汇丰在这家英国企业中出现了3 000万英镑的风险敞口。董事会副主席葛赉（John Gray）表示，这“无助于改变局面”。当需要做出决定的日期在12月来临的时候，前期收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汇丰1990年赢利水平出现大幅度下滑的情况却阻止了另一项重大收购承诺。《金融时报》的银行业记者戴维·拉塞尔斯指出：“米特兰银行和汇丰银行的联姻计划昨天破裂，从而使得银行界最高调的‘订婚’之一走到了终点。但是，正如许多高调的罗曼史一样，分手的新闻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讶。这两家金融机构现在困难重重，因此这次的联姻计划或许从一开始便噩运缠身。”

但是，1990年年初汇丰所陷入的困境并非没有任何可以挽救的希望。香港经济持续增长，这为汇丰在香港的营运发展提供了支持环境。汇丰在香港本地和亚洲地区的业务都经营良好，银行旗下的某些分支机构——尤其是恒生银行、加拿大汇丰银行和中东英格兰银行，均完成了出色的经营业绩。

可能收购米特兰银行的前景促使汇丰银行更新其管理方面的安排——即放弃自身的特殊条例，转而成为一家与其他香港本地银行一样的普通商业银行。作为全面披露其财务状况的第一步，1990年3月汇丰宣布，经过对集团全球资产组合进行一次性重新估值之后，公告的银行储备（非内部储备）增加至138亿港元。而且，浦伟士暗示，到1992年，当所有欧洲银行都将被迫进行全面披露时，汇丰也将采取相同政策。1990年12月，当汇丰与米特兰联姻计划宣布公开破裂的时候，与之一起宣布的还有汇丰正在英国筹备成立控股公司的消息，并且预计在1991年4月，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将如期开始运行。随着陷入重重困难的分支机构被重新调整，新的架构开始正常运行，汇丰已经准备好重新审视它的战略选择。


1992年：三足鼎立战略和全面披露


1992年3月，在1991年银行全年业绩强劲增长的背景下，浦伟士宣布汇丰银行的现状将更有把握按约收购米特兰银行（参阅第八章）。Lex专栏对此发表评论，认为“汇丰银行主席浦伟士对时机的把控非常精准。由于米特兰银行的赢利终于迎来了转机，而汇丰银行的股价在上周宣布收益大增83%之后继续大幅上扬，现在是两家银行合并的最好时机。尽管米特兰的股价昨天已经暴涨了30%，但是汇丰还是有机会捡到便宜。”最终米特兰银行的股东接受了31亿英镑的收购邀约——尽管在此过程中劳埃德银行持续不断地进行干扰，但汇丰终于得偿所愿，实现了银行三足鼎立的欧洲战略目标。

要想完成对米特兰银行的收购，汇丰必须对公司管理实行进一步变革：限制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1%的条款（除非董事会放弃这项限制条款）被废除了；新的汇丰控股总部迁往伦敦；英格兰银行成为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主要监管者；最后，银行对内部储备信息进行了全面披露。1992年4月15日，《金融时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昨天，汇丰银行的母公司汇丰控股终结了人们多年来的猜测，揭开了内部储备的秘密。”结果，多年来讳莫如深的银行秘密终于被揭开——166亿港元（相当于11亿英镑），这实属“意料之中”。

来自伦敦投资银行华宝的一名分析师被此事“困扰”多年，针对汇丰公布的1992年的中期业绩，他感叹道：“这像是在阴沉沉、寒风凛凛的冬天收到了一张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明信片。在首次接受全面披露原则的全年财报中，汇丰控股的利润为17亿英镑（相当于143亿港元），比1991年增长了94%。海丰银行、澳大利亚汇丰银行和詹金宝公司全部扭亏为盈，米特兰银行首次为集团赢利做出了贡献。但毋庸置疑，香港的经营依然是强劲业绩表现的关键所在，香港分部在资产只占集团29%的情况下贡献了78%的利润。在集团完成三足鼎立战略部署的第一年，尽管银行业务实现了区域市场的多元化，但是传统的香港汇丰依然还是集团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

在收购米特兰银行增加了46 000名员工之后，汇丰全球的员工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99 000名。汇丰分行遍布全球4大洲，可以称得上在国际主要银行中全球多元化经营最为成功的银行。浦伟士挑出了6家全球性银行，它们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汇丰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最厉害的就是花旗银行——他回忆道：“我们之间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两家又是棋逢对手，”接下来则是巴克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渣打银行。1992年，在收购了米特兰银行之后，汇丰银行在与这些银行的竞争中按其资产排序总是位居第三，但是在赢利水平上却力压群雄，资本回报率达到了27%，而这些竞争对手的平均水平只有14%。沈弼和浦伟士竭力追求的三足鼎立战略终于结出丰硕成果：剩下的挑战就是如何管理一个更为庞大和多元化经营的集团企业。




第五章






革故鼎新




到 
 了20世纪80年代，汇丰的伟大时代即将到来，而那时它已经是世界上少数几家在全球各地都留下足迹的银行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数量多，而且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在这个章节中我们将“走马观花”，从汇丰的历程中择取新老精彩片段，展示它们如何交融更替，也将展现在品牌、信息科技和投行业务领域，汇丰是如何历尽磨难，最终成为真正将各元素融为一体的国际化大家庭。


传统核心区域


汇丰银行的历史根基和力量源泉深深地扎根在东南亚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地区正酝酿着时代的变革。1984年9月，迪克·威尔逊在《银行家》杂志上撰文宣称：“在亚洲经济中，疲软无力的政府干预正在改变。”他指出许多国家正在“对国有企业积极开展私有化运动，并且在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中赋予私营经济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虽然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就其整体经济增长而言，东南亚地区还远未达到一个完备自由市场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起伏不定的经济发展，压迫式监管约束和政治动荡都给汇丰的发展制造了许多障碍。但是，《南华早报》却对地区未来的发展前景表示出合乎情理的乐观情绪，1990年，它预测“东盟（ASEAN）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人们越来越期待银行为这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地区注入更多的新鲜血液”。

这个地区的两个经济引擎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传统上，这两个国家一直是汇丰在香港之外最重要的利润中心。在马来西亚，汇丰拥有36家分行，是当地最主要的外资银行；对汇丰而言一个日趋严重的担忧是“马来西亚化”的经济政策。这不仅关系到外国企业雇用哪种当地人的问题，而且也涉及银行在本地注册成立的问题。从1982年起汇丰就开始与马来西亚央行进行商讨，但是到了1984年却突然陷入困境，香港总部高级管理人员在一次每周一上午进行的例行会议上注意到，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对汇丰递交境内注册申请的反应“非常令人失望”。在会上大家推测，“本地银行因为担心汇丰的本地分行会给它们带来更加激烈的竞争，也担心银行特许会剔除许多目前的限制条款，所以反对这项政策”。马来西亚汇丰银行行政总裁戴维·雅克（David Jaques）“获得指令，要求他立刻中止所有本地注册成立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被搁置起来，直到90年代初，相关谈判才重新启动。

马来西亚的情况并非孤例，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着这种情况：要想成为一家成功的外国银行，必须应用各种各样极其高超的商业技巧。因此，80年代在马来西亚实施的巧妙手段，对于在其他国家有过类似经历的汇丰高级管理人员来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1988年，在马来西亚业务发展的战略计划中，就体现了这方面的内容：

在正式章程中，我们的习惯做法是保证“极其干净”，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原则上完全遵守各项规则。对于非正式规则，习惯做法是我们应该被视为采取正确方式做事的人，而不应该被看作是“精明之徒”，即试图绕开规则并得罪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外国银行；尽管银行业务彻底瘫痪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是管理层认为，采取非对抗式的方法是最恰当的应对策略。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战略目标是打造自己的国内银行系统，为此将限制外国银行的发展，以防止外国银行占据整个国内市场，这种想法和做法皆无可厚非。

马来西亚限制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引进专业技术，并且限制它们进入当地市场或扩大在本地的商业活动，因此，外国银行的发展前景堪忧。

这份战略计划同样指出，在对马来西亚6家主要银行进行调查后发现，汇丰银行在效率、礼貌服务、服务的多样性、自动化服务和技术方面赢得了公众最高的评价——这是“值得骄傲的银行形象”。









1984年，沈弼访问马来西亚巴特沃斯分行


汇丰业务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审议批准银行1985~1987年马来西亚战略计划的会议上，银行提出，“计划中强调吸收存款是当务之急，必须采取所有可行的手段来增加存款”。但是，在1987年，当董事会主席浦伟士访问马来西亚时，他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60%的账户占到了存款余额的2%。我们这是自掘坟墓。我们的服务十分周到，理应吸引更多人来开立账户。尽管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允许在小额账户上征收费用，我们不会因此而具有比较优势，因为几乎所有的银行都会征收相同的费用。”1992年1月，（国际部负责这个区域的总经理）唐生（Tony Townsend）在香港对这项政策意义进行了更加全面、细致的说明。他在给已经就任马来西亚汇丰银行行政总裁的艾尔敦（David Eldon）的备忘录中写道：“看起来汇丰永远不可能在零售市场上撼动马来西亚国内银行的地位，从而争取到关键多数群体。现实既已如此，由于员工成本的上升，我们不会不计成本地增加账户数量，除非你能够找到各种可行的方法对账户进行某种过滤操作。因此，在合理的范围内，不管你对此多么怨恨，合乎情理的结论是，你将会以不断扩大的亏损为代价来提供优良的银行服务。”

问题不仅限于马来西亚，1987年，浦伟士注意到在其邻国新加坡也出现了相同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个城市国家一直是汇丰重要的利润中心，但是在过去10年里情况发生了突变。汇丰在新加坡拥有10家分行，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占据着十分有利的地位，可以充分利用李光耀致力于以提高教育程度和高科技为基础的独立国家经济导向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但是政府却继续执行限制外国银行经营范围的政策，阻止它们在国内零售银行市场中进行竞争。10年前，汇丰就已经是最赚钱的外国银行——坐落于哥烈码头的汇丰新大楼在1983年1月正式落成，但是自从1984年下半年起事情就开始变得糟糕起来。写给集团总部的1985年下半年度的报告语调沮丧：“由于经济持续萧条，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毛利率收窄导致营业利润出现大幅度下滑。对于可疑债务大幅度增加了计提拨备，再加上超预期的费用支出，收益进一步下降。”紧接着，更糟糕的是，在那个秋天，更准确地讲是12月初，由于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以至于新加坡股市不得不休市三天。最终，在1985年和1986年银行都出现了亏损的状况——在当地排名中汇丰落后于渣打银行，但是到了1987年汇丰却实现了扭转，实现了历史上最好的营业利润。这个时候银行行政总裁是许利泽（Richard Hale），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银行家。在他的倡议下，银行在1989年启动了“关爱自然”的公关宣传活动，他超越自己身处的时代，在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呼吁加强环境保护。

自东南亚地区再往北，缺乏金融开放的问题同样限制了日本汇丰银行的发展。在过去10年里，在那里的4家分行把经营的重点从零售银行转向企业银行业务。银行在1990年的评估报告中承认：“尽管汇丰在日本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成立之初，尽管汇丰海外银行网络比当地银行（和许多外国银行）的覆盖范围更广，但是由于近年来的不良贷款、高昂的费用支出、较低的生产效率和相对分散的经营战略等问题，银行在日本的经营状况不佳。”1989年年初，集团公关部的贾栋能去东京进行实地调查，在那里他与米特兰日本地区的总监雷·索达进行了一次会谈。贾栋能叙述道：“我请索达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他对汇丰日本银行的看法。他回答说，大家认为汇丰日本银行是一家老古董式的银行，在一个多世纪里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步，经营的对象只是华人和海员。”几乎在同一时期，浦伟士对某一项市场调研活动发表看法，表示从他个人经历的角度来看，“要想在日本有所作为，只有通过在员工中培养永不放弃的奋斗精神和强烈的责任感才能实现。”

并非只因为某些国家对业务增长的限制才使得汇丰在当地的经营遭遇困难。1987年之前，斐济这个岛国经历了一次军事政变，并且随后遭到了国际贸易禁运的制裁，因此，当唐生看到当年斐济的业绩报告时不禁惊呼道：“真是一场灾难！”第二年，银行为了减少亏损，决定把南太平洋地区的分行进行出售。在其他地方，实际与预计的经营业绩对比喜忧参半。泰国的经营状况比较平稳，但是也并非没有出现像1984年某一次星期一晨会上所描述的“噩梦”——在汇丰银行曼谷的旧址上投资兴建的新酒店大楼就成了一场噩梦。在当时实现独立的文莱，在1986年的下半年发生了一桩戏剧性的事件：当时，在政府的要求下，同时在所有外国银行的惊恐中，汇丰从文莱国家银行接管了32 000多个客户账户的贷方余额。为了实行这项紧急操作行动，银行很快从香港派遣了30名左右的员工，包括三名国际行政人员。在靠近总部的澳门地区，银行业的激烈竞争使得汇丰的进展往往显得有些杂乱无章，毛利率十分有限，并且（正如1991年1月在另一次星期一晨会上工作人员所汇报的那样）“三合会的活动影响到了我们自动柜员机的使用”，这对银行业绩提升同样毫无帮助。

在一些国家，对银行经营造成困难和挑战的往往是政治活动，而不是刑事犯罪活动，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尤其明显。1985年年初，由于菲律宾的国内局势日益动荡，不仅在马尼拉的一家分行出现了两起炸弹威胁，而且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当年上半年集团总部的报告充满忧虑的语气：“在这个国家，普遍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继续给我们的运营带来困难。”最终在1986年2月，“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马科斯的统治，到了那一年结束的时候，集团总部可以在报告中记录道：“阿基诺夫人领导的新政府上台之后，出现了相对平稳的政治局面，并且实行了扩张型的经济战略。”在此举的帮助下，银行在菲律宾的经营活动取得了超预期的业绩表现。1989年下半年，几乎同时发生了两起事件：银行将旧系统转换成HUB系统（银行新的计算机系统），以及试图推翻阿基诺总统的军事政变。雅克在集团总部报告中简洁地记录道：“当前者成功的时候，后者却以失败告终。”正如1991年7月一份用于评级的备忘录曾经这样写道：尽管“出现了政治问题和一系列自然灾害”，但是在那里的经营总算还是维持在赢利水平上。

至于斯里兰卡，这个国家被内战撕裂。汇丰在1989年9月的报告中发出警告，“在科隆坡以外，法律和秩序几乎已经崩溃”，结果是，“由于员工无法上班，银行的运营十分有限，作为一家清算银行，根本无法有效运行”。到了1991年12月，即将迎来新年的时候，局势得到了改善。银行国际部（负责中东和印度）的经理戴维·格雷瓜尔（David Gregoire）在报告中宣称：“百年庆典的费用预算已经批准。虽然数额很大，但是我们的集团主席曾经在斯里兰卡工作过，由于他将会出席庆典活动，他们热切希望能够精心安排此项活动，在康提的分行即将开门迎客，而渣打银行也在同时举行其百年庆典活动，因此在那里的人们都憋着一股劲儿，希望做得更好。”

在那个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机遇十分有限，因此只要是对经济增长有所帮助的举措，普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1988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管制，明显展示出着眼未来发展的迹象。它开始允许外国银行在雅加达之外的地区设立分行，因此，在1989年5月，汇丰在泗水（印尼第二大城市）的分行开张营业。到了1991年7月，汇丰大幅度增加资本投资，正如一份董事会文件所称，他们意图打造一个“具有高赢利水平的营运体系”。因此，在万隆、巴淡岛和棉兰开设分行的计划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在同一年，汇丰又进驻另一个国家，这一次是越南。在被这个国家驱离差不多20年之后，汇丰申请在胡志明市（旧称西贡）开设代表处。到了1992年4月，代表处开始运转。仅仅几周之后——在人们期待美国取消对越南贸易禁运的背景下，代表处就升级为分行，而与此同时，汇丰又马上开始申请在河内设立代表处：这又一次印证了时代的变迁。

20世纪80年代，错失亚洲经济奇迹的国家无疑是印度。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还是传统的老字号引领着银行业的发展：英商建利银行大约有55家分行，紧随其后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各有20~25家分行。1984年下半年，汇丰在其印度计划中指出：“由于印度储备银行规定，印度银行的经营重点主要是把资金出借给优先区域（大部分是农村地区），并且致力于把业务扩展至迄今为止还没有银行的地区，因此，印度银行的赢利水平很低。然而，外国银行的战略一直是寻找高质量的放贷机会，再加上高质量的银行服务，以此来获得最高的赢利水平。”计划同时指出，在服务领域的重大优势将很快“由于外国银行增加自动化服务而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当地银行还远没有发展到能够考虑自动化服务的程度，更不用说推出相关服务项目了。虽然如此，在整个80年代，对于外国银行来说，它们在印度的经营远称不上一帆风顺：分行网络的扩张仅仅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公共领域的项目很少由外国银行进行融资；因而这些外国银行都扎堆在空间有限的批发业务领域。

到了80年代末，开始出现预示积极变化将发生的迹象。汇丰制订了新的战略计划，把经营重点调整到为新崛起的城市中产阶层提供“消费银行服务”。显而易见，“只向富裕的个人提供ATM提款卡的经营理念将会被改变。”因此，汇丰在每家分行至少安装了两台ATM机。1990年2月，在考察了印度市场之后，浦伟士在他的报告中总结道：“汇丰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现在已经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会成为一家零售消费者银行。”并且指出，“我们在德里的业务范围必须扩大，因为那里的商业正在蓬勃兴起。”之后第二年，印度在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的领导下，开始全方位地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经济体，其变化包括允许卢比的部分兑换、开放外国投资以及简化进口监管——所有这些表明，一个充满机会的发展前景就在眼前。


中东


在中东，那个年代同样也充满了挑战，汇丰在这个地区的经营活动主要是通过在1959年收购兼并的中东英格兰银行实现的。80年代初期，银行就不得不应对马拉松式的两伊战争；到了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跌，导致政府不得不缩减开支，需要银行融资的公共开发项目也暂停或取消；最后，在萨达姆·侯赛因突然进军科威特一年之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

从80年代初期到中期，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黎巴嫩那样不断遭受苦难的冲击。由于在贝鲁特，敌对冲突频发，至少有两名银行职员死于战火。但是汇丰在亚历克·吉利布兰德（Alec Gillibrand）坚韧的领导下，银行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1982年7月，尽管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贝鲁特，但是汇丰在贝鲁特郊区甚至还开设了一家新的分行。到了90年代初，形势还远未回归正常，在某一次星期一晨会上传来的消息是，“经过了两个月的通信中断之后，总部与贝鲁特分行的电话通信渠道重新恢复。”

自始至终，中东英格兰银行都在它们开展业务的国家里小心稳妥地向前推进，牢牢地控制着成本，为当地存款储户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80年代末，机会终于来临，在1988~1990年的三年时间里，银行开发了种类繁多的零售产品，因此赢得了《中东经济文摘》的褒奖，获得了该文摘授予的海合会国家“最佳零售银行”的称号。

阿曼的例子体现出银行在零售领域的突破性发展。在那里，在1989年的战略计划中已经指出存款额出现了下降，在与当地银行竞争日趋激烈的时期，融资渠道不仅有限而且“在当时不可预测”，以及“作为主要的商业银行，我们的历史作用日渐式微”。该计划建议银行实行一项新的行动，旨在为“中产和中上阶层提供零售银行服务”。在那一年，银行率先推出“茉莉花账户”活动，这是专门为女性客户打造的，不仅会为持卡人提供独具特色的储蓄账户服务，而且持卡人还可以把它当作优惠卡，从而在许多女性商品和服务上享受特别的折扣和优惠。









1990年3月在阿联酋开展茉莉花账户活动时的市场宣传资料


在中东其他地方，随着贝鲁特已经名存实亡，另外两个国家在建立地区金融中心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巴林，它很早就开始充分利用其先发优势。那里，中东英格兰银行从1983年起就开始寻找渠道，希望把业务扩展到更广的公众群体中，包括使用电视广告等手段，以及在1984年9月通过技术进步的方法。《银行家》杂志很快就撰文指出，“在紧挨着巴布阿巴荷巴林（通往当地集市‘苏克’的入口处）的地方，中东英格兰银行的职员们正在向满脸惊奇、兴冲冲围观的人们展示如何操作自动柜员机。”正是通过类似这样的市场活动，银行成功地将自身在这个岛国的商业银行排名中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另一个新兴的地区金融中心就是阿联酋。在那里，银行在1982年的战略中指出，银行与执政家族保持着牢固的关系，“这在所有外国银行中是十分独特的”。在同一份战略文件中还有，“与竞争对手相比，中东英格兰银行的优势在于其运营的效率，以及稳健、可靠的良好声誉”。而它的两个主要弱点是市场营销能力较薄弱和缺乏现金管理产品。到了80年代末，迪拜正在逐步取代阿布达比，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金融中心；1987年，当中东英格兰银行把新的地区司库管理中心落户在迪拜的时候，这似乎是一种瓜熟蒂落的自然选择。

在沙特阿拉伯，外国银行的持续“沙特化”进程最终在1978年导向了沙特英国银行的成立——中东英格兰银行拥有40%的股份，而其他60%的股份则由沙特人持有。这种变化预示了一种新的、更为激进的方法：在随后4年里分行数量从原先的2家增至21家，而到了1982年年初，银行已经占到全部储蓄市场的80%以上，比另一家沙特主要国内银行沙特国家商业银行的存款额高出一倍以上。但是，对于在当地工作的员工来讲，这并不意味着一段欢乐时光：1982年5月，集团总部的员工事务总管鲍勃·法雷尔（Bob Farrell）考察了当地情况，逐条记述了绝大多数外派员工所面临的困惑，其中包括“禁酒令引发的焦虑”，“缺乏各种娱乐设施”，以及“特别漫长的工作日的感觉”。即便如此，法雷尔最终还是乐观评论了总体的形势：“沙特英国银行还是一家非常受人尊敬的银行，发展的前景非常光明。由于政府不再发放新的银行特许执照，前途一片灿烂。”

的确如此，但是从短期来看，法雷尔估计石油价格的暴跌不会对银行业绩产生严重的下滑压力。1986年2月，唐生在参加了董事会会议之后表示，“正如其他银行一样，沙特英国银行也遇到了缺乏放贷机会的情况。”他补充道，“在沙特当地，投资环境普遍比较沉闷和绝望。”但是，到了80年代末，形势有了转机。不仅石油价格开始上涨，并由此产生许多新的经济活动，而且银行迎来了新的董事总经理，这就是麦雅文（Aman Mehta），他是汇丰银行内没有传统英国背景的最早一批国际行政人员之一。1988年2月，在抵达利雅得仅仅几周之后，他就向浦伟士递交了一份对沙特英国银行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详细和敏锐评估的报告。

麦雅文指出，在企业银行业务方面，目前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信用额度和拆借市场上，而“我们还没有开始区分、发现和进入的领域是企业存款市场，尽管事实清楚地表明存款浮动才是影响这块业务赢利的主要因素”。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他承认，“我们正在提供一系列相当有效的零售产品，或许比我们的一般竞争对手做得更好”，但是，他也坚称，“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对零售业务进行很好的管理”，“在产品的正式定位、产品的包装或者对产品卖点的有效宣传方面，都没有做出积极努力”。因而他希望从事零售业务的员工们为了一个目标去努力：“所有的行动都要围绕着吸收更多便宜存款的单一目标”。针对长期存在的员工士气低落的问题，他提出了各种具体的建议。尽管如此，他仍提出，“人员减少的趋势似乎已经稳定了下来，并且正在缓慢上升，”而“员工短缺问题的压力主要来自柜台服务方面”。当看到这些内容时，浦伟士在上面潦草地回复道：“当心！”最终，沙特英国银行在1989年实现了创纪录的赢利水平。在那一年晚些时候的某次星期一晨会上，与会者指出，“以一个组织的标准来看，沙特英国银行现在已经比中东英格兰银行更为庞大。”

1990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发动入侵科威特的战争，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战争不可避免地对不幸处在前线的沙特造成困扰和不确定的局势。温迪·狄克逊是一位国际行政人员的妻子，她回忆道，这是“一段令人担惊受怕的时期”。贺敬诚在利雅得上班，是负责沙特中部省份的区域经理，他记得大家都非常害怕化学武器的袭击，但是同时也对银行业务觉得十分满意，因为他们能够为英国军队在抵达当地之后提供薪资管理服务，并且除了2%的人之外，剩下的所有员工都顽强地坚持了下来。一旦战争结束，市场信心很快就会恢复，沙特英国银行在1992年第一季度取得了十分好的业绩，获取净利润1.2亿港元。


新的冒险：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除了在自己更熟悉的地方大展身手之外，汇丰银行并不害怕去一个陌生的市场试水。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都为汇丰提供了冒险的机会。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国家有许多共通之处——当时都对外国银行实行了开放政策，但是从汇丰自身的角度来看，尝试的结果证明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不同。

汇丰在加拿大的真正起步应该从1981年7月开始，当时加拿大汇丰银行正式开张营业。它的总部在温哥华，在各地设立了6家分行，其当家人是从蒙特利尔银行挖过来的尤金·内史密斯（Eugene Nesmith）。据说沈弼给他的指令是：“尤金，一定要超过现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规模。”银行在初期的发展十分缓慢：到了1985年，汇丰的网络中只有区区12家分行，其中有两家开设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唐人街区。但是，在那一年，一向稳健的加拿大国内银行系统在负面经济环境的背景下出现了混乱，许多银行因此陷入困境。到了1986年年初，加拿大政府担心不列颠哥伦比亚银行的状况，（负责战略规划的）颜卓贤告诉浦伟士，他们正在为这家银行“寻找新东家”。

一开始汇丰对此并没有什么兴趣。颜卓贤自己的看法是这只具有“有限的战略价值”，而加拿大汇丰银行的主席安格斯·皮特里（Angus Petrie）更是“强烈反对采取收购行动”。即使在1986年10月已经在进行正式谈判的时候，浦伟士直截了当地告诉皮特里，“我们对这家银行比不上对你更有兴趣，”尽管浦伟士的确表示过，“积极的方面是它拥有一定规模的核心存款基础和强劲的零售银行业务。”一份完备的调查显示，不可接受的风险贷款比预期的还要高出许多，但是作为补偿，加拿大政府实际上提供了最低2亿加币的贷款损失保证金。汇丰董事会最终同意并且宣布，一旦授权立法获得通过，加拿大汇丰银行将会收购不列颠哥伦比亚银行。浦伟士在香港也没有高枕无忧。在董事会会议后的第四天，他质问国际部的总经理罗宾·坎贝尔（Robin Campbell）：“到底是内史密斯在自行其是，还是你和皮特里在指导他开展工作？”他补充说道：“请务必掌控事情的进展，如果它失控的话，我们将会有大麻烦，我可不想从香港或纽约往那里大量注资。”









1985年加拿大汇丰银行的员工


尽管浦伟士忧虑重重，但是事情倒进展得十分顺利。祈里富（Jim Cleave）在1987年7月接替内史密斯成为加拿大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他后来表示：“在收购之前，我们一直躲在偏僻街区的小银行里。”

在我们收购后，特别是亚洲社区的公众立刻注意到，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不列颠哥伦比亚银行，可以提供有完整服务的零售交付系统。正是这个单一因素，才使得我们成功地推进自己的亚洲市场战略……时机也恰到好处，正是在那个时候有相当数量的亚洲人（包括许多来自香港的华人）带着财富来到了加拿大。我们就在那里等着为他们提供帮助。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现在，加拿大汇丰银行已经建立起拥有35家分行的网络，成为加拿大第三大外国银行。其利润大幅度增长，从1986年的100万加币到1989年增长的3 500万加币。随后汇丰又成功实施了一系列收购行动，包括在1988年5月收购了加拿大米特兰银行的8家分行，在1990年又全面接管了加拿大劳埃德银行的业务。庞约翰是汇丰银行在美洲地区的董事，他从战略上总结了汇丰抓住这次机会、收购劳埃德银行的原因：

（1）亚洲对加拿大经济的影响将会增强，因此在加拿大建立一个有规模的业务基础将帮助集团紧随客户的足迹；

（2）加拿大的业务将会产生稳定的收益，从而弥补传统业务区域内更高、也可能会更加剧烈波动的收益；

（3）可以把经营风险更均衡地分散在加拿大东部和西部地区；

（4）这是以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扩张的机会……

现在，加拿大汇丰银行是加拿大最大的外国银行——规模比紧随其后的加拿大花旗银行大一倍，而且在全国整体银行排名中位居第七。正如庞约翰所预测的那样，华人因素在推动银行业务增长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90年下半年，银行的运营总监戴尔敦（William Dalton）曾经估计，加拿大汇丰银行的业务中大约有1/4来自亚洲客户，虽然在这个有吸引力的市场中来自其他方面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到了1991年年初，加拿大汇丰银行在温哥华唐人街的分行，每天新开的户头数差不多有20个，而90年代初，银行利润屡创新高，1990年的利润为4 800万加币，而到了1992年攀升至5 500万加币。

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功案例，因为10年前刚起步的时候，加拿大汇丰银行还非常弱小。自1992年4月起担任行政总裁的戴尔敦，在回忆起那段时期的发展时指出，“银行是由了解这个市场的加拿大人来管理。而在其他外国银行，管理者都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往往远离故土很难全心全意。而在汇丰则没有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的银行，是我们一手开创的，由我们来管理。集团也放手让我们来管理”。这是汇丰银行内的一个成功故事的开端，常常被人遗忘。

在澳大利亚，从整体经营而言，汇丰就没有多少可以为人称道的理由了。从80年代起那里就是某位观察者所称的“世界上管制最为严苛的银行系统”。尽管如此，获多利澳大利亚公司（创立于1979年）却被允许大规模开展商人银行业务。结果十分理想，阿兰·邦德为澳大利亚越来越显赫的企业家之一，从他所领导的公司为代表展开的公司金融活动对此贡献很大。1981年，《经济学人》杂志认定“激进”的获多利公司是为邦德公司收购天鹅啤酒厂这项“交易提供融资”的幕后推手，而5年后这家杂志声称，获多利公司是帮助狡猾多变的邦德可以到处招摇撞骗的主要机构之一，以至于他屡屡夸下海口称，为他的发展计划进行融资真是小菜一碟，“只要到我们相交甚好的银行走一圈，告诉他们可以在邦德公司的长期发展中分得一杯羹就行了。”

与此同时，从1985年起，澳大利亚对外国商业银行敞开了大门。1986年2月，澳大利亚汇丰银行（起初维多利亚经济发展公司拥有20%的股份）开门营业，在其营业执照申请中曾雄心勃勃地承诺，将会“为中小企业、国际贸易提供融资服务”，并且“在汇丰银行十分熟悉的某些澳大利亚特别社区中建立分行网络，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零售银行服务”。澳大利亚国民西敏寺银行恰巧也在同一天开张，这家英国老牌银行的子公司为此“大张旗鼓”。根据本地媒体的报道，其中包括“在悉尼歌剧院举办了盛大的庆典活动”。相较之下，澳大利亚汇丰银行的开张就“显得十分寒酸——事实上没有任何仪式”。汇丰的总部设在墨尔本，而很快就拥有了6家分行：在墨尔本和悉尼各有两家，在珀斯和布里斯班各有一家。

一般而言，外国银行的经营不会一帆风顺，汇丰也不例外。1987年8月，《悉尼先驱晨报》刊登了一篇对汇丰的进展和前景表现出极度悲观情绪的报道，标题为“新银行在澳新地区的蜜月期结束，最后时刻已到”。这些新设立的银行对于其在赢利和市场份额上的无所作为总结出了5大主要原因：政府颁发的银行执照数量远超预期；澳大利亚的现有银行对此进行了猛烈反击；商人银行的快速增长；经济出人意料地出现低迷；政府拒绝降低法定银行准备金的要求，这使得银行在高利率的情况下损失惨重。澳大利亚汇丰银行的董事总经理蓝坚（Connal Rankin）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匆忙杀入这个市场之前就应该做的工作，我们还在寻找市场定位。”

在1987年的下半年，银行做出了战略抉择，决定“收缩银行服务，除了那些亚洲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和（或）高净值个人客户之外，减少非企业客户的业务”，与此对应，加强某些银行间市场的工作，包括寻找“满足澳大利亚企业向亚洲扩张需求的机会”。尽管如此，在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汇丰银行（自1989年4月起已经与澳大利亚获多利公司全部合并）在获取利润方面依然糟糕。同时，在这些年里麻烦不断的阿兰·邦德传奇难以起死回生。到了1989年12月，《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称他“濒临失败”，两年之后，邦德公司破产——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企业破产案例。早在1987年，在香港总部的高级管理层就已经下令对出借给邦德公司的贷款进行审查和监控。浦伟士后来庆幸地说：“汇丰银行拿回了大部分的贷款。”尽管如此，澳大利亚汇丰银行在1990年记录中的亏损额达到令人震惊的2.73亿澳元。汇丰总部不得不采取行动：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澳大利亚汇丰银行以次级贷款的方式进行注资。此后不久，浦伟士告诉《银行家》杂志，“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重要市场。我们想以此保证来安抚我们的员工和客户。”同时，总部还对其采取了更换高级管理层和削减人员的措施，到了1992年，澳大利亚汇丰银行终于扭亏为盈。


整合？


在全球各地的经营中，汇丰总是以不同的面貌示人，甚至在银行名称和图标上都是五花八门。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1983年2月，沈弼向员工们宣布：“我们已经完成企业形象整合项目，确立了汇丰银行和汇丰集团在各种不同场合的缩写名称。”银行英文名称的缩写为HongkongBank（在HSBS被明确废除之后）；视觉符号是一个六边形，是从银行传统的公司旗变形而来，将一个白色矩形沿着对角线进行分割，产生了一个红色“沙漏”的形状。沈弼指出：“我们相信，新的银行形象将强化公众对集团‘家族’形象的认知。”

在接下来的10年里，汇丰在“集团”整体发展上肯定形成了普遍一致的方向。1985年，在一次涉及欧洲和美洲业务的星期一晨会上有人指出：“已经向所有分行和分支机构发出内部文件，强调在所有商业小组中使用统一形象的重要性。”而两年之后，《经济学人》在一篇详尽的评估报告中指出，随着“汇丰银行（人们依然还在用The Hongkong Bank来指称汇丰）变得越来越不像传统的金融企业联盟，而越来越成为一个高度整合的集团企业，因此在未来汇丰将不可避免地还会把集团不同的形象标识进行进一步简化。”









1983年被引入的汇丰银行六边形图案和新的企业形象标识


那么浦伟士又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呢？1986年，在接替沈弼担任主席后不久，他告诉《经济学人》杂志，关于区域和产品之间的争论，银行“还没有完全确信应该走产品的道路，尽管我的一些同事觉得这一刻马上就要到来”。5年之后，当他已经把集团牢牢地控制在手中的时候，《集团新闻》发问，“在对区域管理和职能管理的争论中谁是赢家？”他的回答是：

我不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竞争，我肯定不希望看到这成为一个非输即赢的博弈情形。这些年随着集团的发展，我们试图改善交叉销售、沟通和效率等问题，在管理上汇丰已经变得更加职能化。只要我还是集团的主席，我一定希望看到某一个国家的高级管理人员就是负责这个国家业务的区域经理。我想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从这两种体系中去粗取精。我发现在一个完全职能型的矩阵体系中所存在的弱点，我想其他使用这种体系的银行也会发现这种弱点。许多银行已经回到重新任命国家区域经理的老路上去了。

他总结道，“其中的奥秘就是合作——而不是争权夺利。”

在所有支持职能型管理方法的理由中有一点十分重要。1988年4月，浦伟士告诉《亚洲金融》杂志：“多年来在银行的技术发展领域，我们一直处在发展的前沿。我认为，我们比大多数银行都更懂得如何进行更好的投资。”大约6个月之后，米特兰银行的托尼·查莫斯来香港总部，考察银行在信息科技方面的优势和劣势：

管理层强调，必须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来打造系统，在任何可行的地方，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架构和统一的应用系统。他们在系统开发活动中并没有一个用成本效益来衡量的方法，也没有任何充满繁文缛节的官僚体制。他们的管理风格既不是委员会制，也不会“死扣文件规定”。他们快速响应业务需求，并且及时做出决策。

正如查莫斯所观察到的那样，毋庸置疑，人人都清楚地知道在银行里谁是被信任的人。1992年6月，当施德论访问伦敦的时候，他实际掌管银行IT部门差不多已经有20年了。此次访问就是在汇丰准备竞价收购米特兰银行的背景下，他将向分析师、媒体和各机构进行展示汇报。他首先解释了技术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核心银行系统，包括如何覆盖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之后他继续介绍银行自己定制、自主研发的三种IT系统。TREATS系统：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触屏操作系统，已经在银行的15个交易室中安装使用，“从而推行了一种统一的交易方法以及如何衡量风险和赢利的标准手段”；Hexagon系统：这是在1986年推出的、为商业客户提供服务的电子银行系统；GIMIS系统（集团整合管理信息系统），这已经在集团内使用了十多年，“能够管中窥豹地集中观察到银行在资产、债务、收入、支出和统计方面的预测和实际数据，并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一致的观察——成本中心的表现、产品赢利水平和客户赢利水平。”

TREATS是突破性的IT系统产品，在处理日益重要的银行业务方面有助于推行一个具有更广阔全球化视野的方法。早在1983年，郭怀道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指出，尽管银行“在外汇交易市场上具有很强的天然优势”，但是，由于“在交易室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等原因，银行目前还是“像有些银行一样在外汇业务上存在着与收益一样高的失败风险”。至于解决方案，郭怀道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企业司库部门，这个部门可以与负责交易室的分行经理共担责任，并且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协调他们之间的行动，以及监控相关风险”。他的大部分建议都得到了采纳——尽管花费了许多时间来说服那些故步自封的国家区域负责人去执行这项计划，并且最终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和纽约等地建立了起企业司库的区域中心。

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葛霖（Stephen Green）。1981年，当他还在麦肯锡工作的时候，就在《欧洲货币》上作为联合作者之一发表了一篇文章，其核心内容就是关于企业司库在跨国公司中的作用正在改变，而现在他在银行的任务就是要去建立一个跨集团的企业司库部门，这可能超越了他的极限。1991年，在亲历了几年司库部门的上佳表现之后，他在《集团新闻》上撰文强调，企业司库的区域中心（现在已经包括迪拜，并且在悉尼和东京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运营机构”）如何变得“更加复杂精妙，以至于不仅可以提供所有主要产品，而且可以为那个地区更小规模的司库运作提供定价和技术支持”。针对风险，“集团司库部门可以定期监测交易室的活动和赢利表现，并且与世界各地交易室的人员保持经常性的联系。”

其他三个潜在的全球业务领域的进展或许比较缓慢。1989年，米特兰银行的斯蒂夫·博顿利在针对由戴维·雅克在70年代末创立的国际企业账户业务部门工作发表自己的看法时指出，“这类业务是得到跨国企业授权后而向市场推出的。”因此，他继续解释道，“集团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本身无法维持‘实际’管理控制而变得力不从心。在获得企业授权之后，客户主管必须劝说相应业务部门（无论是否在他自己的国家）来开展业务。”简而言之，银行固有的限制意味着我们“还远远称不上是真正国际化的银行”。其次，在1988年12月，浦伟士和米特兰银行主席基特·麦克马洪就两家银行可能开展合作的领域展开了讨论。后来麦克马洪回忆道，“在全球证券投资保管业务方面，他们现在终于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他说，我们能够经营全球证券投资保管业务是多么好的事情；并且提议，我们是否可以派遣员工去汇丰短期工作，帮助他们开展这项业务。”在米特兰银行的帮助下，集团证券服务部门在1991年3月成立，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汇丰在亚太地区建立了10个证券投资保管中心。

第三个领域就是私人银行业务。从1983年4月起，在香港汇丰的一个定制化服务部门开始为“高净值个人客户”提供服务。两年之后，在香港的希尔顿酒店第一次召开了为期三天的私人银行业务研讨会，来自世界9个地区的汇丰私人银行业务部门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然而，到了1991年6月，浦伟士却有点恼怒地告诉《集团新闻》，“我们真的不想在私人银行业务方面帮人家做一件更漂亮的嫁衣。”在集团内部，汇丰和获多利的私人银行业务部门（在王以智的领导下）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完全只是提供汇丰集团的产品，而后者是起到了客户私人财务顾问的作用。看到集团内部壁垒森严，员工们无法把各个部门的全球业务整合在一起，浦伟士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为此感到恼怒。没有什么比打造一个国际化投行这件事能够更明显地反映出企业文化的冲突、甚至对抗的问题。

这个故事源于1972年，那时候成立了获多利公司，作为集团的商人银行部门——在对那时已经破裂的香港房地产泡沫判断失误并深陷其中之后，这是一个已经吸取深刻经验教训的业务部门。1984年9月，在一次战略会议上集团决定，获多利公司应该设定在资本收益上至少取得20%利润的赢利目标，并且，关键的一点是，控制资产增长要在5%以内。领导这个新成立的、应该更为谨慎、更少高速运转部门的正是庞约翰。在1986年2月，他向浦伟士递交了一份工作进展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不幸的是，商人银行部门的表现依然受到1978~1982年的亏损所带来的影响，”他继续补充道，尽管实现了还算不错的营业利润，但是“仍无法从一些过去的交易中走出困境”。尽管如此，庞约翰还是相信那时在获多利的管理团队已经得到了加强，并且请求：“尽管获多利真诚地希望恢复友好的部门合作关系，但是，我们依然遭受着来自汇丰各个层级人员的冷嘲热讽。我希望这种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庞约翰的请求起到了作用，两个月之后在一次星期一晨会上与会者决定，对获多利公司进行重新定位：由于拥有一支“全身心投入”的管理团队，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应该可以接受获多利公司作为“集团的商人银行”来发挥“重要作用”。

在随后几年里，在庞约翰和他的接任者颜卓贤的领导下，获多利的运营十分成功，在1989年创纪录地实现了5.21亿港元的利润水平。1990年1月，来自米特兰银行的布莱恩·古尔德索普来到了位于和记大厦的获多利总部，拜访了颜卓贤。他回忆起这次会谈时指出，“毫无疑问，按照商人银行的标准来看，所有的办公区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这种组织的纪律性似乎已经传递到每一个业务部门，每个人都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获多利的主要利润中心还是香港和新加坡，1990年下半年，获多利的企业金融部门赢得了香港政府的授权委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关键意义的香港新机场项目上承担起政府财务顾问的角色。总之，1992年5月，摩根士丹利的银行业务分析师认为，获多利公司“有能力在未来几年里以每年15%的速度保持增长”。









1980年6月，汇丰员工杂志宣布收购安东尼吉布斯银行


20世纪80年代，在集团投行业务上还有另外两方面的准备，尽管实际上第一个备选方案遗憾地被证明十分脆弱和无力。安东尼吉布斯银行成立于1808年，是伦敦城中历史最悠久的商人银行，但是，到了1973年，这家银行却陷入到了危险境地，因此愿意向汇丰银行出售20%的股份，并同意在随后一年再出售20%的股份。但是，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项令人满意的投资。1977年12月，汇丰伦敦办公室的主管彼得·赫特森（Peter Hutson）在给沈弼的备忘录中称：“据我看，我们的组织存在一些问题，但不是全部有问题。”1979年夏天，英格兰银行的行长戈登·理查森请求沈弼收购吉布斯银行100%的股份，对此，沈弼勉强同意了，这样做显然是考虑到这可能为他和银行在外界赢得一些好印象。但是，吉布斯银行继续在困境中挣扎。到了1983年年底，银行宣布吉布斯将并入到现在所称的获多利伦敦公司——事实上对于一家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商人银行来说，也就将自此平淡了，尽管它的名字还作为一家相当成功的养老金和保险咨询公司，继续存留在集团名录中。

作为集团的第二手准备，另一家英国公司相对更有实力。1986年6月，沈弼向汇丰的“御史”景复朗解释道：“我们要么在‘金融大改革’前去收购一家证券经纪公司，要么像劳埃德银行那样守株待兔，等有人撑不住开始掉队了，然后我们再去买个便宜货。为此我备受煎熬，然后决定，如果我们总是要去买的话，那我们必须把风头最劲的给拿下来，我们果然做到了，买下了詹金宝公司。”詹金宝的确是非常受人尊重的股票经纪公司，尤其在公司研究方面具有强劲实力，而它在国际市场上的覆盖范围（除伦敦之外，还在香港地区、日本和澳大利亚开展业务）特别吸引汇丰银行，或许也正如其另一个吸引汇丰的地方，它是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创立于1775年）。1984年7月30日，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谈判之后，詹金宝正式知会汇丰，它愿意接受汇丰提出的8 500万英镑全部收购的方案。在同一天，庞约翰似乎有先见之明，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他提到，詹金宝将如何在“人员和结构”上融入集团的运营中，并且问道：“如果我们用8 500万英镑买其他东西，还能买什么呢？”

9月初汇丰对外宣布了这项交易——最开始收购29.9%的股份，这是证券交易规则所允许的临时最高收购比例。詹金宝最显赫的人物彼得·奎南很快就对外强调，公司已获得承诺，将享有高度自治权——“这项交易吸引我们的地方是他们允许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金融时报》的Lex专栏则热情洋溢地表示，对于汇丰来说，“这项交易肯定是一个意外惊喜”，并且指出在皇家苏格兰银行的收购行动不幸夭折的三年之后，“它重新来到伦敦金融界的舞台中央，想必让快乐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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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觉得有了可以暗自高兴一番的理由”。

但是，这股高兴的劲头很快就烟消云散了。1986年7月，在完成收购詹金宝100%的股份后不久，集团决定立刻成立詹金宝控股有限公司。在奎南的领导下，把集团股票经纪和商人银行职能全部整合到伦敦。在此背景下，两家兄弟公司展开了内斗，最终两败俱伤，对此浦伟士毫不留情地称，这是“在伦敦继续忸怩作态和制造混乱的戏码”。之后他更为动怒地说道：

有些人可能觉得，如果我们保留商业银行职能并且把其他部分留给别人，这或许更好。自我们初入投行领域，在把亏损考虑进去的情况下，固定资本回报比我们把资金存入到竞争对手的账户中所获得的收益要少得多！我也猜想，商誉的损失或许会更少。现在，高级管理层在安抚自尊心和回应个人狭隘观点上所花费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承受不起的地步。

浦伟士带着些绝望看着这个8 000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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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的事件。正如1987年5月他直白地告诉奎南的一位同事一样，“在过去12个月里，在集团整个投行和资本市场领域，我看到了太多的势力争斗，太多的冷枪暗箭，太多的人为了迎合我的喜好而暗自记下双方的输赢得失。”

在浦伟士和那个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但是，直到詹金宝公司的利润随着1987年10月股市暴跌而出现大幅度下降之后，浦伟士才有可能展现其实际的影响力：1990年3月，在经历了两年亏损之后，奎南被迫离开詹金宝。虽然在明显十分棘手的市场环境下公司业绩没有出现即刻好转，但是在1991年的上半年，颜卓贤出任詹金宝和获多利两家公司的主席。通过成本下降和对自营交易风险进行严格控制，詹金宝终于扭亏为盈。尽管如此，在4月的几天里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损益表上的数字变得毫无意义。1992年4月10日星期五晚上，爱尔兰共和军策划的毁灭性炸弹爆炸是英国本土自“二战”以来所遭遇的最大袭击。波罗的海航交所、航运和商业协会大楼的大部分都遭到了破坏，但是詹金宝所在的比维斯·马克思大楼与爆炸冲击波差了几英寸，从而幸免于难。在整个周末大家昼夜不停歇地开展抢救工作，到了13日星期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詹金宝照常开门营业。

早在1986年，在给浦伟士的备忘录中，庞约翰就曾提议，在收购詹金宝公司之后，集团应该制订一项战略计划，把汇丰所有的投行业务全部整合在一起。他相信，这项计划将在资金管理、跨境兼并和合并、资本市场和项目融资等4个主要领域推进“职能化管理的进步，而不是区域组织架构上的变化”。1990年左右，类似庞约翰所预测的组织形式已经开始在内部实行。然而到了1992年，离最终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至少在人员方面毫无进展。现在，颜卓贤已经承担起把那些挑剔苛求的人融合在一起的职责。在5月的一次星期一晨会上他坦言，最近获多利和詹金宝之间的整合“进展甚微”，并称“个人将予以高度重视”。但是情况依然如故，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企业文化相距甚远。这个故事的结局依然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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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父母：此处指英格兰银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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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第六章






海丰银行起死回生




从 
 1980年起，在汇丰投资的帮助下，海丰银行的总裁约翰·佩蒂很快就筹谋出一项宏大的战略计划，他把它称为“新海丰计划”。《纽约时报》的一篇人物专访曾经这样描述他，称他“温文尔雅，知识渊博，并且具有国际化视野，在他的世界里充满了茶色玻璃的摩天大楼，外国分行，外汇交易和大财团贷款”。现在，在佩蒂和他的同事眼前浮现出不可抗拒的美好前景，他们将要把一家纽约上州的零售和商业银行转变成能够跻身于纽约市货币中心，心怀国内和国际远大梦想的银行。

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这增加了人们的期待，觉得在里根“亲市场”的执政政策下美国银行业将会加快放松监管的进程。佩蒂认为跨州银行业务的长期禁令将会被取消，这将是个独一无二的良机。在1980年新年前夜，他给汇丰高层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其发送对象都是他几周后即将在两家银行第一次高峰会议上见面的高级管理人员：

在美国，即将影响银行业的最重要变化将会是银行控股公司在其他州的银行控股公司中拥有的股份不能超过5%的立法规定。由于政府希望促进在相邻州的投资活动，新的立法将很有可能在1985年之前开始生效。这是我们战略计划的前提推测，为我们银行的主要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在东北部地区打造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银行网络，作为我们在90年代发展成为一家全国性银行的铺垫。









1980年海丰银行总裁约翰·佩蒂


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佩蒂建议采取人们后来所熟知的分步骤、“无风险”的投资方法。一般而言，这种方法是首先收购一家外州银行或控股公司4.9%的股份——这是立法规定的上限，同时再获得保证权，允许海丰银行在预期中的监管放松最终到来时可以收购更多的股份。一位海丰银行的高层表示：“区域性的约定不是终极目标，因为每一个区域总是与另一个区域相邻，因此区域的范围将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人们预计少数股份的投资将会为银行提供机会，从而与其他机构建立发展“多元化关系”。

沈弼也同样相信跨州经营银行业务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他曾经从货币监理署办公室的高级官员那里听到过这个消息，因此他支持建立一个广泛的“多元化关系”的投资网络。1981年1月，在两家银行的峰会上，沈弼向海丰保证将提供财务上的支持。在了解到佩蒂准备花费2 500万美元，建立一个由5家银行组成的“多元化关系”网络时，他称这项建议“不够雄心勃勃”。佩蒂对此回应，这“仅仅是开始”。之后，沈弼提到他可以为“多元化关系”网络提供3亿美元的支持，但是后来，汇丰的董事会在审议这项计划时，只愿意承诺为此投入5 000万美元。尽管如此，在随后几年里沈弼继续支持这项战略计划，到1985年的时候，海丰银行已经建立起一个由6家银行组成的“多元化关系”网络。这些银行分属费城、俄亥俄州、密歇根州、新泽西州和华盛顿特区。

在寻找并串联起合适的“多元化关系”伙伴的同时，佩蒂还孜孜不倦地推动跨州银行业务的立法进程，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去游说人们支持立法改革，或者鼓动别人加入他的队伍。1982年6月，《欧洲货币》在介绍海丰银行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时指出：“在美国，在所有游说推动放松银行监管立法的机构中，海丰银行无疑是最卖力的。”但是，这方面事务的实际进展十分缓慢，挫折不断，其中部分的原因是有几千家小型银行都对全面改革持反对立场。对于海丰银行来说，不幸的是，任何放松监管的举动，都会使得那些秉承克制原则经营的小银行和证券机构在没有对等放松的情况下，侵占他们的传统区域，从而使海丰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1984年6月，美国第七大银行大陆伊利诺斯银行遭遇了存款挤兑风潮，迫使美国政府开展救助。海丰银行的法律顾问告诉佩蒂，国会正在“以普遍敌视的眼光来看待银行放松监管的问题”，因此，银行业的全面改革暂时已经被排除在政治议程之外。海丰银行积极运作，希望成为一家东北部地区超级区域银行的梦想破灭了。

佩蒂的另一个想法是，在一个日趋庞大的银行规模基础上，提供一种不依赖分行网络的跨州金融服务。这类服务主要以4种形式出现：信用卡（到了80年代中期，海丰银行已经成为银行间货币市场的主要提供者），住宅抵押贷款，学生贷款和汽车融资。对海丰来说，最后一项汽车融资尤为重要。用海丰自己的话来说，它不仅已经成为“主要非美国汽车制造企业的代理商特别青睐的财务公司”，包括捷豹、马自达和保时捷，而且通过自己的汽车贷款业务，在会聚证券化革新力量方面也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优势：1985年2月，它向所罗门兄弟公司出售了包含4 000个汽车贷款的投资组合，总价值2 300万美元，然后所罗门公司进行重新打包，向机构投资者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汽车应收款项凭证”。

与此同时，汇丰在百老汇大街140号的总部大楼里主要经营国际和资本市场的业务，银行的6个执行委员会中至少有4个在此地办公。与其他主要的纽约市货币中心银行一样，在80年代初，海丰银行向欠发达国家的借贷人发放了大量贷款。在这些贷款中，有一些是由海丰银行的海外网络发放的——这个海外网络由6家分行、15家代表处、1家在伦敦的商人银行、1个在加拿大运作的网络以及在4个国家的持有股份的金融机构组成。1983年12月，海丰收购了麦肯蒂与麦金西公司，这是海丰拓展资本市场业务的“重要举措”。这家公司是承销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5家初级市场交易商之一，同时也经营金融期货和期权。它在美国各地拥有10个办事处，其服务对象包括500家企业客户和5 000家机构客户。而且，在随后一年里，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市政债务承销业务的需求，海丰又收购了一家总部在费城的公共财务管理公司，从而进入为市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领域。









1980年海丰银行在纽约的总部大楼


“新海丰”的扩张运动——使得银行的资产从1980年的170亿美元增长到1986年的250亿美元，同样也包括收购兼并。在1986年，银行收购了在储蓄和贷款业务上运作得风生水起的韦斯切斯特金融服务公司。这家公司主攻的是商业和零售银行业务市场——尽管在其他领域也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但是商业和零售业务依然是海丰银行不可或缺的现金牛（意为巨大财源）。事实上，海丰拥有320家左右的分行，已经是纽约州的第二大分行网络。它为银行创造了大量利润（从1980年的5 800万美元到1986年的1.45亿美元），实现了银行内最高的股本回报率，并且为银行提供了大量存款基础。这家高效率地区银行的中枢神经就坐落在布法罗市的最高建筑海丰银行中心内。但是，当80年代的美好时光还未展现出来的时候，那里的气氛变得越发沉闷。1983年，浦伟士去那里考察之后指出，目前纽约总部所扮演的“统治”角色正在布法罗办公室内制造对立怨恨的情绪和普遍低落的士气，而以纽约为总部的佩蒂在一次报纸采访中把布法罗总部称为“放置计算机的地方”。在理论上，“双总部”的主体（1981年起海丰银行的人就开始这么称呼）应该具有相同的地位。然而，当单调乏味的布法罗总部正忙着赚钱的时候，在纽约市的总部却在发号施令，其明显例证就是它的大楼照片经常出现在公司年报的封面上。不出所料，1985年《布法罗新闻》的报道称，近年来在“海丰的员工中”弥漫着一种感觉，银行一直在推行“去布法罗化”。


汇丰和海丰


在80年代，汇丰的“联盟”架构依然被银行的管理层称赞为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汇丰与海丰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没有打破这种传统，正如海丰银行内负责与汇丰保持联系的主管亚瑟·齐格勒所言，“这是一种不冷不热、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关系。”而无论如何，在双方寻求一种更加实际的方法时，总是存在着明显的障碍。1980年的投资协议约定汇丰在1985年10月之前不能继续收购海丰的股份，并且对于美国银行监管者来说，他们认为作为一家主要区域银行，海丰将会被视作一家美国银行并且由美国人进行管理。对于汇丰来说，也存在着实际困难：他们的国际行政人员资源几乎枯竭，并且也缺乏美国市场的实操经验。事实上，汇丰不得不安于现状，把海丰作为一种组合投资，而不是作为一种管理投资。

汇丰与海丰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一年两次的峰会来进行的，而在会议上双方都会主动采取行动来促进相互之间的熟悉和合作。双方也建立了高管短期互派的机制，但是1981~1986年，汇丰只派出了5名高管去海丰工作（没有人去布法罗总部），而海丰则派出了12名高管去香港工作。互派人员的不均等主要应归咎于海丰缺乏现成管理部门来落实来访者的生活和工作安排，而与此相对的是，汇丰则有自己的部门专门负责安排国际行政人员。正如颜卓贤在1982年12月所指出的那样，中层管理干部都觉得，两家银行无法找到和利用相互合作的机会。随后又开展了“认识你”的内部活动，即包括高级管理层参与的双向路演活动，此活动开始对双方人员关系起到改善的作用。从1984年起，相关报告表明双方之间的联系往往“令人满意”。

在双方相处的早期，在两边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烦恼的事情，包括汇丰的高管不断地抱怨海丰“拖沓的工作作风”，指责美国的同事“从来都是杳无音信”。对于一家素来以做决定果断而引以为傲的银行来说，这些抱怨真可谓打击沉重。汇丰高层另一个“颇有微词”的地方是海丰在安排双方共同考察的关系银行和客户的时候有点“稀里糊涂”。1984年，这个问题被提交进行处理，但是随后另一个负责去德国进行联合考察项目的高管愤怒地提出抗议，称在与海丰接洽的时候遇到了“十分混乱”的局面。

海丰热衷于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品牌。在双方第一次峰会上，汇丰银行的主席被告知，“海丰的形象标识——它的名称、符号和独特性，具有特殊意义和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沈弼对此向海丰保证，他没有打算要给海丰更改名称或减损它的价值。但是，随后一再出现的另一个烦恼是，汇丰认为海丰没有完全认可它在集团中的会员身份，没有在海丰的市场营销资料中充分使用集团的六边形图案标识。海丰最终对此屈服，此举反映了双方之间伙伴关系的变化：1986年12月，汇丰收到海丰负责企业公共关系的董事发来的一份保证函，上面写道：“我相信，在1987年我们将会看到海丰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六边形图案标识，这种改变应该符合海丰和集团的共同利益。”

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汇丰本身也一直在美国市场开展相当直接的业务经营活动，这方面的经营完全独立于海丰银行，双方之间在运作上也不存在任何交叉。汇丰在美国的网络主要包括在纽约、休斯敦、西雅图、波特兰、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的办事处，它们聚焦在三个具体的业务领域：贸易融资，在美国的客户调查，满足在这个国家日益壮大的亚洲人群在零售和商业银行方面的需求。美国汇丰银行行政总裁的职责也包括在海丰银行董事会中代表汇丰银行，但是，他所担任的是非执行董事的职务。

尽管在美国的两家银行网络维持着独立经营，它们很快就开始探索在海外运营上进行整合的机会。合理化改革首先从1984年11月关闭海丰银行在巴黎的办事处开始，所有的员工和业务都被汇丰接管。在1985年1月的峰会上所达成的建议，使得“牙刷行动”得以开展——这个项目旨在减少海丰“在西半球以外地区依赖以国际信贷为基础的银行业务”。拉丁美洲被排除在这个项目之外，因为海丰强调了在汇丰集团内部作为“美洲人银行”的角色。除此之外，1985年10月至1986年11月，所有海丰欧洲和亚洲的办事处全部移交给汇丰银行。在顺利完成了“牙刷行动”之后，浦伟士告诉海丰银行的董事会，汇丰感到十分满意，并且承诺，作为对等交换，汇丰将支持海丰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展开雄心勃勃的收购行动。


1987年：欠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和收购剩余少数股份


1982年8月，墨西哥成为欠发达国家中最大债务国的消息震惊了世界。墨西哥政府宣布本国外汇储备已经耗竭，对外债务的还款日程也将重新安排。80年代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就此拉开序幕，其他欠发达国家债务国纷纷步墨西哥的后尘。

海丰银行与这个地区早已建立起长久的业务联系，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海丰就已经是拉美国家政府和银行的重要放贷银行：截至1982年夏天，银行在拉美地区的贷款总额达到了17亿美元。虽然与其他纽约银行相比还不算高，但是已经占到1984年贷款总额的10.4%。债务国提出重新安排还款计划和世界经济的上升趋势使得人们有理由重新燃起希望，认为债务危机将会自行消失，海丰最终不愿意为欠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计提巨额拨备，因为这会对银行利润和股东分红带来负面影响。1984年4月，佩蒂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发布了乐观的报告，他告诉股东们在那些发展中国家即将采取有力手段，“情况会再次好转”。尽管有批评者指责美国的主要银行“对令人震惊的危机依然在粉饰太平”，但是暂时来看乐观情绪占据了上风，风波暂时平息了。

问题不会永久消失。1987年年初，美国和英国的监管部门引入了新的资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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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迫使银行重新审视在欠发达国家债务上的计提拨备。那年5月，在监管部门的强大压力下，花旗银行宣布它把欠发达国家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从20亿美元增加至50亿美元，这样处理之后，预计银行当年的损失将达到10亿美元。尽管花旗银行出人意料的行动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被认为有助于揭开资产负债表的真实面目，但是这种做法在其他银行中颇为人诟病，因为它们发现自己也不得不紧随其后——尽管它们并不像花旗那么财大气粗。

海丰很不情愿地紧跟花旗做出应对，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贷款损失计提6亿美元的准备金，这意味着当年将出现4.09亿美元的损失（参阅图1）。浦伟士给汇丰的董事们发出了一封信函，请求他们批准5 000万美元的注资申请。他在信中指出：“无论从绝对金额还是从相对金额来看，海丰的风险敞口都无法与美国主要的银行相提并论，但是按照汇丰的标准来看，显然还是准备不足。因此，我们相信他们建议所采取的措施是现实的和必要的。”这些措施还包括终止海丰在拉美地区的业务经营，随后他们在那里关门歇业，因此，海丰想在国际业务中大展宏图的抱负也搁浅了。










1980~1992年海丰银行的税后利润




数据来源：海丰银行全年财报，每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10-K表格


在花旗银行宣布计划后的几天内，汇丰派出香港的庞约翰接任美国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美国的总部就在曼哈顿中城。同时，庞约翰还被任命为海丰银行的非执行董事，而他的唯一任务就是参加董事会会议，并且毫无实权。之前，浦伟士和他的同事已经逐渐对海丰的管理层失去了信心，而巨额的欠发达国家债务拨备显然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1985年10月起，汇丰本有机会收购剩余的海丰银行49%的少数股份，但是现在，处理欠发达国家债务的问题成为头等大事。1987年7月14日，汇丰银行的董事会达成决议，汇丰对海丰的下跌风险承担100%的责任，应该“获得100%潜在的回报给予补偿”。于是在第二天，庞约翰向海丰董事会告知了汇丰的提议，即以每股70美元的价格收购剩余的少数股份。这已经算是一个慷慨的提议——海丰的股票一直在59美元附近徘徊。在宣布这个消息之后，海丰股价上涨到80美元，对此，汇丰只能咬牙坚持，把收购价格提高至83美元。三个月后，1987年10月，股市崩盘使得股价大幅度下跌，人们猜想汇丰可能会向下调整收购价格。但是，汇丰信守了83美元的价格承诺，因此在12月15日举行的股东大会上，收购方案获得了绝大多数股东的赞同。


一家资产规模达500亿美元的货币中心银行


在支付了7.64亿美元、完成对海丰的全部收购后，汇丰加紧了对海丰进行整合和财务控制的步伐。海丰的外汇交易和大部分资本市场业务被全部接管，进而成为汇丰企业司库部门在纽约的一个分支；银行在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促进了系统的统一；在两家银行之间短期互派的管理人员数量大幅度增加。汇丰和海丰的公共关系部门被动员了起来——在《集团新闻》和员工电视短片中也增加了海丰银行的内容。而另一方面，海丰则保证大量使用汇丰六边形的图案标识。

在内部报告方面，海丰现在被要求每个月遵照其他分支机构的标准表格，向在香港的总部提交财务报告。同时，每个季度还要提供信贷和交易对手风险的报告，从而使集团对总体风险可以进行更彻底的监控。然而关键的是，作为汇丰派驻在那里的监工，庞约翰还是觉得没有足够的权力对海丰管理层进行监督或施加影响。他一直在纽约59街上的美国汇丰银行总部上班，直到两年后他才在百老汇大街140号的海丰银行总部有了一间自己的办公室。海丰的新总裁和行政总裁是杰弗里·汤普森（Geoffrey Thompson），他是在1981年从花旗银行跳槽后加入海丰银行的。他有过在亚洲工作的经历，曾经是《新闻周刊》的记者，也做过银行高管，海丰请他加入是希望他对这个地区的熟悉程度能够帮助海丰发展与汇丰之间的关系。同事们描述他是聪明、得体、儒雅的，是一个“有全局观的人，而不是一个微观管理者”，“他不是一个专注细节的领导人，而是依赖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来做好工作。”海丰银行的高管查尔斯·米乔回忆道：“他不看好传统的商业银行，认为这个领域已经日薄西山。因此，海丰不得不寻求另外的赚钱途径。”

汤普森重新确立了把海丰发展成为一家货币中心银行的战略，并且专注于三个全国性金融业务领域的发展：商业房地产、杠杆收购兼并和汽车金融。1987年10月国际股票市场暴跌引发人们的担忧，害怕1929年华尔街股灾之后经济萧条的境况再次重演，从而导致央行推行低价货币、增加货币流动性的政策。在美国，这种低价货币政策不仅促进了1988~1989年的经济活动增长，而且还推动了商业房地产的繁荣发展。海丰房地产部门很快在全国各地兴盛发展起来，在亚特兰大、芝加哥、特拉华和华盛顿特区等地均拥有办事处。此部门专门致力于“建筑融资”，即在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开发商支付额外费用的一种短期融资商品。低价货币政策同样孕育了杠杆收购兼并，与商业房地产一样，这同样也是高回报业务——尽管风险也高。










1980~1992年海丰银行的总资产




资料来源：海丰银行全年财报，每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10-K表格


至于汽车金融方面，情况大体相同。到了80年代末，海丰已颇具建树，成为这一金融领域的领先企业，在美国市场上的排名仅次于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三巨头”附属的财务公司，位列第四。1986~1989年，海丰汽车金融业务增长了三倍，发放的贷款和租赁金额总计达49亿美元，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扩充到了14家，员工人数达到了1 300名。在90年代初，它向3 000多家外国汽车进口商和经销商提供金融服务，在进口汽车金融市场份额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萨博汽车金融中占到了32%，在保时捷上占到了28%。

汤普森在向董事会汇报1988年海丰银行业绩表现时指出，1.45亿美元的利润是银行有史以来的最高利润纪录。1989年的上半年，银行同样取得了不错的业绩。由于对海丰保持增长和业绩表现满怀信心，在当年春天举行的银行年度大会上，汤普森宣布他的目标是把这家资产规模达270亿美元的货币中心银行在5年内发展成为500亿美元的货币中心银行（参阅图示2）。但是，自1989年秋天起，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大幅下滑的趋势，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的高利率政策又使得经济进一步恶化；第二年又发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战争，结果导致石油价格出现震荡。随后几年的经济衰退则进一步造成海丰银行的业绩和战略出现了重大变化。

1989年秋，银行的财务状况快速恶化，导致汤普森在年底的时候向浦伟士发出了一份密函，在信中他写道：“你曾经建议，当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应该直接和您沟通，而现在就发生了需要和您沟通的情况。目前，美国各家银行的情况都很糟糕，海丰也不例外。”在信中他提出警告，称由于欠发达国家贷款问题和汽车金融、商业房地产贷款问题的共同影响，1989年最后一季度的业绩与预算相比将会出现9 500万美元的“负差”；而在这一整年，在增加了2.63亿美元的拨备之后，海丰银行的利润将只有1 400万美元。


回归本原


汤普森的密函没有让浦伟士大吃一惊。三个月前，即1989年9月，海丰在纽约的监管部门就已经把银行的“骆驼”信用评级（涵盖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收益和流动性等5个方面）从第2级（满意）下调至第3级（一般）——“显示银行出现了一系列缺陷，缺陷程度从相当严重到非常不满意。”尽管不受欢迎，但是信用评级的下调还是为汇丰银行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对海丰管理紧急采取强力干预措施。浦伟士回忆道，“监管官员来到银行，发出严厉警告，随后，我们被允许增加一些管理人员。”1990年1月，浦伟士采纳了庞约翰的建议，任命了韦志诚——一名资历高、经验丰富的国际行政人员，为仅次于汤普森的二号人物。自从1980年开始收购海丰股份以来，这是汇丰第一次在海丰行使直接管理的职责。









1989年12月杰弗里·汤普森传来的坏消息


韦志诚的到任恰逢庞约翰离开美国，在之前两年半的时间里，庞约翰一直是美国汇丰银行总裁，也是海丰银行董事会的成员。在离开前夜，庞约翰给韦志诚写了一封开诚布公的信，标题就是“就我在海丰银行学到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记录如下”：

在过去十多年里，海丰的表现要比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差很多，经常出现的问题有：（1）信贷质量；（2）费用；（3）缺乏手续费收入。直到最近，最高管理层还没能直面这些问题，更不用说采取有效行动。尽管进行了多次重组，开展了多项活动，提出了各种理由，可是当10年结束的时候，海丰所面临的问题与它当初开始的时候完全一样……

·海丰近年来绝大多数的扩张行动都以灾难结束，无论是新的银行业务（国际业务、汽车金融和资本市场），还是收购兼并（韦斯切斯特、麦肯蒂与麦金西公司、第一宾州银行）；

·经常进行各种重组活动，号称将开创“新海丰”时代；但是却没有一次成功的，这让管理层威严扫地，也让员工心灰意冷。这也造成了海丰由于不稳定因素而过高地支付了员工的薪资福利；

·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坦率程度之低令人失望……从不承认类似欠发达国家债务和汽车金融的问题，直到最后爆发危机；制订出来的计划更像是一张张愿望清单，从来没有基于现实情形；

·一旦一项决定意味着艰难，似乎就意味着不会有任何促进更好表现的内部动力。中庸之道已经在海丰内部被普遍接受……

为了平衡一下，我应该指出，海丰银行在纽约州拥有出色的特许经营权。令人着实惊讶的是，当它的资产负债表上很大一部分都成为不良资产的时候，它将如何设法维持其赢利水平。在更严格的管理之下，这可以成为利润的重要来源。

庞约翰的分析为银行提供了一条清晰的发展思路。1990年1月，海丰开始为新的业务结构制订发展计划，该计划建议把资产负债表在180亿~200亿美元的“保留银行”和资产负债表在70亿~90亿美元的“出口银行”进行切割。这项建议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项目1990”，其目标是打造“一家重新聚焦、具有赢利能力的地区性银行”。整个变革涉及海丰要把纽约市的业务活动或是终止或是转移，并且把人员向纽约上州地区转移。庞约翰指出：“在海丰银行，这将是一个重大行动。最高管理层一直在谈论如何把海丰转变为一家地区性银行，但是我不敢确信他们中有多少人在观念上坚定不移，打算把总部搬迁至布法罗市。”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1988年留下来的28名高层管理人员中，到1991年初的时候只剩下12名了。

有一项金融业务与新的地区性银行模式不相匹配，它就是汽车金融业务。经济低迷对这项业务造成了很大冲击，揭开了在租赁方面所存在的潜在缺陷：原先为了与“三巨头”进行竞争，海丰银行所提供的竞争性条款过高地估计了汽车的残值。当业务还在扩张的时候，这个缺陷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当客户纷纷把捷豹和保时捷汽车退回海丰公司的时候，这些残值就显现出来了，据推测，有将近10亿美元“深藏在水下”。为了阻止进一步的损失，从1990年起，海丰不再继续开展新的汽车业务。最终，在1990年12月，海丰汽车财务公司被出售给福特。

然而，令海丰最为头疼的是它在商业房地产上的大量贷款组合。1990年5月，汤普森在向浦伟士汇报时称：“市场实在是太恐怖了。”但是，在这之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到了10月的时候，浦伟士要求在房地产贷款组合问题上必须每两周提供一份详细报告，并且提醒汤普森“先管好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了”。1990年，海丰在商业房地产上的损失高达5.25亿美元，并且估计最终的损失合计将达到10亿美元（浦伟士在报告留白处写下批示：“贷款组合总计为30亿美元！”）。整个商业房地产的贷款组合被重新审查，到了1992年6月，银行为87%的贷款计提了拨备——总计达32亿美元，这超过了银行总资产的1/6。在这些贷款中，11亿美元是不良贷款；而且，银行被迫收回的房产物业价值3.4亿美元。海丰在住宅抵押贷款方面的经营要好得多，尽管由于最近收购了韦斯切斯特，它们在信贷控制方面仍十分宽松，因此造成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出现了大幅度上升的情况。

在商业房地产贷款组合上糟糕的资产质量，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信贷标准过低，是监管官员对海丰批评最为严厉的地方。海丰与货币监理署之间的摩擦始于1989年年底，当时监理署下调了海丰的“骆驼”信用评级，随后要求银行在房地产贷款上增加1.75亿美元的拨备。海丰觉得它针对信贷质量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而对于货币监理署来说，由于最近在储蓄和贷款方面出了大问题，担心是否会因疏于警觉而遭到政治上的批评，因此对所有被监管的银行都采取了严厉的态度。在整个1990年，海丰与货币监理署的关系十分紧张，一位汇丰银行的高管称，货币监理署对海丰的信任度“根本不存在”。而且，汇丰集团总部的内部审计小组曾经受董事会主席委派进行了调查，发现“货币监理署对海丰高级管理层的沮丧和懊恼完全是有道理的”。

进入新一年之后，货币监理署的批评更加严厉，不仅指责银行糟糕的信贷判断，也批评管理层和董事会没有迅速及时地处理相关问题，并且“对于前述批评未能做出足够和令人满意的回应”，还威胁要采取制裁措施。海丰的董事们则抗议货币监理署的批评“过于严重”，但是这些抱怨对于监理署官员来说根本不起作用，尤其是在1991年1月美国第15大银行——新英格兰银行，主要因为在商业房地产上的亏损而倒闭之后，更是如此。1991年4月，恼羞成怒的监理署官员要求银行提交一份新的公司计划。汇丰的鲍勃·坦南特在5月考察之后在报告中指出：“海丰陷入了混乱之中。许多员工对银行长期以来所遭受亏损的严重程度已经身心俱疲。在公开场合，公司把大部分的罪责都归咎于房地产贷款组合，但是许多员工都明白，由于房地产价格肯定会一直低迷，销售困难，因此银行在这个问题上会越陷越深。汤普森正处在成为‘跛脚鸭’的危险中，他率领海丰走出目前困境的能力正受到政策委员会的质疑，而货币监理署现在则明确提出，他们对他的信任已经丧失殆尽。”

1991年6月初，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通知海丰，由于资产质量出现“快速和严重”的恶化，收益不尽如人意，还有资本不足，将再次下调海丰的评级，这一次从“骆驼”第3级下降至“骆驼”第4级——“勉强及格”。一位纽约联邦储蓄银行官员帮忙解释：“被评为及格或4分的机构正遭遇到严重的问题和财务困境，除非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否则它们的生存能力将会遭到损害。海丰最严重的问题是不可接受的资产质量，并且主要集中在商业房地产上面……根本的原因可归属到管理层在信贷政策和风险集中控制上缺乏有效管理，也由于管理层无法为海丰制订并执行可靠的战略营运计划。”浦伟士和庞约翰立刻飞往纽约，在那里他们约见了纽约联邦储蓄银行总裁杰拉德·科里根。这次见面很简短，也给出了中肯的建议：汇丰必须修复濒于破产的银行。


问题的根源


回到香港，浦伟士即刻准备采取行动。在访美结束后不久，在星期五的下午，他来到了庞约翰的办公室，他告诉庞约翰：“我很抱歉，但是我要你在星期一早晨出现在纽约办公室，全面接管海丰。”回到香港工作了仅仅18个月的庞约翰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回应道：“好的，但是你能够告诉我的妻子吗？”

1991年6月13日，作为海丰的新任总裁，庞约翰在一份给员工的声明中宣布：“我相信，我又回到这里一定令大家感到吃惊——对我来说肯定如此。我来到这里不是来处理出售、兼并或破产清算事务的；我来到这里是想得到大家的支持来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重振海丰昔日的辉煌，让它在美国地区性银行中重新占据领先地位。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这项任务并不能一蹴而就。在前方，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痛苦、变革和艰难的时光。在过去15个月里，我们每个月都损失了2 500万美元。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做所有必须完成的工作，尽一切可能来重建银行稳健的赢利能力。”

在上任仅仅一周之后，庞约翰就向浦伟士提交了一份有关海丰营运状况的分析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果然不出你的所料，海丰正陷入管理危机之中。”在管理上需要花费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资产负债表管理：“我们正竭力采取剔除资产、延期拨备等措施，希望能够在6月30日之前达到纽约联邦储蓄银行要求的资本充足率。在海丰重新赢利之前，这将会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2）资产质量：大约有1 000名员工正在专注于分类贷款，他们将分成4个单独的问题处理小组——房地产、主权债务风险、企业和零售；（3）监管部门：“我们一直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应对监管部门的质询，他们的问题分布在资本、计划、资产质量、审计、政策和流程等领域”。

庞约翰找出了三个主要的战略性问题：（1）螺旋式下降：“我们陷入螺旋式下降的状态中。由于每个月的亏损都在侵蚀着资本，我们不得不减少资产，来满足联邦储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减少资产就意味着出售那些有着良好收益的资产，而这当然会造成收入的下降，并且最终又会导致亏损加剧，如此恶性循环等一系列问题”；（2）信息：“缺乏银行管理所必需的及时、准确的信息”； （3）负债和资产：“社区银行（分行）产生了120亿美元的负债（存款）和65亿美元的资产，因此海丰更需要有质量的资产，而不是需要债务。我想这个缺口一直以来就是海丰遇到的困境的根源，而它们原先试图用房地产、汽车、欠发达国家债务、航运、能源等来弥补这个缺口”。与此同时，海丰也存在着维持存款基础的迫切问题。由于面临着可能造成动荡的挤兑风险，庞约翰花费很长时间在电话上向大存款客户不停地解释，希望能够帮他们找回一点的信心。

为了阻止亏损的进一步扩大，庞约翰和韦志诚把目光投向经营费用——目前的费用为9.02亿美元。为了恢复盈亏平衡，海丰要把这个数字削减至6.66亿美元。1991年7月，庞约翰告诉海丰董事会：“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想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能够增加收入，主要是因为在目前经济环境下几乎很难找到替换贷款流失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经营费用上。”这就意味着要削减人员，大约有2 000名员工被裁掉，但是这同时意味着在经营和管理费用方面要厉行节约。他解释道：“最浪费资金的部分已经被去掉，但是，我们还有241部汽车，在迈阿密海豚队的橄榄球场上还有一个包厢等；每年银行人员在布法罗和纽约之间的航空旅行上的花费就达到了150万美元；支付给咨询师和顾问的专业服务费大约为2 500万美元。”博思艾伦正在对成本进行重新核算，希望能够实现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在任务结束之后，庞约翰保证，海丰将不会在咨询方面花费任何费用了。









1991年6月，汇丰员工杂志公布海丰管理层调整的消息


后来，在当年的夏天，“冒着捅破人人皆知的残酷现实的风险，”他告诉汇丰董事会：“我们不可能逃避这个附带问题。我们受协议约束，有责任维护海丰的资产，如果没有汇丰的支持，它将会必死无疑。无论是基于道德还是被法律约束，我们都不可能让它发生。”汇丰面临着两个选择：出售海丰，或者向它提供进一步的财务支持。庞约翰引用美林证券当时对海丰做出的“大致”估值表明海丰的估值只有4.86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么接受一次大幅度减值的现金交易，要么接受在另一家银行收购少数股份的股权交易”。他还表示，“无论哪个结果都是不可接受的。汇丰已经向海丰提供了大量支持；在已经承担了不利负担的情况下，想要接受出售价格进一步降低，并且放弃所有的好处，这似乎是不明智的选择。”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他提供了一张明细表，显示了汇丰已经给海丰注资20亿美元，如果以美林证券给出的估值出售的话，汇丰3/4的投资将会打水漂（见表1）。



表1 海丰银行收购成本和现金援助（百万美元）





	
 1 Acquisition （excluding transaction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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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Purchase of foreclosed real estate assets 

	
  

	
 178.6 




	
 iii Purchase of non-performing loans 

	
  

	
 420.3 




	
  

	
  

	
 948.9 





庞约翰同时也向董事会陈述了海丰目前面临的危急处境。1990年的亏损达到了2.96亿美元，1991年上半年又亏损1.09亿美元，这导致海丰的资本下降至9.85亿美元的“临界水平”。按照联邦储备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个资本水平所允许的资产负债表上限只有170亿美元。“每个月的亏损都造成资本的减少，这反过来又迫使海丰降低资产负债表的额度，其结果使得我们需调低核心存款的规模。海丰一直在缩小它的资产规模，其资产负债表已经降到只相当于纽约州初级分行所能吸收的存款水平。如果继续缩减的话，我们将失去赢利能力。”庞约翰的数据和观点赢得了董事会的支持。汇丰董事会同意增加1.75亿美元的海丰普通股权益，并且还以1.75亿美元从海丰额外购买房地产资产。汇丰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能够化解海丰在资本充足率上所受到的监管压力，并能够帮助它在1992年实现盈亏平衡。有了这些支持，庞约翰向董事会保证，“我相信，从现在起，海丰将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但它或许需要比我们期待的更长的时间来恢复，因为这个病人已经病得很重了。


转机


修复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关系是走向复苏的必要环节。1991年的夏天，庞约翰主动写信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要是向你们汇报我们目前的进展，并且告知你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在说明了他希望“我们所提交的数据表明我们愿意接受现实的意愿”之后，他罗列了已经出现的变化，包括从汇丰另外派遣了三位高管来海丰短期工作，他们正在确定“新的方向”，并且“正在着力改变海丰的企业文化和经营态度”。在信中他向纽约联邦储蓄银行保证，他们的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海丰恢复赢利水平；但是“考虑到我们资产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考虑到在我们费用结构中固定费用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以及最近出售了一些有收益的资产……因此，这当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我请求你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理解，直到我们完成战略计划，从而可以更自在、更有信心来获取最后的成功”。随后，庞约翰向总部报告，他与纽约联邦储蓄银行的高级官员进行了“非常热烈”的会谈，而葛赉在拜访了货币监理署之后也告诉浦伟士，他们对“庞约翰和汇丰团队的表现感到满意。显而易见，自从庞约翰上任以来，从我所接触和交流过的人那里，我感觉到在海丰所有的管理层都突显着一种方向感”。浦伟士向庞约翰反馈：“我从不同渠道都得到一种感觉，你开了一个好头。因此，请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

从1990年起，韦志诚和海丰的财务总监罗伯特·布彻就已经开始合作，处理银行的不良资产，这项工作在随后的一年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任何与以布法罗为总部的地区性银行不相匹配的业务都被出售，以筹集资金、弥补亏损。出售的资产包括以迈阿密为核心区域的海丰国际私人银行业务部门，以及它旗下管理资金达35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分支机构Marinvest。海丰在百老汇大街140号的纽约总部、麦肯蒂与麦金西公司以及协和租赁上的股本权益由汇丰银行进行了收购。协和租赁是一家专业从事飞机租赁的分支机构。海丰对价值10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和价值6亿美元的信用卡贷款进行了证券化处理，同时将欠发达国家债务上的剩余权益也在市场上或向汇丰旗下的实体机构进行了出售，其售价公平合理，作价均为6.2亿美元。到了1990年11月，海丰在以纽约市为中心的批发金融业务“几乎全部被清理干净”。被清理掉的业务包括14亿美元的杠杆收购投资组合，同时，在纽约市的800名员工也从海丰工资单上被剔除了。海丰在其关系银行中的少数股份也被出售，取得了不错的收益，最后，海丰终于成为东北部地区的一家“超级区域性银行”。在完成这些操作之后，海丰的分公司数量从原先的102家下降至67家；裁员4 500人，员工总数下降至1万人；资产负债表从1989年的270亿美元下降至1992年的170亿美元（参见表2）。

1992年3月初，庞约翰向汇丰董事会回顾总结了海丰所取得的成绩。海丰现在是纽约州的一家区域性银行，其资金来自317家具有赢利能力的分行的存款。它是纽约州地区十分活跃的小型企业资金出借机构，由于其“核心特许业务”所产生的存款笔数比贷款高出1倍，因此它也开展了一系列全国性消费借贷业务，尤其是在信用卡和学生贷款方面。它把总部搬迁至布法罗市，“因为这在经济上更有意义”，而它同时在纽约市和其周边的大都会区域保持着一定的经营规模。在汇丰集团内部，海丰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国际支付处理（每天的交易额高达550亿美元）和证券保管方面的助益，以及为世界各地汇丰旗下的分行和分支机构维护美元账户。尽管还没有实现赢利，但是海丰近期的5年计划表明，“尽管其信贷问题还具有残留影响”，但是，海丰有能力恢复到令人满意的赢利水平。

海丰的命运随后很快就出现了转机。1992年4月，庞约翰在宣布1992年第一季度取得110万美元赢利时指出：“我们重组和削减成本的计划正在取得成效。”这是过去8个季度中首次实现赢利。到了6月，庞约翰向海丰董事会报告，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可持续的赢利趋势，每个月的利润额都在700万~1 000万美元之间。庞约翰告诉董事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提高业绩水平，把海丰打造成我们想要成为的银行。”在8月初，又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纽约联邦储蓄银行告知庞约翰，海丰的“骆驼”评级已经被上调至第3级——浦伟士在报告留白处写下一个“好”字！

1992年8月23日，当地的《布法罗新闻》的一篇报道的标题就是“在外国人的领导下海丰起死回生”。报道提醒读者，当汇丰1978年提议来此地投资的时候，人们还在担心海丰可能会为了外国和跨州借贷业务的发展而放弃区域性银行业务。

14年之后，在经历了国际和跨州商业房地产贷款问题之后，在海丰美国管理团队的指导之下，来自香港的银行家们完全掌控了海丰管理层。他们在强调什么呢？他们在强调海丰作为纽约州区域性银行的作用。自从两年前他们控制了海丰管理层之后，香港的银行家们放弃了外国贷款业务，大幅度减少了原先海丰想成为货币中心银行而建立起来的基础设施，并且把大部分营运活动从纽约市迁移到布法罗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外国银行家把海丰银行的根基重新拉回到布法罗市，成为以此地为中心的一家纽约州银行。然而，对于汇丰来说，这完全符合其一贯的风格。在过去两年里一直担任海丰执行董事的韦志诚表示：“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国内银行业务营运的国际集团公司。”来自香港的银行家发现了这么一个组织，它的根基十分牢固，但是它的最上层却迷失了方向。庞约翰表示：“毫无疑问，海丰看不清它的真正强项和能力所在，在受到种种诱惑之后有点异想天开。”

庞约翰继续补充道：“当我去各地分行见到那些分行经理时，我立刻感到心情大好，因为我看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管理人员正埋头做好他们最擅长的工作：那就是照顾好来自布法罗、罗切斯特、雪城和其他地方的客户。”

让一家陷入困境的美国银行起死回生的过程跌宕起伏，这种经历无论是对香港的汇丰管理层，还是对具体参与其中、在危局中力挽狂澜的银行家们来说，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对于庞约翰和韦志诚，这段经历无疑是他们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自此之后，他们一步步走向职业发展的最高峰。尤其是庞约翰，这些年他在美国的表现给汇丰最高层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他的领导才能、适应能力和平易近人的性格为他在海丰员工中亦赢得了尊敬和爱戴，而他积极支持并亲自参与各种志愿者活动又给纽约上州的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海丰的一名高管约翰·德鲁卡回忆道：“多年之后，我告诉他，如果他真的想回到布法罗，他将会轻而易举地成功赢得竞选，成为市长。”




[1]

 根据下文，此处资本标准指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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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之变




20 
 世纪80年代初，无论是对于香港这座城市还是城市里最主要的银行来说，都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岁月。有一段时期，起始于70年代末的信贷繁荣和房地产泡沫没有显示出任何将要衰竭的迹象。在各种警告声中就有沈弼的声音，他提醒政府：“目前无节制的信贷增长不仅将导致货币贬值和市场不能承受的通货膨胀，还将对经济产生结构性破坏。”最后，经济没有出现软着陆：货币政策依然不起作用，房地产泡沫突然破裂，而港币则继续无情地滑向疲软状态。

在1982年的夏天，也出现了即将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因素。8月，在汇丰银行星期一晨会上，银行高层指出：“预计股市将继续下跌并持续走低，该状态会一直维持到英国首相出访中国之后。目前市场上谣言四起。据说，一些接受存款公司和银行遭遇了困境。”此后不久，在9月7日，恒隆银行出现了挤兑——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首个出现挤兑的香港银行，这次挤兑导致渣打银行（不顾香港政府的劝告）需要空运额外港币到香港，这些均在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将正式访问中国之前。事实上，这标志着在有关1997年之后香港前途的问题上中英开始了艰苦的谈判。在随后几天里根本没有任何明显进展，以至于当撒切尔在26日抵达香港的时候，《南华早报》已经开始提到“有一种扫兴的感觉，甚至是失望的情绪”。

9月27日星期一，撒切尔夫人一整天都在香港活动，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也了无新意；而与此同时，在股票市场，人们一整天全部都在抛售（在汇丰银行干预之前），港币与美元的汇率触及25个月来的新低。汇丰的颜卓贤在写给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信函中称：“目前香港所有的一切都被阴云密布的政治前景所主导。依我看，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只能说首相访华使得市场情绪更加糟糕，因为此次访问，不用说，不会产生即时或清晰的解决方案。”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市场的情绪依然沉闷低迷，尽管在11月汇丰推出了一项长达20年的住房贷款计划——尝试把住宅房产的抵押贷款延续至下一个世纪。对于观察人们对1997年之后香港前途的信心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需引起广泛注意的信号。

但是，由于在中英两国的谈判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已取得实质性突破，因此不可能一夜之间出现神奇疗法。1983年6月，在星期一晨会上与会者认为：“尽管出口数据显示出良好状态，但是市场前景依然黯淡。香港商界的信心不仅受到政治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且因负责房地产开发的法律行动组威胁要展开调查而产生的紧张情绪也已经恶化。”到了9月初，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港币再次大幅度贬值，香港银行公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难点是政府希望看到本地存款利率可以调高三个百分点。汇丰银行的总经理雷兴悟（Peter Wrangham）把这称为“对一个特殊情况所做出的过激反应”。而恒生银行主席利国伟则哀叹道：“香港货币市场的问题不再可能通过纯粹的逻辑来解决。”他质问道：“是否有任何政府曾经发现其干预能够成功地稳定货币市场。”最后，双方妥协，决定把存款利率提高1.5个百分点——触及金融管理部门忍耐的极限，部门的一位官员白礼宜向雷兴悟“表达了最强烈的抗议”，声称他的“做法违背了政府的意愿”。

最后的结果是，新调整的利率根本不起任何作用。9月16日，在《金融时报》针对香港问题发表了一篇论调悲观的对市场看跌的文章之后，在世界外汇市场上出现了大范围抛售港币的风潮。三天之后，在汇丰星期一晨会上人们一致认为，时机已到，“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未雨绸缪，并且对新的借贷计划实行更保守的核查。”那天晚上，港币再次出现暴跌。在另一次紧急会议上，香港银行公会被告知，政府已经接受了来自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代表的建议，即如果继续调高利率的话，不仅无效，而且只会打击香港的工商业。不管是否合理，现在整个香港都弥漫着一种具有传染性的、同时还可以自我催生的焦虑情绪。在随后的那个周末，在经历了最新一轮北京会谈之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只是宣布确定下一次会谈的日期，撒切尔夫人在伦敦公开提到在香港前途上“出现了金融和政治的不确定因素”，于是焦虑转变为恐慌。随着港币继续创下新低，《南华早报》发表文章称：“由于担心特大号袋装的大米将会涨价，惊恐万分的人群纷纷涌入商店和市场，抢购一切商品，从特大号袋装的大米、食用油，到罐头食品、奶粉。”是时候——早应该是时候，去做点大事了。

在这个历史关头，有一个谁都不大可能想到的时代英雄出现了。祁连活（John Greenwood）是居住在香港的英国经济学家，他也是《亚洲货币导报》的创始人和主编。多年来，他一直呼吁必须对香港的货币体系进行激进改革，来维持港币的地位。现在，金融部门终于接受了他的忠告。具体来说，他建议香港建立一种货币局制度，实行港币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10月15日，时任财政司司长的彭励治坚定地宣布，就按照7.80港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实行新的货币制度。这个汇率数字是如何确定的呢？多年后沈弼回忆，彭励治在询问沈弼的意见之前，原打算把汇率直接下调至8港元，“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彭励治，我觉得8港元显得有点假。我建议他把港币盯在7.80或7.90，这会让人觉得我们是经过仔细计算后才最终确定的！他同意了。”

如果真有用的话，汇丰在这一过程中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书面的证据相当零散且不完整，但是不可否认，汇丰对于祁连活的计划抱有一定程度的悲观情绪。汇丰的副主席彼得·哈蒙德向白礼宜提出：“如果政府宣布固定汇率机制，随后又很快发现他们根本无法维持这个汇率，那么我们最终会看到世界末日的景象。”与此同时，他也承认，“坦率地讲，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短期的汇率问题。”但是，执行起来是另一回事；25年之后，英格兰银行的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飞赴香港，来帮助制定和建立新的货币政策。他为祁连活那本介绍整个事件和事后影响的新书撰写序言，指出他唯一和祁连活有不同看法的地方就是祁连活没有展现出“汇丰银行的关键、核心作用”。古德哈特回忆道：“在80年代初，汇丰银行对香港的影响力要比货币部门大得多。（两种货币之间）汇率联系的管理一开始就十分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汇丰和其能力突出的总经理葛赉。当然，在香港实行一种稳定的货币制度同样符合汇丰的长期利益，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人们并不总是一清二楚的。”

从1982年9月到1983年10月的13个月里，形势一直十分紧张，这不仅是事关汇丰在香港领导地位的关键政策问题，而且在公司上下都有一种自食其果的难受感觉。汇丰的投行业务部门获多利公司在前几年经济繁荣的时候一直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公司总资产从1978年的290万美元增长到1982年的2 050万美元，但是，它却一直疏于对资产质量的控制，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这里特别涉及涉嫌欺诈的佳宁集团，它是香港巨大房地产泡沫的关键所在。佳宁集团由狡诈的华裔马来西亚人陈松青创立和经营，他和获多利公司精明而又雄心勃勃的行政总裁埃旺·朗德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商业合作关系。甚至沈弼也不慎看走了眼，从个人方面对陈松青给予了支持。但是，生性保守的浦伟士却对此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在1980年3月到1981年的获多利公司的董事会会议上，他对公司在佳宁集团问题上面临的风险表示了疑虑，认为“汇丰集团或许被佳宁所利用来为其信誉背书”，他特别指出“佳宁集团某些主要股东的身份十分可疑”。最终，正如他在1983年的正式记录中所言，“我决定，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中止与佳宁的合作关系，否则我将辞职，我想如果我辞职的话，并不会符合集团的最大利益。”

截至1982年7月底，集团在佳宁的风险敞口总计为13.65亿港元，主要分布在房地产和航运领域。到了秋天的时候，佳宁已经明显陷入困境，遭遇了现金流的问题；而到了下一年秋天，尽管作为最大债权人的汇丰已经竭尽全力对其进行重组，但是佳宁还是彻底破产了，而陈松青也面临着刑事指控。与此同时，获多利公司的朗德时代也戛然而止，正处于职业生涯上升期的国际行政人员庞约翰（也就是之后在海丰银行起死回生的传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庞约翰）被派往获多利展开拯救行动，想把它拖回到汇丰主流业务和道德观的轨道上来。无论从哪个标准来衡量，在汇丰银行的历史上，佳宁集团事件都是一个悲惨和极度不幸的插曲，对汇丰的声誉造成了虽非持久但却重大的损害。

香港的前途依然是个大问题。在1984年的春天，银行星期一晨会的讨论常常会回到市场环境持续动荡令香港经济疲软的问题上：

4月2日，怡和宣布把公司注册地迁往百慕大群岛，此举降低了市场对港币的信心，导致资金外流。

4月16日，报道称，由于对中英两国谈判的忧虑以及谈判没有进展，所以港币承压。市场需要得到大量的支持。但是早间新闻报道，李嘉诚将继续在香港投资，或许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5月21日，市场信心依然脆弱。作为反映当地居民焦虑情绪的具体例证，据报道，在恒生银行里，每9名高级经理中就有6人打算在一年内移民。

9月迎来了突破性消息，中英双方宣布已经就所谓的“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在之后的星期一晨会上与会者表示：“人们普遍欢迎1997年香港前途问题的声明，”并且补充道，有些机构已经向银行确认“它们将在本地开展重大投资的决定”。

在那个秋天剩下的日子里，香港的商业信心继续得到恢复，12月17日的会议纪要显示，本地市场信心持续得到增强。两天后，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不可避免的一点是，对于许多香港人来说，他们无法预测中国是否会遵守这项协议。1985年年初，在接受一位记者采访时，沈弼承认存在着中国可能不遵守协议的可能，但是，他继续讲道：“这样做意欲何为呢？为什么花费两年时间进行艰苦谈判，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之后，又要去撕毁它呢？当然，你或许会提到婚姻还可以维系多久的问题，但是，你是否觉得当一个男人刚刚求婚之后，你马上问他是否会信守诺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信心的标志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那几年里，出现了一个日趋清晰并且不易混淆的标志，这表明汇丰银行将继续支持香港在1997年之后的发展。1983年2月，罗伊·芒登坦率地告诉《亚洲华尔街日报》：“我们将言行如一。对于香港的前途问题，许多人言不由衷，但是我们正在做出艰难的决定。我们正在花费大量的资金，其中许多资金规模过大，只能被放入到期限达40年的项目之中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汇丰把所有资金都投入位于皇后大道1号的新总部大楼上，在近两年之前，银行自豪地对外公布了诺曼·福斯特的设计方案。

毋庸置疑，该大楼是建筑领域的前沿设计。建筑评论家乔纳森·格兰西曾经解释道：“传统的办公大楼只是通过封闭的电梯来完成人员的垂直移动，”因此，“当一名访客抵达想要去的楼层后，他可能是在任何楼层，这没有区别。”而在福斯特设计的大楼里，访客可以“通过电梯或自动扶梯抵达目标楼层，穿过两层高的中庭，里面充满了流水、空气、阳光、植物和咖啡的芬芳”。尽管如此，在大楼建造期间也出现过汇丰董事会和高管们逐渐听不到对大楼设计的赞美声的时候。这不是在旧总部大楼在1981年7月完全拆除之后不得不在场地上临时搭建房屋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周边邻里的打扰那么简单。1982年11月，一份向董事会提交的报告找出了在大楼重建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包括“在合同签署后改变设计”等问题。在考虑了解除设计师、推倒在建大楼重来的残酷方案之后，董事会下属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做出决定，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强控制。有鉴于此，在1983年1月成立了项目政策协调委员会来执行这项任务。









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汇丰总部大楼于1986年正式落成


雪上加霜的是，英国钢铁公司突然在其成本估算中增加了3 000万英镑，这很快就引起了世界各大媒体记者的注意，其中包括《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马格纳斯·林克莱特。在当年3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天价成本盖起摩天大楼”。他在文章中指出，“在香港，流言沸沸扬扬，人们传言造价一再突破纪录，最后的总价在6亿英镑左右”，而与此对照，在纽约最昂贵的建筑AT&T大楼的造价也不过1.3亿英镑。在文章中他也引述了福斯特和芒登的观点。刚刚回到香港的设计师口出狂言：“任何想改变结构的人，都别做梦了，已经太晚了。这是量身打造的燕尾服，不是现成的套装。任何想要简化或削减步骤的想法都与大楼正在建造的现实不符。”芒登是汇丰银行一方与整个项目联系最紧密的人，他的确承认：“还有许多重大选项正在评估，”并且指出，“我们已经召集了咨询工程师，来对此开展技术评估。”同时，他却坚称：“我的脑海里没有出现过重新设计的想法，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类事情。这是难以置信的想法。”但是，在私底下，尽管不总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可以感觉到有许多保留下来的地方，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人们对于香港的未来一直有种不确定的感觉。1983年7月，浦伟士在写给一位退休老同事的信中，透露了一些玄机：“这栋可恶的大楼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声誉和在行业内的地位。”

最终，尽管新汇丰大楼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大楼，正如它不可避免地被人贴上这个标签一样，但它最终修成善果。1983年7月，银行定下的总体竣工日期是1985年11月，但是事实上，在1985年7月7日，贸易和信贷信息部门就成为第一个搬迁入驻（8层）的部门，而到了7月30日，新的银行大厅就开门营业了。在星期一晨会上很快就有人提到：“皇后大道1号内的柜台设计显得很受客户的欢迎。”但是，12月星期一晨会所记录的内容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皇后大道1号被找出不少缺陷，其中许多缺陷都十分明显，而要进行修缮的话可能涉及相当高的资本支出。项目协调人认为这项工作理应由银行出钱承担。”大楼的正式落成庆典是在1986年4月7日星期一的晚上——庆典和大楼一样辉煌。一位参加了庆典的人回忆道：“当晚自然是千人云集，每个人都在向别人打听，是否获得了邀请。那个晚上整条皇后大道都实行了管制（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会因为一家银行开张而对一条城市的主要街道实行管制呢？），整个庆典仪式的视频则同步传送至跑马地和沙田。”

而两天前，《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特稿，标题就是“这栋争议不断的大楼”，称它“在设计概念上是有史以来最为激进的大楼”。文章也特别称赞了其内部自动扶梯的设计，称它实现了福斯特的设计想法，即“大楼是由一系列‘村落’组成的单体塔楼，在大楼里，人们可以随处走动与人交流”。对于沈弼，这栋大楼从一开始起就像是他的孩子一般，因此，这篇文章引述了他的话：“我们这栋大楼的造价比我们原先估计的要超出许多，但是我们的确拥有了一栋恢宏的建筑。”到底多花了多少钱呢？据《金融时报》估计，整个大楼的造价，包括专业服务费和融资成本，大约是80亿港元，相当于6.9亿英镑。这个估计不算太离谱，因为一份最终的董事会文件透露，皇后大道1号新大楼的造价为76.4亿港元——比最初的预算高出了好几倍。耗费虽大，可最终结果是汇丰现在有了一栋壮观和醒目的旗舰大楼，它被极好地使用，无论在员工中还是在客户中都广受好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重新确立了汇丰与自己家乡之间经久不衰的联系。


本港业务


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汇丰银行依然在香港的商业活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其庞大的贷款组合占据着香港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依赖的不仅是对个人的判断，而且需要对本地市场具有深刻而细致的了解。一份1990年的内部总结报告指出：“汇丰的信贷流程结构简单、申请方便，不会被大量复杂的政策或指示所约束。它更强调个人的权威性，而不是委员会所赋予的权威性，并且重视流程批准的速度。”两年之后，在一次联合尽职调查的会议上，米特兰银行询问汇丰向合和实业发放“大笔贷款”一事，根据会议纪要，“汇丰承认这笔借贷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系的缘故，对方的资产负债表也没有显示其具有明显的偿还能力。但是，汇丰觉得胡应湘能力很强，有着良好的商业信用记录，并且银行还可能赢得一份利润丰厚的商业合同。因此，汇丰毫不怀疑合和实业的实力，认为贷款风险处在安全范围内。”

汇丰在经营中进行重大改变的是有关非金融企业持有大量股本权益的各项事务：1986年，在持有《南华早报》48%的股份4年之后，汇丰把将近一半的股份出售给了鲁伯特·默多克——尽管还没有获得他的保证，“将致力于维护其作为一份高质量报纸的声誉。”董事会的文件在推荐建议中还指出，默多克的收购邀约“为银行在战略上与核心银行业务不匹配的投资上，提供了变现的机会”。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航运行业，当8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影响到那个行业的时候，在拯救本质上良好的航运企业的过程中，汇丰起到了十分关键可靠的作用。传统上，汇丰在这个行业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利益一直是在包玉刚以环球航运集团的名义而运作起来的航运公司之上；但是，在1988年，银行大幅度降低了在环球航运上的股权投资。一份董事会文件显示：“对于一家金融服务集团企业来说，航运不是一项核心业务，现在在香港，航运业已经是一个成熟和发达的产业，不再需要依赖汇丰银行的股权支持。”

那么，那些核心的商业银行和零售银行业务又会如何呢？1988年11月，一位米特兰银行的职员在与规划部门的负责人彼得·布罗克曼会面之后表示：“布罗克曼认为汇丰不会停止其继续成为香港首屈一指、占主导地位的银行的脚步。”尽管如此，在80年代，汇丰的管理层还是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竞争更趋激烈的环境中，它不会理所当然地占据主导地位——至少在企业业务领域。早在1983年的夏天，银行在一次详尽的市场调查中就发现，尽管在受访企业中有超过1/3的较大企业（按照定义指雇用人数超过50人的企业）认为汇丰是它们的主要业务银行，但是，在较小企业群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们普遍倾向于接受中国人的银行，包括本港华人银行和来自大陆的华资银行。4年之后，依然可以听到类似的担忧。1987年7月，在一次讨论香港业务的战略计划会议上，大家表现出某种焦虑的情绪：“会议强调了需要从根本上维持港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并且将把它作为银行在香港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内容。应该尽一切努力来改善服务质量，扭转我们市场份额的下降趋势。”尽管如此，在1988年，记者凯文·拉弗蒂指出，大部分人估计汇丰持有香港将近一半的存款金额。汇丰本港地区的总经理施伟富（Paul Selway–Swift）在1990年评估了银行业整体的发展情况：在过去10年里香港银行的数量从115家增长到165家；作为国际贸易中心，香港经济发展迅速，以至于市场对贷款和垫资业务的需求比香港的存款基础增长得更快；“因此，”他总结道：“各银行在本地吸收存款的竞争就变得十分激烈。”

但是尽管如此，在有些银行依然还存在着悠闲、轻松的特别感觉。1984年《远东经济评论》杂志解释了其背后的原因：

现在香港的银行还在享受着比国际标准更高的毛利率。这是香港采取官方统一利率协议所导致的结果，这种利率统一协议是反市场的卡特尔联盟架构，而且就发生在理应是目前世界上自由市场典范的香港。这项协议是由于1965年发生银行危机因而在1966年被引入的，现在则已经成为银行毛利和利润的主要保证。例如，近期银行向储蓄存款支付的利息为9%，而银行在账面上记录的贷款利率则在17%左右。

作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汇丰银行是这一体系的主要受惠者，因此自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对改革的阻力……

同时也没有这个协议将被废除的早期迹象。1986年《亚洲银行和金融》杂志在一篇社论中就不客气地指出：“出人意料的是有许多香港高级官员还坚持认为，不应该允许可能对卡特尔联盟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发生。”而两年之后，布罗克曼指出，如果利率卡特尔联盟终结，这将会“对汇丰本港业务的赢利水平造成严重的影响”。

汇丰的赢利水平是十分令人羡慕的。1989年，一位前汇丰的高管曾经告诉拉弗蒂：“世界上只有在香港——没有其他地方，银行的利差为4~8个百分点，而银行的所得税率却只有16.5%。”事实上，汇丰在香港的业务整体上已经在集团中成为赢利水平高而且高度可靠的现金牛。例如，在1991年，香港业务的税前利润——包括恒生银行，为114亿港元，是其他地区全部税前利润的两倍。在随后的6月份，在即将完成将在根本上改变汇丰发展方向的米特兰银行交易之前，在一次星期一晨会上就记录了一条十分坦率的评论：“浦伟士主席注意到最近媒体对目前盛行的高毛利率的评论。对银行来说，香港可能是世界上赢利水平最高的地区。”

在80年代，香港银行所服务的零售市场发展很快，其中汇丰银行一直处在发展的最前沿。尤其在1981~1984年汇丰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之后，到了1984年年底，其市场渗透率（指人们持有汇丰账户的比例）上升到了61%。这其中有三款产品立下了汗马功劳。1981年8月汇丰推出了个人分期贷款，在银行里开办了收入账户的人都可以申请。雷兴悟解释道：“在传统上，香港不是个人借贷盛行的地方。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将会改变，所以我们将有意推出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大受欢迎的产品——打包放款。”他补充道：“这款新的贷款产品不用抵押物品。这是一种轧平账的财务安排，不仅适合我们，也适合客户的需求。如果你的条件满足某些基本的要求，有固定的收入，当你想借钱搞一个结婚周年庆，或者有类似的用钱需求，那么你可以贷到数倍于工资的款项。”第二款产品是1982年11月推出的20年期抵押贷款。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推出的，即“1997年”的原因，但是这标志着汇丰进入了住宅抵押贷款市场。1984年5月，某次星期一晨会上讨论出一个战略观点，认为汇丰财务公司没能充分利用住宅抵押贷款市场，如果能进一步行动，“它可以更有效地渗透到这个市场里，并且通过使用分行网络降低贷款管理成本。”很快，在政治信心上升的促动下，这方面的进展迅猛——1987年8月推出的住宅抵押计划把个性化产品和覆盖面极广的住宅买卖服务联系在一起，大受欢迎，在10个月的时间里贷款组合增长了110%。但是，这一领域的竞争也极为激烈，不断出现相互削价竞争的局面。第三款产品是1984年12月推出的超级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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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除了其他优惠服务外，它还向持卡人提供最高两倍于他们月收入的自动信用贷款。该卡推出前夕的一次星期一晨会指出：“超级ETC卡是在为客户提供系列电子化产品方面的一个新的尝试。”

所有这些产品以及其他产品，都得到了市场营销部门的大力推广。1982年9月，雷兴悟调侃道：“不久之前，银行对‘市场营销’这个词汇还完全陌生。但是，银行家们坐在办公室里等着生意送上门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如此，还是存在着许多限制。1987年6月的一次星期一晨会如此记录：“现在零售银行业务的营销活动包括发送人们所谓的‘垃圾邮件’，已经有人对此抱怨，我们感觉到应该对此小心谨慎，维护银行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形象。”

1984年，汇丰在许多分行推出了统一排队系统，这项举措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推出之前银行为此进行了细致的客户研究，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满意：有些客户还在怀念在不同队伍后面排队碰运气的感觉，而多年后在荔枝角区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客户认为“统一排队会造成等候的时间更长”。以一家坪洲小型分行为例，1990年在这家银行担任出纳员的贝琳达·吴（音译）注意到，“有些老奶奶不要别人接待，只找我，即使我出去吃午饭了，她们还是在我的柜台前耐心地等我回来。”但是，无论使用哪种排队系统，都很难证明某一个系统能够更有效地减少排队时间，即使在1988年7月进一步推出了新的电脑终端之后——即每个出纳面前都有一部功能齐全的工作台，通过它可以和银行电脑主机直接交换信息，从而减少交易处理的时间。1990年1月，米特兰银行的布莱恩·古尔德索普在考察了几个区的分行之后客观地指出：“柜台前的队伍长得可怕，在这里，人们当然觉得难以忍受，但是，生活就是如此。”

80年代末，银行出现人员严重短缺的情况，这使得问题雪上加霜。1988年5月，汇丰人员短缺人数达到了650人，而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据报，银行员工都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之后不久，观塘区的区域经理柯清辉（Raymond Or）总结了一份完整的内部调查报告：“员工士气很低落，因为他们认为其收入与他们的工作压力不对等。大多数出纳都觉得，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其他银行拿到相同的收入——如果不是更高的话，但是，工作的压力会小很多。”尽管如此，已焦头烂额的人事高级经理尹力行（Brian Renwick）在1990年7月接受《集团新闻》采访时仍略带得意地表示，汇丰员工的平均流失率在15%左右，只是一般香港企业员工流失率的一半。正如最近刚刚加入中区分行的出纳，21岁的薇薇安·叶（音译）坦率地表示：“随着1997年的到来，我想在一个更稳定的企业工作。”

同样，银行分行系统也承受着压力。在1978年之后的4年里，新开张的分行数量超过了129家，使得总的分行数量达到了298家。这是令人惊讶的增长速度，改变了银行的存款基础；甚至出现了一个流行说法，称“汇丰银行的分行数量比杂货店还要多”。但是，1982年上半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几乎一半的分行都在亏损经营，这就使得管理层开始重视对分行网络进行合理调整。1989年9月，在总的分行数量减少到256家之后，一份董事会文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策略：

我们的战略基本如下：

·尽可能把分行合并成更大规模的经营单位；

·对于那些一直以来无法完成经营目标的分行，实行关闭；

·在人口增长较快地区开设新的分行，主要是在新界。由于员工不足，导致进展缓慢；

·积极寻找独立放置ATM机的地方；

文件最后总结道：“预计分行数量将会降到250家以下。”

另外，分行系统也将面临一项根本性的结构改革。从传统上来说，一家商业银行的分行不仅要处理零售业务，也要处理企业业务，但是，80年代末，根据80年代初花旗银行开展的探索性试验，这种做法显得跟不上时代潮流。1988年5月，集团战略研究部门的经理罗伯特·穆特（Robert Muth）指出：“最近，我和米特兰银行、巴克莱银行和拉夫堡银行中心的人进行了会谈，今天早晨刚回到办公室。我非常确定，在英国、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和欧洲大陆，专业化企业银行服务中心的想法已经被市场完全接受。”在香港，分行的经理们一开始都很排斥这种做法——在一项电话调查中，有将近90%的分行经理反对将零售和企业业务分拆的想法，但是，到了1989年的夏天，在观塘区的试验却证明这种新方法非常成功。1990~1991年，开始推行这种新想法：汇丰专门成立了6家企业银行服务中心，来为大中型企业提供服务；在长沙湾区建立了一个巨型交易处理中心，从而把原来承担企业业务后台支持的各家分行解放了出来，不仅释放了空间，也缓解了员工的压力；现在分行能够更专注于客户服务——无论是个人客户，还是小型企业客户。所有这些事务都涉及相当程度的重组工作，但是在经历了初期的困惑之后，依靠着各部门的高度团结和协作，顺利渡过了难关。

事实证明，在这一时期，一般香港人很难改变对汇丰的某些负面看法。1982年的夏天，对公屋住户的一项详细调查显示，汇丰在服务可靠性、分行位置和分行数量等方面的得分最高——但是，“在员工服务礼仪方面得分最低。”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在银行现有客户中进行的一项类似的调查也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并且更明显地展示出银行“不够人性化”的地方。在员工礼仪方面，汇丰更是难以与恒生银行比肩。之后在1983年，在小型企业中间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汇丰在市场中给人的一贯印象是臃肿的官僚化组织架构，当客户有需求的时候找不到恰当的银行人员进行沟通。”在随后几年里，汇丰有意识地在服务窗口中增加不再冷漠、更具亲和力、最主要的是更和善有礼的面孔，其中柜台出纳员无疑在这些变革中处于最前线；但是，到了1987年，个人银行部门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博伊兰（Patrick Boylan）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所有的调查都表明，我们被看作是一个巨大而冷漠的官僚体系——没有笑容，没有服务，被繁文缛节束缚了手脚。”不过他也补充道：“对于许多真正关心客户、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员工来说，这种看法或许是不公平的。”换言之，汇丰银行依然是令人十分敬重和信任的香港金融机构——“银行”，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对于汇丰，人们很难在心中升起一丝温暖的感觉。









1990年，香港，汇丰为新落成的网络服务中心积极准备开张庆典活动，在传统舞狮表演的排练现场，查尔斯·杨（音译）向浦伟士演示如何“点睛”



一个经济，两个地区


在汇丰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中，信任同样也是关键所在。1986年6月，沈弼向景复朗表示：“毋庸置疑，我们是除了中国银行之外世界上最大的、有着中国背景的银行，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是一场赌博，因为我们正在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目前似乎有点不够成熟的东西上。如果中国未来崛起的话，这肯定是我们未来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

日益加深的关系背后是内地与香港两地经济在发展中越发不可分割的本质特征，尤其是许多香港制造商充分利用了在中国内地进行制造成本低廉的优势，把他们的工厂迁入到中国内地新近建立的经济特区中。与此同时，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开始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981年5月，刚被任命为中国区域经理的安东尼·罗素（Anthony Russell）向《集团新闻》坦陈：“有些人悲观地认为，中国永远不会有商业机会。”但是，他继续讲道：“我们从实际经验中了解到，对银行来说，那里就有真正的机会。我们相信，用我们充满想象的创造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发展机会。”在谈到汇丰所承担的关键性使节作用时，罗素强调：“我们永远不会忽视与中国发展长期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必然会让中国重视香港的价值，香港对中国的帮助越多，那么中国对香港的帮助便越大。在这个背景下，汇丰银行需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正如罗素所料，事实证明这将是一场持久战。1984年，当他开始为其负责的中国业务撰写战略计划的时候，汇丰不仅在上海拥有了历史悠久的分行，刚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而且在三个经济特区里也开设了办事机构。但是，他解释说：“留给外国银行的市场一直是、依然是非常有限的。”

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为了取得有限的进展，我们不得不跑步前进。我们一直聚焦于挖掘我们的历史渊源，发展我们的商业关系，并且在有限的业务领域（尤其在项目融资方面）确保获得合理且不可估量的市场份额。大多数竞争对手在中国业务上落得亏损，因而孤注一掷地承接某些高风险的中国业务，不过我们并没有从中获益。

尽管如此，罗素断言：“我们相信，我们仍被普遍认为是在处理中国相关的业务上最活跃的外国银行，我们会努力加强这种形象。”

1985年，随着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3月在一次星期一晨会上，在经过和北京方面讨论之后，与会者指出：“人民银行有意让汇丰扩大在中国内地的业务，以此作为促进中国的银行提高效率和加强竞争的手段。”8个月之后，作为扩大业务的第一步，在中国内地最靠近香港的深圳市，汇丰把代表处升级为提供全牌照银行服务的分行——这是自1949年以来外国银行在大陆开设的第一家分行。分行的正式开张仪式由沈弼主持，陪伴在他身边的有广东省的高级官员，在观看了传统的舞狮表演并为狮子“点睛”之后，他表示：“我们知道，允许汇丰在深圳开设分行，表明中国对汇丰银行有信心。我们决心通过向深圳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支持，来证明他们的信心是完全正确的。”









从左到右：中国区经理罗素、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特区分行行长罗显荣，于1988年为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开张剪彩


在随后几年里，在内地经商的经济基础广泛出现好转。1991年，中国人民银行暗示，它有意允许外国银行在特定城市扩大业务经营，最大的开放限度为允许每家银行开设一家分行。汇丰选择了广州——日趋开放的广东省的省会城市。1992年4月，浦伟士称赞广州在经济规模上是亚洲的第5条“小龙”，而且汇丰在过去10年里已经为这座城市里的数千个轻工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项目提供了融资服务。罗素在那段时期注意到：“我们知道，越来越多在中国经商的外国投资者出于本能会选择非中国内地开办的银行，而其中许多投资者本身是我们香港或其他地区分行的客户。”因此，随着分行网络不断扩大，无论前方的道路如何崎岖，汇丰总是占据着有利的市场地位。

对所有参与到这个进程中的人来说，谁都没有指望银行业务会一夜之间迅速增长。从1989年年初开始，不时有零星的消息传来，让人们可以从中洞察到这个过程中有时候遇到的困难。这涉及不良贷款的棘手问题，罗素在写给唐生（现在是集团内负责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业务的总经理）的信中估计，不良贷款大约占到中国区贷款组合的6%。他解释道：“绝大多数此类贷款是由于建筑工期严重拖延导致成本超出预算或者基础设施效率低下（例如电力供应不足）所造成的。我们所有的不良贷款在中国都有100%的担保保障。自从我们1980年开展转贷业务以来，还没有遇到过担保机构最后无法偿还贷款的事情。在过去两年里我们在贷款方面的经营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部分是因为中国对借款人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负责融资业务的执行董事葛赉也写信给唐生，称6%是一条“预警”线，并且质询银行是否应该提高其主权风险。在回应时，唐生选择了支持罗素的观点，他认为“现在的信贷审查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要严格得多，当然我们也比开始时更了解中国的情况”；而罗素也反驳：“我们绝大多数的问题贷款都出在制造业和酒店业的合资企业上，而从更大范围来看，我们在贸易贷款上的经营一直处在良好和赢利的水平上，尤其是随着香港地区和中国的贸易继续增长，我相信在这片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机会。”

不可避免的是，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在本质上是纯粹属于经济范畴的，或者正如葛赉所言：“我当然体会到在那里开展工作，政治考虑可能会压倒一切。”鉴于历史和战略的原因，汇丰在中国的地位十分独特，一年后在施伟富以香港银行公会主席的身份写给中国银行香港总经理的信中，就十分清楚地表述了出来。在讲到“在香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些银行在中国遇到了贷款回收的问题”时，他继续说：

结果是，它们不得不通过法律程序来寻求帮助，而同时也越发开始到处抱怨，向媒体诉说它们遭遇的困境。汇丰银行也碰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汇丰的处理原则总是尽可能减少公开曝光，在回应媒体询问时力图表达一点，即我们在中国的借款人和担保人的表现令我们十分满意。

他最后总结道：“我们试图让其他银行放心，尽管中国可能正处在外汇相对短缺的时期，但是，中国会信守其金融责任。”

在那些年里，总有一颗令人垂涎三尺而又“吃不到的葡萄”。它触发了一种可能性：上海市政府经常提及其远大目标，即想要把上海重新打造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汇丰或许能够重新搬回它在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外滩建造的那座雄伟却已长期闲置的大楼。1988年，在一次临时提议下，罗素被带到这栋大楼里四处察看了一番，他看到了它的潜力。他在报告中写道：“我必须承认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业余的眼光来看，都能发现人们在大楼维护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我认为终于有真正的迹象表明上海开始采取行动。基于种种原因，这座城市在最近几年里落后于中国的整体发展和进步。他们现在想要追上失去的时间，成为一个领跑者。”罗素补充道：“大楼的位置十分理想，而汇丰目前的办公室却人满为患，”但是他也坦陈：“显然，我们只能在这栋大楼里占据一小部分。”最终在1991年9月，随着上海明确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开始崛起，汇丰提议以3 000万美元的价格租下这栋老楼50年的使用权，并且表示只会使用其1/4的面积，同时把其余部分对外出租。然而，上海市政府拒绝了这项提议。这个浪漫回家梦最终无法实现，而媒体捕风捉影的报道让这个故事又流传了好多年。


找到出路


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的关系中越发明显的政治因素使得银行高层忧心忡忡。1986年2月，在一次战略会议上汇丰高层一反常态地开始自我反省，试图找出汇丰特别的优势和劣势。最终找出了5个方面：

优势

1. 银行的对外声誉

2. 员工的忠诚

3. 我们国际网络提供的信息（我们应该选择使用）

4. 我们决策流程的效率

5. 我们的零售基础

劣势

1. 业务管理薄弱

2. 人事管理不到位

3. 在政策事务上缺乏管理层的参与（迷恋于保密、缺乏信任）

4. 资产集中

5. 汇丰总部的财务负担

汇丰进行深刻反思的目的是为了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找到答案：（1）银行未来的总部到底在哪里？（2）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金融机构？毋庸置疑，在80年代中期，即使在香港大众普遍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反应积极，并且汇丰在新的总部大楼上投入不菲的情况下，汇丰还是在认真思考未来最理想的行动方针。

沈弼肯定在认真思考这些问题，1986年6月他十分坦率地告诉研究汇丰历史的专家景复朗：

我想如果因为我们在香港已经有了总部，因为香港在11年后将回归中国，我们什么都不去做，那我们肯定将会变成一家中国银行，就像日夜更替一样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在银行高层保留所有英籍管理人员，就将会是一个时代错误，我怀疑这是否会被允许——在董事会里大部分董事都是英籍人士，我怀疑这是否也会被允许。我怀疑你是否还能找到能干的人来管理好它，而可能汇丰将会成为一家中国的银行，那将……

两个月后，极其能干的集团法律顾问兼董事会副主席费理明开始仔细思考，汇丰传承下来的古老条例（可追溯至1865年银行成立之时）如何意味着银行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灵活性”。尤其是他正在思索的第4条款，它清清楚楚地规定了“银行应该一直在香港设立营业大楼或办公场地，并应该使之成为总部办公室或主要营业场所”。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个时候，“1997”的因素很明显正使外界开始产生对银行的负面看法。1986年晚些时候，朗涛公司（代表汇丰银行）对纽约、伦敦和东京的20个资深金融投资人展开了调查访问，调查的结论是：“受访者顶多只会在短期内投资汇丰银行，投资的风险集中在香港的未来。”

在1987年的下半年，汇丰与香港金融部门就新的外汇基金安排开展讨论，这意味着汇丰将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在货币供应和定价方面的控制权，转而把权力移交给政府。因此，汇丰又对其前途问题进行了更大范围内的战略思考。在初期阶段，浦伟士征询了彼得·哈蒙德的意见。哈蒙德刚刚从董事会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他完整地答复了浦伟士的问题，支持结束汇丰所承担的“准央行的角色”。他指出：“多年来我们从中获得的收益，包括名望、货币供应还有使用银行票据交换基金，而这些东西现在和其中的风险相比，已经得不偿失。”他继续补充道：“如果在成为一家普通银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把银行的特别条款进行修改，以此在未来经营中更具有灵活性，那么我们不应该拒绝这种交易。”哈蒙德的意见几乎和浦伟士的想法不谋而合，浦伟士认为潜在的政治现实意味着，现在的香港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某种名副其实的央行制度——与传统的、缺乏固定性的货币安排相对应：“中国人很难接受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系统，而且我想美国人也不会对此感到特别高兴。”

1987年的晚些时候，在一次与金融部门的会谈中，浦伟士坚称，由于新的货币安排（将于1988年7月生效）将涉及把银行系统结算差额的控制权从汇丰转交给香港外汇基金，因此，汇丰“不再将自己视作具有责任义务的主体，不再继续扮演支持货币的重要角色”，而相反，汇丰“自然希望自己更像是一家商业银行来运转”。当然，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汇丰将不负责任地草率行事。”

无独有偶，在这次会谈进行的同一天，1987年11月13日，汇丰在寻求经营灵活性的道路上又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步——汇丰宣布正在收购米特兰银行14.9%的股份。虽然在当时的资料文件中难以觅得其踪迹，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次交易中必定有1997年的政治因素。的确如此，根据费理明自己在1997年的回忆：“与米特兰银行联系在一起，或许可以为汇丰提供在应对银行所在地在未来出现一切变化时所需要的‘掩护’。”而当时《远东经济评论》杂志也肯定持有相同的观点。在一篇标题为“通往英国之路”的文章中，菲利普·鲍林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这项交易，汇丰“已经规划好了留在英国的道路”。他继续补充道，人们准确地注意到汇丰把这部分股份看作是“可能通往全面收购的第一步”，“这一措施将使得汇丰可以保留其英国的身份特征，并借此保护自己以防范香港在即将迎来1997年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之后不久，《金融时报》的戴维·拉塞尔斯就观察指出：“人们对汇丰银行的收购目的继续猜测，其中最广为流行的观点是浦伟士至少想扩大与米特兰银行合并的选择范围。”但是，拉塞尔斯也指出：“他必须要避免任何准备放弃香港的暗示，否则的话，将会对本地人的信心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现在，浦伟士正走在最纤细的钢丝上，真是如履薄冰。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人们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大幅度下降，香港正经历着困难时期。在最基本的层面上，都可以看到港岛对外移民的比例正在快速上升，这使得汇丰和其他银行都深感不安。在1987年，在全部670名本地管理人员中有56人已经办妥移民手续，这个数字几乎是前一年移民人数的三倍；而到了1988年11月，规划师彼得·布罗克曼告诉一位来自米特兰银行的访客，“目前华人‘人才流失’正导致严重的问题。”许多人选择移民只是为了确保拿到非香港的护照，尽管有一些年轻的管理人员在汇丰被看作前途无量的人，集团还是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移民目标而在内部继续实行异地临时派遣的政策。

事实上，对香港人信心的真正打击正在到来：1989年春夏之交，香港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出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集会和游行——来自薄扶林地区的托马斯·王（音译）在5月30日写给《南华早报》的一封信或许最恰当地体现了当时民众普遍的情绪：

我们曾经全力以赴的工作突然之间变得毫无意义，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每一天只能焦急地看着新闻。苦闷和不安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1997年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当时，护照问题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6月的晚些时候，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7家主要香港企业的行政总裁，致信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表明“香港人民的信心已经受到政治时局变化所带来的严重打击”之后，他们表示支持香港政治家提出的建议，即香港公民有在英国居住的权利，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保证，将会出现“在企业所有层级中的关键人才加速流失”的未来景象。在那一年的剩余时间里，围绕着护照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最终的结果在香港人看来着实令人失望，因为英国政府提出的国籍方案仅为5万个家庭提供英国护照。

在人们支持民主运动情绪日益高涨的明显迹象中，汇丰像原先一样尽最大可能防止被拖入政治旋涡中，这与其积极参与经济论题的立场刚好相反。1989年9月，浦伟士坚定地告诉一位当地记者：“汇丰银行将永远把总部设在香港。我们在这里经营得非常好，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呢？”尽管如此，这位记者还是想方设法采访到了“浦伟士身边一位不太谨慎的基层管理人员”：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将会做什么：收购米特兰银行，然后把总部搬到英国去。但是，这肯定是一个金融把戏，这种方法和风格太过于明显，所有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仍然十分赞赏这种方法。真正的诀窍则在于如何尽可能地保持香港本地的业务，因为这里最终是我们赢利能力最强的地方，这里有着最高的利差和最低的税收水平。我们必须尽可能地维持这种局面。

不久之后的1990年1月，米特兰银行的重要人物布莱恩·古尔德索普来香港访问，在5天的时间里他不停地和自浦伟士开始向下的汇丰银行不同级别的人会面。在结束访问时他总结道：“势不可当的压力当然就是不稳定的因素，也就是人们所知的‘中国牌’的问题，在未来几个月内它还将继续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由于对灵活性和行动自由的需求更加迫切，1989年秋天，银行终于成功地把过时的特殊条例给彻底剔除了，并且还像其他香港企业一样，按照香港公司条例进行了注册，这让浦伟士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尽管如此，汇丰还需要采取一个同样关键的结构性措施。1990年8月，银行草拟了一份冗长的文件，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由费理明所撰写的，即针对人们所谓的“彩虹项目”阐述了项目目标和基本原则。项目目标包含6个方面：运营效率；税收效率；政治可行性；与银行监管要求相一致；最符合股东的利益；与汇丰和米特兰未来可能的合并相兼容。其基本原则如下：

（1）适用于储户、借贷人和需要集团提供不同种类金融服务的其他客户，因为当下香港出现由政治上不稳定的局面而导致人们不愿意与银行交往的情况；

（2）不稳定的局面影响到集团在其他地区被监督的程度，从而制约了集团在其他地区扩大业务经营的能力；

（3）不稳定的局面将限制集团在可接受的条件下筹集额外资本的能力。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费理明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成立一家控股公司。尽管它还是接受香港方面的管理，并且绝大多数董事还居住在这里，但它会在英国注册成立。而基于英国税收的要求，它将是一家非常住居民所有的公司。更重要的是，费理明解释道，银行将“从这种运作中获取重大利益”，即使与米特兰银行的全面合并最终出现无法实现的情况；浦伟士事后回忆，在他看来，这项重组提议最令他满意的地方，就是使他有办法在跟美国监管者交流的时候更为方便快捷。

因此，这项提议获得了通过，尽管在这之前浦伟士还得向北京方面确认一下，他们是否对此没有表示完全反对的意思。大约在25年之后，他回忆起当年的往事：

在宣布重组前两周的时候，我拜访了中国的总理李鹏，陪我一起去的是安东尼·罗素和黄彬，她是我们公司一名出色的翻译。那天，在人民大会堂，我们见到了总理和他香港办公室的行政人员。我解释道，基于方便开展银行业务的目的，我们将把汇丰控股搬到伦敦，但是我们汇丰银行的总部还留在香港。总理领会了我解释的最后那个部分，随后是由政府安排的媒体拍照。他在晚上6点北京电台的新闻中宣布了这个消息……

汇丰在1990年12月17日宣布了即将开展重组的消息——而在同一天，它宣布将暂时搁置与米特兰银行开展进一步合作的计划。在新闻发布会上，浦伟士圆滑巧妙地避开了各家媒体的问题。他一再指出：“我们不是抛弃香港，我们只是开展一些重组工作。”他还强调这是海外投资者和存款者由于担心香港的前途而使银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他宣称：“香港之外的人们也有着他们的忧虑，我们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他指出，如果不做出这种改变，集团开展长期融资的能力将会受到损害。浦伟士得到了香港财政司司长翟克诚的支持（“用一个商业方法来解决一个商业问题”），在之后一天他又得到港督卫奕信的声援：“如果你从一个更广阔的香港视野来看，香港需要的是一家强大的银行，一家致力于高效服务香港的银行，一家能够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的银行。它们进行重组的方式正是为这些目的而设计的。”

就中国政府对此反应相对低调这个事实而言，这次新闻发布是成功的；但是在香港，各方对此的反应各不相同：恒生指数在12月18日那天出现了上涨，汇丰股价上涨了4.3%；而《南华早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是“汇丰银行迁往伦敦以规避1997年的风险”，之后很快，《远东经济评论》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汇丰悄悄开溜了》，准确反映了香港社会不同层面对此事的看法。《远东经济评论》的迈克尔·泰勒指出：“此举传递出来的消息十分清楚，国际金融界没有用真金白银来下注的能力，无法去赌中国政府未来是否将是仁慈的。”他继续表示：“汇丰把非亚太地区的资产撤离出北京，从而使它在1997年之后所遭受的资产损失得以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而与此同时，也让它抓住了发展国际业务的最好机会。”1991年2月26日，在香港举行的特别股东大会上，股东们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批准了这项重组计划，从4月18日起，汇丰控股的股票同时在香港和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恰在此时，汇丰银行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向香港人民证明它还是这块土地上最负责任和最重要的企业公民。在1991年8月的几天里，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都出现了多起储户挤兑的事情，部分原因是最近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引起了恐慌。在这种困难和恐慌的形势下，汇丰向两家银行提供了十分有力的支持，花旗银行在香港的最高管理者史蒂文·贝克事后写了一封感谢信给葛赉，他在信中表示，他和他全球范围内的同事“都对你们为平息市场风波而给予的支持印象深刻，并对此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尽管如此，这个插曲仍无助于提升香港岌岌可危的全球金融领先地位，这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对汇丰产生负面影响——最明显的是在1991年10月，当时美国的评级机构穆迪宣布把汇丰列入观察名单中，并且可能把汇丰的短期存款和商业票据的信贷评级从AA1级向下调整。

5个月之后，汇丰发出收购邀约，开始启动对米特兰银行的全面控制——如果收购成功的话，也将意味着，在英格兰银行的坚持下，汇丰集团总部将从香港迁往伦敦。值得注意的是，香港股市（包括汇丰的股票）在1992年的春天和初夏都表现得很强劲，而且直到交易几乎要完成的时候，北京方面才开始谴责汇丰想要“逐步逃离香港”。或许香港商界对这种符合逻辑的决策暗示存在着某种遗憾的情绪，但是本地股东对米特兰银行的实力和地位还是有许多担忧——但是，压倒一切的考虑因素似乎和浦伟士的个人估计完全相同：考虑到继续发展的正面原因和要降低风险的负面原因，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令人依然捉摸不透的是，如果没有“1997”因素的话，汇丰是否还会收购米特兰银行。考虑到70年代末的“三足鼎立”战略几乎肯定不是因为1997年的原因而推动起来的，而且在80年代初在试图收购皇家苏格兰银行的时候，离成功几乎只有一步之遥，因此答案或许是“还会收购”。当时，不可逃避的现实是迫在眉睫的主权交接。汇丰离港的原因错综交织：部分源自老派的、准帝国的情绪，部分来自非常务实、冷静客观的方案评估。在香港经营了125年之后，只在“二战”时期才暂时撤离香港的汇丰现在遇到了新时机，它该回家了。




[1]

 ETC：Electronic Teller Card，大部分香港人直接称为ETC卡，也有人称之为易通财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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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年初秋，在华盛顿召开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期间，米特兰银行主席基特·麦克马洪和浦伟士有过几次富有成果的交谈。结果，汇丰银行在11月13日宣布，将收购米特兰银行14.9%的股份；持股时间至少为三年，这暗示着在未来某个时候双方可能完全合并。那么是什么促使双方走到谈判桌前呢？

对于汇丰来说，背后的原因不单纯和“1997”因素有关。在5年前收购皇家苏格兰银行铩羽而归之后，现在天赐良机。汇丰可以往前跨出一大步，如愿以偿地实现“三足鼎立”战略，而且事实上还能回到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地区。对于米特兰银行来说，它早已失去了世界第一的名号，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米特兰银行在1980年灾难性地收购了加州地区的克罗克国民银行。正如1986年9月麦克马洪告诉董事会的那样，紧缩开支和“通过兼并在全球市场上找到关键多数的客户群体”是银行面临的选择；如果选择后者，并且期待一场门当户对的“联姻”，汇丰是更受青睐的合作伙伴。他补充说道：“我们的问题是经济上的，而他们的问题是政治上的。”几乎是在一年之后，麦克马洪刚刚从拒绝盛世广告不知天高地厚也想收购米特兰的羞辱经历中走出来，受了一肚子委屈，现在自然十分高兴，马上同意了汇丰注资收购的提议。









1869年位于伯明翰新街的伯明翰和米特兰银行总部大楼


英国媒体的反应普遍都比较积极和正面，认为麦克马洪从战略高度上抓住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发展机遇。《金融时报》的戴维·拉塞尔斯指出：“不难看出，两家银行情难自禁地走向了更紧密的联姻，它们都需要对方。”显然，妨碍它们联姻的最大障碍是英格兰银行的行长罗宾·利–彭伯顿，他公开反对一家英国的清算银行被一家外国银行收购——英格兰银行的人们还愤愤地记得1981年沈弼目中无人地开价收购皇家苏格兰银行的往事，在他们眼中还依然留存着不能原谅汇丰的眼神。


认识我、认识你
 

[1]






在1988年，两家银行都在营运的合理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进步。主要变化是汇丰在米特兰具有很强优势的欧洲市场上停止了银行转让业务；米特兰也投桃报李，在亚洲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在随后的一两年里，双方都努力地想多了解对方，这在米特兰于1989年11月举行的银行业务汇报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时，米特兰银行派出了一支高管团队访问了香港和新加坡，向大约900名汇丰集团的管理人员作了7场系列报告，单场时长为3小时。三个月之后，汇丰也同样派出了高管团队在伦敦的米特兰银行做了相同的报告。另外，双方还开展了一项管理人员短期互派的计划，除了一些小瑕疵以外，这个项目进展得十分顺利。1990年9月，来自米特兰银行的克里斯·沃森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指出：“总之，一开始，米特兰在考虑接受汇丰人员的时候反馈很慢；而反过来在汇丰，某些官僚化的流程也阻碍了项目的顺利进行。”但是，他补充说道：“我们不要忘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散落在全球各地。”

无论在哪一方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高人一等、看不起对方的派头——米特兰银行方面尤其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气氛，对汇丰所暗示的双方未来不平等的合作感到十分不悦。1988年，麦克马洪在访问了香港之后表示：“就米特兰与汇丰之间的关系而言，尤其从我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一种非常不对等的现象，这自然是由于汇丰在我们的银行里持有股份而我们却没有它的股份所造成的。”之后不久，在米特兰银行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在讨论与汇丰的关系时，大家一致同意应该让麦克马洪“与浦伟士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告诉他，我们觉得难以接受他们在和米特兰人打交道时采取的那种方式，并且告诉他，一般而言，我们不会接受他在米特兰银行以其汇丰主席身份颐指气使的做派”。在级别较低的管理层里，1988年11月，米特兰银行的迈克尔·富勒遇到了彼得·布罗克曼，他发现布罗克曼对米特兰的了解“不仅过时，而且还有点儿看不起米特兰的味道”。富勒举例说：“他苦恼地告诉我，他儿子在大学毕业后特别拒绝了去米特兰银行工作的机会，在所有清算银行中他唯独拒绝了米特兰。同样，他在讨论米特兰‘问题’的时候，提到了米特兰‘聆听银行’的活动（这已经是8年前的活动！）。在这些问题上，他的评论已经无关紧要，但关键是我觉得他们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令人十分厌恶。”

同样，米特兰对汇丰的态度也没有好多少，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一种优越感。在1988年8月访问汇丰期间，麦克马洪被董事会的会议搞得云里雾里，终日不知所云。（“开会时阅读文件的时间少得可怜。”随后，“根本就没有对业绩数字进行真正讨论，只是泛泛而谈。”）从整体上来看，这样的集团特征似乎有点令人不可思议。（“这种会议就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活动的大杂烩，人们可以感觉到，没有人在控制整个会议的进展和方向。”）在讨论两家银行的更紧密合作的时候，浦伟士强调了在影响英国政府的态度上个人的重要性。（“他的确很顽固地坚持特别天真的观点。”）因此，在随后米特兰银行的战略会议上，与会者同样形成了一致的看法。用麦克马洪的话来说，即“他们（汇丰银行）拥有一种根本上只存在于威权统治机构中、步调一致地快速移动能力，但是或许在进行战略思考和战略规划方面具有相应的弱点”，而“我们可以不客气地说，或许我们在最高水平的智力和创造力方面要比汇丰更具优势”。

但是，除此之外，双方最终在一些重要层面上认识到还是可以与对方开展合作的。尤其明显的是，1990年1月米特兰的代理行政总裁布莱恩·古尔德索普访问香港，尽管他对自己在港的所见所闻也颇有微词，但是走的时候还是表示汇丰给自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就沟通而言，我觉得无拘无束，与见到的所有人都达成了一致的价值取向，与我过往的经历相比要顺利得多，如当年在与克罗克银行的人打交道时就遇到许多困难。每个人都很友善，而且我觉得他们对于各方面的优劣都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汇丰的管理层，依我看来，还是十分在意保护其巨大的市场份额和监管环境的，而且尽管他们有些变化和进步，但在许多方面还是保留着过时的帝国姿态。总的来说，我们之间的沟通基本顺畅，有着共同的语言。”

当古尔德索普访问香港的时候，无论是两家银行内部还是公众，都普遍认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两家银行会走向全面合作。到了4月，双方向英格兰银行递交了联合文件，上面不仅相当详细地陈述了，“双方如何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银行业和经济环境中，以最有效应对风险和竞争挑战的方式来充分挖掘本身的业务能力和资源，”同时也说明了在未来更大的组织架构中麦克马洪将出任董事会主席，而浦伟士将担任行政总裁，而且他们两人均是英国常住居民——这一点化解了英格兰银行在前次沟通中所表达的担忧。从来自英格兰银行的布莱恩·奎因的反馈来看，形势不是很悲观。他询问了双方合理化改进的好处，双方体现出的远不是那种彻底的敌视态度。

10月11日，两家银行的联合领导小组在位于伦敦金融中心波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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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米特兰银行雄伟的总部大楼里开会，商讨新银行的名称等事宜。这件事情经历了一些波折。早先在1989年11月的时候，米特兰方面提出的几个候选名称中包括“全球米特兰”“盎格鲁太平洋”“东西方银行”等。在另一次会议上，一家公关公司建议使用“上海山姆”这个名称——“山姆”一词取自米特兰的投行塞缪尔——蒙塔古公司——这令浦伟士十分不悦。1990年春，“米特公司”这个名字从众多候选方案中最终胜出——尽管布罗克曼曾经告诉过浦伟士，这会“对香港员工的士气造成很大影响”；但是，集团的公关部经理贾栋能却支持这个方案，还特别以“任何时候”都不会与“任何地方、文化、语言”相冲突作为理由。现在在波特丽，浦伟士和麦克马洪都倾向于选择“墨卡托”，他们要求贾栋能和米特兰银行的公关经理负责向主要国家的注册机构开展名称查询工作。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米特兰深陷困境的背景下进行的。1988~1989年的有些时候，麦克马洪似乎可以力挽狂澜——包括在1989年9月推出的“第一直接”银行大获成功。这是世界领先的24小时服务的电话银行，在电话的银行端是人工服务。但是到了1990年，英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这不可避免地对国内银行业产生了负面影响。4~6月，麦克马洪私底下承认“我们的业绩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滑”，甚至到8月初时，中期财报还未宣布。（米特兰中期利润的下降超过了50%，是四大银行中业绩最糟糕的一家。）媒体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金融时报》毫不含糊地打出标题——“一家英国结算银行急切需要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不出所料，米特兰银行内的氛围日趋绝望。麦克马洪自己在7月也承认：“我们出现了严重的员工士气下降和对银行信任动摇的问题。他们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无法及时完成合并。他们需要获得保证，我们不会再游离于目标之外，也不会犹豫不决。”到了10月初，情况没有任何好转，尤其是员工们发现波特丽的总部大楼已经被悄悄地在市场上出售。坦率地说，米特兰是一家急需兼并合作的银行。

在199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汇丰银行的情况也不是最好的。3月公布的汇丰全年财报显示，尽管收益比1988年增长了11%，但是却与分析师预测的15%有较大的差距。银行在非本港业务上的业绩明显没有起色，使得人们怀疑它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实现多元化的目标，改变其远东业务独大的局面。之后更糟糕的是，汇丰在8月28日公布的上半年收益只有15.30亿港元，这个数额让人震惊，因为同比1989年上半年收益下降了20.7%。同样糟糕的是，这是在过去40年里银行收益首次出现了下降。正是在这种令人沮丧的背景下，费理明提议与米特兰银行的全面合作应该暂停，直到公司重组计划完成，而其中设立一家在英国注册的新控股公司的计划也应暂停。他解释道，重组完成后形势会更有利：

（1）原先作为刺激因素的更改汇丰注册地的重要性将会消失。汇丰的谈判优势将会相应增加。

（2）如果市场认为米特兰与汇丰合并的可能性将会下降，并且没有其他投标人愿意加入收购，那么米特兰的股价或许会下跌。

（3）目前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驱动两家银行进行合并的原因是它们都遇到了严重问题（例如资本和政治上的因素），而不是受到业务发展需要的驱动。如果在汇丰完成重组之后再进行合并，这种观点肯定会销声匿迹，公众的注意力很容易集中在合并交易中积极正面的商业原因上。

毋庸置疑，两家合并还是存在着其他原因的，其中包括银行在经营困难的时候管理资源极其匮乏，但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汇丰决定暂时停止与米特兰的合并谈判。

10月12~13日，当麦克马洪在贝奇沃思（米特兰培训中心的所在地）参加为期两天的高层会议时，他收到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浦伟士和他的团队表示，由于两家银行都出现了经营上的困难，以及需要妥当安排重组事宜，他们认为在1992年之前无法继续开展合并工作。11月初，麦克马洪在和自己银行的非执行董事们结束了冗长会议之后指出：“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浦伟士让我们功亏一篑。但是最终，我想大多数人会在我们继续前行的道路上对任何涉及汇丰的问题准备采取一种均衡的观点。”但是，对于麦克马洪个人来说，汇丰方面的突袭行动彻底暴露出他没有任何可行的备选方案的尴尬。在1990年12月17日（在同一天也宣布了重组计划）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他对媒体不出所料地给出了悲观的评论。《泰晤士报》声称：“这使得米特兰的未来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混乱。这是一家正在衰落的银行，并将继续衰落下去。”或者，正如《投资者年鉴》残酷指出的那样：“现在，米特兰银行彻底暴露出它本来的面目：一家陷入困境、财务上无力、掉入第二阵营中的清算银行。”在米特兰悠久的历史上，这是其低潮时期中最黑暗的时刻。


两种声音


1990年秋到1991年夏，双方都在静观其变。1991年3月，米特兰宣布新的领导团队将接替麦克马洪：曾经以掌管英国石油公司而闻名的彼得·沃尔特斯将出任董事会主席，而从巴克莱银行挖来的布莱恩·皮尔斯将担任行政总裁。皮尔斯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商业银行家，在加盟米特兰之前是巴克莱银行的财务总监，而且这是首次出现一位银行高管从一家清算银行跳槽到另一家清算银行的情况；在这充满戏剧性的管理团队更迭背后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格兰银行插手的痕迹。









1992年米特兰银行的行政总裁布莱恩·皮尔斯


当米特兰的新管理团队正着手采取行动来赢得员工、客户和股东信任的时候，汇丰的领导团队也正在权衡对米特兰重新出价进行收购的利弊得失。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浦伟士依然打算寻求一个更有利的时机重新谈判。的确，在前一年秋天“合并”破产后不久，由于担心英格兰银行因此而缺乏支持的热情，浦伟士设法拜会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试探首相对未来两家银行可能合并的看法。在结束会谈时，她表示：“浦伟士先生，现在你可以继续去做你认为最有利于你们银行的事情了。”浦伟士把这看成是对他的鼓励。

1991年秋，浦伟士开始打听英格兰银行对恢复合并谈判的看法，想不到合并的版图上出现了新玩家。1991年11月，劳埃德银行出人意料地知会米特兰，希望就两家银行合并一事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劳埃德银行在受人尊敬的董事会主席杰拉米·莫尔斯和行政总裁布莱恩·皮特曼的领导下，虽然在四大清算银行中规模最小，但是普遍被认为是管理最好的一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有此想法呢？皮尔斯在当月晚些时候拜会英格兰银行强势的副行长艾迪·乔治时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皮尔斯回忆道：“我直截了当地问他英格兰银行是否支持这项收购提议，他回答说他认为米特兰和劳埃德两家集团之间可进行产生巨大协同增效的合作，他们更愿意看到这种自家人之间的合作方案。”在随后几周里，人们越发明显地看出英格兰银行不仅更青睐米特兰和劳埃德的合并计划，以此在英国银行业创造出“第三种力量”，而且更加强烈地反对汇丰对米特兰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皮尔斯在1991年12月再次拜会了乔治，讨论最新的情况。据皮尔斯回忆，双方的会谈“转向汇丰银行，现在的情况对我来说似乎很清楚，就是为了激活整个收购计划。我相信浦伟士可能最早在9月份就跟英格兰银行沟通过了，并且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其想法。艾迪告诉我，英格兰银行铁了心把他打发走。他们告诉浦伟士，英格兰银行将会抵制他的提议，因为汇丰不具备相当的财务实力来拥有一家英国的主要银行”。在收购皇家苏格兰银行铩羽而归10年之后，现在的汇丰似乎依然被认为是英国银行业的“害群之马”。

1992年年初，汇丰被正式告知劳埃德银行加入到收购行列；到了2月，浦伟士开诚布公地向皮尔斯摊牌，告诉他：“他们一直打算在3月4日公布银行的财报之后就回到谈判桌前。但是，由于出现劳埃德加入收购这一新变化，他们决定现在提出方案。汇丰希望如果现在提出收购方案，他们可以成为第一个提交收购案的银行，从而劝退其他搅局者。汇丰希望马上就宣布这个消息。”但是，皮尔斯和米特兰银行拒绝做出快速决定，他们计划在3月13日召开董事会会议，摊开来讨论所有可能的收购方案。

劳埃德同样也希望速战速决。1992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米特兰银行刚刚发布的财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其1991年的全年利润达到了3 600万英镑。对于新上任的管理团队来说，这是一份出色的成绩单。劳埃德计划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双方正在就合并一事进行谈判，想以此来逼米特兰就范。皮尔斯在最后时刻给皮特曼打了电话，皮特曼告诉他：“发布会将把一切昭告天下，但是劳埃德当然希望保持低调，在没有征得我们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不希望出现任何敌对的行动。”皮尔斯信守了他的诺言，在向米特兰董事会汇报之前没有对外进行任何公告。“我告诉他，劳埃德的行动似乎具有极端的敌意，我希望在新闻发布会上不要有任何内容，暗示我将会是合并后新管理团队的一员，因为我不会进入。”

面对皮特曼咄咄逼人的进攻招数，皮尔斯的反应体现了米特兰管理层越发清醒的判断，或许在皮尔斯和沃尔特斯之间已达成共识，即如果与劳埃德合并，将会产生许多输家和赢家，这一点对合并后的银行员工来说尤为明显。作为一位资深银行家，皮尔斯的观点可能最有影响力，而且很有可能他觉得自己也左右为难。他的理智告诉他，正如他在1991年圣诞节前夕写给英格兰银行的信中所言，如果与劳埃德银行合并，“这将给大部分管理人员和股东带来明显的好处。”但是，他内心备受煎熬，一想到可能有2万名员工即将失业就让他感到害怕。他在性情上更像是一位慈父，和皮特曼相比，是完全不同的银行家。皮特曼一向以冷酷无情著称，但是由于他的行动总有充分的理由，倒也赢得了市场上许多人的追捧。他们两人之间的区别或许在3月的某次电话会议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休·奥布莱恩是米特兰财务部门的负责人，那天他也参加了电话会议，事后他回忆道：“皮特曼在计算他将会削减多少就业岗位时几乎就像是一个必胜主义者，而皮尔斯有理由可以感到轻松，因为大部分被削减的岗位都是在劳埃德那边。但是，皮尔斯却说道：‘那一点儿都不让我轻松。’事实上，那次会议最后不欢而散。”

3月13日星期五是一个做出决定的日子，首先由莫尔斯和皮特曼向米特兰董事会提出他们的收购邀约。他们承诺自己的计划将产生巨大的协同增效作用，这将出现在合并后被称为劳埃德的新的实体中。首先将关闭1 000家分行，而这个细节让皮尔斯十分痛苦，因为他在心里一直对米特兰的悠久传统引以为傲。在可能被提交到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进行审查的棘手问题上，他们遭到了质问。按照莫尔斯的讲法，如果能获得米特兰的支持，他们将会有50%的成功机会。在当天晚些时候，浦伟士、颜卓贤和费理明代表汇丰提交了他们的方案，主要由浦伟士来做介绍。他们的方案不是依赖于通过协同增效来降低成本，而是通过作为一个国际集团的较多发展机会来增加赢利能力。董事会还收到了第三份提议报告，即米特兰作为一家独立银行继续运行的可能性，但是很快就得出结论，股东从潜在收购者那里获得的投资回报要更大。随后他们对收购提案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来自卡泽诺夫公司的马克·洛夫迪是米特兰的经纪人，他回忆道：“我想大部分人都觉得劳埃德的方案更好。但是首先，各种降低成本的措施早已经被米特兰团队所熟知；其次，劳埃德的方案肯定要被提交到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这将会使不确定的时间延长，而且还增加了被拒绝的可能性。”最终，会议决定，“汇丰的提议展现了综合各种因素后而将出现的前景，这将最符合米特兰和米特兰股东的利益。”这是积极谋划发展而不是为了战略紧缩所做出的选择。


求购者和怀疑者


英格兰银行会如何看待这种选择呢？1992年年初，一旦认识到任何劳埃德提出的方案都会被提交给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英格兰银行便开始改变其立场；米特兰董事会在3月做出决定之后，很快就与汇丰展开了一系列日趋和谐的谈判。英格兰银行的主要担忧是他们所认为的“香港风险”，因此它设置了某些条件：所有主要的非香港分支机构（包括米特兰）必须成为英国控股公司的分支机构；汇丰控股的“中枢和管理事务”必须在伦敦进行操控，这就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浦伟士和他的高层团队从1993年年初开始必须是英国的常住居民；香港业务必须全部使用本地资源来进行融资；英格兰银行必须是汇丰集团全盘业务最主要的监管者。汇丰乐意接受所有这些条件，因此在4月13日，英格兰银行非正式地放行了收购方案。

第二天，汇丰向米特兰正式宣布了总价值31亿英镑的全股票收购邀约，其每股收购的价格确定为378便士，这远低于事前业界普遍预测的400便士的价格。与浦伟士生来节俭的性格混合在一起的，还有他坚守汇丰股票固有的高价值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以及他对危机的保留想法，用以在必要时反超任何可能在相对较低报价下的反收购方案。然而，米特兰对此已经十分高兴了，皮尔斯声称：“如果我们说两个月之前就拿到这个价格的话，我们的股东将会异常高兴，以为在做梦呢。”公告中还详细说明了如何搭建未来更大的集团架构，其基本原则符合“立足本地，放眼全球”的管理秘诀。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两家银行的跨国业务，如国际客户、投行业务、司库和技术等，将被集中在汇丰控股在伦敦的总部，虽然集团将寻求在任何可能的领域达成协同增效的合作，但其在全球各地的主要经营实体仍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浦伟士仍将担任汇丰控股的主席兼行政总裁，而米特兰将保留自己的行政总裁、董事会、名称和企业形象标识。收购所要求的财务信息披露义务产生了一些公众兴奋点：一个是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期待汇丰公布的内部储备规模，最后披露出来的数字大约为11亿英镑；另一个是1991年集团在香港的业务贡献了惊人的87%的税前利润，从而凸显出在当时极具有挑战性的香港政治环境下，为什么多元化已经成为集团迫切且必要的发展战略。

收购方案获得了媒体的热烈回应，在随后几天里媒体的焦点主要集中到了两点。第一点是关于价格的。《股票收购条件令人失望》《汇丰太吝啬了》《收购米特兰的出价看起来太便宜了》——这些是一开始很有代表性的新闻标题，而《伦敦晚期报》则大声呼吁米特兰的股东们不要因受到胁迫而支持收购方案。另一点是对汇丰管理水平的担忧，在这方面，《金融时报》宣称汇丰“‘近亲繁殖’的管理文化几近枯竭”。

然而，媒体的评论还不是浦伟士和他的团队最大的担忧。最明显的问题是劳埃德现在是否会提出反收购方案。不久就流出某些消息，称劳埃德正在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4月22日星期三，《金融时报》把道听途说的谣言添油加醋地发挥到了极致。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信口开河地表示劳埃德和米特兰的联姻将会比汇丰和米特兰的合并有效得多，因为劳埃德有助于改变英国银行业的成本结构，从而为客户和股东创造出巨大的利益；而在另一篇由罗伯特·派斯顿撰写的洋洋洒洒且充满仰慕的文章中，他解释了如果皮特曼丧失了可以通过把自己的银行业务和米特兰强强联合的途径而大幅度增加其利润的机会，他将会如何痛不欲生。

4月22日那天这一切发生时，浦伟士正好在伦敦，正开始与机构投资者展开一系列会谈。他和沃尔特斯召开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浦伟士直截了当地指责劳埃德想“做一些更接近于互助小团体的事情”，而不是要打造一个对外开放的商业环境，来促进伦敦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我们所提议的不是一个收缩计划，我们所建议的不是要关闭多少家分行，不是在这个国家增加多少失业人口，而是一个在世界许多地方拥有实力强大的国际银行的未来发展前景。”在随后几天里，媒体大规模造势支持劳埃德的劲头儿开始下降，而《泰晤士报》更是指出劳埃德和米特兰的合并将会出现“客户选择和竞争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安德鲁·亚历山大在《每日邮报》上撰文指出，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目前不是“关闭批发银行分支机构”的最佳时机。伊万·法伦则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表示，他和他的同事“对继续降低业已悲惨的小型银行竞争水平的想法感到震惊”。在密集的媒体批评声中，劳埃德董事会在4月24日星期五召开会议，决定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与此同时，浦伟士和皮尔斯与机构投资者展开又一轮密集会谈——两天在伦敦，随后又在爱丁堡待了一天。对浦伟士来说，这更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正如卡泽诺夫公司在一个月前所建议的那样，有必要克服“英国投资界对汇丰以及其营运和组织普遍存在的知识匮乏的现象”。有些机构的问题，主要是针对浦伟士的，给人接二连三的考验：

·许多企业实施的全球扩张战略并不奏效，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们会成功？

·什么是汇丰银行真正禁得起考验的业绩记录，你们真的拥有一家国际集团的管理经验吗？

·你们的业务是否太依赖于亚洲？

·中国的态度会怎么样？

·如果香港的经济泡沫破裂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来自卡泽诺夫的反馈意见很有启发性。约翰·佩因特告诉米特兰，会议“在关键点上戒心太重”；总体上来看，“我们认为这种概念性案例效果不佳，甚至没有一点儿效果。”

换言之，从那时开始到劳埃德打算在4月28日宣布被期待已久的下一步行动，这段时间对浦伟士和皮尔斯来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到了28日那一天，劳埃德宣布它正在考虑向米特兰提出一个现金加股票的收购方案，此方案以每股米特兰股票457便士来计算，而这个价格要比现在汇丰股票上涨之后，把汇丰股票价格换算成米特兰股票收购价格的416便士高出许多。在新闻发布会上，莫尔斯对此发表评论时指出：“我们对自己的方案给英国小型企业所接受的银行服务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展开进一步合理化进程和关闭分行对客户和员工所造成的后果，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们的方案代表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可以创造资源和建立有序框架，从而使客户获得更好的服务，员工和股东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之后，在被追问时，皮特曼承认大约有800~ 1 000家分行将会被合并，但是他强调大部分富余员工将会自然流失。至于这个方案是否会给汇丰致命一击，伦敦金融界当时的反应是矛盾和摇摆不定的，但是，第二天媒体的反应远不是喜忧参半的那种平衡情绪。“劳埃德在搞垄断”（《泰晤士报》）、“天哪，这一帮银行家们”（《每日镜报》）、“指望超级劳埃德计划对英国百害而无一利”（《太阳报》）——它们几乎一致对劳埃德表现出敌意，其中尤其是亚历山大在《每日邮报》发表的文章中对劳埃德宣称的“合并将有助于增强竞争”的说法予以猛烈批评。甚至是《金融时报》，尽管表示对事实上存在的一个实际收购邀约和一个有待确认的潜在收购邀约表示欢迎，认为它们向处于动荡中的英国银行业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报道却避免明确表示要支持劳埃德。

同时，人们公认会支持劳埃德的两大阵营却一反常态，联合起来立刻表示反对这项计划。一个是主要银行联盟，即银行业、保险业和金融业联盟，它代表了来自米特兰银行各个层级3/4员工的利益，它已经在就业保障方面获得了汇丰银行的保证。另一个是小型企业联盟，主要是小型企业联盟和私营企业论坛等两大组织，它们对劳埃德和米特兰合并后将占据约32%的小型企业银行服务市场份额表现出惶恐不安的情绪。在这一领域，政府刚针对有人指控银行无法把低利率收益惠及小型企业客户一事展开了调查，因此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事实上，对于任何涉及大规模裁员的收购计划，就普遍的社会和政治氛围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英国经济已经深陷泥潭，资本外流现象也悄悄地在英国蔓延，而把4大主要银行减少到三家的想法在伦敦金融界外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因此，那里的机构投资者一直还在争先恐后地想着“拿下”汇丰，而劳埃德则面临着更艰难的挑战。


收官


在劳埃德宣布“可能”反对收购方案的当天，皮尔斯写信（通过内部沟通渠道极其出色地覆盖到所有员工）来安抚米特兰员工合乎情理的焦虑情绪：“我要强调，目前还没有提出方案。昨晚，董事会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劳埃德的声明，但是仍然坚信，汇丰的方案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未来发展战略，可以确保米特兰在更大的汇丰集团架构中的地位。”在同一天，他和浦伟士接受了一轮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第4频道的《每日财经》节目记者问皮尔斯：“现在劳埃德可能提出价格更高的收购方案，这样不就显得汇丰的方案出价更低吗？”他回答：“但是，目前还没有收到劳埃德的方案。他们所说的无非是，假定方案能够通过反垄断部门的审查，他们可能提出收购。”

在5月，有些（不是所有）媒体评论员可能察觉到，事情在三个主要方面坚定地朝着有利于汇丰的方向发展。首先在公共关系领域，劳埃德和其顾问们做出了几个糟糕的判断及决定。5月6日，在劳埃德透露了相关信息之后，《伦敦晚期报》报道了高度敏感的内容，显示劳埃德银行向公平贸易办公室提出申请，寻求它们支持劳埃德的方案。报道特别强调了“1997”的政治问题，指出在一个更大的集团中，香港将继续为汇丰利润做出贡献的背景下，让一个说中文的监管者来对米特兰的管理指手画脚将带来的危险。劳埃德尽管承认英格兰银行将会是新集团的终极监管者，但是，它也强调英格兰银行可能要依赖于香港本地监管者用中文撰写的资料。总之，劳埃德在打一张相当残酷的中国牌，而媒体对这个“阴谋”的反应几乎全都是负面的。劳埃德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在同一时间倾尽全力向收购委员会施压，声称其有权查看米特兰已经向汇丰提供的所有信息（绝大多数是高度保密以及与价格相关的敏感内容），虽然那时它（劳埃德）还没有提出一项正式的收购方案。收购委员会勉强同意了它的要求，而这又引发了众多媒体一番愤怒的批评。《星期日泰晤士报》在17日的文章中指出：“对所有竞标者来说，公平对待是一回事，但是，被一家在吃饭的时候有意泄露一点儿春光来暗送秋波的公司所绑架，则另当别论。”在这两个案例上，劳埃德展现出的拙劣手法令人大失所望，这几乎是完全起到相反作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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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政治方面，其背景主要是，英国商界对劳埃德收购方案持强烈反对态度。与此同时，银行业、保险业和金融业联盟继续不屈不挠地四处活动，反对劳埃德的合并计划。而当月晚些时候，佃农协会也加入到反对的行列中，声称劳埃德比米特兰更不愿意承诺支持农业项目融资。在国会议员这方面，一份支持汇丰方案的早期动议案很快就征集到了议员们的签名以示支持，到了24日已经获得了100位议员的支持；与此相对，支持劳埃德的动议案只获得了区区两位议员的支持。最后支持汇丰的早期动议案得到了令人惊讶的160张支持票——这彰显出米特兰公共关系部门在整个政治领域一直勤奋耕耘、致力于维护和发展良好公共关系而最终获得的回报。

政治层面的变动不可避免地会波及监管领域，而该领域产生的一系列重要决定都倾向于汇丰银行。首先在5月7日，欧盟竞争政策和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利昂·布里坦在布鲁塞尔宣布，他认为“汇丰收购米特兰的方案的确属于委员会的管辖范围”，而劳埃德的收购方案则“不属于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对于汇丰来说，这真是特大喜讯，这样便极大地降低了收购方案被提交到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审查的可能性，而劳埃德的方案却很有可能接受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的审查。之后的喜事接踵而来：19日，英格兰银行最终正式同意汇丰可以展开继续收购行动；两天之后，布里坦也同意了汇丰的方案；到22日，贸易与工业部的迈克尔·赫塞尔廷宣布他将把劳埃德的可能方案提交给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进行审查，而不会提交汇丰的方案。《金融时报》Lex专栏的文章以挑衅的语调断言：“现在就彻底排除英国清算银行的可能性还为时尚早，但是，考虑到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预计将在审查上花费三个月的时间，对于劳埃德来说就拖得太久了，它很难说服米特兰的股东们愿意把大门对它敞开这么长的时间，并且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最终反对它的可能性也不能算小。对汇丰来说，最后的监管突破出现在6月3日，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批准了汇丰的收购方案。在不到4周的时间里，汇丰大获全胜。

然而，有一个关键方面，汇丰的进展远不是这样迅速而又有保障的。5月12日，在浦伟士展开新一轮为期两天与机构投资者会谈的前一天，华宝证券负责银行业务的分析师克里斯·埃勒顿在发给米特兰的一份传真备忘录中指出：“劳埃德比汇丰更具有战略价值上的优势。”与此相对：

对汇丰和米特兰来说，反之亦然。几乎无人了解汇丰的股票，英国的机构投资者与之没有交叉衔接的地方，在其核心市场之外的业绩记录一向支离破碎或糟糕不堪。无论对错，汇丰的管理层一向以神秘莫测和傲慢自大而著称。如果在机构会谈中这种印象得到确认，那么投资者支持劳埃德和其方案的倾向会更坚定。这非常简单，但在向机构投资者营销汇丰的过程中如果对彼此的优劣懵然不知的话，形势将会很危险。

对于汇丰和米特兰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某种框架内向机构投资者灌输现有的经营战略和业务组合等方面的内容。

在总体战略上，“汇丰应该注意淡化任何宣扬其规模优势的观点，以劳埃德之道，还施彼身，抨击它在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市场上寻求建立主导地位。”最后，埃勒顿指出，4天前发布的正式收购文件中对成本节约和收入增加部分的介绍十分模糊，令人失望：“股票市场中的人很清楚劳埃德会如何寻求降低成本。汇丰需要提供具体的案例来展现，从哪里可以削减成本，节约的程度如何，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并且反映出如何产生收入的增长。”

浦伟士根据这份令人生畏的形势分析报告进行了事先准备，然后就开始行动，其结果喜忧参半，正如卡泽诺夫公司的记录所显示的：

大学投资管理基金：他们认为浦伟士过于强调合并后的好处，没有介绍汇丰作为一家银行所具有的优势。他们询问了浦伟士汇丰在多元化方面的业绩记录，因为他们并不觉得汇丰曾经在这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浦伟士无法说服他们，表示将来可能再次拜会他们。

英国航天养老基金：浦伟士给他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总体上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了解过程。至于协同增效的益处，他们打算接受浦伟士表面上的说辞，因为他作为一个“局内人”已经跟米特兰合作了很长时间。

卢卡斯养老基金：对浦伟士的印象非常好。对成本削减和协同增效的好处很是信服。

霸菱投资管理：进行了十分有益的交谈。对于合并后集团的吸引力的认同越来越积极。但是，并不满意出价水平。

5月的晚些时候，浦伟士回到香港，出席了汇丰的年度股东大会。他在会上表示：“我们已经提交了唯一的收购邀约，一个全面和公平的方案。在我看来，没有计划想要进行任何改变。”而对于米特兰的股东们，他承认一开始的时候不够热情，因为“那个时候汇丰还不怎么出名”，“到处出现杂乱无章的声音，在不知真假的情况下注意力自然就被分散了。”然而，战斗还未结束：在同一天，劳埃德宣布它将“很快”致信给米特兰的股东，与此同时，敦促他们在没有看到此信之前不要贸然行事，对汇丰的方案做出任何决定。

浦伟士的讲话和劳埃德的声明在同一时刻出现，这足以刺激卡泽诺夫采取必要的行动。作为跟汇丰进行接洽的经纪公司，在那几周里卡泽诺夫主要是代表米特兰行事，自然乐见汇丰和米特兰之间达成合作。他们清楚地知道市场上人们希望提高收购价格，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完成米特兰赋予他们的任务，帮它争取最好的价格。有如此盘算之后，公司的马克·洛夫迪起草了一份目标明确的文案，题目为“截至1992年5月28日机构投资者观点选编”：

M&G投资管理：等待汇丰最后方案的定价和劳埃德方案的出价水平。

Phillips & Drew基金经理：更倾向于支持劳埃德方案，认为劳埃德方案对银行业更有利，并将产生更令人信服的协同增效成果。

友诚保险：一开始支持劳埃德与米特兰合并，但是现在，如果价格条件合适的话，它会倾向于汇丰方案。

普洛维登相互保险公司：如果汇丰收购价格大幅度高于劳埃德的出价水平，它们将只接受汇丰的方案。

TSB：左右摇摆，略微倾向于汇丰方案，但是它需要获得每股450便士以上的“真正”价值，和用现金支付的额外奖励。

法通保险：他们准备等待劳埃德的出价机会，除非汇丰支付每股430便士以上的“真正”价值。价格是其核心基础。

总之，对汇丰来说，现在是时候显得略微大方一点。6月2日，新的出价方案如期提交给各方进行讨论。这个方案对米特兰的估值在39亿英镑，即每股479便士，并且其中包含一个现金替代的奖励机制，方案同时明确定下6月25日为截止日期，以“避免长时间的不确定因素”。

米特兰显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皮尔斯公开表示，浦伟士“开始认识到在原先方案中无法说服我们股东的地方”。这个招数管用吗？卡泽诺夫适时地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它发现米特兰的一些主要股东的确愿意接受提高后的报价，但还是有两倍的股东选择等一等，看一看劳埃德会如何回应。而且，媒体的预测是劳埃德，尤其是他们的行政总裁皮特曼，将会想方设法地继续斗争下去。6月3日，《金融时报》的Lex专栏发表文章认为：“在无须削弱其商业基础的情况下，劳埃德还有潜力可以超越对手的价格来收购米特兰。”劳埃德在那一日已经定下两天后召开董事会会议。









1992年7月，米特兰员工报纸的头条新闻


但是，到了5日中午的时候，突然爆出消息称，汇丰已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且出乎市场方面的预料，劳埃德退出了竞标。劳埃德发表声明称：“考虑到汇丰提高报价之后势必会造成价格变动的情况，董事会决定，继续开展收购行动将不符合劳埃德银行股东的利益。”对此，记者们的即时反应是英格兰银行从中施加了压力，它不愿意看到两家银行为了争夺对第三家银行的控制权而爆发激烈的争斗，但是，莫尔斯对此却矢口否认。皮特曼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我们研究了汇丰的出价，并且考虑到反垄断和兼并委员会可能会提出额外要求所带来的影响，同时断定大部分收购溢价可能会流向米特兰的股东，而劳埃德银行的股东将会颗粒无收。”他略带惆怅地强调了在过去六七周的时间里，香港恒生指数的强劲表现以及汇丰股价随之上涨大幅度提高了劳埃德的竞争对手的收购价格：

我们的顾问告诉我们，如果想要继续进行收购竞标，我们需要将出价范围控制在每股520~550便士。当我们最早开始收购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需要这么高的价格。我们的开价将会在每股4英镑左右，而如果以每股550便士进行收购的话，那么米特兰股东将会在合并后的集团中最终控有一半左右的股份。那可能不会是正确的选择。

当然，如果在未来几周内香港股市暴跌而削弱其收购方案的价值，这将会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因此，总是会有人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有可能会赢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们坚持认为，若继续用现有的报价坚持守株待兔的态度，寄希望于香港股市的暴跌，这可能让我们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弱者。

在香港，几天后，汇丰银行的股东对提议中的收购方案给予了压倒性的支持。在汇丰总部18层挤满汇丰股东的会议室里，浦伟士用缓慢从容的语调宣布：“继续前进的时机已到。”他继续补充道：“你们的董事会相信，与米特兰银行的合并将使得我们在欧洲共同体中的发展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也让我们有机会在全球各地扩大我们的业务范围，从而为你们这些汇丰的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两周之后，香港股市出现了波动，但是没有出现暴跌的情况。在这个时刻，浦伟士又飞往伦敦，展开新一轮与机构投资者的会谈，希望在最后时刻赢取那些摇摆不定的投资者的支持。24日，他向董事会汇报了最新的市场动态：“有足够的理由让人乐观地相信，到1992年6月25日下午1点，我们可能会赢得50%以上的支持，尽管到目前为止接受我们方案的投资者行动缓慢。”但是，那一天晚些时候，好几个大股东宣布接受了汇丰的方案。因此，到了6月25日星期四下午1点，当邀约正式截止的时候，汇丰已经控制了米特兰银行发行的64%的股票，当然其中也包括5年前收购的股份。一段跌宕起伏、如史诗般壮丽的故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这一成功案例的背后，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如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和从容冷静的战略思考。

在他的胜利时刻，浦伟士正式宣告：“拥有了米特兰，汇丰集团将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融资能力最强的国际性金融服务集团之一”。这是在面对他的一些同事对收购价值抱有怀疑态度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胜利。“我们现在必须努力工作来确保向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给我们的股东带来最好的回报。”




[1]

 借用ABBA组合的经典歌曲“Knowing Me Knowing You”，同时也借用了在银行经营中的一个“认识你的客户”的监管要求，即“Know Your Customer”（KYC）。——译者注





[2]

 波特丽：Poultry，在英文中的本意为“家禽”，是伦敦金融中心最重要的路口街区，此处英国老牌金融机构遍布，包括英格兰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此处是城内农户们饲养鸡鸭等家禽的小丘地，地名即从此而来。——译者注



 





第九章






1992~2002年回顾：追求价值




从 
 1993年起，在完成了对米特兰银行的收购之后，汇丰集团把总部迁往伦敦。对于浦伟士和他的高层管理团队来说，反差是显而易见的：在香港诺曼·福斯特标志性的大楼里办公，他们觉得似乎是坐拥汇丰帝国的中心，有一种地位稳如泰山、不容别人挑战的感觉；而搬到伦敦下泰晤士街上一栋籍籍无名的大楼后，他们不可避免地有种河鱼入海的感觉。浦伟士回忆道：“访客来了之后总会大声惊呼：‘天哪，这是你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办公室吗？’”

在其他方面这里也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法规监管不仅日趋严苛和重要，而且要求机构投资者必须严格遵守（以取消1%的限制规则终结了散户股东占统治地位的股权结构）。一家金融媒体不惧怕强调个人的诉求而对银行不间断地实施公开监督，所有这些都提高了经营要求的门槛，使得伦敦营造出远不能令人感到惬意的商业环境。汇丰在面对新现实的时候选择了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灵活一些，而公司管理就是其中一个方面。新汇丰控股董事会现在加入了新的面孔，其中包括来自其他英国行业的强势人物，这越发体现出银行业务国际化的特征；为了与凯德伯里委员会（1992年制定了英国最早的公司管理规范）的规定保持一致，非执行董事在类似薪资、审计和收购等方面被赋予更大的监管权力。然而，在某些方面，伦敦和香港还是一样，权力最终还是掌握在银行的最高层：在这个时期，先是浦伟士，然后是庞约翰。

在1993年年初刚被授予爵位的浦伟士在一次采访中被问道：“你今年61岁了，你是否被告知你还会在主席位置上待多久？”答复完全是浦伟士的风格：

没有，没人告诉过我，但是我知道我已经超期服役了。我想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米特兰银行加入集团一事的话，我可能选择在今年退休。但是，每次我私下里跟董事会里的同事提起这个话题，他们总是说：“哦不，你不能退。”我想那是正确的选择：我向董事会建议，我们应该找机会在英国收购一家大型银行。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而我是去兑现承诺的那个家伙。在一个变化时期就应该保证执行主席还在那个位置上。

浦伟士还被问道，在汇丰现有控股公司的框架内他是否应该扮演“更加超脱的角色”。“只要董事会还让我坐在主席的位置上，我想他们知道我会是一个执行主席，这是我不会改变的地方。当董事会认为到我下来的时候了，我将会十分高兴地离开。然后我或许会去打打高尔夫球。”

最终，那是在5年之后，即1998年5月，高尔夫球场才召唤了他。在这5年里，浦伟士一如既往地展现着他强势和亲力亲为的形象。他每年的飞行里程超过50万英里，而心里永远惦记着银行的服务标准和营业利润。1995年2月在香港的一张报纸上出现了一封客户来信，投诉汇丰在斯里兰卡的分行对客户反映的问题“懒得回应”，他知道后下令：“在这个十分糟糕的被媒体曝光的问题上，请给我你们的意见。”但是，浦伟士从来不认为银行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他指出：“如果你能够让整个高管团队都往同一个方向同时使劲儿的话，这就是你成功的秘诀。”









1980年，海丰银行负责人与沈弼（图片正中）签署协议，汇丰收购海丰银行股权










1980年10月，沈弼（右边）在汇丰银行北京办事处的成立酒会上










汇丰的广告：Hongkong Bank的名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和“世界：快速决定”的广告语










1984年，正在建设中的香港汇丰银行新总部










建设完成的香港汇丰总部大楼，位于皇后大道1号，由诺尔曼·福斯特设计，这座地标性的大厦于1986年正式投入使用










面额为20港元的纸币，由汇丰银行于1986年发行










一幅描绘1982年汇丰董事会成员的漫画，由卢启源创作










浦伟士，自1986年起担任汇丰银行的主席，同时是汇丰控股集团的首任主席










1993年，浦伟士接待来自中东英格兰银行的客人










1928年，位于伯明翰新街的米特兰分行柜台后的景象；米特兰银行于1836年在伯明翰成立，并通过多年来的一系列兼并和收购在1918年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










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直接呼叫中心的内景，这个划时代的全电话服务银行是香港米特兰银行的一部分，香港米特兰银行于1992年加入汇丰集团










1996年，温哥华汇丰分部的开张剪彩仪式（从左至右：温哥华市市长菲利普·欧文、汇丰集团首席运营官庞约翰、加拿大汇丰银行主席和首席运营官戴尔敦）










1998年圣诞节，汇丰银行位于巴西库里提巴的办公大楼










汇丰的员工报纸报道了1997年香港汇丰的职权交接情况










1999年，汇丰银行在英国克罗伊登的分支网点，照片展现出了汇丰的新品牌标识










1999年，加拿大汇丰银行的主席黎瑜信为银行更换新标识，这是集团全球品牌重塑运动的一部分










1999年，汇丰管理层的成员庆祝汇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登记










2000年4月，法国商业信贷银行主席查尔斯·德克鲁瓦塞（左）与庞约翰（右）在汇丰收购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的信息发布会上










2000年，泰国曼谷的汇丰银行分支的柜台










2000年，员工们聚在一起合照留影，庆祝在印度海德拉巴成立的汇丰集团服务中心开张










1999年，汇丰管理层的成员庆祝汇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登记










2003年，庞约翰主席（左）和韦志诚（右）在新总部的正式开张仪式上


在管理整个集团的团队中，最重要的职位（在1993年设立）就是行政总裁。那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庞约翰，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时在美国海丰银行问题上力挽狂澜的出色表现而被推上这个岗位的。在随后的5年里，他和浦伟士组成了紧密牢固的合作搭档。庞约翰曾经说过：“我真的是在认识汇丰前就认识了亚洲。”年轻的时候，庞约翰在英国肯特郡的汤布里奇学校和美国加州的凯特中学读书，之后在跨太平洋的轮船上找到一份水手的差事。“我觉得那里的人民和文化富有魅力，我深深为之倾倒，认定那里就是我想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因此，回到英格兰之后，我就开始寻找能够帮助我实现这个梦想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汇丰银行，在他19岁那年，即1961年，他加入了汇丰银行。在他被派往新加坡工作期间，他早早就显示出远大抱负。“我发现在银行里学不到更多的银行业务知识，并且发现新加坡的同事和我一样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我决定继续读书，去参加银行学会的二级考试。当时，几乎没有外国人会参加这门考试，这也不是广受欢迎的热门课程。然而，1971年4月我却在荣誉榜上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在这之后，庞约翰经历了越来越多的职场考验，到了1984年他终于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被任命为获多利公司的行政总裁，主要任务就是拯救这家在商誉和生存能力上都遭遇重大打击的商人银行。几年后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表示，“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烈火的洗礼，考验我如何尽快地掌握投行知识，无论在招聘还是裁员上都要处理好人事方面的挑战，找出不良贷款和不良投资的解决方案，并且要能够详细分析出是如何犯下这些错误的。”1988年，他被任命为董事，之后在1991年他又实现了职场上的第二次突破：他临危受命去拯救海丰银行，第二年就在与韦志诚的通力合作下让海丰起死回生。在收购海丰银行并开启汇丰历史新篇章的过程中，庞约翰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个人印迹。

庞约翰和浦伟士在性格上有几个明显的相通之处：最突出的是他们都有着节俭的习惯。庞约翰曾经这样告诉全球《福布斯》杂志：“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总是习惯把灯关掉，因为我们在伦敦的10栋办公大楼每年光是电费就要70万美元。”2001年，在出席著名的中国发展论坛高端会议并担任联合主席的时候，他准备入住的一家北京酒店来电询问，他需要什么标准的客房：

·总统套房（每天1 500美元）

·豪华套房（每天850美元）

·套房（每天260美元）

·高标准客房（每天140美元）

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少数选择最低标准客房的参会者之一。庞约翰与浦伟士一样也坚信，汇丰没有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庞约翰喜欢引用一句古老的中国谚语：“今天是威风凛凛的公鸡，明天就成了威风扫地的鸡毛掸子。”）。为了捍卫生存，他的竞争意识越发强烈。浦伟士可能不会对庞约翰在接到特许银行学会邀请他去演讲时的私下反应表示任何异议：“我已经应其他银行之约去发表演讲。如果我讲得太好的话，他们会学到他们不应该学到的东西！”两个人同样从心底厌恶烦琐的官僚作风和不切合实际的监管条例。以庞约翰为例，他对英国竞争委员会替一名经济学家做广告的效果表示怀疑：“你无须采用市场竞争的经验来证明其理论！”相反，他们俩最珍视的是对细节的重视和对于人格力量的信念。1998年，在一次亚洲开发银行的会议上庞约翰表示：“想要在金融服务上取得成功，意味着你需要把90%的时间花在执行上，而在战略上只要花费10%的时间即可。”就在这一年，在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的某次会议上，当讨论到对新招聘的国际行政人员需要提出何种适当的要求时，“庞约翰对汇丰太过注重对员工的语言要求表示了担忧。最重要的是，汇丰所需要的国际化人才要具有诚实的品质，常识，以及‘面对人生起伏，能够宠辱不惊’的毅力。”









2005年，庞约翰和时任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博士在一起


但是，在个人风格上，两人之间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浦伟士的性格更趋于外向，具有更善于激励别人的特点；而庞约翰是一个更难以打交道的人，他在领导方式上倾向于采取更为实际的态度和方法，循循善诱地促成双方达成共识。同时，他在穿着上也更为世俗，喜欢衣着整洁、裁剪得体的样子，特别喜欢白领子的蓝色衬衣，当然处事也更理智。2000年，当被问及最喜欢哪本书时，他提到了安德鲁·哈维的《拉达克之旅：邂逅佛学》，那本书讲述了一个英国学者追求精神世界的传奇故事。他解释道：“这本书对我来说表达了一个受过牛津的学院思想浸润的心灵在东方游历的传奇。我没有受过如此高等的教育，我也不善于表达，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也经历了相同的旅程。”不出所料，他对历史也有着非常严肃的兴趣。2001年12月，在阿根廷金融危机期间，他向同事建议，“当事情平息之后，应该把汇丰集团的经历好好地整理出来，作为后来人的经验教训。”他还特别着迷于商业领袖和战略家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家们对银行业知之甚少。最终，人们在庞约翰身上感觉到了一个自学成才者永不安宁的心灵：质疑简单的假设，仔细审查不断变化的宏观大局，不断探索以确保日益全球化的汇丰帝国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在这样的人的领导之下，工作绝不会是一个枯燥无聊的过程。


合并


20世纪80年代，商业经营（包括银行业）所依赖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90年代，人们越发关注商业企业的业绩表现——尤其是以股东价值来衡量的财务表现。来自美国的商业趋势和重要人物包括企业巨人杰克·韦尔奇和罗伯特·戈伊苏埃塔（分别来自于通用电气和可口可乐），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拉帕波特和他在1986年撰写的、影响广泛的论文《创造股东价值》，以及管理咨询大师贝内特·斯图尔特和他在1991年出版的《追求价值》一书，最重要的是书中引入了“经济增加值”的概念，其定义为“营业利润减去产生收益所需要的所有资本的成本”。在英国，最引人注目的支持股东价值的人无疑就是劳埃德银行的布莱恩·皮特曼。1992年，尽管（或许是由于）被公认为大家所熟知的世界上管理最好、收益最高的银行之一，他在米特兰银行的收购战中败给了浦伟士。在此期间，媒体和机构投资者都对浦伟士和汇丰持保留观点，严重怀疑从香港来的“新人”是否具有管理一家精细复杂、全球性银行的能力。因此，汇丰自然就背负了压力，虽然比较温和，但仍需要交出足够出色的经营业绩，来扭转这些悲观者的看法。

正如大家所料，在合并后的几年里汇丰没有推出任何重大的战略计划；相反，它主要强调了如何“消化”与米特兰的合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整合。1992年11月，在集团战略会议上，浦伟士做了开场发言：

对米特兰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成为新集团一个主要赢利来源：不仅成为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而且更重要的是为集团履行在英国的纳税义务做出贡献。我们应该争分夺秒地改善米特兰的经营状况。至于海丰银行，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它现在已经沦为一家小型银行；在完全恢复健康之后，海丰需要进行扩张。在香港和中国的业务目标是：在日趋政治化的环境下保持我们的市场地位。汇丰控股的选址问题、米特兰的收购和总部的搬迁都对汇丰在港的公共关系造成了很大损害，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来修复。在亚洲，我们拥有极佳的发展机会，必须继续推进，推动已很出色的经营业务再上一层楼。金融服务行业放松监管正在创造出更多的机会，我们必须成为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的银行。在投行领域，颜卓贤的主要任务是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有大型的商业银行曾经在这个领域有过成功的先例。至于1997年的问题以及外界对香港的看法，我们将继续努力让人们确信：（1）香港的未来有着坚实的基础；（2）汇丰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容易受到香港的影响……










1992~2001年汇丰控股的税前利润




资料来源：汇丰控股全年财报和报表


在世界经济普遍改善和米特兰财务状况好转（参阅第十一章）的推动下，这一时期汇丰的初期业绩鼓舞人心。但是，在1993年12月的某次战略汇报会议上，庞约翰发出了警告：“我坚信在银行业拥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最好方法就是成为低成本的服务提供商。我们面临的主要管理挑战是如何让我们变得更有效率，如何在相同的成本基础上产生更多的收入，或者如果收入下降，如何降低成本的基础。”银行业绩没有马上出现疲软的迹象：1993年的税前利润为25.8亿英镑，比1992年增长了51%；之后，1994年又比1993年增长了23%。1994年的股本回报率为20.4%，根据浦伟士的观点，“考虑到在司库和资本市场的经营状况十分严峻，再加上竞争普遍增强，”（参阅表3）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在1992年之后的变革初期汇丰得到了媒体的特别赞扬。例如，1993年9月，《泰晤士报》的Tempus专栏撰文提醒：“汇丰必须获取如何在更为严峻的环境中开展经营的能力。”而在同一天，《金融时报》的Lex专栏也指出：“似乎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个行业的股票会跑赢大盘。”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Lex专栏一直持批评汇丰的观点。到了1995年2月，尽管汇丰公布了十分出色的年度业绩，Lex仍然在毫无顾忌地挖苦抨击：“汇丰的发展战略看起来不那么令人信服。的确，它在实现区域多元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减少了对香港的依赖，但是它在那些乱糟糟的业务之间想达到的所谓的协同增效成果无法得到印证。”在公布这些年度业绩之前，恰巧出现了一家羸弱不堪的商人银行倒闭的情况，Tempus专栏倒也提出了一个略有启发的观点：“在那一天，当巴林银行开始倒下并且大范围地影响市场的时候，人们回过头来看到汇丰的表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世界上像巴林这种能够如此严重误读金融市场（指1994年上半年自营业务的巨额亏损）而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安然生存下来的银行并不多，这多亏了他们强大的资本基础和背后商业银行的业务规模……在一个因一个交易商的错误行为就会让银行破产倒闭的世界里，汇丰无疑是一个安全港湾。”

不可否认，在收购了米特兰银行之后，现在汇丰已经成为大型国际化银行联盟中的一员：在《银行家》杂志根据银行的核心资本确定的排名中，汇丰名列第9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94年11月，在一次战略周末会议上庞约翰对他的高管同事讲道：

从现在到年底，正在制订集团的战略计划。原先从来没有起草过集团战略案——为什么现在要这么做？

（1）集团以前没有起草过战略计划，由于管理集团的高管人数较少，这可以理解；较大的集团需要更多正式的流程，更广范围内的高管也因此可以了解到集团战略。

（2）集团外部受众（如投资者、分析师、评级机构、监管者）希望看到表述更为清晰的集团战略。

涵盖未来至少一二十年的集团战略是国际化扩张，在世界范围跟随亚洲客户的足迹，降低对香港收益的依赖。米特兰收购案表明，扩张战略贯彻得非常成功。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集团规模在人数上已经翻了一番，在资产规模上接近于翻番，这几乎耗尽了所有资源。管理和IT的资源已经耗尽；资本依然还能维持，但是核心资本充足率比收购前要低。

我们是一个强大的集团，关键的是要继续保持强大：我们应该节约使用我们的资源。这意味着我们要立足于现有基础，充分利用现有资产，提高管理水平。

不出所料，这次史无前例的战略评审会议能顺利召开，很大程度上是贾栋能的杰作。1995年1月，汇丰控股董事会如期批准了评估报告，报告不仅关注短期的职能管理问题，还聚焦长期战略目标和各种设想情况。达成一致的5个主要目标是：首先，通过收益的稳定增长来在最大程度上创造股东价值；其次，在来自亚洲地区的收益（依然占到将近2/3）和来自经合组织地区的收益之间维持恰当的平衡，目前在资本和资源的分配上向香港以外的亚洲地区倾斜；第三，限制来自不稳定渠道的收益比例；第四，增加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第五，在一个逐步下降的上限条件下，控制集团的成本收入比率，并且设定55%为中期的上限目标。评估报告在总结时指出：“集团现在需要定下心来整合集团的架构、营运和市场地位，否则的话，集团可能会面临危险，会被过去几年的成功冲昏了头脑，滋生出些许集体性骄傲自满的情绪，进行盲目扩张。”

循序渐进的改良方式结出了硕果。1995年银行的税前利润增长了16%，达到了36.7亿英镑，从而使得汇丰成为世界上赢利水平最高的银行；而到了1996年，税前利润又继续增长了23%（参阅表3），这一表现（米特兰也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终于赢得了Lex专栏向来吝惜的赞扬声：“汇丰成为一个全球银行控股公司的战略可能开始起作用了。”的确，在1996年《银行家》杂志“前1 000名最大银行”的排名中，汇丰首次占得第一。而10月份的伦敦经纪公司应时投资建议分析报告显示，有9家公司建议“买入”汇丰控股，3家建议“持有”，而只有1家（瑞银）建议“出售”。1997年上半年，汇丰的表现依然强劲——利润增长13%。Lex专栏大度地承认：“如果汇丰管理层有点自鸣得意的话，或许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Tempus专栏也认为汇丰的业绩相当不错，自年初以来，已经赢得金融时报全股指数40%以上，尽管它又补充道，“很难相信”它将继续“维持这一阵跑赢大盘的表现”。在那个时候，汇丰自己也进行了系统化的同业比较，1996年的数字显示，汇丰的股本回报率为21.3%。虽然比不上巴克莱（22.8%）、劳埃德（33.6%）和渣打（29.1%），但是仍然受到了普遍尊敬，刚刚超过了花旗（20.4%）。至于未来的前景，1997年3月，庞约翰向施德论（负责亚太地区业务）强调，集团当下的挑战是制订出“如何在未来5年里以每年15%的速度继续增长的计划”（是的，那就是我们的股东对我们的期待！）。


“一家不赶时髦的银行”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猜测，预测汇丰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会重新启动多元化政策。1995年1月的战略评审会议在这方面采取了慎重的立场，拒绝确定任何收购目标。当年晚些时候，汇丰退出了收购美国合众银行的竞标——国民西敏寺银行集团在美国的分支机构，而在1996年10月庞约翰在某次高级管理层周末会议上做报告，其中包括了泰瑞·史密斯对英国银行业自1990年以来的收购案例所做的局外人分析报告，大意是这些收购所损害的股东价值已经超过了30亿英镑。或者用史密斯幽默的话来说：“当他们在谈论战略的时候，他们在伸手摸你的口袋。”

因此，1997年春，当汇丰在拉美地区果断出手时，这自然令观察者大吃一惊。因为其短期内连续地买入秘鲁和墨西哥银行的少数股权和一家巴西主要零售银行巴马兰特银行的全部资本。不久，在当年晚些时候，又把银行在阿根廷罗伯茨银行中的少数股权扩大为全资收购（参阅第十五章）。“庞约翰认为果断杀入拉美市场具有明智的战略意义，因为这弥补了集团在全球分销网络中的短板。”《机构投资者》杂志在报道中指出，尽管浦伟士长久以来一直怀有一个愿望，希望进入巴西市场，事实上这多半是一系列机会主义行动。在8月，Lex专栏的文章在假定汇丰说的是事实之后指出，“拉美市场的风险依然很大，但是与在欧洲陷入困境的银行相比，那里的价格十分诱人，而且增长率高出许多。”虽然不久之后在香港的施德论指出了那里分析师的疑虑：“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去花掉那笔躺在总部的收购基金。”那年夏天，在与这些国家的区域行政总裁们开会的时候，庞约翰向他们提出了他所谓的“忠告”：“收购极大地帮助我们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也让我们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我们需要严格遵守纪律，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管理和系统能力上都要如此。收购是一种不常有的机会，它不能替代对现有业务进行更好的管理。”

1997年的夏天同样也是人们期待已久的英国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时候，虽然在移交当天暴雨如注，但整个交接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参阅第十二章）。对浦伟士来说，他和香港之间的渊源颇深，最早几乎能追溯到50年前，而今天是他第一次来正式告别香港。第二次发生在1998年5月，他卸任汇丰董事会主席，由庞约翰来接任，同时韦志诚被任命为集团行政总裁。浦伟士最后一次代表银行汇报年度经营业绩，他的报告被认为是“一如既往的敏锐，条理清晰”，完全侧重在银行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他谦虚地表示：“我从来没有感到是坐在王位上，因此，也就不会有一种退位的感觉。”

庞约翰接管汇丰的时候不能算是最佳时机。1997年7月，香港主权刚刚顺利交接，紧接着就发生了泰铢挤兑的狂潮，并且局部挤兑很快就发展成为波及大部分亚洲地区的全面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到1998年的春天依然余波未了（参阅第十三章）。这场危机对汇丰的股价造成了巨大破坏，股价几乎跌落了一半，但是，汇丰也向客观冷静的媒体评论员展现了集团快速恢复的能力。1998年2月，《每日电讯报》的都市栏目编辑指出：“一家不赶潮流的银行差不多一年挣了50亿英镑。”并且，他补充说道：“它好像有强大的资本基础，也好像在保险箱里存有大量的现金。”到了8月，Lex专栏在对汇丰中期业绩发表评论时指出：“考虑到亚洲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营业利润增长13%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这证明了，至少现在，汇丰拥有一个业务分布广泛的格局。”当时还有一个同样正面观察当时形势的角度。9月，《泰晤士报》的斯黛拉·夏蒙挑选了汇丰股票作为她推荐的“当月热门股”，并为此解释道：“即使现在亚洲危机还未结束。”令人信服的推荐逻辑取决于“集团未来成长的机会”。最重要的就是亚洲本身，“这里不同民族的人民有着世界上最勤奋的工作理念，同时热爱储蓄，精通技术，志向远大，并且受到日益良好的教育。”她相信：“他们的远大抱负将会推动汇丰在未来继续成长。”

到了1998年，香港市场至少还存在着三个强大的增长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规模。6月，在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花旗集团之后，《经济学人》杂志撰文指出：“如果现在要评选银行业最热门词汇的话，非‘大’莫属。曾经的咒语现在又重新流行开来，行业的未来将属于在目前金融兼并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超级巨兽，其势力范围将伸向银行、证券经纪、保险等行业。”迈克尔·莱福（Michael Lever）是汇丰证券的首席分析师，他认同这种看法，也指出：“一场重大的兼并浪潮已经开始。尤其是花旗集团，它看上去在美国和新兴市场都是很有实力的可怕竞争者。花旗的业务范围比汇丰更广、更深，预测它通过降低成本和交叉销售将进一步提高其赢利能力。”

第二个因素是，在英国出现了跟随美国的榜样追求股东价值的潮流，并且这成为企业唯一的选择。其疯狂程度，正如记者托尼·杰克逊1997年末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所描述的那样，“投行在这个问题上频繁召开会议，在会上来自完全不同行业的企业高管，诸如倍耐力轮胎、劳埃德银行和博姿化妆品等公司的成员，喋喋不休地通过麦克风讲述股东价值如何改变他们人生的故事。”直到1998年7月，《银行家》杂志才跟上了这股潮流，首次按照股东总回报（股息加上资本收益）公布了第一份银行业排名表；它涵盖了整个1993~1997年的排名，结果显示汇丰在前50大银行中排名第20位，远远落后于花旗银行、劳埃德银行和美国银行。









1998年，浦伟士在他的退休晚会上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日趋流行的“电子”领域（参阅第十八章）。1997年10月，《信息战略》杂志撰文指出：“大多数银行把网络虚拟空间看作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们将能够极大地降低成本基础。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果却是互联网将成为导致它们毁灭的终极手段。”文章引述金融创新研究中心的戴维·拉塞尔斯的观点：“关键是有人可以不通过一家银行来进行所有的交易，人们将可以选择是否还仅需要一家银行。这是他们原先不曾有过的选择。”

除此之外，更何况还有在商业银行、零售银行和投行业务之间保持最佳平衡的整体性问题。因此，随着汇丰准备好遵守战略纪律以及前所未有地全身心投入到规划之中，其未来发展前景有着足够的想象空间。









《集团新闻》的头条新闻报道了庞约翰将接任董事会主席



价值管理


1998年5月，庞约翰告诉他的高管团队：“汇丰需要找到能在21世纪管理好自身的方法。这不是说集团开始温顺谦和地讲理论，抑或大范围地搞计划。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某种务实、非纯学术的战略框架，来管理在我们未来成长中所遭遇的挑战和随之而来的后果。”在随后的6个月里，庞约翰积极推动银行上下制订出一份5年计划，而其中大部分细化的工作都是由克里夫·班尼斯特（Clive Bannister）来完成。在加入汇丰之前，他在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工作，1998年7月集团人力资源部门在聘请推荐意见上称他“具有战略和分析才能”。

在随后几个月里，随着工作按部就班地展开，外部经营环境依然有些不和谐因素——在大的背景方面，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还在继续蔓延。8月，《泰晤士报》在一篇企业专题报道中给汇丰在各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打分：在“财务记录”方面，在10分制的情况下给出了8分，但是在“股价表现”上只有5分，在“创新”上更是只有4分。“集团形象上的主要特征不算差，但是问题是没有找到重点。”集团公司事务的负责人包乐平（Michael Broadbent）在10月的某次高级管理层周末会议上说道：“市场并没有完全理解集团的全部实力，形象依然落后于现实。在继续发展的道路上制定出意思清晰、表述简洁的战略，将会受益无穷，它将为集团在外部受众和世界各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立下根基。尽管是有所取舍，但是战略计划就是我们的核心信息。”在谈及已经在汇丰各个业务部门和经营区域内为打造更为统一的品牌形象而展开的工作时，他补充道：“尤其是，尽管过程十分痛苦，但是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形象特征和品牌，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向外传递出汇丰的故事。”

1998年11月末，汇丰控股董事会批准了“价值管理”计划，它涵盖了汇丰1999~2003年的发展战略。这份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压倒性目标是股本总回报的三年流动平均数必须超过同业金融机构的平均值，另外附加的目标是在5年内实现股东回报翻一番；集团来自经合组织地区的收益和新兴市场的收益要达到平衡；实施一个风险调整成本机制来衡量集团主要业务线的表现，并据此分配相应的资本；集团管理要反映出汇丰对国际性客户的经济重要性；通过引入全球品牌定位来在最大程度上创造集团品牌的价值；在战略上优先考虑现有组织内的增长，而不是新一轮的收购兼并。

如何实现组织内的增长呢？在这里战略计划就遭遇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以商业语言来描述的话，到目前为止汇丰的独特性是什么，未来应该成为什么类型的银行。早在1986年浦伟士就曾经吹响了号角：“我不敢苟同目前流行的对商业银行未来表示悲观的观点。”而到了1993年，传统模式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庞约翰告诉高级管理层：“你们已经听我以前讲过，我们整体上的战略是在英国和欧洲、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继续发展商业银行业务。”而在整个90年代，问题是全球的趋势（最主要的是在美国）不可阻挡地往反方向发展。在那1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经济学人》杂志对此解释道：“在世界各地，银行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每况愈下。对此现象，有一个令人不快的描述性词汇，就是所谓的‘非居间化’。信息科技的普及和金融理念的重大突破，使得大型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与银行融资相比成本更低。由于成本如此之低，以至于许多银行已经开始全面退出贷款业务领域。”









1999年向员工发放的鼠标垫设计图


对于汇丰来说，这永远不会是一个选择，但是当它在1998年制订其发展计划时不可能忽视这个潜在的现实。分析报告发现，米特兰最大的企业客户不仅吸收了大量的资本，而且与银行其他各条线业务相比，他们的股本回报率最低。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集团批发银行业务所利用的资产达到了资产负债表的70%左右，但是其产生的利润只占到总税前利润的40%。11月向汇丰董事会提交的报告更是把企业银行业务的前景描述得十分黯淡：资本市场、资本化程度更高的客户和投行已经实施了激进的非居间化进程；收益流量出现波动；价格的主动权掌握在客户手里。总的来说，企业银行业务具有资本密集、依赖员工和容易出现意外的特性。

同时，在一个更加迷人的投行业务世界，企业银行业务的增长前景也不明朗（参阅第十七章）。1998年10月，投行部门的主席葛霖提供了一组引人深思的数字：不仅他的部门对集团税前利润的贡献率从1993~1995年的平均7.5%下滑至1996~1998年的5%以下，而且投行业务的收入和利润之间的差距一直在逐渐扩大。这些数字可能令任何一丝想把投行业务放入到汇丰5年计划核心的想法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强大的外部原因导致这种预测设想是行不通的。几周前庞约翰向《欧洲货币》杂志解释道：“如果投资者认为商业银行变成主营业务与投行一样的话，他们会失去对你的信心，他们可以购买一家纯粹是投行的公司的股票。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看到，我们所提供的投行业务与商业银行和谐共存。”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是应该进行根本性反思的时候了。如果向主要客户的出借业务和投行业务本身的发展前景都不再具有吸引力的话，那么未来业务增长的来源又在哪里呢？米特兰的分析报告的确有一个重要发现：个人银行业务（由大约700万客户所组成）要比企业银行业务更具有赢利能力。从集团总体上来看，也是同样的情况：个人银行业务仅仅使用了30%的财务资源，但是却贡献了60%的利润。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年计划制订流程中包括了对两家美国银行当时资产实力的比较分析：西北银行主要是“面对消费者，提供抵押贷款和与保险相关的产品”，而信孚银行从事“投行业务、风险管理和商业银行业务”。总之，它们代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业务模式。关键是，西北银行不仅实现了更高的收入增长，而且其股价表现得更好，稳定性更高。“由于其利润增长持续稳定，并且拥有一个沟通清晰的个人交叉销售战略，西北银行的总市值一路猛增。”在分析报告中包括了一个有趣的深层比较：“汇丰是一家‘综合性银行’，具有信孚银行和西北银行的特性。在财务表现上汇丰要更胜一筹，但是西北银行在市场上更受青睐。”

当然，所有这些情况，没有一个完全是出人意料凭空出世的，尤其是在和亚洲有关的业务上。早在1993年，《经济学人》就曾经宣称，经过25年“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中产阶级的生活模式出现在大部分亚洲地区”。到2000年，这一地区的人口“预计在全球62亿中会占到35亿”。庞约翰在这个数字底下划线标示了之后，把它放到了个人归档文件中。在归档文件中还有一篇是之后不久刊登在《财富》杂志上文章，详细描写了花旗银行如何成功地“瞄准亚洲中产阶级”，从1986年起开始推出“所谓的花旗贵宾理财服务，向通常存款额至少达10万美元的客户提供豪华贵宾服务区域，单独出纳柜台服务，并且保证在客户进入银行后的三分钟内提供个性化服务”。但是，直到1997年，汇丰银行才开始在亚洲推广自己的个人银行业务战略，直到1998年，在5年计划实施之前，整个集团开始真正重视财富管理的各种方案。

那年9月，班尼斯特在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汇报时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看到，随着政府从自觉、普遍地提供养老和医疗保健服务中退出，个人有望对他们自己的财务状况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代表了一种长期变化，必将越来越凸显出财富管理的重要性。”两个月之后完成的最后报告更准确地阐明了在某些特定个人市场提供财富管理服务给银行带来的相当大的财务吸引力。在那些事实信息，诸如“零售业务占到了60%的集团利润，利用了30%的集团资产负债表，为1 800万客户提供了服务”，被不断重复讲述之后就引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3/4集团个人客户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5万美元；不可能找到一个财富管理已成为成熟业务的地方；考虑到“全球金融服务市场松散的特性”，因此存在着重大的发展机会，尤其可以通过提高向现有客户交叉销售的水平来实现业务增长；最后，“通过财富管理产品，可以把汇丰牢牢地锁定在客户的生活中。”

之后不出所料，价值管理计划本身确立了在某些特定国家首先向集团庞大的个人客户群体交付财富管理服务。与此同时，在其他业务领域，商业银行继续在全球各地推广发展具有赢利能力的“中产”细分市场，重点强调了手续费收入；至于企业和投行业务，它们将会被统一起来，集团将对其进行“更连贯一致的管理”，从而“追求一个业务发放者的角色，确保从集团主要企业客户那里获得可接受的回报”。

所有这些在汇丰的发展方向上到底能够引起多少根本性的改变呢？在计划中有几段更详细地描述业务战略的关键性文字，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角度：

在全球范围内有意识地追求和推广个人消费业务；而同时，从集团的企业和投行业务经营中在最大程度上获取价值。集团零售业务的拓展成为业务发展的首要目标，因此所有资源、资本、人力和技术都应该围绕着这个目标发展。

从本质上讲，集团不是瞄准目标要成为一个“全球摩根大通银行”，而是设法“在多个地区成为劳埃德银行”。

这不是放弃企业和投行业务，而是对业务重新划分优先级和重点。

的确如此，但是在规划者的眼中同样闪过了一丝真正激进的光芒。报告指出：“在业务战略中，革命性变化是汇丰的目标，它希望成为第一家主要的金融机构，能向大众市场提供现在只有富裕阶层才可以享受到的金融服务。”

1998年11月底，在价值管理计划被汇丰控股董事会批准后的几天内，《集团新闻》出版了一期特刊，向员工通报了集团的5年计划，同时也向整个世界宣布了它希望塑造一个统一全球品牌的计划（参阅第十八章）。之后，在1999年2月，庞约翰在汇报年度经营业绩的同时，正式宣布了银行的目标，即在随后的5年里，股东回报要增长一倍，并且介绍了如何计划实现这一目标。尽管《金融时报》的Lex专栏承认，放在亚洲的背景下，1998年营业利润增长6%又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老套酸腐的语气又来了：“受到亚洲经济衰退的重创，汇丰正在失去某些帝国式的傲慢。直到现在，银行还在回避使用股东价值的语汇，把那些对取得出色增长纪录的战略表示质疑的声音称为不够明智。世界已经变了。”是的，的确变了，而变化的不仅仅是银行现在对投资者所持的开放态度。


与花旗银行针锋相对


1999年7月，庞约翰刚刚被授予后不久，在同一个月内，他又摇响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铃声，来宣告汇丰股票在纽交所的首次交易。这个时候《银行家》杂志公布了最新的全球排名，显示汇丰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赶上花旗银行——这越发成为汇丰一心追求的目标。按照核心资本充足率来衡量的话，花旗排第一，汇丰排第三；但是如果按照平均资本利润率来计算的话，两者相应的排名分别为第112和第240名，而在实际利润增长方面却出现了不可消除的差距，花旗和汇丰排名分别为第79和第566名。或者，正如庞约翰在排名公布后不久所说的那样——明显是针对花旗银行的：“今天，我们是追赶者，而不是胜利者。我们力求改变这种状态。”

事实上，在实施价值管理后的一年半里，在亚洲金融危机逐渐平息的帮助下，汇丰在业绩上的表现极其出色。1999年税前利润增长了21%（约3/4的利润来自香港和英国），2000年的上半年利润继续增长了28%（参阅表3）。荷兰银行的一位分析师理查德·科尔曼认为：“就收益增长而言，这已经很不错了。”而在8月，汇丰的股东总回报已经大大超过同业银行的表现。Lex专栏开始表露出真正的赞赏态度：“在过去充满挑战的三年里，其股本回报率从来没有跌至15%以下，而现在更是恢复到20.2%——对投资者来说，这真是令人宽慰，表明汇丰这艘战舰真是坚不可摧。”然而，最温暖的话则来自于《泰晤士报》城市专栏记者佩兴丝· 惠特克罗夫特，在谈到布莱恩·皮特曼退休时，她表示，“这或许是最专业银行的衣钵从劳埃德银行传承给汇丰银行的时刻。”

价值管理计划的核心是财富管理。1999年10月在某次高级管理层周末会议上有人提醒：“这是一次旅行，而不是一个终点。”不可避免的是，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尽管汇丰1999年在保险产品的交叉销售方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并且在提供外部和内部产品的关键决策上取得突破，但是在1999年12月针对2000年集团个人银行业务而制订的计划基调则有点儿沉闷。计划写道：“总体而言，考虑到集团在战略上对财富管理的重视，个人银行业务的温和增长令人感到失望。个人银行业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集团内大的经营实体的推动（如汇丰在英国、香港、巴西和美国的经营实体），而只有英国达到了目标，实现了可接受的增长水平。”或者，正如庞约翰在他那份文件上所写下的评语那样：“集团如何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呢？”

但是，另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已经取得了快速进展。1999年5月召开了一次财富管理会议，郭兆德（原先是米特兰的职员，现在负责价值管理计划的执行工作）记录下那时会议的情况：“大家形成共识，我们应该起草一份面对高价值客户的全球服务说明。想法是这份高端客户的服务说明将规定最低的准入门槛，并且在整个集团内按照统一的条件和服务内容来执行。服务内容包括在集团内部所有银行通用的全球要素（包括全球唯一识别的信用卡、全球紧急服务和旅行保险），以及反映本地市场情况的要素。”随后，2000年3月汇丰在17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推出了汇丰卓越理财服务，一个月之后又宣布了一项重大的财富管理计划：创建美林和汇丰的联营公司（参阅第十八章）。这是一个双方各持股50%的合资企业，根据罗伯塔·阿丽娜在宣布前夕向汇丰控股董事会的汇报所言，“其服务对象是除美国客户以外的全球个人客户，所提供的服务是行业内覆盖范围最广和最具创新性的产品，如在线银行服务，以及为那些希望自己了解资讯并做出投资决策的客户提供在线证券经纪服务。”阿丽娜刚加入汇丰，负责电子商务的拓展工作，她补充道，目标客户是那些拥有10万~50万美元可进行资产投资的个人客户，换言之他们的资产达不到私人银行的准入门槛。美林和汇丰牵手实际上是把美林在零售证券经纪领域的传统优势和汇丰在地区覆盖面广的强项组合在一起而为客户提供便捷的服务。正如庞约翰向媒体强调的那样，对他的银行来说，其业务依据十分清晰：“我们已知的所有证据告诉我们，银行的存款增长正在放缓，我们下决心必须得进入到我们客户的投资领域。”









2001年，位于香港淘大商场的汇丰卓越理财中心


在推行价值管理的初期，财富管理同样是推动两个重大收购项目的决定因素。与某些预测相左，而且也与某些竞争对手的做法相反，这两个项目不在亚洲，而事实上亚洲本应该因金融危机而必然产生收购良机。“我们不打算支付亚洲的收购价格，因为我认为我们很幸运地在拉美地区拿到了更加优惠的价格。”事后纪勤（Michael Geoghegan）这样解释道。之前在巴西收购巴马兰特银行使得他名声大震。相反在2000年，汇丰首先（以9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纽约利宝银行，包括经营私人银行业务的分支机构萨法拉共和控股公司（参阅第十四章），然后（以10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参阅第十六章）。完成了第一次收购之后，汇丰旗下管理的资产翻了一番，达到了1 220亿美元，而第二次收购之后，又增加了540亿美元的资产，以及650家分行。这两次收购标志着汇丰在收购策略上的重大突破：传统上汇丰总是以低价格收购陷入困境的银行资产，而在这两次收购中，利宝银行的支付价格是其账面价格的2.8倍，在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的收购上超过了3倍。庞约翰辩解道：“你不可能想要有一个财富管理战略，而同时去收购经营不善的银行，因为有钱人往往不会把财富交给经营上陷入困境的银行。”

正是在这两次收购的背景下，2000年3月，董事会收到一份文件，说明了汇丰未来的收购战略。文件中写道：“汇丰银行的管理、价值观和经验都使得在我们现有业务之上进行增量投资成为最安全的扩张战略。但是，与我们价值管理战略相匹配的收购项目将继续成为我们增长计划的组成部分。无论这些项目是临时起意的还是具有‘根本性转变’意义的机会，无论其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都将接纳。”这些收购将会在哪里发生呢？文件解释道：“由个人养老规划所推动的财富形成的强大趋势，传统银行产品的持续非居间化，以及投资市场是最应该充分利用的规模化市场，尤其是在经合组织的国家和地区。毋庸置疑，对汇丰来说，北美是一个最优先考虑的市场。”那一年晚些时候，在一次战略讨论周末会议上，庞约翰乘机发出了清晰的、措辞强硬的警告，要警惕他所谓的“交易狂热症”：“历史上我们曾经搞砸过几次交易，我们从这些交易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因此我们要采取有纪律的方法，不要为了交易而交易。”这是一个关键点，其中包括了在收到来自其他地方的收购建议时所应采取的有约束的应对方法。庞约翰随后说道，在他担任主席的这么多年里，他收到过并且否决的收购建议超过200个，包括在不同时期受邀收购25%雷曼公司的股份，收购25%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以及被征询是否有意收购荷兰银行。他有理有据地指出：“其中任何一项交易都将会是一场灾难。”

庞约翰是在2000年10月发出要警惕为了交易而交易的警告，在那之前是对金融服务行业来说具有重大挑战的时期。显而易见的挑战包括美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阿根廷的经济出现崩溃，以及全球股市的长期疲软和低迷。对汇丰来说，2001年伊始，就开始针对2000年的经营业绩采取特别冷静和严肃的态度进行检视，虽然结果显示那年的税前利润还是增长了22%，几乎要突破100亿美元的瓶颈。失望至极的分析师们开始众口一词地指出汇丰下半年的表现相对疲软一些，并且对未来表示出悲观的看法。摩根士丹利的威廉·德温顿认为：“集团依然是一个出色的组织，有着令人羡慕的清晰战略。但是，其核心增长确实与其股价溢价不一致。”甚至连汇丰证券的迈克尔·莱福也指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将因循守旧的做法与“增长机会的匮乏相混淆”之后的危险。同样，Lex专栏文章指出，利宝银行和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的收购“使得汇丰的增长率变得越来越乏善可陈”，并且认为“在全球银行业的超级排名表上，汇丰是一个与花旗银行同病相怜的孤独者”，“如果它希望自己的股价也能够像花旗银行一样，上涨到17倍于市盈率的水平，”汇丰必须向投资者交出更强劲的组织内增长的成绩单。

那时，将汇丰与花旗银行进行比较成为一种时尚，高管们对此甚至到了着迷的程度。2001年5月，纪勤在一次高管外出静思会上抱怨：“和花旗银行相比，我们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韦志诚认为：“虽然认可花旗银行的成就，但是汇丰可以在吸收其最佳实践方面多下功夫，比如少说多做。”阿丽娜本人来自花旗，因此倾向于突出事物积极的一面：“25年前，花旗银行就进入了消费业务领域。汇丰在三年里所取得的进步可以和花旗10年的成就相比肩。”

两个月之后，随着汇丰股价比年初的时候下跌了约25%，发布2001年中期财报的日子临近了。韦志诚提醒高级管理层：“考虑到媒体总是一心想找负面的内容，处理对外发布信息和对媒体回应时就要特别小心。”果然不出所料，尽管税前利润又取得了增长（增长了4%），《泰晤士报》Tempus专栏仍预测：“潜在收益的前景将会变得黯淡。没有任何潜在的、有助于降低成本的收购迹象，可以使汇丰的前景变得更加光明。”几周之后发生了“9·11”大灾难，尽管在世贸中心工作的汇丰分行员工都安然无恙，但可以肯定的是，除此之外，“9·11”事件极大地打击了市场的经济信心。一周之后，韦志诚告诉汇丰的同事：“未来的一年里将充满挑战，需要对费用开支进行坚决的控制，因为无论是增长还是维持目前水平的收入，都不可能指望得上了。”

因此，汇丰工作的重点顺理成章地转移到了潜在的核心优势上，这是庞约翰在与香港顶尖的基金经理会谈之后，马上就强调要充分加以利用的地方。来自分析师的反馈意见几乎完全是正面的：

投资界应该对汇丰管理层在应对业绩下滑方面的经验给予更多的掌声，更何况还有他们在银行业的集体经验。他们从庞约翰历经5次经济衰退而屹立不倒的个人经验中获得激励和勇气——有这么一个人在掌舵真好。（富达基金）

对全球经济一直保持着正确谨慎的观点，并且似乎有一点很明确，与同业银行相比，汇丰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位。其长期战略和持续聚焦于股东回报的策略依然十分清晰。（标准人寿）

他向庞约翰问了许多个人背景方面的问题，以及汇丰在借贷和储备上所持的保守观念的问题——所有的回答均十分贴切。（资本）

很有收获、很有帮助的会议，更好地了解了汇丰长期的战略、在中国业务的总体情况和收购战略。持有如此高质量资产的股票，令人感到十分放心。（霸菱资产管理）

所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来自投资者的信心保证，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纠缠不休地问，汇丰未来的成长主要走向何方的问题。伦敦方面对这个问题更加执着，香港则略微好一些，而这个问题不大可能消失。

事实上，汇丰在进入2002年之后，根据对2001年股东总回报来计算的话，要比大多数同业银行都要差。有一个亮点是财富管理的一致性和表现得到了改善，它已经不可辩驳地成为价值管理战略的基石，但是在2000年10月，根据到那时价值管理战略的执行情况，在10分制的评分中庞约翰只打出了4分。与此对照，截至2002年年初，汇丰卓越理财服务已经吸引了约47万的客户，在2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此项服务；它的平均交叉销售比率是6（与此相比，整个个人账户的平均比率只有2.3）；现在已经有超过300万使用在线银行的客户，比2001年的统计数字增加了一倍以上；在客户关系管理上的大幅度投入已经使得汇丰可以照顾到更多客户的金融需求；在世界许多市场上，汇丰在住宅贷款上取得了强劲的增长。尽管如此，还需要更多的耐心。在1月份，美林证券的分析师认为：“尽管我们认为汇丰的业务模式十分强大，拥有2 900万客户群体，并且这些客户在它所经营地区中分布在高价值的经济体内，而且它把注意力放在财富管理上是完全正确的。目前看来，需要在一个更加长期的时间范围内进行观察，看它是否能对集团的利润增长带来益处。”

2002年3月初，在公布年度经营业绩的时候，市场气氛因为投行开始大规模出逃以及大部分奖金被削减为零而变得更加糟糕，而2001年的业绩成果显示税前利润下降了18%，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得归咎于可怕的阿根廷变局。对此，分析师无动于衷：14家公司的分析师中只有两家建议“买入”，而剩下建议“持有”和“出售”的分析师比例比较均衡。与此同时，Lex专栏一如既往地乐于助人，指出“难以辨别出增长的来源”，而花旗银行则“展现出相对更好的增长前景”。为什么花旗领先了，而且不只是在股东总回报方面？2002年4月，相关人员为汇丰控股董事会当月晚些时候在纽交所召开的会议而起草了一份战略文件，其中指出了几个关键原因：

·净利差是汇丰的两倍

– 收益集中在美国（约60%）

– 全球信用卡业务

– 强劲的消费金融业务

·收入来源多元化——保险业务（旅行者集团）和投行业务（所罗门公司）

·企业和投行业务高度统一

这份文件也制定了未来实施一切重大收购需遵循的最新规范。规定中的要求包括：必须与现有战略相匹配，必须能带来有价值的客户群体，必须具有“人性的最佳配比
 
[1]


 ”（例如有着“类似的性格和对未来前景的看法”），并且“具有足够的规模，可以对汇丰利润的增长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但是不能大到一旦犯错将会重创汇丰的程度”。规范中规定了所谓“重大收购”是指能够帮助汇丰增加约10亿美元净收入的项目，“以证明在收购项目上花费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合乎情理，”在此之后，文件绘制了一张反映不同国家金融服务总市值的图表，让人“一目了然”，它显示出美国的总市值相当于英国、瑞士、法国、意大利、德国、北欧诸国、比利时、荷兰、巴西、马来西亚等国市值的总和。

最后，这份文件似乎又多此一举地总结道：“美国是唯一可以允许我们进行重大扩张的市场，同时，它也是具备大多数资产增值机制的市场。”总之，所有迹象都指向了西方。




[1]

 原文为“human fit”，指被收购企业的人的因素与收购企业具备完美匹配的特性，如领导力、管理风格、企业文化等，从而使得收购兼并更容易产生协同增效的结果。——译者注





第十章






家族式经营传统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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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年3月，两名米特兰职员在去香港考察之后针对汇丰银行独特的企业文化撰写了一份报告，基特·麦克马洪听说此事后惊呼道：“非常有趣。”多年来，许多记者对汇丰的专题报道都聚焦在这种文化上，但是，这份报告仍有许多别具一格的鲜活和真实的特点：

总体印象是自信、强大、家族式管理作风、高度的专业价值和清晰的以目标为导向的愿景。

董事会主席浦伟士是一个非常“亲力亲为”的领导，他似乎会参与到非常低级别的管理工作中，例如，他亲自审批所有海外的差旅申请，有时候还会干预低级别运营人员的任命事项。而人们似乎并不讨厌这种直接干预，而且浦伟士知道每一个业务部门都有某种程度的自豪感。同时，他每年也会参加8次高级培训项目，与项目的每一位参与者进行“炉边谈话”。这种谈话是一个相当正式的仪式，是在一个正式晚宴结束之后开始的。（浦伟士坐在休息室里，抽着烟斗！）

银行内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家长式和殖民化的影响力，在国际行政人员中间存在的亲密无间的“校友”关系网便可证明这一点……

汇丰每做一件事都对成本极其敏感，部分是源于此，他们很少使用外部咨询服务等。

在国际行政人员或总部管理人员中几乎没有女性经理，在低级别以上的管理岗位上几乎没有中国人。

总之，这份报告总结道：“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这是一个传统、保守和有威权存在的组织。”“有个人把汇丰描述为要醒来的一头‘睡狮’。”

三年之后，即1992年10月，在收购了米特兰几个月之后，从汇丰银行的局内人那里传来了低沉而又清晰的声音。正是在那个时候，施德论在刚刚扩大的集团IT管理部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一开口，他就立刻千方百计地阻止自己去想，他自己其实也是这个威权组织的一分子，甚至想到了这是一个“独裁组织”。对此，他解释道：“外部观察者可能受到了蒙蔽，被我们讨厌官僚作风和依赖个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的表象所迷惑了。我们像一个团队在一起工作，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彼此了解。在这种环境下，根本没有必要大吵大闹，来证明不同的观点。”同样，他也向他的听众详细介绍了“组织精简”理念的含义：

首先，编制零基础预算。作为年度计划流程的一部分，我们要求所有的费用支出全部公开受检视，并应做出合理解释，而不仅仅是增加的费用。

其次，我们向员工支付很高的薪水，但是我们对他们将给予银行的回报也寄予很高的期望。我们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所谓泾渭分明的职责之争上，或计较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我们提出的要求，可能会影响到、甚至威胁到员工的私人生活……

第三，我们往往会首先充分利用手边的资源，不够的话才会考虑去购买。通常的期望是，我们的员工将费尽周折、经过千辛万苦才能取得理想的结果。你会惊讶地发现，只要给予正确的鼓励和奖赏，他们常常会想方设法地去完成任务。

他在做此发言的时候清楚地知道（此发言稿在高级管理层中分享，从浦伟士遂级往下进行传阅），在决定汇丰在1992年之后会不会变成一个更大的组织，新的组织重心还会不会像1992年之前那么成功的时候，文化的维度将会至关重要。其中有许多无法估量的因素。汇丰银行保守、根深蒂固的文化：所包含服务的可靠性和完整性，简捷的沟通，高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忠诚，紧密团结在一起、经验丰富的队伍，在最具挑战的环境下快速反应和应对的能力。这些是否能够移植到新收购的组织中并超越对方的文化？更加令人捉摸不定的是，如果要想对集团未来更大的业务进行恰当的控制，势必会出现一个可能要求采取完全不同的管理技巧和行动的环境，在这个与现实状况有着很大不同的环境中，文化本身是否还能够幸存下来？


文化传承


在随后大约6年的时间里，汇丰文化继续延续着其强大的生命力。的确，如果说还有哪一点是增无减的话，那就是它对稳健财务状态和严格风险控制的不变承诺。1993年4月，《经济学人》在对国际银行业的年度调查中指出：“那些能够在定义和管理风险上做到极致的银行才具有竞争优势并取得最后的成功。”就在同一个月，庞约翰向《欧洲货币》言之凿凿地表示，现在，更严格的信贷控制机制已经到位，因此“像奥林匹亚和约克公司（指金丝雀码头区开发商最近倒闭而造成7.57亿美元的巨额银行拨备）那种规模的风险敞口断然不会再次发生”。在亚洲的某些巨额贷款项目往往是通过相对非正式的渠道，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汇丰已经收紧了实际操作的手法。即使在那之前，1995年巴林银行的崩溃也是风险世界里具有标志性的时刻，因此在几周之内相关人员就向汇丰控股董事会呈交了一份详细报告，以保证“风险控制框架依然在汇丰集团司库的运作范围之内”。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精简组织”的文化，这或许在1997年12月艾伦·耶布森（他接替了施德论）写给浦伟士的备忘录上可以觅得一丝踪迹，在备忘录中他请求浦伟士批准下一年度集团IT部门的预算：“这将是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我们部门管理人员的数量已经翻了一番（增加到了6名！让我略感宽慰的是，我今天了解到国民银行IT战略和规划部门居然有100名员工）。”或者，我们可以找出相当有趣的“千禧年项目”的例子来说明，尽管这个项目有着声誉良好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这事关银行把资金浪费在政府政绩工程上的问题。此项目开始于1996年，当时英国政府请求英国各家银行向伦敦千禧穹顶项目提供不菲的赞助。汇丰尽可能装作不予承诺，直到最后，在1998年3月才勉强同意赞助规模更小（更精致）的千禧桥项目。1999年3月，政府再次向汇丰提出赞助的请求，但是庞约翰在回复中强硬地表示，董事会批准赞助千禧桥的项目，是“以汇丰不会再参与千禧穹顶或类似大型项目为前提条件的”。

在汇丰的日常文化中，更为普遍的是把控制成本作为一个关键点。竞争对手或许会开玩笑甚至嘲讽汇丰的吝啬本性，但是，对那些已经把这种文化深深地刻在脑海里的人来说，不仅要对一向出色的赢利表现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要强调在汇丰常常能够拯救收购对象走出困境的案例中银行在严格控制成本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90年代末，集团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毫不懈怠地进行成本控制。

然而，如果有一种文化传承可以超越“成本控制”的话（因为收益率和年度经营业绩是汇丰一直以来都给予坚定响应的聚焦点），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充分展现的那样，那就是应急能力。1993年4月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在伦敦主教门大厦发生了严重的炸弹爆炸事件，造成汇丰在伦敦的办事处受到了严重的损毁，但是汇丰员工在整个周末不眠不休地投入到抢救工作中，保证了周一早晨银行照常营业；1994年夏天，汇丰在深圳的分行遭遇严重水灾的时候也展现出同样强大的应急反应能力。或许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基因，这反映了汇丰对团队精神、行动能力和务实作风的重视，并超越了一切聪明才智。


还是一个“联盟”


另一个被珍视的文化基因是银行各职位上的主事者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992年，著名记者迪克·威尔逊在一份评估汇丰银行的报告中指出：“汇丰没有死死地卡住分支机构的脖子，也没有让它们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是主导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分散‘银行联盟’，从而引发了一种普遍的本能，即最好让知事者来主事。”新的企业架构不可避免地对传统的联盟秩序产生了某种冲击，1991年6月，在收购米特兰一年之前，浦伟士在《集团新闻》上指出：“从一个控股公司的角度来看，我看到了在集团内更清晰地聚焦于每一个利润中心所能带来的好处。”

由于历史原因，在香港的总部或许太过于重视汇丰银行。我们必须要去做并且已经开始做的是更关注亚洲之外的分支机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从各区域中收回管理的职责，职责应该保留在分支机构中，由它们的董事会和高管来负责。但是，总部需要更多地参与其中。我们需要避免突发事件，而此时已经出现了几起令人不快的突发事件——那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尽管他始终不懈地关注细节，浦伟士在本质上却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势的集权主义者。收购米特兰后不久，他就指出：“有人说现在全球性银行不大成功，但是他们所说的都是全球各地的银行业务都是由一个集权中心来管理的那种银行。而在我们的架构所提供的模式下，每家银行都独立经营，拥有自己的核心存款、管理和发展方向，而不是由汇丰控股所指导和管理的。”

然而，从庞约翰在1993年年初开始担任行政总裁起到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明显不同的关注重点，这或许是他受到了花旗银行更偏重于中心管理方式的影响。那年4月，他告诉《集团新闻》：“毋庸置疑，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证明，更大的集团整体价值要大于其每个部分所累计起来的总和。”

我们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得承认，每家主要银行中都有部分营运是通过全球化经营管理来实现的。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技术、国际企业账户、司库、最高层的人事任免决定都是现成的例子。但是，新的集团架构要大幅度增加全球化管理营运的重要性。

当我们支持成立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和收购米特兰银行的时候，我们选择接受这种挑战。这种承诺意味着汇丰控股不只是一个投资控股公司，也不是仅仅负责收取股息和分配资本等工作，它在控制风险和某些特定的职能管理中将扮演清晰的角色。

庞约翰没有寻求汇丰根本性地转变为中心管理模式。之后不久，他就对《银行界》坚称：“每个国家的经理被赋予独立管理自己区域业务的权力。”他还补充道，一旦这些经理们和总部一起合作制订出他们所在区域的5年计划，并达成共识，“他们将被寄予厚望能够顺利完成目标。”但是，最终他知道，特别是在快速兴起的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矩阵”管理的时代，对于他所熟悉的本地自治管理来说，将会存在诸多限制。

对于旧的模式所出现的变化，汇丰经理们的反应又会如何呢？1994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林纪利（Chris Langley）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他发现“我们对客户需求的反应能力和本地管理的自主性”是“我们银行联盟概念的核心”；并且，他指出，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的集权官僚体制的发展“很有可能是未来对集团活力和稳健财务状况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思考利用旧的体系如何才能把管理自治和对股东的责任义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庞约翰却继续推动汇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1996年，他对在香港的艾尔敦解释了他的决定，他觉得迫切需要召开集团各主要银行行政总裁会议，是想“确保在集团内用一个统一的、相互依存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而在1997年9月，当亚太地区收购计划很晚才被放到他的桌上之后，他对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明确地表示出他的不快：

最近集团总部通过高管会议纪要才了解到，汇丰日本的收购计划已经被搁置；相反却一直在澳门、南印度洋地区、菲律宾和毛里求斯寻求收购机会。这份计划告诉我们，你们和澳洲国民银行、澳新银行和渣打银行进行洽谈已经有些时候了，而一段时间以前，对这几家银行的收购建议，集团总部开展过深入的研究并决定搁置。很显然，我们需要更密切和尽早地进行联系沟通，以避免出现这种混乱。

总之，“集团总部和亚太地区的香港总部没有处在同一个‘频率’上，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当前的态势。”

从整体上来看，在实施价值管理的前夕，地理区域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1997年6月，《机构投资者》刊出的文章认为：“汇丰依然还是一个联盟，本地的行政总裁们对他们所在地区发生的情况保有最终的控制权。”但是，1998年1月，在即将把集团行政总裁的重任交给韦志诚的时候，他对韦志诚解释道，“把总部与职能部门之间的敏感关系保持在良好状态上”已经成为越来越难解决的问题：

在汇丰控股中所包含的总部职能不可避免地与其垂直业务上所包含的职能有所不同，我们有些同事觉得难以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采取的广泛原则一向是集中管理重大风险决定（大型企业的信贷，以及设定市场风险的总体上限），负责对所有H级及以上管理人员的任命决定，分配资本以及制定会计政策；我们越来越有必要对品牌、与国际媒体的关系和应对非政府组织方面的事务加强控制——否则的话，分支机构会竭力把职权从我们手中拿走。

庞约翰又说道：“有时候，你会在集团总部应该做什么和分支机构应该保留什么之间进行调解。只要有充足的理由并且进行充分的沟通，这些问题通常都可以获得圆满解决。”


变革之中


显而易见，汇丰正变得越来越强大，业务形态也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人力资源和区域扩张领域。相关的统计数字一目了然（参阅表2）。



表2 1980~1997年，汇丰集团的员工人数





	
  

	
 Number of Group employees （full-time equivalent） 

	
 Countries in Group 




	
 1980 

	
 35 000 

	
 41 




	
 1990 

	
 55 000 

	
 47 




	
 1992 

	
 99 000 

	
 66 




	
 1997 

	
 132 000 

	
 79 





到1997年为止，在完成了巴西收购案之后，汇丰在全球的员工主要分布在4个区域：英国占35%，巴西占17%，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占16%，美国占5%。换言之，汇丰已经成为真正的全球性组织，自此需要找到新的办法来进行人员管理，并且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一个在将近80个国家开展营运的集团必然有对多元化的种族进行融合的要求。1997年3月，庞约翰在一次德国商业大会上指出：“我们员工中1/4是华人，6%是印度人，5%来自亚洲其他国家，2%是阿拉伯人，只有0.5%是白种人。”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汇丰高层管理人员的组成也具有相同的比例。1993年10月，中文报纸《信报》在一篇文章中抱怨：“像其他在香港的英国企业一样，汇丰在培训和培养本地人才方面进展缓慢，令人感到遗憾。华人一向以善于理财而著称，为什么在汇丰集团的高层管理层中难觅华人的踪影呢？”5年之后，在针对1995年之后集团如何可以做得更加成功的问题进行战略评估的时候，克里夫·班尼斯特指出，尽管“我们在香港主权交接期间保持着业务的稳定，但是在推进华人管理人员晋升的问题上则进展甚微”。至于国际行政人员团队，它也正在逐步改变其形象。到90年代末，尽管团队中的成员绝大多数还是英国人，但是，可以明显发现，在如1998年那种相当典型的新人招聘中，已有1/3的非英国人。

在女性员工问题上，进展同样缓慢。到1997年为止，女性在集团总员工中占到了一半以上，但是在总共约2.8万的管理职员中只占了1/4。在90年代中期，女性高管仍凤毛麟角，玛丽阿·拉斯卓克（Marea Laszok）是其中之一。她在1993年出任澳大利亚汇丰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澳大利亚银行业首位被任命为董事总经理的女性高管。女性要想加入到国际行政人员兄弟会，尤其显得困难重重。1997年，浦伟士有点自嘲地回忆道：“当我成为行政总裁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说，‘爸爸，你们银行有点儿不对劲，女性不能成为国际行政人员。’而且她还说，‘那是不对的，应该做些什么去改变它。’因此，我们就想法去改变它。”从1989~1994年，共有12名受训的女性成为国际行政人员。其中一位告诉《纽约时报》：“混乱是从国际行政人员的文化和网络开始的。”她在描述自己的经历时讲道：“像所有国际行政人员一样，我也是从银行管理等级的最底层开始，每天在一间巨大的房间里坐在桌子前，周围堆满了进出口贸易的单据文件。”4年之后，在总共招聘的15名运营官中只有6人为女性。女性很难占到大多数，但是直到1997年之后才有可能想象到可以招聘6个以上的女性运营官。

1991年，浦伟士回忆道：“我说了许多遍，我们最珍贵的资源、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人。但是，光有人没有用，除非他们经过培训，至少达到和他们竞争对手一样的水平。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培训上加大投入。”事实上，显而易见从80年代末开始，那个领域的进展就开始加速。首先导入了评估中心（以取代秘密评估），制定了成功管理的10大标准，并且设计出基层管理者发展计划。1994年在这方面又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伦敦附近的布莱克伍德新建的管理培训中心投入了使用，并且很快在这里开办了为整个集团服务的高级管理课程。

在讨论中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无疑就是薪资报酬。到了90年代中期，整个银行业在看待报酬的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文化变化。传统上，汇丰银行一直像一个家长式的组织，为员工提供安全感和高质量的生活，而不是暴富的感觉。1993年，汇丰控股迁往伦敦之后，一切都开始改变了：不仅是日益美国化的伦敦金融界开始习惯于支付大笔奖金，而且在汇丰新合并的司库部门，它们的总部办公室也在伦敦，对于奖金的期望有过之无不及。据说，浦伟士只得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种做法，希望能够控制住它给集团带来的伤害。但是1995年年初，当司库部门1994年的经营业绩与上一年相差很多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可能的爆发点。在薪酬委员会（主要是由非执行董事组成）的会议上，委员们对计划发放的奖金规模表达了不满。

集团主席（浦伟士）、集团行政总裁（庞约翰）和集团司库（葛霖）已经仔细审查了奖金计划，然后加入到薪酬委员会的讨论中，并且向委员们保证奖金的规模与市场平均水平一致。部分业务很好，相关员工应得到相应的奖励。如果取消奖金的话，预计公司会损失这些最优秀的员工。对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还要发放奖金，管理层和薪酬委员会都表示出无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都觉得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管理层的新面貌——在布莱克伍德开办领导力课程


于是，“薪酬委员会勉强批准了奖金计划”。

之后在1996年，伦敦金融界一个经典的矛盾说法广为流传：“保底奖金”。设计这种奖励机制是为了防止员工被其他公司挖角，即留住核心员工。汇丰也未能幸免，投行部门的主席颜卓贤在当年11月向汇丰控股董事会解释称，总共有200名核心员工被保底奖金计划所覆盖，“以避免银行业务受到干扰，减少寻找接替者的招聘成本。”1997年，伦敦金融界的奖金数额首次突破了10亿英镑，在当年12月，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同意对不同营运部门正式采取不同的最高奖金限额，其计算依据为奖金在税前利润中的比例：对于投行，比例不能超过40%，资产管理部门不超过35%，私人银行不超过20%，司库部门不超过10%。在明显的焦躁不安之中，颜卓贤，虽然十分憎恶，但奖金文化日益兴起，“再一次强调了40%是上限，并且称与此同时推出的是逐步走向中长期激励的薪酬机制”。从整个汇丰来看，人们很难错过这个肯定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1998年，某一份杂志在撰写浦伟士退休后生活的专题报道中提到：“在汇丰，他甚至不是收入最高的前25名打工皇帝，因此，人们都会有点儿把握地说，他退休后的生活过得十分舒适，但是他肯定不是特别富裕的人。”

整体上来看，在那个时间节点上人们能明显感觉到，传统的企业文化正在被完全不同的新潮文化所代替。1998年的夏天，正当价值管理战略在伦敦起草的时候，亚太地区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把他们的想法整理成文。在这一小部分人所反馈的意见中反映了被相当广泛接受的观点：

职能管理与联盟管理之争还在继续，我们在营运一种“混合”安排，但是越来越倾向于职能体系。最终，我们将不得不决定到底选择哪一条道路，因为“混合”体系由于在责任和自治之间缺乏清晰的界限而遭到批评。如果我们走职能管理的道路，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通才可能不再适应组织的发展需要——专业性人才将更受欢迎。（来自新加坡的蓝坚）

依我之见，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是存在于整个银行系统内员工们特别高的忠诚度和信任感：员工之间的相互忠诚和信任，一旦在战略和项目上达成一致之后香港总部对区域市场的信任，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和忠诚。在我们继续前行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继续发扬这种忠诚信念，尤其是在我们的员工中间。我们必须在员工表现和收入之间建立起特别的联系，而与此同时通过改善我们确定利润来源的体系来加强我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同时，我们必须对表现不好的员工严肃表明我们的态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纵容这些表现不好的员工，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愧疚。（来自中国台湾的鲍勃·华莱士）

我们可以进行严格的自我反省，而同时我们也必须更加全心全意地接受一种重视销售和服务的企业文化，但是到了汇丰需要这种文化的程度，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对形成我们今天坚如磐石的强大组织的正面因素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来自斯里兰卡的理查德·劳）


价值管理：企业文化的维度


1998年11月，汇丰控股董事会批准了价值管理战略，自此，它就成为重塑银行业务的重要基石。同时，它在企业文化的维度上也有着清晰的意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出与狭义业务层面上具有相同作用的重要性。

价值管理针对集团传统联盟架构所带来的日趋令人烦恼的问题，设法提出解决方案。向董事会提交的关键报告指出了这种架构的利弊：一方面，它“对客户来说是封闭的，对监管者来说是敏感的，同时它响应商业环境的变化，关注本地商业的趋势热点”；而另一方面，它是“一个‘联合国’，并且‘诸侯封地’之间并不统一，拒绝改变，无法充分利用集体的优势”。为了取代现行架构，价值管理战略建议：

·一个“集体管理”架构将可以平衡：

– 区域管理/本地自治/客户访问

– 职能业务的管理

– 集团总部的监督

·虽然是陈词滥调，但是，要建立一个“立足本地，放眼全球”的组织

·授权给本地的行政总裁（如各大区域），但是强调总体战略

·真正授权给那些在全球范围内不得不进行职能管理的垂直业务

·一个独特的汇丰组织架构

这是一个在区域和矩阵方法之间被小心定义的第三条道路，其目的十分明确：这种新型集体管理体系的执行需要能够“反映出它所服务的客户群体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能够对未来投资和资源分配按照轻重缓急划分优先顺序”。

价值管理战略的另一个具体文化意义牵涉到一个更加核心的战略需求，即“吸引、留住和激励最优秀的人才”。这份文件进一步说明，它将通过5种主要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

·集团确认完全致力于重视卓越表现的功绩体制

·培养一支国际化、适合流动派遣的经理队伍，作为集团高管团队的储备梯队

·更高的、以激励手段为基础的薪资

·更加重视职能管理技能和专业化

·在高级管理岗位上增加本地运营人员的比例

本地运营人员是指那些土生土长或在本地招聘的地区运营人员：与国际行政人员相比，雇用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这些人往往更能胜任，并且随时响应工作需求。

在战略管理和人力资源目标上令人忧心忡忡的更大问题是价值管理是否能够获得汇丰全体员工心悦诚服的拥戴。1999年年底，在一份用9种不同语言、向15万名以上汇丰员工发放的手册中（《价值管理和我》），庞约翰开门见山地宣称：“价值管理的核心想法十分简单：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在最大程度上为集团创造客户价值。”随后他指出：“价值管理体系为管理决策提供了一个框架，为我们的工作表现提供了一个简洁明了的衡量标准。如果它能够被正确贯彻，它将在我们的经营业绩、个人收入和股东回报之间建立起清晰的联系。它将能够充分挖掘我们员工的技能和知识，来为我们下一个世纪的竞争优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介绍了价值管理战略中的股东回报目标之后，这份手册还强调了价值管理不只是一次财务上的变动：“它影响到我们工作中的行为表现，因为它首先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决定、抱负和期望。它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天所做的每件事会创造还是削弱价值，到底会是哪一种结果？’”


为价值管理而调整


在实行价值管理战略的初期，汇丰并没有停止规模扩张的脚步。到了2001年年底，汇丰在81个国家拥有约7 000家办事机构，服务的员工人数达到了171 049人。这种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副作用。2000年10月，在新加坡召开的高管在外静思会上，韦志诚指出：“汇丰目前员工中的2/3是在过去8年半的时间内加入进来的，并且长年服务的高级管理人员极其匮乏。”高管匮乏可能尤其令人担忧，因此汇丰控股董事会在2001年2月初讨论了管理资源枯竭的问题。2002年2月，庞约翰在写给毕马威审计部门的高级审计总监的备忘录中表示：“你们的总体评价认为汇丰集团的‘内控良好’，真是令我宽慰，尽管你的评价言简意赅。”管理层中经验丰富的运营人员比例大幅度下降。2000年8月佩兴丝·惠特克罗夫特在《泰晤士报》上用极其欣赏的语气表示：“现在在高管层中少了许多英国面孔，这极大地节约了时间和精力。”而一年之后她又观察到，由35名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组成的高管团队在汇丰服务的总年限约为880年，平均每个人的服务年限为25年。尽管如此，汇丰偶尔还会在高级管理岗位上从外部招聘人才：1995年，来自毕马威的范智廉（Douglas Flint）加入汇丰，担任集团财务总监。4年之后，罗伯塔·阿丽娜离开了花旗银行来到汇丰，负责电子商务的工作。

1999年年初，为了尽快熟悉新的管理理念，大约270名汇丰高级经理参加了在布莱克伍德举办的培训课程。对这次课程的总结报告指出：“价值管理受到了管理人员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是合乎逻辑的战略变化。大家一致同意接受主要是为了股东利益而对集团实施管理的想法。按百分制打分的话，管理人员认为在汇丰集团中，价值管理的重要性达到了惊人的99%。但是，大家也对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执行能力表示了担忧。”完全可以理解，这些担忧的表现多种多样：

价值管理被认为是一个变革过程。我们从占据一个相对强大的市场优势地位开始启动变革，这被某些管理人员认为是不利因素——“为什么当我们这么成功的时候还要做出改变呢？”集团深厚的文化混合要素被认为会对贯彻价值管理工作造成困难——因为它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来自北美地区的商业文化……

各组管理人员都认为重要的是了解将会发生何种改变，并且知道如何管理好变革过程。汇丰是把价值管理当作一个整体概念来接受，还是从中有所选择地接受？变革的边界在哪里？价值管理几乎包罗万象，这是否意味着改变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大家提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集团传统的“命令和控制”文化将如何与价值管理相融合……

大家要求提供执行价值管理战略的详细方案的样板。某些管理人员因为被告知没有这种样板方案而感到不知所措，因此，需要确定样板方案……

这份报告补充说：“尽管记录下这些问题，但是大家认为，它有可能在反映管理人员对培训项目和价值管理战略的反馈方面给人留下了不恰当的印象。应该强调的是，事实上管理人员的反馈意见绝大多数是积极正面的。”


集体管理


对“集体管理”的反馈也同样积极正面吗？2000年的秋天，在一次高管在外静思会上，庞约翰思索着应该“加强集体管理的文化”，提醒底下的听众需要“把汇丰业务根据我们的约定客户群来组织安排，而不是根据区域或产品来安排”。在那个时候，主要有两个约定客户群，即企业机构银行和市场，以及个人金融服务——而到了2002年，可能出现了第三个客户群，即商业银行。这种分类法是一个重大进步，尽管在实践中，直到一段时间之后，这其中的每一个客户群才拥有了恰当的架构和资源，能够起到与地区和国家的负责人和行政总裁们分庭抗礼的作用。到了2001年6月，庞约翰对事情缺乏进展感到十分担忧，因此向“集体管理”层写了一封管理公开信。在用基本原理再次提醒他的同事之后，他继续指出：

这意味着思考问题的时候要超越区域和职能的边界，了解集团的实力，并且主动与集团内那些熟悉业务的同事保持联系，从而相互学习，相互支持。

汇丰将提供各种方便促成此事，邀请世界各地的团队定期开会来讨论市场营销和销售，吸引新的有价值客户，并加强与现有客户之间的联系。

其中有一句话对此信的读者来说特别直白：“未来，汇丰的高管团队成员将从那些业已证明能够为了客户和股东利益跨越地区边界和内部架构无私和能建设性地开展工作的管理人员中挑选出来。”

不过，世事无常。庞约翰自己也很喜欢亚当·史密斯的一句格言：“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在不断地摧毁自己。”汇丰最终又被拉回到区域业务上，无疑再次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功绩体制的崛起


价值管理战略中另一个必须具备的特定“文化”要素就是明白无误地树立功绩体制的目标：“吸引、留住和激励最优秀的人才。”这个目标让集团人力资源部门远比以前更显眼地处在集团变动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些年里，部门的负责人先是鲍勃·坦南特，后来是蓝坚。

在这里，未来高级管理人员的招聘流程显然成为关键一点，但是一开始它就遭遇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由汇丰不同部门自行开展的毕业生计划，无法从美国大学中招聘到亚裔毕业生，对汇丰提供的发展机会，年轻的毕业生普遍缺乏了解。尽管到2000年9月的时候汇丰在大西洋的两岸不断加强在校园招聘会上的宣传力度，但是，就完成价值管理战略所必需的“吸引”人才部分而言，依然还处在相当幼稚的项目发展早期阶段。之后在2000年，韦志诚再次重申了他的担忧，认为“在毕业生招聘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确保汇丰吸引到更高质量的毕业生”；至于英国的毕业生，他指出：“当应聘者被告知所有的申请应该被提交到汇丰位于谢菲尔德的办事处的时候，这根本无助于他们对汇丰形成好印象。”









1999年，在伦敦举行的培训活动


对那些已经招聘进来的人来说，职业发展计划和人才鉴别工作成为越发紧迫的管理问题。2000年9月，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批准了由蓝坚提出的一项计划。每一个A级以上的管理人员，每隔3~4年，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管理人员发展计划评审，这个流程“不仅增加了早期人才鉴别的可能性，而且也减少了不恰当提名送往职业发展和评估中心的可能性，也减少了不恰当变动、晋升或国际短期派遣的可能性”。这种做法相对来说没有多大的争议，不像2001年的时候，从“有着巨大潜力的管理人员中鉴别出一支300人的人才储备梯队那样遭到非议——他们的职业发展计划将在与全球各地业务协调之后由集团集中管理”。当年12月，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在经过考虑提名了第一批300名候选人才之后，结果却发现人们对名单上的某些人是否名副其实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十分明显，在衡量某些候选人的时候，用于人才鉴别的标准和流程没有统一起来。”韦志诚对此特别不满，几个星期后，在重新修改名单之前，他告诉集团人力资源部门：“在产生第一批候选人名单的时候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地方，有些人是属于矮子中的高个子，但是和全集团中最顶尖的人相比，他们不够出色。”

然而，究竟如何来鉴别和评估人才呢？集团人力资源部门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至少部分答案是取决于进行了重大升级的管理人员胜任素质模型。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汇丰在2002年2月坚持主张：“目前对胜任素质和管理人员能力的评审工作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以业务为导向的平台，以这个平台做参考，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衡量和评估。”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集团胜任素质评审项目开始接受测试，对1 600名管理人员开展调查，而他们的反馈意见，根据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在5月被告知的内容，将会被“用以总结出一组有代表性的能力，进而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将在集团范围内采纳的模型的核心内容”。

但是，事情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一份会后备忘录中讲道：“在阿根廷和巴西，需要进一步把他们的业务融入汇丰的核心文化中。这与其他地方，如亚洲，不尽相同。在亚洲，极端的刻板模式和教条主义削弱了个人能够继续提升责任和创新的机会。”而且，甚至在项目启动前，韦志诚在2月给集团人力资源部门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对此表示怀疑：“你提到了现行胜任素质模型的缺陷。据我所知，大多数观察者认为汇丰的高管团队在当今金融服务界是最优秀的，而我们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依靠运气。我们应该研究我们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并且寻求如何不断加强那些曾经帮助我们取得今天成就的基本要素的方法，而不是浪费时间做无用功。”

多年以来，在汇丰找不出比韦志诚更不遗余力维护国际行政人员精英体制的人了。但是，到了90年代末，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组织压力下，这支精英队伍的规模开始缩小了。例如，当坦南特征询区域行政总裁们的意见时，他们都完全接受国际行政人员的基本价值——“他们带来了国际化的视野和最佳实践的经验，并且是一支随时待命的移动骨干队伍，这使得集团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能够对问题或机会做出及时的应对。”但是，他们也提到，“交付财富管理的战略需求，加上集团在个人资产管理和保险方面的业务日益扩大，都需要面向市场营销和销售进行重新定位，而到目前为止，对国际行政人员队伍还没有提出这方面的强烈要求。”

2000年2月，出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改变。庞约翰告诉这支队伍：“我们希望立即启用国际经理这个名称来取代国际行政人员，因为‘运营人员’一词没有反映出汇丰具有活力和面向未来的特点。”坦南特和蓝坚随后进一步解释，国际经理的职业发展道路将紧紧跟随集团的战略计划（如价值管理）。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工作的国际经理人数将会减少，而商业银行、企业和机构银行部门将“不再是通往高级管理层的唯一最重要的途径”。尽管如此，其基本原则依然适用：国际经理将依然是汇丰价值和原则的化身和积极拥趸者，他们“将一如既往地与集团中心在战略上保持紧密联系”，而他们对集团派遣的无条件承诺，依然是“国际经理与集团内其他管理人员之间最根本的不同之处”。但是不可否认，现在国际经理生活在一个平民世界里，2000年6月，在亚太和中东地区的区域行政人员被重新命名为区域经理的背景下，蓝坚向他的同事们指出：“汇丰的去军事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

另一个汇丰文化发生变化的迹象出现在5个月之后，当时蓝坚与一群国际经理们开会，讨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在任何与人力资源相关的语境下，薪资报酬的话题总是十分抢眼，但是在他们脑海中还有许多其他问题：

国际经理们觉得他们终生听从集团的派遣，但是这在他们的收入中并没有得到额外的体现。与同业中相同类型的人员相比，其他企业的人或许可以一直待在英国，而汇丰的国际经理所获得的经济激励与其东奔西跑的职业生活不成正比。四处漂泊的劳累和辛苦对家庭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两年里被要求变动工作地点的次数多达2~3次，而在一少部分人身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有些业务部门对国际经理们也不够友善，他们对国际经理的到来心生怨恨。这无疑导致了他们对国际经理的评价很差，希望借此让集团总部把国际经理调回总部。因此，这使得国际经理的工作变得更为严峻，意味着国际经理们“人还没有下飞机到达赛场，就已经被对手横扫出局”……

尽管刚完成培训的国际经理准备好把自己职业前途的控制权交给集团，但是他们的确希望与集团开展某种对话，了解他们即将被派往的业务部门的情况。他们接受现实，认为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是集团业务经营的范围。

已经结婚的年轻人，夫妻两人各自有职业发展前景。目前集团并没有对配偶放弃自己前途来支持另一半在汇丰的工作表示出任何感谢……

对于蓝坚来说，处理这些国际经理们的问题并不轻松，但是总体上他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2001年3月，他在给庞约翰的备忘录中写道：“作为组织，我们不打算开始认可那些配偶为了他们另一半而放弃自己职业前途所做出的贡献。因此，我们需要一开始就做好他们的预期管理工作。”他继续补充道：“对这些极端挑战，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我相信，最成功的国际经理将会通过没有计划、没有预期、临时起意的派遣工作，来加速自己的成长过程，从而加速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这是国际经理队伍背后的部分理念。”派遣工作依然是问题的症结。40年来庞约翰一直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几乎肯定会支持蓝坚：“对派遣工作给予的额外补偿是否处于恰当水平，难以做出正确评估。但是，我认为我们是保留类似雇用条件的唯一组织——我们没有参照的对象。”2001年7月，在他的桌子上摆放了一份国际经理座谈会的最新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国际经理不具备竞选最高职位的能力，他们的背景使得他们自己在全局中更适合从事支持性的工作，尤其在收购项目上。”对此，庞约翰愤怒地在边上写道：“是谁这么说的？未经我的同意，没有人可以使我觉得矮人三分。”

在庞约翰功绩体制的议事日程上的另一个关键部分是多元化和机会平等的问题。为了挑战男性在领导层中所占据的统治地位，2000年，在经历了两轮国际经理招聘之后，汇丰在吸收了12名男性之后也吸收了6名女性，而那一年集团员工在总体上的性别比例是16 213名女性管理人员对31 986名男性管理人员。2001年3月，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承认：“性别问题依然存在。”而三个月之前，在假定的300人的“人才梯队”中女性只是凤毛麟角。一个发人深省的洞见则来自唐爱韵（Irene Dorner）。她被任命为英国银行业务的首位女性总经理（主管市场部）之后不久，在2000年年初接受了媒体访问。当被问到对那些刚加入银行的女性同事有什么建议时，她回答说：“你要了解自己的技能，并且有足够的信心来展现自己的技能。总体上来看，我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懂得这一点。”至于种族的多元化，2000年的数字显示，在汇丰集团内白人已经成为少数。这被庞约翰形容为“向市场传递出一个跨国组织的良好信号”。尽管如此，令人不安的事实是，2000年招聘的18个国际经理中就有17名白人，而2001年在35名执行董事和高管团队中，只有7人不是白人。

2001年6月，庞约翰就这一问题专门写了一份管理备忘录指出：“我们对多元化和机会平等的问题谈论得很多，但是看起来，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没有什么行动。”事实上，汇丰在美国的银行最近成立了一个多元化指导委员会，而2002年5月，在当时汇丰集团在伦敦出现了好几起广为人知的歧视案例的背景下，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同意在以后所有的会议上都会审议多元化的进程。备忘录中还指出：“董事会正在公正地询问多元化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予密切的关注。”


激励和满足


2001年，克里夫·班尼斯特是集团个人银行业务部门的行政总裁，他曾经回忆道：“据说金钱应该是激励和留住人才的主要手段，而在我们的世界里向来如此。”薪酬前所未有地成为集团人力资源部门的首要激励手段，尤其在高级别管理人员当中更是如此。1998年11月，在注意到汇丰的薪酬水平“已经落后于其他大公司并且已经在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之后，薪酬委员会最后做出决定，“他们的忠诚度”已经“在太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情况依然如故：1999年10月，《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调查显示，与金融时报100指数中的企业领袖相比，庞约翰的收入只有他们的70%。2000年9月，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指出：“我们正在考验员工的忠诚度，集团正处在不公平待遇的边缘，其中包括许多汇丰的最高管理层人员。”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留住最优秀的人才，那么我们以低于市场的平均水平支付员工薪酬的做法，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现在则已经是一种竞争劣势。”结果，员工的薪酬被大幅度提高，其中向董事们支付的薪水总额从445万英镑提高至775万英镑，在2001年2月公布的全年财报中对此做了披露。尽管如此，正如财务总监范智廉在《金融时报》上所指出的那样，汇丰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与美国和其他竞争对手的水平相比依然还差一截”。

除了高级管理层之外，依照价值管理的理念，集团各层面的激励问题是一个有争议的热门话题，而各地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2001年3月，涉及整个集团的进度报告显示，以亚太地区为例，汇丰几乎在一半的国家或地区实行了不同的奖金制度：加拿大“在根据价值管理理念修改制度之后推行了全员绩效管理模式”，而在中东地区，“在2002年的绩效管理上引入了三年经济利润流动平均数的衡量指标。”整体上，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表示出有所保留的满意态度。与此同时，为了与价值管理保持一致，汇丰也在集团内逐步扩大和深化了股票期权机制和员工持股的比例。截至2001年年底，共有5.8万名员工参与了储蓄股票期权计划，3.4万名员工参与了与绩效相关联的股票期权计划，而在员工持股比例方面，当时在职员工持有汇丰股票的比例大约为3%（相比之下，刚开始推行价值管理时的员工持股比例为2%），而集团希望在2005年最终达到5%的目标。这是一次扎扎实实的进步。

在那个时候，集团内更加频繁地使用员工意见调查的手段，结果又显示出各地区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概括起来，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差异主要存在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其余波直接影响的地区与其他未受影响的地区之间。例如，在英国，在汇丰行政总裁戴尔敦（Bill Dalton）的领导下银行开展了“清水”推广计划，即通过持续关注客户需求来帮助银行建立起竞争优势。一项1999年的调查显示，在某些关键领域，如工作关系、绩效管理和沟通等方面，员工正面的反馈意见超过了60%，而在负面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上，反对声音也已经降到40%以下。在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东南亚地区，那段时期的情形非比寻常。2000年，香港的员工集体给出了一个相当负面的反馈。得分最高的是公司形象，获得了57%的正面评价，但是在业务组织、管理、监督、职业发展、工作保障、薪酬福利、工作满意度、质量和绩效评估等方面，员工的正面评价全都低于50%。

更加普遍的是，价值管理所要突显的是坚持不懈地聚焦于股东价值，而这终结了家长式的管理理念。一个特别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是在香港取消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第13个月的奖金机制，取而代之的是差异化奖金体系。1999年6月的一份报告记录了员工的反馈意见，果然不出所料，意见为“从中立到负面”。一年之后，汇丰委托SCA咨询公司做的一份报告试图确立银行在价值管理的沟通、接受和执行程度方面的进展。确定无疑的是，在沟通领域没有出现明显不足的现象。因为沟通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在布莱克伍德举行的价值管理培训课程，价值管理的介绍视频，《价值管理和我》的宣传手册，在所有员工桌子上摆放的、印有价值管理规范准则的小卡片或鼠标垫，整个集团范围内的培训计划。超过90%的受访员工，主要是经理，“同意”或“强烈同意”这个说法，即他们了解到价值管理的整体目标是把股价翻一番，并且超越股东总回报的中值水平。但是，这份报告也发现，了解整体目标是一回事，而“个人并不一定知道他们需要完成何种任务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尤其是，“经理们觉得他们知道如何把业务部门的业绩转化为股东总回报，但是他们不能清楚地表述经济利润需要达到何种水平才能实现股东总回报的目标。”随着问题继续延伸下去，只有约60%的经理认为他们手下的员工可以清楚地表述出业务战略。关键一点，报告分析了，作为价值管理的结果会“在多大程度上使得营运决策已经改变”，并且报告得出了到目前为止改变十分“有限”的结论。

考虑到从董事会批准价值管理战略到那份报告出炉仅仅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这个结果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东西，而庞约翰却在继续为另一个根本不同的观点鸣锣开道。2002年2月，他提出：“或许我们需要在汇丰胜任素质模型中做出一项最重要的改变和提升，即构建一种强大的、以充分了解和尊重客户需求为坚实基础的市场营销文化。”


在现场


2000年，一本叫《CEO的智慧》的书出版，它的副标题就是“29位全球领袖应对当今最紧迫的商业挑战”。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介绍汇丰集团的主席。庞约翰宣称：“经营银行业务不是什么高深复杂的事，其成功的基本原则十分简单，即（1）聚焦在客户身上；（2）汇丰集团的信贷质量（因此我们贷款坏账的情况就要比竞争对手要更少）；（3）严格控制费用支出。经营银行业务的核心就是行动力：经营是由90%的行动力和10%的战略所组成的。禁得起长久考验的团队协作是经营一个国际化商业企业的关键，按照定义，国际化经营要比国内经营更为复杂。这就是打造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当时，价值管理的革命还处在萌芽期，庞约翰不愿把汇丰传统的企业文化全都抛弃。同样，在2000年，汇丰证券的银行业分析师迈克尔·莱福强调了禁得起时间考验的传统价值的重要性，当他从投资者的角度对汇丰进行部分内部评估的时候，他罗列了“汇丰在文化和营运上的优势”：

·节俭

·风险分散

·共同标准

·……为客户量身打造的解决方案

·在集团内部分享想法和增强联系

·分担成本和严格控制成本

在最后一点上，根据莱福的数据，汇丰的成本收入比率（在53%左右）低于渣打、花旗、巴克莱和国民西敏寺。

不过，数据只是部分反映了更大范围内的文化传承，而这种文化的传承或许可以用那些年里反映集团核心本质依然不变的一系列典型事例来进行阐述说明。戴顺安（Andrew Dixon）负责汇丰在中东地区的分支机构业务。1999年3月，他给他的直接下属发去了一份备忘录：“尽管我相信没有任何实际的事务需要我来做，但是我还是决定在新千年来临的第一天来到银行。我觉得不会有任何重大的问题，但是从向我们的监管者、员工和客户发出一个强烈信号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应该去做的正确事情。”1999年11月，柯清辉被推荐担任负责香港业务的总经理，他是香港首位出任如此要职的华人。在推荐理由中写着：“大家注意到，他是一个可靠的团队领导，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坚忍不拔。在专业领域，他技能出众，尤其擅长企业贷款，并且能够把他对本地市场的深刻认识、自身的才智和可靠的‘常识’结合在一起，来推动团队的工作。”之后不久，2000年2月，韦志诚任命欧智华（Stuart Gulliver）为亚太地区投行业务的行政总裁，隐藏在韦志诚美好想法背后的同样也是这种务实的考虑：他将会给投行业务带来“敏锐的商业头脑、人员管理的经验、领导力和充沛的精力”。至于成本意识——那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2000年6月，庞约翰向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采纳简化书面申请流程的方式来授权批准差旅”，这真是一个让所有人感到愉快的时刻。于是，韦志诚“同意采取简化的申请流程，但是他疑虑是否会因此失去威慑效果，这是目前流程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且他补充说明，“目前每一个管理人员都知道最高管理层会审查差旅申请，因此在提交申请之前会三思而后行。”

这一系列行动的最后一个插曲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罗布·穆特（Rob Muth）当时是美国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在那场灾难后不久他表示：“如果让我提出一个帮助我们渡过那个艰难时刻的东西的话，那可能就是汇丰员工所展现出来的惊人的团队精神。银行的每一个部门都像一个团队一样齐心协力。你能真正感觉到无论需要去做什么，每个人都等在边上时刻准备行动。我为我的同事们在这个困难时期的出色表现而感到自豪。”


位于金丝雀码头的新家


正确的企业文化想要枝繁叶茂，就需要有合适的生长环境。追求在最大程度上发扬团队精神不仅体现在紧急的时候，更是在每时每刻。这是那些年来汇丰筹划打造最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背后的终极推动力。

在汇丰银行把总部从香港搬迁至伦敦的5年之后，1998年3月，在汇丰控股的董事会会议上，威尔弗雷德·牛顿提交了一项书面建议，希望汇丰在泰晤士河下游几英里处的金丝雀码头建造一栋新的总部大楼。浦伟士和庞约翰全都支持这项建议，而经验极为丰富的牛顿（自1986年以来一直是汇丰的非执行董事，曾经先后担任过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和伦敦区域交通局的主席）早就证明了在和开发商金丝雀码头有限公司的谈判中，他的专业技能和经验能够为汇丰带来很大的好处。他在建议中指出：“原先大楼的经济效用很差，而且员工来此地上班极为不便，如果继续蜗居在此，从长远来看银行必将无立足之地。搬迁的成本不大可能随着时间累积而降低，但是入驻最有经济价值的搬迁安置区域，企业可以享受企业开发区给予的资本补贴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董事会及时批准了这项建议，三天后汇丰对外正式宣布了这项计划，于是原先散落在伦敦十几个办公地点的8 000多名员工，将会一起搬至这栋22层高的大楼里。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不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如是否应该建造新大楼，或是应该建在哪里，这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在90年代后半期，汇丰在伦敦的投行业务迅速拓展，导致“办公空间拥挤”，也带来商业楼宇租金的飙升，而在金丝雀码头的办公费用则要比伦敦金融城便宜许多。汇丰宣布其计划后不久，房屋中介奈特弗兰克公司的盖·纳皮尔就指出：“在其他区域你很难找到这种规模的大楼。”有点儿慌乱的伦敦市法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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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说服汇丰重新考虑，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这个决定又一次让汇丰和诺曼·福斯特走到了一起，将近20年前，他为汇丰在香港设计的大楼受到了广泛好评。但是，这一次双方合作的背景大不相同。甚至在项目正式授权之前，一个特别委员会（在威尔弗雷德·牛顿的领导下）就建议：“汇丰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项目监理体系，来控制建造公司和其他咨询公司的工作进度，确保项目在预算范围内按期竣工。一栋功能齐备的大楼需要拥有有助于人际互动的完整内饰、自动扶梯等设施，但是大楼不应该成为‘建筑语言’。”从庞约翰、韦志诚、牛顿等人依次往下，他们都决心在未来4年里保持专注，避免出现任何意外，特别是在预算和项目进度上。1998年，物业委员会指出：“在向集团主席咨询之后，他们认为集团更应该庆祝大楼的顺利竣工，而不是竣工的保证。”当月的《集团新闻》报道指出，大楼的建设项目按期在1999年初开工，预计在2002年的春天竣工，那一年晚些时候便可迁入：所有这三个目标都如期实现。项目的各项成本均有案可查，最终决算也完全在预算之内——对一项如此重大的任务来说，这实属不易。

从项目一开始，集团就有意让员工在全盘计划中切身参与，让他们为新的总部大楼献计献策。最早在1998年7月，“投行部门的有些员工就建议在健身设施的设计中包括一个游泳池”，尽管最后这个想法没有实现。一年之后，在大楼用户需求小组的讨论中，“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针对新大楼的各个方面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最终效果方案”。对此，韦志诚指出：“在这些问题上不应该草率行事，或各行其是，不考虑整体效果。我们，我们的同事和未来的同事将会享受或忍受这些决定所带来的后果，而且草率的代价也着实不菲。”因此，他要求“成立一个共识小组，由不参与项目的人员组成，让他们来审视各种建议和设计草案，并提供反馈意见”。1999年9月伦敦地铁银禧线开通，从北格林尼治延伸至滑铁卢，并且在由福斯特设计的金丝雀码头车站停靠，这对赢取怀疑论者最终支持大楼项目增加了重大筹码。交通问题一直是金丝雀码头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

但是，的确有人提出汇丰是否应该参照花旗银行的做法（花旗在金丝雀码头的大楼与汇丰的几乎平行耸立），以满足额外的交通成本需求。尽管注意到了花旗的做法，但是韦志诚在2000年3月告诉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我们不应该受到花旗的影响，我们应该寻找其他方法来鼓励员工到金丝雀码头上班，这不会对我们的经营利润产生影响。”但是，有些员工依然在议论纷纷。2000年6月集团人力资源委员会指出：“大家认为对于业务部门不愿搬迁的言行不应纵容。”并且还举了詹金宝投资经理的例子。那年夏天举行了一个乘船游览金丝雀码头的活动，吸引了5 000多名员工参加，该活动有助于在员工中制造出一些积极的气氛。汇丰司库调查部门的波琳·兰尼在游览后表示：“整个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得不承认我原先并不打算来这里上班；但是，在金丝雀码头这里，氛围不错，商店的数量和类型也很好。”

不过，员工们还是有一些由“9·11”事件产生的心理阴影，这完全可以理解。庞约翰对此的反应是打电话给新大楼项目的协调人尼克·博伊德，并坚定地告诉他，作为集团主席，他应该第一个搬进新大楼；而随后不久，在一份给所有员工的公开信中，韦志诚强调，新大楼“是按照非常严格的安全标准来建造的”。其中包括强化的玻璃幕墙，以及在大楼混凝土浇筑的核心内设计了加压逃生楼梯。他还指出，“跟你们听到的传言相反，我们正在加紧努力，争取早日搬迁至金丝雀码头，入驻这栋能够满足21世纪像我们这样的金融服务集团的需求的大楼。”

在设计建造这栋位于加拿大广场8号的新大楼时，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功能性和团队的互动性。1999年10月，汇丰控股董事会认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在大楼里为员工提供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而不是首先考虑外观漂亮。”为了促进团队精神，金丝雀码头的大楼决定采用开放式办公区域的创新设计——在搬迁前夕，《金融时报》把这描述为汇丰员工即将面对的“最大的文化冲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争议依然不断。早在1998年9月，庞约翰就曾告诉博伊德：“我希望我们能够积极探讨开放式设计的利弊，我想我们可以研究其他现代化的总部大楼，例如英国航空公司，或者可能的话，玛氏食品公司。”大约两年之后，他在集团执行委员会上指出：“在场的大部分人将会被安置在新大楼的41层，鼓励你们接受开放式布局的计划。”另外一个设计概念是有意用“转换层”来营造出一个互动性更强的环境，而转换层则被布置成会议室和咖啡吧。但是，正如在汇丰文化中始终存在的那样，新旧总是融合在一起，而且不仅仅是通过审慎、低调地利用风水的方式。韦志诚曾经给集团历史档案库负责人埃德温·格林写了一份备忘录：“我希望41层被装修成特别传统的样式，因此，希望你们能够最恰当地利用我们集团所收藏的有价值的古典家具和艺术品。”









汇丰4位现任和前任主席，从左到右：沙雅、沈弼、庞约翰和浦伟士，2002年在金丝雀码头的总部大楼出席汇丰银行历史墙的正式揭幕仪式


在金丝雀码头的大楼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能够恰如其分地展现出银行新旧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这就是富有想象力的、前卫的历史墙。它被永久地摆放在大楼的底层，上面展示了总共3 743幅从世界各地征集来的展现汇丰历史的照片。2002年9月，韦志诚与汇丰员工一起，包括4位现任和前任主席沙雅、沈弼、浦伟士和庞约翰，再次打开了尘封的汇丰历史：“这面伟大的历史墙展现了汇丰自1865年在香港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新世纪初期的其他金融机构不同，汇丰银行依然保留着历史的遗产和经验。




[1]

 伦敦市法团：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亦称伦敦法团，是伦敦市中心区的自治组织和地方政府，其辖区基本上就是伦敦城，即伦敦金融城（the City，或the Square Mil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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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特兰银行时来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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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年12月，汇丰银行在完成了史上最大的一次收购的6个月之后，浦伟士向他的同事发出警告：“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将面临的挑战，米特兰是一个特大机构，它贷款账册上的金额要比我们集团其他银行全部加起来的都要多——不幸的是，它的储备金也更多！”1月4日，在汇丰按照英格兰银行的要求正式迁往伦敦的三天之后，他再次强调：“1993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米特兰银行的良性运转，”并且补充道，“目前英国黯淡的经济前景一点儿都无法预示米特兰的财运会很快时来运转。”能够完成任务吗？现在，“三足鼎立”的战略即将面临最大的考验，《机构投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即将成为一家全球性的银行，却因其糟糕的业绩记录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该杂志还引用了几个对汇丰可能成功的前景感到悲观的声音。对浦伟士和他的同事来说，需要证明汇丰有能力在香港之外成功经营一家被收购的银行，这不仅是1993年的任务，更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银行里的许多人，包括大约40个的国际行政人员，在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没人能够像韦志诚那样关键。1992年7月，韦志诚刚刚从海丰银行起死回生的经历中平静下来，几天前汇丰刚刚收购了米特兰，而此刻他坐在伦敦的办公室里，给浦伟士写了一份备忘录，坦率地谈了他的看法：

我注意到，米特兰的高层管理团队在大多数员工中没有多少权威可言。他们希望我们引入变革，并把这当作当务之急。

皮尔斯（行政总裁布莱恩·皮尔斯）显然是一个称职且经验丰富的领导。我对他虽然了解有限，但是十分喜欢他，并且预料到会和他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然而，在他周围的那些高管们，自然而然地处处维护米特兰和自己员工的利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在一个成功的、具有活力的组织工作过的经历，他们平庸至极，而且对人怀有极度的戒心，又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我们需要打破这种局面，全面地引入更高的管理标准。

我不断地被告知，我所带给海丰银行的优秀品质是领导力、活力、诚实、坦率和专业性，我想你也希望我在米特兰那里追求相同的品质。毋庸置疑，这些品质都还没有在现有的组织中显现出来。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要想成功的话，不仅要有职位，而且要有权力，要有一些最基本的手段和支持。我很遗憾地说，我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又看见当年我刚去海丰时所观察到的错误景象。

韦志诚果断指出，汇丰“现在就需要体现出我们的意志”。

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皮尔斯，他在英国银行界是一位极受人尊重和敬佩的人物。到了1992年11月，汇丰在成本问题上明显出现了薄弱环节。贾栋能（George Cardona）是集团的计划总管，他敦促浦伟士：“我认为我们必须设定一个成本目标，因为米特兰依然认为他们的成本没问题，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汇丰的资金，借此用于投资，增加收入。”浦伟士同意他的观点，第二天便告诉皮尔斯，米特兰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应该包括在成本收入比率上设定一个将其大幅度降低的目标，从1992年的71.3%下降到1995年的60%，这比皮尔斯认为可能实现的目标还要低5个百分点。皮尔斯立刻回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热衷于成本收入比率的人，因为这样的话会更侧重在成本一端。”随后他解释道：“我担心，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改变我们目前已经设定的目标（即成长的目标），转而瞄向大规模关闭分行和裁减员工的目标。”随后在圣诞节前，双方继续交换了看法：皮尔斯重申了重点应该放在增加市场份额上，借用“汇丰的实力，抓住机会实现一系列业务的增长”。而浦伟士的回复在语气上更为坚定：“我不想冒险让别人认为我们只想着如何增加收入，这样做的话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把成本问题放在一边。”至于降低成本的方法，他强调，“我们应该避免大规模关闭分行的做法。”相反，要在那些实际上没在分行工作的“大批员工中间”，设法“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被逼到如此情形下，想必皮尔斯不得不同意浦伟士的观点。









1997年9月，韦志诚向米特兰年度优秀管理培训生颁发奖杯


尽管如此，到了1993年2月，由于战略计划还在制订当中，皮尔斯继续抗拒60%的计划目标。贾栋能再次寻求浦伟士（还在香港办公）的帮助：“现在怎么办？我们还能够让他们放任自流到什么时候？”在回复中，浦伟士安抚他的焦虑：“我们不必在一个数字比率上太过于纠结。我想我们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其他领域或在不同层面逐步施压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不必计较在一点上，否则可能会逼迫行政总裁（皮尔斯）辞职不干了。”而且，浦伟士补充说道，他对韦志诚和其他国际行政人员“寄予厚望，他们会从内部产生更持久的变化，而不是从外部”。双方之间的气氛依然紧张。3月，《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重要文章，其刺眼的标题就是“期待狮鹫（米特兰银行的标志）做好分内的工作”，文章指出，米特兰的成本收入比率依旧维持在68.6%的高位，并且引述了庞约翰（已来到伦敦，担任集团的行政总裁）的观点，他不仅暗示，如果米特兰无法大幅度提高利润的话，新东家的耐心将会逐渐消失，而且强调，“目前唯一还在你们控制范围内的就是成本。”4月，战略计划获得了董事会的批准——其中定下了60%的成本收入比率的目标，而目标时间定在1996年。

6个月之后，1993年10月10日，浦伟士把他的办公地点从香港搬迁至伦敦，就在汇丰位于伦敦下泰晤士街10号的“蓝色总部大楼”里。在那个时候，人们预计皮特·沃尔特斯将在下一年的春天卸任米特兰银行主席一职，而且皮尔斯将会接任；但是到了11月底，汇丰正式宣布皮尔斯将在来年3月底离开集团，而韦志诚将接替他出任米特兰的行政总裁，浦伟士则担任米特兰银行的主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毫无疑问，浦伟士和皮尔斯都十分敬重对方，但是，从他们俩随后的陈述中不难发现：浦伟士觉得皮尔斯过分强调了米特兰传统英国清算银行的作用，并且在表面上一直扮演着米特兰银行里不满汇丰的代表人物；而在皮尔斯这一边，他对浦伟士似乎不愿意相信他能够带领米特兰走出困境而感到十分沮丧。这个结局令人伤心，但是或许在那种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最终，在经历了海丰银行的变故之后，浦伟士总是想要体现汇丰的权威，同时也想强制推行汇丰的做法，并且认为，此事宜早不宜迟。

新的管理层如期在1994年4月就任到位，浦伟士和韦志诚还在高层中安排了其他汇丰人来协助他们，包括区基尔（Richard Orgill）担任代理行政总裁，伯特·麦克菲（Bert McPhee）负责信贷和风险投资，巴里·海因（Barry Hine）担任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分行业务部门的总经理克里斯·沃森（Chris Wathen）也离开了米特兰，他一直被认为是米特兰内部一颗冉冉升起、土生土长的明日之星。《金融时报》的“观察者”专栏刊登了一篇尖酸刻薄的文章，其标题就是“米特兰被骗了”。文章指出，这些变化“终结了所有米特兰与汇丰“合并”的天真想法。后面的文章内容也许呼应了伦敦金融城以及英国金融界的想法：“米特兰被一个独裁组织所吞并，这个组织竭力想证明它可以比其他人更好地经营一家英国清算银行。我们走着瞧。”


从第四名到第二名


正如一句老话所言，“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赤裸裸的真相是：汇丰在1992年6月收购时，米特兰虽然正在恢复，但是还是十分虚弱——在4大银行中是最弱的一家，而且被拉开了一段距离，然而在随后的5年里却转变为一家生气勃勃、具有很高赢利水平的银行。下面列出的年度日常经营的税前利润很能说明问题：

1990年 2 300万英镑

1991年 4 600万英镑

1992年 2.04亿英镑

1993年 8.44亿英镑

1994年 9.05亿英镑

1995年 9.98亿英镑

1996年 12.72亿英镑

1997年 16.25亿英镑

即使考虑到英国经济在90年代初出现大幅下滑的因素，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些都是令人惊叹的成就。

这些表现与米特兰的竞争对手相比又会如何呢？这可以从一份1997年上半年“同业银行集团分析”的内部报告中窥得全貌。这份报告分析的对象不仅包括米特兰、巴克莱、劳埃德TSB银行（前一年经合并后的新劳埃德集团）、国民西敏寺，还包括阿比国民银行、哈利法克斯，后两家原先都是建房互助协会，直到最近才转型为银行。按照税前利润排名的话，米特兰位列第三，但是如果按照其他两项标准的话，即股本回报率和资产收益率，米特兰则位列第二。至于一向被高度重视的成本收入比率，在传统清算银行中米特兰位列第二，其比率下降至55.8%，而阿比国民银行和哈利法克斯由于在贷款业务中抵押贷款比例奇高而造成成本收入比率显得更低。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劳埃德TSB银行在受人尊敬的布莱恩·皮特曼的领导下，在4大银行中依然在市场上独占鳌头，但是，米特兰险胜巴克莱银行，可能占据着第二的地位，而国民西敏寺银行（三年之后被皇家苏格兰银行兼并）则开始陷入困境。

但是，在那个时候，米特兰还没有扭转乾坤。1996年2月，庞约翰在向媒体宣布利润增长的时候说道：“在过去三年里我们取得了许多进步。”但是，直到1997年3月公布了年度经营业绩之后，米特兰才开始赢得媒体的喝彩。《泰晤士报》的Tempus专栏认为：“米特兰在没有增加费用的情况下扩大了市场份额。”而一向难以取悦的《金融时报》Lex专栏也不得不承认，“米特兰已经大幅度改善了成本收入比率并扩大了市场份额。”5个月之后，又传来好消息：穆迪上调了米特兰的信贷评级。穆迪对此解释道：“自从被汇丰收购以来，米特兰的市场竞争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持续改善。”他还预测：“米特兰赢利能力的提高和温和的风险概况，应该使得它在应对以后的周期性衰退时占据着有利的市场地位，并且能够充分利用英国金融服务市场中的竞争机会。”简言之，米特兰终于恢复了它曾经拥有的、并且是理所当然的市场地位，其回报是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汇丰在英国的业务经营得以维持其强劲的表现。


经营典范：控制成本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与其他企业起死回生的经历一样，简单来说就是做好开源节流两方面的工作，既要控制成本，又要增加收入。米特兰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来的主人，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没有米特兰自己人的重要奉献，也不可能收获成功的喜悦。1994年11月，集团总部规划部门为准备集团战略周末外出静思会而准备的一份报告，就包含了这个十分恰当的观察：

米特兰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十分推崇创新，以至于创新超出了对IT纪律和成本控制的需求。另一方面，过去的汇丰重视IT纪律和成本控制，但却是以削减研发方面的费用为代价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两家合并创造了完美组合：米特兰的创新传统和汇丰成本意识的传统是“天作之合”。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但是，在这个案例中被征服的，或者称之为被解放的一方却值得人们赞赏。

在成本方面，米特兰关键的早期决定是没有继续走关闭主要分行的明显路径；之前，米特兰的分行网络已经从1980年的2 500家左右减少到1992年的不足1 750家。事实上，这是接受了皮尔斯的成熟观点：他认为自“二战”以来银行业可能变得越来越不受大众欢迎，因此没有更好的解决之道。正如他在1993年4月向董事会总结他的三年战略计划时所解释的那样，这将会“牵涉在以社区为基础的客户关系管理上投入可观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并提高服务质量，来打造和维持竞争优势，并创造更高的客户价值和赢利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份由波士顿咨询公司完成的权威报告质疑了4大银行的发展策略（包括之前米特兰的做法），指出这4家银行在过去10年里削减了2 000多家分行（约占总数的18%），认为关闭分行的做法“转移了”人们对改善利润的关注，并且指出“更为重要的是重新开启这些分行，以更低的成本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并且形成销售实力，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分行销售收入的目标”。随着其他银行在90年代中期继续实行大规模关闭分行的计划，皮尔斯的策略（表面上看，获得了浦伟士、庞约翰和韦志诚的全力支持）更多地赋予了米特兰特立独行的个性，其分行网络一直稳定地维持在1 700家左右。因此，银行员工总数也一直相对稳定：在出售了Thomas Cook旅游业务，并且对投行和相关业务进行了合理化重组之后，米特兰员工从1992年的6.1万名降至1993年的5.1万名，但是，之后一直稳定在4.9万名左右，并直到1997年。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把那些在分行中不需要的业务活动剥离出去的配套策略的话（这些业务活动不仅成本很高，而且占据了本应该用于客户服务的宝贵时间），这种做法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它包含了两大举措，分别引入了区域服务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区域服务中心实际上起到了把银行业务流程从分行中剥离的作用，在1990~1991年就已经启动了一期工程，其涵盖的业务范围包括支票和票据处理。从1994年起，又启动了二期工程，加入了处理由分行转交的客户指令（如对账单、直接借记和电子资金转账），三年后两期工程全部完成。而客户服务中心主要通过电话处理客户咨询事务，在1995~1997年已经设立了4家客户服务中心，服务范围覆盖了所有分行，使得米特兰成为英国最大的集中式电话服务银行。银行推出的服务计划还不止这些——在1994~1996年推出了证券处理中心，而在1997年又成立了第一个信用控制部门。通过共同努力，它们在帮助米特兰在日常经营中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上，不露痕迹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有这些计划都依赖于高效的、具有成本效益的IT系统。在收购后接下来的几年里，汇丰的施德论付出了大量心血，来确保米特兰原有的IT系统和集团其他部门的系统能一步步融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令人沮丧的事件。如1994年5月，韦志诚告诉《泰晤士报》：“我们不得不把目前已有的不同系统进行简化处理。”不过结果却十分令人欣慰：1992~1995年，IT系统帮助米特兰每年减少的经常性费用支出有6 000万英镑，经常性费用支出在总成本中的比例从20%以上降至14%以下。另一个可以继续实现成本下降的方法就是通过协同增效——部分通过IT系统，但是也包括在收购之后把两家银行中司库、投行、证券保管和保险等业务进行合并而得以实现。同时，总体上还有一个减少管理层级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在收购之前汇丰就存在一个强烈的观点，即米特兰官僚化严重，内部管理不得力。事实上，在进行收购的时候，对米特兰零售和企业业务部门的整合计划早已准备就绪，由于这些计划涉及削减米特兰最高管理层级数，汇丰欣然批准了这些计划。即便如此，依然还剩下8个管理层级，韦志诚在1994年告诉媒体，他希望把管理层级数降低到6个或7个，并指出：“我们将确保管理具有更高的权威性，管理者能更直接地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去。”这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但是最终他又顺利地削减掉了一个管理层级：把业务部门总监平级调整为拓展业务的区域经理，或者晋升一级，成为业务部门总经理。在整个充满挑战的调整过程中，成功的关键是韦志诚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保留清晰的职业发展目标。


经营典范：业务增长


在增收方面，一个明显具有诱惑力的策略是收购一家建房互助协会。但是，1994年4月，在劳埃德提出收购切尔滕纳姆和格洛斯特的建房互助协会之后，米特兰董事会“同意银行应该聚焦在现有业务的经营上，而不要过分分散精力，把精力花在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并且指出，“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正在健康地发展，”尽管其业务规模还没有进入到全英10大银行的行列。在英国金融服务市场持续整合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策略。1996年，有一位银行业分析师就曾告诉《泰晤士报》，伦敦金融界还在期待米特兰“从修复模式转换为建设模式”。但是，在第二年，《每日电讯报》的Questor专栏则指出，考虑到米特兰在股本回报率上取得了“令人称赞的”24%以上的成绩，它“自然不情愿为一个建房互助协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的确，最晚到1998年2月，米特兰就公布它了极其出色的经营业绩，庞约翰也可以公开表示，“这些业绩表明在没有进行收购的情况下如何完全可以在一个成熟市场里实现令人满意的增长。”

有许多原因造成了米特兰如此引人注目的内生性增长。这个过程中，汇丰把自己蜚声业界的贸易融资知识和技能注入米特兰，非常成功地创建了汇丰贸易服务；与此同时，在大企业银行业务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因此，米特兰的银行服务由于资产负债表更为强健而得以加强，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它拥有了很强的司库业务。但是，在那些年里，主要出现了三个重大变化：首先，培育了“社区”银行业务；其次，重点放在关注度更高、营销推广更好的产品上，现在在这些产品背后投入了额外的财务实力；第三，交付的服务质量普遍得到了提高。

1993年8月，皮尔斯在《银行界》上撰文指出：“我们的战略核心是希望在社区中恢复分行和区域经理应有的市场地位。”在这个策略和其他工作的共同推动下，米特兰把200名有经验的业务经理再次推向了第一线，来重建传统的经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由于在80年代客户经理纷纷提前退休，以及在皮尔斯加入米特兰之前的那个时期这种客户关系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因此，1991年下半年，戴维·贝克（现在负责零售银行业务）首先向皮尔斯提出了建议，并且从1992年9月起开始执行，在那个时候，它还不是一个感情色彩很浓的战略。1994年1月，克里斯·沃森（负责分行业务的董事总经理）向韦志诚和其他人保证，“研究表明，在社区内建立一种银行客户关系至关重要，”并且表示这项战略主要针对中小规模的业务市场。被完全说服的韦志诚随后告诉员工：“我们需要和我们服务的社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在跟客户的交流中，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讨论他们和我们自然都会关心的话题。”

1995年，银行的大部分区域业务中心都整合到了分行业务之中，这涉及把经验丰富的经理队伍继续充实到分行网络中。第二年，董事会在讨论了最新的同业银行业务回顾之后得出结论，“差异化是未来继续成功的基础，”并且满意地表示，“米特兰比某些主要竞争对手更重视在分行中安排和保留有经验的客户经理。”“社区银行”的概念不仅限于分行中：例如，庄迪晖（Dyfrig John）当时是负责威尔士和英国西南地区零售业务的部门总经理，他不遗余力地传播米特兰对满足当地业务和社区发展需求的不变承诺。总之，在90年代中期明显感觉到英国处在脱离自由市场无拘无束的状态并回归到“社区”的背景下，这种市场情绪在1997年新工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时而达到顶峰，因此，这显然是一个正逢其时的策略方针。

1994年，汇丰在《年度回顾》报告中指出：“我们继续简化了客户可以选择的产品种类。”而两年之后，米特兰个人理财服务部门在回应当时在人寿保险和养老金行业所发生的丑闻时推出了一系列“简明事实”手册，希望通过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行业术语或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帮助客户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选择。之后在1997年1月，米特兰又实施了一项重大变革，推出了新型的米特兰银行账户，取代了客户现有的活期存款账户。这与其他银行复杂而且以收费为基础的活期账户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它突出强调了简洁和物有所值的特性，并包括了一个50英镑的透支缓冲区，避免客户因为不小心而陷入因透支几英镑而遭受罚金的窘境。媒体和客户的反馈非常正面，银行也开展了一次主要宣传活动。到了夏天，新型账户的活跃数量比往常要超出1/3以上。同时在产品方面，不仅有些产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对大学一年级新生推出了一堆特别产品，帮助米特兰1996年在这个特定市场中占据了领先的地位），而且越来越重视对保险、养老和其他不一定总是和传统银行挂钩的产品进行交叉销售。1995年4月，韦志诚告诉员工：“在我们的营运和战略计划中，我们瞄准的目标是，希望把向抵押贷款客户和活期账户客户交叉销售的产品数量分别增加到5种和3种。”而当年晚些时候，在1996年集团营运计划中的米特兰部分，提出了“交叉销售继续得到了改善”，其中非常成功、但还没有很高赢利能力的电话银行营运部门，第一直接银行，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到了1997年6月，在经历了一系列丑闻之后，米特兰规定所有的销售队伍必须满足最低的胜任标准，才能继续销售合规产品，因此，之后不久，当某些竞争银行在他们的销售队伍中出现20%~30%的淘汰率时，令人可喜的是，米特兰的淘汰率只有3%。









1997年，米特兰银行新型账户的介绍——保持简单










20世纪90年代，位于西约克郡奥特利的经过重新装修而焕然一新的分行


汇丰致力于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的承诺是清晰的，而这个承诺也包括关注实体环境。1994年韦志诚断然告诉媒体：“如果有哪一个汇丰人不喜欢向客户提供服务，那么他就不适合在任何一家银行工作。”1993年5月，集团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分行网络上的支出普遍跟不上我们的竞争对手。”那年晚些时候，这方面的改进工作开始启动，从1993年新扩建的司库运营所获得的巨额交易利润中，拨出了2.5亿英镑用于分行的装修改建项目。到1996年年初项目完工的时候，整个装修改建工程几乎覆盖了整个分行网络。这项投资首先考虑的是，根据一份内部报告所言，“翻新外观，去除‘像堡垒’一样的面貌，”设置“一个迎宾服务台，作为分行的联络点”，并且“在开放区域和贵宾接待室里提供合适的咨询设施，以支持银行各种系列产品的销售”。有一些分行的工程不可避免地超出了装修的范围：例如，始建于60年代的中克罗伊登分行是令人感到恐怖的分行，在1996年下半年被全部拆除。但是，其他分行看上去焕然一新，大踏步地走向新世纪：1995年在德比郡的哈克诺尔开设了一家非常前沿的一站式分行（以确保客户只需排一次队即可享受到银行服务），而在1997年5月，米特兰在布拉德福德的莫里森斯开设了首家商场内超市分行。在现场环境的感染下，郭兆德（战略开发部的负责人）感叹道：“这就像是一个600平方英尺
 
[1]


 的分行，却拥有了一个7万平方英尺的大堂，里面挤满了现有和潜在的客户。”

不过，除了实体环境和便捷的地理位置之外，银行在客户服务方面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改进。1995~1996年，每一位员工都必须参加一整天简单明了却非常有效的培训课程（“胜利团队”），它旨在提高员工重视服务质量、内部沟通和团队精神的理念。1995年1月16日，大约有120名员工参加了首日培训（和以后所有培训课程一样，都是在伦敦乔治大街上重新装修过的办公楼里举行），《米特兰新闻》刊登了一组反馈意见：

它开拓了你的眼界，让你更好地来思考每天所做的基本工作，以及客户是如何看待我们的。这是非常发人深省的培训，在一个小组中参加培训，使你能够和其他部门的同事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来自韦林花园城市分行的伊恩·爱德华兹）

这是十分有趣和有益的培训，可以认识来自银行其他部门的同事。视频内容非常出色——让你能够融入那些情景之中。（来自利特尔汉普顿分行的詹妮· 琼斯）

课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服务补救模块——服务补救不仅仅是向客户道歉，而且需要你帮助客户，并试图解决问题。光是道歉是不够的。（来自滑铁卢维尔分行的琼·赖特）

它更多的是一个复习课程，让你重新温习服务的基本内容。保持积极心态，开诚布公，诚实和重视沟通。（来自霍尔伯恩广场分行的格雷厄姆·马克斯）

课程的概念一点也不新鲜，“胜利团队”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国航空公司的“胜利者”培训课程；但是，米特兰是英国银行界首家引入类似培训课程的银行。这一举措似乎产生了重要影响：1996年的客户投诉数量要比1995年减少了1/3左右，尤其是在客户投诉服务态度方面，如出现粗暴、无礼、自满、冷漠的情况大幅度降低。1996年12月，当韦志诚向员工公布这些数字时指出：“随着这么多竞争对手进入我们传统市场的领地，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东西是优质的服务质量，它可以让我们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汇丰文化的灌输


从整体上来看，收购刚完成后的那段岁月，如果说米特兰银行的人，特别是高级管理层成员，对银行的新东家没有任何怨恨，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越往下走，员工伪装情绪的情况越少，汇丰人先入为主的假设是它收购了一家倒闭的银行，而且总存在着可以理解的优越感：“香港”方式的生意经自然比“英国”的方式更优秀。1993年下半年，贾栋能在波特丽的米特兰银行里记录下了他的困惑：“米特兰觉得这种想法很奇怪。他们已经习惯了有许多委员会；被告知除非得到上述委员会的批准，否则他们不应该使用其他任何委员会。”但是，在米特兰的管理体系中再往下走，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贾栋能发现：“员工有焕然一新的状态；士气比原先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高。劳埃德原先打算裁减2万多名员工，员工们觉得很高兴，因为得到了解救。”或者，正如几乎同一时间负责布特尔地区的销售服务经理克里斯廷·弗赖尔向银行内部杂志所说的那样：“现在，银行员工对前途抱有信心。他们对在米特兰工作的自豪感得到了恢复。”毋庸置疑，对那些拥有米特兰股票期权的人来说，收购是一件大好事，而且这也令他们感到十分放心，因为知道自己的养老金不会受到影响。在随后几年里，随着各家分行的实体环境得到改善，银行业绩持续反转，进一步提升了员工士气；同时，大家也都感觉到新的机会层出不穷。不过，之后不久，米特兰内部沟通经理乔纳森·怀尔德却指出，过了很长时间整个分行网络才慢慢体会到收购的含义，才觉得米特兰现在已经是一家主要国际银行集团的一分子了。然而，1996年1月发生了一个积极的变化，当时，正是米特兰经营利润增长蓄势待发的前夕，97%的员工投票支持，加入与利润挂钩的集团收入机制中。

最终，如果没有汇丰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在不屈不挠、全神贯注而且有时候生硬粗暴的韦志诚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的大规模灌输，时来运转的反转就不可能发生。1994年4月，在被任命为行政总裁之后，韦志诚在《米特兰新闻》上写下了“一些基本原则”，不仅他自己信奉并遵守这些原则，他也希望其他人能够一起来遵循：

·展现完全诚实的个人品质

·在出借或花费银行的资金时，要有把这些钱当作是自己的钱的感觉

·保持事情简单——避免繁文缛节的官僚作风

·避免公司政治

·保持对米特兰和我们集团彻底的奉献精神和忠诚

·追求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或者，正像他之后不久对《银行界》谈到他的管理任务时所言：“或许最困难的是，你不得不容忍那些不愿意百分之百相信和支持企业文化的人。”这种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亲力亲为”，要尽可能地接近问题的中心，然后务实、冷静地解决这些问题。克里斯·米尔斯是一位汇丰的计划主管，他曾经帮助米特兰制订了第一份收购后的经营计划。1993年2月，他向贾栋能讲述了自己的印象：“米特兰的最高层人员缺乏直接的管理经验。”而在汇丰人的观念里，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责，是一个不可能在一个国际行政人员身上找到并清算的罪状。1994年7月，一份董事会的会议纪要指出：“当我们谈论分行的内部装潢和摆设时，韦志诚提到了在许多分行的墙上和地上摆放了太多的东西。东西摆放得乱七八糟，而设计又很糟糕。他严厉强调有必要严格控制这些东西的摆放，这不仅是为了总体上的整洁，更重要的是避免无谓的浪费。”

作为米特兰的行政总裁，韦志诚在任最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1997~1998年，监督废除了米特兰银行的狮鹫标识（自1965年以来，它一直是企业形象标识的重要部分），并且用汇丰红白六角形的标识取代它。在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他指出：“现在，银行的信誉和稳定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候，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为汇丰集团一员所带来的财务安全。”韦志诚补充说道：“在过去4年里，我们重新激活了银行。”当他这么宣称的时候，不证自明的事实是集团不仅没有任何大的遗憾，而且相反，一个焕然一新的组织有理由充满自信地走向未来。




[1]

 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编者注





第十二章






1997年和1997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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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年，包乐平（当时负责银行的公共事务部门）曾经回忆道：“那时研究表明，尽管这些事件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它们依然对公众对汇丰银行的看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他在此提到的事件就是指那个90年代早期所发生的三件大事：1991年汇丰在英国注册并成立了汇丰控股有限公司，1992年收购了米特兰银行，1993年初把总部迁至伦敦。汇丰银行依然负责汇丰集团在亚太地区的业务，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香港。从1993年起，葛赉担任汇丰银行的主席和行政总裁，1996年施德论接任主席而艾尔敦出任行政总裁。作为汇丰银行的第三代领导人，葛赉出生于香港，并且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了他孩提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他经验极为丰富，不仅具有高超的商业头脑，而且极富个人魅力。他得到了集团主席浦伟士的充分信任，浦伟士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困难的交替时期，香港将会继续对集团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关键是需要得到当地舆论的支持。

对于香港而言，在主权交接的之前几年里，由于前保守派政治人物彭定康港督希望建立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并使之延续至1997年之后，从而使这座城市深深地陷入矛盾冲突之中。香港的商业舆论在面对彭定康的倡议时出现了分歧，但是在总体导向上更偏向负面，而不是正面。1992年12月，在中国政府对彭定康的建议进行批驳后，恒生指数暴跌。在这种背景下，当地著名的企业家，同时也是汇丰的非执行董事罗桂祥写信给浦伟士：“汇丰应避开这些政治问题，既不要选择站边，也不要做出任何让人觉得是在选择站边的行为。”他随后继续说道：“我们必须对股东负责，由于1997年之后我们大部分的利润还将来自香港，我想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和中国政府对抗。”毫无疑问，浦伟士同意他的分析，尤其赞同让汇丰在公共政治的争论中保持超脱立场的重要性。但是，对浦伟士（在1993年10月把办公室搬至伦敦之后，还是常来香港）来说，问题是他无法说服彭定康停止这种危险的做法，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快就急剧恶化，这些最后被记者乔纳森·丁布尔比形象地记录在《末代港督》的电视片中。既已如此，浦伟士和他的同事只能把重心放在其他途径上，希望能够有助于实现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在香港主权交接前后确保市场对香港的信心。









90年代中期，汇丰银行主席兼行政总裁葛赉


在此期间，有两个例子十分生动。1993年9月，浦伟士在亚洲协会上发表了告别演讲，他表示：“我们知道，在北京和广州的政府官员现在和香港官员一样，能明白无误地用同一种经济语言来开展交流；我们看到，在边界的两侧，大家同样尊重自由市场的价值；我们看到，这种经济联盟的成果正遍及整个珠三角地区，并通过我们的港口和机构，传遍世界各地。”两年之后，1995年5月，葛赉拜会了访港的英国政府大臣安托尼·尼尔森，他在会谈中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仅香港的商业气氛正“慢慢乐观起来”，而且“与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趋于良好”。在这些年里扮演着特别重要角色的无疑是郑海泉（Vincent Cheng），他出生在香港，是受过系统教育的经济学家。1978年，他加入了汇丰银行，1989年被临时征调两年，参加香港核心政策组的工作。在1995年回到银行之后，他成为汇丰银行首位华人执行董事。在90年代中期，他同时也被任命为香港立法会委员和中国政府香港事务顾问，因此有能力在香港银行界的问题上，不仅仅代表汇丰银行，表达出高度理性、信息完整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他能代表汇丰坚定地承诺，即致力于在1997年之后的香港创造一个更加“中国化”的未来。


新制度


保持香港信心的关键是维持1983年起就建立起来的紧盯美元的港币联系汇率机制。无论这个想法是“糊涂”还是“愚蠢”，它导致在1994年11月，施伟富（香港区域的总经理）公开驳斥了1997年之后将废除联系汇率机制的市场预测，但是之后不久，汇丰就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短暂而猛烈的货币风暴中。1995年1月，在墨西哥比索大幅度贬值之后，投机者现在开始把目标瞄准了港币。港府金融部门成功地驱离了投机者，但是，一份本地中文报纸《大公报》很快就发表文章，批评汇丰银行没有承担起“道义责任”。的确，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人们“纷纷谣传”，汇丰实际上在投机做空港币联系汇率——传言中的主角，汇丰司库和资本市场的负责人欧智华则对此矢口否认。他告诉报纸：“如果我从做空港币中获利，我会被银行开除的。”私底下，郑海泉和欧智华随后在北京约见了新华社的相关人员，重申了汇丰银行没有投机做空港币的立场，与此同时，在伦敦的集团司库葛霖向集团执行委员会“确认”，“在整个集团司库部门，每个人都充分了解不能采取反对香港政府立场的观点和行动。”

在那个时候，香港已经有了事实上的“央行”。这就是成立于1993年4月的香港金融管理局，由任志刚出任首届总裁。它的成立意味着到香港主权交接的时候，汇丰银行将只有一项准“央行”的职责：与中国银行和渣打银行一样，可以发行港币。在理论上，对这些初期变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汇丰是全部欣然接受的。1993年10月，在由香港金管局所主办的研讨会上葛赉表示：“就货币政策而言，我们不再唱主角了。相反，在汇丰银行，我们更感觉到自己是在做舞台管理的工作。在金管局的主要演员上台报幕之后，我们就负责拉起或拉下幕布。当然，需要变换场景的时候，我们也会更换舞台上的道具。总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干技术活。”并且他补充道：“我对角色的改变一点儿都不觉得遗憾。”









1995年，郑海泉被任命为汇丰银行首位华人执行董事


在实际中，角色的转换可没有说得那么轻松。在1995年1月的货币风暴中，汇丰似乎相信是金管局向《大公报》透露了所谓汇丰投机做空港币的故事，虽然在成功地维持了联系汇率之后，任志刚自己坦承对“在整个操作中”货币发行银行的“充分合作表示满意”。当年晚些时候，施伟富向金管局“建议”，它“不应该寻求对香港银行实施任何严厉的管制措施”，相反“应该就事论事来考虑各家银行准备充足率的问题”。1996年6月，在与任志刚会谈前所准备的会议要点简介中确定了另外两个金管局提出的问题：尽管管理局在促进香港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各项计划值得赞赏，但是它们也带来了一些意外结果，例如“与银行争夺市场，或导致银行非居间化，进行抵押贷款证券化操作，或提供零售投行产品”；而且更为可恶的是，据此简介所言，例如在放松利率管制问题上，管理局“（很快）欣然臣服于政治压力”。考虑到汇丰的历史渊源，以及它作为商业银行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双方初期有些龃龉不合，似乎很难避免。

作为在重新定位中一个更高层次流程的组成部分，汇丰必须接受新的金融安排，尤其是在某些时候令人伤脑筋的企业形象方面。1994年6月，在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备忘录中，包乐平向葛赉抱怨，银行依然有着十分鲜明的“殖民形象”，“随着主权交接的日子日趋临近，使得它容易遭受到日益高涨的反殖民主义情绪的攻击，”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皇后大道中1号的汇丰大楼内去除一些具有“帝国主义寓意”的绘画作品，取消星期四供应咖喱食品的传统，不鼓励使用“殖民英语”，如“mess” “shroff” “godown” “boy”（“用‘boy’一词来指一位50岁的快递员”），“把能够说汉语的国际行政人员派驻香港和中国内地，而不是在阿布扎比和卡拉奇，”而且，更重要的是，采取具体行动，来改变“人们认为汇丰银行内依然是‘鬼佬’当家的观念”。包乐平在建议中还指出，“即使在华人和外籍人员做同样或类似工作的情况下，外籍人员的待遇要高出许多。”这些建议中的许多内容得到了执行，但是，银行的形象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扭转。1995年8月，《远东经济评论》认为，“长期以来汇丰在从内部培养和拔擢人才方面行动缓慢，因此，很快会在选拔出值得信赖的本地人才方面遭遇困难。”第二年的6月，在香港人对汇丰的态度上所做的最新调查发现，尽管“普通市民对我们扎根香港的认可程度继续提升”，并且“认为汇丰正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是，“我们声誉中70%是和‘殖民’有关的，此比例依然很高。”换言之，在离1997年只有一年的情况下，这证明了在改变后殖民主义的形象方面，依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竞争和倒计时


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影响到汇丰在香港的业务年复一年地为集团所做出的关键贡献，在90年代中期，其经营利润占到了整个集团的40%~48%。而且，除了香港市场信心和地缘政治的问题外，更何况在90年代中期还有两件具体的、商业上的麻烦事，所有这些一并考虑的话，很有可能改变稳定的传统格局。

其中一个麻烦就是竞争——最主要的是来自中国银行的竞争。1994年，一份汇丰三年战略计划“首次”提出，汇丰必须做好准备，在香港与“一股重要竞争力量”展开竞争。第二年，施伟富私下里对中国银行采取“激进低价政策”以图增加存款市场份额的做法表示了担忧，在那个时候，中国银行的市场份额可能增长到30%左右，大体与汇丰的市场份额相当。然而，在公开场合，郑海泉依然还是信心满满：“汇丰银行的市场地位根本不会被削弱。市场容量大到足以支撑我们汇丰、中国银行和所有其他银行一起发展，从而促进香港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这种自信或许有一定的理由。1996年10月，包乐平在研究了市民调查数据之后认为：“中国银行还没有威胁到汇丰作为广义上被公认为香港‘第一’的银行地位。”但是，毋庸置疑，香港银行业拥挤的竞争场景将会变得日益激烈。这在抵押贷款业务方面尤其如此，在1996年还爆发了激烈的价格战，林纪利（他现在接替施伟富成为香港业务的总经理）竭尽全力把握住正确的方向，执着地强调服务的质量。作为集团行政总裁，庞约翰充分了解到这个潜在威胁。1996年，他要求艾尔敦采取措施，想法打消政府筹建一家政府出资的香港抵押贷款公司的愿望，并且指出：“消费者的借贷需求，才是我们在香港赢利的核心。”第二年5月，他提醒林纪利“要动用所有资源来维持和提高香港部分在集团中占据40%的利润水平”。

另一个主要担忧则只是刚刚冒了头，即传统的、高赢利的利率卡特尔联盟开始出现将解体的迹象。这主要是根据1994年年初的一份由政府发起的消费者协会报告而提出的建议，这份报告的结论是香港储户遭受了来自银行系统不公正的对待，而施伟富却以香港银行公会主席的身份对此强烈否认。他指责消费者协会的报告是以银行如何赚钱为“假设”前提，并且坚称：“简而言之，利率协议带来了市场稳定。”但是，由于在这份报告背后积聚了强大的政治力量，施伟富的反击毫无作用。因此，从1994年10月到1995年9月，开启了放松利率管制的进程，虽然此过程进行得相当谨慎小心。1995年3月，香港金管局副总裁简达恒指出：“我们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而一年之后，当施伟富被问及这是否会使得银行的经营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时，他只是回答道：“我认为将会变得更加激烈。”

在应对这两方面挑战的时候，汇丰在零售业务方面的基本对策就是开始实施市场细分战略，或者，按照1994年三年战略计划中的语言来表述的话，“在有吸引力的目标细分市场，增加关系市场的渗透份额，从而改善投入资源的回报率。”而与此同时，“大众市场将继续利用绝大多数的分行网络来进行支撑，尽管主要是通过增加自助服务和稳定服务标准来实现。”于是在当年，为了重点加强维护和深化与富裕客户的关系，汇丰实施了一些重大改革：首先，开设了一批新的理财易中心，主要向那些拥有“卓越理财”账户的客户提供完整的个人理财服务，这些账户的准入门槛是25万港元，并且银行每年还要向客户收取高额的账户管理费；同时，汇丰又推出了“运筹理财”账户和“商业运筹”账户，分别针对中产阶级市场和小型企业客户。到1996年年初，汇丰就已经开设了11家理财易中心，而且正在把零售银行业务向香港的高端市场延伸。尽管如此，按照大众市场大规模撤离的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些业务都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银行传统的网络中依然还拥有200多家分行。

到了1996年的夏天，所有的细分市场中的每个人都在关注一年之后的主权交接这一历史时刻。包乐平对未来的建议是：“我们需要竭尽所能改善工作，但是，最紧要的是避免任何意外事件。”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公众舆论可能出现的狂热倾向，他甚至告诉浦伟士“围绕着（皇后大道中1号福斯特）大楼流传着怪诞的传言，即大楼会在1997年被拆除”。至于银行自己要如何来庆祝这一时刻，艾尔敦的个人倾向是“不要高调”，但是，他也承认：“如果我们太过于低调的话，这会被人误解为不热情、冷漠或者还带有殖民的气息，并且让人觉得不尊重中国。”在70年代中期担任过汇丰主席的沙雅先生则是一位有趣的观察者，他觉得所谓的“1997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1996年10月，他在给施德论的信中表示：“香港不可避免地将进入到相当动荡的时期，但是我确信，在面对变化时，我们可以用灵活多变的适应能力，来抚慰我们焦躁的内心。”

结果不出所料。1997年上半年，在狂热的房地产投机热潮推动下（汇丰尽其全力来抑制投机狂潮），香港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恒生指数上涨了约25%。主权交接的实际场景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珍·莫里斯在描述6月30日晚的交接仪式时写道：“这真是一个商业秀和奥尔德肖特军乐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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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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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进行的两个重要仪式中，率先在东添马舰场地举行的是英国行政部门的告别仪式，在倾盆大雨中生动地上演了一场军乐、军舞表演，以及告别演说。“大雨倾泻而下，一眼看过去满是撑开的雨伞，雨水顺着我们的脖子不停地往下流淌。查尔斯王子穿着他那件白色的海军上将制服，无惧如注的雨水，代表大英帝国发表了告别香港的演讲。”最后，黄昏降临，“伴着‘主赐此日转瞬已经过’那段庄严而古老的旋律，联合王国的国旗缓缓降下”，仪式最终在一位孤独的风笛手吹响的挽歌声中结束。现场大约有1万名宾客应邀出席，心情沉重的浦伟士理所当然地也出现在了现场。随后，他又来到湾仔的香港会展中心，在午夜即将来临的时候，与大约4 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参加了正式交接仪式。浦伟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英国和香港的代表，许多都穿着制服，站在主席台的右侧；而由中国国家主席所率领的代表团成员都是资历很高的官员，穿着毛式制服，站在主席台的左侧。所有讲话都十分简短和正式。在午夜那一刻，奏响了两国的国歌，降下了英国的国旗，双方代表握手，英国的统治就此结束了。”

在那几天里，许多活动还在香港上演，但是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汇丰依旧保持着低调，照常营业，这给它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在7月进行了一次公众舆论调查之后，包乐平指出：“对汇丰的评价毫无例外都认为其极其出色。”其中几个重要评价指标包括“财务实力”“对香港的承诺”和“与中国的关系”（认可度分别为86%、84%和77%）。他有理由充满自豪感地说，汇丰“凭借骄人的业绩”胜利地挺过了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随即他简短地说道：“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在未来132年里继续保持我们的行业评级。”


金融危机


事实上，香港主权交接后不久，残酷的亚洲金融危机便不期而至。7月14日，林纪利在向执行委员会汇报时就提到：“最近泰铢和菲律宾比索出现贬值，但港币依然稳定。银行与金管局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制订了应急方案以抵御一切对港币的投机行为。”但是到了8月21日，随着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开始破裂，林纪利报告称现在已经出现了“小规模投机”港币的苗头。9月，市场投机行为暂时被压制了下去，但是到了1997年10月，香港金融危机中两个重大事件中的第一件爆发。

10月20日星期一，三天前，台湾刚刚放弃了保卫新台币，现在投机者马上又开始大肆做空港币。10月23日，“黑色星期四”突袭香港：那天是结算日，金管局决定允许隔夜拆借利率临时上调至令人吃惊的300%的水平，希望以此打击投机，但是在个这过程中导致银行间市场上头寸吃紧，出现了普遍的恐慌，导致恒生指数暴跌了10%以上。《南华早报》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有那么几个恐怖瞬间，令人感到香港的金融体系即将崩溃。”

汇丰一开始还能成功地置身事外，但是却没能保持多久。10月25日星期六，中文金融报纸《明报》的报道称：林纪利批评了香港政府，甚至说它没有采取有效的短期措施，阻止香港竞争力的下降趋势，并且声称国际投资者怀疑香港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这个问题。林纪利马上写信给任志刚表示歉意，解释他的讲话被人曲解了：“我对目前的形势感到十分遗憾，尤其是，我的本意是想表达汇丰对政府行动的支持。我完全理解在目前困难的情况下，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保持相互间的支持。”但是，这场风波没有平息下去，到了星期一，《明报》不仅刊发了一篇报道，指责汇丰银行为投机者（包括乔治·索罗斯）做空港币提供资金；而且记者在私底下有意放出风声，称这个消息来自于金管局的知情者。这显然惹恼了艾尔敦，于是他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两次拜见了任志刚，而任志刚却推说没有看到过这篇报道。包乐平向伦敦的一位同事提及了当时的场景：“艾尔敦向他重申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声称如果他想让自己确信这是事实的话，可以邀请他来银行检查相关账目。艾尔敦也向他提出，金管局是否可以公开还汇丰一个清白。”

与金管局的这些冲突或许反映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在同一天（10月28日星期二，恒生指数再次暴跌，这一次跌幅更是达到了14%），欧智华写信给林纪利：“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在管理投资方面完全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但是这或许会与金管局的利益相冲突。作为货币集中管理部门，他们完全可以自由裁夺，在特定时间段内向市场直接注入流动资金，而不是注入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同时却希望市场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行事。”

无论如何，联系汇率幸存了下来。在随后的9个月里，从1997年11月~1998年7月，汇丰在香港的运营依然保持赢利状态，然而深陷危机的其他地区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即便如此，香港依然遭遇了经济困难，只不过程度上略好些罢了，这或许可以从林纪利每次提交给执行委员会的仔细斟酌过的报告中觅得一些踪迹：

住宅房产市场依然低迷。预计市场销售在已经下跌了20%~25%的基础上，在1998年将继续下跌10%~20%。（1997年12月15日）

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依然疲软，由于国内经济活动继续衰微，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会有任何起色。未来6个月的前景并不乐观。（1998年5月11日）

在过去两周内，尽管利率水平暴涨，市场情绪还算稳定。虽然香港经济的基本面中规中矩，但是亚洲地区的经济危机正在对银行的港岛内业务产生影响——在1999年第一季度不大可能出现反转的情况。（1998年7月13日）

在那个月里，《银行家》杂志的记者路易丝·多罗萨里奥撰文写道：“经济萧条的景象随处可见：百货商场在打折甩卖，旅行社向购买飞机票的旅客提供免费住宿，而愤怒的投资者则在大街上示威，抗议他们的资金在失败的投资项目上打了水漂儿。”随后，她继续描述了在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香港中产阶层的遭遇：“他们中数以万计的人把自己一生的积蓄投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而现在他们却在受着负资产和高利率的煎熬。由于市场暴跌，（富裕家庭中）每10户家庭中就有8户遭受的经济损失平均为60万~80万港元。”

在这个困难时期，汇丰倾其全力伸出援助之手。1998年年初，艾尔敦向香港财政司长做出保证：“我们乐于向客户展现仁慈之心。尽管我们不大可能向他们再出借更多的资金，但是我们不会收紧他们的银根。”到了6月，汇丰更强烈地向外传递出同样的信息，在那个月里，艾尔敦告诉金管局，对那些“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只要“被认定还具有恢复能力”，银行将继续予以支持；而在零售业务方面，银行将继续“设法开展抵押贷款业务”。

在那几个月里，金融管理部门和大部分金融界人士都一如既往地相信，继续坚持联系汇率机制对于保持市场信心至关重要。5月，金管局和汇丰银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双方建立了业务指导原则，并认可了银行“完全由自己基于商业判断和股东利益来开展业务活动”，而与此同时，也确认了银行和金管局“对保持港币的稳定具有共同的利益”。幸好那时召开了这次会议，因为到了7月，国际炒家已经悄悄地布下了所谓的“双市投机”陷阱：这些国际炒家（用经济学家饶余庆的权威说法）“激进地在即期外汇市场和远期外汇市场同时做空港币，与此同时，在现货和期货市场同时做空香港股市”。现实的危险迫在眉睫。欧智华一针见血地告诉《亚洲货币》：“如果你放弃联系汇率，你可能会看到资本大规模从香港流失。这样的话，房地产市场价格将会下跌一半，香港也不再是金融中心。我想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接下来发生了香港金融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从1998年8月14日开始的14天内，香港政府动用了约150亿港元的资金，破天荒地对股市和期市进行了大规模干预——这种干预行为包括大规模买入恒生指数企业的股票（包括临时性买入约9%汇丰控股的股票）。这回一次性阻击国际炒家的行动得到了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的批准，并且由金管局的任志刚策划组织，虽然它起到了拯救联系汇率保持香港信心的作用，但是也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事实上，在国内外潮水般的批评声中，《南华早报》在8月20日刊文指出：“如果香港成为一个市场干预的典范，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这都将会是一场悲剧。”文中还呼吁政府：“要认识到政府必须停止对自由市场的干涉。”汇丰在公开场合对此事保持中立的态度，但是在私底下则表示支持，尤其是在8月24日星期一，在决定性的一周即将开始的时候，执行委员会在早晨8点45分准时召开了例会：

欧智华参加了晨会，向会议通报了当天早些时候与金管会（应他们的邀请）讨论与国际炒家攻击股市和汇市的相关战略问题。他向金管局提出了许多阻止这些攻击的具体建议，并且提出如有需要可以提供帮助。

欧智华确认将百倍小心，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还为炒家提供资金，虽然他们很难追踪这些资金的后续用途。

欧智华本人似乎根本没有怀疑这种操作的合法性。后来他向《亚洲金融》杂志解释道：“在正常状态下，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汇率、股市和利率的水平。但是，我们是由利率、汇率和期货市场的日常运营组成的实体经济。这些对冲基金联合起来，把恒生指数的期货市场逼入绝境，这就会打压到实体经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政府，或者说，任何政府，都有理由干预这种无序市场。”

到了1998年的秋天，亚洲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期已经结束，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前景依然黯淡。香港也不例外，并且危机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对大规模失业的忧虑。11月，在金融危机过去三个月之后，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贺敬诚提议，对某些可能失业的员工所借住房贷款一事采取宽容政策：

裁减员工是一项痛苦的任务，但是作为一个组织，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要建立一项被人们看作对所有人都是公平和合理的政策，完全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要特别考虑到那些心生不满的离职员工可能对我们银行的形象和业务带来的损害。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作为香港最大的雇主，我们没有必要做一个市场追随者。

林纪利批准了这项政策。他考虑到：“处理裁员的整件事是我们在香港经营中相当陌生的领域，作为一家长期以来都怀有关爱之心的雇主，我们的立场是，在那些我们不得不实行的裁员计划上，我们应该做到不偏不倚。”在主权交接后不久，香港经济就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这对整个香港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上的冲击。即使在这个新的体制下，汇丰银行也清楚地知道，它所应该担负的历史责任。


在大陆实现关键多数的突破


1993年，汇丰的一份中国业务4年发展计划指出：“中国内地市场正在快速发展。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经济正在与内地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外国投资和贸易正在迅速增长。”但是，这项计划也指出，没有今天的付出，银行就不可能获得未来的成功。“由于过去监管的限制，银行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依旧很窄。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在利基市场领域。我们正在错失市场机会，尤其在区域性发展规模上。”在企业银行的核心业务领域，竞争特别“激烈”，“尤其是本地银行，它们通过政治压力和其他手段（如以取消人民币融资业务来对客户进行威胁）开展竞争，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它们在汇丰拥有分行的城市占据了比例最高达80%的银行业务。”那一年晚些时候，葛赉在与金管局开会时谨慎地发出了一个“弦外之音”：“中国是汇丰战略的基石。”他继续解释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银行，但是现在还存在着许多限制，制约了我们快速实现这个目标。”









2000年的上海天际线，图中最左边的就是位于浦东的汇丰银行大楼


1996年，银行发展的步伐开始加快。当年，汇丰作为4家外资银行之一，被准许在上海浦东地区开展人民币业务。在整个90年代，上海经济总体上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而浦东本身也在实际上成为一座崭新的城市。根据1994年《银行家》的描述，无论是其城市概念还是规模都令人惊叹不已。它就矗立在老城的东面，其中金融和商业开发区正好与外滩隔江相望。1996年1月，施伟富和林纪利考察了浦东开发区，回来之后，施伟富在向执行委员会汇报时称：“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从长远来看，浦东将会是我们上海重要分行更为理想的选址地。”这个决定几乎同时终结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谈判，银行打算租赁位于外滩、建造于战争期间的原汇丰大楼。

随后，在香港主权交接之前和之后，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时刻：6月，（位于船舶大厦的）新浦东分行正式开张，而两个月之后，汇丰北京分行（不再是代表处）也搬迁至刚竣工的中粮广场。在北京新分行的开张仪式上，林纪利表示：“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97年，北京分行的成立是与之相称的另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们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将会进行升级、延伸和更紧密的整合。”几周之后，集团董事会在北京召开董事会会议，这是在过去的时代里不能想象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汇丰已经有了一份新的三年中国发展计划。计划提出：“提升集团的形象和扩大市场份额是头等大事；其次，拓展和加强关系网络；第三，赚取利润虽然重要，却是次要的。”浦伟士批准了这项计划，“重申了能够提供万众期待的高水平服务的要求，”并且富有个性地强调：“最重要的是，扩张计划不可以快于利润的增长速度。”一年之后，浦伟士又来到北京，向朱镕基总理介绍了集团新任主席庞约翰，在关于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问题上，朱镕基总理暗示，“将在浦东以外地区开展试验。”事实上，汇丰很快就在深圳开设了分行。在北京期间，他们两人还拜会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汇丰是中国拥有最多分行的外资银行的背景下，他暗示我们是否考虑把中国业务管理办公室搬迁到大陆。”对此，庞约翰回应道，“我们已经在谋划搬迁的准备工作，要在上海寻找合适的办公大楼。”两个月之后，1998年8月，林纪利终于可以向执行委员会汇报，集团现在已经在大陆有了20个办事机构（包括广州的处理中心），雇用的员工人数超过了850名，这使得集团名副其实地成为那里“最大的外资银行”。

当然，事情的进展也不可能一帆风顺。1998年3月，一份银行内部备忘录提出了在对三峡工程提供2.25亿美元商业贷款问题上汇丰作为牵头银行和账簿管理人的作用。备忘录承认这是一项有争议的工程，指出银行“已经仔细研究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其核心意思就是“综合权衡下来，环境成本抵不上经济利益和环境效益”，而环境效益中包括可以防止长江流域经常发生的洪灾。1998年10月，中国业务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有消息说中国人民银行将不会出手相救即将倒闭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而被它拖欠贷款的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欠款金额多达20亿美元。三个月后，林纪利向银行报告了一个坏消息，称在处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的问题上，外资银行债务与国内银行债务将被一视同仁，并且补充解释，“这将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影响到银行界继续向大陆出借资金的意愿。”

事实证明，这只是暂时现象。1999年10月，中国银行与汇丰和渣打签署协议，允许每家银行的人民币授信额度最高可达30亿美元，这被庞约翰称赞为“中国近期在开放人民币市场过程中令人感到兴奋的行动结果”。次年6月，汇丰在浦东地标性建筑内的中国总部如期开张，这意味着自此之后汇丰在大陆的业务都将由大陆的总部来管理，而不是通过香港。当时，宏观层面上的一个关键背景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终，中国在2001年12月加入了世贸组织，几周后，汇丰中国的王浵世充满信心地做出了“1–2–5”预测，即一年之内，外资银行可以开展当地企业的外汇业务；两年之内，可以开展当地企业的本币业务；5年之内，可以开展所有业务。自1994年以来，王浵世一直是汇丰中国的行政总裁，而在集团最高层，庞约翰自己也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致力于推进汇丰在中国市场上的拓展，最终取得了骄人的业绩。2001年的秋天，汇丰在大陆的员工人数在过去三年里翻了一番。当时，《亚洲金融》杂志在向庞约翰提到汇丰在未来20年有望成为一家业务遍及全中国的银行的目标时，他回答说：“我们希望建立自己重要的市场地位。我们可能先从进出口贸易和外向型经济的企业业务入手，我们也强烈希望参与住宅抵押贷款市场和信用卡业务。但是，如果说我们的网点将遍及中国的大街小巷，这是很不现实的。我们不可能做到。”

庞约翰当时在北京拜会了朱镕基总理，在会谈之后，他对银行中国的未来战略提出了三个宏大的想法：

（1）我们必须在中国经济政策问题上“顺势而为之”。

（2）按照朱总理的说法，他们的主要挑战是把巨额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

（3）在纯粹的商业银行业务（如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贸易融资等）之外，我们可以实行百分之百控股经营，但是我们需要合作伙伴。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希望在这些领域发展出额外的技能。

最终，2001年12月，汇丰以6 3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上海银行8%的股份，首次开展了对大陆合作伙伴的重大收购行动，从而成为中国首家收购本地银行少数股份的外资商业银行。在收购前，汇丰在香港的规划部门对此解释道，这个行动将“向市场和中国政府表明我们致力于中国业务的决心，并且在关键的上海本地市场中建立起业务增长和专业交流的平台，而与此同时继续保持汇丰在中国外资银行中的领先地位”。上海银行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具有全牌照经营业务的商业银行，在上海地区拥有近200个业务网点，银行的客户数量超过600万，包括约20万家中等规模的企业。2002年，上海银行派出一个代表团访问香港，来讨论可能的组织架构变化，包括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对此汇丰深受鼓舞，认为“在经过了此次访问之后，他们觉得自己的管理层选对了外国合作伙伴”。

2002年高盛完成了一项研究报告，其醒目的标题就是“汇丰银行正要拿到其战利品吗？”，而报告提到的所谓“战利品”就是中国的消费银行业务。当然，消费银行业务还只是一个新生事物——到2001年年底，整个中国的消费信贷只占到中国GDP的7.3%，与此相对，香港的比例为63%，韩国为67%。但是，这个新兴事物却增长迅速，只用了5年的时间便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总体上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将近25年异常艰辛和毫无回报的工作突然结出了丰硕成果。2002年5月，庞约翰和艾尔敦都一致认为：“我们的中国战略正进入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阶段——尽管在短期内它还无法给我们带来巨额利润。”


新的商业模式


到了1998年年底，虽然亚洲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期或许已经过去，但是，香港要想恢复到它所惯有的生气勃勃的状态，还要经过几年的等待。或者，正像2001年3月《亚洲货币》的报道中明确所言：“令人感觉良好的因素正在消失。”尽管如此，除了香港人一向引以为傲的坚韧品质（在非常困难的1999年一整年，汇丰只发出了436份抵押物收回令）之外，另一个帮助人们渡过难关的重大政策也终于落实到位：这就是在2000年12月开始投入运行的强制性公积金制度，这是一种退休之前由私人管理的强制储蓄机制。林纪利和他的接任者柯清辉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香港本地人对此事的敏感程度，因此小心行事，以确保汇丰在强制性公积金账户上的市场份额大致在40%以下——即使是这个水平，也已经足以使得集团执行委员会发出警告：“不应该不断地提醒公众注意到这个数字，以防在竞争中产生负面评价的风险。”

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的头10年早期，汇丰在香港的业务依旧是集团赢利的“定海神针”，在2000~2002年汇丰在港业务的利润平均占到整个集团利润的42%；但是，有两个核心领域的前景令人担忧：抵押贷款和储蓄。在抵押贷款市场，正如2000年4月集团执行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汇丰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维持利差，但要忍受市场份额持续下降的局面；要么以降低利差为代价，重新建立起市场份额的领先地位”。事实上，汇丰选择了后者，但是如此一来，利差实在是跌到谷底：在2000年7月，整个香港市场上约90%新发放的抵押贷款的利率价格都低于优惠利率，而与此对照，1998年年底实行低于优惠利率的抵押贷款只占到总数的1%。或者，正如艾尔敦（接替施德论出任主席一职）在2000年12月在给庞约翰的备忘录中所坦承的一样，“借贷机会的匮乏导致在抵押贷款市场爆发了残酷的利率战”。至于另一个核心领域（储蓄）的关键背景是金管局在1999年宣布，自2001年7月起将完全放开对利率的管制，包括活期存款和储蓄账户的利率。在这项规定即将生效前夕，《亚洲货币》做出了准确预测：“有巨大利差保证的快乐时光即将过去，低成本融资的盛宴已经结束。”对汇丰来说，潜在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在宣布利率放开的时候银行已控制了香港54%的活期账户和46%的储蓄账户。总之，汇丰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耕耘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而现在形势逼人，必须要拿出成果。

自2001年起银行整体推出的新模式主要包括三大方面：首先，明显加强了个人理财服务，所推出的一系列产品不仅充分利用了汇丰在商誉和分销网络上的优势，而且也分散了收入来源；其次，通过灵活的价格政策对客户群进行协同细分；第三，重新定位分行网络，其目的是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能够从每一位客户身上取得更高的收入。在这三个方面中，没有一个是完全陌生的，而第二种做法可能是最具争议的。在2000年1月的战略规划会议上，即将退休的林纪利提出警告，“要防止损害目前存在于核心存款群体中潜在的中上层细分客户”，并且敦促银行“继续采取整体组合管理的方式”。但是，对于这一点，庞约翰则建议：“我们必须对客户采取细分对待的方式，以防竞争对手摘桃子，蚕食我们的业务。”

郭兆德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前米特兰员工，在2000年的时候被调往香港，担任个人理财服务部门的负责人，他完全属于香港部门的阵营。2001年1月，他告诉他的同事：“我们当然要向所有客户提供优良的服务，但是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以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还是服务的成本来计算，客户们都不完全一样。在我们所创造的收益中，相对少数的客户贡献了相对高比例的收益。我们必须留住这些客户，真正让他们感到物有所值，并且加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同样的，我们有相当多的客户，要么他们的账户余额很少，要么他们频繁地进行高成本交易，与他们创造的价值相比，这些业务耗费了我们更多的成本。由于我们面临收入和成本压力，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确保我们所投入的资源与创造的价值一致，我们必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为我们创造更多价值的客户和对他们的服务上，同时较少地将精力投入不能创造价值的客户身上。”随后，他继续思路清晰、冷静客观地分析了预料中交叉补贴机制的终结将会对分行网络产生何种影响：

和其他任何一家零售银行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在正确的地点提供正确的服务，而今天我们在某些地区的分行并不能保证提供完整的银行业务，但是也有一些地区因为我们的零售业务没有覆盖而使自己错失了许多机会。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寻求在我们的分行中为我们更有价值的客户提供更充裕的空间，一个可在现代化的舒适环境中享受客户服务和开展销售活动的空间。随着ATM机的使用、自动化票据支付、电话银行的数量持续增长，随着人们快速接受了互联网银行业务，我们预计进行柜台交易的人数应该会有所下降。但是，我们将在客户需要时，或者在向我们提供互惠服务或准备付费享受我们服务的地区继续提供柜台服务。

总体上来看，很明显能看到利率协议即将终止是一次机会，也是一种威胁。如果这个机会没有好好把握住的话，将会正如薛关燕萍（她与郭兆德一直紧密合作）所警告的那样，使得银行“不得不只能继续用高价值客户的交叉补贴，来为最大一部分低价值客户提供服务，而对于高价值客户来说，他们并不缺乏从其他金融服务提供商那里获得更有吸引力的服务的选择机会”。相关的数据异常惊人：2001年的营运计划预计，从出现特别亏损的28%客户群体中将会出现约30万主动流失的客户。没人能够想象到这将不会造成一些附带损害。

2001年4月3日，在为汇丰卓越理财系列产品推出了一个重要宣传推广活动后不久，柯清辉公开宣布了汇丰“有意根据客户意愿和支付服务的水平提供不同程度银行服务选择”的细节。主要的内容包括免费使用ATM银行卡和自动化的电话银行服务；根据账户的规模，提供4个层级的利率结构；为“全面理财总值”超过15万港元的客户提供奖励利息；对现有储蓄账户余额不足500港元的客户，每月收取40港元的服务费，但是对老年人和残疾人士则予以豁免；推出新的、经过修改的储蓄账户，对账户设置了不同的收费标准和开设要求，包括零收费的“储蓄易”方案，但是对绑定“储蓄易”的账户，客户只能通过ATM网络而不能通过分行柜台来进行操作。柯清辉强调：“我们希望自己依然是一家社区银行，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一种商业基础之上。虽然我们不会主动赶走任何客户，但是我们会用更高的利息和延伸的服务，来回报那些给我们带来更多生意的客户。”

风暴如期而至。第二天，在电台的某些听众热线节目中，按照银行公共事务部门卢陈秀琼的说法，主持人对此表现得“极具攻击性”，“甚至让那些尖锐但合理批评我们产品服务的电话直接插进直播”；而在报纸方面，评论的文章一如既往地夸饰收费结构，也没有强调对某种银行账户还会提供免费服务的信息。尽管如此，除了夏天里还有一些鼓噪的声音之外，到了12月，柯清辉可以放心地向银行报告，这项新的战略“很成功”：柜台交易的数量下降了约15%，关闭了大约32万个储蓄账户（主要都是不赢利的账户），尽管股市下跌，但是目标客户群体的全面理财总值增加了150亿港元。

到了2002年有更多的证据显示，这种新型的组合方式成功地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在个人理财服务的某些方面取得了强劲的增长，如保险和单位信托基金这两个传统上一直没有得到好好开发的领域。与此同时，银行的分行网点（从年初的208家）到2001年年底下降至177家，分行柜台的交易笔数只占到每天银行各渠道交易总量的13%，从而释放出更多的资源空间，可以用于扩大交叉销售。2002年5月，集团执行委员会对此感到比较满意，指出：“个人理财服务继续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产生了丰厚的手续费收入，并且降低了成本。”4个月之后，《银行家》毫不犹豫地把汇丰评为香港最出色的银行：

尽管遭遇了经济困难，汇丰继续交出了超过30%股本回报率的出色成绩，并且在向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服务方面，无论是广度还是质量，都继续保持着领先的市场地位。银行以电子化服务来完善其零售银行业务的日常服务结构，并且让员工关注提供更为复杂财富管理的服务，来保持其市场竞争的优势。现在，客户有了更多的产品选择，其中包括超过60种不同的债券，以及为个人金融需求定制的个人理财服务……

早在2001年1月，郭兆德就提醒他的同事们：“汇丰有时候被认为是一头大象。”随后他又补充道：“一旦一头大象跑起来，它就有一种值得高度重视的强大力量，其作用之大甚至让最凶猛的狮子都感到害怕。”




[1]

 奥尔德肖特：Aldershot，英国的一座城市名，以英国陆军之家闻名于世，那里每年都会举行军乐节，是当地的一大盛事。——译者注





[2]

 此文引自珍·莫里斯的《香港1840~1997：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终结》一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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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驭亚洲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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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90年代，亚太地区迎来了悲喜两重天——1997年7月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无疑是一道的分水岭。在第一个阶段，整个香港地区的长期繁荣持续高歌猛进，每年经济的实际平均增速超过了7%。总体而言，经济强劲增长的大环境有助于给汇丰在这个地区的营运带来良好的经营业绩，尽管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尽相同。那几年见证了银行的零售业务开始抢占重大的发展先机，正如1993年汇丰全年财报中所言，新业务使之能够满足“亚洲地区客户日趋提高的对更复杂银行产品和服务的期望”。但是，疾风骤雨般席卷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银行把业务重点转移到了紧缩开支方面。到了2000年，风暴才完全消失，整个地区经济开始复苏。

“传统上，汇丰银行负责最重要地区工作的4个人：首先是香港地区的主席，其次是香港地区的总经理，第三和第四位分别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区域经理。”担任过马来西亚和印度区域经理的金玛（Zed Cama）
 
[1]


 如此回忆说。事实上，在汇丰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银行国际市场的拓展主要侧重在亚太地区。到了90年代初，除了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分行之外，汇丰还在其他17个亚洲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机构。在许多国家，汇丰一直是银行界的常青树，甚至在某些国家，它比当地银行更早地开展了银行业务——因此，它有时候被人称为“外资本地”银行。但是，过去的辉煌不是未来前景的保证，到了90年代初，继续扩张变得十分困难。在大部分国家，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开放还没有被摆到优先考虑的议事日程上，从而使得汇丰收购当地银行根本就行不通，尽管偶尔当一家外国银行退出市场之后汇丰可能被允许增加几个分行网点。金玛指出：“业务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内生性的。由于监管条例的限制，收购兼并十分困难，因此你不得不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寻找一切能实现业务增长的途径。我们可以开展像私人银行或资产管理那样的业务，保险领域的业务也迅速成长。只要机会出现，我们总要去抓住它。”









1998年拍摄的照片，印度汇丰银行的首位印度裔总经理金玛








表3 1994年，汇丰亚太地区各个国家在可分配利润上的贡献





	
  

	
 Attributable profit (HK$ million) 

	
 per cent of Asia-Pacific countries 




	
 Singapore 

	
 909 

	
 35 




	
 Malaysia* 

	
 593 

	
 23 




	
 Brunei 

	
 243 

	
 10 




	
 Thailand 

	
 228 

	
 9 




	
 Japan 

	
 183 

	
 7 




	
 India 

	
 156 

	
 6 




	
 Australia** 

	
 138 

	
 5 




	
 Indonesia 

	
 124 

	
 5 




	
 Total 

	
 2 574 

	
 100 




	
 Hongkong Bank 

	
 7 477 

	
  






*Hongkong Bank Malaysia Berhad



**HongkongBank of Australia



资料来源：1995年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营运计划


在这10年伊始，汇丰集团在亚太地区的办事机构主要是汇丰银行的当地分行。在这些国家，身居要职的、拥有很大自治权力的区域负责人要向在香港的国际营运部门的总经理汇报情况，随后逐层上报，直至银行的行政总裁。各个国家的区域负责人会定期制订战略计划，在与总部进行沟通协商之后达成一致，同时也向总部递交年度经营业绩的预测。金玛指出：“在当地执行市场战略则由参与战略制定的本地管理层负责，因此，它不像是从另一个地方强加给你一个市场战略，只让你来执行。”

表3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又一个繁荣年份，1994年，汇丰银行在亚太地区8个最大国家的分支分别为集团可分配利润所做出的贡献。利润的总和为26亿港元，相当于整个地区总利润的1/3（香港地区贡献了剩余的大部分利润）。汇丰在关岛、毛里求斯、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韩国、斯里兰卡、中国台湾地区和越南设有办事机构，但是，那个时候它们在利润方面的贡献相对来说几乎可以忽略。


新加坡和文莱


新加坡由1 800名员工组成的营运团队为集团利润做出了令人羡慕的贡献，这反映了汇丰在当地所拥有的强大历史纽带，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城市国家作为国际银行和金融中心的重要性，以及它充满活力的经济增长状态——从6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8%（参阅第五章）。新加坡在开展银行业务方面极具吸引力——社会稳定，远离腐败问题，监管有序，就业者技能娴熟，极其善于沟通。但是，新加坡国内市场被4家本地银行所垄断，每家银行都有约40家分行网点，而外资银行在它们可以经营的业务方面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新加坡，汇丰在外资银行方面的最大竞争对手，和在其他亚洲大部分地区一样，也是渣打银行和花旗银行。渣打在新加坡有20家分行网点，而汇丰只有11家——这实在有点异乎寻常，因为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汇丰的分行数量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花旗银行虽只有三家分行，但是，作为美国最大的国际性银行，它吸纳了大量安全避险资金，并且它的存款额超过了汇丰和渣打的存款总和。

汇丰在新加坡的业务主要是60%的商业银行和企业银行业务，剩余40%是个人理财和私人银行业务；业务主要有两个方向：国内市场和离岸市场。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外资本地银行，汇丰拥有许多新加坡企业和商业客户，尤其是那些开展国际贸易的当地企业和外国企业。投行业务主要由获多利新加坡公司来负责，它自70年代末开展投行业务以来，已经成为新加坡商人银行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为与汇丰的整体地区战略保持一致，它成功地瞄准了证券保管业务领域，到了90年代中期，汇丰是新加坡最主要的托管银行。监管限制和本地市场容量有限总是导致存贷差的出现，因此运作成熟的司库营运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利润来源，尽管利润仍会上下波动。对于离岸金融业务，汇丰开展了规模相当可观的亚洲货币单位业务，吸收了大量外币存款（主要是美元），并用于外币贷款。亚洲货币单位存款来自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其中比较明显的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商业企业，而台湾企业主要是担心政治风险而不愿把资金存放在香港。事实上，这块业务的资金出借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香港操作的，这是汇丰体现其区域协同增效的一个典型例子。据1986~1995年担任汇丰新加坡区域经理的许利泽（Richard Hale）回忆，“在工作中出现了一个精彩的词语‘帝国利益’，它意味着我们在总体上是在为集团工作的。因此，如果业务跨越两家分行并且双方同意，明智的做法就是在能够将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地方进行登记入账。我们并没有那种会影响集团前途的个体目标，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出色的话，总是会被最高层注意到。”

零售业务的发展因无法开设新的分行或无法调整现有网点而受到了制约，同时还有其他的限制，例如禁止在银行外的任何地方设置ATM机。为了打破这些障碍，银行不得不动足脑筋，想出各种可以不通过分行网点来运行的业务计划，如在1997年引入了电话银行服务。同样，汇丰也是最早探索在新加坡开展互联网业务的银行，银行网站曾经获得2000年和2001年“亚洲最佳银行网站”的称号。早在1989年银行就为富裕个人客户提供了私人银行业务，在90年代以“渐进演变”的方式不断拓展业务。

在80年代和90年代，高家旭（Koh Kah-Yeok音译）是新加坡汇丰投行的行政总裁，后来他列举了那些明显有助于集团成功的汇丰文化特质：快速应变能力，不争权夺利，强大的客户关系，以完全合规为目标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外籍和本地员工之间很少出现摩擦——事实上，早在90年代汇丰就着手开展本地化工作，投行内各部门几乎都是由本地员工来领导。因此，它是一艘“快乐”号航船，但是监管限制和竞争压力却使得它不仅难以扩大业务，甚至连保住现有的市场份额都很困难。“这是一次有益的实践，因为它逼迫你去思考。”蓝坚如斯回忆。他在1995年出任新加坡区域总裁，上任不久就监督制订了一份新的战略计划。他十分清楚地了解业务发展的种种限制，因此敦促他的同事们“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去发现新的前进道路。“我们最终一无所获！员工们只是想着如何实现更多的内生性增长。”在计划评审报告上有一条来自总部办公室的评语：“对主要业务发展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想法，”虽然在组织架构上提出了一些建议，“为更好、更专业地聚焦于业务发展提供了一个框架基础”。自1999年起担任新加坡区域经理的艾瑞克·吉尔（Eric Gill）在向集团提交的2001年营运计划中提出，在过去10年里新加坡汇丰银行正在逐渐丧失市场份额，急需加大投入来扭转这种局面。对此，集团主席庞约翰表示赞同，意识到是应该奋起直追的时候了。









1997年，《员工》报纸


新加坡汇丰银行与邻近的文莱地区的分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文莱地区的分行保证着集团亚太地区10%的利润来源。汇丰在文莱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47年，因此是这个国家最古老和最大的银行，截至2000年拥有13家分行，员工540人。新加坡分行的存贷差被出借给文莱的石油行业和其他公司，赚取可观的利润，而同时，作为这个国家具有市场领先地位的银行，汇丰与文莱投资机构和文莱王室保持着密切关系。1997年，汇丰举行了分行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邀请到了文莱苏丹和他的兄弟们一起出席了招待会——深怀感激之情的董事会因此指出，这是“一个表示支持的重要姿态”。


马来西亚


2002年，金玛出任马来西亚汇丰银行的总经理，他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表示：“当我去马来西亚，来到分行，见到了客户之后，有一样东西总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汇丰的历史与马来西亚十分明显地相互交融在一起（参阅第五章），这种感觉在这个国家到现在还依然强烈。”在1997年与有利银行进行运营合并之后，汇丰在马来西亚拥有了36家分行，员工人数达到了3 000人。到了80年代，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即马来西亚央行，所允许的外籍管理人员数量只有8人，因此绝大多数分行网点的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都是本地员工。传统上，在许多分行，存款数额总是超过资金出借的机会，因此这之间的存贷差就被放入在吉隆坡的总部办事处。在借贷方面，既定的模式总是和汇丰重视企业银行业务的传统保持一致：80%的企业银行业务和20%的个人银行业务。与新加坡的情况一样，许多客户都是银行的长期客户，向他们提供贷款时都不需要抵押物，只要以“名字”担保即可，而借贷资金的主要是经营橡胶、棕榈油、木材和锡矿等大宗商品的企业，尽管制造业那时正在崛起，尤其是玩具和电子产品领域。与亚洲其他地区一样，由于政府对外资银行的限制，业务扩张显得十分困难。负责吉隆坡企业银行业务的杨蓉发（Yeong Toong Fatt音译）表示：“那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有时候场上的门柱都会被移来移去。”马来西亚禁止政府部门和机构把资金存入外资银行，而资金出借的对象仅限于马来西亚企业，汇丰与它们做生意的问题是许多企业都是刚刚成立不久，缺少经营记录，因此，银行几乎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信用评估。

与此同时，11家本地银行和13家外资银行就挤在马来西亚狭小的市场中进行竞争。渣打几乎与汇丰一样拥有35家分行和差不多的客户群体，是汇丰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花旗银行是外资银行中的另一个主要竞争对手，虽然它的分行数量只有三家，但是这三家网点的市口极佳，存款基础十分强大。从60年代起外资银行就不允许开设新的分行网点，也包括不能调整现有网点，这导致了汇丰在与有利银行合并了之后却尴尬地发现，在吉隆坡闹市区的同一条商业街上，两家银行的分行网点正面对面地开门营业。在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分行都是几十年前设立的，大部分都是在各省下面的市镇上，为橡胶和棕榈树种植户，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制造商提供服务，但是现在如果要为规模日益庞大的城市工业人口提供消费银行服务，这些分行显然就开在了错误的地点。而且，针对消费者的调查显示，汇丰被普遍认为是一家高端的华人银行。尽管这最后一个因素或许会阻止汇丰进入到大众市场，但是也暗示着银行具有发展个人银行业务的潜力；然而，正如任何服务都需要时间的积淀一样，汇丰需要耐心地说服客户把他们的业务转过来。

汇丰更为成功的一点是它最早探索和开发了为马来西亚绝大多数穆斯林服务的伊斯兰银行业务。1994年，在政府的鼓励下，银行为日益庞大的穆斯林中产阶层推出了无利息伊斯兰活期账户和储蓄账户。1998年，伊斯兰银行的想法被提升到集团层面，汇丰最终决定在伦敦成立一个伊斯兰银行业务部门。到了2002年，一个新的分支机构，阿玛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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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服务公司，在马来西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包括推出了马来西亚第一张伊斯兰银行的签账卡，并且作为主办行，帮马来西亚政府牵头管理世界上第一份全球性伊斯兰债券。

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规定，外资银行必须在本地注册成立，而不能在其他地方注册成立，否则不允许在本地开设分行。时任马来西亚区域经理的林纪利负责银行的转型工作，据他回忆：“无论是从这个国家的角度，还是从一家国际性银行的角度来说，这实际上都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这意味着本地银行的主要监管者变成了本地监管者，它也意味着需要把资金注入这个国家，来支持本地业务的营运。”林纪利决心让汇丰成为首家符合这项新的监管要求的银行，“虽然整个操作过程，说得婉转一些，困难而复杂，”但是在1994年1月1日，它成功地变身为马来西亚汇丰银行（英文为Hongkong Bank Malaysia Berhad，后来又改为HSSB Bank Malaysia Berhad）。林纪利指出：“对我们来说，此项工作的最大成本是在管理上所花费的时间，但是我把这看作是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开展公共关系的一堂训练课。它加强了我们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之间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并且再次强化了汇丰对马来西亚的庄严承诺。”


员工关系


对于如何保持与员工工会关系的问题，汇丰有时候却无能为力。从80年代到90年代，在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外资银行都遭到了工会组织中激进分子的攻击，但是新加坡却是一个例外。政府往往对银行表示同情，悄悄地向银行传递一些鼓舞人心的信息，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政府无法公开表示支持。汇丰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和韩国都在员工关系上遭遇了困难，但是这些都比不上菲律宾，那里的情况更严重。1993年12月22日，这一天也是银行全年业务最繁忙的几天之一，由于在工作重新评估问题上的争议久拖未决，马尼拉分行的员工决定突然罢工。阻止员工上班的罢工纠察队在银行里把60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扣押了两天两夜。区域经理贺敬诚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员工们十分害怕，不知道该做什么。”大家都觉得银行应该做出让步，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可以回家过圣诞节。

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管理层决定绝不屈服。平安夜那一天，他们通过降落在屋顶上的直升机展开空中营救行动，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1994年年初，此次自发罢工由于未经工会的罢工通知申请而被宣布为非法，参与罢工的员工如果拒绝回到工作岗位将被开除，而由新员工来接替。向银行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的法律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原先担任过劳工部部长，而菲律宾共产党曾经是该事务所的客户。在其资深合伙人的建议下，贺敬诚拒绝了罢工者回原岗位工作的要求，并且通过法院限制了工会激进分子的行动。汇丰派驻了一支由25名精干成员组成的“特别工作组”，来帮助分行恢复正常运转，而工会阻止员工正常上班的活动也持续了一年。贺敬诚对此表示：“客户理解并站在我们这边，实际上银行业务开展得相当顺利，而我们录用的员工——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汇丰在马来西亚的分行也爆发了激烈的劳资纠纷，裁员导致了部分员工采取罢工以示抗议，最终使银行遭受了重大损失。2000年，在纠纷还未平息的时候，庄迪晖紧急接任了区域经理一职，他回忆称，在分行外面的人“戴着黑色头巾和黑色垃圾袋，手里拿着口哨。每隔15分钟，他们就拼命地吹响口哨。每天晚上，在凌晨3点45分左右，家里的电话会准时响起，而且不停地响。他们挥舞着铁棒向我们示威，稀奇古怪的事总是会发生，分行网点也会莫名其妙地着火”。但是，他拒绝重新雇用这些被开除的罢工者，最终破坏活动也不了了之，平息了下去。









1993年12月24日，贺敬诚的日记摘要


类似的插曲更像是意外，而不是常态。尽管出现了这些不和谐的声音，在业务监管上也继续存在着种种约束，汇丰对自身在亚洲这个核心地带的发展愿景却依然保持着乐观。


扩张的愿景


1995年1月，汇丰集团的战略评审报告指出：“从经济上来看，几乎每个亚洲国家（除日本之外）都极具发展潜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在亚洲地区进行业务扩张。自80年代末以来，许多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已经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它们原先对外资银行采取了拒之门外的政策……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市场监管继续放松，对汇丰来说，整个亚洲地区都涌现出巨大的发展机会。汇丰在整个地区享有良好的商誉，并建立了完整的基础设施，这将给我们的业务带来内生性的增长。尽管银行发展重点放在内生性增长方面，但是放松监管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收购兼并的机会。”

事实上，按照收益（而不是资产规模）来计算的话，汇丰正继续成为一家以亚洲为绝对业务重点的银行。90年代初期和中期，这一地区为集团贡献了2/3的收益。一个公认的趋势一直存在，集团资产会自然而然地向这一地区倾斜，让银行得以追逐更高的增长率、更高的生产力和更没有问题的借贷人。这份战略评审报告认为：“集团脚踩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区，这一现实既是优势，也往往会导致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在亚洲市场享受高回报和明显高风险的同时，应该用经合组织国家的低回报和低风险来进行平衡，从而在总体上把风险和回报进行更好的组合，为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在实际操作中，要把平衡做到恰到好处，显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集团依然在亚洲地区拥有比较优势，因此，大家一致建议未来资本和资源的分配应该倾向于亚洲，而不仅仅是香港。”

1995年9月，在英国布莱克伍德举行的年度集团计划大会上，大家讨论了如何在亚太地区实现战略评审报告中所提出的雄伟目标。汇丰国际业务部的总经理戴顺安提出了在亚太地区开展“大规模扩张行动”的一系列理由。汇丰的利润来源过于依赖香港，而未来香港作为一个利润发生器可能存在着某些变数。多年的耕耘使得汇丰树立了某种公共和专业的形象：“无论是在传统上还是文化上，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家亚洲银行。如果我们无法在香港之外的亚洲地区拓展，势必会有丧失那种形象的危险，与此相反，还存在着我们被看作一家华人银行的风险。如果是这样的话，大部分亚洲地区，未必会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花旗银行在绝大多数我们的市场里被看作一家领先的、具有创新能力的银行，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进行有效反击的话，那么我们就太过于自大了。”在亚洲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中存在着企业银行服务的巨大需求，而在成熟市场，如香港，汇丰面临着来自非银行和金融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最后，汇丰没能抓住机遇，失去了充分利用亚洲经济高速增长、地区逐步放松监管和“亚洲中产阶层崛起所带来的机会：尤其在毛利率可能更高的零售和消费金融领域”。

私人银行和个人银行将会为我们提供丰厚的回报。戴顺安继续指出，要想获取丰厚的回报，必须设计开发出合适而又有吸引力的产品，而且它们将不会依赖于我们的分行网络，而是“倾向于使用自助服务和异地交付”。因此，关键是要在具有高成本效益的技术上加大投资，同时也需要“打造一种市场营销的企业文化，并把重点放在零售银行业务上（这项建议一直被提及，但是进展缓慢）。商业银行部门往往会看不上零售银行业务，尽管零售业务具有很好的赢利能力”。戴顺安建议把重点放在4个细分市场上：（1）非常富裕的群体：“向他们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利用在香港和新加坡强大的私人银行部门，同时也需利用亚洲其他地区正在发展的私人银行业务。”（2）专业和管理阶层：目前在整个亚洲地区大约有5 000万此类客户，而且数量还在继续增长。“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个地区，我们已经在这个细分市场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们是大量使用我们银行服务的客户，因此为我们提供了高赢利的机会。”（3）广义上的中产阶层：“难以影响和覆盖到这个群体，但是这一群体增长迅速：到2000年，在亚洲，这个阶层的规模应该达到4亿人左右。”（4）具体的子群体：“例如海外印度人，以及其他我们目前正设法吸引的群体。”虽然整个地区都具有潜力，但是目前正在放松监管的国家和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和泰国）被认为更有吸引力，可能会提供可通过收购兼并来进行业务扩张的空间。

戴顺安的分析并非无可挑剔，但也不会难以引起共鸣，它重点强调了必须细分和关注某些特定的客户群体，以及汇丰其他部门的成熟建议。但是，尽管在评审报告中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并需要重点关注在亚洲地区通过收购兼并来实现业务扩张的目标，但是暂时看来，这些收购建议更多的是一种对未来的设想，而不是一种现实。而恰在那一时期，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从而彻底改变了银行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可能。


亚洲金融危机突然降临


1997年7月2日，恰巧就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的第二天，泰国国家银行决定停止捍卫泰铢的汇率，使得亚洲金融市场突然陷入了混乱之中。泰铢即刻损失了一半的价值，这引发资产价格的暴跌和一大批银行破产倒闭。当年，欧智华是汇丰香港总部亚太地区司库部门的负责人，他见证了在这场外汇交易动荡中“每一种亚洲货币轮番上演‘悬崖跳水’的悲惨场景。那天是我们最繁忙的一天”。事实上，泰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问题，正如《金融时报》Lex专栏在当年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是有“迟早会爆发的隐患”，并且它已经被埋下一段时间了。在整个夏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遭受了货币、银行和资产方面的危机，到了10月份，港币开始遭受攻击（参阅第十二章）。尽管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总额达1 000亿美元的整体援助——泰国获得17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获得420亿美元，韩国获得了580亿美元，这是到1997年为止最大的一笔援助，但是，整个地区的经济仍滑入衰退之中。

但是，汇丰并非对此毫无防备。在危机发生前一个月，考虑到亚洲货币前景正在恶化，它已经针对自己结构性的外汇风险敞口有选择地进行了套期保值的操作，买入的套期计划涵盖了在10月交割的所有亚洲货币。同时，银行也密切关注客户的信用风险。7月，在危机发生后不久董事会就被告知：“鉴于近期东南亚地区货币出现了剧烈动荡，银行已经开展了一项细致的评估工作，以确定是否有任何客户可能遭遇困难。尽管有一些客户已经被确认可能会有问题，但是目前没有任何特别需要担忧的地方，不过，需要继续对此保持密切监视。”

到了8月，危机的重心转移到了银行领域，一开始汇丰面临58家泰国财务公司已经资不抵债而带来的风险，它们欠下银行700万美元的债务。幸运的是，银行在这方面的最大风险是33家陷入困境的财务公司，尽管它们的信贷额度随后已经被取消，但是它们还在继续开展业务。泰国的区域经理金禾在临近年底时向银行报告称：“我们绝大多数客户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本地经济下滑和美元借贷风险的影响；大部分账户的信用等级都被下调一级，并进行评估。”他的分析报告还显示，银行在遭受重创的住宅和商业房产市场没有任何重大风险，向建筑行业出借的贷款大部分流向了主要承担公共领域项目建设的大型建筑公司。向汽车经销商发放的贷款值得担忧，因为市场遭遇了因贬值引起的“大幅度下跌”、财务公司停摆和经济衰退等困难，“但是我们依然有信心，日本的母公司和合资企业的合作方将会继续给予支持。”至于800个普通商业账户，它们的“分布比较散，其中的重点是中等规模的制造商和出口商，许多企业拥有国际合作伙伴。除了现有的低风险客户和实力强大的出口企业外，目前不再考虑发放新的贷款。

尽管汇丰在消费和商业客户方面继续消除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其司库营运部门却在最大程度上从危机中获利。时任司库总管的范宁回忆：“印度尼西亚是最后遭受打击的几个国家之一。我们看得很清楚威胁来自何方，并能随时得到欧智华从香港发来的操作指示，因此我们应对有方。我们是一个可靠的交易对手，是市场崩溃的时候最可靠的交易对手之一，我们一直保持着一定的交易的状态，并且从头到尾都维持着交易价格。所以，在那一年，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交易所赚取的利润超过了伦敦。

随着危机的加剧，1997年11月汇丰董事会收到了一份报告，其题目就是“亚洲货币危机的影响”，报告主要是依据对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分析师”的观点进行调查并做相关整理得到的。报告的结论是：

由于市场的强烈波动和威胁接连不断，在许多领域人们还在忙于评估危机对他们业务所造成的影响。但是，最直接的影响将会出现在净利润方面，因为到时候要把本地货币兑换成港币或英镑。这或多或少会抵消掉司库和证券投资较为分散的赢利和高额交易量所带来的一次性暴利。预计在1998年不会再产生类似的收益。

预计所有领域的业务和利润都将不大可能出现增长，在某些区域，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港币或英镑计算的年度利润将会出现下降。

1998年，企业银行将会出现不良贷款增加和提高坏账准备金的情况。企业将会对员工进行培训，主要是处理的数量和专业技能，来提高他们应对投资组合扩大后的监测要求。

预计在1998年所有业务部门都会面临客户资产负债表增长放缓的情况，但是在收购其他银行的业务或收购整个投资组合方面将会出现机会。我们对市场和客户关系所持的长远态度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在其他银行正在撤离的市场中增强我们的商誉。

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汇丰的经营业绩：汇丰公布财报称，银行1997年在坏账准备金上增加了55%，亚太地区的利润下降了46%。Lex专栏指出：“昨天公布的业绩结果无非只是坐实了悲观论调，亚洲将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不良债务。同时，汇丰也没有完全消除市场的疑虑。如果还有一丝安慰的话，那就是事实上汇丰在亚洲的业务，除了香港之外，规模都还很小——不像它原先吹嘘的那样大。担忧在于还会出现最可怕的谎言。”


“向东侧倾斜”


1998年，东亚地区的经济进一步衰退，其中韩国全年的GDP下降了6%，马来西亚下降了7%，泰国下降了8%，而印度尼西亚的下降幅度更是超过了14%。1998年7月的一份内部评估报告称：“我们看到的数据可以清楚显示‘问题’国家的经济，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走势，还在继续下滑。每周有更多的企业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倒闭，而在这些地区的客户中将继续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这将迫使我们在1998年的下半年和1999年继续提高坏账准备金。”但是报告同时也注意到可能出现的好转状况，提出建议，“制定一项集中战略，以地区为基础统一处理次级债务”，以保证银行从任何可能的经济复苏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马来西亚汇丰银行的财务总管巴尔德夫·辛格（Baldev Singh）指出：“我们讨厌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原先一向很好。我们不怎么劳神费心就能一切顺利。”事实上，1997年马来西亚的业务还实现了赢利，但是随后“出现了全面崩溃”，在1998年和1999年出现了大额亏损，汇丰控股不得不再次进行注资。辛格至今还记得那次他们向央行报告业务亏损的时候，周围“安静得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危机也导致马来西亚分行所接收的存款出现了暴增——在存款保险缺位的情况下人们纷纷把资金向更可靠的银行进行转移。那时候在马六甲地区工作的穆罕默德·罗斯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们一直营业到晚上9~10点，因为人们不停地涌入银行，我们根本关不了门。本地银行的客户都把钱转到我们银行，每天都要新开数百个账户。”为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政府对金融机构进行了整合，这导致了汇丰在马来西亚从事汽车和其他消费贷款的财务公司被吊销了营业执照。作为补偿，汇丰终于被允许可以调整4家分行网点的位置——有助于汇丰实现在危机前所定下的战略目标之一，进军零售银行业务领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加坡的业务尽管也受到了地区经济下滑的影响，但是却挣脱了最猛烈的金融风暴的打击。区域经理蓝坚指出，危机的附带影响是以个人担保为基础的借贷传统实践被彻底废除，对信贷质量的高度关注意味着即使是已经通过长时间考察的客户从此以后也需要为贷款提供抵押物。

1998年8月，Lex专栏在一篇题为“向东侧倾斜”的文章中指出：“即使是最坚固的战舰也会在汹涌的波涛中遭到重创。汇丰也是如此。”根据公告，银行亚太地区的营业利润下降了41%，并且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大幅度提高了准备金。一位德累斯顿·克莱沃特·班森银行的分析师认为：“在那个时候你会有那种在游泳时根本触碰不到池底的感觉。衰退会持续一年还是三年？”6个月之后，损失的规模变得更为清晰。在汇丰的历史上，亚洲作为利润主要来源的地位首次被取代：1998年地区的利润贡献比例为亚洲占38%，欧洲占44%。尽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亚洲经济的衰退所造成的，但是米特兰的营业利润出现暴涨也是一个主要因素。韦志诚指出，“结果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多元化战略是完全正确的。”









2000年，马来西亚汇丰银行行政总裁庄迪晖为砂拉越民都鲁省分行开张剪彩


到了1998年下半年，这个地区的经济开始复苏。11月，“鉴于亚洲货币汇率越发稳定，以及中期前景得以改善”，汇丰决定不再使用结构性套期保值的止损手段，开始逐步退出套期保值的操作。第二年，最凶猛的危机已经过去了。《金融时报》在报道汇丰1999年利润增长21%的消息时指出：“汇丰在经历了亚洲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之后，再次毫发未损地站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亚洲的营业利润再次反超了欧洲的营业利润，两个地区分别为42%和41%，重新恢复了往日的自然秩序。2000年8月，Lex专栏断言：“亚洲危机已经正式结束，这从汇丰新的坏账准备金净值减少一半就可以做出判断。另一个判断依据是，汇丰决定把三年前为度过困难年景而预留的1.93亿英镑特别准备金拿出来，解冻其中的40%。在过去充满挑战的三年里，其股本回报率从来没有跌至15%以下，而现在更是恢复到20.2%——对投资者来说，这真是令人宽慰的证据，表明汇丰这艘战舰真是坚不可摧。”


收购机会


亚洲金融危机最后导致整个地区的各个国家纷纷出手救助陷入困境中的银行，危机过后，政府无意持有这些股份，急切希望尽快出手，从而降低公共债务水平，在某些情况下要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求。早在1997年11月，一份汇丰危机评估报告就已经指出：“走出危机后最主要的潜在好处就是收购机会增加。原先实施严格监管的国家，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被迫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它们的金融市场。这种情况以及股票价值的暴跌将带给它们难得的机会，使其能以历史最低价格对这个地区的银行展开收购。”自从危机发生后，汇丰就一直密切关注地区的收购活动，当时就已经讨论过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毛里求斯这些候选对象，而且也评估了在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收购机会。随后戴顺安指出：“我们总是在到处寻找，留心各种机会，”但是，汇丰总是不愿出价过高，“这就意味着最后的机会所剩无几。”

1998年4月，汇丰决定把精力集中在曼谷京华银行。按贷款规模计算的话，京华银行是泰国第8大银行，在泰国首都和附近地区拥有171家分行，1998年1月由于出现了存款挤兑风潮而被政府接管。一开始，汇丰集团主席浦伟士作为银行的代表与泰国副总理进行了洽谈。浦伟士在报告中称：“我表示，我们只对百分之百控股感兴趣，无意讨论如何缩减控股股份的提议。副总理确认，我们可以百分之百控股，控股问题‘不受新规的限制’。”这是令人感到鼓舞的开端，但是，随后的进展却极其缓慢。最终在2000年4月，双方主要就9.20亿美元的收购价格达成一致。对汇丰来说，这项潜在的收购将使得它迅速扭转原先在泰国只有区区几家办事机构的格局，成为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的银行；而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对陷入困境的银行业进行进一步改造的机会，同时也因此履行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承诺。但是，协议的签字被一再推迟，由于政府在11月被解散，汇丰管理层认定，“没有最终敲定的可能了”，并开始探索如何“友好分手”的各种办法。时任汇丰银行行政总裁的麦雅文回忆：“我们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收购只有在进展神速的情况下才会成功，我们最成功的收购行动都是在几天里就完成了，期间没有任何鼓噪之声。”

一方面曼谷京华银行的事情一拖再拖，另一方面从韩国政府手中收购首尔银行的可能性却大增。1999年2月，汇丰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以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首尔银行70%的股份。但是，在5月进行的尽职调查却发现，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比预想的更加糟糕，因此，预计与政府的谈判将会“十分困难”。果然，汇丰很快就希望找到在不破坏与政府良好关系的前提下退出谈判的方法。尽管退出了收购，汇丰宣布将继续致力于在韩国的业务发展。

在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汇丰完成了几项规模不大的收购行动。2001年1月以2 200万美元收购了建南菲商业国际银行旗下的储蓄银行，收购后将其更名为菲律宾汇丰储蓄银行。它通过在马尼拉和附近地区的16家分行网络，为中型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并且与5家现有的汇丰分行组成补充业务网，开展企业银行和商业银行服务，并且为富裕个人客户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在台湾，政府放开了资产管理市场，以期吸引国际上有专长的公司来补充强化本地市场，因此现在允许外国资本收购本地企业；2001年5月，汇丰以1.0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台湾领先的基金管理公司中华证券投资信托53%的股份。这些收购都有助于汇丰提升在这些市场上的地位，但是，这与1995年为在亚太地区扩张而制订的战略计划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作为汇丰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是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收购机会的呢？对于花旗来说，高级管理层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与旅行者集团合并后的执行工作上。旅行者集团是一家金融集团，它的业务包括消费金融和保险，在1998年4月，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在海外市场上，它主要在英国、波兰和墨西哥开展了一些重大收购行动，而在亚洲，它的投资活动规模就要小很多，主要是与日本的日兴证券建立了一家合资公司，以及收购了一家台湾金融服务集团15%的股份。因此，它1997~2002年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模式与汇丰明显类似，但是其收购重点放在了欧洲和西半球，而不像汇丰把重点放在亚太地区。

2000年4月Lex专栏指出：“自亚洲遭遇经济危机以来，汇丰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在经合组织国家内开疆拓土，而与此同时，渣打却一直守着它在新兴市场中的根据地。”渣打的一系列收购行动首先从1999年收购泰国黉利银行开始，第二年春，又以13亿美元的价格（约为其净资产价值的2.3倍），收购了澳新银行在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分支机构——拥有5 000多名员工的建利银行。其结果是，渣打的客户群体增至220万，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地区的国际银行排名从第五位上升至第一位。2000年9月，在渣打宣布收购大通在香港的信用卡和零售银行业务之后，《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昨天，渣打继续在亚洲疯狂收购。”渣打的收购价格是净资产价值的4.5倍，大大超出汇丰原先准备收购的价格。而且，市场上也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渣打也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寻找收购项目。那年夏天，《金融时报》指出：“在拉纳·塔瓦尔刚掌管渣打银行时，他就提醒投资者，他将会做出更大的投资。他用一连串收购行动来证明他言出必行。事实上，渣打本有机会在汇丰和花旗之前抢得先机，因为这两家银行的最高管理层现在并没有把它们在新兴市场上的业务扩张作为头等大事来考虑。”回首过去，许多汇丰的高管都承认，他们错失了亚洲危机所带来的收购机会，其中建利银行是最诱人、本可以实现的美好结局。


为“亚洲世纪”做好了准备


20世纪90年代中期，汇丰在除香港之外的亚太地区的营运为集团创造了15%~17%的利润——规模可观，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参阅表4）。银行原先一向认为在这个地区的扩张十分困难，然而那时出现的地区放松管制的变化引发了一种乐观情绪，也促使银行制订了扩张计划。但是，这种乐观的情绪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突然降临而遭遇当头一棒，导致利润大幅度下降，因此，在1999年，地区仅仅为集团贡献了4%的利润。之前一年所形成的战略评估报告，是在金融危机中做出的，因此它更想在悲观的情绪下找到一线希望：“可以恰当地说，我们在除香港以外的亚洲地区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很好地打造出集团应有的市场地位，但是，这却成为不幸中的万幸。”

在危机过后，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收购陷入困境中银行的机会。但是，尽管付出了共同的努力，由于候选的收购项目不是过于麻烦就是价格太高，因而没有出现革命性的收购行动。虽然从2000年起这一地区的利润出现了强劲的复苏，但是由于汇丰在美洲和欧洲开展了新的收购行动，而且颇有建树，因此在进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初期，这一地区的利润也只占到了集团总利润的13%~14%。汇丰在亚洲地区经济增长乏术的问题并没有被轻易放过。而与此同时，面向迅速成长的中产阶层，银行服务市场的发展方兴未艾。正如庞约翰在2001年所承认的那样：“汇丰已经完全错失了亚洲消费主义崛起所带来的机会。不仅在新加坡，同样也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尽管汇丰一开始没有抢得先机，但是毫无疑问，它把自身在这一地区的竞争和增长看作一场马拉松比赛，而不是一次百米冲刺。庞约翰自己就持有这种长远的观点。2001年，他告诉《亚洲金融》杂志：“我1963年来到亚洲，从那时起到现在的40年里，我见证了亚洲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在1997年和1998年，我们遭遇了暂时的困难，坦率地说，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建设试图追赶上40年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基本面依然还在，没有动摇。这里有很好的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体系，勤劳工作的人民，强大的家庭纽带，高储蓄率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将成为亚洲经济继续成长和未来成功的根本保证。我们所需要的是用时间来确保金融体制（在某些国家是政治体制）的变革能够赶上经济的发展。亚洲到底有没有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并且这些人是否具有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奋斗的远大抱负？它是不是代表着未来20年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主要资源库？毋庸置疑，答案是肯定的。”



表4 1994~2002年，汇丰亚太地区（除香港之外）对集团利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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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96年、1997年、1998年和2001年集团营运计划，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汇丰控股全年财报和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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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资料显示金玛的全名为Zarir J. C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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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纳（Amanah）在阿拉伯文中表示“完成或保持信托”之意。——译者注





第十四章






北美：并驾齐驱




自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北美就成为汇丰在亚洲地区之外开展地域多元化扩张的首选之地。在经历了十多年削减成本和收缩业务的调整之后，到了90年代，汇丰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财务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它们对汇丰集团的利润贡献也成功超越了加拿大。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汇丰收购了美国利宝银行，使得它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成为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一家顶尖银行，主要在纽约地区开展业务。


海丰银行锐意进取


1990~1991年，海丰下大力气进行了业务收缩，重新调整了发展重点，这使得银行在1992年年初成功地扭亏为盈（参阅第六章）。1992年的春天，集团控股董事会讨论了海丰的前途问题，即到底是出售还是保留。由于对银行扭亏为盈感到满意，董事们决定把它保留下来，认为“既然已经拼过了低潮期，那么在重新上升的时候交出筹码就显得毫无道理”。海丰以暴增的利润来证明这次信任投票是完全正确的：海丰的利润从1992年的1.09亿美元增长到1997年的4.71亿美元。它把自己重新定位为一家区域性银行，并致力于改善资产质量，密切关注所有不容忽视的成本问题。1996年年初，海丰银行行政总裁祈里富在宣布上一财年再次取得创纪录业绩的时候指出，“按照股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生产率和监管评级来考量的话，海丰现在无疑是行业内最好的一家银行。员工的士气持续提升，银行的形象得到了公众正面的评价。”

海丰经营业绩的大幅度改善，改变了其原先糟糕的监管评级。1992年夏，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把海丰的评级从第4级的“勉强及格”上调至第3级的“一般”，认为“海丰所采取的纠正措施详尽全面，开始付诸行动是海丰努力恢复其财务良好状况的明显迹象。不过，海丰问题资产的规模依然庞大，管理层未来需要继续勤奋努力”。海丰的管理层克服困难迎接了这个挑战：1994年春，海丰的评级被上调至第2级“满意”，最后在1995年再次上调至第1级“出色”。在随后几年里，银行一直保持着最好的信用评级，银行获得的评价是“遥遥领先于同行”。

海丰的进步促使总部做出支持其扩张的计划，准备收购美国东北部另一家主要区域性银行。汇丰告知英格兰银行：“汇丰集团长久以来一直在美国的商业银行领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认为必须保持这种市场地位，这不仅有助于对自身所需的美元结算能力保持足够的控制，而且因为美国银行业市场为此提供了有吸引力的利润空间。不过，海丰的竞争对手近来掀起了一股收购风潮，使得留给海丰的多是一些被挑剩的银行，与竞争对手相比，它们的经济规模相对要小一些。”在投资银行家詹姆斯·沃尔芬森的帮助下（当年就是他协助汇丰收购了海丰），克里夫确定了20家中等规模的候选对象，它们在纽约州和其相邻州的存款额都在30亿~170亿美元。但是，僧多粥少的局面抬升了卖方要价，从而使得收购失去了吸引力。随后在1995年9月，汇丰提出邀约收购国民西敏寺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它的资产规模高达270亿美元，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拥有325家分行网点，是美国最大的外资银行。对这么一个收购对象，汇丰打算在32亿美元账面价值的基础上支付一点溢价。但是，出价显然不足，最后收购国民西敏寺银行在美国分支机构的机会就从汇丰的手指缝中溜走了，这一分支机构被出价更高的富力金融集团纳入囊中。

退而求其次，海丰只能满足于另外三个规模更小的收购行动：1996年，以1 800万美元收购Spectrum住房抵押公司，以9 000万美元收购东河储蓄银行，收购之后海丰的资产增加了15亿美元，在纽约市增加了11家分行网点。一年之后，海丰又收购了罗切斯特地区的第一联邦储蓄和贷款公司，它的资产规模为70亿美元，在纽约州拥有79家分行，同时在9个州拥有15家抵押贷款发放机构。收购价格为6.2亿美元，是账面价值的1.5倍，在当时这次溢价水平一般。《金融时报》认为：“海丰的这次收购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人们对其规模太小的批评。收购之后，海丰的资产规模扩大了约30%，巩固了它作为纽约州最大的10家银行之一的市场地位。然而，随着美国银行业继续兼并整合，海丰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大，故步自封依然不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海丰的故事就是处于典型的正常营业状态，在已有业务基础上亦步亦趋地实现内生性增长。有一个例外是海丰在为汇丰集团内各经营实体和客户代理的美元支付结算业务上取得了迅猛发展。1997年，海丰以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摩根大通的美元支付结算业务，增加了约700个机构客户，从而为60个国家的约1 600个机构的客户提供服务。每天交易的金额从800亿美元增长到3 000亿美元。以结算总额计算，在所有参与美国银行间支付结算系统的公司中，排名已经从原先的第七位爬升到第三位。摩根大通的结算业务从纽约搬迁至特拉华州的纽瓦克，与海丰原先的结算业务整合在一起，以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海丰的其他举措包括在1995年与加州的富国银行结成联盟，在1997年与北卡罗来纳州的瓦乔维亚银行结成联盟，从而使得汇丰进入到除美国东北部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总体上，这些联盟侧重在贸易融资领域发展，其中汇丰带来了在亚洲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营实力，而这些区域性银行合作伙伴则向其客户提供增强服务。一般而言，银行业的合资或联盟，结局总是令人大失所望；因此，海丰在90年代实行的这几项计划也不例外。在这种合作机制下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当集团高管珍视这些联盟的时候，把合作看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举措，而处于操作层面的经理主管们则认为是打乱了他们的工作，阻碍了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终，合资或联盟都没有达到目标，反而年复一年地衰落下去。

汇丰在1992年11月在纽约成立了美国地区管理总部，总体上负责汇丰旗下各银行和经营实体在美国的业务发展。在90年代中期，在麦雅文的领导下，美国总部承担起对各营运公司进行监督、调配和制订计划的职能。在实际工作中，调配通常也就意味着把汇丰在美国的经营实体转移给海丰，特别是指汇丰和恒生在纽约唐人街的分行网点。为了和集团品牌政策保持一致，1999年3月，在美国的经营实体更名为美国汇丰银行。


“一家经营有方、大有前途的银行”


在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汇丰银行一直是一家不断取得佳绩的企业，进入90年代之后，其强劲表现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对外公布的股本回报率常常达到16%~20%。1995年集团战略评估报告对拥有110家分行网点的加拿大汇丰银行进行了评估，认定它是“一家管理有方、大有前途的银行”。除了定期向集团回馈投资股息之外，在加拿大的分支机构也是汇丰为北美乃至全球培养高级管理人员的摇篮。祈里富本人就是其中一员，他把这种现象归功于加拿大人具有同时继承了英国和美国优良传统的独特品质。

在90年代，加拿大的业务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员工人数从1993年的2 950名增长到2002年的5 000名，而在这一时期，资产规模则从130亿加币增长到320亿加币。尽管在90年代初加拿大汇丰银行就已经是最大的外资银行，汇丰在随后10年里仍继续扩大其领先优势，成为唯一在零售和商业银行领域可以与6家加拿大本土银行开展以全方位服务为基础的全面竞争的银行。大部分的业务增长都是内生性的，而新开设的分行主要为加拿大的亚裔社区提供服务，包括1996年在温哥华的唐人街开设了一家“旗舰”网点。但是，汇丰也展开了一连串中小规模的收购活动，兼并了外资银行在加拿大现有的分行网点：1993年兼并了澳新银行的网点，1996年是巴克莱银行的网点，1998年则为国民西敏寺银行的网点。其他的收购活动则拓展了汇丰的业务范围，比较著名的是，在1995年收购了加拿大大都会信托公司，该公司业务主要侧重信托和抵押贷款，而在1998年收购了一家零售证券经纪企业莫斯·劳森公司，在1999年收购了一家机构投资经纪企业戈登资本有限公司。

在1995年加拿大汇丰的战略计划中，其压倒一切的目标被设定为保持“我们目前的赢利水平，与此同时提供更广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在90年代中期，汇丰在加拿大亚裔市场中的业务占到了银行所有业务的40%，因此，显然必须保持汇丰在亚裔市场中的“关键地位”。与此同时，财富管理服务则被确立为业务拓展的“主要目标”。随后，2000年的战略计划也大体上维持了这种重点格局，只不过把“富裕个人银行市场”放在了首要地位，虽然也强调了针对中型客户发展商业银行的重要性。

加拿大汇丰银行的管理人员越来越紧密地和美国的同事进行合作。各家银行的行政总裁成为对方董事会的成员。从1998年起，双方管理层制订了跨境业务的联合发展计划，并且相互交流了在营运方面的专长。2002年召开了联合董事会会议，鼓励两家银行进一步开展协同增效工作。加拿大银行特别重视客户服务，经常因极高的客户满意度而获得褒奖：加拿大银行协会曾经开展了一项调查，受访的客户中94%都表示会向朋友推荐汇丰银行——这个数字要比行业平均数高出18个百分点。1996年，庞约翰写信给加拿大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戴尔敦，称“这是对加拿大汇丰银行每一位员工的最好赞美，它再次确立了永远把客户服务放在最优先地位的发展战略。你们为集团内所有部门树立了一个榜样”。









1996年，多伦多分行



北美发展的新愿景


1997年年初，在经验丰富的布法罗商人诺斯鲁普·诺克斯退休之后，庞约翰本人出任了美国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英文简称HAI，是汇丰在美国各经营实体的控股公司）的主席，对汇丰在美国的营运担负起更加严格控制的管理职责。那一年，海丰拥有310亿美元的资产（从1993年的170亿美元一路快速增长直至1997年），9 500名员工，在纽约州拥有381家分行网点，实现的股本回报率高达23%。尽管如此，庞约翰在9月向集团执行委员会汇报时仍然称，海丰的业务“没什么起色”，并且向集团转述了一位联邦储备官员的评价，称“业务发展的计划过时，需要重新调整”。美国银行业的整合兼并还在继续，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各家银行追求地域扩张和规模经济效益，在对跨州银行业务的管制放松之后，兼并“狂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到了1998年4月，狂潮到达了顶峰，爆发了一系列兼并活动，如第一银行和第一芝加哥银行合并，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国民银行和美国银行合并——合并的金额分别为290亿、830亿和870亿美元。这些创纪录的兼并交易反映了金融服务集团或银行超级市场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媒体以大标题的报道纷纷称赞这些超级交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8年4月，新版的北美地区汇丰营运战略计划开始在集团相关高管中传阅。卜兆民（Simon Burrows）是集团规划部门的负责人，他列举了美国汇丰银行所面临的挑战，并分别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出售海丰银行——他引述了目前市场上美国银行往往以账面价值的3倍、4倍甚至5倍的高昂价格进行收购，因此收购所带来的现金收益，在财务上很具有吸引力。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使得汇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内没有任何重要的市场地位。卜兆民提醒：“可能会存在着一种风险，即美国汇丰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将会被边缘化。因此，美国汇丰银行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需要与那些控制着庞大客户群体并坐享规模优势的大型金融服务企业，在个人和商业银行业务上展开面对面的竞争。为了确保成功，美国汇丰必须通过出色的经营业绩和增加关键多数群体来实现快速增长。”在发展的道路上，内生性增长是最有希望成功的，因此，这份计划报告指出，“在生机勃勃的纽约大都会地区，存在着市场机会来增加我们的市场份额。”以目前通行的交易价格来看，收购会存在着一些问题，虽然美国汇丰在1998年9月以2 4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第一宾州商业银行——这家银行拥有两家针对亚裔群体的分行，并且拥有9 000万美元的资产。这份报告认为：“任何收购的目标都是应该有利于业务增长，并且能够帮助美国汇丰扩大收入来源，增加规模经济效应，提高非货币收入的比例。”关键是，这两条发展途径都试图推动美国汇丰“从‘银行’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海丰如何实现这种转型呢？


利宝银行：“千载难逢”


1999年2月3日星期三下午4点，在伦敦的庞约翰接待了一名贵客，他就是金融城赫赫有名的人物罗德尼·利奇，他同时也是许多银行的非执行董事，包括美国的利宝银行。利奇告诉庞约翰和汇丰的财务总监范智廉，利宝银行的创始人、主心骨和大股东埃德蒙·萨夫拉的健康情况欠佳，正在考虑出售他的银行帝国。而且，随后从卜兆民那里传来的消息称，利宝的股价一直在“上下波动”。

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萨夫拉家族，世代经营银行业务。1955年，年仅24岁的埃德蒙·萨夫拉在日内瓦创立了自己的银行——贸易发展银行，主要从事私人银行的资本投资业务。他的核心客户群不仅包括像他自己这种西班牙裔犹太人（其家族都是世代显赫、受人尊敬的萨夫拉人），而且还包括很有名望的阿拉伯客户。1966年，他在纽约筹建了第二家银行——利宝银行，来满足已有客户中在美国拥有商业利益需求的那些人。当年他请来了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来为银行开张剪彩。1983年，萨夫拉把贸易发展银行出售给了美国运通，但是很快他就为此后悔不已，因此在1988年又成立了一家新的银行——萨夫拉共和控股公司，还是侧重在私人银行领域。这家新成立银行的主要股东就是萨夫拉本人和利宝银行，因此，利宝银行成为其自己所有的美国银行的控股公司。

到了1999年，利宝银行已经发展成为纽约大都会地区的第三大零售银行，拥有83家分行网点和达到75万的客户群体。同时，它也向来自于纽约、洛杉矶和佛罗里达等地的国内客户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客户群中还包括定居在佛罗里达的非美国籍客户。在国际银行间市场，它与政府部门、央行和外国商业银行进行接洽，管理着来自147个国家的3 300多个机构客户的关系，同时，它也是贵金属和外汇市场上的著名交易商。在全球各地，它拥有36家办事机构，分布在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亚洲，而且在1993年就在俄罗斯开设了分支机构，是西方银行中开拓俄罗斯市场的先驱。

他的私人银行部门——萨夫拉共和控股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卢森堡，旗下的营运分支机构分布在瑞士、卢森堡、法国、德国、直布罗陀地区和摩纳哥。这些经营实体的主要业务是国际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和其他投资服务，拥有3万多高净值客户。合计下来，萨夫拉共和控股和利宝银行为来自80个国家的客户管理着约560亿美元的资产。









埃德蒙·萨夫拉，大约摄于1970年


庞约翰立刻意识到，萨夫拉的银行帝国十分切合汇丰希望加强美国分支机构实力并且在集团层面扩大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的战略。在美国，利宝银行在纽约的分行网点在地理位置上可以与海丰在纽约上州的网络相互取长补短，这些银行组合起来的商业银行营运整体，将会是“完全符合集团战略并且向中型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另外，共和控股在贵金属、外汇和保付代理方面的优势可以帮助海丰拓展这方面的业务。同样，萨夫拉银行也将“极大地扩展我们的私人银行业务，这完全符合我们财富管理的战略”。而且，双方在“完全保守的企业文化、产品组合和风险偏好”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一致性。由于双方在美国业务和国际营运方面存在着重叠，因此一旦合并，将会节省可观的经营成本，而在萨夫拉银行方面，“它也认识到由于家族式管理的历史渊源，目前成本结构的效率十分低下。”总之，汇丰兴奋地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通过与一个股东达成私下协议就可以控制两家规模可观的上市公司”。


利宝银行：达成交易


1999年2月下旬，庞约翰和利奇再次进行了洽谈。这一次，萨夫拉的一位主要顾问杰夫·凯尔也加入进来。随后，利奇和凯尔来到位于科特达祖尔的萨夫拉家，向他汇报了谈判情况。事后，利奇向庞约翰反馈了汇报情况，称他们谈论了“广泛的议题，包括他的健康、潜在的竞标者、他的兄弟（可能买得起这两家银行，但是可能不会买）、价值观，以及在初期尽职调查中如何保持隐秘性——当然最重要的是交易的成本收益，这将决定这项交易是成还是不成。我想应该做一些假设模型了”。为了保密起见，由于利宝银行内的高级管理团队“不大可能对交易感兴趣”，因此随后几周的初步尽职调查，大部分都集中在审查向监管部门提交的文件。伯特·麦克菲是汇丰信贷和风险控制部门的负责人，他向庞约翰汇报：“看上去他们的投资账簿极为保守，似乎非常符合我们的风险偏好。从提供的资料上，我看不出任何‘障碍’，事实上，我能看出来有许多机会。”

1999年3月24日，在双方接触7周之后，汇丰银行收购和处置委员会特别召开了“非正式”会议，讨论萨夫拉银行的调查结果和价值估算等问题。到那时，汇丰已经计算出萨夫拉银行的“最高报价”为96亿美元，虽然凯尔讨价还价到107亿美元，并找出许多交易可能带来的成本收益，来支持更高的交易价格。在跟凯尔谈过之后，庞约翰没有被双方在价格上的差距所吓倒，指出：“理论上（他的）这些理由和价格都完全配得上。真正能帮助我们取得突破的是在私人银行方面，也就是私人银行能够加强海丰的相关业务。或许值得多花10亿美元，这样有助于我们完成这项收购。”第二天，庞约翰告诉凯尔，汇丰准备在这个价格上继续谈下去。

4月9日，利宝银行的股价因为有收购传言而出现暴涨，这时候双方都很紧张，但是，好在只是市场谣言而已，各种报道都没有提到汇丰。最终在1999年4月26日，尽职调查在纽约正式开始。前一天晚上在哈佛俱乐部的晚宴上，凯尔告诉范智廉，萨夫拉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因此时间越发紧迫，希望双方能尽快达成一致。谈判进展得很迅速，5月3日，庞约翰和埃德蒙·萨夫拉第一次见面时，就达成了交易。庞约翰回忆起那次见面的情形时说道：“我向他解释了汇丰和利宝之间在银行业务实践中的许多共同之处，并对埃德蒙·萨夫拉的成就表示敬佩。之后我们表示，利宝向我们提供的分析报告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我们的尽职调查也验证了原先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同意他们所提议的103亿美元的价格，埃德蒙·萨夫拉也接受了。”

在两人的高峰会谈之后，董事会的法律顾问邵大卫手写了一份传真指令：“现在全面启动。”于是，第二天，收购委员会在伦敦立即召开会议。在会上，委员们听取了汇丰所面临的收购机会和收购将带来的协同增效效益：在国际私人银行领域将会建立起领先的地位；可以加强海丰在纽约州的业务发展；在外汇、贵金属交易和保贷等方面将增添新的业务；可以充分利用在美国南部地区庞大的私人银行客户群体；将为集团高管团队招聘到在拉美和俄罗斯有着丰富经验并且“在世界犹太人社区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高级人才；用利宝管理层提供的寻找方法，并且“采取使用外部团队替代消除的办法”，每年可以削减5亿美元的营运成本。节约下来的这部分成本将占到利宝银行45%的成本基数，其主要来自于总部办公室的合并、分行网点的关闭以及在后台运作上分享同一平台等措施。这项收购也存在着风险和挑战。由于可能流失关键员工和客户，需要在收购后立刻开展有一定规模的“安定人心”的活动，并需要辅之以“财务锁定安排”。至于交易的融资问题，建议指出：“总的交易代价约为目前集团市值的10%，比较保守的融资结构是以增发新股的形式为60%~70%的交易代价进行融资，其余30%~40%的核心资本将通过发行新债或利用现有的现金库解决。”委员会同意了收购方案，三天后汇丰控股董事会最终批准了这项交易。

5月10日对外公布了这项收购协议，得到了银行分析师们的一致好评。雷曼兄弟公司称之为“一桩精明的买卖”，可以为汇丰“在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上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摩根士丹利则认为，收购“合乎情理”，价格也“适中”。里昂信贷指出：“这是英国银行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收购行动，它具有十分明显的战略价值，与近期美国的收购案例相比，这项交易的价格十分合理。”收购利宝银行的价格是其账面价值的2.8倍，以汇丰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显然已经偏高，但是，以美国的标准来看，则比较合理，主要有这么一些理由：收购方案中的现金部分；利宝银行在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导致股价和商誉受损；“紧迫的现实因素”取代了银行兼并的狂热；双方团队的坚定决心使得交易最后获得了成功。《商业周刊》的记者加里·韦斯质疑：“少了萨夫拉，利宝银行会值多少钱呢？”他曾经见证了多愁善感的萨夫拉把他的银行称作“我的孩子，我的生命”。他继续写道：“这种亲密的关系，才是关键。对萨夫拉的信任，就像是对‘父亲’的信任一样，信任他的诚实品德和保守观念。正是这种绝对信任，才吸引了3万多名高端私人客户，从沙特王子到欧洲和美国上层社会的精英分子，他们组成了利宝银行的核心业务客户群。但是，这种独特的品质，可以说是‘萨夫拉特色’，即将走到终点……汇丰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这种独特的生意吗？抑或是，它花了一笔冤枉钱，买下了一对‘企业孤儿’——两家没有了萨夫拉的萨夫拉银行？”









1999年5月，集团头版新闻


当特别考虑到在这个10年之初曾经联手拯救海丰银行的经历，庞约翰和韦志诚敏锐地意识到，需要谨慎地开展对“萨夫拉孤儿”的整合工作，让其能顺利地融入汇丰集团中。祈里富受到退休的诱惑，同意出任“整合小组的负责人”，其工作重心主要在利宝银行那里，绝大多数的成本效益将会在那里节省下来。7月初，在收到了邵大卫“目前进展顺利”的报告后，庞约翰和萨夫拉在萨夫拉位于科特达祖尔的别墅里共进午餐，商量了整合的细节和收购的时间表。按照设想，利宝在美国的分行网点和办事机构将被吸收进美国汇丰银行，而其亚洲营运部门则接受香港的管理。汇丰的私人银行部门、萨夫拉控股公司和利宝银行将合并，更名为HSBC Republic。至于监管部门和股东的批准，所有工作都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而且10月1日也被设定为最终完成的日期。

8月23日，当利宝银行的收购行动即将完成的时候，庞约翰给他的高管同事写了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指出：“对汇丰来说，这次收购在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确保其成功对我们的发展战略而言极其关键，如果我们不能顺利将其融入我们当中，我们将会极大地降低汇丰未来发展的潜力。”对原本就生气勃勃的机构以相对较高的市盈率水平进行收购并进行整合，肯定会产生令人感到陌生甚至令人感到不快的挑战。于是，庞约翰继续写道：“我们接收了一支非常有天赋的团队，在许多方面利宝的员工比我们汇丰人更能干。因此，整合的过程必须要有一个人才选拔流程，以确保我们公平地为每一个岗位挑选到最优秀的人才，来强化汇丰的人力资本。整个利宝交易在财务上的成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顺利地从汇丰和利宝的员工队伍中减少2 500个全职岗位。”在美国，需要裁减1 500名多余员工，在国际营运团队中要削减1 000名员工，而其他的同事则需要立刻同意由各个部门负责人提出的整合方案和岗位工作变动安排，其中祈里富负责美国的整合工作，艾尔敦负责亚洲，戴尔敦负责欧洲和拉丁美洲，而克里夫·班尼斯特则负责私人银行业务。

在庞约翰发出备忘录4天之后，利宝银行的行政总裁道夫·施莱茵告诉克里夫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利宝银行收到了日本金融监管机构的通知，称正在调查普林斯顿全球管理公司，而这家公司是利宝证券机构期货部门的一个客户。随后的调查显示，普林斯顿公司对日本企业投资者进行了诈骗活动：公然以利宝证券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来担保，向他们出售高收益票据。显而易见，业务规模很小的期货经纪部门在普林斯顿公司的怂恿下签发了公函，信函中含有在普林斯顿公司的账户里“有被虚增的资产净值余额”的内容。这可能会导致法律诉讼，利宝公司可能被罚，商誉遭遇损失，从而也可能令汇丰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在交易完成之前是否应该援引收购合同中“重大不利变化”之条款？这个所谓的“普林斯顿票据事件”最后由埃德蒙·萨夫拉自己解决，他承诺在其他股东接受每股72美元收购价格的条件下，在他自己出售股份所得中扣除部分金额作为补偿。最终，银行以7亿美元的代价实现了调解，而这部分费用则由萨夫拉个人承担。邵大卫与凯尔一直就此事进行磋商，他回忆道：“埃德蒙希望以无可挑剔的方式解决此事，把自己的银行干干净净地托付给他认为合适的继任者，这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尊崇。我想你很少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主要股东会承受所有的痛苦，来帮助其他股东摆脱困境。”


利宝银行：完成交易


不过，受“普林斯顿票据事件”的拖累，交易完成的日期被一再推迟。11月下旬，在萨夫拉位于摩纳哥的家里，庞约翰和萨夫拉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来评估收购的进展。庞约翰首先解释了自两人7月见面以来利宝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鉴于普林斯顿事件以及利宝管理层被认定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美联储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利宝最高层的管理人员有所变动。我们认为，如果在新的美国利宝和汇丰架构中这些人还留在高级管理层的话，美联储将会感到十分惊讶。”庞约翰建议，让一位久经考验的汇丰银行家黎瑜信（Youssef Nasr）出任新的美国公司总裁；萨夫拉很高兴地接受了庞约翰的建议——他事先已经预料到这个想法，对黎瑜信做了一些了解准备工作。11月30日，利宝的股东接受了汇丰的收购方案，12月2日，纽约州银行监管部门批准了这项交易。次日凌晨，埃德蒙·萨夫拉在他摩纳哥的公寓里遭到了蒙面凶徒入室抢劫，在随后发生的火灾中不幸遇难。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韦志诚表示，他和他的同事感到“震惊”和“悲痛”。庞约翰宣布：“汇丰将珍视埃德蒙一生的心血，继承他留传我们的银行传统和诚实品德。我们向萨夫拉夫人表示最深切的慰问。”所有人对此都感到无比震惊。

当时，汇丰的高管们也在担忧另一个可能威胁——甚嚣尘上的千年虫电脑崩溃的预言。由于普林斯顿票据事件引发的收购日期延迟，也导致收购行动的时间表与千年虫系统切换的日期非常靠近，十分危险。祈里富回忆：“那是千禧年前夕，我们又临近100亿美元的交易时间，当时我们不敢确信，在午夜过后这个世界上的计算机系统是否还会正常运行。我在1月1日早晨的8点左右来到办公室，当时，整个曼哈顿地区几乎空无一人，路上也没有一辆汽车，你甚至可以在第五大道上风驰电掣般地开车，根本没有问题。我走进了利宝银行的办公室，来到了交易室所在的楼层，看到了繁忙的景象。电脑发出嗡嗡的声响，交易员都已经到位，准备迎接另一个繁忙交易日的到来。没有出现任何重大问题，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儿。”


美国汇丰银行：走进新世纪


利宝银行与美国汇丰银行正式对外业务的合并发生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在每一家利宝银行的分行网点上都挂着临时横幅，注明它们即将成为汇丰银行的网点。自5月以来，克里夫一直被“嵌入”利宝银行内，当天，他立刻启动了详尽的合并计划。据他观察：“每到一处，你都能感觉到利宝银行的专长所在，但是，它们被放入完全不同的架构中。当年，萨夫拉是以一人统管的形式在管理着利宝银行，因此，所有管理人员，包括行政总裁，实际上都只听从埃德蒙的指令。每做一个决定，都要打电话到摩纳哥，或法国的里维埃拉，或任何埃德蒙碰巧在的地方。”流程是另一个问题。克里夫继续指出：“他们在书面上都制定了监管部门认可的流程，可是，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件事，早在我们收购之前，在许多情况下，管理人员根本就无视一切书面规定，做起事来随心所欲。”收购之后，克里夫马上规定要改变这种做法，按照汇丰的要求推行标准的业务流程和实践。尽管如此，总体上汇丰与美国利宝银行和利宝国际营运部门的合并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没有流失任何重要的客户或员工。

与利宝合并极大地扩大了汇丰在美国的营运规模，到了崭新的21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汇丰银行已拥有830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美国的第七大银行控股公司。在纽约州，它是第三大存款机构，拥有200万个人客户和12万商业和机构客户。银行在美国的分行网点达到了430个，组成了纽约州最大的分行网络，佛罗里达州第七大网络，加州第三大，宾州第二大。黎瑜信担任了合并后美国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2001年1月，他向汇丰管理层简要概述了地区战略计划的要点：建立一个高度整合的金融组织；非利息收入每年增长11%（与此对照，利息收入增长为2%~3%）；提高客户的交叉销售率；扩大投行业务并参与各种市场（资本、外汇等）活动。庞约翰认可并支持了这项计划，但是指出：“只是依赖内生性增长，将无法使美国汇丰银行保持市场领先的优势，必须寻找新的收购机会，重点放在那些能够在交易中产生巨大手续费收入的公司上。”他继续指出：“毋庸置疑，在未来5~10年里，汇丰在美国的经营规模将会有重大的突破。”

在1992年，美国汇丰的资产规模为390亿美元，仅占到集团总资产的15.4%。到了2002年，资产规模扩大到1 500亿美元——但是它依然只占到集团总资产的20%。无论是更高比例的地区资产的增长目标，还是庞约翰提出的需进一步扩大在美国市场上的地位的要求，这些都表明新的收购行动注定还会到来。

*

美国汇丰银行在曼哈顿下城华尔街地区有几家分行网点，其中有一家在世界贸易中心五号大楼，靠近双子塔。2001年9月11日，第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击一号塔57分钟之后，美国汇丰银行全美危机委员会在（营运副总裁）伊冯·沃尔特斯（Yvonne Walters）的领导下，在每个部门员工的参与下，包括不同管理层面的员工，立刻投入到行动中，帮助银行积极应对，并尽快恢复营业。万幸的是，所有汇丰员工都在这场恐怖袭击中幸免于难，但是，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分行被彻底摧毁，5家附近的分行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预防可能的袭击，在第五大道452号汇丰大楼内和在布法罗汇丰中心内上班的员工全部进行了紧急撤离。不久后，在麻省新建的阿莫斯特数据中心成为汇丰的“控制中心”。恐怖袭击后第二天，在市中心的9家分行依然关闭，但是后台的所有系统重新启动。黎瑜信回忆：“考虑到灾难的严重程度，所有客户服务系统和流程，包括一直在不断演练的应变流程，一直在出色地运转着。”汇丰银行宣布，它将在分行网点上根据客户捐款金额，向美国红十字会赈灾基金进行等额捐赠，一周后，捐赠金额达到了350万美元。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美国汇丰的分行网点都重新开门营业，只有一个地方例外——这就是世界贸易中心原址。




第十五章






拉丁美洲：一片新天地




20 
 世纪90年代之前，拉美地区的发展前景没有给汇丰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记。1995年，集团战略评估报告指出：“集团在那里的业务极其有限，主要是在贸易融资和资本市场方面，并且都严格控制在国别信用限额的范围内。预计这种有限战略不会有所改变。”但是，仅仅两年之后形势就发生了巨变，集团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和秘鲁等国的投资达到了将近20亿美元。在每个国家所发生的故事各具特色，正如巴西地区分支机构的新任总裁纪勤在1997年所言，这一连串变化“有许多运气的成分，也代表着许多的利益”。无论如何，所有这些收购行动都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传统战略（正如《机构投资者》杂志所指出的），“弥补了集团在其全球分销网络中的一个大漏洞”。


艰苦的前期准备


1996年12月，随着米特兰银行的大部分整合工作接近尾声，海丰银行的经营步入正轨，集团的财务“在各个方面都保持着健康稳定的状态”，庞约翰告诉集团执行委员会，“我们已准备好应对新的挑战。”集团对拉美地区的兴趣不是凭空出现的，纪勤回忆时说：“浦伟士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拉美地区，他了解智利和巴西，当年甚至还去这个地区度了蜜月”。90年代中期，其他国际性银行，尤其是西班牙银行，快速扩大了在那里的市场份额。同时，花旗银行和波士顿银行也在那里建立了规模可观的区域经营体系。韦志诚认为：“我们知道应该扩大在拉美的业务，但是，这不是跑到那里随便买几家银行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必须耐心等待，等待合适的机会出现。我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跟那里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对拉美地区，汇丰绝不是一无所知。收购了米特兰银行之后，汇丰便在阿根廷的罗伯茨银行中就拥有了比例很高的股份。罗伯茨银行在巴拿马设有分行网点，并且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国拥有代表处；同时，汇丰本身也在智利拥有两家分行，在阿根廷设有一个代表处。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地区所有经营实体的管理职责被划归至米特兰在伦敦的国际业务部，那时纪勤就是这一地区的负责人。1998年，庞约翰向《欧洲货币》介绍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我们买下米特兰的时候，它在拉美地区大概有40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被冻结的资产大多数都是用美国财政部债券来担保的布雷迪债券，是这一地区80年代债务危机的产物。“除了了解到这些债务可以转成罐头食品厂或其他工业项目的股权外，对其他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因此，我们决定把可转换债券转成银行的股份，到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领域去。”例如，1993年汇丰用智利的两家分行，再加上1 500万美元的被冻结债券，交换了Banco O’Higgins银行8.7%的股份。在秘鲁的情况也十分类似，1997年汇丰用这些被冻结的债券交换了Banco del Sur银行10%的股份。

墨西哥同样也在考虑之中，从1993年起，对当地银行进行股权投资的各种方案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94年，在否决了一项类似提议之后，集团执行委员会指出：“鉴于墨西哥经济在拉美的重要地位——它已经占据了拉美市场40%的份额，并且还在增长，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在墨西哥扩大我们的市场份额。”但是，在当年年底，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墨西哥比索的贬值导致了股市暴跌、通胀加剧和利率飙升，从而引发了经济衰退。“龙舌兰酒危机”造成墨西哥银行被问题贷款淹没——当地第三大银行塞尔芬银行陷入了重重困境，最后政府不得不出手相助。1996年3月，在访问伦敦期间，塞迪略总统告诉浦伟士，墨西哥欢迎汇丰对塞尔芬银行进行投资。随后展开了相关谈判——尽管浦伟士一度质疑汇丰是否“对墨西哥有足够的当地知识和经验”。1996年11月下旬，汇丰控股董事会批准了对塞尔芬银行19.9%的股权投资计划，在经过了尽职调查之后，于1997年3月正式对外发布公告。


巴西：逐步了解巴马兰特银行


在墨西哥的投资计划之后，汇丰也大踏步地涉足巴西市场。巴西是拉美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内市场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私营经济十分活跃，因此，巴西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长久以来，浦伟士一直有志于大规模进军巴西市场，他的这一想法最终在1997年成真。

说起故事的起源，要回到25年之前。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西从国际银行系统借贷了大量资金，1976年，汇丰和米特兰都在巴西开设了代表处。1983年，巴西出现了债务违约的问题，因此，作为一个重要债权人，米特兰银行在巴西的大量资产被冻结。由于巴西对银行业实施了严格管制，限制外资银行进入，因此，监管部门否决了汇丰和米特兰希望把代表处升级为分行的申请报告。于是，两家银行都找了当地合伙人，开展规模不大的合资经营。汇丰聘请了一个名叫弗兰克·劳森的人来负责对这些合资企业进行管理，他也就成为汇丰在当地的联络人，并且开始劝说汇丰集团在巴西扩大业务经营的范围。









1960年，位于库里提巴Palacio Avenida、正在建造中的银行大楼，后来成为巴西巴马兰特银行的总部大楼


汇丰1993~1995年的巴西市场战略计划强调，虽然“在过去，巴西的表现常常令人失望”，但是自从1989年科洛尔总统上台之后，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进步。尽管由于存在着“相当高的‘深口袋’风险”，这份计划建议汇丰立即从合资企业中撤出，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不完全是一个负面举动——它注意到了巴西正在放松外资银行对巴西银行进行股权投资的禁令，并可能解禁汇丰被冻结的资产。计划提议：“可以效仿汇丰在智利和阿根廷的做法，寻找一家口碑良好的主要巴西银行，进行少数股权投资并结成联盟。”

汇丰随后找到了4家潜在的合作伙伴，巴马兰特银行被确定为“第一选择”（庞约翰在他的文件中标注了“唯一”的字样）。巴马兰特银行成立于1943年，在经历了一系列收购之后，成为巴西第五大银行。自1952年以来，虽然银行有几千个散户股东，但是，它一直被维埃拉家族集团所控制。维埃拉家族集团主席是一名参议员，曾经担任过巴西工业和商务部部长，是新当选总统费尔南多·卡多佐的亲密盟友。汇丰的战略计划指出：“这家银行在贸易融资、司库资金管理和资本市场等领域拥有强大的实力，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草根文化，不讲求浮华；虽然银行的主要市场在圣保罗市，但是银行总部位于圣保罗以南约450公里的巴拉那州首府库里提巴。当时在银行市场盛行不断扩张以及投资的多元化战略，这些导致家族集团整体资源紧张，而且经营表现有点儿不尽如人意；而市场显然比较欢迎有注资意向的外资合作伙伴。巴西银行的管理层与米特兰银行的管理者关系很好，又刚刚在香港与汇丰管理层见过面；它们对亚洲业务和投资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事实上，在70年代和80年代，巴马兰特一直是米特兰在巴西所设的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两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融洽。1994年5月，米特兰决定把在巴西的其他合资企业的股份全部出售，并把全部投资集中在巴马兰特银行。根据投资安排，米特兰投资5 600万美元购买巴马兰特银行的资本票据，约定在未来某个时刻，当法律允许的时候，这部分的债权可以转换为银行6.14%的股份。巴马兰特的管理层欢迎双方再度结成“联盟”。


巴西：收购巴马兰特银行


1995年11月，一场银行危机袭击了巴西，好几家银行都发生了挤兑风潮，其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当属国民银行。这家银行是巴西第七大私营银行，最后不得不被巴西央行接管（或称之为“干预”）。《金融时报》指出：“这个国家拥有246家银行，大多数银行经营惨淡，客户寥寥，而部分大银行由于是家族管理，而不是由专业团队来管理，经营能力受到很大的制约。因此，预计银行业的问题将继续发酵。”围绕着巴马兰特，市场上的谣言越来越多，这促使政府发布总统法令，允许米特兰将资本票据上的投资转换为股本权益，来进一步提升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政策变化被解读为“未来向更多外国资本投资打开了大门”。但是，巴马兰特由于借贷成本增高和经营利润下降而继续陷入困境，1996年3月，韦志诚在报告中称，巴马兰特那段时间流失了30%的存款，正在经历“一个考验时期”。巴马兰特的情况持续恶化，导致巴西央行派出了一个40人的强大小组，到巴马兰特的每一家分行进行评估。评估的结论是巴马兰特银行的状况大致还算健康，但是，大约有400家分行网点——约占总数的1/3——处于亏损的状态中。

1995年10月，银行亏损越发严重，每天损失高达300万美元。巴西央行告知浦伟士，它们准备对巴马兰特采取干预行动：注入21亿美元的现金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把维埃拉家族和其他现有股东全部踢走。但是，这只是救助的第一阶段，因为巴马兰特急需一个新东家和新的管理层来扭转乾坤。尽管是一家外资银行，汇丰显然被列为候选对象。进入11月，汇丰控股董事会了解到，巴西财政部长已经确认巴马兰特属于“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并且确认汇丰有机会可以“随意购买任何资产和负债”。董事会的文件总结了收购的利弊：“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投资机会，但是这是一个讲外语的国家，集团对那里的情况知之甚少，这种困难不容小觑。如果派出精干的管理团队并加强控制的话，它将使得汇丰集团成为巴西乃至整个地区最大的外资银行，从而让我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市场地位，能够充分利用南方共同市场（贸易集团，包括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的潜在发展机会。”

巴西巴马兰特银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拥有1 200家分行网点，2.5万员工和65亿美元的资产；同时拥有25万家中等规模的企业贷款客户和250万个存款储户，在全国贷款和储蓄市场中分别占据了8.3%和5.7%的份额。汇丰的评估报告认为：“在本地市场中巴马兰特被认为是能够提供最有效金融服务的银行之一。”报告还指出，它在技术领域投入巨资，拥有庞大的ATM自助服务网络。它是巴西第二大贸易融资银行，同时也是巴西第四大保险公司的大股东，银行旗下还有从事租赁和资产管理的分支机构。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呢？评估报告确定的原因包括：通胀大幅度下降把原先很高的净利差消减殆尽；为了政治利益而采取了过度激进的分行扩张战略；“灾难性的”司库管理；储户信心的丧失导致存款基数缩小，银行不得不以高达35%的惩罚性利率从央行进行融资。

浦伟士极力促成此事向前推进，并且认识到这种收购要想成功，必须要有一支专门团队来负责管理，因此要求纪勤长期驻扎在巴西，担负起管理职责。浦伟士同样认识到这个工作充满风险，因此也觉得有义务提醒纪勤汇丰在员工遭遇绑架时所采取的人事政策——员工万一遭遇不幸，汇丰将会妥善照顾他们的家人。纪勤没有被风险吓住，很快就开始向巴西央行咨询相关事宜并制订收购计划。第一步是成立一家“新银行”——汇丰巴马兰特银行，这家由汇丰完全控股的巴西银行将会接受从“旧银行”剥离出来的受保护资产，即所谓的“围栏”操作。汇丰控股公司董事会听取了计划报告：“预计过了周末，央行将为巴马兰特指定一家审计机构，与此同时，‘新银行’将可以购买被挑选出来的银行资产和负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而由第三方确认的不良贷款将继续留在‘旧银行’。巴马兰特集团的其他公司、集团大股东和高管的个人资产将被没收。自此之后，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集团的所有公司都由这家审计机构负责运营。”在巴西央行的坚持下，对巴马兰特危机负有责任的高级管理层被立刻撤换，他们的职位由汇丰集团从世界各地临时派遣过来的管理人员接替。代理行政总裁将会是巴西人，董事会成员将包括巴西的知名人士以及非常驻的汇丰集团执行董事。在1996年与1997年之交的冬天，纪勤在伦敦和巴西之间穿梭往返，确定交易细节，与巴西央行和财政部展开秘密会谈。最终，在2月28日，纪勤接到电话，确认交易计划已经启动，并且把1997年3月27日星期四——也就是复活节假期开始的前一天——确定为接管日。根据约定，汇丰同意注入10亿美元资本，用于收购等额的资产和负债，并且为其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再支付3.6亿美元——但是，汇丰也将会获得等额的重组费作为回报。

与此同时，纪勤组建了一支由50名国际行政人员和集团其他管理人员组成的小分队，来接收和管理巴马兰特。他回忆道：“所有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在政治上，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外资银行收购一家巴西大型银行。我们使用不同公司和不同名字来掩饰真实的身份。”鲁米·肯特瑞科特是米特兰银行国际部的一名IT专家。他回忆道：“我接到我老板的一个奇怪的电话，他说：‘我刚刚和纪勤进行了交谈。他正在组建一支小分队，要去某个地方’。我问道：‘去哪里？’他说：‘我还不能告诉你。’然后问我：‘你有兴趣去吗？’我说：‘是的，我愿意。’”肯特瑞科特继续补充道：“又过了几个星期，我飞到了圣保罗。他们为我们租下了整间酒店，来的人往往住上3~4天就走了。当时移动电话还是很稀罕的，我们却都有移动电话，这让我们觉得就像是在007的系列电影里。我们不能自己出去，周围有许多警卫。”3月26日星期三，汇丰的小分队移师库里提巴，而与此同时，纪勤则飞往巴西利亚，希望能够签署最终协议。第二天凌晨三点，他回到汇丰小分队的驻地，向在饭店酒吧内昏昏欲睡的国际行政人员宣布：“成交了！”肯特瑞科特又回忆道：“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来完成所有的工作，以确保下周一正常开门营业，否则合同将会被取消。我们对银行一无所知，我们对电脑系统也一无所知。这真是惊险无比的经历。”这是国际行政人员系统证明其果敢的时候了。

肯特瑞科特又回忆：“第二天早晨，我们像要上学的学生一样，被塞进了面包车里，然后被带到城市的不同角落，身边有武装警卫和翻译跟着我们。”纪勤在回忆时也说道：“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它令我有种泰坦尼克号一定就像是这样子的感觉：椅子腿儿朝天，咖啡杯还留在桌子上，就像历史的某个瞬间突然停止在那一刻。”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汇丰的小分队按照任务一览表和时间表，开始井井有条地开展工作。肯特瑞科特还深深记得当时的情景：“在这4天里，我不记得曾经睡过觉，我记得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肾上腺素贯穿全身，令自己兴奋异常。星期一到来的时候，我们准时打开了银行大门，现在我们就像汇丰银行一样开门营业了。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在参与一项收购交易的过程中有这么惊险刺激的经历。这真的是特别惊险刺激。”


巴西：扭转乾坤


真是天赐良机！在那个复活节周末的假期里，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的巴西站正好举行，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鲁本斯·巴里切罗为斯图尔特——福特车队效力，驾驶着由汇丰银行赞助的赛车参加比赛。浦伟士还记得，纪勤请巴里切罗参与拍摄了一个电视广告，“大概的内容是：‘你不知道汇丰银行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驾驶着它的赛车。它是伟大的银行，你可信赖的银行。’在大奖赛进行的整个周末，那条广告一直在不停地播放。”

尽管播出了广告，尽管在幕后汇丰小分队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但是，银行一开门，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挤兑现象。纪勤回忆道：“因此，我们挨个儿跑遍每家分行，电视摄像组跟着我们，把我们在每家网点走动、跟客户交谈的镜头拍下来，通过电视向整个巴西地区播放。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我想，在开门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我们的存款额下降了约4 000万~5 000万美元。但是，当天结束的时候，我想最终我们的存款增加了约7 000万美元，从那时起，一切走上了正轨。”肯特瑞科特回忆起3月31日星期一复活节那天的情景时说道：“一大堆问题，但是，幸运的是，由于银行已经停业了好长时间，实际上客户们都很高兴地看到汇丰来接手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汇丰是一家国际机构，一家外资跨国银行，并且这是它首次来到巴西，因此，这就意味着这家本地的大型银行不会出现倒闭的状况。”

至于巴马兰特员工看到汇丰从天而降时的态度，纪勤事后总结时指出，他们是异常惊喜的。“他们一方面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对汇丰的情况一无所知，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高兴，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会失业了，或者说更有前途了。”在全球咨询公司毕马威和普华永道巴西办事处“影子团队”的帮助下，汇丰初期面临的语言障碍也得以顺利解决。咨询公司不仅做好了翻译工作，而且还起到沟通调解的作用。纪勤和其他人在忙于工作的同时，还抽出时间学习葡萄牙语。纪勤说道：“我有一个葡萄牙语老师，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强化训练班。那时候安全形势比较严峻，因此，我们全天都有警卫跟着我们。银行原先的东家已经开始进行严重威胁，因此得设法应对。我在上课学葡萄牙语的时候，警卫就站在外面。这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

汇丰团队的一名成员记得，当年虽然老巴马兰特员工感到焦虑，一些年轻的当地员工则感到十分兴奋，因为收购将给这些员工提供晋升机会，他们将填补管理岗位上的空缺。不过，纪勤同样也特别需要有经验的本地银行管理人才来施予援手，他发现这些人主要在巴西花旗银行工作。庞约翰特别通融，同意纪勤打破汇丰从不招聘来自花旗银行员工的不成文规矩，设法把他们招入麾下。埃米尔松·阿隆索（Emilson Alonso）就是从花旗跳槽过来的人才之一，他强调了汇丰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缩小集团标准流程和“巴西通行的经营方法以及本地团队理解的方法之间的差距。现金管理十分糟糕，那里也没有风险管理，根本就没有。银行每天都在亏损，因此，我们不得不首先建立这些最基本的流程，然后才能开展经营活动，最后赚取利润。”5月，汇丰巴马兰特银行新组建的董事会召开了首次会议，审议了在把巴马兰特银行的经营实践提高到与汇丰标准流程相一致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董事们认为，这些报告“都相当鼓舞人心”，但是也认识到管理层所面对的“巨大任务”。会议指出：“在过去几年里，巴马兰特银行一直陷入瘫痪，经营场所破败不堪，而且往往地理位置偏僻，大堂内空空荡荡。因此，必须重建一支精干的本地管理团队。”纪勤表示：“我们从一开始就讲得十分清楚，他们是汇丰集团的成员，我们期待他们遵循我们的标准、拥有诚实的品德并且认同汇丰的文化。他们适应得非常迅速。”









21世纪初，巴西汇丰银行在库里提巴的总部办公室


收购完成将近一年之时，汇丰公布了一份谨慎乐观的进度评估报告：“汇丰标准和当地银行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在把当地实践提高到集团标准的时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汇丰巴马兰特银行内，员工英语口语的水平堪忧，这意味着把集团价值的精髓翻译成当地语言并进行交流沟通的任务一直很艰巨。尽管如此，汇丰还是取得了很大进展，能够起死回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那次起死回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纪勤的激情和对管理的全身心投入，但是，他所面对的挑战一个接着一个，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不出所料，维埃拉的股东们对巴西央行进行干预和汇丰控股巴马兰特银行的合法性提出了异议，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严词驳斥”。1995~1997年，巴西参议院对此项银行收购案展开了正式调查，调查对巴西央行泄露内部消息的相关指控，对此，纪勤在电视上进行了有力辩驳。1999年1月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导致巴西货币自由浮动，并且美元的汇率暴跌40%。但是，经济上的不稳定使公众的看法更确定，认为汇丰巴马兰特银行是一家“实力强大的银行”，由此导致银行存款激增——银行以很高的利率向政府出借了这些资金，由此在1999年产生了“特别出色”的司库利润。

在随后几年里，汇丰银行一直保持着出色的经营业绩，2001年，在一项行业调查中汇丰银行获得了“巴西最赚钱的外资银行”的美誉。之所以有如此出色的业绩，削减成本是其中的部分答案，银行员工人数被削减了4 000人，总人数下降至2.1万人。在最初的两年里，关闭了约300家分行网点，而在此期间，剩余的900家分行网点进行了重新装修。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增加收入，主要措施是把重点更加聚焦在个人金融服务方面，因此，个人银行客户的数量迅速提高——包括在1998年推出了汇丰卓越理财中心，产品交叉销售率也日益增长。同时，汇丰对利宝银行和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在巴西的分支机构进行了整合，这也有助于推进个人和商业银行的业务拓展。年复一年，在整个经济动荡时期，巴马兰特银行一直在库里提巴的总部开办闻名遐迩的圣诞音乐会，每年都会吸引多达15万人前来参加。


阿根廷：收购罗伯茨银行


在收购了巴马兰特银行后的几周内，汇丰又确定了另一个潜在的拉美银行收购对象——阿根廷的罗伯茨银行。

与巴西的情况如出一辙，汇丰原先在这家银行拥有少数股份，与银行的工作关系一直很好，双方的接触最早始于米特兰银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非常活跃的代表处。米特兰的代表处一直与阿根廷的出口商有着业务往来，有一名经理向米特兰推荐罗伯茨银行，称它是当地很有信誉的合作伙伴。1988年，米特兰银行做出了第一笔投资，用在阿根廷被冻结的1 040万美元换得罗伯茨银行29.9%的股份。罗伯茨银行成立于1908年，在那个时候是阿根廷第六大银行，拥有33家分行，大部分都分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周边地区，旗下的资产规模约为11亿美元。但是，进军阿根廷的举动不是显示其懦弱——这个国家纷繁复杂的历史中充满了军人统治、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和恶性通货膨胀。1991年，由于阿根廷央行每发行1比索就以1美元的外汇储备来保证，即以阿根廷比索与美元1∶1的固定汇率实行无限制兑换的货币政策，阿根廷实现了金融稳定。结果带来了货币稳定、低通胀和强劲的经济增长，这些都激发起汇丰的极大兴趣。

1993~1995年汇丰集团阿根廷的战略计划提出设想，汇丰与罗伯茨银行之间的“紧密战略联盟”将会延续下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计划支持对罗伯茨银行增资3 000万美元，其中米特兰认购1 000万美元，从而把它在罗伯茨银行的投资金额翻了一番。1994年12月，墨西哥“龙舌兰酒危机”导致资金从拉美国家流失，阿根廷的银行系统遭遇了严重的挤兑危机。罗伯茨银行的总裁紧急向浦伟士求救，汇丰提供了关键的1亿美元备用授信额度，根据当时在罗伯茨银行工作的安东尼奥·洛萨达的说法，罗伯茨银行对此抱有万分感激之情。危机导致阿根廷银行业出现整合兼并，其中在1996年1月，罗伯茨银行收购了阿根廷人民银行。为此，汇丰再次注资1 100万美元，以维持其在罗伯茨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双方关系。到了1997年，罗伯茨银行拥有了60家分行，资产规模达到29亿美元。

1997年4月，罗伯茨投资有限公司（拥有罗伯茨银行70.1%股份的罗伯茨家族金融服务公司）不请自来，收到了来自GE金融服务公司的收购邀约。罗伯茨投资有限公司曾经承诺，如果它从其他地方得到收购邀约，汇丰同样有机会参与竞标，因此，罗伯茨投资公司的行政总裁恩里克·鲁伊特飞往伦敦，与庞约翰进行了秘密磋商。在那个时候，阿根廷已经从“龙舌兰酒危机”中恢复过来，庞约翰指出，现在经济已经“步入有序管理”轨道，预计1997年和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会达到6%。到1991年为止，在阿根廷实现比索稳定以前的20年里，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导致几乎所有的零售金融服务都在市场上销声匿迹，只剩下那些反应敏捷和实力强劲的银行还在企业业务市场上开展经营。其结果是，阿根廷的人均GDP高达8 000美元——是拉美地区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是却严重“缺乏主流金融服务”。银行存款对GDP的比率只有16%，而与此相对，巴西是28%，智利是53%。汇丰因此得出结论，认为阿根廷的银行业具有“相当大的增长潜力”，并且断定“今天的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后几个有待发展的金融市场之一”。

罗伯茨投资有限公司在金融服务领域的投资组合除了罗伯茨银行之外，还在4家附属合资保险公司和1家资产管理公司中拥有少数股份。完全不同的投资组合使得评估工作变得十分困难，最后判定6.88亿美元是“最为恰当”的估值水平，是净资产价值的2.7倍。汇丰公关部门的一份秘密介绍资料指出：“无论是以绝对数值还是汇丰原先的收购案例来看，表面上这个数字非常高。尤其是，这项收购似乎会打破汇丰原先持有的机会主义策略立场，即总是以最低的成本收购那些虚弱的、陷入困境的银行。”但是，关键在于，收购罗伯茨投资公司具有许多“特别的吸引人之处”：“与其他潜在的收购机会相比”，汇丰对罗伯茨银行和其管理层了如指掌，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在他们资源枯竭的情况下”，本地管理团队在有限几次动用集团资源方面展现出了非凡能力；罗伯茨投资公司在较广的业务范围内提供了交叉销售金融产品的机会；巴西和阿根廷之间快速增长的经济联系，以及最近收购巴马兰特银行增强了“在阿根廷扩大集团地位的逻辑立场”；去年，由于受到阿根廷当时银行危机的牵连，罗伯茨银行的收益因提高额外准备金而受到影响。这份介绍资料得出结论：“总之，汇丰支付的价格是合理的，与我们投资回报的要求相符，反映出我们的信心，即相信这个国家和拉美地区；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收购的银行业务，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机会。”

由于阿根廷报纸透露了双方洽谈的内容，导致汇丰在1997年5月30日匆忙对外公布了收购的消息。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除了提到阿根廷最大的7家银行中现在已有4家是外国银行这条略为负面的事实外，人们都对此项收购表示欢迎。收购最终在1997年8月完成：汇丰支付了5.9亿美元的预付款，余款的支付将取决于业绩表现。恩里克·鲁伊特成为汇丰罗伯茨银行主席。邵铭高（Michael Smith）是一位极其能干、汇丰自己培养的职业管理人才。他原先是汇丰在马来西亚的区域副总裁，现在空降阿根廷，成为汇丰罗伯茨银行的行政总裁。


阿根廷：整合罗伯茨银行


当初汇丰收购罗伯茨投资有限公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罗伯茨银行收入囊中，但是，在制订收购之后的阿根廷发展计划时，集团明显感觉到，在汇丰持有少数股份的非银行业务中，其客户基数要比银行的客户群体更大。因此，为了更充分地利用这个强大优势，计划提出向非银行合资企业注资，以更好地利用现有的销售团队——主要是保险业务的分支机构，尤其是因其提供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可替代银行分行网点扩张计划的方案，而大部分银行还是在分行网点扩张上竞相角逐”。邵铭高告诉他的高管们：“只有汇丰罗伯茨集团变成一个整体性的金融服务组织，才能实现这个潜在的目标。”在实际中它意味着确保汇丰在这些机构中的控股地位，随后要把所有合资企业的股份从合伙人手中全部买下。

控制汇丰罗伯茨银行最终变得比预期的情况更加困难，特别是考虑到一共只有6名国际行政人员被派去协助邵铭高。这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集团认为汇丰罗伯茨是一家赚钱的银行。按照1997年集团审计报告的说法，“管理的质量普遍很好。”但是，早在1998年1月，邵铭高在给总部的报告中就表示：“在罗伯茨集团内部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处理。”到了10月，汇丰罗伯茨正显示出当年经营即将出现重大亏损的迹象，并且担忧仍在加剧。外部金融和经济环境的恶化更是使银行雪上加霜，尤其是1998年8月俄罗斯在政府债务上违约更是导致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中逃离，阿根廷也不能幸免。尽管实行了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投资者却变得越来越担忧政府的债务水平——已经从1993年占GDP29%的水平，上升至1998年的41%。1998年下半年，阿根廷的经济陷入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财政赤字上升，而且更糟的是，政府的债务水平也在上升。韦志诚认为：“这对于阿根廷来说是特别困难的一年。”而汇丰罗伯茨银行则亏损了2 200万美元。

1999年，汇丰罗伯茨银行的经营业绩迎来了反转，赢利2 600万美元，而到了2000年，利润增加到5 700万美元。业绩的强劲增长主要来自于保险和基金管理，但是，由于管理者十分注意压缩成本，银行业务扭亏为盈。1999年4月，在阿根廷央行的要求下，阿根廷汇丰银行（自1999年3月起更改使用这一名称）接管了陷入倒闭之中的门多萨银行，从而又增加了8家分行和存款基数。2000年，利宝银行在阿根廷的企业银行业务被吸收进阿根廷汇丰银行，而利宝在阿根廷的8 000个私人银行客户则被转移至以智利为总部的地区私人银行营运部门。在完成了这些收购并且对保险和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整合之后，到2000年时，汇丰银行在阿根廷拥有160个办事机构，其中有67家分行网点，员工人数达到了6 000名。那年10月，汇丰被《市场》杂志评选为阿根廷“最佳商业银行”。


阿根廷：危机和骚乱


阿根廷汇丰银行的骄人业绩来之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成就是在经济持续衰退和金融问题增长的背景下取得的。1999年1月，巴西货币贬值导致阿根廷常规项目赤字日益扩大，同时还伴随着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继续上升；2001年的债务对GDP的比率达到了64%。政府削减开支又引发了罢工和抗议热潮，其中有些抗议把目标对准了外国银行。个人安全形势也在恶化。1999年11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行政总裁邵铭高晚上在开车途中遭遇武装人员的袭击，腿部中枪受伤。这次意外事件促使银行对在阿根廷工作的员工加强了安全防护措施，并且开展了内部评估工作，重新审议银行在安全和遇到勒索绑架等方面的全球政策。

在黯淡前景持续的背景下，2001年7月，集团信贷和风控部门的总经理伯特·麦克菲草拟了一些“万一会发生”的情况，设想在遇到债务重组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集团可能遭到的打击。他的“最好设想情况”是债务重组将令银行损失2.5亿美元，而货币贬值所带来的损失，取决于冲击效应的严重性，将会在2.5亿~10亿美元之间。到了11月，汇丰已经确信，政府未偿还债务违约或重组将会不可避免地爆发。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提交的评估报告指出：“考虑到阿根廷危机的现状，很难精确估计阿根廷目前形势对集团的影响。但是，显而易见，我们在那个国家的财务投资状况将会严重恶化。”为防止可能的损失，汇丰拨备了3亿~5亿美元的准备金——大约占到对阿根廷资金承诺总数的一半。

到了11月底，银行挤兑全面爆发。12月1日，费尔南多·德拉鲁阿总统发布命令，强制实行每人每月从银行提现不得超过1 000美元的规定，并且禁止向海外转移资金——这一系列金融限制措施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封闭”规定。人们在阿根廷汇丰银行中新开设的账户数量达到了7万，这带来了某种希望，“即当危机平息之后，汇丰集团将会拥有更强大的客户基础”。但是，危机持续了很长时间。限制人们从银行提现导致愤怒的大众上街示威游行，游行最终演变成暴力冲突，经济部长因此辞职。12月19日，政府宣布国家进入戒严状态。第二天，暴力活动持续，死亡人数上升至28人，当天晚上，德拉鲁阿总统下台。

一周以后，在持续不断的政治骚乱中，阿根廷果然对公共债务采取了终止偿还的措施，这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主权违约事件。2002年1月2日，新任总统爱德华多·杜阿尔德宣誓就职，就在那一天，邵铭高打电话紧急通知总部，认为货币贬值一触即发。范智廉向庞约翰、韦志诚和麦克菲汇报时称：“政治形势正在恶化，变得更为恶心，媒体和政府现在开始公开指责外国银行。”1月6日，杜阿尔德公布了新的经济计划。他谴责了90年代“不道德”的市场改革措施，宣布放弃美元与比索1∶1的可兑换性，随后出台的新的“官方”汇率为1.40比索对1美元，比索对美元贬值了29%。但是，市场汇率立刻暴跌至2比索对1美元，到了6月，更是贬值到4比索对1美元。

相关措施立刻给银行存款和未偿贷款造成直接冲击。按照规定，以美元为单位的存款（正如绝大多数存款的情况一样），银行应以美元支付。但是以美元计算的贷款借款人，1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均按照1∶1的汇率用比索偿还。由于比索的官方汇率已经降到1.40比索对1美元，因此，银行将遭受巨额损失。1月8日，邵铭高向庞约翰汇报了全局状况：

这里的形势继续陷入彻底混乱的局面，法令和条例每分钟都在变化。我们十分担忧杜阿尔德新政府的政策走向，目前似乎更像是纯粹的平民主义路线，实施仇视外国的政策，并彻底与外面的真实世界隔绝。最新的货币贬值机制将使得银行系统损失57亿美元。政府依然表示，以美元为单位的存款将维持不变，因此，他们正在从根本上来调整各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希望各家银行自行承担所有的损失。如果比索贬值到2比索对1美元（很有可能），银行系统将损失100亿美元——其中一半将由外国银行承担。我已经向政府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能期望外国公司会完全因为在政治上不愿意让储户和普通大众来分担这些痛苦，而自行承担这些损失。但是，政策趋势似乎把阿根廷带向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并刺激外国投资者离开阿根廷。媒体也已经被煽动起来，所有的文章都充满了反银行和反跨国公司的暴力语言。

汇丰可能会遭受多少损失呢？《经济学人》随后的估计是银行可能不得不付出10亿美元的代价，但是，邵铭高向庞约翰表示，他的估计要高出许多。“按照非常粗略的方法，以比索贬值到2为基础，对汇丰的各项账目进行计算，并参考现行的政治环境因素，我们得出下列结果”：











	
 减去约30%的贷款总额 

	
 6亿美元 




	
 减去约50%的债券投资组合 

	
 6亿美元 




	
 减去货币（贬值） 

	
 2.5亿美元 




	
 货币错配 

	
 2亿美元 




	
  

	
 15.50亿美元 





邵铭高总结了当时的形势：“考虑到阿根廷汇丰银行的资本金大约为3亿美元，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是否值得遭受5倍于账面价值的损失。如果目前的政治形势没有改变，我们需要考虑直接撤离是否会更好。”

第二天，庞约翰就阿根廷局势的变化向霍华德·戴维斯做了概要汇报，戴维斯是汇丰银行的监管机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主席：

政府近期的举措令人深感不安。例如，我们存储在央行的流动储备（想必其他外资银行也是如此）已经被拿走，用来建立一项支持本地银行的信托基金。政府颁布的法令规定某些美元贷款以平价汇率用比索偿还，但是剩下的美元债务却迫使汇丰处于超卖8亿美元的亏损状态，相当于遭受被没收的风险，这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禁止政府抢夺银行存款的法律被中止，这同样也令人深感忧虑。

长期以来，汇丰银行都实行坚定支持世界各地分行和分支机构的政策，它是基于我们在可预见未来的政治和经济框架下管理我们流动性和主要风险的能力；我们相信在阿根廷，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的情况了。

我们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缓解我们的危机，但是，基于我们现有的经验，我们可以预见的情况将会使我们无法向董事会提出任何建议：在阿根廷进行任何额外的投资。

同样也是在9日那天，庞约翰向汇丰控股董事们发出了一份信函，十分绝望地总结道：“目前，由于政府的某些政策还在限制储户从银行提取现金，因此我们还未遇到最坏的情况，但是一旦政府允许公众从银行提现的话，我们将会遇到非常严重的流动性问题。同样，当我们试图收回贷款并把比索贷款兑换成美元以归还储户存款，也会遭遇严重的外汇损失。这些损失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消耗掉我们现有的股本权益，之后我们将会面临一个抉择，要么向阿根廷继续注资，要么停止我们在那里的经营活动。”

1月10日，阿根廷政府出台了一项新的银行限制措施，暂时缓解了流动性的威胁：措施规定把很大比例的储户存款变更为定期存款，储户至少在一年内无法提现。这再一次导致成群的中产阶层抗议者走上街头，但是也有报道称，有些年轻人组织起来，开始攻击外国银行。16日，邵铭高告诉庞约翰：“这里的形势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短时间内就会有一个更疯狂的立法法案取代另一项方案。这个国家的处境十分危急，社会每个层面的群体都被煽动起了仇视外国银行的情绪。昨天，在许多省会下面的市镇上，花旗银行、第一波士顿银行、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桑坦德银行在当地的分行都被砸毁。我们的员工在面对那些十分愤怒且有时候具有暴力倾向的客户时感到十分紧张，因此，员工是否会遭受某种伤害，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14日，在阿根廷经营的主要外资银行以国际金融协会的名义，在纽约召开了非正式会议，范智廉代表汇丰参加这次会议。在随后的汇报中他提到，国际金融协会的副主席比尔·罗兹原先是花旗银行的副主席，在许多债务重组项目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指出：“这个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比他一生所经历过的都要更加危险，更具有破坏性。”范智廉在报告中继续写道：“显而易见，所有银行都发现它们的资本正在遭受损失，并且承诺将不会向它们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注入更多的资金，无论是以资本的形式还是以股票流动性的形式。他们一致认为，多边国际组织目前对此没有给予关注和承诺，并且对G7央行在近期会议上对此局面保持沉默而感到遗憾。罗兹承诺将做些工作，以引起美联储的重视，并且让美国财政部也参与进来。”









2002年1月，迈克尔·史密斯发来的重大局势汇报


2002年，在“封闭”政策的狭隘影响下，阿根廷的银行系统几乎陷于停滞状态。但是，个人原告收到的法院判决书（要求以贬值前汇率支付美元存款的命令）有不下18万份，这令银行惶恐不安。两家外国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决定实行止损行动，直接关闭在阿根廷的分支机构。汇丰也讨论了撤离计划，但是高管们最后都退缩了，因为“还要考虑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汇丰对储户和4 000名员工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股东的利益也是银行最担忧的东西，2002年在董事会层面股东们同意，12亿美元的准备金是“我们损失的最高值”。这依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尤其对那些在当地开展工作的人来说。2002年10月，邵铭高提醒韦志诚：“形势变得更加荒唐可笑。现在参议院指责银行家们犯下了叛国罪！我不知道这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尽管如此，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到了年底的时候，汇丰还留在阿根廷，并且向总部递交了年度经营计划。在2002年下半年制订的这份计划中，提出了响亮口号“阿根廷汇丰银行：继续向前进”，但是，如人们所料，这只是一份临时性的、仍充满矛盾的文件——它的重要性仅仅是让汇丰最终有了一个书面形式的前进目标。当尘埃落定、政治形势稳定下来之后，按照汇丰的估计，这场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导致它损失了约10亿美元。有时候，当地的机构营运面临极其危险的状况，离现金耗尽的状况也不过就差几天时间，但是汇丰仍希望继续维持经营能给它带来回报。阿根廷的潜在前景依然还有一丝希望，但是，这个国家和汇丰银行是否能够把这些前景转化为更加现实的东西，还要拭目以待。


汇丰集团中的拉美业务


20世纪90年代初，汇丰在拉美留下的足迹十分稀少，对于一家有着放眼全球的远大抱负的银行来说，这是一片明显有待开发的新天地。到了那个10年结束的时候，它在这一地区的市场地位却因为在几个人口更多、经济更为发达国家的一系列收购行动而得到了彻底改变——墨西哥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虽然它是汇丰最早进入的拉美地区的国家。1999年，政府对外出售塞尔芬银行（汇丰已持有19.9%的股份），但是汇丰的出价不是所有竞标者中最高的，因此，它最终败给了桑坦德银行。

在完成了在阿根廷和巴西的一系列收购之后，这些集团新成员在随后几年为汇丰的利润增长做出了一定贡献，1999年整个地区的利润在集团利润中占到了4%。虽然在阿根廷的惨痛经历拖累了集团2001年的经营业绩，但是银行2002年在拉美地区的经营正逐渐复苏（参阅表5）。

毋庸置疑，在那些年里，汇丰在拉美地区的经营活动不只是为管理层提供了惊险刺激的一段经历，这些新的收购案例也使得汇丰可以向股东们和分析师们再次展现其标志性的企业特质：（利用灵活机动的国际行政人员团队）拯救那些陷入困境中的收购对象，让它们起死回生，以及（利用其实力和经验）禁受住经济危机的考验。惊心动魄的“阿根廷事件”同样也为总部高管团队提供了一次重新温习危机管理课程的机会，正邵铭高事后所言：“在那里得出的教训就是，在危机中事关生死存亡的是流动性，还是流动性，总是流动性。”



表5 1997~2002年，汇丰拉美地区的总资产和总利润











资料来源：1997~2002年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年度财报和报表





第十六章






欧洲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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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90年代，汇丰集团的行政总裁韦志诚曾经指出：“总体上，我可以说汇丰与欧洲大陆没有多少缘分可言。我们在那里业务规模不大，从来都不大。”收购米特兰银行使得汇丰进入了德国和瑞士兴旺的利基市场，随着总部迁往伦敦，汇丰高管们开始思考是否有机会在站稳脚跟之后让业务跨越英吉利海峡。从90年代中期起，随着与米特兰的合并工作接近尾声，汇丰将想法付诸行动，开始撰写欧洲大陆业务发展的战略评估报告。当时的背景是，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为创建欧洲单一市场提供了动力，而1999年欧元的推出更是提升了单一市场的地位。这些变化让人们更加期待，希望一批跨境银行能在西欧出现。与此同时，1989年共产主义国家的衰落所造成的连锁反应，使得一批新的民主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中欧和东欧出现，那片土地成为具有潜在吸引力的新天地。正是在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刺激下，一旦机会出现，汇丰便会毫不犹豫地痛下决心。


米特兰国际


1992年，汇丰收购了米特兰银行的海外业务部门——米特兰国际公司，从而根本上改变了汇丰在欧洲大陆的市场地位。米特兰国际在德国、瑞士、法国拥有强大的经营实体，而且进入了希腊、爱尔兰、意大利、瑞典、土耳其和英国海峡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其中最重要的经营实体是特林考斯——布克哈特银行。韦志诚指出：“它是德国顶尖投行中的一员，员工素质很高，备受推崇。我们很幸运有这么好的银行加入我们集团。”特林考斯——布克哈特银行成立于1785年，总共有1 000多名员工，在德国企业界拥有强大的客户群体。银行总部在杜塞尔多夫，不仅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柏林、法兰克福、汉堡、慕尼黑、斯图加特等地设有分行，而且还在卢森堡和瑞士开设了办事机构。米特兰银行拥有其73%的股份，其余股份由公众股东、执行合伙人和一系列机构投资者持有。特林考斯往往会向股东交出极其出色的投资回报业绩，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它们的利润占到了米特兰国际在欧洲营运总利润的50%~75%。

古耶泽勒银行是一家总部在苏黎世的私人银行，同样也为股东创造了良好的投资回报。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独立运作的银行拥有200多名员工，为富裕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按照赢利水平计算的话，它是瑞士最好的三家外资银行之一。1998年12月，为了与汇丰在私人银行领域的扩张与整合的战略相一致，在收购了其25%的少数股份之后，它成为米特兰国际旗下的一家全资分支机构。在米特兰国际在欧洲的营运中为集团利润做出重大贡献的地区还有希腊以及“英国离岸”金融中心——泽西岛、根西岛、马恩岛。在9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每年所贡献的利润为5 000万~1.5亿美元，但是，这些利润被其他地区的损失所抵消——主要是法国。在1990~1996年，主要由于法国商业房地产市场暴跌，法国的营业损失累计高达2.67亿英镑。

各种情况综合下来，在欧洲的营运为米特兰银行的利润做出了正面贡献，尽管每年的赢利水平会出现上下波动的情况。但是，与整个汇丰集团的总利润相比，在集团年度营运计划中欧洲大陆是利润贡献最少的地区——在90年代中期只占到总利润的1%。


战略评估


1995年1月，集团战略评估报告对汇丰欧洲大陆营运的评价是“规模不大，但是也没有什么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不过，报告也指出，由于价格偏高和政府可能采取敌视态度，在西欧通过收购来实现增长的策略较难实施；因此，评估后提议应该把重点优先放在资本市场、司库业务和对跨国公司的服务上。至于东欧地区，它指出：“某些国家的情况与亚洲经济体很相近，因此，集团将继续评估如何利用在新兴市场获取技能的机会。”

1996年12月，由肖恩·沃利斯领导的米特兰战略部门撰写了一份详尽的区域评估报告，特别针对银行在欧洲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报告一开头就指出，1995年的税前营业利润为1.12亿英镑，员工人数为2 700名——分别占米特兰银行总盈利额的11%和6%。这些数字在总体上并非微不足道，但是评估报告继续指出：

总体而言，现有的营运主要集中在非零售业务上，缺乏关键多数群体，无论在地理区域上还是在产品种类上都不能做到完全覆盖。另外，业务部门无法遵守统一的模式，并且经营成本普遍较高。

总体上，客户基础较为狭窄，商业银行只能够满足部分客户的需求。因此，要为集团收益创造更多价值，我们必须尽可能与汇丰的投行部门紧密合作。

尽管已经在交易集中化处理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在后台业务处理上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围绕着欧洲业务发展，集团已准备好了相关资源。但是，一个集团系统的标准流程还没有在所有国家准备就位。

关系银行的经营方式依然是欧洲的主流，其结果是集团的所有业务还是通过米特兰欧洲办事机构实现。

显而易见，存在着改善的空间。

评估报告没有建议采取“一刀切”的解决方案，相反，它认识到每个国家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在某些成熟市场，例如德国、瑞士和“英国离岸”岛屿，汇丰已经找到“关键多数群体和有实质意义的利基市场”，但是，在其他地方，报告建议各办事机构应该“重点把自己定位为通往集团全球服务的门户”。虽然不应该完全排除收购的可能，但是评估报告认为：“复制其他成熟市场获取关键多数的做法将会十分昂贵”。因此，汇丰应该“对收购建议仅仅保持被动应对的策略，不应主动寻求任何收购机会，除非是每年税后股本回报率超过15%的项目”。

在仍处于发展当中的市场——主要是中欧地区和地中海国家，评估报告的看法相当悲观，强调了来自本地和其他外资银行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汇丰在希腊的分支机构业务红火，在土耳其、马耳他和捷克（预期在1997年5月开业）的分行也生意兴隆，同时在塞浦路斯的大众银行也持有22%的少数股份。但是，评估报告也指出，即使在这些市场也很难获得有质量的收购项目，启动成本太高，难以实现内生性增长。

事实上，在欧洲大陆上能够找到发展机会的地区是欠发达市场——东欧的波罗的海地区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不过，当然也要考虑与之对应的风险。评估报告指出：“因此，关键是在进入这些国家之前要对它们的市场情况有充分的了解。”报告还建议采取合资经营的市场进入策略，类似银行在亚美尼亚的做法。首先与一个当地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它们“对本国情况十分熟悉，并且与当地政府和商业圈关系密切”。目前集团正在继续进入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也正在考虑在格鲁吉亚和土库曼斯坦的发展机会。在所有欠发达市场的集合中，俄罗斯无疑是最大的市场，尽管自1976年以来米特兰在莫斯科一直设有代表处，但是在扩大市场份额上一直进展缓慢。战略报告对此解释道：“集团对俄罗斯国家风险的态度阻碍了业务经营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评估后不久，集团决定把莫斯科的代表处升格为全牌照分行，但是1998年8月俄罗斯债务违约事件突然爆发，导致决定迟迟没有得到执行。其结果是，随后的俄罗斯经济危机也没有对汇丰产生影响，而那些领先一步的竞争对手由于在那里投入了巨资而损失惨重。

在欧洲市场上，汇丰遭遇的竞争不仅来自于强大的本地银行，还有国际银行界的老对手。在那些老对手中，荷兰国际集团、荷兰银行、花旗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正在迅速成为泛欧银行”，而大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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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德意志银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也紧随其后。战略评估报告指出：“我们预计在欧洲银行和金融服务领域将会出现整合，这或许会给集团带来机会（尽管难以预料）。”为了对付这些新兴的泛欧银行，汇丰不得不充分挖掘自身的优势：“米特兰国际在欧洲的优势是它通往汇丰全球业务的首要门户，在较低层面，也是通往米特兰英国业务和我们司库营运的途径。但是，要想使两个业务部门和谐相处，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欧洲市场，一般而言，只要有一点收益，总是会吸引太多的竞争者来追逐——因此，要想取得成功，我们每一个业务部门务必‘发挥集体行动的优势’。”


欧元的出现


在整个欧洲银行业的整合过程中，有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欧洲单一货币的出现——欧元。1997年5月，随着单一货币计划的细节变得更加清晰，并且1999年1月1日实行的提议变得更加确切，汇丰控股董事会批准了一份对外声明：“对于像我们这种主要金融机构而言，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为货币联盟的到来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积极参与新的货币市场。”无论英国是否加入欧元的使用联盟，汇丰打算让米特兰成为提供欧元服务的主要银行，并且从一开始起就向企业客户提供欧元产品。新货币的准备工作早就在紧锣密鼓中筹备，集团在1998年2月制订的营运计划中指出，已经为此投入了“相当可观的资源”。虽然预计个人客户的需求有限，但是，只要提出要求，随时可以向个人客户提供欧元账户。米特兰派代表参加了英国财政部金融服务工作小组，来准备一份英国决定加入欧元使用情况下而实行的全国性改制计划。

1998年年底，在欧元推出前夕，集团规划部门向董事会概要介绍了所有准备工作。在所有主要业务领域，员工培训和客户沟通的工作已经完成，一系列客户宣传资料已经准备就绪。在英国各地举行了多场客户研讨会，米特兰的路演团队访问了香港特区、新加坡和中国内地，向银行员工和客户介绍了最新进展。支持欧元服务所需的IT开发计划正如期进行，向集团标准系统看齐所必需的修改工作正在向集团所有部门推进。超过1 000名员工将参加周末期间的转换工作（从1998年12月31日至1999年1月4日），将把加入欧元区的政府债券重新以欧元计价，并且把账户转换为欧元账户。一切都进展顺利，从2002年1月起开始推出欧元纸币和硬币。

以欧元推出为重要内容的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进程，也推动了欧洲向创建跨境银行迈进的探索性进展。汇丰非常渴望成为其中一员。欧元推出后，集团的一份战略报告指出：“随着欧元的成功推出以及英镑的最终加入，汇丰集团参与西欧主要国家金融市场的整合行动就已经变得十分关键了。”唯一的问题是缺乏合适的收购机会——不过紧接着那个时候，在三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良机。


1999年，马耳他


在90年代中期，马耳他的银行系统主要由两家本地银行组成，马耳他地中海银行和瓦莱塔银行。这两家银行抢占了90%的本国银行业务，另外两家小型银行则填补了剩余的市场。自1995年12月起，由于外资银行米特兰国际被授予了银行营业执照，银行业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起来。由于米特兰“激烈争夺”企业银行业务，并提供私人银行业务，因此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有赢利水平的客户基础。之后，在1998年5月，米特兰宣布在首都瓦莱塔的核心区域开设一家零售分行网点，与本地银行展开了面对面的竞争，来吸引这个国家38万居民的惠顾。

70年代中期，马耳他工党政府对瓦莱塔银行和地中海银行曾经实施了国有化改造。从1990年起，在马耳他国民党执政期间，私有化被摆上了议事日程，到了90年代后半期，政府所持有的股份已经下降，在瓦莱塔银行中仅保留了25%的股份，但是在地中海银行中却依然持有67%的股份。与此同时，马耳他政府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是由于公共债务水平偏高和巨额财政赤字，导致进程受阻，而一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则建议马耳他政府降低公共开支，并增加税收收入。1998年9月，《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对马耳他政府来说，出售政府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必然选择。”该文章还预测，部分地中海银行的股份很快将会被出售。

马耳他私有化计划首先从出售政府在马耳他电信公司中的股份开始，而马耳他电信公司几乎垄断了这个岛国的电话市场。1998年的夏天，汇丰投资银行与地中海银行联手，一起成为这项股份交易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在这个过程中，汇丰与政府部长和地中海银行都建立起十分有益的联系。1999年2月，汇丰暗中主动接触对方，得到了积极响应，双方开始进行接触和谈判。令市场和地中海银行员工大吃一惊的收购消息公布后不久，马耳他财政部长约翰·达利坚称：“它不是一家我们马耳他人一无所知的银行，也不会在我们主要的银行中拥有掠夺性或投机性利益。”他补充说道：“这家银行机构已经在我们这里经营了4年，一直在研究我们的经济和业务营运的方法。这个银行组织是基于一个成熟的战略决定与我们开展洽谈的。”于是，在1999年6月，地中海银行成为马耳他汇丰银行。

这家汇丰集团的新成员是马耳他最大的一家银行，拥有1 800多名员工，他们分布在53家分行网点以及另外7家海外办事机构之中。韦志诚全力支持这项收购，他指出：“尽管地中海银行的成本收入比率已经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56%），但是，经营中还存在着比较多的繁文缛节，产生了较多的行政成本，因此，依然还有增加收入和节省成本的空间。财富管理的潜力也很大——地中海银行没有开展交叉销售，还没有把投资或保险产品推向它的客户。马耳他人在海外的金融投资规模庞大（仅仅在英国、泽西岛和日内瓦等地估计就有42亿英镑），米特兰将会瞄准这些资金，使其有益于米特兰在英国和泽西岛的经营活动。”交易总额为2.12亿美元，购买地中海银行70%的股份（政府的全部股份再加上其他公共股东持有的股份），这一价格相当于净资产价值的1.5倍。汤姆·罗伯森是一名为米特兰银行服务了37年的资深员工，在之前的11年里一直在米特兰国际公司工作，现在被正式任命为新银行的行政总裁。









2004年，马耳他新的营运中心落成揭幕


突然从外国来了新东家，空降了一名新行政总裁，这自然令当地员工有点儿惴惴不安。但是，公司秘书菲利普·法鲁希亚·兰登回忆起当初的情形时表示，没有出现裁员，担忧很快就被一种新奇感觉所代替，人们觉得“某些新鲜事情正在发生，一种崭新的文化正在出现”。兰登本人是在70年代初加入地中海银行的，在经历了银行国有化的改造之后，他十分欢迎新的体制变化：“不幸的是，当一个企业被国有化之后，功绩体制有时候只能退居次席——有时候甚至被放到第四或第五的位置。但是，现在明确显示出，新的理念就是要建立功绩体制。”汇丰花费了三年的时间，才使马耳他营运中心完全融入汇丰的大家庭中：“第一年最艰苦，第二年得到了很大改善，第三年我们在那里站稳了脚跟。”银行变革的内容包括重新装修分行网点，彻底更换新的IT系统，移交信贷决策权力，进一步实施多元化战略，进军非银行金融业务领域，围绕全球化集团业务设定国际化的前景并建立各种联系，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划，以及根本改变分行经理的职责范围。兰登在2007年时指出：“现在分行经理负责销售工作。他去网点上走走看看，与客户交谈一番，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服务。他不再是待在办公室里，等着客户来敲门。差别很大，完全不是这样了。”当马耳他汇丰银行正忙于融入集团的时候，另一个更大的收购机会出现了——这一次，出现在法国。


2000年，法国


1999年12月10日星期五的晚上，法国商业信贷银行主席查尔斯·德克鲁瓦塞正好在柏林，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荷兰国际集团（一家荷兰银行同时也是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的股东）主席霍德弗里德·范德鲁。范德鲁是法国商业信贷的董事，与德克鲁瓦塞相熟。他告诉德克鲁瓦塞，荷兰国际集团希望收购法国商业信贷，并且提出收购价格为每股137.50欧元——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价格，因为当时股票的交易价格一直在120欧元左右。不过，范德鲁提出了一个条件：法国商业信贷必须在周一早晨开市前，宣布接受荷兰国际集团的友好收购。于是，德克鲁瓦塞匆忙赶回巴黎，召集法国商业信贷的董事们，紧急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

法国商业信贷银行成立于1894年，总部就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美好年代酒店内，是法国第六大银行，正如德克鲁瓦塞所言：“它是大银行中最小的那一家”。1982年，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所领导的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对法国银行业实行国有化改造，法国商业信贷是1987年最早一批去国有化的银行之一。因此，正如银行执行董事查尔斯——亨利·菲利皮在2000年时所言，它已经成功摆脱“行业内其他银行特有的公共部门的思维方式”。法国商业信贷是成立于1971年由7家中等规模欧洲银行组成的“跨阿尔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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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银行之一。当法国商业信贷进行私有化改制的时候，部分股本权益被其他“跨阿尔法集团”成员银行收入囊中，主要是荷兰国际集团、德国的BHF银行（后来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和比利时信贷银行（也就是后来的比利时联合银行），其他拥有少数股权的主要股东包括法国合作保险机构，勒芒互助保险，以及其他保险公司，瑞士人寿和日本太阳互助人寿。

到了90年代末，即将推出的欧元导致市场期待欧洲大陆的银行展开激进的跨境重组行动。根据德克鲁瓦塞的回忆，荷兰国际集团和比利时联合银行都把目光放在了法国商业信贷上，以确保自身在法国市场上的地位。1998年，后私有化的股权结构出现了变动，当时，勒芒互助保险准备把它所持有的股份进行拍卖；最后比利时联合银行以市场价格溢价的40%购入，这引发了股东之争，两家银行都把它们在法国商业信贷中的累积少数股份，提高至法国监管条例所允许的20%的上限。截至1999年12月，荷兰国际集团持有法国商业信贷19.1%的股份，而比利时联合银行持有18.8%。









1922年，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法国商业信贷银行


1999年12月12日星期日下午，法国商业信贷的董事会召开了临时会议，范德鲁概要介绍了荷兰国际集团的收购建议，并确认收购的价格为每股137.50欧元，以此计算的银行估值为100亿欧元（相当于101亿美元，或60亿英镑），是净资产价值的3.2倍。他提到，在最近几个月里双方管理层对此进行了交流——这些交流使得荷兰国际集团以为，这项友好收购将会获得积极响应。但是，法国商业信贷的董事会对荷兰国际集团单方面设定的截止日期十分不满，有些董事认为收购建议“非常讨厌，而且架构设计不合理”，因此，远不能称之为友好收购。法国商业信贷不仅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对收购建议展开评估，而且根据法国法律的规定，收购需要征求员工代表的意见。董事会没有拒绝收购建议，只是决定在星期四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然而，几个小时之后，在听说了董事会的保守立场并与法兰西银行进行磋商之后，荷兰国际集团撤回了收购邀约。德克鲁瓦塞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对荷兰国际集团的做法表示惊讶。

尽管倾向于保持独立，德克鲁瓦塞和菲利皮知道最好的方案还是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或者希望由他们挑选的第三方银行，提出最有利于员工和业务发展前景的收购方案。在那个时候，法国人根本不知道汇丰银行，但是，有一位投行银行家说服了菲利皮，他说汇丰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白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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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皮经常去伦敦，与法国商业信贷旗下切特豪斯投资银行的管理层开会。因此，在得到德克鲁瓦塞的同意之后，通过安排，他定于2000年2月4日星期五，去拜访汇丰银行的首席财务官范智廉。范智廉得到了韦志诚和集团战略部门负责人蒂姆·奥布莱恩的协助。韦志诚后来指出：“毫无疑问，在法国有一家管理有方的银行，它就是法国商业信贷。我们把它纳入潜在收购的候选清单中，但是，苦于没有机会。然后，突然之间，对方管理层却主动找上门来了。”

据菲利皮回忆道，双方一谈，他便很明显地感到“他们早已有所准备”。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仅仅几天之后，双方董事会主席就在巴黎见面。为了保密起见，见面地点就在德克鲁瓦塞的家里。庞约翰和德克鲁瓦塞一见如故，使得双方有可能达成一项友好收购交易。那时，肖恩·沃利斯担任英国汇丰战略部门的负责人，事后他评论道：“许多类似的高层交易都是由于个人关系才顺利完成”。汇丰对感兴趣的收购机会所展现出来的严肃和专业精神，给德克鲁瓦塞和菲利皮留下了深刻印象，双方谈判一步步深入下去。

法国商业信贷是一家有成长、有赢利、有企业家精神的银行，员工人数约1.34万，其成本收入比率为64%，在法国主要银行中是最低的一家（尽管按照汇丰的标准来看，这还是高了）。银行主要开展三项业务：企业和投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的重点在高端的个人银行领域（如菲利皮所言，是一家“资产阶级的银行”）；资产管理。这三项业务所贡献的利润比例为40∶40∶20。在法国主要通过650家分行网点开展经营活动，其中的195家是挂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票号的分行，而剩余的则是其他8家地区性银行旗下的分行，并且拥有很大的自主经营权。法国商业信贷的分行集中在三个富裕地区——巴黎、里昂和科特达祖尔，它瞄准了法国最富裕的25%的人口，在这个目标市场中占据了10%的市场份额。总体而言，它拥有一百多万直接客户，其中80%以上来自高端市场，并且通过对企业储蓄机制进行管理，又增加了一百多万间接客户。为高净值客户服务的私人银行业务部门把总部设在巴黎，同时在日内瓦、卢森堡和摩纳哥设有分行。针对富裕客户，银行建立了办事机构网络，为他们提供投行产品——如奥布莱恩所说，“这种服务与汇丰在英国的私人银行业务十分相像。”

企业金融业务聚焦在法国中等规模的公司上，尽管法国商业信贷也有一些大型法国国内和跨国企业的客户。在伦敦，它拥有切特豪斯，一家高端的投资银行，而且它在著名的泛灵顿资产管理公司持有55%的股份。法国商业信贷还在伦敦、米兰、马德里、纽约和香港设有分行，并且在埃及、希腊拥有少量业务，在马耳他两家小型银行之一的伦巴第银行中拥有重要的少数股份。但是，像皇冠上的明珠一样，最耀眼的是巴西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它是巴西顶尖的投资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为法国商业信贷贡献10%的营业利润。

随着谈判的深入，双方发现两家银行的业务相辅相成，都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一份汇丰的董事会文件指出，收购法国商业信贷为汇丰提供了“一个重大的战略机会，通过一家高质量、具有可管理规模的银行，实现在欧元区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发展目标”。在营运层面，法国商业信贷侧重在高端零售银行业务、私人银行业务和资产管理领域，与汇丰的业务发展方向十分契合。而且，法国商业信贷高质量、低风险的企业银行业务受到了高度关注，而银行的管理风格和企业文化也得到了业界的交口称赞。对法国商业信贷来说，加入汇丰银行则意味着可以进入到它的全球网络，利用其强大的资本基础和先进的金融IT实力。而且，庞约翰提议法国商业信贷在汇丰集团内承担起“欧元区桥头堡的作用”，但是，不可避免的一点是，对法国商业信贷的高级管理层来说，回避荷兰国际集团的收购请求在战略上显得前后矛盾，引起了人们对员工和银行前途的担忧。庞约翰和德克鲁瓦塞也感到十分紧张，担心法兰西银行可能会反对外国企业控制一家法国银行，因此，他们去拜访了法兰西银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特里谢的态度让他们大吃一惊，他告诉他们，他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法国商业信贷是法国规模较小的银行之一，对它进行收购表明法国在金融领域实行对外国投资开放的政策。这样一来，就会使法兰西银行在阻止外国资本收购一家法国主要银行的时候，更容易找到辩解的借口。

2000年3月31日，汇丰控股董事会同意以111亿欧元（约106亿美元或68亿英镑）收购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并且在第二天就对外发布了收购消息。收购价格为每股150欧元，以现金或汇丰控股的股票支付，希望以比荷兰国际集团每股137.50欧元的最新出价更高的溢价水平，来阻止其他的收购者。给出150欧元的收购价格，也使得汇丰能够确保比利时联合银行、瑞士人寿和日本太阳互助人寿同意向汇丰出售股份，从而保证能够获得36.9%的股本权益。面对既成事实，荷兰国际集团也同意向汇丰出售股份，于是，汇丰将会获得多数股份。法国商业信贷的董事会一致同意接受此项收购邀约，同样，收购也获得了法兰西银行和法国财政部的批准。当收购邀约在7月10日截止的时候，同意出售法国商业信贷的股份达到了98.6%。大多数出售者愿意接受以汇丰股票换股的形式，只有5%的老股东选择现金支付。

自2000年夏天起，汇丰对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开展了整合工作。尽管汇丰在全球推行了品牌再造计划，但是，却允许法国商业信贷银行暂时保留自己的企业形象。法国商业信贷的员工自然对自己银行被一家不出名的外国银行收购有点儿惶恐不安，但是，收购后没有出现裁员，法定的员工委员会在总体上对银行向他们提供的信息感到满意，也因此增强了信心。英国汇丰银行总裁戴尔敦和汇丰投行和市场部门的执行董事葛霖，加入了法国商业信贷银行的董事会，后者在整合过程中担任了法国银行“大靠山”的角色。作为对等回报，德克鲁瓦塞被任命为汇丰控股董事会的董事，而菲利皮也很快搬到伦敦总部，出任企业银行部门的负责人。

作为集团在欧洲大陆的桥头堡，法国商业信贷银行接管了汇丰在欧洲的营运，只是除了在德国和瑞士的业务外。除欧洲之外，法国商业信贷在其他国际地区的营运也很快被并入到汇丰现有的业务经营中，其著名的巴西法国商业信贷成为巴西汇丰银行的一部分。法国商业信贷在马耳他、希腊、埃及的业务，由于与汇丰的业务出现重复而被出售。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的整合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法国商业信贷从汇丰在投行业务方面的专长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上获益颇多。对于切特豪斯银行，由于在伦敦出现业务重叠，因此，集团提出了管理层收购的解决方案。2000年12月，当法国政府决定出售埃尔维银行的时候，对法国商业信贷的整合工作还未完成。埃尔维银行在巴黎地区拥有80家分行网点，而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并没有覆盖到这个地区，因此，它对法国商业信贷的零售业务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法国商业信贷出价5.30亿欧元（约4.81亿美元）进行收购，收购价格是埃尔维银行净资产价值的1.7倍，并得到了对方的同意，于是，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又增加了10万客户。

针对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在集团中的作用，韦志诚表示：“显然，我们在法国有了立足之地。我们拥有了一家管理有方、信誉卓著的银行，把它收入囊中无疑使我们在欧洲大陆上建立起重要的地位。我们久闻它的美名，而它现在又放下身段，让我们可以出价收购，或许比我们原先希望的要高出一点儿。”与《金融时报》的观点一致，伦敦金融界的分析师赞同汇丰收购背后的战略逻辑，但是他们指出，3.5倍净资产的价格意味着汇丰对这项收购支付了“全价”，在汇丰内部许多人也颇有怨言，称这项收购划不来。但是，在一个重要发达经济体内收购一家有分量、有赢利能力、管理有方的银行，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当对手在谈判桌上以3.2倍净资产的价格出价的时候，要么选择更高的溢价，要么选择离开并实施拖延策略，因为没人知道会拖多久，这同样也延误了在欧洲大陆建立一个重要平台的时机。这是一个独特的战略和营运开端，沃利斯指出：“这是第一次一家非法国的银行被允许进入到法国的市场”。而汇丰付出了市场准入的代价。而且，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欧元初出茅庐，对美元的汇率还明显偏弱，随后导致以欧元计价的资产在汇率上出现了大幅度升值。

在法国和马耳他的收购行动，与汇丰在国际多元化过程中总是收购陷入困境或濒临倒闭的银行的传统模式背道而驰。这些银行对汇丰的管控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但是一旦成功，其反转局面则会带来巨大的回报。这些机会通常出现在新兴市场；现在却是在欧洲的边缘地带，在收购了法国商业信贷银行之后，汇丰紧接着又开展了另一次收购行动。这一回，汇丰显得更为驾轻就熟。


土耳其的机遇


2001年2月23日，在向汇丰董事会会议提交收购德米尔银行的报告中，沃利斯指出：“土耳其是一个巨大的和正在成长的新兴市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指导下，正在开展结构性改革运动，而在某些关键领域，如银行业，正在出现快速调整。博斯普鲁斯（德米尔银行的代号）为我们在这一市场进行战略性布局提供了极佳的机会，否则在进一步整合和改革之后，再想开展类似行动，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提议中的收购将改变汇丰在土耳其的市场地位和发展前景。

集团在那里的现有经营实体汇丰银行已经是一家极具赢利能力的银行，共拥有三家分行，员工人数超过70名，其前身就是米特兰银行在1990年开设的伊斯坦布尔代表处。作为唯一一家在土耳其经营的英国银行，它把自己形容为一家“高端的商业银行，并把业务重点放在顶级的本地和跨国企业客户身上”。作为旗下的分支机构，汇丰投资公司开展投资管理以及股权投资等业务，是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的会员银行，银行开设的交易所是伊斯坦布尔最顶尖的10家交易所之一。但是，汇丰在那里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司库业务。2002年汇丰在土耳其的战略计划指出：“事实上，在土耳其，‘老’汇丰的经营极为成功。2001年是汇丰作为一家‘利基市场’企业银行的最后一年，税前利润达到了1亿美元，成本收入比率只有14%（在这一时期，其他银行都遭受了非常沉重的损失）。这一出色业绩是专业水准、快速成长、纪律严明的风险管理、意外利好的机会以及在所有业务上出现超高毛利率等综合因素一起作用所带来的结果。”土耳其汇丰银行的辉煌成就根本上离不开银行行政总裁皮拉耶·安蒂卡（Piraye Antika）的出色领导。她最早在伦敦的大通银行开始其银行职业生涯，1993年被任命为汇丰银行土耳其区域经理。她极其渴望在土耳其开创一个完整银行业务的经营实体，戴尔敦回忆道：“她总是请求每个人支持她，去开展某种收购。我认识到，我们需要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扩大规模，这样才能扭亏为盈。”安蒂卡也指出：“要想实现内生性增长，极其困难。”









皮拉耶·安蒂卡


施罗德——所罗门——史密斯–邦尼公司是一家投资银行，受德米尔银行一位主要股东的委托，来寻找潜在的买家，他们在2000年的夏天主动找到安蒂卡。随后他们与汇丰银行签署了独占性协议，并且在此期间开展了尽职调查，以期达成收购交易。德米尔银行是土耳其第五大私营银行（如果包括国有银行的话，排名第9位），拥有200家分行，4 000名员工，30亿美元的存款，70万活跃客户，银行卡的发行数量超过50万张。在那些年里，银行进行了大量投资，用于高质量分行、最先进的IT系统、互联网在线银行（5万在线客户）、银行卡中心和土耳其最大的ATM自助服务网络。一份汇丰银行的评估报告指出：“员工受过良好培训和教育，工作起来充满激情，并且具有现代销售和服务的企业精神。银行拥有坚实的企业客户基础，整体上资产质量较高，并且没有政治性借贷的问题。银行提供广泛的财富管理产品，零售银行业务主要瞄准较高收入群体，银行同时也是一家出色的证券经纪和基金管理公司。在市场上类似的银行要么没有它那样吸引人，要么就根本不存在。”

虽然具有这些优势，德米尔银行，事实上和大部分土耳其银行一样，正处于困境。1994年的一场银行危机最后导致需引入银行存款国家全额保障机制，以安抚公众的焦虑情绪。由于有纳税人随时准备救助银行储户，许多银行开始进入风险极高的业务领域。尤其是，它们“投资”土耳其的政府国债，而由于政府急需资金和国家陷入恶性通胀，政府在财政国债上不得不支付极高的利率。2000年12月初，有公告称，对受到政府接管的10家濒临倒闭银行（总共有大约70家银行受政府接管）进行刑事调查，这导致外国投资者产生了“雪球式的恐慌情绪”。于是，它们大幅度削减出借给所有土耳其银行的资金，引发了流动性枯竭，导致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飙升至2 000%这一疯狂比率，整个银行业的权益资本顷刻之间消失了1/3。不可避免的是，危机严重影响了德米尔银行，它原先在财政国债上有巨额和迄今为止具有很高利润的投资组合，但是现在在资金方面（现金损失）和调整市价方面（会计损失）都出现了重大问题。沃利斯指出：“我们发现，他们在炒汇上投入了50亿美元，更要命的是投错了方向！”12月6日，资不抵债的德米尔银行被土耳其监管部门下面的储蓄存款保险基金所接管。


土耳其货币危机和收购德米尔银行


储蓄存款保险基金只给了汇丰银行一个星期的独占期来开展尽职调查，并提交收购德米尔银行的方案。12月18日，汇丰第一次最高出价7.5亿美元的方案没有被接受，储蓄存款保险基金启动了一个私下招标程序，并把截止日期定在2001年3月2日。汇丰被认可为合格竞标者，允许进入“资料室”开展进一步的尽职调查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总理和国家总统之间的公开争吵再一次令金融市场惊恐不安：伊斯坦布尔股市暴跌了63%，外国投资者即刻从土耳其抽走了50亿美元的资金。由于土耳其只剩下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土耳其央行决定，土耳其里拉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难以维持，因此放弃对本国货币的支持，从而导致货币贬值40%。

当货币危机在伊斯坦布尔爆发的时候，在伦敦，肖恩·沃利斯和皮拉耶·安蒂卡刚刚完成给董事会的报告，建议收购德米尔银行。由于里拉汇率在2月22日出现浮动，沃利斯向他的同事发出紧急更新报告，要求他们关注“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并且建议汇丰应该“停止”德米尔银行的收购项目，静观事态变化。同时，他也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产和货币贬值将很有可能产生“把任何未来收购结构中绝大部分司库风险剔除出去”的效果。为了再次安抚人心，他补充说道：“皮拉耶·安蒂卡已经回到土耳其，去照看我们的银行业务了”。

3月初，沃利斯通知集团战略部门负责人蒂姆·奥布莱恩：“（德米尔）银行现在已经处在严重资不抵债的状况下。事实上，招标的条件（财政部短期债券、资本重组和溢价）现在根本没有货币事件重要。在目前情况下，银行根本不可能出售出去。价格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银行的核心业务可能仍具有吸引力（分行、客户、产品、系统、存款以及被挑选的资产）。”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储蓄存款保险基金决定把德米尔银行的招标日期推迟至2001年4月20日。当这个日期临近的时候，沃利斯向在伦敦的英国汇丰银行新任行政总裁戴维·贝克汇报了最新的情况：“从一开始考虑的时候，甚至在经历了2000年12月第一次银行危机之后，德米尔银行一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收购对象。但是，在随后一直持续的经济危机、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影响下，对于任何一项有一定规模的投资来说，土耳其都变成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市场。在过去2~3个月内，利率发生了疯狂的波动，随后货币又出现了贬值，这些都导致德米尔银行遭遇重大损失。另外，还有可能出现企业和个人坏账增多的情况。总之，收购德米尔银行看上去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贝克表示赞同：“无奈之下，我们只能作壁上观。”但是，韦志诚并没有气馁，他提出：“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相信土耳其向我们集团提供了真正的机会。虽然在目前的环境下，它显然不具有任何吸引力，但是这也将对一切市场准入代价产生正面的影响。土耳其拥有6 500万人口，它可能是通往欧洲的门户，国内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财富不断增长……在我看来，土耳其是一个我们应该探索一切可进入途径的国家。”鉴于目前的动荡情况，他建议汇丰应该请求继续推迟招标日期——结果是，招标日期被延迟至6月25日。

土耳其货币危机爆发之后，土耳其从世界银行请来了凯末尔·德尔维什担任“超级部长”，来领导新一轮的经济改革计划。德尔维什的改革计划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到了5月中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所批准的金融援助高达180亿美元。据估计，对22家陷入倒闭的银行实施救助，将花费土耳其纳税人40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4%。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金融援助向土耳其提出了一项条件，土耳其政府必须承诺实施私有化计划来筹集资金，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包括对国有银行实施根本性改革，对国家接管的倒闭私营银行实施出售或关闭的措施。在新的6月招标截止日期到来之前，沃利斯对收购德米尔银行的招标建议书进行了修改，并提交给集团执行委员会，在建议中他指出：“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正在发生，对汇丰来说，现在在那里进行投资的下行风险比较有限。”

在德米尔银行的招标中，还有其他三家竞标者：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和另外两家土耳其财团。汇丰银行的出价为3.5亿美元，包括收购款2亿美元（5 000万美元的资产和1.5亿美元的商誉），以及1.5亿美元的注资款。与2000年12月被拒绝的7.5亿美元竞标价相比，此次出价减少了将近一半，反映出在这个时期德米尔银行的状况继续恶化（仅仅比汇丰内部保密的3.93亿美元的估值减少了一小部分“经济利润”）。对土耳其来说，在当时有一个重要的非财务考虑因素是用汇丰收购案来展示国际社会对土耳其经济改革的信心。汇丰的提议获得了英国和法国大使以及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谨慎支持。最后，在7月下旬，土耳其正式宣布汇丰银行是政府优先考虑的收购者。一位伊斯坦布尔的银行家指出：“这将在改善被收购者经营状况的同时，促进银行同业的共同进步。”他预计，在银行业新产品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并且对资金出借利率产生更大的下行压力。一位著名的土耳其商人也指出：“在土耳其遭遇困境的时候，各方能够达成一致把德米尔银行出售给汇丰银行，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不再会有土耳其市场的这种说法了，因为市场已经全球化了，你需要成为全球大家庭的一员。”

随后，在整个夏天，为准备出售和收购协议，汇丰展开了进一步的尽职调查。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了恐怖袭击。《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投资土耳其的不确定因素进一步增加。”新情况已经促使外国投资者重新考虑参与土耳其的私有化计划，储蓄存款保险基金也推迟了另外三宗银行出售计划，但是韦志诚却表示不会放弃，他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巨大的、正在迅速发展的市场，我们应该参与其中”。汇丰有着136年的历史，经历过“世界大战和恐怖袭击”，汇丰不会因为“非常短暂的形势变化”而推迟实施中长期的发展计划。尽管前几周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十分悲惨和可怕”，但他“绝不会相信世界将会突然停滞下来”。事实上，在“9·11”袭击之后，汇丰重返土耳其被视为银行格外重要的举动——9月14日，庞约翰收到了来自德尔维什的邀请，请他加入土耳其国际投资顾问委员会，这个新设立的高级别咨询机构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当然，庞约翰接受了这份邀请。

10月，在庆祝交易顺利完成的仪式上，沃利斯向土耳其金融监管部门转交了一张3.5亿美元的支票，同时他表示：“德米尔银行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战略机会，使汇丰银行成为这个巨大欧洲国家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德米尔银行并入汇丰银行之后，汇丰银行在土耳其的资产负债表合计为20亿美元，资本金合计为2.5亿美元。在进一步整合之后，银行更名为土耳其汇丰银行，在土耳其拥有160家分行，在北塞浦路斯有三家分行，在巴林有一家离岸分行。安蒂卡出任新银行的行政总裁，由于她的非凡成就和服务，她被评选为2001年度土耳其“商业女性领袖”。


在欧洲大陆上的进展


1995~1996年度汇丰战略评估报告对在欧洲成熟和新兴经济体中展开重大收购的机会表示出明显悲观的观点。事实上，由于在面对市场机会时采取了坚定响应的立场和行动——在德米尔银行案例中韦志诚明显展示出敢于承担商业风险的勇气，战略评估报告最终显得过于悲观。到了2002年，汇丰在法国、土耳其和马耳他都开展了颇具规模的业务营运。除此之外，汇丰在德国、瑞士和英国离岸岛屿以及其他地区的利基市场上继续延续着它悠久的历史传统。相反，评估报告认为在东欧和俄罗斯存在着大好机会的观点，最后却证明完全是一种假象。1998年，庞约翰在对《欧洲货币》解释为什么集团在那些地区业务进展缓慢时指出：“在我们的客户群中，希望与原先那些“铁幕”下的国家做生意的人寥寥无几。”

最终结果是，战略评估报告对汇丰在欧洲大陆上快速发展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韦志诚反思道：“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机会主义者。尽管我们往往在许多目标上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世界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你真的不得不随机应变。它往往意味着，当一家银行需要额外资金的时候，或者它觉得受到某种威胁并且可能会被它不喜欢的对手收购的时候，它会趋向于开始寻找其他人来帮助它。在那个时刻，你必须在那里，时刻准备着。你必须抓住那个机会。”

在90年代中期，当汇丰开始正式思考在欧洲大陆扩大其业务经营范围的时候，这个地区为集团贡献了3 000万英镑的税前利润——仅占到集团利润的1%。到了2002年，欧洲大陆的业务贡献了2.03亿英镑的税前利润，几乎增长了6倍。尽管它在集团总利润中还是仅占到3.4%的份额，但是其快速增长的状况体现了汇丰在欧洲大陆上已经建立起重要的市场地位和未来增长的关键平台。




[1]

 原文是“Chase Chemical”，指美国化学银行。它于1996年收购大通曼哈顿银行，沿用了大通银行的名称。 ——译者注





[2]

 Inter-Alpha Group：是一个银行间的交流合作平台，成员的主要活动是交流想法、专业讨论、探讨合作、培养人才、搭建合作框架等。——译者注





[3]

 White knight：在证券投资中，被收购一方为免受敌意收购而寻找另一个友好收购方，此友好收购方被称为白骑士。——译者注





第十七章






杂牌军




在 
 1992年收购了米特兰银行之后，汇丰集团发现自己拥有了一众批发金融服务企业，在随后几年里，它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整合这些企业——填补它们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并且使它们与主流的商业银行和谐共处。

一开始，出现了两种方向完全不同的业务：一方面是司库和资本市场业务——银行在外汇、货币、债券和衍生品等方面的交易运作；另一方面是各式各样的投行业务。按照90年代中期浦伟士的说法，它们是“一帮杂牌军，从事着不同的业务，相互之间不怎么开展合作”。这两种业务线沿着自己的轨迹生长，直到1998年，它们被整合在一起，成立了投资银行和市场部门。同样在这一年，集团战略计划，也就是价值管理战略，提出把投资银行和市场部门与企业和机构银行业务进行进一步“调整”。在随后几年里，围绕着这些战略要务开展了各项工作，在2002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创建了客户基础更广的企业业务、投资银行和市场部门（参阅第二十四章）。

尽管从90年代初开展这些业务时就一直进行集中协调，汇丰司库和资本市场的业务活动却很少引起外界的注意，部分原因是它们的财务业绩被合并到它们上一级组织的账户中。相比之下，这帮“杂牌军”是一批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的投行品牌公司，包括获多利（汇丰土生土长的商人银行，在香港和亚洲各地开展业务）和詹金宝（一家股权经纪机构，主要侧重在伦敦和欧洲大陆等地开展经营）。通过收购米特兰银行，又有新成员加盟：伦敦金融城里的商人银行——萨缪尔——蒙塔古银行，以及德国的特林考斯——布克哈特银行和瑞士的古耶泽勒银行。它们主要经营4种业务：股权（经纪、做市和做市商交易）；商人银行（兼并和收购，企业和政府财务顾问业务，融资和证券承销和私人股权）；资产管理；私人银行。1995年的战略评估报告在投行业务的利润贡献上设定了最高限12%，其结果是，1992~1997年，这帮杂牌军为集团贡献的利润上下波动，而且明显呈下行趋势，平均水平只有7.3%，最高时是1993年的10.6%，最低为1997年的3.9%。

从1998年起，新整合在一起的投资银行和市场部门包括投资银行、司库和资本市场，在财报中合并在一起，以体现出它们对集团利润的贡献。合计在一起时（大部分归功于司库营运），这些企业对集团利润的贡献分别为1998年的6.9%，1999年的10.2%和2000年的8.9%。从2001年起，由于在财报中按照“客户群”线重新归纳业务种类，2001~2002年，企业业务、投资银行和市场部门的客户群为集团的利润贡献平均为40%，成为汇丰利润的最主要来源。换个角度来看，这部分的业务可谓引领了潮流：它们通过不同阶段的重组、整合和集中使它们更加远离汇丰传统上实行地域管理的架构，并进入到矩阵管理的新世界，在汇丰集团内开风气之先。


司库和资本市场


一开始的时候，汇丰的司库和资本市场业务都是通过汇丰旗下的商业银行和投行部门来开展运行的。从1993年起，业务管理实行双线汇报关系，既接受区域管理，也向集团司库部门汇报。在伦敦的集团司库负责制定业务的整体战略，决定风险水平，并规定内部控制的要求、职责和机制。1997年，毕马威的咨询师对汇丰的矩阵管理开展评审，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对在司库管理上引入了矩阵管理的方法有深刻的印象。毫无疑问，作为谨慎和详尽规划的直接结果，集团在各种职责和汇报结构方面展现出极高的清晰水平，从而令所有参与者如同一个团队般能够开展有效互动。汇丰在司库营运的广泛前景上秉持保守的观念，设定了相对较低的风险限度，集团在交易业务（包括投行方面的交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上设定了不足10%的目标。”

在收购了米特兰银行之后，汇丰在全球39个国家设有交易所，产生了十分可观的利润。在香港，汇丰拥有60~80名员工，那里是主要的利润产生地，同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开设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交易所。在伦敦，新合并的交易营运部门被称为米特兰全球市场，拥有欧洲最大的交易所，同时也控制着纽约和东京的司库业务。汇丰随后加强了在纽约的司库业务，与卡洛尔·麦肯蒂和麦金西公司（后来成为汇丰证券部门）进行整合，共用一个扩建后的交易所。汇丰银行资本市场部门成立于1993年，是集团资本市场业务经营中“一个新的伞形品牌，以便在推广一个共同品牌形象的同时，又能够保留各分支机构在本地市场已经建立起的强大个性”。虽然整合显然是整体变化的方向，但是没有出现“破坏性变化”。









2000年，香港交易所一角


1992年欧洲货币风暴导致伦敦的交易运作产生了巨额利润，并首次超过了香港的交易部门。次年，和记黄埔在香港大规模发行债券，成为汇丰内部进行自我反省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和记黄埔一直是汇丰的重要客户，然而这次和记黄埔发行债券，却主要是由高盛公司牵头负责承销的。在资本市场上人们开始怀疑汇丰的实力，而浦伟士也担心非居间化的问题，害怕银行的传统客户最终为了更低成本的融资问题而进入资本市场。如果这是未来的方向，那么很关键的是，在传统银行服务之外，汇丰还能提供这方面的专长服务。1994年，浦伟士任命欧智华为总管，负责在香港开展资本市场的业务运作。

欧智华于1981年加入汇丰银行，他一开始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国际行政人员，但是，很快就开始专门从事银行的交易运作。1986年，他负责筹建了东京交易所，随后又在伦敦交易运作部门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联合主管，之后在1992年又回到东京，负责整合和升级汇丰和米特兰的交易业务。他指出：“汇丰在东京的交易业务没有很大的日本客户基础，因此，我在打造业务专长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不需要客户基础的外汇、利率衍生品和利率期货产品上开展做市业务——这是很难开展的业务，因为这几乎完全是自营交易。”然而，业务开展得十分红火。

欧智华把汇丰在香港的交易业务部门称为“沉睡中的巨人”。对此，他解释道：“我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和广阔的客户基础，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产品实力。因此，我把我在日本学到的整套技能有效地转移到了香港。你获得了相当完美的组合，因为你有了所有做市的技巧来哄抬出一个好价钱，同时又能够对所持有的仓位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而现在，你实际上有了一个客户群体，他们真的希望进行对冲交易，真的希望进行融资交易。”1994年12月，新建的香港交易所开张营业，它是除日本之外亚洲最大的交易所，因而营造了“一个强大和积极的公关宣传形象，并对提升员工士气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其他地方的整合工作包括创建汇丰期货产品部门，合并了集团在伦敦、芝加哥、纽约、新加坡和悉尼的期货经纪业务。

在90年代中期，货币市场和外汇交易是司库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之后是与这两者差距较大的债券交易和衍生品交易，再后面是自营交易和期货经纪（参阅表6）。



表6 1996年汇丰司库和资本市场的产品收入（单位：百万英镑）











资料来源：1997年年度营运计划中的司库和资本市场部分


1996年，汇丰在资本市场业务整合方面又更进了一步，在对应“地区”以职能为基础的业务活动的协调职责上实行了双中心的格局。盖伊·希尔德原来是米特兰国际资本市场的负责人，现在被授予职权，负责管理欧洲和北美的业务，而欧智华则负责管理所有亚洲19个交易所的工作。针对这个变化，欧智华指出：“那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打造出一个完整业务，与通过类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交易对手展开竞争。因为在一个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外汇市场，如果你在马来西亚的交易所和新加坡的交易所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与伦敦的交易所更是长期不通消息，那真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现在，对这个组织来说，这是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变化，因为在‘国家区域负责人就是土皇帝’的金科玉律中，终于出现了第一条裂缝。”

阿拉斯泰尔·布莱斯是欧智华团队中的一员，他指出：“交易所是开展外汇交易并且对你正常业务往来所自然产生的外汇风险进行管理的地方。但是，以此为基础，把它发展成为一个专业化风险管理部门，并且能够从客户渠道中创造出某种价值，这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变化。”海伦·王（音译）是团队中的另一名成员。她指出：“因此，那几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就像是银行在筹建外汇业务，然后又进入利率市场，同时又意味着开展债券业务……在我们的努力下，汇丰是经营香港资本市场业务最大的银行，也是亚太地区开展固定收益产品业务最大的银行。”

之后不久，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欧智华不再负责亚太地区交易所的管理工作（参阅第十二和第十三章）。汇丰的司库团队与地区各国央行“紧密合作，与对冲基金展开激烈角逐”。他们受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的委托开展市场操作，也帮助香港金管局强力阻击对冲基金对港币联系汇率和香港股市的攻击。欧智华表示：“他们拥有金融‘弹药’，而我们有开火实施打击的实力。”


伞形组织——汇丰投资银行


汇丰对零碎冗杂的投行业务进行整合的工作，不仅进展缓慢，过程还很曲折。1992年，在完成了对米特兰的收购之后，成立了汇丰投资银行，将其作为所有投行业务实体的一个“伞形组织”。汇丰银行的高管之一颜卓贤，在出任詹金宝公司主席并成功扭亏为盈之后，被任命为汇丰投资银行主席。一开始的时候，有三块业务线要向他汇报：股权经纪，主要是詹金宝和获多利公司；商人银行，大部分是塞缪尔——蒙塔古和获多利；各式各样的资产管理业务。从1994年的秋天起，集团私人银行业务也要向颜卓贤汇报。汇丰投资银行暂时还不是一家控股公司——各投行业务部门的法人实体还是与原先一样维持不变；相反，它只是一个起协调作用的“管理架构”，每个月从全球各地的职能部门收到每种产品的管理报告。颜卓贤告诉汇丰控股董事会：“把这些业务整合在一起的主要好处将会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我们的投行产品和服务。”

截至1992年年底，汇丰投资银行的员工人数在4 000人左右（参阅表7），其中一半在股权经纪部门，另有1/3在商人银行，其余的在各资产管理业务部门。



表7 截至1992年12月31日，汇丰投资银行的人数











资料来源：1993年1月1日，集团执行委员会


考虑到股权经纪在汇丰投资银行业务中的重要地位，詹金宝有充足的理由应该兴旺起来，然而相反，它却陷入困境，向集团贡献的利润也随之消失。它原先在伦敦的机构股权投资市场中占主导地位，拥有10%的市场份额，但是，到了1996年，其市场份额下降到6%。有人指责颜卓贤把成本控制放在比收入增长更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以至于詹金宝公司那些喜欢冒险、花钱大手大脚的经纪人“吓得畏首畏尾”。不过，颜卓贤和詹金宝公司行政总裁皮特·莱特利却认为，问题主要出在把詹金宝限制在机构经纪商而不是做市商的位置上。在美林证券收购了兆富证券，从而改变了竞争格局之后，颜卓贤告诉他的同事：“作为一个做市商，詹金宝将能够在同等条件下与竞争对手展开公平竞争。”尽管有了这些变化，詹金宝的市场份额却继续下滑——到了1997年下降至3.5%。

塞缪尔——蒙塔古也遇到了问题。当时，菲利普·欧格在英国施罗德投行工作，他声称，汇丰高管曾经告诉他：“蒙塔古总是狂妄自大，它只有一堆东拼西凑的投行产品，却想着要成为一家投资银行。”实际上，蒙塔古的经营却越来越困难，到了1995年，在英国兼并收购机构中的排名，它已经“跌出”了前10位。

无论是詹金宝还是蒙塔古，更不要说获多利，它们所欠缺的是团队之间的相互合作。基思·哈里斯从1994年9月起担任蒙塔古的行政总裁，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他指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蒙塔古拥有私人银行业务，具有吸引人的融资能力，私人银行产品的描述也很详尽，以及其他优势；而在詹金宝，他们却有私人客户群体。蒙塔古不能向詹金宝的客户提供全面的服务，而詹金宝也不能向其客户提供普通银行服务，与此对照，美林证券和花旗银行却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汇丰一开始没有把投行实体和商人银行合并在一起，也有其自身的逻辑。如果整合在一起的话，将使得詹金宝不能向其他银行提供经纪服务，而蒙塔古却不能提供足够的业务来补偿。正如《金融时报》在1994年所指出的那样，投行业务是“集团银行业务大家庭中穷困潦倒的堂弟”。


正式整合——汇丰投资银行有限公司


1996年4月，汇丰试图通过重组来解决其投行业务上的沉疴痼疾。哈里斯回忆道：“突然之间，蒙塔古没了，詹金宝也没了。”凭空诞生了一家新公司，汇丰投资银行有限公司，新公司旗下拥有两个营运部门：一个是证券部门（主要以詹金宝为主），另一个是投行部门（主要以蒙塔古为主）。亚洲汇丰投资银行（前身是获多利）、汇丰资产管理公司和集团私人银行等经营实体也归入汇丰投资银行有限公司麾下。现在，投资银行总的员工人数达到了5 500人，其中2 500人在经营实体中，另外在商人银行（包括亚洲地区）、资产管理和私人银行等业务部门各拥有1 000名左右的员工。公司主席颜卓贤告诉他的员工：“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正在打造而不是削减我们的业务。尽管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相互之间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很自然地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开展继续整合的工作，以便提高客户处理的水平，并把我们在管理和产品上的优势黏合在一起。”

但是，由于各家公司之间业务的重合度很小，整合工作最后显得很难达到预想目标。一位原詹金宝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向欧格大声抱怨道：“和蒙塔古进行整合？我们之间没什么好整合的。他们的强项是风投和项目融资，他们几乎没有纯粹的企业咨询或资本市场的业务。”公司副主席施伟富在提到原先的詹金宝、蒙塔古和获多利这几家实体时指出：“我们曾经有三个不同的业务公司，三种不同的企业文化，它们把自己放在和汇丰集团一样的地位上。这是很艰难的抉择，那里有许多聪明人，有许多有抱负的人，有许多雄心勃勃的人。”与此同时，成本和奖金问题成为集团内银行业务和投行业务之间日常矛盾的主要来源。颜卓贤指出：“我极其讨厌挥霍浪费的现象。在经纪业务部门，有许多人认为带着客户去克什米尔地区打野鸭是正常业务的一部分。真够疯狂的。”1997年年初，奖金问题使得双方到了剑拔弩张的对立程度，当时预计需支付的上一年奖金总额达到了利润的111%，完全是“难以为继的局面”。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根本无助于在一个日趋庞大的汇丰集团内整合投行业务。林纪利曾经介绍了商业银行家中普遍持有的对他们从事投行业务同事的保留看法。他说道：“它们没有建立起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没有一家投行是这么做的。每次交易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们的工作就是完成交易，从中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然后寻找下一个交易。这和汇丰银行的文化相去甚远，因此，很难在两个业务部门之间取得思想上的共识，形成长期和密切的团队合作。”

矩阵管理架构所固有的文化冲突和紧张可以从下列例子中体现。1996年的春天，在讨论区域经理的职责和投行高管的行为问题时，汇丰集团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米特兰的行政总裁韦志诚向詹金宝的皮特·莱特利发难，指责道：“国家区域经理的主要职责是在他所负责的市场上维护集团的名号、商誉和形象。在我看来，期望某个国家的商业银行的经理要对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负责，但是却允许汇丰投行职能部门的经理对登记在册的资产、佣金、员工薪金等财务事项拥有自由裁夺的权力，这是不现实的看法。总体而言，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显然没有像任何奇怪争论所暗示的那样糟糕。主要问题无疑是来自于詹金宝内部，我不得不说，詹金宝内有些人有时候对集团清晰的各项流程，似乎热衷于冷嘲热讽。”

虽然亚洲地区投行业务、资产管理和私人银行等部门要向汇丰投资银行有限公司汇报业务，但是，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从而造成了在使用汇丰投资银行有限公司名称的同时，还在使用“汇丰投资银行”，作为“汇丰集团投资银行业务的通用名称”。名称上的混乱甚至令韦志诚也觉得茫然不知所措。在重组完成两年之后，他还在一份市场部草拟的文件上潦草地写道：“‘汇丰投资’银行是代表汇丰投资银行有限公司还是投资银行业务部门？”集团市场部负责人玛丽·乔·雅各比回复：“‘汇丰投资银行’是汇丰投资银行业务部门的意思。这是在英国的总公司……詹金宝、商人银行和企业财务等业务都归属于‘汇丰投资银行’（包括资产管理业务）。汇丰投资银行有限公司是控股公司。这整个儿就是一团糟，应该得好好清理一番，包括在亚洲的投行业务——说起亚洲，又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


大猎物项目


1997年年初，汇丰在被动响应一个不在意料之中但却十分有趣的机会的时候，银行内部文化上的不匹配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摩根大通突然暗中找到汇丰集团主席，探询两家银行是否可以合并一事。这是一家显赫的华尔街顶尖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向企业、政府、机构和富裕个人提供批发金融服务。在向管理层提交的一份谨慎且充满疑虑的报告中罗列了“大猎物项目”的利弊。它指出：“‘河马’（汇丰的代号）和‘巨无霸’（摩根大通的代号）的合并将会是在真正全球范围内零售和批发银行业务渠道的首次融合。其中存在的风险是文化鸿沟可能太宽而无法跨越，‘社会’问题可能太大而无法克服。考虑到今天双方各自的优势，问题在于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

汇丰集团的财务总管范智廉仔细考虑了这份建议。最终，他得出结论：“显然，它没有创造任何额外的价值。”庞约翰同样也反对这项交易，他在亲笔写给浦伟士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我怀疑这个想法是否能够获得股东们的理解。”

我们可能通过收购进入到一个新的业务领域，而在这一领域，我们将面临重大的战略挑战，与商业银行相比，由于收益的不稳定而会造成投资回报更低。在我看来，好处都很抽象，而坏处却实实在在。市场正在质疑巴克莱银行和国民西敏寺银行投入巨资开展投行业务，像这种举动将摧毁股东对我们的信任。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巨无霸”想和我们开展合作——零售业务和亚洲是它的兴趣所在。如果我们真想在美国扩大我们的投行业务，依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公司是美林证券。但是，这将是一个高风险的战略；事实上，“巨无霸”准备用这种方式和我们接触，就已经表明它也不怎么看好合作前景。我认为在通过收购实现增长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更好的方案。

浦伟士对此补充道：“我同意。”随后把这项本可能发生的有意思的收购提议，扔进了历史的废纸篓里。

庞约翰对巴克莱和国民西敏寺持保留看法最终证明是具有先见之明的。1997年10月，巴克莱宣布分拆旗下的Barclays de Zoete Wedd，把这家投行中的股权业务和企业金融业务进行出售，并保留其固定收益业务，把它并入巴克莱资本公司。国民西敏寺也关闭了旗下的投行业务，出售其中的股权业务——原先的司库和资本市场业务则重组为全球金融市场部门。1998年2月，在他退休前最后一次向集团执行委员会汇报时，颜卓贤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年里，当国民西敏寺和巴克莱在退出股权业务时披露了巨额损失和退出成本，而我们的股权业务大体上盈亏平衡，由于在投行内开展整合而导致手续费收入出现了增长。”

然而，市场上充满了各种传言，如汇丰也将步巴克莱和国民西敏寺的后尘。员工士气，尤其在股权业务部门，据称是相当“低落”的。猎头公司整天盯着这些员工，辞职的员工人数持续上升。1998年5月，《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汇丰正在寻找买家，准备出售旗下的投行业务，这在内部员工和客户中间导致了极大恐慌。在向路透社和证交所回复的声明中，浦伟士特别提到：“集团将继续致力于投行业务，并把它作为集团业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月，因为汇丰对外披露投行业务上半年的利润下降7%的消息，市场传言再次甚嚣尘上。这一次是韦志诚进行正式否认，坚称汇丰“绝无任何打算”出售或放松这部分业务的计划。


“我希望汇丰投行部门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在90年代初期，银行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现象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对其带来的风险难以把握，造成监管部门对此感到担忧。为回应英格兰银行的询问和三十国集团的报告，在1993年的秋天，葛霖对汇丰银行的交易和风险管理进行了评估。这份题为“市场和集团业务”的报告指出，集团的做法与最佳实践相一致，并秉持谨慎小心的立场。而报告也指出：“交易商表面上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要求集团对这些交易提供保证。”其结果是，在风险管理方面采取了多项改进措施，包括任命伊恩·斯图尔特担任集团市场风险部门新设立的高级经理一职。葛霖报告得出的结论是：

汇丰集团应该通过其司库和资本市场业务部门，继续积极参与金融衍生品市场。

集团大量参与衍生品交易，并从中获利，尤其专注于期限较短的衍生品（外汇、远期利率协议以及中短期利率掉期交易）。集团在较长期限和更复杂的衍生品上相对比较谨慎，尽管那些方面的业务也在增长。这种态势部分体现了一种现实的经营策略，反映出集团致力于成为司库和资本市场重要参与者的基本立场。

在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控制措施的条件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参与到有如此规模的交易之中；事实上，如果在衍生品市场没有这种规模的参与程度，那么就不可能向市场展示我们是一个严肃参与者的形象。

1995年2月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巴林银行陷入倒闭——由于魔鬼交易员尼克·李森的衍生品交易操作导致巨额亏损，这引发了汇丰内审部门对“类似交易业务”的风险开始进行紧急评估。评估报告指出：“鉴于汇丰集团司库部门的内控框架并且在交易操作上投入了足够数量的员工，在汇丰集团内，似乎不大可能出现类似交易持仓状况或出现损失而没有立即被非交易部门的高级管理层发现的情况。”对货币和股权衍生品交易的详尽报告令人进一步感到欣慰。报告指出，只有米特兰全球市场部门和特林考斯——布克哈特银行开展了“复杂交易”；而且，关键的是，类似交易没有脱离管理层的有效监督——与李森用各种手法掩盖其亏损的情况完全不同。汇丰控股董事会得知：“主要风险有限，并得到严密控制。对衍生品业务保持控制的方法包括，对职责实行分段式隔离管理，切断前后台办公室的奖金联动机制，由伦敦集中管理持仓风险，风险委员会每天进行风险评估。”尽管如此，巴林银行事件导致在1996年1月集团加强了对司库业务经营实施集中职能管理。

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期，金融创新加快了步伐，汇丰银行成为“结构性产品”的重要提供者——这是与衍生品相结合的贷款产品的通称，既能够为客户降低借贷成本，同时又保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另一个创新变化是创建了“各种渠道”，用资产投资的方式来提供信贷融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贷款证券化而发行的债券。1998年1月，一份资本市场刊物《国际金融回顾》宣布：“汇丰推出了由价值推动的渠道，这是建立起证券化渠道的全新银行。50亿美元的‘摄政’贷款可以为不同资产提供融资服务，其可贷资产的范围比其他任何已推出的结构性产品要更广。这种开创性的流动性贷款产品可以为世界各地具有不同偏好的投资者量身打造，并且具有通过证券化渠道实施的完整功能。它可以对短期的企业、消费者和商业的应收款，以及长期的收购债务和主权债务实施证券化操作。”这不是浦伟士所认识的银行业务，他在报告留白处批注道：“我希望汇丰投行部门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


投资银行和市场部门


1998年年初，汇丰内部两个部分的批发银行业务最终走到了一起，创立了汇丰投资银行和市场部门，葛霖担任新成立部门的负责人。他向《集团新闻》介绍了集团采取这一举措的基本想法：“很简单，之所以两个部门合并，是因为它们并不是两个完全割裂的业务。相反，对它们所推出的各种产品和服务，更明智的做法是进行统一管理。企业银行业务的连接界面可以完全覆盖这些产品和服务，因此，把它视作单一的业务领域，显得更为合理——这就是客户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他继续讲道：“传统上，集团的许多企业和机构客户仅仅涉足借贷产品和使用支付系统，现在，这些客户要求获得更多产品和服务，他们需要财务咨询服务，需要进入公开交易市场，获得结构性融资技巧。我们认为，集团应该建立在规模和质量上与汇丰在世界金融市场的领先地位相匹配的投行和市场业务。”

在投行和市场业务上展现其真正规模和质量的是司库和资本市场业务，在90年代后半期，这两块业务获取了非常可观的利润。汇丰在香港拥有一个巨大的交易所，因此，汇丰一直在亚洲外汇交易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在亚洲债券和衍生品交易上进入前三位。在欧洲，总体上汇丰在不同交易业务上的排名进入前5位，在美国进入前10位。1999年的夏天，汇丰的业务规模有了重大发展：在纽约开设了一间巨大的交易所，同时，集团历经两年开发，成功推出了新的司库IT系统。

然而，在新成立的投行和市场部门同样存在着整合的问题。尽管理论上是所有不同业务部门合并在一起，但是实际的状况千差万别，正如欧智华形象描述的那样：“在伦敦交易所，地上有一张长条形的方地毯，来区隔两大阵营，因此，在地毯的一侧是来自詹金宝的人，在另一侧是做外汇和债券的员工。詹金宝这边有茶水手推车，而在另一侧的人却在享用培根三明治和啤酒。他们完全就是两个部门。”1999年5月，《金融时报》的文章提出疑问，预料中汇丰将收购在私人银行领域拥有很强实力的利宝银行，这是否会导致在汇丰投行业务部门形成一次不信任投票呢。文章引述一位前银行员工的话说：“你必须记住，就总部办公室而论，我们是三等公民。因而，他们从来不会给我们合适的资源，由于在市场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薪水、奖金都少得可怜，我们根本吸引不到最优秀的人才。”与此同时，汇丰管理层被告知，投行管理人员的士气“再次成为一个问题”。互联网的崛起和兴盛是招聘人才和留住人才遭遇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有许多员工辞职，加入到时髦的电子商务行业。对互联网企业的羡慕之情导致投行和市场部门的员工，“一直请求”公司采取“休闲着装”的政策。根据《亚洲金融》杂志和媒体专家的说法，治疗汇丰“投行问题”的办法，就是收购一家“华尔街顶尖”的美国投行，并且把美林证券作为这种传言的主要关注点。但是，在1997年摩根大通主动求购的时候，汇丰高层已经讨论过这个选项，并最终否决了这种想法；在这期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以使他们改变原先的观点。

1999年汇丰投行和市场部门年度营运计划为我们提供了合并和扩充后整个业务部门的概况。员工总人数达到1.08万名，其中，6 100人在投行部门，3 500人在司库和资本市场，1 200人在特林考斯——布克哈特银行。1998年，资本市场业务为投行和市场部门贡献了3/4的利润，其中，私人银行是投行业务部门中利润贡献最大的部门，股权业务部门的经营处于亏损状态。交易收入暴增至20亿美元，其中货币市场和外汇交易贡献了最大一块收入。1999年1月，在主持高级管理层业绩评估会议上，庞约翰第一次向这些同事们提交了一份联合业务计划表示祝贺。他提醒他们，下一步是投行和市场部门与企业和机构银行业务部门将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


资产管理


庞约翰的提醒直指1998年价值管理的战略计划（详情如下）对投行和市场部门提出的一项“紧迫任务”。这项计划的其他业务发展重点包括“在选定的几个国家为集团庞大的个人客户群体提供‘财富管理’的产品和服务”。在财富管理领域存在着两个独特的、但是却相辅相成的方面：资产管理和私人银行。事实上，汇丰在这些领域已经耕耘数年，虽然与其他主要银行相比，业务规模不大，而且更加分散。

进入90年代，汇丰开始把这两块独立和分散的资产管理业务慢慢黏合在一起。到了1994年年初，他们把大部分业务合并后成立了汇丰资产管理部门，即投入运行的全球职能管理体系的雏形。到了1997年，毕马威对汇丰矩阵管理体系的评估报告指出，在所有其评估过的业务部门中，资产管理部门是“全球化和职能化协调管理最好的业务部门”。关键是由于从属于集团控股公司，每个资产管理业务单元的资产负债表完全从以国家为基础的集团银行实体的资产负债表中分离出来。

汇丰集团的高层对全球职能管理体系下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感到满意，并希望继续扩大产品线。他们赞同资产管理的长期发展前景，认为“与银行业务相比具有巨大的弹性”。他们对收益质量也赞赏有加——被分析师们评定为超过银行业务的是收益质量。针对1995年2月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庞约翰有感而发，认为资产管理业务“值得关注”，而几个月之后浦伟士指出，资产管理是汇丰“不具有超强优势”的领域，如果“有什么重大兴趣点出现的话”，可能会实施收购行动。正如庞约翰所言，在1996年和1997年，汇丰继续寻找“合适的机会”，而《金融时报》Lex专栏也指出，尽管汇丰“喜欢”通过收购来“加强它的基金管理业务，很显然，它发现目前的收购价格不符合胃口”。随着继续实现内生性增长，虽然没有出现爆发性成长，集团业务发展仍取得了坚实的进步，旗下管理的基金总额从1993年的300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570亿美元。

即使在资产管理领域，还存在着独自耕耘的自留地，最著名的是，詹金宝为忠诚客户群体中1.7万名高净值个人客户和慈善机构出于“蓝筹声誉”目的而设立的投资管理基金。1998年2月，庞约翰到此进行了考察，发现这是“一项很出色和形成了规模的业务”。詹金宝旗下管理的基金从1986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997年的75亿英镑。这里每位员工的净营业收入为19.4万英镑，而与此对照，同业的平均水平只有7.8万英镑；它的毛利率为43%，资本回报率更是达到惊人的259%。庞约翰给浦伟士、范智廉和葛霖写了备忘录，称“我们的挑战是用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身和集团的客户群体‘联系’起来”。

2001年11月，汇丰在主流资产管理业务部门实施了新的战略计划。该计划承认：“与竞争对手相比，汇丰在资产管理方面全面不足，其管理架构散落在集团各个部门。”收购了利宝银行和法国商业信贷银行之后，由于这两家银行本身具有强大的资产管理的实力，因此，汇丰的业务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到了2002年年初，其旗下管理的基金总额达到了1 350亿美元。尽管如此，汇丰还是没能取得领先，仍远远落后于它所确定为竞争对手的许多主要银行。为此，计划定下了旗下管理基金每年增长20%的雄伟目标，并指出，如果在美国实施一项重大收购的话，将会加速汇丰在资产管理方面的发展。阿兰·德罗梅是资产管理部门的总裁，他告诉汇丰高层：“在美国展示我们的实力，对所有其他市场来说都至关重要。”


私人银行


从70年代起，为富裕客户提供的私人银行业务，在没有刻意的规划下，开始分别在汇丰和米特兰发展了起来。1992年，成立了一个业务协调组织，即集团私人银行部门，蒂姆·奥布莱恩出任部门负责人，一开始的时候，其总部设在日内瓦。1993年5月，他的业务报告《汇丰集团私人银行和信托业务》在高层传阅，其中确定了23个独立业务单元，管理的客户资产总金额达到了400亿美元。在这些业务单元中，最大的是中东英格兰银行在日内瓦的分行（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东客户服务），其次是瑞士的古耶泽勒银行和香港的获多利公司——在王以智的领导下，获多利成为香港地区最大的私人银行（参阅表8）。王以智的成功使其承担起整个亚洲地区私人银行业务的管理职责，进而获多利在亚洲形成了统一的私人银行业务部门，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私人银行业务各自独立运行，相互之间鲜有互动和协调。



表8 1993年，汇丰全部私人银行业务单元：旗下管理的客户资产和员工人数











资料来源：1993年5月，汇丰集团私人银行和信托业务报告


奥布莱恩在报告中建议：“集团的私人银行业务正在，也应该得到继续发展，至少短期之内，理应把这些视作一批地区性业务，如果不是作为‘全球’业务的话。”不过，他也建议，从此之后，私人银行部门的业绩结果应该予以区别对待，目的不仅是为了会计管理的便利，而且私人银行控股公司的发展或许应该有利于在“一个长期范围内在集团内部建立一个统一的私人银行形象”。

奥布莱恩的建议不仅受到现有业务的挑战——热衷于保留他们的自治权力；与此同时，集团规划部门的负责人贾栋能也进行责难——他并没有收到奥布莱恩的报告。他指出，如果发展战略是“把私人银行业务打造成一个畅通无阻、具有统一管理、系统、产品线和品牌的全球业务的话，那么从长期来看，不断扩张的地区性业务肯定会更难实现协同增效的效果，成本上也更难控制”。对此，奥布莱恩敏捷地反驳道：“没有证据显示，客户们极力想要获得一家庞大的、全球化的私人银行的服务。与此相反，他们忠实于现有的服务提供者，对那些负责他们业务需求的本地机构感到十分放心。”在这场观念之争中，奥布莱恩以国家为基础的传统做法，暂时占得了上风，虽然集团同意继续筹建一家被称为汇丰私人银行的控股公司。最终，这家控股公司在泽西岛成立，从1994年起，其汇报关系归属于投行业务部门。









位于苏黎世的古耶泽勒银行


在随后几年里，集团私人银行继续把业务重点放在现有客户基础上。这个客户群体被描述为：“对远东地区有进取心的华人和在欧洲离岸中心保守的阿拉伯投资者抱有偏见。”有鉴于此，针对这些大部分在欧洲“大陆”上居住的汇丰客户，古耶泽勒银行提供了“在一个瑞士品牌和风格下的一种完整的财富管理产品”。到了1998年年初，集团私人银行旗下管理的客户资产达到了500亿美元，当年的利润达到了1.46亿美元。

1999年12月，由于收购了萨夫拉控股公司和利宝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两家银行拥有约3万名富裕的私人客户，大部分来自欧洲、中东、拉美和亚洲，旗下管理的客户资产达到了570亿美元。以卢森堡为总部的萨夫拉共和控股公司是主要的私人银行业务实体，有900名员工，在瑞士、法国、格恩西岛、直布罗陀和摩纳哥等地拥有办事机构。庞约翰估计，如果汇丰自己发展，想要达到收购萨夫拉银行后“高端”私人银行的业务规模，可能需要十多年的时间。为充分利用收购的机会，汇丰把所有私人银行的分支机构重新整合，并统一使用汇丰共和（HSBC Republic）的名称。

通过收购，汇丰在私人银行业务上的规模翻了一番，拥有了5.5万名私人客户，旗下管理的客户资产达到了1 420亿美元，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29个城市设有办事机构。2000年6月，一份收购进展评估报告指出：

我们整合的出发点是，希望在埃德蒙·萨夫拉所创立的文化，和汇丰集团对企业管理（来对应企业家精神）和集团标准方面的期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直把下列任务作为整合工作的重点：留住前后台办公室里的核心员工；引入一个有效的管理流程；引入集团的标准和流程；合理调整布局；从长期战略的角度开始对法人实体结构进行重组，并维持业务发展水平和收益……

到目前为止，整合工作的进展十分令人满意；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竞争对手不惜花重金来聘请最优秀的人才而造成核心员工的流失。另外，在这个时候，约瑟夫·萨夫拉（埃德蒙的兄弟）也正在为他在瑞士和其他地方开设的新银行招兵买马，因此，他也不断从我们这里挖走员工。

约瑟夫·萨夫拉从汇丰共和的后台办公室挖走了90名员工，这使得汇丰高层十分愤怒。巴西汇丰银行总裁纪勤曾经想当面告诉常住巴西的萨夫拉兄弟，“汇丰集团不会容忍这种不道德的竞争手段”，但是却没有成功，而庞约翰也把萨夫拉的行为向汇丰的监管部门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做了汇报。与此同时，2000年4月，汇丰在收购了法国商业信贷银行之后，又带来了新的财富管理业务，这进一步增强了汇丰在私人银行业务方面的规模，并扩大了范围。

1999年，“老汇丰私人银行”的税前利润为1.8亿美元。到了2000年，在整合了萨夫拉银行和法国商业信贷之后，利润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4.4亿美元。2001年，汇丰私人银行旗下管理的客户资产达到了1 900亿美元，在全球50个城市设有办事机构，员工人数达到了4 800名（参阅表9）。

在完成了对萨夫拉银行和法国商业信贷的收购之后，集团绘制了私人银行未来发展的新蓝图——2000~2004年集团私人银行战略计划。它定下了“为选定的‘高端’客户提供财富管理”的具体目标；提出到2004年经济利润（股东总回报）翻一番的目标；并且提出把旗下管理的资产规模翻一番的目标。计划在前言介绍中指出：“这一领域正在发生变革，不仅是客户的构成在变化，而且他们的要求正在从传统的离岸财富管理，转变为境内新型财富管理。新客户对业绩表现和投资回报更感兴趣，而不仅仅要求财富的保值。汇丰私人银行部门必须与时俱进，从变化中获取利润，吸引更多客户，实现旗下管理资产增值的目标。”这意味着要实施一项“全球市场品牌”计划，来“更准确地体现出汇丰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于是，在2003年12月，汇丰共和演变为汇丰私人银行。



表9 2001年，汇丰私人银行：旗下管理的客户资产和员工人数











资料来源：2001年12月，集团私人银行2002年度营运计划



投行和市场部门与企业银行之间的整合


1998年11月，为了达到价值管理业务“整合”的要求，葛霖宣布了另一项投行业务的重组计划，现在把目标瞄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与商业银行的协同增效的效果上”。庞约翰对此表示了赞赏，并指出在1998年之前，“事实上，投行在集团内一直是独来独往的业务部门，现在要与商业银行开展整合，以实现两者之间相互支持的效果。”企业和机构银行与投行和市场部门将继续在集团内作为两个独立部门，为国际企业客户服务，但是，也将会开展“整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联合管理。

企业和机构银行部门的负责人区基尔被授予职权，来实施这项战略。1999年4月，他在报告中称，企业和机构银行的客户群中包括985个“合格企业”，它们分布在19个国家，贷款金额超过了1亿美元，具有强大的交叉销售的潜力。随后，又成立了一个集团关系管理项目，来评估和促进投行业务的推广工作。截至1999年的夏天，这项计划开始显现出了效果：1998年，在企业和机构银行客户中只发生了一次企业财务咨询交易，但是在1999年的上半年却发生了6次。2000年3月，区基尔又报告称，“目前企业和机构银行与投行和市场部门的客户管理团队之间的互动水平，是1999年第一季度水平的3~4倍。尽管这些互动不一定会转化为收入，但是这是一个喜人的趋势。”事实上，许多互动最终产生了效果，在2000年上半年，企业和机构银行的企业客户占到了投行和市场部门交易数量的一半。

2000年10月，葛霖告诉《集团新闻》：“投行和市场部门与企业银行间开展整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计划。”

2~3年前，我们和主要企业之间的关系往往十分疏远，除了大笔借贷和一些支付服务外，平时很少来往。但是今天，只是向大型企业出借资金不能算是完成了任务，你必须要再多做一些工作。

相反，更好地利用他们所拥有的强大竞争优势之一，即集团上下现有的企业客户关系，这显然符合我们资本市场和投行业务的利益。显而易见，福特汽车公司最近表示，如果它打算向一家金融集团支付财务咨询费用的话，它希望它们也能够提供贷款。

效果正在显现出来。我们现在与企业客户越来越多地开展投行交易，例如，大约30%的企业财务交易都来自于集团企业银行客户——而在三年前，这个比例几乎为零。那时候，我们没有在最明显的地方寻找生意。

2001年汇丰年度财报反映了企业和机构银行与投行和市场部门之间的整合结果，首次显示了“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合并利润贡献。在2000~2002年的每一年里，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的客户群为集团利润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参阅表10）。集团执行委员会被告知，新的会计报告形式已经“对某些大型客户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现在更容易辨别出集团在这些领域的业务规模”。



表10 2000~2002年，汇丰各项业务的利润











资料来源：2001~2002年，汇丰控股公司年度财报和报表


2002年5月，集团批准了一份新的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战略计划。它建议成立“一个集团整合批发银行业务部门：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进一步的解释是：“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企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核心能力，来为广大的汇丰客户服务，来回报汇丰股东的信任……这项计划不是想要复制一家美国华尔街顶尖投行的业务模式。”相反，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嵌入集团客户渠道的大型国际业务部门，来满足汇丰企业和机构客户的服务需求”。

汇丰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的成立，恰好与媒体对汇丰投行高管的头条报道同时出现。由于2001年股权业务部门的表现糟糕，集团决定大幅度砍掉2002年的奖金金额，这导致了研究部门总监和150名分析师集体离职。一位内部员工透露：“能走的全都走了。在向这些银行高管支付奖金的问题上，汇丰做出了巨大的误判，现在他们正看着整个业务部门在他们手上彻底崩溃。”与此同时，市场又一次充斥着传言：汇丰正要永久地关闭这个麻烦不断的业务部门。对此，韦志诚无疑在感受到那种似曾相识的刺痛的同时，仍斩钉截铁地告诉《金融时报》：“我们全身心投入投行业务中，它是我们业务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第十八章






走向世界：打造全球品牌




在 
 对2001年汇丰年度照片进行回顾的时候，总令人感慨：这实在是一家真正的全球化企业每一天的真实写照。清晨从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场户外早餐会开始，一位上门服务的汇丰信贷员正在他的手提电脑上向一对年轻白领夫妇讲解，如何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在棕榈海滩买下第二套住房。随后的几张照片中显示了：上午在香港的司库和资本市场的交易所里繁忙的景象；中午时分，汇丰在印度浦那的分行营业的情况——这是汇丰唯一一家全年无休、每日营业的银行；在下午茶歇的时候，英国南德文郡海滩上一家家庭旅馆业主，正通过电脑接入互联网，使用在线银行的服务；另一位在巴西库里提巴的客户，在“掌上电脑”上看到账户余额时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当一天的喧嚣结束的时候，晚上住在曼哈顿公寓内的一位年轻人，正通过汇丰网站登录汇丰雅虎全球支付网络，来购买一件网络拍卖品。

这些照片清晰地勾勒出在过去10年里，汇丰这个组织内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无论是客户和产品所覆盖的广度，还是业务营运的规模和范围。它同时也是一家正在学习如何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机会和外部世界需求的组织。客户希望汇丰能够充分利用新兴技术，来为他们提供更新和更好的服务；政府、监管部门、股东和普通公众更是对汇丰提出了更高的期待，不仅是汇丰将如何运行，而且还有它应该如何运行。


充分利用品牌优势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个人理财服务席卷整个汇丰集团，该业务承担起大部分拓展和丰富客户群体的职责。其中的旗舰产品无疑是2000年3月在全球范围内推出的汇丰卓越理财服务。在推出后不久，负责向个人理财市场提供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的罗伯塔·阿丽娜，向《集团新闻》介绍道：“我们发现，全球大约有50万个人客户，他们在银行里拥有5万~10万的存款。因此，我们想，‘还有比这更符合汇丰卓越理财服务所希望造福的客户群体吗？’更为重要的是，汇丰卓越理财服务确认了客户的特殊性，即他们需要一个能贴心服务的关系团队，能够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在客户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提供各种紧急服务和应急设施。”

汇丰推出卓越理财服务，并不是一次异想天开的行动；相反，它是从已有的贵宾账户进一步演变而来，在90年代后期成为零售银行业务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汇丰也在主要市场提供了类似的贵宾账户服务，包括在香港。而汇丰一开始就在17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卓越理财服务，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服务范围。负责英国汇丰个人理财服务业务的内森·莫斯指出：“这是一款全球性产品，我们是少数几家能够在世界各地提供这种服务计划的银行。我们在这款产品上对客户个人关系给予最优等级的管理，并向客户承诺，无论他们到世界哪个地方，他们的贵宾账户身份将会被任何一家分行识别出来，并为其提供相应的个性化服务。”

汇丰很明智的一点是，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将现有贵宾账户转变为卓越理财账户上，并为此设立了特定的服务场所。这其中包括在伦敦骑士桥区新建一栋地标性大楼，在香港开设24个理财中心，另外在阿根廷、文莱、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开设了类似的理财中心，每一家中心“都经过了一番精心的装修布置，拥有隐秘的贵宾接待室，以及随时准备提供相应服务的专业客户关系经理”。在随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汇丰卓越理财服务继续扩展——对有意投资3万英镑以上的客户提供单独的基金管理服务，对汇丰卓越理财信用卡用户提供优惠折扣服务，推出了开创性存款服务，使得卓越理财客户可以把他们的资金与某一种外币联系起来，以便从外汇汇率的波动中谋取收益——到了2002年年初，这项全球性产品在25个国家拥有近50万客户，显然站稳了脚跟，而且最重要的客户是在充满活力的亚太地区。马来西亚汇丰个人银行业务高级经理罗希特·巴尔加瓦指出：“汇丰卓越理财计划比竞争对手的产品更胜一筹。这是第一次汇丰卓越理财服务要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选定的少数客户群体上，并摈弃以往的服务标准。”









2001年，加拿大汇丰银行推出了投资服务的市场推广活动


当时，另一项集中管理和全球分销的零售银行产品也依然处在早期发展之中，它就是伊斯蓝坚融服务。1998年7月成立了一个新的全球伊斯蓝坚融业务单元，并很快命名为阿玛纳金融部门（“阿玛纳”在阿拉伯语中表示信托和诚信的意思），这个部门的总部设在伦敦，由伊克巴尔·可汗负责领导；不过，它那时候的业务归属于投行部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零售产品或服务。2001年1月，在布莱克伍德的周末培训课上，葛霖指出，“伊斯蓝坚融在批发银行业务方面取得了不俗的进展，但是，在零售大众市场方面还没有打开局面”。对此，戴顺安回应道：“产品是第一要务，一旦产品到位，它就可以在分行网点销售。”贺敬诚也在中东地区工作。他指出：“如果难以理解和销售产品，那么就有必要在分行层面进行产品培训。”

不过，事情明显开始出现了变化。当年秋天，汇丰把阿玛纳金融部门搬迁至迪拜，而可汗也向汇丰控股董事会做了《抓住机会，实现穆斯林社区银行发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发展已经创造了一个“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因此，他建议把工作重心从机构业务转移到零售业务上。他对此解释道，阿玛纳的零售业务计划将包含广泛的产品种类（银行账户、投资产品、住宅金融和签账卡），并将成为第一家提供类似服务的主要跨国银行。它的志向远不止于中东地区，2002年的春天，在汇丰阿玛纳伊斯兰教金融监督委员会手把手地指导下，美国汇丰银行宣布推出两款新的金融产品，一个是穆拉巴哈住宅金融的一系列产品，另一个是无息签账卡。可汗满意地指出：“我们最新的住宅金融的解决方案，帮助穆斯林在保有他们宗教信仰的同时，实现拥有自己住宅的美国梦想。”


对IT的训导


一个全球零售银行想要充分利用品牌价值，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完全一致的产品，如果没有IT实力来提供保障的话，这种战略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汇丰有这个实力吗？可以支持营运的一致性和一定规模的所谓规模优势，当它遇到服务交付的速度和决策的简洁程度时，也会很容易地成为一种严重的障碍。1996年，在审阅一份新的IT战略评估报告时，韦志诚指出：“在许多领域，集团的技术是一流的，尤其是在以产业规模和它能够实现的以相对较低成本有效处理交易的能力方面。”但是，他也指出：“在复杂的批发市场产品方面，我们落后于我们的竞争对手。”这方面的开发“往往很缓慢，或者比预想的要慢”。

战略评估报告也强调了需要在整个集团内部继续推行共同平台的策略，在伦敦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职能中心，以及不能偏离尽可能自主研发核心系统的传统政策。1997年1月，庞约翰曾经在总结发言中对高层管理人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注意到在技术相关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有必要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并且在整个集团内一致地执行IT系统的政策。我期待你们对此予以积极的支持。”

对于满世界跑的IT从业者来说，那是一个日趋困难的时代。2000年5月，在向集团IT指导委员会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IT曾经只是改善业务效率、自动化操作和成本控制的手段，而现在它却被寄予了期望，希望能够有助于实现最新的‘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的集团业务模型。这种业务模型的主要特点是有快速响应市场的力量，更短的产品开发和导入周期，以及产品按照个人客户需要定制的能力。”当然，对于汇丰来说，这正好是一个价值管理的时代，于是，这份报告引用了高级管理层在IT方面的愿望清单：“作为一家国际化的集团公司，我们应该有能力把我们的客户与完整的国际化服务联系起来，无论我们选择在哪里，都有能力管理好这些国际化服务流程。”那个时候，其他的IT挑战不仅包括每次收购所带来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且，看起来似乎是，集团内部的其他部门对IT到底能做什么提出了日益提升的期望。2000年10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一次战略周末研讨会上，庞约翰一锤定音：“集团IT方面的工作十分出色，该是停止对他们说三道四的时候了。”

然而，责难声依然难以停止。2001年9月，在一次亚太地区总裁会议上，与IT相关的问题“始终被提及”，主要关注的领域是优先响应的次序，服务的速度，以及在开发和导入管理上的混乱。总之，会议得出结论：“需要建立一个以客户为导向的战略目标。”此外，2002年4月，向汇丰控股董事会呈交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关键的挑战是如何平衡“集团IT系统标准化的目标和某些地区对市场响应速度的要求”。不可避免的是，IT系统总是一个被不断批评的目标。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在整个90年代，科技变革日新月异，因此，很难预测哪一项新技术将会最终生存下来。可以拿电视和电话银行业务截然相反的命运来举例说明。1999年9月，在对英国互动广播公司进行了巨额投资之后，汇丰成为英国首家通过电视机来给客户提供互动银行服务的企业。到了11月份，大约有7万客户已经登记注册。然而，在2000年期间，形势变得十分明朗，这个特殊的服务渠道是一个没有任何前途的东西——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互联网势不可当地崛起了。因此，到了2001年，汇丰出售了在英国互动广播公司中20%的股份。

与此相反，电话银行远没有走进死胡同。在英国，第一直接银行的业务仍旧红火，其服务质量和它使用电话来提供服务的特色一样，都成为第一直接银行的标志之一，而在亚太地区，虽然对分行网络服务常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但是到了1994年，却最终证明在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等地区，电话银行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补充渠道。几年之后，电话银行也扩展到移动电话领域。香港人尤其热衷于新技术，1999年9月，香港汇丰银行推出了移动电话银行服务。两年之后，新加坡汇丰银行推出了短信银行服务，使得汇丰客户可以通过手机办理完整的汇丰银行业务。尼克·温莎是新加坡个人理财服务的高级经理，他介绍说：“移动电话是极其个性化的设备，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带着它。短信银行服务使得银行和客户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人们毫不怀疑在那个时代何种技术是最具有根本性的变革力量。1996年6月，汇丰控股董事会被告知：“报告的第一页定于下周在互联网上公布。”而在当年10月，《米特兰新闻》的主要标题新闻是《“http：//www.midlandbank.com”网站上线》。这份杂志介绍说：“这不是什么装点门面的官样文章，而是米特兰银行进军互联网的标志。”尽管如此，在整个汇丰集团内部，与大多数银行同业的观点一致，那个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把互联网看作进行市场宣传和推广的阵地，而不是真的能够提供在线服务的渠道。1996年12月，《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标题严厉的文章：《对“蒸汽时代”银行家的现实提醒》。文章指出，在不久的将来在线银行服务将不可抗拒地快速到来的背景下，对银行来说，考虑到“在走向电子银行的过程中，先行者总是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因为它们能够把那些喜欢尝鲜的客户收编起来，因此，无所作为不是一个选项”。

然而，汇丰集团对互联网的态度依然谨慎。从1996年起担任IT部门负责人的艾伦·杰布森在1997年1月发出警告，要防止“某种冲动：每日跟踪产品发布消息，效仿每一个竞争对手的服务，利用每一家供应商一切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之后不久，在香港的艾尔敦也强调了互联网黑客的危险，他告诉《银行界》：“我不得不相信，我们的客户根本不会在安全问题上有任何妥协。”尽管如此，就在艾尔敦讲话的当月，杰布森在英国进行了一次评估，在有报道称劳埃德银行很快就能提供完整的互联网银行服务的背景下，他发现米特兰在互联网建设方面全面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米特兰代理行政总裁区基尔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浦伟士：“需要强调的是，冒着被人斥责为异教徒的风险，我认为，米特兰和汇丰集团在互联网的‘研发’方面投入不足。尽管我们不希望在这方面成为‘领头羊’，甚至不愿成为‘紧随者’，但我们可能会有成为‘被淘汰者’的危险！”

1998年下半年，由于正式推出了价值管理战略，互联网的潜在发展似乎已经被边缘化了。但是，在1999年期间，杰布森和他的同事与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一个被称为交互式金融服务的系统上开展了紧密合作，其核心就是互联网在线银行，从而悄悄地为全面进入电子商务领域打下了基础。到了2000年1月，汇丰已经制订并落实了周密的计划，准备在当年晚些时候，“加强和扩大集团在互联网领域的业务活动”，其主要工作包括在主要经营区域向客户组合推出以交互式金融服务为基础的互联网银行服务，并大幅度改善“hsbc.com”的网站内容。在汇丰正式公开了自己新的互联网实力后不久，庞约翰在3月对外宣布：“许多人在某一个区域市场，或者在某一个产品上，开发建设了互联网的能力；但是，在一个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里，真正的赢家将会是那些以多个产品和多个区域市场为基础打造其互联网实力的企业。对于像汇丰这样的银行，我们每年处理交易的数量达到数十亿次，因此，向电子商务平台迁移要求我们对业务开展的方式进行彻底的重建。我们需要把现有的巨大业务能力连接到新的端口上。”

许多行业评论员对银行界普遍存在的缓慢持重的立场和措施颇多微词。2000年5月，《经济学人》在一项“在线金融”调查中指出：“银行一向引以为傲的保守立场，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笑柄。”并调侃道：“一颗陨石正飞在消灭他们的途中。”在这个节点上，特别幸运的是汇丰在其管理团队中拥有像罗伯塔·阿丽娜这种人才，不仅聪明，而且对电子商务拥有极好的悟性。从2月起，这个美国人就开始担起全球电子商务的领导职责。她已经向庞约翰和韦志诚提出建议：“电子商务不仅仅是开通一个网站或推出交互式金融服务那么简单。”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她开始把超越区域概念和以客户为导向的方法付诸行动。

可供选择的在线服务，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精确范围。例如，在当年11月，阿丽娜指出：“在香港，由于可提供安全交易，因此与不支持安全交易的英国相比，网站访问的数量明显更高。”——但是，在2000年期间，世界各地的访问数量都明显出现增长的迹象。显而易见，阿丽娜报告称：“交易和访问的数量远远超过那些只经营互联网业务的银行。”这些依然还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是，在11月下旬提交给汇丰控股董事会的《互联网最新动态》却报告了令人极为振奋的消息：已经拥有100多万个人在线客户；在10月份，“登录”的人次超过了300万，因此，hsbc.com“正快速发展成为‘最常使用’的金融在线网站之一”；年龄最大的在线客户是一位居住在香港的82岁老人，他“已经通过网站进行了4次投资交易”；总而言之，“虽然我们还有许多要总结提高”，需要强调的4个字就是：“我们能行”。

不可避免的是，在某些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印度次大陆区域的上线计划被推迟了（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另外，尽管采取了极其严格的预防措施，还是出现了丑恶的、令人极其担忧的“欺诈”问题。2001年1月，杰布森指出：“在过去一周里，首例通过互联网实施的诈骗案已经被破获。这些诈骗犯们猜测到人们在不同场合均使用相同密码和用户名的情况，从而破解了这些密码和用户名，并且从客户账户中转走了资金。”这些诈骗犯居住在香港，在其中三人被捕之前已经转移了1.28万英镑的资金。不过，从更大的范围内来看，到了2001年年初，汇丰已经处在更有利的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头脑特别冷静的杰布森，他可以充分利用一项刚刚出现并正在日益变得低廉、快速、更小、更强大的技术。2月，来自IBM的戴维·埃默里做出了一个乐观的判断：“汇丰集团已经对互联网采取了一个慎重的应对措施：建立了一个必要的基础设施来首先应对高流量的客户访问。现在，银行可以增加新的功能。在应对技术变革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方法，也是正确的应对之道。”


利用互联网


在这些年里，最重要的在线计划就是与美林证券开展合资经营，其瞄准的客户群体是介于私人银行客户和汇丰卓越理财客户之间的富裕阶层。2000年4月，甚至在宣布与美林证券开展合作之前，阿丽娜就已经认识到其中的一个风险就是“在管理合作伙伴关系时所固有的困难”。结果不出所料，合资双方出现了重大的文化差异。合作伊始，汇丰和美林证券各拿出5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而双方进行合作的共识基础是：在主要目标市场，那些不仅“在线”而且是活跃投资者的家庭数量，在未来10年将会增长4倍以上，达到5 000万。计划预测，合资企业将在4年里达到盈亏平衡点。

2000年7月，当来自两家银行、在伦敦办公的IT团队正千方百计地使美林汇丰合资企业早日成为现实的时候，《福布斯全球》的一篇报道指出：“在一排排还未开封的康柏计算机和嗡嗡作响的冷却系统背后，是120个银行管理人员和程序员正在疯狂地打造一家互联网在线银行。”速度是关键，到了2000年12月，系统已经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上线，到了2001年5月，英国也跟上了互联网的脚步。可正在此时，全球股市出现了暴跌，而早在2001年7月，韦志诚就一直在提醒美林证券，要注意控制成本，在短期之内要把重心放在现有的三个区域市场，在向其他区域推进的过程中要谨慎小心。之后，本已困难的形势又很快恶化。9月5日，韦志诚向美林证券发去了一封邮件，称“财务状况比预想的要更糟”，并附上了相关的财务数据。“总体的意思是，尽管已经限制了向其他区域推广的计划，但是成本还是比预想的水平高出将近一倍，而与此同时收入增长的机会似乎已经穷尽。显然，这是难以为继的局面。”尽管如此，韦志诚事后回忆道，在2002年年初，美林给在伦敦的庞约翰和韦志诚打电话，告诉他们美林准备撤出合资企业，并且说“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他们的想法”，在这个时候，庞约翰和韦志诚感到“大吃一惊”。2002年5月，汇丰宣布，合资企业将会被并入到汇丰集团内，作为现有财富管理战略的组成部分，并且在随后两年半的期限内，继续使用美林证券的名字和研究成果。对于项目各方来说，这场短暂的联姻像是勇敢进军互联网新世界后被当头泼下的一盆冰水。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在如何最好地利用互联网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不确定感，而到了那个时候，正逐渐演变成一种沮丧的情绪。2000年11月，从战略领导力计划延伸出来的“建议和想法”的总结部分，就可以明显地感知到这种情绪。“单一平台是一种优势”，那些与会人员都欣然同意集团在互联网银行上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但是，高级经理们所提出的平庸倡议，无法招聘到合适人才，还有保护品牌的想法，都造成对市场的响应速度变得更慢，而这些都被认为是劣势。架构上依然还是以分行为中心，而不是以客户中心。思想上依然还是‘我如何获得在线银行服务’，而不是‘在未来6个月谁将会非居间化我的业务’。”在当月的晚些时候，在集团IT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阿丽娜的研究判断一针见血：“在把客户和服务迁移到hsbc.com平台上或利用多区域能力等方面，几乎没有制订任何计划或项目。这意味着，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在交互式金融服务和hsbc.com上的投资，从而更好地利用汇丰在全球市场上的地位和发展战略。”

显然，互联网战略不只是个人银行业务。事到如今，企业银行和互联网战略的整体问题也被仔细评估，评估认为汇丰的态度和方法谨小慎微，并没有受到“先发优势”的诱惑，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个人业务领域。当年春天，露西·周（音译）在香港接受《亚洲金融》采访时对大型企业客户的问题表示：“我们一直把工作重心放在建立一个必要的基础设施上，以便能首先应对高流量的客户访问。现在汇丰正在增加新的功能。一开始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需要耐心等待，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更有利于客户的利益。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客户的业务遍及全球。”至于在中小企业领域，汇丰的政策也比较低调，因此，直到2002年年初，针对英国、中国香港和美国当地商业客户的互联网服务才开始正式推出。

总之，到了2002年的春天，汇丰在互联网业务上的进展可称得上坚实，但是，难以称为光彩夺目。尽管如此，如果不能说完全避免，但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犯下巨大且代价高昂的错误，汇丰现在已经为其未来更精彩的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场离岸革命


IT系统至少扮演了另一个关键角色：在一个最终被称为“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革新浪潮中起到了作用。

故事起于英国。在整个90年代，米特兰银行在内部推行了各项计划，把大部分后台业务处理和客户日常咨询业务从分行的营运中分离出来。1998年，印度业务部门也采取了类似措施，而在香港，从1999年起，设施齐全、由三座塔楼组成的汇丰中心在西九龙地区拔地而起，这标志着汇丰在整合后台职能和支持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但是，最终还是要依赖于离岸资源优化配置——在这方面，亚太地区领先一步。1996年，汇丰在中国广州设立了一家数据处理中心，承担起为香港汇丰银行提供营运支持的职能。不过，汇丰高层还是有些担心。1998年，亚太地区的高级管理人员在被问及他们对业务集中处理的看法时，这种担忧表露无遗。有人高呼：“在跨境中心处理问题上，务必小心谨慎！距离会令人稀释或推卸责任。必须在‘本国内’保留个人电话银行服务和其他与客户互动的业务。客户需要感觉到，他或她在享受服务的标准方面，不会因为由中心处理而有所降低。”









2003年，印度班加罗尔集团服务中心一角


然而，历史的车轮与人们的担忧背道而驰，1999年1月，英国分行面临着一次关键的抉择：

会议考虑了一项提议：把现有的英国后台业务工作搬迁至成本更低、拥有恰当技能的国家。作为候选的合格地区，会议对印度和中国进行了评估：印度拥有高素质的员工，他们语言能力出众，而且成本低廉；至于中国，文化上的亲近感会产生极高的生产效率，虽然语言能力比较欠缺……在印度，可以招聘到的大学毕业生每人每年要花费的总成本为1 200英镑，而在英国，为负责数据处理的员工平均花费的总成本约为每年1.75万英镑。

会议原则上批准了这项提议，因此，到了当年年底，在广州的数据中心不仅成功地投入了试运行，而且也制订了各项计划，准备在印度海德拉巴筹建一个功能完整的集团服务中心。一开始的时候，汇丰准备把印度汇丰中心的营运外包给第三方，但是，杰布森在1999年3月提出建议，强烈反对这种想法：“从集团利益出发，任何集团使用的数据处理中心都应该由集团拥有并负责管理”。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而选择海德拉巴为中心的新址，体现了这座城市作为技术专业中心的声誉与日俱增。项目进展神速，到了2000年6月，印度数据中心投入了营运。

然而，真正的质变还没有到来。变化起于2001年3月，庞约翰和范智廉与印度GE公司总裁和行政总裁斯科特·贝曼见面会谈，在交谈中，贝曼向他们介绍了印度GE公司为GE集团所承担的工作。除了美国和欧洲地区的电话客服中心之外，印度还承担了软件开发、所有应付和应收账款的处理、财务分析和会计等工作——总之，正如庞约翰向集团数据处理负责人安德鲁·阿米肖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所做的“一系列工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范围”。他继续补充道：“GE公司思想开放，敢于尝试把任何经合组织国家内高成本的业务转移到印度。”阿米肖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明显感到自己得到了来自高层的强大支持。两个月之后，他在IT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描述了全球数据处理中心的计划工作：“迄今为止，海德拉巴和广州的进展非常顺利，现在正在积极加快离岸数据处理中心的发展和扩大其工作范围。”

在随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的承诺得到了充分的落实。2001年7月，在海德拉巴第二个数据处理中心投入运行一个月之后，集团执行委员会被告知：“数据处理的转移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被解放出来的员工被转移到能够产生收入的岗位上。”之后不久，韦志诚坚决支持黎瑜信的想法，要求美国汇丰银行不要在布法罗扩大现有的抵押贷款营运部门，而是“想想看是否可以把工作增加的部分放到印度的全球数据处理中心”。到了当年9月，杰布森为这些中心所设定的“终极目标”已经被摆上议事日程。他向集团执行委员会介绍：“目前，集团各业务实体的数据处理工作被转移到中心内各自对应的分中心内。预计将对此进行改变，以便数据处理中心具有处理集团内所有部门业务的能力，成为集团的公共辅助平台。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在集团数据处理和软件使用方面实施标准化。”

项目继续快速发展。从2001年秋末起，英国的电话银行业务的营运已经开始由印度负责；到了2002年3月，根据报告，作为最新的制订全球中心处理发展计划的部门，交易和证券保管部门在上海开设的集团服务中心投入了运行（释放了广州服务中心的部分压力），并且已经去马来西亚和土耳其考察，看看实地情况是否符合未来选址的要求；到了6月，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第五个全球服务中心开始营运。现在，这5个全球服务中心总共拥有约5 000名员工，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他们中的一员，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年轻女性员工”，自上海中心初创之日到它6月份正式营运那一段时间，创造了当时最长的无差错记录，因此，她的出色成绩获得了“相应的褒奖”。


客户导向


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工作正在逐步改善客户服务和降低营运成本，1998年9月，正当价值管理战略成型的时候，庞约翰在汇丰管理学院发表了演讲，针对正在变化之中的银行客户关系，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全局观念。他指出：“传统上，银行要求客户进行自我管理，只能满足他们一小部分的金融需求。”但是在未来：

成功将属于那些围绕着客户进行自我管理的银行，能够帮助人们从单一渠道获得他们所需的完整金融产品和服务。客户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呢？当他们被迫为退休计划和未来进行储蓄的时候，他们需要可靠、有竞争力的投资产品。在获取金融服务的时候，他们需要自己来挑选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而不是由银行来主导。事实上，他们想要在一个不受打扰的环境下处理他们的财务事宜。

换言之，银行现在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以客户为中心，这在过去却不总是如此；在实施价值管理战略的过程中，总有一个核心观点贯穿始终：银行只有以客户为中心——以专注和集中的方式，才能释放出最大的价值。

有了见多识广、具有鉴别能力的专注力，就有了一切。固然，在这10年的初期，的确有一种客户群体走向细分的趋势，而后来这种趋势更加严重：1999年5月，在集团财富管理大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如果我们想在庞大的客户群中系统地找到客户并寻求交叉销售的机会，那么发展以投资组合为目标的客户管理技巧，如客户细分、数据挖掘、开展有效的事件触发和推销活动、管理邮件推广活动等，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采纳正确的技术，最重要的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即一种对客户需求和要求进行管理和预测的先进工具，那么这种方式也不能起到作用。到2001年年底，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已经在18个国家上线运行，其中在英国运行的系统最为先进，在次年的春天，仅仅一周所产生的客户交流数量就达到39.3万次。通过实行相关活动，英国汇丰银行在客户关系上同样也引领了潮流。2000年，英国营运计划指出：“我们将把对每位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被称之为个人解决方案）的数量提高到每人平均两次，服务内容包括客户关系和渠道定价。我们的定价策略将会体现出客户价值，并因此促进业务的增长。”截至2001年，在英国，通过所有服务交付系统进行操作的“个人解决方案”数量超过500万次，由此产生了超过100万次的产品销售或服务交付；当年秋天，在香港的郭兆德表示，在英国所取得的成绩“为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榜样”。

在客户服务方面，英国汇丰银行同样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自1998年起，一直领导英国汇丰银行的是戴尔敦，一位性格开朗的加拿大人，他在集团内因为曾经成功地领导过加拿大汇丰银行而赫赫有名。2000年，《集团新闻》曾经刊文指出：“人们通常认为是加拿大人发明了客户服务。”而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他遗留下来的财产之一。他急切地希望在英国复制他的成功，于是在1998年10月，他向米特兰董事会概述了他的“清水推广计划”，希望“通过持续有吸引力的服务体验来消除障碍，改善可访问性，启动增强银行魅力的进程”。他一路走基层，一路推广他的理念，1998年11月至1999年2月，他向区域经理、分行经理等1.8万名汇丰员工传递了他的理念，其中以客户为导向的“倾听、理解和提供”的格言，总是挂在他的嘴边。

考虑到那个10年初期英国汇丰的成就，不能说道尔顿完全是毫无基础的，但是，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1999年，个人金融领域的记者杰西卡·戈斯特–威廉姆斯在《每日电讯报》上刊文指出，自当年年初起，她总共收到了600多封读者的来信，投诉英国7家顶尖金融机构的服务——而其中针对汇丰银行的仅仅只有3封；到2001年2月，最新的客户满意度调查首次显示，超过50%的客户对汇丰银行的服务感到“十分满意”；在次月，劳埃德银行的行政总裁说，现在劳埃德银行“在服务标准上只能屈居汇丰之后”，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终极嘉奖。

戈斯特——威廉姆斯的数据特别引人瞩目，因此正在创作《品牌礼仪》一书的作者哈米什·普林格尔和威廉·戈登便邀请客户关系部门的负责人卡萝尔·吉布斯来讲述汇丰如何确保良好客户服务的方法。她告诉他们：

我们总是试着去了解客户的感受。在处理客户投诉方面，没有教科书式的方法；诀窍是平等对待每一位客户，并且记住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走。我们核心的客户关系团队只有9个人，因此，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每个人应该做什么。团队成员在银行的服务年龄加起来，将总共有两百多年。是的，我们常常筋疲力尽，但是，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做事的时候不想拖沓、留尾巴，想做到件件有着落。

普林格尔和戈登对此发表评论指出：“汇丰团队的态度似乎印证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如果你想完成一件事，就把它交给一个勤奋而忙碌的人吧。’”

显然，集团内部门不同，客户的满意度也不尽相同，而且总是存在着改进的空间——可以通过分享最佳实践而获得提高。《品牌礼仪》的相关章节给庞约翰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把此书向高级管理层推荐，“确保在你们的营运中应用相同（或更好）的标准，并在集团中推广”。他同时指出：在英国，客户投诉得到了有效处理，从而转变为“一种竞争优势，对此，我们都可以感到十分骄傲”。在上一年的秋天，道尔顿曾经更宽泛地向一位记者表示：“传统银行必须改变。这听起来是一种陈词滥调，讲出来令人感到尴尬，但是，它们必须变得更加以客户为导向。”他随后坦率地补充道：“我认为在产品、价格、分销或技术方面，没有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原创。”


接受审查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那些对汇丰在英国的营运进行更加频繁审查的人的兴趣并不仅仅停留在汇丰的客户服务水平上。从1997年起，在新工党执政期间，由政府牵头、对金融服务行业展开的各项评估活动此起彼伏；自1998年11月起，首相戈登·布朗就委托唐·克鲁克香克，对零售银行业在创新、竞争和效率的发展水平方面进行评估。韦志诚告诉汇丰控股董事会：“显然，他们开展这项评估的时候，早就有了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对银行和它们的赢利水平总是带着批评的眼光。”从1999年7月到2000年3月报告最后发布的这段时间，庞约翰至少与克鲁克香克进行了两次会谈——在会谈中，庞约翰总是想方设法地驳斥对银行的各种指责。他声称银行获取了高额的资本回报，或者通过支付系统和分行网络来施加其垄断的影响力。虽然总体上持批评的立场，但是报告回避了“点名曝光”的方式。在2000年4月财政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评估报告本身成为焦点。在听证会上，道尔顿和其他银行的行政总裁一同接受了质询，集团企业关系部门的一份报告指出：“道尔顿显得很低调，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合作的态度，相对来说，汇丰没有受到什么责难。”或者，正像克鲁克香克本人在道尔顿出现后所说的那样：“我今天从我的左手边（巴克莱）和右手边（劳埃德）听到了一些有趣的银行业政策，而站在中间的汇丰银行则沉默寡言。”

然而，在随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汇丰越来越沮丧，受到了许多它认为是不必要的、耗费时间的、出于政治动机的干扰。别的暂且不说，有许多政府主导的活动，银行不得不回应：截至2001年7月，其中不仅有从克鲁克香克评估报告延伸出来的竞争委员会，还有一项提议，即公平交易办公室对支付系统拥有强大的监管权力；另一项建议是，筹建一家由各家银行出资、由邮政局负责运行的全能银行；此外还有：保罗·迈纳斯机构投资评估报告，迪安妮·朱利叶斯银行自愿服务行为准则的评估报告，罗恩·桑德勒长期储蓄和人寿保险的评估报告，由工贸部设立的债务特别工作组；还有一份咨询文件，建议对信用卡、银行基本账户和任何其他可能产品实行自定的成本、机会和透明度标准。

于是，在2001年10月，庞约翰和韦志诚去拜会了工贸部大臣帕特丽霞·休伊特，希望政府能够重视他们的呼声。韦志诚事后记录：

针对克鲁克香克得出的所谓银行收益超出资本成本、赚取高额利润的结论，特别进行了反驳……提及汇丰收购米特兰的案例——当初是一家陷入困境的银行，客户和股东均十分不满。在经过了8年辛勤耕耘后，银行时来运转，使得这家汇丰在英国的分支机构成为英国效率最高、最有竞争力的银行。客户满意度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克鲁克香克和其他评估报告所有的银行不加区别，全都视作一丘之貉……我们在法国的分支机构抱怨称，由于其母公司接受英国监管，从而使得它们在法国丧失了竞争优势。令人吃惊的是欧元区银行开始拥有了监管优势……庞约翰主席强调了，行业普遍对这些评估审查感到疲惫不堪。

帕特丽霞·休伊特认为中小企业可以从社区银行获得更好的服务。

庞约翰主席坚决主张，银行数量越多，也就越意味着失去规模优势，成本更高、利差更大、系统更小、效率更低。

韦志诚总结道，“会谈气氛极其融洽。”但是，效果和原先也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因为这将会是一个持久的对话过程，虽然通常没有这么严重，但是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司法管辖范围内。


不再孤傲冷漠


现在，不只是政府需要全面参与，一般意义上的媒体也需要如此。可以列举的一个主要案例就是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故事，其他暂且不提，它的经营思路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2001年4月，集团企业事务部的一份简报一语中的地指出：“通过把高成本发达国家的业务转移到低成本且拥有大量高素质人才库的新兴市场国家，汇丰将会大幅度节省营运成本，与许多竞争对手相比，将获得经济上的优势。”并且补充道，“高级管理人员、机构投资者、证券分析师和评级机构将对此予以正面回应。”然后，问题出来了：“但是，其他利益相关方或许不会为此感到兴高采烈。此事在公共关系上的意义十分重大，需要谨慎对待。”

于是，简报提出了“围绕着这项计划的一些主要的敏感问题”。这不仅包括总体上汇丰员工自然对就业安全感的担忧，而且还有6个其他问题：

·受影响国家的政府、政治组织和工会对它们国家经济空心化的担忧

·日益增加的对跨国公司的公众监察，以及对全球化所有方面的广泛担忧

·指控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剥削当地工人

·客户对数据隐私和当地政局稳定的担忧

·监管部门对营运标准和风险管理的担忧

·公众对汇丰为了追逐利润而放弃作为社区银行的历史责任的担忧

为回应这些担忧，简报确定了需要对外交流的“关键信息”：汇丰负有对股东的责任，来尽可能有效地管理他们的投资资本，也负有对客户的责任，来提供最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全球营运所带来的成本收益将会与客户分享；项目将会逐步有序地开展，因此强制裁员的规模将会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汇丰将会对数据隐私给予高度尊重；营运标准和风险管理将会被复制；并且，在新兴市场国家，创造待遇良好的就业岗位，并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进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故事具有某种象征性，因为它高度体现了汇丰与一个自身也在快速变化且将继续变化的外部世界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两年前，也就是在1999年5月，集团企业事务部总监包乐平曾经告诉汇丰控股董事会：“汇丰被看作一家大型的、财务稳健的、成功的、赢利的、逐利的、敏捷的、管理有方的、诚实的、保守的、国际化的银行。我们也必须承认，汇丰的形象也会给人某些负面的联想。与许多组织相比，汇丰的神话更多。汇丰被一小部分人看作大型跨国银行，因此，按照其定义，‘大型跨国’意味着邪恶。汇丰被相对更多的人看作一家过度保守、神秘和傲慢的银行。”至于傲慢的名声，他确凿地表示，它代表着汇丰“起源于香港的身份象征，和一种明显与众不同的社会习俗”：

香港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适合商业经营的环境。与政府的关系很友好，对信息披露的要求，至少可以说是比较适度的。媒体相对温和，也相对容易施加影响。一般而言，社区对公司，除了要求提供有效的服务之外，别无所求。汇丰在香港已经建立起极高的声誉，人们主要信任它稳健的商业判断、卓越的营运水平和绝对的诚信。汇丰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不需要再劳心费神。在这块儿没有强制工会要求的殖民地上，汇丰依照崇高的法律法规与员工开展沟通交流。与外部世界的沟通温文尔雅，但同样也沉默寡言。对汇丰管理层来说，拍胸脯打包票，令人极其厌恶，他们强烈赞同行动胜于语言的信条。事实上，在汇丰，沉默是金。

包乐平坚决认为，这种态度和做法是不能坚持下去的。考虑到现在总部已经搬迁至伦敦，全球范围的经营规模要比原先大得多，并且受到政府的严格审查。在这种背景下，汇丰集团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更紧密和主动地融入外部环境之中。他强调，汇丰整体上的形象缺乏一种温暖，“它令人联想到尊严、诚信和实力，然而却缺乏令人亲近的魅力。汇丰受人尊重，然而却并不特别受人爱戴。我们形象的长处是像维多利亚时代的族长那么威严，而它的短板是不像邻家女孩那么亲切”。尽管承认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汇丰在对外沟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但是，他得出结论：“当地政府和监管部门或许会认可我们的行为，但是，要在更大范围的社会里成为一个好邻居，同样也是确保我们经营资格的重要条件。我们在建设统一品牌形象上投入更多，想要使汇丰的规模和实力得到真正体现，那么我们更需要使它的形象变得和谐、统一。大的东西不一定都美丽”。

投资者关系是这种传统孤傲冷漠作风的典型案例。1985年，当贾栋能来到香港，在不起眼的公共事务部门工作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部门几乎不存在。他开始试图改变它，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态度，他不得不韬光养晦，小心行事。到2000年年初，集团投资者关系部门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显示了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在1999年这一年里，贾栋能与汇丰最大50位股东中的42位，以及与随后最大50位股东中的16位，开展了一对一的会谈（往往会请庞约翰参加）；投资者关系部门安排人员去纽约、波士顿和7个欧洲国家进行了路演；与基金经理们进行了会谈或晚餐会，向他们介绍汇丰的高层团队；在6场机构投资者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与汇丰股票卖出方的分析师经常见面；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伦敦为总部的投资者关系部门牵头组织，并且由香港相关部门提供支持，其他的活动包括接待64个投资者的来访，并与他们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

或者以媒体为例。在香港，它们或许是“相对温和，也相对容易施加影响的”，但是，在伦敦，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1992年争购米特兰银行的事件，对汇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在那个时候，从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中能很明显地看到，它们不仅对汇丰银行展现出相当的无知和轻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敌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媒体，总体上还是比较容易应付的。2001年3月，韦志诚给最近采访过他的《曼谷邮报》的记者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示：“你撰写了一篇全面和完整的全景式报道，没有试图对我们的业绩发表耸人听闻的偏见。在现在这个时代，这种报道手法令人耳目一新。我十分享受我们之间的交谈。做得很好，请继续保持。”但是，在伦敦，虽然总部在那里，也是媒体报道最多的地方，处理媒体关系往往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一种责任感


现在，另外一些东西正在严重影响到汇丰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不可阻挡、正在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尽管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讲过那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名言：“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的最大化”。

当然，在“CSR”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缩写大行其道之前，汇丰就已经在企业慈善爱心榜上屡屡有惊人之举。例如，在1992年，集团向慈善事业捐赠了240万英镑，主要用于教育和环境保护。尽管如此，在环保事业方面，汇丰为响应那一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的号召而采取的行动，似乎在环境认证方面比不上其他企业那样卓有成效，如国民西敏寺银行。假如是这样的话，这或许是因为集团在70个国家或地区开展业务活动，在不同环境问题上采取了相当宽泛的政策和态度，从而导致难以在集团层面制定一项统一的政策。1994年5月，在讨论汇丰银行在环保问题上的信贷政策的背景时，香港的施伟富指出：“在亚洲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其他地区的环境立法已经造成过度的官僚作风，对工商企业强制增加了与环境收益不成比例的成本。现在，总体上的趋势是采取更为务实的做法。”

当年晚些时候，集团的确发布了一项环境政策的声明，承认在其他工作基础之上，还要承担“不损害未来利益的代价来满足目前需求”的责任，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却可能成为一个紧箍咒，尤其在令人瞩目的马来西亚巴贡水坝项目上。一方面，正如媒体在1994年9月所报道的那样，环保主义者反对兴建水坝，认为它将会是“一颗生态定时炸弹”；而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则提醒西方环保主义者和积极活动分子，“管好自己的事情”。最终，汇丰银行被邀请担任项目的顾问之一，1995年5月，汇丰控股董事会接受了对方邀请，认为“为了不至于削弱汇丰银行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地位，集团想要摆脱干系，似乎不太可能”，而与此同时，董事会也指出，正在审议各项研究报告，以便评估项目的环境影响。

三年后，在1998年7月，集团市场和公关部门的负责人玛丽·乔·雅各比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关键报告。她声称，迄今为止，集团内各业务单位对社区关系方面的计划和项目，采取了“极其不一致”的做法。她认为，汇丰现在已经是“一个重要参与者”，并且正在接受“极其严格的审查”，需要在慈善和赞助活动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董事会批准了她所提议的指导性原则和政策，其中不仅赋予她更大的协调责任，而且还规定，集团内各家企业“至少把75%以上的慈善和非商业赞助预算，用于集团优先考虑的教育和环保项目上，并且强调重点应该放在教育项目上，尤其应该投入在不如我们幸运的群体上”。考虑到几周之后，《泰晤士报》在评估企业“道德表述”时仅仅给汇丰打了5分（10分制）——庞约翰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数字，希望引起董事会的注意，而显然，在这方面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

汇丰继续稳步前进：1998年，集团首次在年度报告中包含了汇丰“经营原则和价值”的内容；1999年11月，在集团市场和公关部门内成立了一个工作团队，来协调整个汇丰集团的慈善活动；2000年2月，庞约翰在一封致员工“新千禧年”的贺信中表示：“汇丰社区”将会成为汇丰在这一领域所有活动的总称。他提出了汇丰社区的基本思路：“在我们赚取利润的社区，人们期待我们为他们的福祉做出贡献；我们的股东把社区支持看作是良好的商业理念；我们都希望自己为之服务的组织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而且也是知道如何把成功与那些不如我们幸运的人一起分享的企业。在汇丰，我们把这种实践称为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就在那一年里，在民众普遍抗议反对全球化的背景下，汇丰惑受到了日益高涨的压力，人们要求把这些温暖人心的话语转化为有意义的实际行动。

2000年11月，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提交的报告总结了汇丰在企业社会责任上的进展情况和下一步的计划前景：（自7月起，这在英国已经成为一项法律）养老基金（它们已经持有汇丰1/3的股份）和它们的基金经理不能投资那些无法证实具有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公司；汇丰和同业银行以及主要国际性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上的支出比较显示，“以税前利润中的各支出比例来衡量，汇丰的支出水平较低”；至于下一年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承诺的资金将从2 000万美元提高到至少2 500万美元；“把这些承诺付诸行动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与国际慈善组织在教育和环保领域建立起伙伴关系”。

庞约翰真心认同和支持这种崭新的态度和做法，并寻求一切机会来把它根植于汇丰这个组织之中，其结果已经在2001年年底显露了出来。当年11月，汇丰控股董事会收到了一份评估报告，对过去两年里“汇丰社区”的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全球范围内投入的资金从1999年的1 600万美元，提高到2001年上半年的1 850万美元；（由玛丽·理查森夫人管理运行的）汇丰教育信托基金开展了一系列慈善活动；汇丰控股的股票被纳入富时社会责任指数和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中。到了2002年2月，汇丰启动了致力于保护自然的项目，与三家世界主要的环境慈善机构开展了为期5年的合作：地球监察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关键的是，至少其中一家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明确表示，只有汇丰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上做出真正的承诺，它们才会接受汇丰的捐款。在践行这笔5 000万美元的捐款承诺时，庞约翰表示：“在世界范围投资保护自然的项目，将促使河流重新恢复生机，保护濒临绝迹的物种，并为相关自然保护研究和教育活动提供资金。我们的投入不仅限于财务上的投资，还将让2 000名汇丰员工参与到实际工作之中，成为汇丰集团内的环保卫士。”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一开始的时候汇丰或许不是反应最快的领跑者，但是后来，在汇丰人谦逊的言语中，“CSR”这三个字母的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慈善的内容。


品牌主张


在汇丰与外部世界不断变化的关系拼图上，最后一块就是它的品牌。

1998年11月，庞约翰在宣布全球品牌计划的时候，曾经这样向媒体解释道：“传统上，我们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银行品牌开展经营。在收购其他银行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保留他们独特的形象标识，因为这些年来，这些众所周知的品牌在它们的本地市场，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的贡献。然而，时代变了，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品牌重塑计划涉及废除三百多家分支机构的名称，各方的反应喜忧参半。海丰银行的报告指出：“纽约下州客户的反应从中立到正面，上州客户的反应更为负面，甚至对此感到焦虑，包括有些人会认为，我们被亚洲人控制了。”在香港，银行保留了其威严的名称“汇丰”，因此，品牌计划的消息“获得了普遍的欢迎”。在英国，集团向客户发出了600多万封信函，告诉客户米特兰的名字将很快从商业街上消失，这导致集团收到了3 000多个来电和1 200多封来函，但是，这其中仅有4%是威胁要关闭原先的账户的。









1999年，美国海丰银行更名之后，位于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美国汇丰银行开始更换崭新的汇丰标志


涉及每家分行网点的品牌重塑计划，在1999年正式启动。在雅各比的监督之下，汇丰开展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在工作即将胜利完成的时候，她表示：“打造一个全球性品牌的方法就是持之以恒、一丝不苟地复制和重复，因此，集团总部制定并发布了品牌指导准则、参考模板和使用说明，要求各地各业务机构遵照执行。”她曾经被问道，在导入品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重大的消极因素”，她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出现过重大问题，只有零星的一些负面反应。一旦同事们看到品牌战略的价值，内心的抵触消融了，便会升腾起极大的热情”。关键是，她可以指出，几乎没有客户因为品牌更换而离开银行，而且事实上，“在大多数市场，客户的数量在增长”。

唯一潜在的麻烦来自英国。1999年2月《泰晤士报》报道称：“伦敦一些重量级的律师已经受聘，展开了阻止米特兰银行更名为汇丰银行的计划。HFC银行威胁将起诉汇丰银行，声称它的客户被两家银行相近的名称给弄糊涂了。”最终，经过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两家银行以2 000万英镑达成庭外调解，但是，这个插曲也让汇丰银行开始认识了HFC银行在美国的母公司——家庭信贷公司。

到2000年年初，当全球品牌重塑计划完成的时候，没人再怀疑整个操作的价值。2000年1月，艾伦·杰布森告诉《集团新闻》：“今天，互联网上的页面数量超过10亿，预计在5年内，页面数量将会达到1 000亿。因此，在网上浏览的人将不可能再碰巧看到汇丰的页面内容，他们将不得不使用搜索引擎，而他们搜索的唯一原因就是品牌。这就是为什么单一品牌极其重要，我们在这最后一刻做好了准备。”在那一年，汇丰的品牌知名度到处显现：汇丰赞助的“杰基”·斯图尔特的一级方程式车队，在新赛季中越来越引人关注；而在英国、香港和巴西（和其他地区）的机场里，汇丰的名字和标志开始不停地出现在登机廊桥上和其他地方。不过，汇丰还欠缺一样东西：一个独特的、全球化的、令人信服的、夺人眼球的品牌主张。

寻找品牌的主张，由来已久。1998年2月，庞约翰给高层同事写了份备忘录，他指出：“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汇丰更加和谐统一形象的第一步，我希望大家考虑统一‘品牌口号’的可能性。近些年来，我们使用过‘快速决定’‘一个金融服务世界’和其他品牌口号。我希望看到‘品牌口号’可以准确抓住汇丰的特性，并且能够让我们的客户、股东和员工准确理解。”几个月后，萨奇广告公司 
 
[1]


 建议使用：“汇丰银行：言行一致”。但是，雅各比对此并不热衷，后来此建议并没有被采纳。相反，那条在市场上挂了将近4年的集团广告语，措辞相当生硬：“你的金融服务世界”。









位于伦敦金融区加拿大广场8号的新的伦敦总部办公室在2003年正式成立










21世纪头10年初期，香港办公室的交易所










21世纪头10年初期，马来西亚汇丰有限公司的24小时银行服务










20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汇丰标识宣传活动中的一则广告










2001年，汇丰在法国的广告中的宣传语为“世界的本地银行”










2005年，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电车车身上的汇丰银行广告










2005年，汇丰在马来西亚的移动银行站点










葛霖，2003年到2006年任汇丰首席运营官，2006年到2010年任汇丰主席，图片为他在2006年于伦敦举办的“当下中国”的午餐会上










2009年，2006年到2010年担任汇丰首席运营官的纪勤在他位于加拿大广场8号的办公室










在英国推行利率为8%的定期储蓄账户业务的宣传册，这种高利率的储蓄业务于2005年推出，旨在帮助银行吸纳存款










为吸引汇丰的员工加入环境奖金项目的海报，这个项目是2002年受资助开展的环境投资项目的一部分










2011年，汇丰的员工聚集在集团建起的伦敦巴恩斯湿地中心的河滩上，这是汇丰气候友好伙伴项目的一部分










2012年，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汇丰龙舟队在比赛中










2007年，香港的交易场所










面额为1000港元的纸币，由汇丰银行在2012年发行










自2012年起，汇丰的全球推介活动“在未来……”的一部分










范智廉，自2011年起担任汇丰董事会主席，这是他在2012年进行演讲的场景










欧智华，自2011年起担任汇丰首席运营官










描绘汇丰2014年运营状况的信息图


2000年，随着雅各比离开汇丰，经验丰富的加拿大人彼得·斯特林厄姆（Peter Stringham）开始领导集团市场部门，其工作内容包括负责搜寻合适的广告口号。2001年5月，他在高管外出静思会上指出：“汇丰现在需要确定差异化的汇丰品牌主张，并且使之推动所有的市场营销活动。”根据他与睿狮广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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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广告代理公司，自1999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代理汇丰银行的业务）之间高强度工作的成果，他继续提出建议，认为品牌主张应该是一种幽默的语言表达，充满“文化冲突”，而汇丰则可以凭借自身占据的独特地位来进行诠释。大部分高管们的即刻反应是负面的，尤其是因为担心它展示了亚洲客户有失体面的内容，但是，庞约翰却固执地支持斯特林厄姆，认为他是市场营销方面的专家（在传统上，市场营销远不是汇丰的强项），他的观点应该获得支持。不可否认，争论还未平息，尤其是韦志诚给斯特林厄姆发去了一份在《商业周刊》上刊登的最具价值全球品牌100强的排行榜，并对此发表评论称，“看到花旗银行名列第13位，而我们甚至都没有上榜，令人感到有点屈辱。”

2002年1月，在汇丰控股董事会会议上，斯特林厄姆的“汇丰全球品牌主张”的报告完整详尽。他首先以总体背景开始，指出到2002年汇丰还没有确立一个持之以恒的差异化想法，因此，远远落后于像花旗、高盛和美林这些著名品牌。随后，他展示了上一年度高强度研究工作的成果，来自世界各地的反馈惊人一致，人们质疑那种“把这个世界看成每个人、每件事在每个地方都一样”的全球模式——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接受银行服务需要遍及全球的观点。因此，他指出，汇丰的机会是“把覆盖全球的实力与个性化的解决方案组合在一起”。随后，他展示了一系列幻灯片，每一张都不可抗拒地指向同一个方向：

·我们是一个独特的、高度差异化的全球性组织。

·用我们的实力提供解决方案，把我们和个人客户和企业客户联系在一起。

·挑战在于确立并拥有对资金管理所持有的全新的“全球化”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忠实于我们的组织和文化，而且会不同于我们的竞争对手，如花旗银行。

·我们已经由本地的、脚踏实地的金融专家创造了135年的成功经营。

·我们相信世界更富有内涵，更多元化。

·我们相信好的想法和实践可以来自任何地方。

·我们相信应该平衡对本地市场的了解和全球的实力。

·我们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理念使得汇丰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有机会打破现有的模式，以遍及全球的实力，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这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与任何其他金融机构相比，我们在更多的国家被人们看作是本地银行。

这一步步地推理演绎，展现出如此强大的逻辑和力量，以至于提议中的品牌口号呼之欲出。不出所料，在斯特林厄姆报告的最后一张幻灯片上，出现了汇丰品牌的新口号：汇丰是“世界的本地银行”。

因此，就这样确定了。在大约6周之后，2002年3月11日，汇丰向全世界非特定的国家推出了一个长达60秒的电视广告，概念性地表达了这句品牌口号。英国的广告杂志《campaign》注意到了这条广告，它用文字把广告描述了下来：

这条60秒的电视广告，开始时出现了一位美国商人走进一个会议室，人们都站在那里开会以抓紧时间。随后，它切换到另一个场景，显示日本商人所采取的不一样的做法，他们更愿意思考再三后，才做出决定。广告又切换到泰国，在那里，翘起光脚丫子、露出脚底的不雅行为，被人认为是无礼的举动，而在希腊，举起手、做出停止的举动，同样也被认为是令人讨厌的行为。

广告在结尾部分展示了汇丰品牌的定位，显示出汇丰是一家全球化的本地银行，诠释了在与资金打交道的时候，它如何高度重视本地知识的价值。

随即，推广“世界的本地银行”的主题广告宣传活动在全球各地展开，不仅通过电视，而且通过多媒体的渠道，其中报纸广告补充介绍了电视广告中涉及的重要本地知识。例如，收起手指头和大拇指这个手势，在埃及表示“请耐心等候”的意思，在意大利表示“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希腊则表示“那太好了”；另外，在美国祝酒碰杯，发出叮当的声响，是“祝您健康”的意思，但是，在匈牙利，则意味着坏运气。

遍及全球的品牌，却依然带着本土的芬芳：在价值管理战略成形三年半之后，对于汇丰这家世界性的零售银行来说，似乎已经是万事俱备。









展示品牌新口号、使用汇丰六角形标志的广告





[1]

 萨奇广告：M&C Saatchi，在内地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名字为萨奇广告，在香港地区使用“盛世广告”。——译者注





[2]

 睿狮广告传播，Lowe and Partners，与灵狮广告略有不同，灵狮的前身是Lintas（即Lever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Services）。1999年，Lowe and Partners与Lintas合并。在大陆，2006年，原灵狮广告的中方继续使用灵狮（中文）和Lintas（英文），而外方则保留英文Lowe，并改中文名为睿狮。——译者注



 





第十九章






坚持到底：2002~2011年回顾




到 
 了2002年下半年，汇丰银行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其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它很令人羡慕，被人看作是动荡时期全球资本的安全港湾，《银行家》杂志把汇丰评为“全球年度最佳银行”，称赞它脚踏实地的经营风格，认为它是“世界上经营最好的组织之一”——“本质上由存款带动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完全支持这种论断。另一方面，尽管与同业银行相比，汇丰的股东总回报在逐年提高，但是，许多分析师和另外一些人都觉得，汇丰无法令人信服地展示其未来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8月，当汇丰发布了基础非常扎实的中期财报之后，美林证券的分析师表示：“业绩出现了有力回升，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其业绩增长总是表现出不确定性。”

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有两项重大的收购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即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超大型、整合经营模式全球性银行的典范，花旗银行的股价却遭遇了暂时性的暴跌。《经济学人》指出：“在客户看来，规模和复杂性不再是优点，因为你越大，越有可能出现企业美誉遭受无妄之灾的情况。”

庞约翰依然担任汇丰集团主席，在公布中期财报的时候，他公开预测，“在未来几年里，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大中华地区将成为汇丰重点发展的区域”。而最终这两项收购的确就发生在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在那个时候，第一项收购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争议。2002年8月，汇丰控股董事会指出：“国际银行（BITAL）是墨西哥第四或第五大银行，而且只有一家大型银行可供收购。”墨西哥的经济正在快速增长，而收购价格为11亿美元，因此，分析师们普遍看好这项收购。高盛公司的罗伊·拉莫斯认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财务上，这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对于未来，他指出：“我们认为，经营实力、富裕的资金以及获利能力，都使得汇丰现在具有吸引人的价值，有利于在美国展开收购。”

拉莫斯的判断十分准确。11月，汇丰宣布有意以14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第二大消费信贷公司家庭国际贷款公司——其营业收入主要来自消费贷款、抵押贷款和信用卡。汇丰的一份内部报告指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双方取长补短，明显会出现协同增效的效果。”因此，以存款见长的汇丰银行和以资产见长的家庭国际贷款公司结成战略联盟，显得相得益彰（对这项不容置疑的重大交易，第二十五章将会详细分析其中的收购思路）。

外界对此反应不一。市场总体反响积极——11月晚些时候，庞约翰告诉他的同事们：“投资者普遍对此感到惊讶，但是当他们了解了收购想法之后，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然而，分析师和媒体差不多分裂成力量相当的两派。在媒体这边，《泰晤士报》的佩兴丝·惠特克罗夫特成为啦啦队队长：她把它称为“一项划算的交易”，并且认为，“如果无法像庞约翰那样坚强，那么在收购一家曾经因为掠夺性借贷行为而遭受重罚公司的时候，或许会感到焦虑不安”。总之，“这是机会吗？当然。正是一个个如此勇敢和很合时宜的交易，才成就了汇丰的辉煌”。在悲观者这边，一群分析师率直地把它称为“汇丰现代历史上最冒险的举动”；《每日电讯报》的尼尔·柯林斯，虽然也承认“只有庞约翰的人才能驯服家庭国际贷款公司”，但是却声称：“尽管如此，对于规模如此庞大、距离如此遥远的企业，想要改变它的企业文化，是一件很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此，投资者有理由为此感到担心”。或许最悲观的观点来自《华尔街日报》国内版的市场分析员杰西·艾辛格，在文章开篇他就立场坚定地表示：“汇丰从一位严谨的银行家变成了狂野的牛仔”。

2003年春，此项交易在股东特别大会上获得了通过，但是，随后大家的注意力都开始放在欧德章（William Aldinger）的薪资福利上。他原先担任家庭国际贷款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现在将出任北美地区汇丰银行的负责人。通过收购，他已经拿到了2 030万美元的收益，而现在，他还将在未来三年内获得3 750万美元的收入。在5月底的时候，全国养老金协会对此发表评论，认为“支付如此高额收入的道德基础十分脆弱”。汇丰写信给其最大的50个股东，强调欧德章在消费金融上的经验对银行来说十分重要；所有人的目光现在都聚焦在定于2003年5月30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结果，此次大会成为了值得纪念的事件。庞约翰坚持认为，“此事的核心是一家国际性企业如何和是否能够收购一家薪资规模和实践与我们如此不同的美国公司。”一位愤怒的股东对此抨击道：“这种美国式的薪资方案不可能在英国找到生存之地。”阿卜杜勒·达兰特是一名在汇丰总部工作的夜间清洁工，他在讲述依靠每小时5英镑的收入养家糊口的艰辛时，赢得人们的同情；而面对此景，作为布鲁克林码头工人的儿子，欧德章却一言不发。最后，庞约翰轻松赢得了胜利，只有约22%的股东对银行的薪资报告投了弃权票或反对票。记者鲁斯·桑德兰在文章中描述了当天庞约翰的表现：“尽管有人抗议，但是，他银狐般的魅力征服了底下的大部分观众，而许多老年股东围在他身边，向他高声欢呼，称赞他是‘英国最出色的董事会主席’，并请求他再留任5年。”

两位阅历丰富的评论员对整个事件投来了明显带有偏见的眼光。《金融时报》的约翰·普伦德强调，欧德章贪婪的收入水平如何与汇丰银行的文化格格不入——“在汇丰身上依然保留着苏格兰人吝啬的传统”，而至于收购本身，“此处的信誉风险并不高”。《泰晤士报》的格雷姆·瑟金特的文章中流露出一种不祥之感：“没有一家公司应该支付90亿美元，来收购一家依靠一个人打天下的企业。汇丰本身是依靠团队来作战的，拥有源源不断的受训营运官资源，并从中挑选出团队的领导。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它还依然成功。”


内生性增长和渐进演变


韦志诚在2002年被授予了爵位，并且在担任了5年行政总裁之后，准备在2003年退休。当年5月，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原先担任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总裁的葛霖，接替韦志诚出任集团行政总裁。8月，在全球经济环境普遍改善的背景下（包括香港的非典疫情也幸运地逐渐缓解），葛霖向股东们提交的中期财报显示，营业利润增长了21%。集团股票应声上涨到每股777.5便士。在随后的几周内，分析师的评论调子“明显柔和了起来”。《银行家》杂志连续第二年授予汇丰年度最佳银行的称号，并且把收购家庭国际贷款公司确定为“主要（有良好价值的）进步”。在10月，这本杂志根据对庞约翰的采访刊发了一篇长篇报道，标题就是“汇丰银行的杀手锏”。庞约翰用家庭贷款公司消费金融的模式作为汇丰进军新市场的先锋，并以此解释了集团的发展前景：“在这个上面的基本战略决定是，世界上2/3的经济是以消费支出为基础的，而如果你能够更多地把你的组织依附在这个基础上，你的经营将会更加成功。”

现在，还有两项重大的行动计划也出现在了发展前景中——其中一项计划一直在进行，只不过常常不为外人所知；另一项计划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商业银行传统上一直是汇丰的核心业务，这些机构最主要的活跃区是香港，进入到新世纪之后，业务发展十分令人满意，为集团创造了约27%的利润，但是，由于没有受到高层的关注，发展比较平稳，缺乏远大的抱负。但是，到了2002年8月，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艾尔敦被授予统管汇丰全球商业银行业务的职责（参阅第二十三章）。

另一项行动计划是希望在汇丰的投行业务上增加一点真正的实力（参阅第二十四章）。据说，伦敦金融界曾经调侃道，汇丰的企业金融部门“很久没有见过一个银行业的客户了”，但是，从2002年起，明显出现了新时代的迹象：那年夏天，投行和企业银行业务被整合在一起，成立了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11月，在欧智华的领导下，成立了全球市场业务部门；从2003年6月起，欧智华成为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的联席主管，另一位联席主管是刚刚从摩根士丹利跳槽过来的杜绍基（John Studzinski），他在兼并和收购上有着近乎传奇的声誉。那年秋天，庞约翰指出：“我们正在设法打造一家以关系为唯一核心的投资银行，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那个目标前进。”当然，可以选择的另一个方案是收购一家投资银行，但是，庞约翰和葛霖坚拒这个选项。葛霖坚持认为：“从股东利益的角度来看，收罗700个人才要比收购一家投行更有价值。”但是，收购的风险很大，正如最近刚刚被招进汇丰的顶尖人才之一的罗宾·奥斯蒙德在同一时间段所言：“打造一家伟大的、可靠的投资银行，或许是缔造一家全球性全能银行的最后一步。”

这两项行动计划展开的更大战略背景是，集团现在明确地把内生性增长和渐进演变作为发展的重点。2003年，葛霖就任集团行政总裁之后就明确宣布：“集团战略不会再有根本性的评估了。”之后很快又补充说道：“我们近期的明确任务就是消化集团已经完成的重大扩张项目。”价值管理的5年计划几乎已经结束，因此在那年秋天，制订了新的5年计划——增长管理战略——它完全体现了葛霖的观点。新的5年计划开宗明义地指出：“集团的庞大规模已经极大地增加了管理的复杂程度，对我们提出了挑战。”计划随后确立了关键的正面行动，以此作为成功实现未来增长的关键途径：

·通过打造一种世界级的、合乎道德规范的销售和市场文化，来实现收入增长。

·通过将集团围绕着主要客户群体进行业务重组（例如，个人理财服务，消费金融，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来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对成本进行战略性管理，来成为一个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机构。

·确保与股东总回报的目标保持一致，以便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集团对他们的期待。

2003年11月27日，这一天是投资者日，是向投资者展现总体战略思想的好机会，尽管事后的反馈报告指出：“投资者希望了解更多个人理财服务的发展情况”。但是，令人可喜的是，他们总体上认为，“汇丰的前景比过去几年要更为积极正面”。价值管理战略的5年计划在2003年12月31日正式结束，如果投资者在5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投资买入100美元汇丰控股的股票，他们将会收获211美元的总回报，而同业银行对照组的投资回报只有126美元。

仅仅两个月之后，集团公布的业绩显示，2003年的利润为128亿美元——对汇丰来说又是一项新纪录。其中，约36%的利润来自亚太地区，34%来自于欧洲，29%来自于北美地区。最后（在收购了家庭贷款公司之后），北美总算与其他两个地区一起形成“三足鼎立”较为均衡的地域分布状况。以客户群职能分组来统计的话，各组的分布情况为：31%来自于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28%来自于个人理财服务，22%来自于商业银行，15%来自于消费金融，4%来自于私人银行。或者，换一个说法，与企业客户相比，现在几乎一半的利润（47%）来自于个人客户——这是银行传统收入模式的重大突破（参阅第二十二章）。至于与同业银行相比，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爆发了一波收购风潮。之后不久，《银行家》杂志编写了一个世界前1 000位银行的排行榜，汇丰控股在核心资本上排在第三位，在总资产上排名第五位，在市值上排名第三位，与此对照，花旗银行依旧在各项排名上雄踞榜首。

2003年汇丰出色的经营业绩让《泰晤士报》也开始“祝贺主要英国公司”——汇丰是其中的主要领先者，它“受益于高效管理和全球化进程，在经营业绩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即便如此，《泰晤士报》依然指出：“尽管业务网络明显遍布全球，如果汇丰希望保持增长的话，它依然需要大踏步进军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美国。”普遍而言，分析师们对2003年汇丰的经营业绩给予了积极回应，但是，其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外：花旗银行在伦敦的史密斯·邦尼公司。2004年3月底，该公司在报告中写道：“坦率地讲，汇丰的成就不过是‘借了过去6年经济增长的东风’而已。另外，我们认为，在过去10年里完成的三项主要收购（利宝、法国商业信贷和家庭贷款公司）并不能支持汇丰通过收购增加价值的说法。”一周后，庞约翰向他的高层同事发出了一封语气强烈的电子邮件，认为分析师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他为这三项收购交易进行辩护，指出：“它们极大地忽视了香港在过去5年里所出现的通货紧缩的情况，也无视在这一时期我们有意和有力地限制集团信贷偏好的事实，最后，作为一家存款富裕的金融机构，与其他机构相比，我们更容易受到利率下降环境的影响。”因此，他总结道：“毋庸置疑，你将接受我们花旗银行朋友所提出的挑战，需要证明我们能够实现内生性增长！”

中国是汇丰重视内生性增长的地区（参阅第二十章）：2004年8月，汇丰收购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19.9%的股份，因而很好地衬托出在那里的发展计划——正如负责亚太地区和商业银行业务的艾尔敦所言，这是“一个历史时刻”。10月初，在一份标题为“规模重要吗？”的内部报告的推动下，汇丰控股董事会开会讨论增长的魅力问题。董事会得出的观点认为，规模扩大之后不仅“帮助集团更好地服务于大型国际化客户、提高声誉和有助于招聘到更优秀的人才”，而且“能够带来规模效益、增加收购实力和降低融资成本”；与此同时，在会议纪要中也记录了：“不能为了规模而发展”。

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内——从2004年秋到2006年春，业务发展的重点依然放在了内生性增长方面，尤其在新兴市场。2004年12月，葛霖在汇丰内部杂志上指出：“如果我们老是想着去寻找一些能够扩大我们业务范围的神奇收购，那么就会存在着注意力分散的风险。我们已经拥有了非常广泛的业务范围，我们要做的事情够多了。”的确，回首往事，在这段历史时期，或许最重大的非内生性增长来自于2006年初收购了塞浦路斯大众银行（也称Laiki银行）21.2%的股份。在全球经济繁荣的背景下，汇丰的利润继续高速增长。2005年春，在公布了创纪录的经营业绩之后，庞约翰在接受采访时显得“兴高采烈”，特别是他强调指出，家庭贷款公司（现在已经更名为汇丰金融公司）“做到了我们对它的所有期待”，推动北美地区实现赢利超过50亿美元。在顺利完成收购整合之后，欧德章得以提前一年离开汇丰集团。2005年晚些时候，《银行家》杂志毫无悬念地连续第四年把汇丰评选为年度最佳银行，而在2006年3月，汇丰再次发布令人惊讶的2005年经营业绩：税前利润将近210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贡献了35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了惊人的46%。这是庞约翰在任时最后一年的财报，两个月之后，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庞约翰正式宣布退休，那些心存感激之情的股东们向他致以热烈的掌声。

庞约翰和他同事所取得的成就，或许并没有被市场完全接受。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市场不仅特别质疑汇丰在消费金融和投行业务上的一些举措，而且往往在认可汇丰价值的同时，也认为汇丰很无趣。2005年，在一份给汇丰的报告中引述了雷曼公司分析师罗伯特·劳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汇丰是一艘超级油轮，只不过不清楚它航行的速度。”在那个时候，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银行的赢利水平和风险偏好同样都在超速增长。第二年1月，在管理层外出静思会上，葛霖承认，2005年期间，尽管“收入增长出色”，但是股东总回报的表现“令人失望”，尤其与像渣打、德意志和瑞银等竞争对手相比，更是如此。汇丰股价停留在930便士的水平，需要做出重大努力“来满足投资者的期待，把股价推升至12英镑的水平”。一周后，汇丰控股董事会对资产负债表管理、监管资本要求和实现股东价值这三者关系中的问题进行了思考。随会文件指出：“集团的策略是维持资本的充足率，把核心资本充足率从8.25%提高到9%。”随后，报告意味深长地指出：“集团不会像某些同业银行一样，寻找举债经营来推升股本回报率；几十年来，拥有强健的资本状况最终证明是一种竞争力。”在之后的讨论中，西蒙·罗伯森（汇丰控股非执行董事，是伦敦金融界十分受人尊敬的人物）认为，“从更长期的范围来看，市场支持集团采取不扩张资产负债表的策略，但是，从短期来看，股价会时不时地遭受打压”。最终，会议取得共识，“集团不应该屈服于市场短期压力而改变策略”。

真是聪明的观点——之后不久，针对2005年创纪录的经营业绩，《金融时报》Lex专栏很有预见性地指出，尽管“像汇丰那样大型多元化全球性银行是一个相当安全的避风港”，但是，事实上，“目前来说，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安全港并不是投资者所需要的”。


貌合神离的二重唱


自2006年5月起，新的高管团队就职履新，葛霖担任集团主席，纪勤出任集团行政总裁。庞约翰早在2003年就曾告诉媒体：“汇丰的政策是，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合适的运营官人选，从内部提拔显得更为安全。我们的任务是确保新老交替尽可能不出错漏。”在最后确认之前，汇丰已经和机构投资者就人选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和沟通，因此，新的人事安排获得了普遍的积极反应。《卫报》的评论勉强给汇丰留了一点脸面：“在汇丰，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从内部任命集团主席的传统，从来没有给公司管理运动中那些迟到的人任何僭越的机会。”即便如此，在职责分工上，仍出现了重大的变动：1993~2006年，当时浦伟士和庞约翰两位主席在任的时候，在日常管理的层面上，他们比行政总裁更强势。然而，从2006年起，传统平衡被打破了。2006年7月，葛霖在汇丰控股董事会讨论新的职责分工时，对主席一职的角色发表了评论：“他不会参加集团管理委员会的定期会议，但是可以看报告，也可以定期和集团行政总裁和他的直接下属见面。相反，针对他主要负责的事务，他可以自由发表看法，这些事务包括经营战略、公司治理、对内对外代表公司的最高形象以及监督集团的行政总裁。”“集团行政总裁的职责则是领导管理团队，按照批准后的经营战略交付经营业绩。”









2006年，葛霖与科威特汇丰银行行政总裁尼克·尼科拉乌和当地员工在科威特城分行内合影留念


毫无疑问，职责分工的变化部分体现了汇丰认识到，公司管理规则需要与时俱进，但是，同时也反映了葛霖和纪勤两人在专业背景和职业素养方面泾渭分明的特点。

《今日管理》杂志在葛霖即将就任集团主席一职时刊登了一篇人物专访，其中提到：“他理性、睿智，讲话时语调平稳；他身形单薄，使他看上去似乎有点朴素；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每周日上午总是去教堂做礼拜，他曾经撰写出版过一本书：《侍奉上帝还是跪拜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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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和金融市场》（1996年）。”此篇专访的作者克里斯·布莱克赫斯特补充说道，葛霖的爱好包括“聆听喜爱的歌剧，阅读经典的小说”；他显然对英式橄榄球毫无兴趣，这足以明确反映出他并不是完全由汇丰银行的核心传统文化锻造出来的。当时，葛霖已经57岁，他的父亲是布莱顿地区的一名律师。在1982年被招聘进汇丰集团规划部门之前，他曾经在牛津大学研读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在英国海外发展部工作了7年，随后又在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工作了5年。1985年，他负责筹建汇丰全球司库业务部门，到了1992年，他被任命为集团司库，主要负责全球范围内汇丰司库和资本市场的营运；6年之后，他加入了汇丰控股董事会，担任执行董事，负责投行和市场部门的业务营运；2003年，他接替韦志诚出任集团行政总裁。毋庸置疑，新任集团主席缺乏他前任们的那种领导魅力，但是，葛霖的确带来了极其专业、缜密的分析才能，可以脱离具体事务、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来审视他所领导的组织的能力，以及虔诚维护汇丰的文化、延续性和可持续性的行动——在采访的时候，他不断向布莱克赫斯特提及这三个概念。

纪勤的背景完全不同。1973年，纪勤在他19岁的时候加入了汇丰，在随后的33年里，他在北美和南美、亚洲和中东等地外派工作了27年；1997~2004年，由于成功使巴西收购项目起死回生而声名鹊起，随后，他荣归伦敦，担任英国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长期的海外经历使得他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和难以对付的管理者。2007年，在回应某位同事希望推动在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扩张计划的时候，他对此评论道：“集团目前对拉美的看法很幼稚，对此我有点忧心忡忡。”并且补充说道，那位同事“从来没有经历过拉美地区的经济衰退（我经历过4次），不知道在政府没有法律约束的执政下，在更加恣意妄为的央行干预下，任何东西都处在反复无常的变化之中”。2003年，汇丰内部的一份关于纪勤的报告指出：“他有着极其出色的经营业绩记录，在战略思维和商业敏锐力方面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具有强势的领导风格。”2009年，在《今日管理》的另一篇人物专访中，布莱克赫斯特称他语速很快，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汇丰内部，纪勤以严厉著称，但是，他却是一位公平的经理，总是设定清晰的目标。他做事果敢，思维敏捷，因此，他也容易发怒，不够耐心。”他总是不知疲倦地亲力亲为，在这个方面与浦伟士的风格很接近。在同一年里，有一份会议纪要曾经提出：“集团管理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必须把他们的费用报销单呈交给纪勤审批。”同时，与浦伟士风格一致，他也十分注重与员工的个人关系。有一次，在即将开始他年度全球巡回员工沟通大会之前，他告诉布莱克赫斯特：“没有什么事比听到一线员工的声音是更令我兴奋的事。这太神奇了，即使在不同的国家，你要留意观察同一个话题多久会重复出现，而当它们真正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人们所担心的，也就是问题所隐藏的地方。”









2007年，纪勤在某次巡回员工沟通大会上讲话


2006年9月，在即将结束他首次全球巡回沟通大会的时候，他给一位前同事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

11天前，我们全球巡回沟通会的第一站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随后我们一路走遍美洲、欧洲和中东，最后来到几个亚洲国家。几小时之后，我将开始香港站的活动，然后再飞去上海，明天上午将在北京结束整个巡回活动。

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日程安排上，这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要在12天里跑遍19个国家，光是飞行时间就要超过84个小时，飞行里程大约为8.6万公里。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去的地方也只占到汇丰所覆盖区域的1/4。这真是一个庞大的集团！

我愿意接受这种挑战，因为我希望聆听人们真实的声音，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我希望如此，“全公司联合起来”的主题正是未来股东价值将被发现的地方。

纪勤鼓励台下的员工：“联系起来一起思考。”而从参与其中的3万名员工的反馈来看，效果十分理想。来自新加坡的安娜·德霍雷辛加姆表示：“当大会结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世界上唯一可以与花旗抗衡并打败它的就是汇丰银行。”对纪勤和他的同事们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说服持悲观论调的外部人士，汇丰联合起来的总价值，要远远超过多元化、甚至有时候令人困惑的各业务部门简单加起来的总和。


仰卧起坐


2006年6月，正当葛霖和纪勤时代步入正轨的时候，一位外部证券分析师在给汇丰的报告中总结了市场上对汇丰的不同看法：“增长管理战略：进展貌似令人信服。”“你们在收购方面的表现向来很好。”“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汇丰不感兴趣。”“依然担忧家庭贷款公司的问题。”7月底，中期财报的结果显示，利润增长了18%，这是由于新兴市场和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表现特别强劲；然而，汇丰股价却下跌了3便士，回落至每股971便士，导致一位评论员指出：“汇丰肯定想知道，它应该如何讨好投资者”。令人感到有点痛心的是汇丰和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的对比，后者的高层团队在向投资者和分析师成功地介绍了促进增长和提高营运效率的战略之后，股价在9月份的时候上涨到每股10.39英镑。纪勤刚从全球巡回活动回来，一两天后就给最高层的同事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问道：“我们怎么办？”他显然对此感到十分恼怒，继续严厉地说道：“我对我们自己越了解，越了解高管团队和整个汇丰团队的素质，我就越发肯定，行业内没有其他人有资格能够实施‘全公司联合起来’的战略……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真正核心的地方，并且同时成为世界上提供低成本金融服务的主要机构，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有机会实现内生性收入增长。我们要做的就是分清轻重缓急，聚焦在最重要的工作上，用我们的勇气和活力去实施我们的战略。”

事实上，到了2006年，集团业务中在两个主要部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只不过，还不为人知罢了——碰巧，这两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刚开始时才收购进来的。第一个问题地区就是墨西哥：2002年，在收购墨西哥国际银行之后，汇丰试图在那里引入汇丰的行为准则和监管规范，特别是在反洗钱领域，然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最终出现了严重纰漏。结果在2012年，美国参议院最终发布了措辞严厉的调查报告，这对汇丰银行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打击（第二十七章将会介绍这一事件）。与此同时，到2006年年中，第二个潜在的问题出在了家庭贷款公司上，此时距离那次充满争议的收购仅仅过去了三年。在最新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葛霖指出：“我们在美国以分行为基础的消费信贷业务，在几个新产品销售实现增长的帮助下，包括在细分客户市场上实现次优级贷款增长，因此，在贷款业务方面又实现了创纪录的业绩增长。此外，2005年，Decision One抵押贷款公司通过其在线报价引擎实现贷款金额127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4倍。”然而，在家庭贷款公司上，令人感到极其不安的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由于远离集团中心而造成疏于控制的情况，因此，一个根本上漏洞不断的风险管理模式与考虑欠周的扩张计划，正好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相遇在一起（第二十五章将详细介绍这项大胆而最终彻底失败的收购行动）。

不可避免的是，挖掘真相的过程令人十分痛苦。2006年9月底，汇丰控股董事会被告知，美国住宅市场出现了放缓的情况，尤其是汇丰金融公司（其前身就是家庭信贷公司）进入的抵押贷款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在随后的讨论中，纪勤对“所有相关人员表示了失望”，认为他们“没能早点发现汇丰金融公司恶化的情况”。汇丰金融公司第三季度的业绩显示，渎职情况出现了上升趋势，这最终导致在11月中旬管理层与分析师召开了一次尴尬的会议——纪勤私下里表示：“坦率地说，我们的回答都站不住脚，尤其在面对指责时，说我们在业务发展中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对此，我们真是哑口无言。”随后，在12月5日，市场交易最新简报显示，美国贷款违约率继续恶化，不出所料地造成汇丰股票下跌14便士，回落至每股923便士的水平，创下半年来的最低点。糟糕的情况导致汇丰上下一点也没有圣诞新年的节日气氛。在圣诞节前，伦敦金融界一名顶级基金经理指出：“汇丰放弃了亚洲业务，转而到美国去开展活动住房贷款业务。”他还称葛霖“玩忽职守”。而到了新年前夕，汇丰股票全年下跌5便士，与此对照，巴克莱、劳埃德、苏格兰哈里法克斯和皇家苏格兰的股价和实际富时100指数都实现了两位数的上涨。

2007年年初的几周里，情况凶险，尤其是在1月中旬之前，《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三篇极其严厉的批评性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把汇丰描写为“近年来投资失败的典型”，并饶有兴味地引述了汇丰的一位竞争对手的评论：“当初它看待英国其他银行的样子，好像它们是从奥林匹斯山下来的众神——但是，现在，即使是受人敬仰的众神，也似乎显露出致命的弱点。”另一篇文章则预测，在两年之内，皇家苏格兰银行的市值将增长2倍，从而超越汇丰的市值，并表示：“如果弗雷德·古德温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话，他将应该再次获得封爵的荣耀。”《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第三篇文章，其标题就点出文章的核心要义：《汇丰的大班们需要学会谦卑》。很快，更糟糕的情况再次来临，在2月7日，汇丰控股董事会无奈之下授权即刻发布交易最新简报，这被市场广泛解读为利润下降的预警。简报宣称，由于美国抵押贷款账簿的问题继续恶化，整个集团将提高贷款准备金水平。分析师预计将在88亿美元左右，而汇丰在3月公布的全年财报显示，实际的准备金规模比市场预计的还要高出20%。第二天，纪勤向分析师一再表示：“再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了。”而与此同时，股价再次下跌14便士，至每股917便士的水平。9日，他向非执行董事们表示：“除了那次电话会议外，分析师认为它有助于了解事情真相，市场对此持负面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自那时起陆续公布的分析师报告的观点不一，有些分析师判断所有的坏消息都已经体现在股价上了，而另一些分析师则认为还有更多负面消息将会出现。”

总之，局势令人沮丧，尤其对那些具有历史感的人来说，更是无比感慨。一位居住在威拉尔、领取退休养老金的人给葛霖写信，在信中称：“我19岁那年就加入米特兰银行。两年前，在为银行服务了将近40年之后，我从汇丰银行退休。当年，克罗克银行所带来的创伤几乎彻底摧毁了米特兰银行，因此，当以谨慎经营、稳健投资和强势管理著称的汇丰银行收购米特兰的时候，该行动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欢迎。因此，当与克罗克银行犯一样的错误，即对美国投资疏于控制和指导，似乎将会再次重演的时候，我感到悲哀，而且非常担忧。”

在随后的6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局势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下来。2月8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纪勤告诉记者：“责任在我身上。”他现在全身心、专注地处理此事，撤换了美国的高层团队，努力控制家庭贷款公司的问题。3月，他对外宣称：“将会花费2~3年的时间，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他还宣布了2006年全年经营业绩：尽管受到次级贷款损失和106亿美元坏账准备金的影响，但是银行依然实现赢利22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在这些利润中，墨西哥、中东地区、集团内所有私人银行业务以及亚太地区（除香港之外）的商业银行，首次分别贡献了10亿美元以上的利润；同时，亚太地区贡献了39%的利润，拉美地区贡献了8%，这些都表明新兴市场的业务在集团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参阅第二十一章）。分析师们相当普遍的看法是“汇丰重新回到了业务的根基上”，而在春天和夏天期间，汇丰投入了巨大的努力，与投资者和分析师展开了大量沟通，试图向他们展示，集团拥有不可动摇的基础实力。7月底，随着中期财报的发布，巨大的投入获得了回报：《金融时报》的文章标题为“汇丰重新步入正轨”。报道称银行利润增长13%，而美国次级贷款的问题开始平稳下来。一位雷曼的分析师给纪勤发来了一封邮件，称“公布的业绩数字无疑给市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补充说道：“更加重要的是，利润的质量和可持续性给了人们很大的安慰，尤其是——正如你所知，在目前市场环境相当动荡的背景下。”

真正的动荡就要到来（参阅第二十六章）。2007年8月11日，吉莉安·泰特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金融市场总是在人们恐惧和贪婪的微妙平衡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现在，平衡的指针大幅度指向了恐惧。”她在撰写此文的时候，信贷紧缩危机刚刚开始了两天，而1个月之后，英国建房互助协会的北岩银行，由于无可救药地过度依赖银行间市场而陷入倒闭困境。对于汇丰来说，由于流动性充裕、业务经营的多元化和坚实的资本充足率，现在它比其大多数竞争对手都更具优势，而且，7月27日，汇丰控股董事会还接受了斯图尔特·牛顿的建议，考虑到“在目前市场环境下，更恰当的选择是削减业务增长，而不是增加信用风险”，因此，银行应该在短期内放弃18%的股本回报率的目标。9月，集团宣布，汇丰金融公司已完全退出非优质批发抵押贷款业务。在北岩银行倒闭前夕，欧智华向集团管理委员会保证：“集团的流动性非常好，商业票据正在被替换。”当月晚些时候，纪勤可以有底气地告诉美国监管部门，那段时间信贷市场的动荡“没有对集团的存款基础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事实上，正好相反，“集团没有从央行获得贷款，同时也没有这样的打算”。

信贷紧缩危机发生的时候，恰好有一位激进股东做出了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9月4日，（总部设在纽约的）骑士资产管理公司的艾瑞克·奈特，与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联合起来，向葛霖发出了一封言辞犀利、长达10页的信。信中宣称，他们发现汇丰的管理层“根本上缺乏志向和抱负”；同时对汇丰许多方面提出了广泛的批评，认为其表现不如同业银行和市场指数上扬那样强劲；公开信断言，自90年代以来，汇丰把资产从香港和亚洲逐步扩大至欧洲和美国，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企业价值，正如同“汇丰试图打造一个主要投行和资本市场业务的策略一样，执行起来漏洞百出”。总之，“令人感到悲哀的真相”是，“汇丰已经沦为被沽空的股票，因为人们已经确信它的表现弱于大盘”。

此信很快就成了人人皆知的秘密，媒体对此的反应褒贬不一。《泰晤士报》的詹姆斯·哈丁称奈特的观点“证据充分”，然而，伦敦金融界的资深评论员克里斯多夫·菲尔德斯虽然也承认家庭贷款公司是一个“耻辱”，但是却提醒汇丰，不要放弃“与众不同的做事方法”。在汇丰，葛霖和西蒙·罗伯森（资深非执行董事）都给奈特回了信，但是，两人都没有在原则立场上让步；到了10月初，在给一位前董事的信函中，葛霖觉得有理由宣称：“迄今为止，普遍的反应似乎是奈特先生选择了完全错误的时机。”或许时机真的错了。早在2月份，《欧洲货币》的阿比盖尔·霍夫曼在她活跃的专栏中就撰文指出，汇丰由于遭遇家庭贷款公司的磨难而“显得滑稽可笑”，但是，现在已经是2007年的秋天，“当其他人倾尽全力来把那些以缩写命名的魔鬼资产收罗起来的时候——如CDOs（债务抵押债券）、SIVs（结构性投资工具）和LBOs（杠杆收购），而汇丰看起来却想在一个混浊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她继续补充说道：“至少我们知道，它没有沉沦下去。我已经接到无数人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准备把储蓄从其他银行转移到汇丰。”


渡过危机


在随后的10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即从2007年秋到2008年夏，似乎出现了虚假的战争。对汇丰来说，它继续全力处理美国的问题，喊出的口号是“谨慎”——同时要与有很大把握成功的差异化竞争策略相结合。谨慎的例子包括中止了不合时宜的增长管理战略计划，因为高级管理层重新校准了风险偏好的框架；拒绝参与政府有意撮合的解决方案，单独或组成银团来收购北岩银行；在市场依旧允许的情况下，以不错的价格出售了7家法国区域性银行的分支机构。2008年3月公布的全年财报显示，利润同比增长10%，达到242亿美元，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尤其在亚洲）出现了强劲的增长，而美国的坏账涉及数额却上升了63%，达到了170亿美元。瑞银分析师指出：“作为美国最大的次级贷款公司，却在2007年交出了一份创纪录的业绩单，这显示了汇丰银行的可怕实力。”他还认为：“这是一家高速制造现金的银行，因此，它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其他同业银行梦寐以求的实力优势。”到了2008年的夏天，公众普遍认为，由于银行业到处都存在赢利水平急剧下降的情况，葛霖有理由为汇丰实现“反弹”业绩而欢呼，汇丰也有理由被作为防御性股票品种而保留适当的溢价。

骑士资产管理公司的情况怎么样了呢？2007年12月，葛霖告诉浦伟士：“令人欣慰的是，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投资者或分析师的关注。”而在媒体上，《标准晚报》的城市专栏编辑克里斯·布莱克赫斯特的观点出现了发人深省的大反转。那年10月，他刊登了一篇大体上正面的奈特专访，奈特在文章的标题中被描述为“说话柔和的戴维向银行业的巨人宣战”；但是，在圣诞节前夕，他的另一篇文章的标题则完全不同：“汇丰可以对那个激进分子的夸夸其谈听而不闻”。2008年3月，《银行家》把汇丰放在世界500强金融品牌的榜首位置上；在7月，在持续经历了一段汇丰股票表现优于英国的同行之后，霍华德·戴维斯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引人注意的观点：“用汇丰银行的市值，在买下巴克莱、苏格兰哈里法克斯、皇家苏格兰和劳埃德等银行后，还剩有零头。”

之后，历史进入了2008年9月和10月。在金融危机的中心，雷曼兄弟、美林证券、皇家苏格兰、苏格兰哈里法克斯和其他金融机构，不是陷入倒闭，就是被别人兼并。在金融风暴中，汇丰的本能反应是维持“开门营业”，而与此同时，他们想方设法对危机加以控制。到了9月下旬，鉴于前景持续恶化，资产价值越来越不稳定，高级管理层同意，“到2009年年底，计划减少2 000亿美元的风险加权资产”。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里，汇丰做了一个好公民的本分之事，尤其是向伦敦银行间英镑市场提供了合理被命名的“大量的流动性”（在某个时刻达到了每天10亿英镑的规模），换言之，当其他英国银行无能为力的时候，汇丰挺身而出。四面楚歌的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随后把葛霖认作是向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支持”的少数银行家之一。

不过，对于还在开门营业的汇丰来说，有一件事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重要，那就是当许多竞争对手丧失完全的经营和决策自主权的时候，汇丰必须保住这种权力。10月7日晚，接受考验的时刻出现了：几小时之后，英国政府就准备宣布对陷入困境的英国银行实施紧急救助计划。汇丰没有陷入困境，但是，达林和他的顾问们想让汇丰这家英国银行也参与由政府主导的资本重组计划。那天深夜，纪勤告诉范智廉，他刚刚和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交换了意见：“如果向汇丰提出任何建议，如我们被要求做任何可能会干扰我们全球业务整体管理或有害于我们股东利益的事情，我们都需要仔细评估，包括要时刻准备好，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把汇丰总部撤离英国。”最终，类似建议没有出现，第二天，英国汇丰银行确认参加整个行业加强资本充足率的行动。葛霖马上给全球的高层同事发去邮件：“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含义是，我们将利用自己的融资资源，来让英国分支机构遵守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目前没有准备通过政府资本重组计划来提高资本充足率。你们将认识到，对于汇丰银行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就这样，10月9日，集团向英国汇丰银行注入了7.5亿英镑，发布的新闻稿再次强调：“截至2008年6月30日，汇丰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8%，存贷款比率为90%。”因此，汇丰“没有参与英国政府资本重组方案的计划”。

总之，这不是大家幸灾乐祸的时候，但是，有些人确实注意到了银行之间的区别。影子大臣乔治·奥斯本公开表扬了汇丰，称其多年的“谨慎”终有回报；10月下旬，汇丰宣布以6.07亿美元收购新兴市场上印尼经济银行的控股股份，这被金融记者认为是汇丰“显示其实力，表明它能够禁受住银行危机的考验”；之后不久，在审视了满目疮痍的全球金融界之后，《新闻周刊》认为汇丰“是全球最大、也是最明显的银行业新巨人——入选幸存者俱乐部的银行都是当别的银行还在继续挣扎、萎缩和消失的时候那些乘机发展得更为强大的银行”。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随着全球经济失控并陷入混乱，汇丰试图强化市场的积极因素，它主要在2008年12月初同时实施了两项计划：首先在全球范围内，汇丰推出了50亿美元支持中小企业的基金，其中10亿英镑定向支持英国的商业客户；其次，汇丰承诺在2009年期间向英国客户提供价值150亿英镑的抵押贷款，这相当于在2008年抵押贷款资金规模的基础上再增加20%左右，而且推出的时机正好是在住宅市场的资金供应几乎枯竭的时候。然而，集团全球银行和市场部门（它的前身就是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却是另一番景象。2009年年初，欧智华向汇丰控股董事会建议，未来“全球市场部门应该考虑如何利用集团在1994~2003年开发出来的业务模式（主要是在欧智华本人的主导下）——这种模式是基于客户的业务特点，承担流动性市场的一般风险”。他补充道，不幸的是，全球市场部门“2004~2007年时脱离了久经考验的成功模式，转而打造一个结构复杂的新产品业务”，因此，“第一步就是应该从这些业务中退出”。在更广的范围内，汇丰也会撤离伦敦吗？几周后，葛霖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汇报他与英国政府大臣们“近期会谈”的情况，指出：“他们保证，政府不会对英国银行业实施国有化。”因此，董事会同意：“鉴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的变化情况，应该评估集团注册所在地的问题。”

但是在那个冬天，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占据着观察者的头脑：在美国次贷危机日益严重和亚洲小龙明显失去往日活力的双重背景下，汇丰是否觉得有必要实施股票认购权发行，以便筹集更多的资本？2009年1月中旬出现的市场躁动，导致外部压力逐渐增加。14日那天，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认为，随着利润下降，汇丰或许需要筹集约300亿美元的资金，市场听闻此言之后，汇丰股票应声暴跌8%，直至每股589便士，创下10年来的新低。而在随后一周，《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猜测汇丰将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资金上的支持。汇丰在第一时间予以否认——“汇丰没有寻求英国政府的资金支持，也无法预计是否会出现需要采取类似行动的情况”。不过，据《南华早报》的引述，一名香港金英证券的分析师的看法却一针见血：“归结起来，现在的问题就是投资者的信心问题。市场要求银行具有比以往更强大的资本实力。”到了2月中旬，经过了长达5个月的准备，汇丰控股董事会同意实施股票认购证发行的方案：3月2日，在公布2008年全年财报的同一天，汇丰宣布了这项决定。

结果，那真是难熬的一天。全年财报公布的利润只有93亿美元，连2007年利润的一半都不到；北美地区的亏损超过了150亿美元，部分原因是跟家庭贷款公司收购相关的商誉减值，其金额高达106亿美元；汇丰宣布将停止通过汇丰金融公司发放消费贷款，并且将关闭800家美国的分行网点；葛霖公开承认，“事后看来，我们真的希望没有收购过”家庭贷款公司；同时宣布实施金额高达125亿英镑的股票认购权发行的方案——这是汇丰银行二十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立刻引起汇丰股票在伦敦交易所暴跌20%。

在随后几周里，随着汇丰提供了经过仔细论证和令人信服的方案细节，股票市值损失很快就被挽回，至少是部分挽回。到了3月底，欧智华在向同事们总结最新进展的时候指出：“向投资者传递的信息是，通过股票认购权发行筹集的资金将用于保持汇丰传统的财务实力，并且把核心资本充足率的目标区间的上限提高到10%。这些资本将加强汇丰在应对经济环境动荡的影响和不可预见事件上的能力。”至于投资者对此的反馈，欧智华介绍说：“银行重申了中期范围内股本回报率将会是15%~19%，并且使用传统的股票认购权结构，这些获得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在总结时，他尖锐地指出：“目前管理团队不希望开展任何新的融资行动。”

在发行了股票认购权后不久，葛霖告诉汇丰控股董事会：“尽管经营环境依然充满挑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继续充满挑战，使得收入增长显得极其困难，“现在管理团队精神饱满”。2009年8月，当汇丰和巴克莱分别公布了中期财报之后（汇丰的利润下降了51%，仅为5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利润来自于全球银行和市场部门），《金融时报》的报道标题或许会是“汇丰和巴克莱禁受住了全球金融风暴”，但是到了2010年年初，高级管理层越来越现实地面对外部糟糕的环境，以至于放弃了在长期范围内实现股本回报率15%以上的目标，而在短期范围内，2010年的股本回报率预计只有7.5%。3月公布了全年财报（按实际基准计算，利润为133亿美元），各方的反应褒贬不一，其中《金融时报》Lex专栏发表评论认为：“汇丰的股价（每股682便士）停留在1.6倍账面价值的水平上，在发达市场同业银行平均0.9倍和更纯粹是新兴市场专家所预测的2~3倍的水平之间。”而《每日电讯报》“质疑者”专栏则倾向于认为：“全能银行模式在面对过去60多年里最糟糕的经济衰退时已经证明了它具有顽强的弹性，因此，只有愚蠢的投资者才会把汇丰从他们的投资组合中去掉。”3个月之后，2010年6月，在“新常态”的背景下，汇丰高级管理层齐聚香港，讨论下一步的经营策略：一方面，“低利率的环境周期可能会继续延长”；另一方面，“监管和政治环境具有更强的侵略性”，这些情况“都将长期与汇丰相伴”。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论，但是，在个人理财服务显然会为集团利润做出重大贡献的背景下，会议确立的一项战略重点是“评估汇丰的财富管理模式和实力，以期在这个领域实现世界级的目标”。

如果收入增长的挑战是一个一直存在的主题，那么另一个主题就是集团的业务重心向东方转移，这在2009年9月的时候特别明显。主要的迹象出现在25日：在世界各国领导决定用G20（吸收了中国和印度）来取代西方主导的G8作为主要经济论坛的背景下，汇丰当天宣布，自次年2月起，行政总裁将搬迁至香港办公。这条新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即汇丰是否会最终把注册地迁回香港。但是，更直接的设想则认为，这一举措是汇丰雄心勃勃的中国扩张计划的一部分。2009年全年业绩显示，汇丰很大一部分的利润来自于亚洲，纪勤对此表示满意，并且指出他现在正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核心地区”来管理汇丰集团；2010年6月，位于上海浦东生机勃勃的商业繁华地带的汇丰全新的中国总部开门办公。当月，一位欧洲投资者指出：“对银行侧重在新兴市场还是在发达市场发展，我们没有特别的偏好。”但是，对汇丰来说，它无疑清楚地认识到哪里才会出现更加激动人心的未来。


走向未来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一项非常不同寻常的高层人事变动出现在了各家媒体的头版上，虽然有将人引入歧途之嫌，但是却令人们兴奋不已。事件的缘由是2010年9月葛霖接受了邀请，出任英国政府大臣。他原先计划在次年春天退休，因此，由资深独立董事西蒙·罗伯森主导的继任计划，已经按部就班地启动了，但是现在，进程必须加快。博彩公司帕迪鲍尔很快开出了热门候选人的赔率，最热门的当属纪勤和约翰·桑顿，而英国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的赔率则超过了100倍。若援引先例，考虑到他的前任们都荣升为集团主席，则纪勤最为优先，但是，若从公司管理规范的角度来看，如果需要从外部挑选集团主席的话，那么桑顿最有可能，因为，尽管他是汇丰的非执行董事，但是他大部分的工作经历都在高盛公司。然而，集团主席的宝座最终却留给了财务总监范智廉，而在那一刻纪勤也明白，该是他离开汇丰的时候了。9月13日，纪勤和罗伯森见面之后给他发去了一份邮件：“你尽可以放心，我将依然是汇丰最铁杆的粉丝。”他也第一时间向范智廉表示了祝贺。这样一来就为欧智华出任集团行政总裁铺平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罗伯森秉持着清晰的策略，在听取了一些主要股东的想法之后，认为新高层组合的两人应该具有互补的性格特质，从而能够在2010~2020年初期应对各种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他取得了成功。

自1995年以来，范智廉一直是汇丰的财务总监。按照汇丰的传统，财务总监一职总是由苏格兰人来担任，同时，他也是一位英式橄榄球的狂热爱好者，而且兼具冷面幽默的特点。有篇人物专访曾经写道，在生活方式和礼仪举止上，他“根本不是那种雍容浮华的银行家”，但是，他“很受员工的喜爱”，银行内不同业务的人都对他很支持；“在投行分析师的圈子内，他赢得了实话实说的美誉”；而且，特别关键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是“监管部门信得过的人”。

但是，范智廉一向不是在一线拼杀、为银行赚钱的银行家，这与更为高调的欧智华有所不同。自1980年加入银行以来，欧智华一直在司库和资本市场这一业务部门工作。2000年，一份内部报告曾经描写到：“他已经证明自己具有管理技能、智慧、才能、商业头脑以及出色的业绩记录。两年之后，就缩小汇丰在韩国开展司库和资本市场运作一事，他给高层同事发去了一份邮件，从中可以管中窥豹，体会他言简意赅、冷静客观和高度专注的处事风格。在邮件中他坚称：“我们不能指望韩国将会完成计划。没有信贷支持，交易所没有什么客户，为了跟上计划，需冒着风险开展自营业务。1996年，我建立了区域交易中心制度和风险分散的架构，从而把80%的自营业务风险集中在香港。这种方法运转良好。因此，很显然，我不会支持在韩国开展自营交易业务。它不会成功。”跟欧智华打过交道的人，没有人怀疑他的才能。例如在2006年，他参加了由中国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会议，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戴相龙市长很赏识欧智华的才能，称赞他在如此规格的高层会议上能够细致地整理出商业计划要点，这使得他在与会人员中脱颖而出”。而早在80年代，他就成为首位从通才型转为专业型的国际行政人员。一开始的时候，他担任货币交易员；从2007年以来，他在领导汇丰银行安然度过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现在，他又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了集团的大格局上。

他和他快速组建起来的高管团队所接手的汇丰，其利润的地域性分布和2003年收购家庭信贷公司之后的情形完全不同。2010年，大约61%的利润来自于亚太地区（首次，香港的利润贡献略微低于其余亚太地区）；在其余地区，23%来自于欧洲，10%来自于拉美，5%来自于中东，而只有1%来自于北美（虽然只有加拿大汇丰还在继续赢利）。如果按照4个客户群和全球业务来划分，2010年业务状况与7年前的状况也有着明显的区别：2010年，大约47%的利润来自于全球银行和市场业务，30%来自于商业银行，而个人、非企业客户贡献的利润不足25%，其中，18%来自于个人理财服务，5%来自于全球私人银行业务。至于全球排名，2011年《银行家》杂志排出的世界前1 000家银行，主要是根据2010年年底的财务数据而确定的。汇丰在财务实力（核心资本）上排名第三，在规模（资产）上排名第四，在税前利润上排名第五；在每一项排名上，花旗这个老对手在21世纪初的时候都占据着榜首的位置，而现在则全面落后于汇丰。









欧智华和范智廉


在新的体制下，2011年1月，汇丰对全球业务从根本上进行了重新评估——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了重新调整。当月，在召开战略会议之前，汇丰控股董事会收到了一整套报告，其中有一些报告反映了汇丰2010年令人担忧的状况：成本效率比为55%，远远高于目标区间；股本回报率为10.4%，在全世界最大的25家银行中的四分位偏差值是最低的；至于本地市场的平均回报率，在许多市场上的表现低于平均水平；特别是在个人理财服务方面，除了英国、美国和香港之外，风险加权资产的回报率只有0.9%，大体相当于8%的股本回报率。或者，正如那个时候欧智华就汇丰的表现直言不讳地向高级管理层所言：“股本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在两年内成本增加了40亿美元，但是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收入增长。”董事会大致听取了欧智华和他的团队准备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汇报，而2月底在公布全年财报的同时，汇丰也宣布在5月将会安排一个投资者日的活动，由新组建的管理团队介绍重整计划和安排。

全年财报显示，利润低于预期，只有190亿美元，这导致其股票价格下跌了将近5%，回落至每股678便士。在随后几周里，投资者和分析师都犹豫不决，甚至表现出悲观的情绪：

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存在着许多拖累增长的因素。

管理层需要展示出他们在业务上真的要比同业银行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

明天股价将继续盘整。

4月中旬，《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长达三页的评论性文章，尖锐批评了汇丰银行，确认了汇丰需要重新调整业务的必要性。这篇文章呼吁欧智华“把这家伟大的银行从平庸中拯救出来”，同时宣称，汇丰“已经在香港取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它在美国的表现十分差劲，在其他地区也乏善可陈”。文章指出，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开展的一系列收购使得集团内部缺乏连贯性，并且认为在欧智华的议事日程上应该不仅包括削减成本的计划，而且“应该简化银行的联邦架构，处理好既得利益的情况。对表现不好的业务部门不应予以容忍，对于那些无法达到集团要求的，要么令其关门歇业，要么分拆出售”。后来的发展很快就显示出，这些结论与新管理团队准备着手解决问题的工作思路，大体保持一致。

2011年5月11日是投资者日，在这一天，汇丰为投资者举办了13场不同内容的报告，而当天的关键信息就是欧智华在报告开头所提出的汇丰未来的发展战略。在报告中，欧智华介绍，自1995年以来，汇丰的股东总回报率达到了542%，与此对照，MSCI全球银行指数仅上涨了81%。但是，他也指出，在过去10年，与市场相比，汇丰股价已经趋于“大致平稳”，同时他也承认“在危机时期持有我们股票的原因与经济复苏的关联度在下降”，而且“在那些更敏捷的竞争对手面前，我们正面临着一步步后退的危险”。于是，他提出了三大主张：首先把“国际连通性”作为汇丰主要的竞争优势，而集团下面所有的商业银行（“汇丰的DNA”）将会被充分利用，并把它连接到新兴市场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流通中；其次，把零售银行业务限制在那些可以实现规模效益的地区；第三，应用一系列系统“过滤器”来确保从今以后在进行资本分配时，“不讲情面、讲究纪律”。

大概9个小时之后，欧智华在总结性发言中指出：“我们的业务构成很复杂，我想在传统上我们苦于讲述连贯一致的故事，告诉股东们为什么要持有我们的股票。我希望今天的活动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从此我们将走上纠正历史错误的漫长旅程。”总之，这是更为精练、更为恰切的汇丰愿景，在那个时候，它在87个国家将拥有30.7万名员工。在经过了以价值管理为核心的10年发展之后，它已开始回归到更接近于其历史传承下来的业务模式。




[1]

 出处来自马太福音6：24：Ye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 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和贪欲之神。——译者注





第二十章






大中华区：实现关键性转折的突破




在 
 亚洲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日子过去几年之后，“快乐而自信的早晨”又开始慢慢重新回到了香港。难道有些东西从根本上就可能出现问题吗？2002年11月，亚太地区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麦雅文指出：“廉价出口的成功秘诀已经过时，对于如何能够重新激活香港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他有点沮丧地表示，在本地著名的企业家阶层中，他观察到“敢于冒险的文化精神有所减退”。通货紧缩持续至2003年，雪上加霜的是，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当年7月，《亚洲金融》杂志刊发了一篇重要文章，其标题十分醒目：《东方的威尼斯》。在文章中，记者斯蒂芬妮·韦（音译）认为这些都是香港面临的问题——包括转口贸易正在面临深圳港的竞争威胁，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教育水平面临下降的危险，更不用说一旦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之后，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给香港带来的竞争挑战。长期来看，香港事实上存在着与16世纪的威尼斯十分相像的衰落危机。

2003年，香港的苦难又因非典疫情而加深。在春天的时候，正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传染最严重之时，最终，非典疫情造成299名人员死亡，包括在总部大楼汇丰个人理财服务中心工作的伊娃·许（音译）。在商务人士和游客对世界卫生组织有关远离香港的建议严格遵从的情况下，艾尔敦完全清楚地意识到汇丰所肩负的更大责任。5月，他在报告中指出，银行“正在继续为陷入困境的客户给予关爱，想方设法地通过信用卡促销活动和其他手段，来帮助遭受最严重影响的餐饮业和其他行业的企业”。在集团内部，关键人物是负责人力资源部门的戴兆孚。5年后，他满怀骄傲地回忆道：“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那时候，柯清辉是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他处在第一线，是指挥中心，来确保如果我们需要每天开两次会，那么便能开成。我们有营运团队——龙安德和他的团队成员——开始包办一切后勤保障工作，从采购消毒剂，到深度清洗，到一切可能的细碎小事。内部沟通团队由戴维·豪尔和他的团队成员组成，他们负责在这里张贴公告通知，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非常及时和公平地进行沟通。各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被赋予权力，在人力资源部门的帮助下，可以视情况自行决定。“我的叔叔得了非典，昨晚我和他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们他的病情，我不知道我是否也感染了，我可以请一天带薪的假吗？”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及时回应，从而给员工信心，让他们觉得银行把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可能受到了感染，可以最多请10天的假。疫情有潜伏期，我们需要确保他们没有受到感染。

戴兆孚总结道：“显然，这是最糟糕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个社会都陷入瘫痪状态，但是，从团队协同合作的意义上来说，这又是最美好的时代。”

到了2003年的下半年，经济形势也慢慢好转起来。8月的时候，艾尔敦指出：“在香港似乎出现了某种情绪上的变化，中国内地公开对香港给予强大支持，股市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体育和文化方面的活动也丰富了起来。”中国内地方面的支持很关键：6月底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两地经济活动中加深了双方更密切的联系，而内地居民也首次被允许可以以个人旅游者的身份访问香港——这是自非典疫情暴发以来对香港最有力的支持。香港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区域一体化，尤其是香港在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2005年，《远东经济评论》称赞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富裕和最国际化的地区”，虽然香港地区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足5%，但是其出口量却占到中国出口总量的40%。文章也打趣说：“对于那些只关注北京政局变化和上海璀璨夺目的摩天大楼的人来说，这些经济现实或许是奇闻逸事。”









艾尔敦


虽经过了时代的兴衰变迁，香港依然是汇丰皇冠上最珍贵的那颗明珠，为集团贡献的利润从来没有低于20%，而且常常是高出这个比例很多。2001年放松利率管制之后，汇丰十分成功地采取了应对措施，现在，管理层越来越密切、客观地重视如何使这种变化更好地被利用。汇丰推出了所谓的“看门人项目”，来系统保证分行经理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客户身上，而不是整天忙于应付烦琐的会议和文件。同时，集团对分行的架构进行重新设计，使之与集团业务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便把工作重点更集中于服务和销售。在实际工作中，这意味着分行在变得更大的同时，数量却更少了，与此同时，在与来自中国内地的银行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形下，集团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策略；2004年，汇丰非执行董事王鸣博士“对所谓的积极增长战略表达了某种担忧，提醒银行务必小心，不要激进改变汇丰的文化，或者改变其社区银行的形象”。


收购交通银行的股份


2003年10月，庞约翰在采访中表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巨人。在近代历史上，18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要远远超过美国。占世界人口22%的国家怎么可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不足4%呢？”庞约翰竭尽全力地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发展（当然汇丰在这种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掌舵汇丰这艘巨轮时，他在中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2002年5月，他告诉一位记者：“我是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每年3月在北京，我要共同主持（由汇丰赞助的）中国发展论坛。每年我至少要拜见朱总理两次，至少去中国访问三次。”他相信，这种直接的高层接触是不可或缺的。2003年3月，国际金融领袖集团向朱镕基总理递交了一封公开信，抱怨中国没能有效地履行在金融开放上的承诺。庞约翰对此表示：“我很高兴地看到，汇丰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封信上，因为我不希望汇丰参与类似的公开联署活动。”他还补充道：“如果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会进行私下交流。”关键的是，庞约翰自己对中国从来不以恩人自居，相反，基于对中国的巨大成就的真心钦佩和历史文化的真诚敬仰，他总是秉持着乐于助人和面向未来的态度。例如，他总是津津乐道，他如何与北京的一位退休工人在老房子里共度良宵的美好经历。

21世纪伊始，对于看着中国经济以惊人速度发展的外部观察者来说，银行的状况总会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2002年下半年，《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其标题就是“走向毁灭”，这篇冗长的文章详细介绍了持续困扰中国的巨额坏账问题。而一年之后，《经济学人》则具体关注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但是“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四大行（指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4家银行的员工人数超过140万）：“多年之后，它们成为由政府主导的向国有企业进行大量借贷的银行，它们更关心社会和经济的目标，而不是企业的利润。尽管拥有现代化的计算机系统，银行却在风险评估或资本定价方面一无所长。分行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与总行行长相比，分行行长与本地企业老板或省级领导联系更紧密。”

事实上，2003年有迹象表明，自上而下的巨大变化已经出现。据瑞银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回忆：“突然之间，大型银行发现自己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新成立了董事会和监理会。突然之间，每家银行都成立了筹备上市委员会。突然之间，政府到处开展招商活动，希望在银行上市之前，吸引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加盟，来收购一定比例的股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的动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反映了他们认识到需要引入外国银行的专长；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刘明康，在那一时期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席。2003年12月，他在接受《银行家》采访时坦率承认，如果想要纠正“企业管理缺失和市场纪律无效的问题”，没有捷径，唯有促进市场竞争，充分利用外国银行的市场作用，以及向国际标准看齐。

汇丰是在中国经营的最大的外资银行，20年来小心翼翼地守法经营，成为被中国政府充分信任的外资银行，从而在这场新的资源分配中占据了有利地位。2004年年初，当艾尔敦拜会刘明康的时候，刘“提到了外资银行有责任收购中国银行的股份”，并且表示，他指望外国投资者“保持适当的控制权”。事实上，汇丰已经向上海银行的员工提供了培训计划（自2001年以来，汇丰已经拥有了上海银行8%的股份），之后不久，银监会发表讲话，称赞外国合作者如何极大地帮助银行提高企业治理和管理的水平。从更大的范围来看，2004年5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机出现了。当时，温家宝总理访问伦敦，在向他汇报的时候，汇丰不仅介绍了自己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概述了其对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看法。汇丰表示：“中国拥有足够的资本和储蓄，可以为巨大的经济增长量提供融资保障。挑战在于如何通过改革银行的信贷流程，把这些资金转化为富有效率的贷款和投资。”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汇丰很想收购国有四大银行中的一家股份——这四大行都受到巨额不良贷款的拖累。相反，汇丰更偏向于收购交通银行的股份，以上海为总部的交通银行是中国第五大银行，人们一般都以交行或BoCom的简称来指代这家银行。交行成立于1908年，1987年时，交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成为现代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如今在中国各地拥有2 600多家分行网点。事实上，它的特定规模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一方面，它的规模大到值得进行少数股份投资，从而在利用股权投资机会的前景上，例如在零售和信用卡领域，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的规模又小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并且，从长期来看，把持有少数股份增加到持有多数股份，并非完全是白日做梦。当时，叶迪奇已经接替王浵世担任了中国汇丰的行政总裁，他认为交行是最理想的收购对象，而高盛公司受交行的委托，已经进行了前期的艰苦准备，搜索并确认一个外国战略投资者，并成功说服了北京方面的金融管理部门，称如果交行不被允许最终冲销14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并注入20亿美元资本的话，没有外国投资者会有兴趣进行战略投资。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表示乐观。2003年10月初，钱德拉塞卡尔（他是汇丰亚太地区战略和规划部门的负责人，人们通常称他为钱德拉）提出异议：“汇丰的渠道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的背景下，一个庞大的分行网络也就意味着与客户和员工相关的重大风险也会随时降临。”但是，庞约翰的观点得到了高级管理层和汇丰控股董事会的支持，他坚持认为：“这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机会。”最终，这种观点占了上风：到了当月底，汇丰提交了非约束性报价，准备收购交行15%的股份。

谈判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但是，到了12月，钱德拉的报告称，他与交行的总经理进行了积极的会谈，并且为未来谈判指明了方向。

吴先生表达了希望汇丰成为他们合作伙伴的强烈愿望，认为汇丰拥有覆盖全球的业务网络和优秀的品牌价值。尽管价格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他们更加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他们能够建立长期伙伴关系并开展广泛合作的战略伙伴。他表示，一旦法律允许，他们准备积极考虑我们希望在信用卡方面建立合资企业的要求；但是在抵押贷款、汽车金融和基金管理方面则热情不高，因为他们已经开展了这些方面的业务。他敦促我们考虑一个具有广泛内容的技术支持合作协议，因为他们不仅希望提高整体业务的管理水平，也需要改善公司管理的水平。

2004年伊始，银监会把单一外国股东在中国银行中所持有股份的上限从15%提高至20%，到了3月底，副总理黄菊在北京会见了庞约翰和艾尔敦，表示政府方面在所有竞标者中最青睐汇丰银行，因此，艾尔敦暗自相信汇丰能够胜出。艾尔敦给钱德拉发去了一封邮件：“虽然陷入混战之中，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抓住机会。让我们快速而谨慎地推动事情的发展。”

快速而谨慎的明智策略最终产生了理想的结果，8月6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签字仪式，确认汇丰银行将以账面价值1.8倍的价格收购交行19.9%的股份。之后不久，庞约翰私下里表示：“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对汇丰在帮助他们实现银行转型方面寄予厚望。似乎它是一块试金石，可借此来看一看中国的金融系统能否接受改革信贷发放流程所必须禁受的改变。”

艾尔敦把这称为“近年来外国银行在中国最大的一项投资”。这次举动无疑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远东经济评论》的封面报道是：《汇丰的咆哮：汇丰在中国市场竞争中领先一步》。而高盛的分析师罗伊·拉莫斯在报告中对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也不吝赞美之词，认为它“加强了汇丰作为迄今为止中国最领先和最具优势的外资银行的地位”。大多数香港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虽然比较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显得更为谨慎。标准人寿的安德鲁·索尔顿认为：“在他们如何遵守以及在这项收购案例中是否彻底遵守投资纪律的意义上，由于公开的数字并不可靠，我们只能依靠他们过往的良好记录。我感到欣慰的是，这种信任得到了有力支撑。在未来5年里，我预计这个项目不会产生正面的财务回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正在以值得信赖的方式进军中国市场。”汇丰本身也赞同这种有所保留的谨慎态度，尽管它更愿意强调这个项目的重大意义。7月，在收购被最终确认之前，钱德拉就已经指出：“总之，我们获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交易，将使集团可以喜悦地、高调地、标志性地重回我们的诞生地；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业务所具有的系统性风险。如果中国能够长期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并继续推行可持续改革计划，那么历史将会给出答案，判定这种探索性的努力是极其积极且富于远见的。”


管理伙伴关系


当然，交行不是汇丰在中国的唯一筹码。2005年9月，郑海泉（接替了艾尔敦担任亚太地区的主席）指出：“迄今为止，在上海银行上的投资很成功。”之后不久，一份战略报告指出，“我们应该与上海银行的高层保持密切的关系”，并且在提供技术支持方面，“应该继续遵守我们的承诺”。

平安是一家有着远大抱负、极其成功的人寿保险公司，2002年10月，汇丰购买了平安公司9.99%的股份，但是，结果却是汇丰在处理与平安之间的关系时十分艰难。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合资项目上，汇丰有点勉强地成为平安的合作伙伴，但是，对平安的最终目标却有点把握不住，而且在2004年2月平安银行已经组建完成。当年晚些时候，平安的马明哲向艾尔敦解释道：“平安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金融服务一体化的企业之一，而保险业务是平安的核心渠道。”同时，他对汇丰“尊重平安独立的管理风格、策略和企业文化”表示感谢，这话的潜台词是“汇丰只需向我们提供管理咨询和支持服务即可，而不要插手高管人选的安排”。2005年，汇丰把在平安的股份提高到19.9%，来继续维持其关键外部股东的地位，但是双方之间的关系依旧不冷不热。2006年7月，一份战略报告建议“采取公开和灵活的态度”，特别是在平安的“银行收购计划”方面；之后不久，纪勤告诉汇丰控股董事会，他当时在与平安负责人的会谈中没有被告知“A”股的配售计划，对此他感到十分失望，并且对平安“正在进入到它所不熟悉的银行业务领域感到担忧”。

至于与交行的合作，在汇丰看来，则是战略投资中需要维护的核心关系，因此，在第一年里，双方之间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5年5月，双方在上海推出了双品牌、双币种（人民币和美元）的信用卡。一个月之后，在汇丰的保荐下，交行在香港证交所首次上市交易时实现了大幅度超额认购22亿美元（首家在大陆之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银行），当然，此举也令汇丰在交行中的股票市值翻了一番；9月，双方又落实了详尽的合作框架，其中包括双方董事会主席进行每年两次的高峰会晤，双方新计划的“倡议人”（如资深董事或高管）每季度进行一次会晤，负责制订和执行新计划方案的工作小组通过定期会议进行交流。尽管如此，在更为基础的战略层面上，汇丰和交行是否都具有完全相同的战略出发点，还远未到明朗的时候。2005年9月，汇丰在一份中国战略报告中指出：“我们已经拒绝了他们一再提出的独占要求。”报告还补充说，就战略关系而言，一般情况下，没有理由改变原先“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的明智决定”。事实上，有一次在银监会的会议上，当刘明康告诉郑海泉，交行董事长蒋超良“抱怨汇丰在相互竞争的不同金融机构都进行了投资”的时候（导致刘明康提出意见，汇丰“应该重新评估在中国的战略”），郑海泉在回应时“列举了恒生银行和汇丰银行的成功例子，指出两家银行在香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都可以和平相处”，并继续指出“考虑到中国有这么巨大的市场规模，竞争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那么汇丰与中国第五大银行合作时，汇丰期望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在叶迪奇被派遣至交行担任其董事之后，翁富泽（Richard Yorke）出任中国汇丰的行政总裁，2005年6月，庞约翰向他交代了中国业务的大格局：

·交行——必须使我们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例如，业务合作，后台支持一体化等）。

·我们应该瞄准交行的国际业务部门。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被他们看作一种威胁。

之后不久，王冬胜（刚从渣打银行跳槽加盟汇丰的高层管理团队，担任香港和大陆业务的执行董事）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思路。一开始，他就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把交行作为银行业务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我们必须把这个观点清晰地、一致地向交行和政府部门进行传达。”他补充道：“尽管在中国做生意需要耐心，但是我们与交行接洽的时候应该更主动积极，直奔主题，并且保持对监管部门的透明。”随后，王冬胜转向了战略核心的叙述：

作为一个基准参照，我们也许想用汇丰（香港银行）来作为未来10~15年汇丰与交行共同奋斗的愿景。毋庸置疑，我们需要提供大量的资源，才能实现这个愿景。因此，我们需要加紧推出我们的时间表，来争取在中短期内获得40%的控股权（不寻求管理层的控制权），来平衡我们的投资和回报。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形。刘明康曾经坦率地告诉郑海泉：“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非常担心汇丰和交行的合作，因为这是一个试点项目，他们想尝试让一家外资银行在五大行中持有相当大比例的股份。这两个机构都受到了来自人大和政协的巨大压力，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来说，这次合作务必成功。”但是，他无须多言，人们便可知晓，如果汇丰对扩大“合作”请求所提出的代价是增持更大比例的股份的话，那么增持股份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将有可能使整个过程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

除了战略层面的考虑之外，汇丰与交行的日常关系继续得以加强——由王冬胜提出并落实的交流计划，无疑进一步促进和加强了双方各层面的联系和合作，从董事会主席一直到业务操作层面，从而增强了双方的信任。到了2006年7月，双方有70多项计划已经在落实或正在制订之中，其中不仅包括一开始提议的三年期技术支持协议和信用卡合资公司，而且还开展了联合产品开发、IT合作、员工交流计划、管理人员培训计划和交行大学生实习计划。但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在那个时候宏观环境已经出现重大变化，正如6月，王冬胜向他的同事们所介绍的那样：

·政府已经受到批评，被指责贱卖国有资产，汇丰与交行的合作已被当作典型案例。

·政府进行了一项重大的行政上的调整，交行最近已经从股份制银行被重新调整为国有银行，因为政府希望交行与汇丰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成为国有银行的合作模式。

因此，王冬胜表示：“我预计，在近期之内提出把所持股份增加到40%或以上，将会十分困难，因为一旦我们开了先例，其他外资银行也会效仿。”随后，他几乎完全正确地表示：“我不敢确信，政府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这种趋势。”回顾历史，这无疑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汇丰在中国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在无法对未来经济走向施加更大影响的情况下，在事实上已经从战略投资变成财务投资。尽管如此，即使作为财务投资，它们也具有极高的市场价值。2007年年初，在接受《银行家》杂志采访并谈到这些投资时，范智廉指出，这是“人们还未认识到其真正价值的伟大故事之一”，反映了汇丰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如此“幸运，甚至大胆”地做出了这些惊人的投资；他还指出，人们有理由对此感到满意，相对于最初的投入，这些投资的“嵌入赢利差不多在130亿~140亿美元”。


本地注册和更多中国事务


2005年7月，庞约翰向伦敦金融界人士发表了题为“中国：中央王国的重新崛起”的讲话，在演讲中他提到：“中国是世界上生产钢铁、煤炭、水泥、化肥最多的国家。去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制成品贸易国，它生产了世界上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播放机和鞋类产品，以及超过半数的数码相机。”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仍然惊人——在2005年平均增速高达10%，而对于海外公司来说，这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一种轻松自如的商业环境。2004年8月，《经济学人》曾经指出：“与其他主要市场相比，在这个国家，穿行于复杂的官僚体系和不断变化的规则迷宫，找到值得信赖的本地合作伙伴，认识到中国的最高官员相信外国公司不值得获得投资回报，与盗版问题和赤裸裸的诈骗斗智斗勇，这些都将继续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当然，外资银行更面临着《银行家》杂志在2003年11月所说的“某些强大的监管障碍”：每年最多开设一家分行（2005年起增加到两家）；每家分行必须拥有大量、单独的注册资本；只允许有着良好赢利记录的分行开展人民币业务；在本地银行间市场（最主要的人民币融资渠道）只可以借入1.5倍于资产价值的资金。这份杂志指出：“这些严厉规则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小型银行被排挤出市场，而全球银行业巨头也只能像蜗牛一样慢慢发展。”文章提到，汇丰在中国只有9家分行，而与此对照，中国工商银行拥有8 800多家分行网点。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吓倒庞约翰。2005年3月，在郑海泉前去拜见刘明康之前，他交代郑海泉：“汇丰对外一致的信息就是，我们是深深扎根于中国、致力于促进中国发展的长期投资者，我们认为外资银行不可能获得一定持股比例的规模地位，但是我们相信自己的总体市场将会成倍增长。”汇丰的公共形象，即人们对汇丰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21世纪末第一个10年期间，汇丰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是以痛苦的经历，来巩固自己作为好公民的良好声誉（包括开展了庞大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和中国经济发展中富有建设性的关键支持者的形象。无论是从实实在在的奉献还是从打造正面形象的角度出发，其中特别重要的项目就是为银监会、人民银行和国开行的中低层管理人员提供的职业培训计划：在每一个时期，总有一批受训人员在金丝雀码头的汇丰总部，参加为期6~8个月的短期培训——当他们到达和离开的时候，庞约翰总是亲自出面，以下午茶来招待他们。2005年2月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在伦敦参加G7财政部长会议期间，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向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戈登·布朗提到，汇丰是在中国经营的最好的外资银行，这促使庞约翰给金人庆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对于我个人和汇丰高级管理层来说，我们致力于打造汇丰银行的业务渠道，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繁荣，您的赞美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肯定和鼓励”。然而，多年打造的良好形象也可能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当年晚些时候，亚太地区集团审计部门负责人乔纳森·阿迪斯指出：“令人感到寝食难安的是，审计报告和管理层通过自查发现了一系列问题，显示在新入职和相对缺乏经验的中国员工中，存在对于行业规章制度和通行的汇丰标准表现出更为随便和敷衍了事的态度。它与我们在中国被认可的优势地位（一种我们在与外资银行竞争中希望能够为我们赢得更多业务机会的‘道德领导力’）混合在一起是极其危险的。为了维护我们的优势地位，我们需要解决员工的态度问题。”









2007年，汇丰银行厦门嘉禾支行开张营业时的舞狮表演


中国员工的人数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到了2006年达到3 000人，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本地招聘的，员工的素质问题由此显得尤为关键。当年年底的时候，翁富泽指出：“在我们的4个主要业务城市，我们开设新分行并没有受到监管条例的限制，相反，是否有能力找到合适网点并配备工作人员，是限制我们提供人们所期待的汇丰统一服务的主要障碍。”这种担忧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尽管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的利润继续从“非内生性”的股权投资中得到，但是，在这些年里，虽然“内生性”的业务机会称不上大幅度增长，但机会还在稳定增长。可以举几个例子：从2003年3月起，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人民币A股市场提供证券保管业务；从2004年2月起，成为首家为中国国内企业提供人民币银行业务的外资银行；从2006年2月起，在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机制下提供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的保管服务；大约6个月之后，在9个主要城市（包括上海和北京）成为首家向本地居民提供不少于100万人民币定期存款服务的外资银行。截至2007年春，汇丰在中国内地拥有14家分行和22家支行，与此对照，东亚银行分别拥有13家和15家，渣打银行拥有11家和8家，花旗银行拥有6家和12家；而按照汇丰在大陆各项业务上的发展来看，在那个时候的业务比例构成为：57%来自于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37%来自于商业银行，而仅有6%来自于个人理财服务（主要是住宅贷款，到那时候为止只有1 700个个人贷款客户）。尽管汇丰的目标是成为全牌照经营的外资银行，但是在上一年的秋天，翁富泽提醒《欧洲货币》的读者，“个人银行业务不仅是汇丰集团在全球的核心战略，在中国市场，同样如此”。

他这么说是因为他认识到，从2006年12月起，按照中国加入WTO的协议要求，外资银行将会被允许向中国国内个人客户提供人民币服务——这可能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变化。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银行在当地注册成立就成了一个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2006年2月，翁富泽在与银监会商谈之后向王冬胜汇报称：“外资银行如需获得完整人民币业务执照，包括个人银行业务，将被要求在本地注册成立。”随后，他继续表示：

在午餐的时候，（银监会的）徐峰继续介绍了在本地注册成立的背景问题，提到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继续加快本地银行系统的发展。他指出要求一部分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将导致在整个本地银行业内以统一标准来作为参照，进行“公平一致”地比较。他暗示，与外资银行少数股权投资问题相比，这或许是更有效的促进本地银行改革的措施。

徐峰强调，他希望汇丰（用他的话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资银行）在这个监管改革的问题上与银监会合作，早日行动起来，解决由这种重大监管变化所带来的预期问题。

最终，在2007年3月，银监会宣布获得监管部门全面批准的首批4家外资银行分别是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东亚银行和花旗银行。之后不久，在4月2日星期一，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内地范围内开始营业，其注册资本达到惊人的80亿人民币；4天后，翁富泽向世界各地的高级管理人员发去了一封感谢邮件，他在邮件中指出，在这个不可避免的极其困难和复杂的过程中（周期被强行缩短至14个月），“我们的监管部门一开始就对我们的能力有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从他们先期到各个国家展开调研考察访问，到我们后期在本地注册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集团的大力支持”。

现在，汇丰业务开始提速发展。4月下旬，提交给汇丰控股董事会的报告指出：“分行网络扩张是汇丰中国战略的关键。”尽管报告也指出，这种扩张“在执行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避免媒体的报道，因为在本地，银行业内对于政府给外资银行提供各种优惠条件，早就怨声载道”。而在4月28日那一天，中国汇丰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就传递出一种明确的紧迫感。除此之外，会议还要求关系经理“要利用汇款业务进行渗透，与其他收入相比，要吸收更多的存款”，要求所有员工应该“积极主动地开展更多的交叉销售，从现有关系中产生更多的业务收入”，强调“账户激活的重要性”，并敦促客户组的负责人，“考虑到今年激进的扩张计划，要采取主人翁的态度来做好决策，并加快分行网点的筹建过程”。在当年春天制订的各项业务计划包括参加天津的投资洽谈会，在大中华区营业日活动（产生了80多种跨境推荐业务）当天，所有员工穿着主题T恤衫，并且在中国冠军锦标赛的活动中进行密集的广告宣传活动，推广汇丰作为顶尖交易银行的形象。之后，在6月，第三个变化无疑确认了2007年是阶段性的渐变之年：中国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范围，允许大陆投资者投资海外的资本市场；上海宣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未来总部计划，以作为规划中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组成部分；汇丰在本地注册成立的新闻加强了汇丰银行在外资银行竞争中的品牌优势，品牌调查显示，汇丰的无提示知名度高达27%。

汇丰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知名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在2006年的时候，台湾的银行系统还具有特别分散和高度限制的特点，与广受称赞的灵活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斯蒂芬·莫斯（Stephen Moss）接替钱德拉，担任集团战略规划部门的负责人。那年秋天，在渣打银行收购新竹银行引发新一轮外资银行收购热潮后不久，莫斯指出：“我们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主要问题是无法扩大我们的分行网络（只有8家分行）。”汇丰暂时作壁上观，但是，到了2007年11月，中华商业银行陷入困境，政府决定以优惠的补贴条件进行出售，因此，汇丰对其展开了尽职调查。莫斯赞同汇丰收购，他指出：“我们理应是大中华区领先的外资银行。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的‘三足鼎立战略只有两足’，因为中国台湾地区根本算不上。我们需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作为大中华区战略的关键性基础，我们必须‘把汇丰定位为处理跨越海峡业务的首选银行’。”2008年3月，汇丰完成收购，从而使其增加了36家分行，并随后开展了品牌重塑计划。

但是，大中华区的战略核心依然还是大陆的内生性增长——从2007年12月起，这个发展重点包括汇丰村镇银行，这是国际性银行首次进入中国农村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它致力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大陆其他地方，2008年6月，全球曼氏金融分析师的报告反映了汇丰在大陆业务快速增长的情况：在17个城市拥有67家分行网点；有超过5万名汇丰卓越理财服务客户；到2008年为止，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大部分还是中小企业客户，与此对照，香港的客户主要是在中国内地开设制造工厂的客户；赢利水平最高的是企业银行业务，客户主要是外国跨国企业。总之，分析师们认为：“汇丰需继续扩大在中国外资银行中的领先地位。”尽管如此，在大陆开设新的分行和支行并非一帆风顺，中国总部向霍嘉治提交的最新简报提到：“我们这里的监管部门实行了一些本地措施，以营运风险增加和缺乏合格和有经验的员工为借口，减缓外资银行分行网络的扩张速度。”这些本地措施包括额外的现场检查，与新任命的经理进行谈话，对新员工进行书面考试等。

尽管如此，这些和其他一切障碍都不能阻止集团管理委员会在2008年12月批准了一项加速扩张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每年汇丰网络都以开设25家新分行网点的速度扩张。与该计划一同发出的文件指出：“在这个关键市场，目前存在着战略机会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错失了这个‘最佳时机’，未来或许它再也不会出现了。”出现这个战略机会的背景是，汇丰的几个竞争对手在这个时候都已经略微调整了扩张计划，虽然中国的内在吸引力在全球性危机中所展现的普遍刚性得到进一步加强。2009年9月，霍嘉治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汇报时指出：“亚洲正在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强劲复苏。”他还把中国确定为三个展现出“特别弹性”的国家之一，因为“其国内需求出现了增加，跨地区贸易流动出现了增长”。总之，“中央王国”是个发展的好地方。









2007年，中国汇丰在武汉设立的首家支行举行开张仪式


那么，汇丰在中国的股权投资又怎么样了呢？2008年12月，集团管理委员会的文件承认：“尽管与交行开展了高层次的交流，而且汇丰在交行15人的董事会中拥有两名董事，但其结果是，要想对交行的关键商业决定施加影响，依然十分困难。”至于平安，同一份文件也指出，双方仅存在着“最低程度”的商业合作，因此，一个很好的投资却无法证明“在战略上的成功之处”。但是，这还没有严重到汇丰应该考虑出让股权的程度，尤其是汇丰在交行的股权投资。这主要是因为在大陆实现更大的市场渗透率依然是汇丰的核心目标，并且任何显示汇丰降低对中国承诺的举措“将肯定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不过，其他外资银行由于受到财务压力的影响而采取了不同的市场策略：在2008年12月下旬到2009年1月初，瑞银、美国银行和皇家苏格兰银行都把他们好不容易得到的中国银行的股份，接二连三地全部或部分出售。这导致一位中国银行监督部门的官员公开表示：“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再回到中国，他们将会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要以市场价格购买这些股份。”显然，汇丰没有步他们的后尘。2009年2月，葛霖向媒体表示：“我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们有点担心，一些外资银行最近把他们在中国的银行中的股权投资抛售一空。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致力于在中国长期发展。”但是，这种长期承诺是否应该包括在交行中增持股份，甚至持有多数股份？或许这种情况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因为仅仅两个月之后，银监会的刘明康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指出，政府没有计划重新考虑现行的控股限制，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依然维持20%的持股上限——无论是多么忠诚的投资者，无论他们有多么诚恳的善意。


雄狮依然还在那里，生气勃勃


2007年2月，范智廉告诉集团管理委员会：“香港业务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在2006年香港分部的税前利润达到了52亿美元。在那个时候，世界经济正处于常规调整之中，但是，到了5月底，在香港乡村俱乐部举行了一整天的静思会上，与会者讨论了香港未来5年的战略计划，战略的重点放在了未来存在的机会和风险上。在机会方面，王冬胜指出，香港目前在珠三角地区开设的企业大约有9 000家，从而在两地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人员流动，因此要琢磨如何更好地“为这个群体服务，为他们开设账户”；而商业银行部门（目前拥有30万企业账户和27.5万家企业客户）的梁高美懿则对“中国客户在世界其他地区寻找投资的时候把香港作为投资平台而带来的机会”表示欢迎。在风险方面，安志高（Conrado Engel）提醒人们，如果很大一块比例的港币存款兑换成人民币，由于人民币存款产品的净利润率较低，因此要防范“对个人理财服务的净收入产生重大影响”；从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的角度来看，郭礼敦（Rhydian Cox）表示：“中国的竞争对手往往提供‘普通的’贷款产品，但是，随着推出更复杂的产品，预计他们将会扩大产品的范围，增强利润的潜力；作为被邀请的外部嘉宾，韦柏康（William Ryback）在发言中指出，在本地银行业竞争格局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果汇丰被认为会对‘市场造成太大影响’的话，汇丰需要证明它没有利用定价策略来驱离那些不占主导地位的竞争对手”。但正如王冬胜在总结时所言：“汇丰极具竞争优势——没有人能够从我们手中夺去这种优势，只要确保我们自己不会主动放弃即可。”

但是，毋庸置疑，世界经济中的破坏力量正在积蓄能量，尽管它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抵达香港。2007年，香港汇丰的税前利润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达到了69亿美元。只是到了2008年4月，《亚洲货币》在一篇香港的专题报道中指出，尽管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正在扩大，“国内投资者的情绪依然高涨”。到了2008年的秋天，在雷曼倒闭之后，市场环境出现了明显变化。股市的传统智慧已经变成：亚洲（包括香港）将会受到西方灾难的严重影响；11月，汇丰在香港裁员450名，这导致《明报》专栏作家发出感叹，世道怎会如此悲凉，尤其是考虑到汇丰的历史渊源，考虑到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香港为汇丰集团的快速扩张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利润来源。现在香港员工却得来承受“鲁莽”收购家庭贷款公司所带来的恶果。12月，郑海泉在接受《香港经济日报》的采访时悲观地预测，在2009年上半年，香港经济状况还将继续恶化。

结果，2009年伊始就验证了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至少对汇丰银行和香港来说，确实如此。1月20日，《南华早报》发出疑问：“大象要瘦身了吗？”文章指出：“香港市值持久的蓝筹股（即汇丰控股，也被投资者称为“大象”）曾在过去一直保持增长扩张。受到蔓延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汇丰股价跌至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时（每股62.30港元），投资者不得不对这个香港本土的成功故事重新审视。”更糟糕的结局不可避免，股价继续下跌，在2月份的某个时刻下跌至每股53.65港元，而到了3月初，《南华早报》悲观地表示：“在过去三个月里，汇丰这头领头羊是恒生指数企业中表现最糟糕的。”

在这之后爆发了轰动一时、极其情绪化的股票认购权事件。2009年3月2日星期一，在集团2008年税前利润大幅度缩水的消息中，尽管香港汇丰贡献了50亿美元的利润是一个非常值得崇敬的业绩，汇丰公布了发行股票认购权的消息，而这条消息似乎在香港投资圈中引发了褒贬不一的反应。香港最资深的股票经纪人董伟表示：“自1972年以来，我一直投资持有汇丰的股票，一直对它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香港投资人协会的谭绍兴的观点则比较悲观，呼吁“汇丰的长期支持者”做出“理性的决定”。即使是一向比较正面的《南华早报》却在一篇社论中表示：“对于许多长期持有汇丰股票的香港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他们即将增持股份的银行，完全不同于当初他们投资时以保守理念来经营的金融机构——现在汇丰在世界各地都面临着经济低迷给它带来的巨大风险。”第二天，汇丰股票在香港股市上暴跌了将近19%，到了星期五，在各家主要股票经纪商纷纷下调投资评级之后，汇丰股价下跌至每股43.50港元，是过去13年里的最低水平。那一周结束的时候市场以一篇强烈抨击汇丰的文章收尾。星期六，《南华早报》的Money Matters专栏刊登了专栏作家任美贞的文章：“对‘大象’不求回报的爱情已经结束。”在文章中，她描述了自己对汇丰的终身信任，甚至是一种虔诚的热爱（“我们喜欢它谨慎的名声，我们喜欢它的稳定，尽管股价不会令人兴奋的飙升……”）。之后，她继续写道：“然而，是到了与这种不求回报的爱情说再见的时候了，就像和在一起多年的男友分手一样，虽然依依不舍，但是，为了不留下遗憾，不得不痛下决心。”此文之后，紧跟着一系列具体分析的批评性文章，包括没能让散户投资者（与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相对照）了解银行总体的发展格局，通过家庭贷款公司发放了高风险贷款，不必要地推迟发行股票认购权，从而导致股市暴跌，在一个危险和动荡的世界里混合了过度的风险而又没有政府的支持。最后任美贞向投资者发出了她强烈反对的声音：“等着生病的大象飞起来，是不可取的投资之道。”

3月9日星期一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汇丰的股价在香港市场上暴跌了24%，收盘的时候仅仅比股票认购权的价格高出5港元，其中，几乎一半的成交量出现在收盘前最后几秒钟一笔十分蹊跷的交易上。但是，许多香港人对那一天收市后财经电视节目中的主持人胡孟青仍记忆犹新，在节目中她强忍着眼泪说道：“这跌得太可怕了”。并且她一直在摇头，表示难以置信。不过，市场非理性的情绪已经得到了宣泄：第二天，股价回升了将近14%。霍嘉治立刻召开了一个高调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强调汇丰的经营依然稳定和强劲，资本充裕，照常支付股息，并且表示：“在香港，我们拥有非常独特的地位，我们得到了人们的高度尊重，我们十分珍视这份感情。我相信我们没有失去人们的信任。雄狮依然还在那里，生气勃勃。”在那一周的剩余交易日里，股价稳步上涨；最终，香港的6.7万名汇丰股东（绝大多数是散户股民）中有超过90%的人认购了股权，占到了全部认购金额的1/3左右。

至此，至关重要的股票认购权风波得以顺利化解，由此，在整个2009年期间，香港市场上的氛围逐步得到了改善。但是，对于汇丰来说，有一个关键举动对提升香港人的信心很有帮助，令他们相信还远未到与汇丰说再见的时候。这就是在9月，汇丰宣布集团行政总裁纪勤将很快把办公室迁回香港。他告诉《金融时报》：“这是集团把重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的举动，并把香港作为集团的核心，因为它是通往中国和亚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大门。”正如事先所料，这条消息得到了香港各界的普遍欢迎，《南华早报》发文指出，汇丰“最终还是记得它名字中的H和S到底代表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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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赞许搬迁之举是“对我们城市的信心投票”。2010年1月，纪勤如期抵达香港，受到了各界的热情欢迎，对此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17年前，在人们不舍和宽容的目光中，汇丰总部远离了其历史家园，今天历史的钟摆显然又回到了原地。

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回迁恰逢其时——2010~2011年，香港金融即将出现重大发展，随时准备实现关键多数的突破：即香港即将大规模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从一些关键数据中可以描绘出大致的格局：香港立刻成为跨境贸易无可匹敌的人民币结算中心，2011年的结算金额高达1.9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了5倍；香港银行中人民币存款的数量从2009年7月的550亿元左右，增长到2011年年底的5 880亿元（占所有存款的10%左右）；以人民币计价的贷款总额从2010年年底的20亿元，在一年之后增长到300亿元以上。在这其中，汇丰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2009年7月，中国启动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机制之后，汇丰是在香港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首家国际性银行，而且在2010年3月，它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为商业客户开设人民币活期账户的银行，4个月之后，又开始为这些客户提供互联网在线银行服务。从更广的范围来看，随着总体上快速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现在人们称为“一种货币，两种体制”），香港的前途一片光明：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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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满满地预测到，在未来10年里，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将会继续发展，尤其是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将会提供“另一个金融业务增长的机会，并将展现出香港作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的重要地位”。


一个巨大的优势


2010年2月，纪勤对郑海泉表示：“我搬回香港，主要是因为中国。”但是，中国本身也不会突然之间成为成功的秘诀。事实上，尽管在当年上半年中国内地贡献的税前利润同比增长了70%，达到了13亿美元，但是，汇丰90%的利润还是来自三个股权投资项目，而内生性银行业务仅仅贡献了1.2亿美元的利润。当年6月，受人尊敬的分析师罗伊·拉莫斯向集团管理委员会做了一场著名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高盛认为，外资银行将会在中国市场中占到10%的份额，而作为领先的外资银行，汇丰应该可以占到其中的20%。”他补充道，尽管“人们觉得汇丰在信任、国际连通性和产品方面比中国的银行更具优势”，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10%的市场份额中占到20%，也仅仅意味着2%，尽管市场规模庞大。

然而，那个时候的市场信号灯充其量只能算是黄灯。2010年晚些时候，中国现代金融制度的权威研究（来自卡尔·沃尔特和弗雷泽·豪伊所撰写的《红色资本主义》一书）揭示了自2007年起金融改革进程陷入停顿，外资机构只是在一个国内市场的边缘地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众人皆知的汇丰在上交所上市计划似乎被永久地搁置了起来；至于股权投资，葛霖在2011年1月向汇丰控股董事会坦承：“几乎不可能实现管理权控制，更准确地说，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已经被认为是财务投资，而不是战略投资。”三个月之后，《经济学人》刊登的一篇探索性分析文章指出，尽管“与其他外资银行相比，汇丰在大陆业务上经营得更成功”，拥有162家分行网点，是外资银行中规模最大的分行网络，但是，它将不可能获取“全面进军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除非是要么出现一次银行业危机，要么它“不仅把总部搬回香港，而且对高管团队实施‘中国化’，并且同意引入部分国有控制”。文章作者指出，这是汇丰不可能接受的高昂代价。

总的来说，2011年5月，在集团投资者日活动当天，王冬胜（现在是亚太地区行政总裁）、黄碧娟（接替翁富泽出任中国区行政总裁）和马凯博（香港行政总裁）依然还有精彩和乐观的故事可讲。亚洲地区国内消费和跨地区贸易的快速增长，日益增长的中国中产阶层对财富管理服务的渴望，香港作为中国“走出去和请进来”政策的平台，人民币国际化的明显趋势——在所有这些方面，汇丰都在战略上占据着优势地位，现在准备收获长线投资所带来的成果。黄碧娟强调：“我们致力于在中国长期发展，但是，我们进入中国不是在纯粹的借贷业务方面与大型中国国内银行展开竞争。”她介绍了“在我们的全球连通性上如何存在着巨大的优势”，包括“有能力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把触角伸到世界各地”。她的观点无疑完全正确。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汇丰在中国内地的辛勤耕耘中展现了种种活力、智慧和外交手腕，但是，真正能带来回报的恐怕不完全是中国本身，而是汇丰受人信任的形象，以及相互连通、遍及全球的网络，从而使其能够在一个似乎不可抗拒的全球化时代帮助中国更顺畅地走向世界。




[1]

 指汇丰英文名称中代表香港和上海的两个首字母。——译者注





[2]

 英语为：Chatham House，正式名称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为“漆咸楼”，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所属的智库组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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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年11月，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撰写了一份报告，标题为“打造更好的全球经济金砖”，内容十分有趣。他所指的“金砖四国”就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而他认为，这四个新兴市场的经济在全球化环境中占据着特别有利的地位：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缩写就这样诞生了，尽管在短期之内它并没有吸引人们太多的注意力。当然，考虑到汇丰在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渊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一向是一家新兴市场的银行，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它在世界许多地区都与这些新兴市场建立起日益紧密和富有成效的关系。


在拉美地区扩大汇丰的足迹


2001年，“金砖四国”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巴西。虽然直到2001年它还是危机缠身，但好在它依然在想方设法地实施维持经济稳定计划。尽管如此，当高盛在2002年8月对汇丰开展整体评估的时候，它把巴西确定为“主要经营风险”区域——在可设想的最糟糕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汇丰将面临重大的货币、财政、政府债务和不良贷款的压力，这可能导致约14亿美元的冲销减值，随后又导致连锁反应，给汇丰造成更大的隐忧，因为“有太多不确定的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2003年年初，当由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领导的左翼劳工党赢得大选的时候，人们认为在巴西的经营风险由此会加大。但是，实际上，正如《银行家》在那年秋天所言，新政权最终推出了“一个财政紧缩的模式”，而与此同时，新的巴西央行行长恩里克·梅里尔斯也被证明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化身，作为一名原商业银行家，他对汇丰银行特别友好。因此，在2003年期间，巴西汇丰的税前利润增长超过了200%，达到2.41亿美元，在延续了这种积极趋势的情况下，又在11月以8.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劳埃德银行在巴西的相关资产，包括市场领先的Losango消费金融公司。考虑到之前两个月《欧洲货币》曾经猜测，在汇丰持续开展银行整合的背景下，认为巴西汇丰银行看起来“正打算展开收购行动”，因此，这次收购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更具有实质性内容。换言之，正如收购后一份内部报告简明扼要所总结的：“它将加强集团在巴西的可信度和总体形象——消除长期以来所谓汇丰将退出巴西的谣言，现在我们被同行视为一个应该严肃对待的竞争者。”

汇丰在1997年突然进军拉美地区所取得的另一个重要遗产当然就是阿根廷——2001年，阿根廷遭遇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2002年6月，高盛曾经预测，“除非形势真的变得十分可怕，我们相信汇丰强烈倾向于在阿根廷继续开展经营，并且认为这个国家正在对银行业进行重建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吸收新的客户并扩大其市场份额。”分析报告指出，尽管汇丰总是受到诱惑，想从阿根廷抽身退出，但是，这种行为或许会对“汇丰在新兴市场的形象和商誉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在2002年12月制订年度营运计划时，在“政治和经济动荡”不仅还将继续“对金融机构，尤其是外资金融机构产生重大政治压力”，而且不可避免地出现“动荡和混乱将继续成为社会常态”的背景下，管理者黯然预测2003年又将是“一个危机管理年”，但是，最终汇丰的确坚持了下来。2003年4月，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当选总统，令人看到一丝稳定的迹象。但是，几周之后，庞约翰与阿根廷央行行长阿方索·帕拉特·盖伊当面会谈时竭力强调：“汇丰迄今在阿根廷遭遇的损失是整个汇丰历史上最大的单笔损失。”他和韦志诚都补充说道：“我们不会放弃——正好相反，但是损失总是要有一定的限度。”自此之后，事情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有任何改善——10月，集团执行委员会被告知：“交易状况依然困难。”不良贷款率几乎达到30%——但是，到了2004年上半年，部分由于个人理财服务实现了创纪录的销售成绩，汇丰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

在拉美其他国家，到这个时候汇丰又有了新的收购故事。2000年5月，汇丰在塞尔芬银行的竞标中败给了桑坦德银行。两个月之后的一份战略评估报告指出：“最终，在墨西哥实施一种内生性发展战略，将难以令人感到满意。”这份报告同样指出，墨西哥的银行业格局“正在集中，并且日益被外资银行所主导”，这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尽快进行一项重大收购行动——当花旗银行在2001年以1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墨西哥第二大银行墨西哥国民银行的时候，更是增加了这种紧迫感。到了2002年的夏天，一个严肃的竞争者进入了汇丰的视野：Grupo Financiero Bital（墨西哥国际银行金融集团），这是一家以国际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服务集团，受某个家族信托基金所控制。桑坦德对此也很有兴趣，但是，到了6月份，汇丰控股公司董事会收购和处置委员会被告知，股东、管理层、监管部门和政府都一致倾向于被汇丰收购。不可避免，收购的战略思路侧重在国家和银行两个层面：墨西哥是一个主要产油国，人口达到1亿，大多数人口无法获得基本的银行服务。墨西哥还有“很强的职业道德”，曾经是“首个实施重大经济改革计划（在90年代中期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之后）的发展中国家，改革计划包括私人化、贸易自由化、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放开国内资本市场”。进军墨西哥市场将会防止出现下列情况，即当中国作为美国供应链中的关键一环时，由于劳动力成本差距缩小、运输成本上升或贸易纠纷，竞争实力在某种程度上会有受到削弱的可能性。至于墨西哥国际银行，它具有完整的银行服务，拥有广泛的分行网络，客户基础包括超过570万个客户账户，非利息收入惊人地（例如支付手续费和财富管理产品）“占到总收入的48%”，在顶级墨西哥银行中，在银行形象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排名第三位。这项提议中的收购被起名为“正午”，收购和处置委员会如期批准了非约束性收购邀约。

这一次，庞约翰决心一定要把这条墨西哥鱼捕到手。几天之后，他告诉他的高层同事：“如果我们在竞争中再次被桑坦德击败，我们在董事会中的信任度和我们在国际银行业中作为胜利者的信誉将会毁于一旦。”7月中旬，霍嘉治（自1999年起一直担任汇丰在墨西哥营运的负责人）与墨西哥央行行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进行了会谈，结果令人感到振奋。行长告诉他：“不要再为了省几个便士而错失这次机会了。”与此同时，对墨西哥国际银行展开的尽职调查，结果非常理想（得到的结论包括“基本业务的质量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韦志诚觉得这还不符合他的要求。他向庞约翰提出：“资本缺口达到7亿美元（需要资本重组），控制机制比较差，5~6年的经济亏损使得收购提议给出了不同的前景判断。如果再加上拉美地区的经济困难和全球普遍糟糕的经济环境，我觉得我们得到的最好建议应该是作壁上观。”然而，最后的决定是继续收购；8月21日，经过在价格方面的拉锯式谈判后，最终墨西哥方面宣布接受11.4亿美元的现金收购方案，平均下来每家分行的价格不足100万美元。瑞银华宝的分析师阿拉斯泰尔·瑞恩指出，以国际银行2001年的收益计算，市盈率为原先的27倍，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他认为“这项交易看上去与汇丰在美洲地区的其他业务很相配”。









2003年1月，《集团新闻》的封面故事


汇丰最终在2002年11月底收购控制了墨西哥第五大零售银行，霍嘉治被委以重任，负责业务营运，并且获得了“惯常的”操作指令。尊重墨西哥的文化，但是坚持汇丰全球统一的企业价值观，与金融监管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利用集团的经验和资源，组建广泛的支持管理团队，不要草率开展品牌重塑计划，尽可能增加汇丰的曝光度——这些都包含在庞约翰给出的建议之中，庞约翰同时也建议“在员工中一开始就非常值得树立几个‘标兵’，展现墨西哥第五大零售银行并入汇丰之后，员工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在上任初期的几个月里，霍嘉治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墨西哥各地开展实地考察，与本地员工进行“面对面”直接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虽然国际银行的确是著名品牌，反映出来的信息却表明，他们强烈希望成为汇丰银行的一分子。于是，品牌重塑计划不仅包含内部员工的身份认同感，还包括品牌对外营销的目的，2004年1月29日破晓之后，人们发现国际银行旗下的1 400多家分行网点，4 500多台ATM机器，以及多栋银行大楼，一夜之间改旗易帜，成为墨西哥汇丰银行。


生机盎然的山麓


到了2005年前后，新兴市场羽翼渐丰。2003年10月，吉姆·奥尼尔在高盛的两位同事多米尼克·威尔逊和露帕·普鲁修撒曼发表了题为“与‘金砖四国’一起追梦：通往2050之路”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预测，到2025年，“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将会占到G6国家经济规模的一半以上（而它们目前的占的比例不足15%），而40年之后它们还将变得更加强大。新兴市场正在积蓄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2005年，奥尼尔和他的团队发明了另一个概念，再一次获得人们的普遍接受，这就是“未来11国”，或简称“N–11”（包括孟加拉、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朝鲜、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它们同样具有快速发展的潜力；2006年1月，《经济学人》预计，2005年，“新兴（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全球的一半以上”。而在过去三年里，该杂志每周监测的32个新兴经济体总体上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6%，而与此对照，发达国家同期的增长率只有2.4%。

汇丰的增长速度是呈领先还是落后的趋势曲线呢？毋庸置疑，汇丰领先一步。早在2002年12月，庞约翰就把高盛的一份报告转发给韦志诚，并指出：“这份报告在人口统计数据上与汇丰持有相类似的观点，并且认为像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的消费支出将可能出现强劲增长”。他继续表示：“汇丰可能是世界金融服务集团中占据着最佳战略位置的企业，完全满足这种设想情况。因此，我们应该把它编入2003年以及未来投资者的报告之中。”不过，要到2005年之后，汇丰才真正开始大张旗鼓地统一宣传新兴市场战略。2005年5月，在汇丰控股年度股东大会上，庞约翰指出：“在新兴市场，需求和放松监管将会给业务增长带来新的机会。我们正从现有业务中获取足够的现金来回应和利用这些机会。”之后不久，雷曼的分析师罗伯特·劳给汇丰做了一场报告，指出集团在这些新兴市场的业务规模“相对还很小”，那年秋天，葛霖有意增加了风险投入。首先，在芝加哥召开的外出静思会上，他告诉高层同事：“我们在新兴市场有着很好的业绩历史，但是按照资产和利润来计算，它们只占到总额的20%”。之后，他向《华尔街日报》介绍了汇丰将会如何利用消费金融业务，从而在这些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2006年年初的一份投资者反馈报告指出：“投资者认为，资本部署将会向新兴市场倾斜。”而大约6个月之后，汇丰公布的中期财报显示，新兴市场税前利润的增长率达到了23%。纪勤在会上的断言惊人：“就我们在新兴市场的发展潜力而言，我们只是在山麓。”或许，即使在山麓，汇丰所取得的成就也已经让人惊叹不已，在连续三年内（2004~2006年），汇丰在新兴市场国家的业务增长达到了极高的两位数的水平。

成长性肯定是拉美地区业务经营的特点，2006年这一地区为集团税前利润的贡献比例接近8%。阿根廷当年的利润不足2.5亿美元，但是巴西在2006年的利润上升至5.26亿美元。这主要受益于富有成效地为巴西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提供融资和贷款服务，特别是巴西与急需铁矿石的中国之间的贸易。尽管如此，还是一个规模问题。2004年10月，黎瑜信（现在负责整个南美地区）指出：巴西汇丰银行“比巴西利基市场上的银行都要大，如花旗银行，但是，还不能与大众市场上的银行相比肩”。在墨西哥，规模不是问题，税前利润比巴西高出2~3倍，2006年超过了10亿美元，成为集团利润贡献排名中的第四大地区。从宏观背景来看，墨西哥的经济表现强劲，部分是由于与石油相关的收入出现了增长，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美国的汇款大量增加——在美国至少居住着约1 500万墨西哥人。与此同时，2006年汇丰在墨西哥年度营运计划中已经列出在中美洲地区继续扩张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十多年来，由于社会稳定、人口构成合理、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这一地区的市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即将实施”。除墨西哥之外，汇丰唯一还有规模化经营的国家就是巴拿马，因此有必要开展收购行动，以便创建“一个可以增加规模经营的平台”。最终，汇丰把收购的目标落在了以巴拿马为主要经营地区的Grupo Banistmo，它旗下拥有巴拿马最大的银行（Primer Banco del Istmo），并且通过其他分支机构在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建立了很强的经营网络。尽管对方提出的18亿美元看似“全价”，但是范智廉在2006年2月做出了大致支持的决定。他赞同霍嘉治的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唯一实现拥有地区性规模经营实力的机会”。尽管如此，他的确在琢磨，如何可以“把看上去散乱的国内银行整合成一个地区性银行业务渠道”。在当年夏天，汇丰宣布了这项收购计划——之后不久，在香港召开的集团中期财报新闻发布会上，葛霖把它称为“价格适中的交易”，以期降低市场的预期——最终在11月，在即刻注入1.25亿美元额外资金之后交易最终完成。


亚洲地区


在新兴市场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过程中，另一个与拉美地区发展相得益彰的地区无疑就是亚太地区，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记忆和它所带来的阴影，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里，在行政总裁邵铭高（Mike Smith）的有力领导下，集团的税前利润（除香港之外）从2004年的13.6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24.9亿美元，不过其中约6亿美元的增长来自于汇丰对中国内地的交行和平安公司的股权投资。除此之外，另外三个为集团税前利润做出贡献的地区分别是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虽然如此，据邵铭高回忆，他对整个地区每个国家的负责人都予以了表扬，称“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不过，在2006年年初对个人理财服务进行战略评估的会议上，庞约翰表示，“渣打在亚洲其他地区（香港以外地区）所产生的利润比我们要多”，并指出，“汇丰太过于以香港为中心，而忽视了其他国家，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但是，他也同时指出，“这的确给了我们迎头赶上的大好机会”。考虑到亚洲是世界上GDP增长最快的地区，并且非常有可能继续维持这种趋势，考虑到在亚洲地区绝大多数年轻人与上一代人相比并不反对借贷，并且显示出更偏好外资银行的倾向，因此，这种判断似乎显得顺理成章。

但是，庞约翰充分认识到，要想在大部分这类国家成功地经营一家外资银行，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以印度为例，2003年，在金融部门明显放松监管之后，负责印度业务的行政总裁尼尔·布克（Niall Booker）在那年秋天一直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收购UTI银行的股份，这家私营银行9年前才刚刚成立，一开始汇丰计划收购20%的股份。但是，两年之后的2004年，汇丰无奈接受了收购14.62%股份的方案。和以往类似的情形一样，在一场马拉松式的收购战中，只能面对和接受现实。2006年9月，布克的接任者祁慧（Naina Kidwai）在谈及陷入困境的西印度联合银行时告诉郑海泉：“我怀疑印度储备银行在目前的情绪中是否会让外资银行来竞标收购这部分资产。渣打和花旗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我们都认为需要展示我们的利益诉求点，到时候，他们终将会注意到这一点，并做出某种改变。”她补充道：“他们的想法绝不是偏向外资银行！不过，我们会尽力而为。”









祁慧


祁慧本人的经历同样也是一个传奇，她是首位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印度女性，2002年加入汇丰之前，她就以一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的身份而声名鹊起。两年后，对她十分欣赏的杜绍基访问孟买和德里之后表示：“毫无疑问，在客户关系网络上进行投资或可称为企业银行领域的印度银行家中，如果称不上最好的话，祁慧也是最好的之一。无论是在机场里还是在大街上，她认识每一个人，而每个人也都喜欢和尊敬她。”杜绍基的所见所闻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看来，在布克身上可以看到汇丰强大的国际化管理架构的影子。”汇丰的名声“很快从一家印度主流的零售银行演变成业务内容更广泛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投资银行”；尽管印度“或许没有像中国那样绚烂耀眼的光环”，它的经济规模“或许比中国落后10~12年”，但是，“在风险调整的基础上，考虑到它没有不良贷款的问题，考虑到它完备的法律架构，很显然，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市场，事实上，我认为在过去几年里或许我们在那里投入不够”。一年之后，在2005年3月，汇丰宣布它正计划投资1.8亿美元来扩大在印度的业务经营，那年夏天，又做出决定正式进军消费金融领域，特别是因为消费金融公司无须印度储备银行的批准就可以开设分行。汇丰亚太地区个人理财业务负责人邵柏宁（Nick Sibley）对此表示：“这是一个大胆和充满挑战的战略，我相信它将会改变汇丰在那里的市场地位。”显而易见，游戏的规则正在改变，正如布克在2003年在接受《银行家》杂志采访时所言：“对我们来说，市场规模本身不是一个问题，目标群体的规模才是重点。我们不需要满大街地开设分行，因为印度人口中很大一部分群体还没有达到需要银行服务的生活水平。”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中，韩国依然是令人难以捉摸的重要市场。2003年9月，战略规划部门的钱德拉，在建议对韩国第一银行竞标收购的过程中指出：“韩国是一个重要市场，集团需要在那里拥有重要地位——考虑到它的经济实力、经合组织国家的地位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尽管最后无法取得突破，竞标失败，但是，汇丰一直努力寻找另一个合适的收购对象。2004年4月，在花旗以2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韩美银行前夕，汇丰韩国业务的负责人里克·普德纳（Rick Pudner）公开承认：“我们在这里只有8家分行，想要实现内生性增长将会十分困难”。分析师们越来越一致地认为，韩国第一银行和韩国外换银行是剩下的、可供外资银行考虑的主要收购对象，在2004年即将结束前的几周里另一个戏剧性结局出现了，汇丰和渣打为争夺韩国第一银行展开了直接对决。在平安夜那一天，在竞争对手以33亿美元的高昂代价赢得最终胜利之后，钱德拉心有不甘地表示：“很重要的是坚持收购和兼并的原则，并且从错误的交易中走开，因为需要完成正确的交易。”

现在，汇丰在韩国的战略将何去何从呢？从2005年年初开始，秘诀就是内生性增长，在本地注册成立银行被看作关键催化剂，尤其被视作规避对外资银行实施分行数量限制规定的有效手段。因此，一切就取决于本地注册的申请是否成功。4月初，普德纳提醒钱德拉：“在政府之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感觉，认为汇丰没有真正致力于在韩国的长期发展——我们多次尝试说服他们，并且‘避开’他们的观点。”申请最终被否决，普德纳对此解释道：“一言以蔽之，政府那里主要担心外资银行在国内市场上的势力（现在市场份额大约在22%左右）越来越大。”庞约翰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坦承：“当然，这是令人失望的消息，但是，我们必须重整旗鼓，坚定信念，夯实我们在韩国的业务基础。”（对于韩国，他本人仰慕已久。）他建议“在现有业务框架内，充分利用技术，并且与那些有着分销渠道、电话销售和普通家庭模式的企业开展合作，从而推动我们业务的发展”。9月初，庞约翰本人飞往首尔，亲自前往韩国金融监督院，向他们再次强调汇丰致力于长期发展的承诺——但是，这却是枉费唇舌，韩国金融监督院继续阻碍分行的申请工作，与此同时，他们明显偏袒渣打银行。









位于印度金奈的拉达克里什纳萨莱分行


在那个时候，新兴市场中还有一块金砖：俄罗斯。2002年7月，集团谨慎地批准了一份可量化的中期发展5年计划。韦志诚提醒：“战略必须以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业务为主导，而不是由基层关系经理来开展普通借贷业务。”庞约翰也补充道：“尽管在原则上批准这份计划，彻底颠覆了原先非常负面的基本立场，但是，集团可能不会像本地团队那样，对高速发展寄予厚望。”到了2003年的秋天，本地团队竭力推动集团实施战略举措，通过可能收购俄罗斯标准银行来进军零售银行市场，但是，毫无结果。因此，在2005年前后，随着俄罗斯石油经济继续繁荣，虽然各方的声音更趋积极，但是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四平八稳的。2004年5月，在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之后，杜绍基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本地银行，我们不能忽视俄罗斯。”2005年10月，庞约翰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提到了刚与俄罗斯国营开发银行签署了一份项目融资协议，并且指出俄罗斯“常常出现在汇丰的议事日程上”，尽管“更有可能实施一个内生性增长的战略”。与此同时，在次年2月，葛霖坚持向纪勤提出建议：“我们需要进入俄罗斯的零售银行市场”，尤其是“外资竞争对手在那里日趋活跃”，之后，他明确表示：“在那里会出现许多挑战：笨拙而腐败的官僚体系，根本不能演变为可爱的民主社会。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在其他新兴市场都已经耳熟能详的东西”。5个月之后，在2006年7月，汇丰控股董事会考虑到俄罗斯“目前不是集团实施大胆收购的地区”，从而确认了内生性增长的战略；对于其他更广义层面上的东欧国家，会议同时指出：“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资产价格已经上涨到很高的程度，以至于实施收购似乎已经显得太晚了”。总之，无论传统上还是文化上，这里真的不属于汇丰能够自然融入的世界。

然而，在土耳其却是一番不一样的景象，汇丰已经在那里有所作为，在2001年收购了迪美亚银行。一旦土耳其成功地摆脱了当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土耳其的经济持续繁荣，汇丰崭新的业务经营活动也随之兴旺起来，通常每年的利润都超过了2.5亿美元。2002年，随着收购了Bencar业务（130万商店信用卡用户）和分行网络继续扩张，客户数量进一步增加。2006年10月，充满活力的行政总裁皮拉耶·安蒂卡告诉《汇丰世界》：“土耳其汇丰银行是迄今为止土耳其发展最快的银行，目前，在所有其他包括新进入土耳其的外资银行中，我们享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地位。”但是，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同事，都难以忘记2003年11月20日那天的悲惨场景：一颗炸弹直接摧毁了汇丰在伊斯坦布尔的总部办公室，当场造成3名员工死亡和43名员工受伤，同时也造成周边区域的13名其他人员死亡。事情发生后，安蒂卡表示：“我们从集团和世界各地的兄弟公司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帮助我们禁受住了这场灾难所带来的痛苦和困难，并协助我们通往复苏的道路。”


在海湾地区独树一帜，在伊斯蓝坚融界遥遥领先


2006年，在所有新兴市场中，并不只有墨西哥的利润贡献超过10亿美元，突破10亿大关的还有中东地区。2005年前后，尽管伊拉克战争带来了破坏性影响和混乱后果，但是石油价格继续攀升，政府在资本项目上投入巨资，出现高水平的私人投资，就业率上升，人口快速增长——（正如2006年汇丰控股年度报告所言）那是“海湾地区经济强劲扩张的时期，汇丰预计，地区GDP将会在短短4年内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因此，2007~2008年，汇丰的利润继续增长，达到17.5亿美元（几乎相当于集团利润的1/5）；但是，石油价格在2008年7月飙升至创纪录的高峰，进入2009年之后，中东地区相比于其他新兴市场，更严重地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因此，汇丰在本地区的营运利润直线下降至4.55亿美元。随后地区经济迟迟不见复苏的迹象，但是，到了2010年下半年，复苏强劲爆发，包括信贷环境也出现了明显改善，当年，中东地区向集团贡献的利润回升至8.92亿美元。

2005年5月，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指出：“集团在本地区占据了领先的市场地位”。它拥有123家分行，是最大的国际性银行。而两个月之后，《欧洲货币》授予汇丰本地区最佳银行的称号。该杂志还指出：“当其他国际性银行偶尔也会动摇对本地区的长期承诺，或者只能从西方世界的总部中心来遥控指挥在本地区经营活动的时候，汇丰银行展现了它对中东地区坚如磐石的承诺。”这种承诺体现在“或者直接进入零售业务市场，或者与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当地伙伴开展合作”；帮助开发阿拉伯债券和发展股权投资市场；扩大在本地区的业务覆盖程度，成为本地区为客户提供最好现金管理服务的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依然是汇丰在本地区经营的核心业务，而在个人理财服务方面，汇丰正在开展有意义的战略重心转移。2008年1月，黎瑜信（那一年刚被任命为地区行政总裁）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汇报时指出：“在本地区的投资一开始集中在那些人口较少但收入较高的国家，以便获得快速回报。在那些人口较多但收入较低国家的投资将会加快，从而不断增强银行向更多客户群体提供个人理财服务的能力。”

在21世纪头10年的大多数时候，对汇丰利润贡献最多的国家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它是本地区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本地区的金融服务中心：2001年，它贡献了中东地区1/3的利润，到了2008年，尤其是在迪拜经济蓬勃繁荣的支撑下，它贡献了将近一半的利润。但是，2009年却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在汇丰控股年度报告中，针对阿联酋出现300万美元亏损的状况进行了解释：“阿联酋的经济受到建筑业发展和全球贸易量下降的严重影响，随着经济危机影响到个人和企业客户，地区性投资者撤离，流动性紧缩，房地产价格下跌，所有这些都造成贷款减值准备费用上升。”雪上加霜的是，当年晚些时候投资公司迪拜世界集团陷入严重的、令人震惊的困境。一家媒体曾经准确地把这描述为“许多迪拜最奢华项目的国有开发公司”突然之间“陷入无法偿还债务的困境”。欧智华可以向汇丰控股董事会保证：“自2007年以来，受迪拜政府影响的风险已经大幅度下降。”但是，汇丰依然是债权人协调委员会（包括5家外资银行）的成员之一，迪拜世界集团希望与债权人就250亿美元的贷款展开重新谈判。事实上，汇丰是牵头行，到了2010年春，双方达成了债务重组计划，对此，欧智华公开予以证实，并表示汇丰对此深感“欣慰”。

除了阿联酋，在2011年投资者日活动上继续被确定为“主要市场”的还有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卡塔尔。汇丰在沙特（无疑是地区最大的经济体）的主要股权投资依然是在沙特英国银行中所持有的40%股份，沙特英国银行拥有70家分行网点，通常是一个稳定的利润来源。2003年，沙特的资本市场法出现了重大的调整，随后产生了有趣的变化：新调整实际上导致沙特开放其资本市场，促使汇丰与沙特英国银行进行洽谈，讨论投资建立合资银行。随后，双方正式成立了沙特汇丰银行（汇丰持有76%的股份），到了2005年年底，银行投入了营运，并且很快就主导了沙特王国的债券市场。在埃及，业务经营主要通过埃及汇丰银行展开，2001年银行名称由原来的Hongkong Egyptian Bank更名为HSBC Bank Egypt，在更名的同时，集团把持有的股份从40%提高至94.5%。这似乎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举动，预测到将会出现重大变化，尤其在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领域。因此，到这10年结束的时候，银行每年的利润都大大超过了2亿美元。在本地区，可以说业务刚起步的就是卡塔尔，它2003年被挑选为增长管理战略的试点国家（和阿联酋一起）。事实上，在卡塔尔的业务发展最早的是可以追溯至1954年的中东英格兰银行，汇丰则是当地最大的外资银行，拥有多家分行；但是，真正的阶段性变化——现在这个依靠石油而暴富的城市国家成为日益强大的经济体——是在项目融资方面出现了许多机会。到了2010年，卡塔尔成为中东地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汇丰依然是本地最大的外资银行；但是，那年7月，集团管理委员会听取了一份前景十分灿烂的报告，纪勤在回应时强调：“原先在迪拜发展和多元化过程中获得的教训，务必在卡塔尔身上不再犯”。

即使是按照新兴市场的标准，在中东地区经营一家外资银行要求在当地进行实际管理的人要拥有极其自信而稳健的处事方式——负责本地区经营的两任行政总裁分别是戴顺安（1998~2003年）和贺敬诚（2003~2006年）。他们俩都经过了传统国际行政人员系统的锤炼。因此，汇丰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建立这种管理方式。不可避免的是，同样也会出现不宜深入讨论的领域，那就是叙利亚的业务发展。2003年7月，贺敬诚给庞约翰发去的一份简报解释了原因。除了许多原因之外，他特别指出：“国家体制依然还严重依赖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来确保其统治，尽管国家正在采取积极措施，走向更自由的社会，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过程将会是平稳的。”但是，在世界上业务发展最困难的国家之一的伊拉克，汇丰却实施了一个相当重大的扩张行动。2005年10月，汇丰收购了一家私营本地银行70%的股份。《经济学人》相当不屑地指出：“对达累斯萨拉姆（投资银行）的细节外界知之甚少，但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看，它是十分渺小的，只有14家分行，资产规模只是在千万美元级的水平上。”









2006年，沙特英国银行旗下的一家分行


在那个时期，伊斯蓝坚融也同样获得了快速发展——发展远不限于中东地区，尤其考虑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居住在东南亚地区。2003年，《欧洲货币》称赞了汇丰银行在伊斯蓝坚融上所起到的探索性作用，授予汇丰银行伊斯蓝坚融服务最佳国际金融机构和伊斯兰债券最佳国际金融机构的奖项，这两个奖项基本上覆盖了所有主要客户群体。对此，汇丰阿玛纳金融服务部门的行政总裁伊克巴尔·可汗表示，汇丰现在“已经在世界伊斯蓝坚融行业的顶尖行列中拥有了一席之地”。2004年6月，汇丰阿玛纳首先在中东地区（主要在阿联酋和沙特）作为一个服务品牌被推出，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内容，几个月之后又在马来西亚、英国、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等国市场进行推广。次年春天，汇丰控股董事会在听取可汗的汇报之后指出：“汇丰在领导伊斯蓝坚融服务行业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但是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集团的做法将会进行调整，以适应每个市场的实际情况，但是，汇丰阿玛纳将作为一个统一的形象展现给穆斯林客户，以塑造品牌资产。”









2004年，汇丰阿玛纳的广告


2006年年初，庞约翰称赞阿玛纳是集团的“巨大成功”；当年利润上升至4.10亿美元左右（沙特的个人理财服务出现了特别强劲的增长）；2007年年初，《欧洲货币》毫不吝啬地公开赞扬了汇丰阿玛纳，称在“快速发展的”伊斯蓝坚融行业“没有任何其他金融机构能够在产品及服务覆盖区域的广度和深度上与之媲美”。不过，在普遍困难的美国穆斯林市场汇丰却遭遇了滑铁卢：早在2001年，汇丰曾经非常高调地推出了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抵押贷款产品，但是，5年之后，由于市场需求很少，最终无奈地终止了这项产品。当然，到了2010年前后，经过西方金融机构的不懈努力，伊斯兰的金融原则出现了松动，允许增加利息，但是，汇丰阿玛纳依然在这一领域保持着领先的优势，2010年再次被《欧洲货币》评选为最佳国际伊斯兰银行。它的竞争优势包括在全球拥有95家独立阿玛纳分行，原先在沙特的分行90%都转型为阿玛纳分行，在孟加拉、巴林和卡塔尔的阿玛纳业务扩展到零售领域，在全球伊斯兰基金管理市场占到了10%的份额。在伊斯兰资本市场，阿玛纳的“伊斯兰债券业务比任何其他国际银行都要更大，范围都要更广”。在此过程中，马来西亚功不可没，2011年4月，一份向汇丰执行委员会递交的亚太地区报告指出，自从在马来西亚的4家阿玛纳分行开张以来，已经吸引了约30万个人理财客户，报告同时也把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确认为具有发展伊斯蓝坚融的潜在国家。但是，没有人会故步自封，报告也指出，“渣打萨迪克正在崛起，将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汇丰阿玛纳需要快人一步，才能保持领先优势和市场份额”。


夺回领先地位


2008年9月，随着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市场大量抛售，《经济学人》对此感叹道：“新兴市场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种天堂。”到了2009年1月，“没人会再讨论‘脱钩’的问题，相反，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随着发达国家一起沉没”。但是，在当年剩余的时间里，当发达国家依然深陷泥潭的时候，新兴市场却出人意料地出现反转：由于与西方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联系密切而遭遇不成比例的拖累，进入2009年之后，新兴市场开始强劲超跌反弹——如此强劲的反弹使得在10月新兴市场的债券基金出现了创纪录的净流入。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高盛的奥尼尔团队通过计算得出结论，在过去三年里，4个最大的新兴市场（“金砖四国”）占到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5%，几乎比2000~2006年增长了1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用2010年1月《经济学人》的话来说，新兴市场现在可以宣称是“全球经济的真正引擎”，而“西方的经济实力正在减弱”。

幸运的是，早在2007年年初汇丰就已经开始极大地加强对新兴市场的长期投入。纪勤在向汇丰控股董事会介绍年度营运计划时，预测未来的增长将“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而在随后的战略讨论中，重点也放在需要“回应关于集团受（家庭贷款公司等）影响已经在新兴市场丧失其原先优势地位的观点”，于是，在未来5年里需要重新夺回在这些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把集团在那里的业务比例提高到40%~50%。在2008年新兴市场遭遇严重困难（尤其在亚洲）的时候，这项战略的持久性受到了考验，但是汇丰坚持不动摇。11月，欧智华坚定地告诉路透社：“我们认为，在亚洲危机中亚洲经济体比1997~1998年表现得更为强大。”两个月之后，汇丰控股董事会再次确认了这种战略观点：“新兴市场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加迅速。”2009年10月，汇丰推出了每个季度的新兴市场指数；到了2010年3月，纪勤预计在不久的将来集团利润中的60%将会来自新兴市场。之后不久，《欧洲货币》认为：“在汇丰新兴市场战略中还存在着短板。”并指出短板就是俄罗斯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而在整体上它的判断十分恰当：“汇丰是少数几个能称自己为真正全球新兴市场银行的金融机构”。

这份杂志或许也可以提到韩国，在那里依然是一成不变的感觉。最新的传说发生在2007年4月，那时候集团管理委员会收到报告，称有可能大量收购韩国外换银行的股份——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前景，考虑到韩国金融监督院依然不愿批准本地注册的申请，因此肯定不可能通过内生性增长实现关键多数的突破。这部分韩国外换银行的股份的另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是它已经在外资机构手上（由美国私募股权机构孤星基金所持有），从而使得股权出售给另一个外资机构的方案更有可能获得监督院的批准。到了9月，汇丰同意以6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51%的股份，随后的尽职调查也在10月顺利完成。好事多磨，到了2008年3月，市场经过6个月的下滑之后极大地影响到了出价的真正价值：原先在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溢价24%，然而现在溢价的幅度高达38%。但是，正如霍嘉治（自2007年7月起担任亚太地区行政总裁）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汇报时所言：“任何就交易条款进行重新谈判的尝试，都会增加丧失独家收购机会的风险，而这可能是进军韩国市场的最后一次重大机会。”到了7月末，溢价幅度还在38%左右，这是不合常理地高溢价水平；虽然霍嘉治一再向集团管理委员会强调，韩国外换银行是“唯一能够改变格局、降低集团收益依赖于香港的收购机会”，集团最终还是做出决定，与孤星基金展开重新谈判。尽管汇丰控股董事会自己也不愿意为此担心，如果交易谈判最终失败的话，“韩国政府和监督院或许会有强烈反应，认为汇丰是失败的始作俑者，从而对汇丰现在和未来在韩国的业务产生影响”。重新谈判最终果然以失败告终，9月18日，汇丰宣布放弃收购外换银行。第二天，霍嘉治在拜会了韩国金融监督院之后告诉葛霖：“毫无疑问，我们受到了指责。”之后，他又单独给纪勤发送了一封包含许多隐喻的邮件：“未来我们需要‘修藩篱’。我们应该让‘尘埃落定’……‘只扫门前雪’，一切照常营业将会是最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对于《欧洲货币》所指出的另外两个“短板”地区，汇丰还是没有在俄罗斯寻找重大收购的机会，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实际上这总是令人首先想起南非这个国家）汇丰挥出了一记重拳。2007年6月，身在南非的葛霖告诉纪勤：“这个国家现在具有相当的活力——自从我三年前访问此地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商业信心得到了极大提高。”主要收购对象很快浮出水平，它就是莱利银行，是南非第四大银行，当年晚些时候汇丰主动接触了对方，但是最终却杳无音讯；但是，进入2010年之后，形势变得越发危急。3月，霍嘉治去南非访问之后告诉集团管理委员会：“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因为可能只有一家大型南非银行可以允许外资集团进行收购。”会议随后讨论了“在非洲大陆上谋求生存的各种挑战，在那里，汇丰业务活动不足，经验有限”。一个月之后，集团管理委员会原则上同意向莱利银行提出非约束性收购邀约。随后，纪勤向汇丰控股董事会表示：“中国和印度是汇丰新兴市场战略的核心，在投资优先顺序上排在南非区域的前面。”8月对外公布，汇丰以约4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莱利银行的多数股份，这引发《经济学人》刊发了标题诙谐的文章（“汇丰学着吹响呜呜祖拉”），同时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名合伙人埃米利奥·佩拉对此发表评论：“汇丰在南非或其他非洲地区没有强大的市场地位，莱利银行将会是它们在非洲扩张的跳板。”

随后汇丰展开了尽职调查，并且和监管部门进行了讨论。但是，在10月15日，汇丰通知莱利银行的大股东英国耆卫保险公司。在经过仔细考虑并且注意到监管方面的变化之后，汇丰认为这种变化已经对交易的经济性产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决定停止收购。英国耆卫和南非方面对此决定感到十分失望。虽然这个决定并不代表对莱利银行本身有任何不利看法，但是，汇丰受法律上的限制而无法公开对决定背后的原因发表看法。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内生性增长。但是，尽管如此，《欧洲货币》也难掩失望地表示：“围绕交易的鼓噪声沸沸扬扬，显示对非洲前景的乐观看法。汇丰需要非洲——就像非洲需要汇丰一样。”

这份杂志对汇丰在拉美地区的发展持有更积极的看法，2008年，它称赞汇丰“仅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就打造出具有竞争力的业务渠道”。次年1月，它具体赞扬了汇丰，认为当“其他外资银行正在削减拉美团队”的时候，汇丰在地区债券市场建立起业务渠道，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以及快速发展崭新的业务关系。总体上，拉美地区为集团利润做出了坚实的贡献：在2007年和2008年每年贡献的利润超过2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巴西和墨西哥；2009年，由于墨西哥的经济出现急剧紧缩，地区利润下降到11亿美元；2010年，又上升至18亿美元（占到集团利润的9.4%），其中，巴西在超强经济增长的支撑下，贡献的利润首次突破10亿美元。尽管如此，也根本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可以让集团感到得意。2010年2月，拉美地区的行政总裁埃米尔森·阿隆索（Emilson Alonso）在报告中表示：“这是本地区第二大的汇丰足迹，但是，在效率和赢利水平上大大落后其他国家。”并且要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所谓的“多样化的业务营运、系统平台和不同的工作文化上”。而且，不久之前，墨西哥和巴西都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提交了各自业务表现的评估报告，前者评估的结论是：“墨西哥汇丰银行目前缺乏规模竞争者、成本收入效率和贷款质量不高。”至于巴西，纪勤以其个人经验为例，认为“推动业务转变需要做出重大文化改变”，尤其在零售网络以及“培养发展顶尖行业人才”等方面。

在利润贡献方面，亚太地区（除香港之外）也不甘落于人后：2007年和2008年，税前利润都达到了47亿美元，2009年回落至42亿美元，到了2010年再次上升到59亿美元，看来亚洲已经彻底摆脱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分析显示，中国内地在这4年里的利润贡献分别为25亿美元、34亿美元、27亿美元和36亿美元，而另外两个一向有稳定贡献的国家分别是新加坡（每年都在5亿美元以上）和印度（除一年之外其余年份也都超过5亿美元）。2007年年底，霍嘉治告诉《银行家》杂志：“我们在亚洲的战略十分清楚，我们把重点放在正在崛起的富裕群体以及正在蓬勃发展的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充分利用亚洲区域内高速发展经济体之间以及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贸易，无论是按资产规模还是按税前利润，亚太地区汇丰银行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性银行，而且，它在亚洲发展的前景依然灿烂。”之后不久，在与《亚洲货币》的交流中，郑海泉又锦上添花地表示：“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市场都是全能银行。事实上，财富管理和商业银行是我们希望实现更大规模的两大领域。只要我们能够为股东创造体面的股本回报率，我们就会进行投资。”然而，正如亚太地区之前的情况，汇丰在某些市场进行扩张的能力依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从整体上来看，对持股没有设限的地区少之又少，除中国香港地区之外，只有日本、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08年8月，亚太地区业务评估报告指出：“只是依靠内生性增长似乎不足以或者不能够迅速地满足集团市场发展战略的要求。难题在于，并不总是容易实现非内生性增长，并且在此过程中需要遵守严格的财务纪律，以避免超额支付。”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另外三个国家（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所发生的变化与韩国形成了特别醒目和有益的对比。

在2005年前后，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比越南更为迅猛，GDP以每年8%以上的速度增长。对于汇丰来说，尽管它在胡志明市（主要的商业中心）和河内（政治中心）拥有分行，并且自2005年5月以来也进入了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芹苴市，但是，它与本地银行的竞争远没有达到平等的水平。不可避免的是，非内生性增长的发展途径令人动心：2005~2009年，汇丰用不断增持越南科技及商业银行（越南第三大银行）和保越人寿保险的股份来回应市场的机会。但是，在这些年里，内生性发展的途径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2006年5月，在越南央行保证在适当的时候将会允许外资银行进行本地注册之后，越南汇丰银行的负责人简毅伦（Alain Cany）表示：“我们在越南市场实施的两条腿战略依然有效。”而两年之后，他的接任者陶伟邦（Tom Tobin）在本地注册前告诉霍嘉治：“我们已经在集团的核心业务上迎头赶上，例如推出信用卡业务、上线互联网银行业务并部署ATM自助服务网络。”2009年年初，本地注册的申请工作正式启动（汇丰和渣打被挑选为试点外资银行），当年又开设了8家新的分行。2010年3月，陶伟邦在向《银行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时表示：“我们目前不会探讨开设几百家分行的计划，这里的市场还没有为这种速度的增长做好准备，而我们的竞争优势也不适合这种大规模市场准入的策略。”相反，他所设想的零售领域的目标对象是越南“日益壮大的富裕中产阶层”；而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他和他的同事将会对《亚洲金融》最近的结论性观点感到满意：以外资银行对越南的影响力来衡量，汇丰银行被认为是“领路人”。

与此对照，在印度尼西亚，最终设计的是一条不完全是内生性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千岛之国”，在2000~2001年，政府急切希望引入外资银行来推动银行系统的改革，以期改变银行业在90年代后期遭遇金融和政治危机之后所陷入的困局。尽管如此，银行在内生性增长方面依然实现了许多突破，尤其是它曾经大胆地进入了消费金融领域。2005年12月，大约6个月前，汇丰在印度也被要求开展消费金融业务。邵柏宁对此解释道：“印尼在消费金融领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和具有高度赢利性的市场机会。”并且补充说：“考虑到竞争对手的举措和未来监管环境的不确定性，关键是要行动迅速，并建立起一个广泛的业务网络。”2006年5月，如期推出了汇丰贷款公司，为印尼市场提供家庭消费金融服务；随后又很快开设了一大批贷款中心；到2008年年初，以银行的足迹来衡量，汇丰已经成为印尼最大的外资银行。

但是，这就足够了吗？收购Bank Ekonomi的机会出现了，这是一家著名的印尼国内银行，在印尼全国各地拥有83家分行。2008年6月，亚太地区规划部门的斯蒂芬·莫斯在一份意见书中，针对内生性发展途径与非内生性发展途径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就内生性发展而言，目前已有17家分行，61家消费金融办事处，不仅印尼央行最近已经确认，外资银行不允许在11个特定城市开设分行，而且，“在寻找理想的分行网点方面一直存在着种种困难”，并且“本地市场也缺乏合适的高技能员工”；至于非内生性发展，收购Bank Ekonomi之后，将会立刻带来“规模效应，可以吸收到35万名存款客户和5 000名中小企业借贷客户”。因此，不言而喻，应该选择非内生性发展途径，当年10月（在决定放弃收购韩国外换银行后不久），汇丰宣布将以6.0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Bank Ekonomi 89%的股份。交易最终在2009年5月完成——之后不久，在内生性发展方面，上一年秋冬之交，在经济环境恶化并最终证明消费金融的业务质量极其低劣的背景下，汇丰决定关闭所有的消费金融业务。

当然，无论在越南还是在印尼，在选择内生性发展和非内生性发展的道路上，从来就不是非甲即乙的对立选择问题，这同样也适用于印度。2007年9月，在2008~2010年战略计划评估会议上，祁慧提出到2010年实现税前利润10亿美元的目标，以致汇丰将“继续保持对同业银行的竞争优势”，比如与渣打（印度顶尖外资银行）和花旗竞争。她同时指出：“印度业务成长属于内生性发展的结果，尽管预计在2009年市场开放之后不应该排除开展收购的可能性。”而就内生性发展而言，她尤其看好个人理财服务，其中最重要的是消费金融和零售证券经纪，将把它们作为“关键扩张领域”。因此，当汇丰2008年收购了印度主要零售证券经纪机构IL&FS投资公司多数股份的时候（之后更名为印度汇丰直接投资公司），这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举措了。至于消费金融方面，自2005年以来业务逐步发展，2007年12月，在孟买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这成为交流的核心问题。作为关键信息，霍嘉治向媒体表示：“实现金融的包容性增长是我们的信条。现在还有许多群体无法获得银行产品和服务，因此，金融的包容性增长是亟待解决的需求。印度储备银行敦促各家银行，把业务覆盖到这一领域。汇丰已经引入了Pragati金融品牌，一款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

然而，在随后的2~3个月里，市场环境出现了突然改变。托收诈骗开始浮出水面；消费信贷市场开始出现转变；政府突然要求贷款出借机构免除15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农民减轻债务负担，这一举动造成了巨大反响，许多借款人（包括Pragati金融的借款人）把这当成天赐良机，直接停止偿还贷款。多年之后，祁慧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有些惊魂不定：“突然之间，他们就可以不用偿还我们的贷款了。”个人理财服务（包括消费金融业务）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累计损失分别为2008年1.55亿美元，2009年2.19亿美元。而早在2008年的秋天，一名访问印度的集团管理办公室的员工注意到，个人理财服务“已经改变了发展方向”，不再执行“当年早些时候被批准的战略计划”，即“不再寻求发展大众市场和消费金融业务”。

2010年，印度业务开始回归正常轨道，获得6.79亿美元的利润，不出所料，当集团管理委员会在10月份考虑中期前景时，关键信息是“重点放在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以及商业银行方面，同时把个人理财服务作为客户存款的来源”。但是，增长的机会依然稀缺，2011年1月，原先预计金融开放的日期早就过去了两年，《银行家》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一目了然：“等待绿灯”。这反映了外资银行急切想搭乘印度高速发展的经济快车的愿望落空之后的沮丧心情。不过，祁慧却能够理解监管部门谨慎的做法。她告诉《银行家》：“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如果外资银行占领印度市场，将导致银行系统完全暴露在变化莫测的全球环境中。”这种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在经历了当时的事件后，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她懂得重要的是从事物的正反两面来看问题。


一种独特的业务分布


2010年4月，在香港的某次演讲中，纪勤问观众：“几年之后，谁还会记得G7国家？我们将会记住E7（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尼和土耳其。这些才会是人们看重的国家。”新兴市场的崛起着实令人兴奋，21世纪初可能出现改变规则的发展前景。在这一背景下，汇丰有时候玩得相当得心应手——尽管有些评论员认为它或许在亚洲不如渣打那样如鱼得水。在他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他向《欧洲货币》杂志提供了一个可量化但却是基本正面的评估。这篇在当月（2011年1月）刊发的采访文章指出，他的继任者欧智华告诉汇丰控股董事会，预计在未来10年内，新兴市场将会给集团带来55%的“银行利润池的增长”。纪勤表示：“汇丰在新兴市场中的业务分布十分独特，我认为没有任何其他金融机构能够像我们这样了解新兴市场。新兴市场将会经历风风雨雨。每个人都在辛勤耕耘，到时候他们就会明白，实际情况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工资飞涨，业务的规模根本不足以弥补基本成本，然后就会出现‘公司倒闭’的遗憾结局。”总之，他警告：“这些市场不会一帆风顺、毫无障碍地发展，成长的道路总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




第二十二章






全球零售银行




20 
 04年，一位美国银行业咨询师带着羡慕的口吻说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家真正算得上零售银行的金融机构，它们就是花旗和汇丰。考虑到打造全球零售渠道的过程那么艰辛，将来不可能再出现另外两家全球零售银行。”客户组的个人理财服务就是零售业务的核心。两年之后，在2006年4月，纪勤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概要介绍了“成长的故事”：在4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个人理财服务；拥有5 200万客户；从2002年（开始启用“世界的本地银行”的品牌主张）到2005年，每年的利润增长达到24%。在价值管理战略果断把汇丰的重心转移到财富管理和零售方向7年之后，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成长故事，而是汇丰总体演变的宏大故事——而且其中似乎充满了危险和机会。


发展个人理财业务


这些年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基本脉络曲折复杂，充满了挑战，集团各个区域的发展水平不可避免地出现高低不一的现象。有些地区在分行内开辟出一块个人理财服务区域，有些放弃传统的“银行”风格而建造了“零售”创新风格的理财中心，因此，那时各行的发展水平还是明显参差不齐；继续发展非实体的渠道，以便更好地服务客户，2006年，集团网站的访问量超过了18亿次；发展直接零售存款服务，2005年下半年首先在美国推出此项服务；针对富裕客户群体，继续发展汇丰卓越理财业务，截至2006年年底，汇丰大约拥有180万富裕客户；为应对人口构成的变化，从2005年5月起，在汇丰业务发展最重要的10个国家或地区，根据对1.1万多名退休人员的调查结果，发布了“退休前景”的年度报告，以此反映出退休人员如何应对“人口定时炸弹”的问题。2005年前后，在推动个人理财业务整体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无疑是纪勤。2004~2006年，在担任集团行政总裁之前，他在负责欧洲区域（包括英国）的同时，还负责全球的个人理财业务。2006年年初，在对希腊进行了短暂访问之后，他给希腊地区的负责人发送了一封别具一格的邮件：“你必须承认，零售业务就是关乎细节。这是一桩靠数量和服务取胜的生意，无论成功与否，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共进退。你必须把精力放在有限的几个产品上，全神贯注地实现批量销售。”

在英国，在收购米特兰银行10年之后，汇丰的个人理财服务渠道已经被打造得十分坚实，并具有赢利能力。因此，在2005年前后，个人理财业务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主要的成就包括2004年以7.63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M&S Money（玛莎银行），实际上，它是玛莎百货的信用卡产品组合；同样也在当年，又推出了一款简化产品组合，并普遍提高已发放贷款的规模，这被某个分析师描述为“更多的是一种市场营销策略，一种更激进的价格策略”；从零售行业（戴顺安）挖来了乔·加纳来负责推行解决客户问题的方案，在短短几个月之内，直接引出汇丰探索性地推出了2005年“一月促销”活动；在2005年剩余的时间里，销售继续强劲增长（利润上升了24%左右，达到了8.32亿英镑），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营销手段就是在6月里向持卡用户推出独特的“价格承诺”服务，保证使用汇丰信用卡购物的客户将获得“商业街最低”的价格。

更为重要的是，在2005年个人理财业务大发展的时候，其背景是这家英国银行的贷款规模要比其竞争对手小很多。例如，在2005年上半年，米特兰的贷款规模增长了21%，略低于同期的巴克莱、哈利法克斯、劳埃德和皇家苏格兰平均23%的水平；但是，尽管如此，米特兰的贷款总额为538亿英镑，要远低于巴克莱的880亿英镑，皇家苏格兰的1 015亿英镑，劳埃德的1 073亿英镑，更不用说业务高度集中的哈利法克斯银行，它的贷款总额高达2 178亿英镑。2006年上半年，由于汇丰针对房地产市场泡沫而调整了风险偏好，米特兰的贷款增长仅仅只有8%，与此对照，其他四大银行的平均增长率为19%，而贷款总额更是与之相差甚远。更加糟糕的是，随着资产和负债委员会在2004年11月决定实施“促进储蓄存款的推广活动”，以便“减轻资产负债表和存款与资产比率的压力”，因此，那个时候在储蓄方面也出现了关键变化。2008年10月——也就是充满动荡的那个10月，加纳回忆起当时的景象：“因此，我们立刻开始（针对收费账户客户）制订‘8%固定储户’计划，并且在2005年的春天正式推出。这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的存款金额开始出现增长，并且不断增长。在整个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汇丰的存款金额比其他任何一家银行都要增长得更快。今天，我们的存款规模比2004年增长了一倍，比我们原先的贷款规模要高出许多。在近期活动很久之前，人们就已经都选择把他们的资金存入汇丰银行。”

毋庸置疑，亚洲的储蓄文化要比欧洲更加强大。2003年，葛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从集团整体上来看，亚洲地区的个人理财业务是“最近几年集团重点投资的两大计划之一”。重中之重是香港之外的亚洲地区（汇丰的用语是“其他亚太地区”），包括几个最近实行开放的经济体，目的是发展个人理财业务，直至作为重要的赚钱机器能够产生至少达到香港一半的利润——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考虑到2003年香港个人理财业务的利润为9.86亿美元，而其他亚太地区只有5 800万美元。2005年11月，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相当激进的战略评估报告认为：“在其他亚太地区，个人理财服务在传统上是一项高端细分的业务。”这种态势不仅反映了传统的局限，而且也是银行在90年代没能有效应对经济自由化所产生的结果。报告继续指出：“在新世纪初的几年里，我们在银行业务和银行卡基础设施方面（例如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互联网在线银行和信用卡系统）进行了大量投资，以便打造整个地区业务增长的平台。我们现在已经走上内生性发展的道路，可以在具有重大中期发展潜力的特定市场实现规模发展。”评估报告继续指出，相关手段已经落实到位，以确保沿着这条发展道路前进，其中不仅包括在本地市场中通过短期外派和外部招聘的方式提升业务技能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而且“在市场和直接销售队伍方面大幅度增加投资，以抵消实体分行网点缺失的弱势”（往往是因为政府监管限制所致，缺失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在整个其他亚太地区的分行网点只占到集团总数的3%）。2006年，基于某些过度乐观的想法，即信用卡——实际上往往顽固地坚守单一业务功能，是打开其他业务大门的关键，特别是针对信用卡用户开展了广泛的市场营销和销售推广活动，使得其他亚太地区的信用卡数量上升至570万张。可喜的是，当年业绩结果显示地区差距在缩小：香港个人理财业务的利润为28.9亿美元，其他亚太地区的利润为4.77亿美元。尽管如此，两者之间依然还是有1∶6的差距，与其达到一半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2008年，位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卡博特马戏城内的汇丰卓越理财中心


此外，这时候审视整个集团范围内的个人理财业务，其中至少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这完全是有道理的。第一个问题是消费金融，换言之，家庭贷款公司的业务模式开始在印度和印尼等国家逐步推广。2004年10月，家庭贷款公司的梅尔塔向高级管理层介绍扩大消费金融的战略举措时表示：“我们没有寻求把个人理财业务和消费金融客户联系起来，相反认为消费金融客户具有典型的更高风险特征，并且需要更多信贷支持。普遍而言，远远达不到我们目前的取舍分界线，因此，他们没有获得贷款的资格。”更多消费金融的介绍将出现在第二十五章，但是，这足以说明消费金融业务在推广的过程中，往往采取了鲁莽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导致圈地战争，把市场搅得昏天黑地。

第二个问题是，尽管汇丰拥有无可匹敌的覆盖网络和不断增强的品牌价值，个人理财业务没有建立起真正令人信服的全球解决方案。2006年晚些时候，集团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经过对汇丰卓越理财服务与竞争对手的服务进行比较评估，以及对整个集团范围内卓越理财服务客户进行一系列研究，我们发现目前汇丰卓越理财服务无法满足我们的客户要求，与我们竞争对手的服务无法产生足够明显的差异，在整个集团范围内也无法提供统一的服务。”毋庸置疑，这种不一致的部分是因为个别国家或地区负责个人理财业务的管理者不愿意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是同时也反映出潜在的人力资源匮乏的窘境——这引出了第三个问题。2004年亚太地区个人理财业务问题分析报告清楚地指出：“资源匮乏，缺乏专长，‘自然产生外行的做法’。”而两年之后，在又一次谈及亚太地区的时候，庞约翰质问道，“当花旗和其他竞争对手业务开展得似乎很顺利，也找得到合适人才的时候，缺乏个人理财业务人才是否是汇丰自身的问题，还是整个区域的问题。”（负责亚太地区个人理财业务的）郭兆德回应道，“考虑到我们在其他亚太地区开展个人理财业务的历史相对较短的现状，这是汇丰独有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零售业务或许事关细节，但是，它也事关人才的问题——早在90年代末期，在价值管理的年代，就存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期望。人们认为那些颇有建树的银行管理人才，几十年来在经营商业银行的时候一直吸收着某种极其顽固的保守文化，却会很快和全身心地接受并适应完全不同的零售银行文化，至少事后来看，这似乎有点儿过于天真了。


一种销售文化


这并不意味着银行没有尝试追求一种激进的零售文化。2003年形成和制订的新集团战略计划，以取代价值管理战略，就是审时度势的历史时刻；那年8月，一份初期报告指出，在过去5年里“内生性增长相对较低”，反映了“市场营销和销售文化”严重“缺失”的现状。就打造那种文化而言，报告继续指出，将有必要“着重强调销售业绩的表现（目标、评估和薪酬机制），并且把所有分销渠道作为销售渠道进行统一管理”。当年秋天，集团批准了增长管理的新战略，在涉及个人理财业务方面，战略明确罗列了6大关键要点，表明“销售将主导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之后不久，在与集团内部杂志《汇丰世界》的交流中，葛霖宣称汇丰“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需要更好地发展以销售和市场营销为导向的文化，以便于我们以尽可能具有创新性和活力的方法，来应对收入增长的挑战”。

在个人理财业务方面，有迹象明确表明，特别强烈的销售文化已经在英国汇丰中得到了发展。到2003年的时候，分行服务和销售报告中已经依据规定程序来对成功实现产品销售的员工进行打分——正如英国员工杂志《团队心声》当年秋天所解释的那样，“到年底的时候，员工获得的总分将在计算他们奖金数额的时候作为个人表现因素而被计入其中”。毫无疑问，特别是在2004年5月，成立了纪勤向他的同事们所描述的“更精干、以销售为导向的高层团队”，主要的动力即来自上述的奖励机制；而与此同时，随着客户概况系统现在已经对每一位一线员工开放，当月的《团队心声》采访了一位分行高级顾问，她在上一年里累积的分行服务和销售积分达到了惊人的13.8万分。她在揭秘如何充分利用销售机会的时候表示：“这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实际上所要做的就是倾听客户的心声，不只是听他们说了什么，而是要做到听话听音！不能因为人们进银行来办信用卡，你就不能和他们谈一谈抵押贷款的事。”销售把其他东西都踢到一边去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年春天，米特兰执行委员会审议了一份有关“负责任借贷”的报告，说明一个内部任务小组如何采取重大行动，来解决连环借贷这一严峻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些年里，文化转变的确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尽管一线员工不一定能够完全体会到这种变化。2004年7月，一名工会领导在与汇丰70名工会代表见面之后公开宣称：“明显可以感觉到员工的愤怒和不满。所有的工作全部围绕着销售、销售和销售。”纪勤本人对此却并不感到羞愧，次年春天，在与退休总经理们见面时他告诉他们，在他的设想中，英国汇丰银行2005年及之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说服员工和工会，销售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词汇”。

潜在的问题是误导销售，当然，这不只是对汇丰而言。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但是最主要的是在2000~2005年，英国各家银行在误导客户的情况下销售了许多产品，从而最终导致媒体曝光此事，并且金融服务管理局采取了干预行动。从汇丰的角度来看，核心问题在2006年的夏天爆发，当时金融服务管理局在签发“公平对待客户”讨论稿两年之后，对汇丰开展了ARROW风险评估。随后在2006年11月公布的评估报告指出，汇丰在执行“公平对待客户”方面有所欠缺；在开展“公平对待客户”项目的时候进展缓慢，并且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与其他主要零售集团相比较，汇丰在这方面的做法显得不足；但是，另一方面，在过去6个月里汇丰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投入和承诺。2007年的辛勤努力换来了“最佳银行”的称号，也就是汇丰对公众的所谓“九字经”承诺：即“产品好、卖对人、继续卖”。当年晚些时候，乔·加纳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对我来说，如果所有其他监管压力全都消失的话，那么我们只要遵循‘公平对待客户’的原则就可以了，世界也就变得更加美好。”此外，英国汇丰银行的激励安排现在也开始出现了重大改变。从2007年起，如果员工无法遵循集团政策，那么从销售中获得的积分将会被扣除掉；2008年，纯粹以积分为基础的激励机制让位于“平衡记分卡”的方式，即更加注重于非财务标准和向客户交付的产品和服务的适当性。最终在2013年，销售指标将会从员工激励安排中完全去除，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客户满意度和销售质量”的业绩评估和奖金分配制度。

对英国各家银行来说，对误导销售的指控延续的时间最长，似乎这种指控已经达到了行业规模的程度，事关支付保护保险的问题。2005年下半年，误导销售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得到普遍的重视，当时，金融服务管理局签发了第一份支付保护保险的报告。而到了2007年9月，汇丰集团管理委员会指出，金融服务管理局表示，“它对支付保护保险的规模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汇丰银行的表现与大多数银行不相上下”。三个月之后，汇丰决定在提供建议的基础上停止销售支付保护保险。最终，在2011年4月，高等法院做出裁决，金融服务管理局要求银行评估支付保护保险的历史销售的命令是合法的；英国银行公会决定不再提起上诉；由此，客户的赔偿要求如潮水般涌来。欧智华公开表示：“我们的准备金比某些预测要更低一些，因为我们在2007年就已经停止销售支付保护保险，而其他银行一直销售到2010年。”截至2013年3月，在各家银行公布了它们的全年财报之后，整个行业的情形就变得十分清晰：最主要误导销售支付保护保险的各家银行迄今已经拨备了总额为140亿英镑的准备金；其中，最大的一笔准备金是劳埃德集团拨备的67亿英镑，包括旗下的哈利法克斯银行、苏格兰银行和劳埃德银行；皇家苏格兰银行和巴克莱银行分别拨备了22亿和26亿英镑；迄今为止，汇丰的拨备只有15亿英镑。从这些数字比较中，汇丰或许会有一丝安慰——但是，这一事件依然是英国银行历史上一个毫无价值的卑劣插曲。


一桩高净值的生意


2005年年初，葛霖向高级管理层表示：“在收购利宝银行（1999年12月）之前，我们的私人银行业务规模很小。在收购后的头几年里，由于精力主要放在业务整合上，因此，私人银行业绩平平，但是，现在我们希望看到回报，对我们来说，这是具有很大潜力的业务。”私人银行（从2004年年初起正式在全球创立私人银行品牌）当然不是个人理财业务的组成部分。不过，它的确也为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务，尽管客户都是极其富裕的个人——这是富裕阶层变成超级富豪的时代。集团私人银行的利润数字对葛霖的自信给予了很大的支撑：2002年的利润为4.2亿美元，但是到了2005年上升至9.12亿美元，2006年12.1亿美元，2007年15.1亿美元。2007年10月，葛霖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私人银行业务已经发展到大家公认的世界领先水平。”他同时表示，在之前两年里，在《欧洲货币》的排名榜上位列第三名。汇丰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成功打造出私人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可以与两家主要瑞士私人银行瑞银和瑞士信贷相抗衡——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这个成就得到了普遍的赞同。2007年集团年度回顾报告指出：“在所有主要高净值财富领域或高净值财富创造领域，我们都拥有优势地位。我们利用我们的全球网络和品牌，从37个国家和地区的90个私人银行中心，为高净值人士和他们的家庭提供财富管理和财富增值的服务，来满足他们日趋复杂的国际化需求。”但是，如果说这是一个团队努力结果的话，那么比任何人都清楚知道如何引领整个团队齐心协力共同前进的人无疑就是克里夫·班尼斯特。1999~2006年，他负责领导全球私人银行业务。2011年，他回忆道：“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得到了庞约翰和许多好人的全力支持，而且因为我们有着非常清晰的战略。”以寻求与主要瑞士私人银行进行差异化竞争为目的，这项战略的主要内容不仅仅包括管理客户的资金，还要重视向客户提供贷款服务；开展本币的境内业务；以开放式架构为基础销售产品；打造信托基金业务，尤其在2004年收购了百慕大银行之后；以精挑细选为基础，寻求另类投资。2004年10月，正当集团私人银行部门在全球业务的赢利水平即将出现大飞跃的时候，班尼斯特概述了他的愿景——“国际化私人银行……高智商解决方案，以客户为中心，重视执行力……在对冲基金、信贷、投资战术咨询、税收和信托规划等方面具有产品领导能力……满足客户需求，‘重视价值，而不是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愿景已经得以实现。

关键是，这意味着集团私人银行处于十分良好的经营状态，可以迎接未来充满挑战的经营环境。2008~2010年，私人银行利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滑，但是，依然设法维持了10亿美元的利润水平。2011年1月，一份集团资本分配的内部评估报告指出，集团私人银行“的业绩表现一直维持在全球股本回报率25%的水平上”。这些年里，令汇丰脸面丢尽的主要是其在2010年3月发现在瑞士私人银行约1.5万名客户的核心资料被一名员工窃取——法国部门随后掌握了案件的相关资料。当年春天的晚些时候，克里斯·米尔斯（班尼斯特的接任者）告诉他的同事：“客户的反应一直比较通情达理，使得旗下管理资产的损失不到10亿美元（集团私人银行旗下管理的资产总额大约为3 670亿美元），比预期的要少得多。”与此同时，米尔斯指出，当根据客户国籍进行分析时，私人银行利润中几乎2/3来自新兴市场，而在新兴市场，汇丰自然具有特别的优势地位，尤其在快速增长的亚洲地区；而一年之后，在投资者日活动当天，他介绍了在金融危机之后为什么所有私人银行都出现了收入下降的趋势：

我们发现客户的风险偏好变成竭力规避风险，因此，市场交易业务就只能停了下来。我们发现利率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因此，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你的业务。我们降低成本，只是在去年（2010年）通过投资，才回到2007年的水平。但是，同时，由于客户退出股权投资和固定收益产品，转而持有现金，我们可以在现金方面赚取一定的利差。然后，当他们又把现金转为固定收益产品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拿到那部分的业务。因此，你必须要有灵活的业务模式，而且你必须要有多元化的收益，不能依赖于某个市场或世界上某个地区……


全球个人理财计划


就在那段时期，严峻的经济形势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理财业务造成了严重影响——不过要想准确了解其严重的程度，谈何容易，因为在许多年里，个人理财业务的年度损益数字被计入消费金融（自然在这个类别中，家庭贷款公司的事件造成了巨额的亏损）业务中，想要厘清其中的脉络，实属不易。早在2006年，个人理财业务（包括消费金融业务）获取利润94.6亿美元，为集团利润的贡献比例达到惊人的42.8%；2007年，随着美国住宅市场崩溃，个人理财业务（包括消费金融业务）的利润下降至59.0亿美元，为集团贡献了24.4%的利润；2008年，个人理财业务（包括消费金融业务）亏损了109.8亿美元，尽管在北美地区之外所有地区的消费业务继续保持了赢利状态；2009年，亏损下降到20.7亿美元，但是，拉美和中东却加入了北美地区的行列，也出现了亏损；2010年，在全球经济出现温和复苏的情况下，个人理财业务终于实现了35.1亿美元的利润，为集团贡献了19.1%的利润。

2009年6月，范智廉告诉集团管理委员会：“整个集团个人理财业务的状况充满挑战，因为一方面低利率继续压缩毛利空间，而另一方面政府支持的银行却加强了对核心存款的争夺。贷款需求不足和集团保守的资产配置，导致利润被进一步挤压：存贷款比率中贷款减值不断上升。”他以英国为例进行了说明，那里原本是一个可靠的利润来源，然而，在1月~4月，个人理财业务的利润仅有7 300万美元，而去年同期的利润为5.08亿美元。最终，英国的个人理财业务在2009年实现年度赢利3.64亿美元，但是，与2008年的9.18亿美元相比，大幅度缩水。这些年里，英国业务的亮点是在信贷普遍紧缩的背景下能够继续提供抵押贷款服务——2008年推出的抵押贷款利率匹配推广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吸引了那些面临其他银行调整利率的优质客户，并且在2009年实现了新增抵押贷款规模翻一番的承诺。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个人理财业务，幸运的是有亚太地区作为其坚强的后盾。在那里，核心基石绝对还是在香港，2007~2010年，汇丰个人理财业务平均每年的利润达到了33.2亿美元，就算在最差的2009年，也实现赢利23.7亿美元。其他亚太地区个人理财业务的利润贡献则与之相差甚远，在那些年里平均利润为6.97亿美元，同样在最差的2009年，实现利润4.63亿美元。即使在最好的2010年，其中大部分利润还是来自于汇丰在中国金融机构中的股权投资收益，而不是自己零售业务的内生性增长：在这个方面，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唯一利润贡献分别超过1亿美元的两个国家，而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在5 000万美元以下。两年前，在2008年8月，一份地区业务回顾总结报告就提出疑问：“什么时候其他亚太地区的个人理财业务可以走出投资阶段，获得实质性利润？”报告继续提出了两个中肯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业务模式是否存在瑕疵，表现是否可以得到改善？考虑到在其他亚太地区对分行扩张实施监管限制的国家数量，以及在某些国家直接渠道的发展还处于婴儿期的现状，个人理财业务的内生性增长战略能否成功？”









微笑服务——台湾桃园分行


更为普遍的是，这些年里个人理财业务的主要成就是打造了两个真正的全球化服务计划：2007年9月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在35个市场）重新启动了汇丰卓越理财服务，因此，每个国家的卓越理财服务计划实际上提供了内容相同的全球银行服务，包括在所有汇丰全球网点为国际旅行人士提供统一的身份识别和服务支持，完全相当于葛霖在2007年下半年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富裕群体的理财服务计划”；第二个是2010年2月推出的汇丰运筹理财计划，其目标对象是正在崛起的富裕客户，这些人虽然目前还达不到卓越理财的入门门槛，但是具有极大的潜力（例如，普遍而言，他们是年轻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到了当年年底，该计划成功地吸引了460万运筹理财客户，在34个地区市场开展了这项理财服务。对银行个人理财客户过度地进行系统化细分，这种做法不会总是受到人们的欢迎——2007年在英国发生了一个略有轰动的事件。当时，在特别富裕的多赛特地区，汇丰在坎福德克利夫斯小镇上的分行拒绝为卓越理财客户提供服务，这引发了影响极端负面的公开曝光——但是，此举一出，覆水难收。事实上，卓越理财的客户（截至2009年年底，人数达到340万，到2010年底继续上升至440万）正在被继续细分。2010年3月，（负责个人理财业务的）洪纪元告诉他的同事：“在卓越理财客户关系上继续投入的同时，也很有必要根据客户服务渠道偏好和财富状况对卓越理财客户进行细分。客户细分工作将使得汇丰主要通过直接渠道来服务特定的卓越理财客户，而剩下的部分则由卓越理财关系经理来负责提供服务，这样一来，他们服务的客户数量显然就更少了。”

更大的背景是低利率的宏观环境，这反映了在2008~2009年，每位卓越理财客户所创造的营业收入下降了19%。2010年4月，洪纪元向同事们介绍，现在需要抓住机会，“通过加深现有客户关系，来实现卓越理财业务更快和更高赢利水平的增长，与此同时，也需要抓住发展新的卓越理财客户的机会”。他也概述了，在亚洲地区进行了成功试点之后，如何能够实现所谓“溢价猎人”的扩张。这些猎人“专门帮助银行吸收新的客户，他们独立于分行网点之外开展工作，却可以扩大分行零售业务的集结区域”。风险也很高：在洪纪元报告之后的讨论中，纪勤“强调了卓越理财业务收入增长的重要性，特别要挖掘现有客户的潜力，来证明集团在基础设施上的重大投资是完全正确的”。


规模大小之争


到了2010年，形势越发明朗，个人理财业务发展中亟待解决规模问题。早在2007年9月，个人理财业务管理委员会就曾经指出：“总是存在的潜在危险，即在太多的‘刚起步’国家推出太多完全不同的服务计划。”在随后的三年里，洪纪元和他的团队确定了规模化的需要，根据市场份额和规模来排列每一个国家个人理财服务的发展情况。结果，将这些市场按照个人理财服务的参与程度分成三大类——全面参与（例如在英国和香港），重点参与（例如在新加坡）和网络在线参与。之后，在某些像格鲁吉亚和捷克等推行网络参与的市场中，按照现有流程，个人理财服务缺乏规模，投资回报低于集团的平均水平。然而，那种流程远不是那么简单：集团管理委员会对此流程很支持，但是，在本地的经营团队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抵触情绪，而且这种抵触有时候还占到了上风。

2011年1月，在不久之后汇丰控股董事会即将批准新的整体战略计划的背景下，集团管理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欧智华强调：“每个国家的营运团队需要开展回顾总结工作，来确定已实现的投资回报率和其他一切好处，例如连通性和未来发展的潜力等。”安东尼奥·西莫斯也强调，需要“采取集中手段，仅提供全套金融服务（全能银行业务），由此，汇丰可以实现本地规模和与此相应的回报”，而这又“需要对达不到规模和表现不佳的业务进行调整，同时，在优先市场着力打造业务规模”；伊恩·麦凯就资本分配问题提交了报告，他指出，尽管“除了北美和拉美地区之外，在主要市场的个人理财业务的股本回报率增长强劲，特别是在亚洲”，但在事实上，“在许多较小市场和国家，股本回报率低于设定的目标”。

4个月之后，在5月11日的投资者日活动中，现在负责零售业务和财富管理（由个人理财服务更名而来）的郭兆德更详细地介绍了61个市场如何分门别类地被归入6大类别：在香港和英国实现了“重大规模”；在13个市场拥有“重要地位”，并具有“高成长潜力”，例如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土耳其和埃及；而在中国内地和印度两大市场，值得“为未来机会进行投资”；“在一些较小国家，拥有领先的市场份额”，例如马耳他、百慕大、文莱和巴拿马；不少于39家国家的市场“规模普遍不大”；而美国则作为单独的一个类别，虽然目前继续亏损，但是，想要退出，似乎也是无法想象的结果。郭兆德指出：“今天，经营零售银行业务不是一件代价低廉的事情。”他谈到需要对财富管理业务继续进行细分，也需要加强与卓越理财客户之间的现有关系，而不是不加以区分，把太多的精力放在整个卓越理财客户上，同时从总体上来说，需要不断快速地转变为全球统一管理模式，以避免每一个产品拥有“61种变异，在全球各地有61种不同的做事方法”。









位于香港新都城中心汇丰分行的繁忙景象


两周之后，在汇丰控股董事会会议上，规模之争终于一锤定音。欧智华强调，“投资者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把汇丰股东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展示了一张图表，该图表显示了按照国别统计的零售业务赢利状况。根据会议纪要，“从区域上来看，香港和英国的零售业务所贡献的利润，比集团在其他地区零售业务的利润总和都要高，这说明了关键的战略驱动力是把发展重点放在有限的几种市场零售业务上，而与此同时保留一张零售业务的国际网络，以便支持商业银行以及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业务发展。”这段话读起来似乎有点艰涩，但是，其核心信息足够清晰、动人：经过13年在价值管理方面的辛勤耕耘，汇丰的业务形态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它正积极寻求把个人客户业务推到集团发展的最前沿。现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悄然来临。




第二十三章






商业银行：沉睡的巨人




在 
 2011年投资者日的活动上，欧智华宣称：“商业银行是汇丰的DNA。1865年，汇丰成立之时就为香港和上海之间的贸易，以及香港与法国、英国、日本、印度和美国的经济活动提供融资保障，因此，它一开始就是一家商业银行。今天，我们之所以还称之为商业银行，实际上体现了那种传统贸易金融和商业银行的业务技能。事实上，是商业银行的传统使我们进入个人银行业务领域。一旦你开始向开公司、做实业的个人提供银行业务，你就成为他们的个人理财银行。随着他们事业发展起来，你就成为他们的私人银行。随着他们的事业越来越大——在香港有许多相似的成功商业故事，你最终为他们提供银行间市场业务，为他们开展外汇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为他们发行债券，等等。因此，汇丰的核心就是商业银行。”

艾伦·凯尔曾经帮助汇丰率先在英国创建商业银行，随后又把商业银行业务推向全球。他曾经表示：“商业银行业务包罗万象，可以满足从个人创业到富时100指数企业经营所需的一切金融服务需求。在我看来，如何界定一项业务的属性，只要看它是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果有的话，它就是个人业务，或许是个人理财服务，甚至是市场交易业务。如果它没有持久的生命力，它实际上就是法人团体和企业业务，因为它不属于个人业务。这就是对商业银行的基本看法，而它的最高境界是为富时100指数的企业提供服务，在那个层面上，你就进入了投资银行的银行间市场。如果你在业务上需要定期进入公共债券市场，那么显而易见，满足客户需求的正确方法是把这项业务纳入投资银行的范畴内，而不管客户是否是富时100指数企业。推动你业务成长的动力来自客户对某种水平的银行服务的需求。”


糟糕的关联度


在2011年投资者日之前的10年里，汇丰商业银行已经从在24个国家内的独立经营转变为在全球范围内面向单一客户组的统筹经营。经过重组，客户服务水平得到提高，商业银行在集团内的名气和地位得以加强，对集团利润的贡献也在提升。这是研究如何通过整合和连通来创造价值的典型案例。整合和连通的目的是什么，价值又是如何创造的呢？

一开始，在90年代后期，这些商业银行虽然经营状况相当不错，但是各自为战；它们彼此之间不相往来，没有一个商业银行业务管理中心。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曾经表示，同样一个国际客户“在不同的国家获得完全不同水平的服务”。1998年开始实施的价值管理战略将“在世界各地发展中端商业细分市场”确立为业务发展的四大“战略要务”之一。战略评估报告指出：“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传统上，汇丰都非常擅长这项业务。汇丰在本地市场的重要地位和国际化的网络非常有力地促进了业务发展。在关键市场上，数据显示，由于存在着手续费和债务需求，中端市场的利润颇丰。”但是，尽管其他业务部门通过重组，成立了面向全球客户组的统一业务体系，商业银行业务继续在各自本地市场独立经营，也没有任命全球商业银行的负责人。

作为价值管理战略的成果之一，成立了企业和机构银行业务部门（CIB），以此作为一个全新的全球客户组，让它能够更好地为“大客户”（也是商业银行的“客户”）提供关系银行业务，并任命了CIB全球业务的行政总裁。这其实是把商业银行的“顶级客户群给分割了出去”。企业和机构银行业务部门也负责提供关键银行产品，例如支付和现金管理，并且，根据美国银行的惯例，为银行客户组提供与产品组全球交易银行业务绑定在一起的交易服务和证券服务。负责香港商业银行业务的梁高美懿指出：“你能想象到吗？商业银行失去了最好的客户，最好的关系经理，也没有全球业务的负责人。这是对商业银行员工士气的极大打击。”









梁高美懿（左）


英国是另一个商业银行业务的重点市场，2000~2010年的早些时候，商业银行的客户由分行的业务专员来提供专门服务，但是，大部分分行员工都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零售客户上。从1998年起负责伯明翰地区米特兰银行业务的凯尔表示：“我们组织中普遍的现象是每个人都要完成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对他们来说，很难在早晨醒来的时候想到：‘噢，今天我要找出需要兑付的支票，还要找找机会，看能不能卖出一些卓越理财产品，也不要忘了再卖出一些人寿保险产品；之后，还要记得完成人事部门交代的事情，也不能忘了对营运风险进行管理；下午有空的话，还要处理一些商业银行的业务。’”凯尔表示，在高级管理层中，负责英国商业银行业务的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只有十几个人的样子，基本上就是负责制订战略计划，发布一些通用业务指南，并且组织安排市场营销的活动，但是，从来没有什么实权，差不多是一个萎缩的职能部门”。2003年10月，艾尔敦在给凯尔的备忘录中，在总体上谈到商业银行的时候，称其“关联度很糟糕”。

在商业银行业务营运方面，香港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显示出商业银行也可以强烈聚焦于如何满足客户组的需求，并为此提供专属的管理团队和资源。从1990年开始，汇丰在香港探索性地为商业客户提供专员服务。计划实施的第一个阶段是“把企业和零售分开”（参阅第七章），首先由梁高美懿在旺角分行开始进行试点推广。

有许多规划和测试工作需要完成，因为在这个重组工作上我们是探索者，没有现成的案例可以效仿。我们需要评估和调整分行架构、员工和电脑系统，以应对分家带来的变化。这里还存在着客户视角的问题。有一小部分客户习惯于走进旺角的小银行，获得优惠的利率政策，享受红地毯上的贵宾般的待遇，但是，这与我们从他们身上所得到的生意规模不相匹配。此外，小分行中的管理人员经验不足，可能会发放高风险贷款，导致银行出现坏账的情况。因此，为了在更好地管理风险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服务，我们把员工和客户都一分为二。企业银行业务中心里经验丰富的关系经理负责管理企业客户，而零售客户仍然由分行负责提供服务，并且大体上按照客户投资组合的状况来进行管理。在电脑系统的帮助下，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来找到更有赢利能力的客户，包括那些潜在客户。之后，我们可以对他们按照优先顺序进行排列，并选派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来建立客户关系，从而为银行更多地创收。

香港其他地区很快就开始效仿这一模式，结果产生了7个企业银行业务中心。1994年，梁高美懿被调入香港总部办公室，负责管理这7个业务中心，10年之后，这7个中心合并成一个统一管理的实体。


重新思考商业银行


范智廉曾经指出：“汇丰从来没有认识到客户细分所带来的价值，还是总体上把他们作为地区业务和产品来看待，而当最高端的商业银行业务被切割出去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商业银行的定位问题——是否还有一根把它们的业务全都串联起来的主线？开始的时候，主线是关于连通性的故事，它们组成了汇丰和商业银行的基础，是贸易联系、支付和现金管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产品，而不是一个商业环境。”

2002年8月，新的发展进程开始启程，原先香港地区汇丰银行主席艾尔敦被任命为集团商业银行全球行政总裁（同时兼任两个职位）。集团行政总裁韦志诚向高级管理层指出：

这一举措将使得商业银行业务与个人银行业务以及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处在同一水平上。商业银行所服务的企业，范围广泛，从微小企业到中端市场企业，直至大型上市公司。汇丰在许多国家的商业银行市场拥有发达的业务渠道，因此，可以成为世界领先的商业银行，为这一领域的客户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本地知识和区域管理依然至关重要，但是，在今天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当我们需要向客户提供如此多的产品和服务的时候，显然会与个人银行业务和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出现重叠和交叉的机会，需要对此进行恰当的协调。

次月，在年度大会上，艾尔敦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几位商业银行业务负责人进行了交流。他告诉他们，他将从最高层的角度对他们的业务给予支持，但是，预计不会成立一个全球性的管理架构。商业银行业务的负责人强调了“需要主动出击，自行定义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们一致认为，“商业银行内部需要更好地交流最佳实践经验，并且，作为一条业务线，需要定义其共同的业务内容，提高其整体形象。”在讨论中，很大一部分的重点放在了发展电子商务系统和为客户提供电子渠道的问题上。他们也对集团没有给商业银行业务分配必要的资源表示不满，尤其觉得集团非常不重视支付和现金管理。针对支付和现金管理的收入归属于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问题，他们表示了不满，认为70%的支付和现金管理收入来自于商业银行的客户组。最终，直到2005年，集团才终于同意采取收入分享的安排。

2003年的夏天，集团执行委员会指出：“在商业银行中的客户体验非常不错，但是，集团相关流程的目的是‘避免犯错误’，而不是令客户‘发出哇的惊叹声’。”当年10月，艾尔敦告诉他的同事：“是时候了，商业银行应该‘添把火’，更快地转变为以客户组为基础的职能管理模式。我当初希望用灵巧协调的手法来领导业务的发展，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不会取得成功。”11月，正式成立了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团队，任命艾伦·凯尔和梁高美懿为全球联席总裁，同时向艾尔敦汇报，而艾尔敦则继续密切关注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凯尔于1981年加入米特兰银行，一开始是企业银行业务专员，曾经担任英国商业银行的负责人，也曾被委以职责，负责管理欧洲和北美地区商业银行的业务。梁高美懿于1978年就加入汇丰银行，她志向十分远大，曾出任恒生银行行政总裁，以及香港和亚太地区商业银行行政总裁——“对汇丰商业银行来说，这一地区可能是还未开发的最大的一个市场”，她也曾经负责过中东地区和南美地区的商业银行业务。艾尔敦对他们俩赞赏有加，认为“凯尔和梁高美懿已经开始密切合作，并经常交流”。各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则继续直接向每个国家的行政总裁汇报，但“需同时虚线汇报给梁高美懿和凯尔，他们俩在银行制订各地区商业银行业务的目标时负起部分责任，并进行业绩评估”。

艾尔敦回忆：“初期的时候，问题是试图摸清全球各地商业银行业务的情况，那也花费了一些时间。在许多曾经有过收购行动的国家，例如在拉美地区的概况是，汇丰已经大量参与零售银行和保险业务，甚至可能是投资银行业务，那里并没有多少商业银行业务能够让我们大显身手。因此，问题就变成把注意力聚焦于我们目前在亚洲和英国的业务上。”在2004年年初的时候，英国贡献了商业银行利润的34%，香港贡献了26%，合计占到了商业银行利润的60%。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贡献了10%，其他亚洲地区10%，北美（主要是美国）20%。

“客户细分”的工作最终形成了一种双层客户模式：“下面一层（略微高于个人理财客户）是中小企业客户，采用类似于个人理财业务的方法，以投资组合为基础进行管理；上面一层是中等规模的企业客户，仅仅低于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客户，他们有着更为复杂的业务需求，因此，选派关系经理来负责管理。”中小企业客户群（每个客户年营业额低于2 000万美元）的人数最多，但是，为银行创造最多利润的却是中等规模的企业客户（每个客户年营业额高于2 000万美元）。

越专注于管理，商业银行的员工便越积极地参与互动，从而更进一步加强了国际间最佳实践的分享。例如，在英国，汇丰最终仿效香港商业银行中心的做法，建立了22个专属企业银行业务中心。商业银行专员史蒂夫·博顿利随后解释道：“与其在1 400家分行中的每家设一两个商业银行经理，还不如把他们集中起来。每个企业银行业务中心差不多有10名专员，它所带给你的是关键多数。你可以更好地关注专业服务，你可以为这些专员提供职业规划，你培育了一种团队精神。”

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商业银行中心设立在大型分行内，但是，在筹建第二批中心的时候，集团就开始按特别需求打造各地的中心。例如，在东约克郡的赫尔，集团投资450万英镑建造了一个“设施最先进”的业务中心，其目的是在赫尔地区建造一个“最会体贴客户和最成功的商业银行中心”。这些新型的商业银行中心往往会打破在商业街区开设银行的传统模式。凯尔记得：“在曼彻斯特，我们决定我们应该真的和专业人士待在一起——律师、会计师，也就是那些大型企业所在的区域，这意味着我们在斯宾宁费尔兹租用办公室，虽然在那里我们从来没有开设过分行网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理想的办公场所。”商业银行中心用这种明显的、具有视觉效果的方式，突显了它与其过去历史决裂的决心。

针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客户群体，银行开发了各种新产品和新服务。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的关键服务是商业在线银行业务。这项服务首先在2002年1月在英国开展了试点，随后在世界各地的整体客户群中广泛推行；到了2004年，汇丰已经在20个国家开展了这项服务，注册用户超过了80万，而且使用人数还在继续增加。2004年，汇丰商业银行向大型企业和中等规模的企业客户推出了HSBCnet网站，以“一种新型的全球在线银行服务系统”取代了原先的汇丰六边形网站。随后，又采用了更为先进的4层细分模式，即在中等规模企业客户上面再分出一类“大型企业客户”，而在中小企业客户下面再细分出一类“微小企业客户”。为此，还专门编制了集团范围内商业银行的专门术语，并推出了商业银行的内部网，使其“允许我们把各地商业银行的业务整合在一起”。艾尔敦指出，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商业银行的经营实现整体大于个体之和的效果”。









2007年，位于曼彻斯特斯宾宁费尔兹的汇丰商业银行中心



关键齿轮


汇丰2003年制定的增长管理战略指出：“我们的战略将由客户组来引导。”商业银行是5大客户组之一，它在与另外的客户组的关系中起到关键作用。博顿利把它称为“我们组织核心中带动其他齿轮一起运动的关键齿轮”。2005年春，邵铭高开始在集团层面负责商业银行的业务，他形容商业银行是其他客户组“实现增长、业务推荐和销售的孵化器”。凯尔对商业银行与生意的生命周期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看法：

想象一下，一个人自己创业做生意。如果我们一直为个人客户提供银行服务，那么他创业做生意的时候，我们为他提供银行服务的机会更高。这时候，商业银行就可以提供创业银行服务，随着企业越做越大，你可以向他销售更复杂的产品。

随着他事业有成，他可能会收购其他企业，或者把自己的企业出售给别人。无论哪种方式，都会给创业者带来巨额的财富，你就可以提供个人银行服务，甚至可以提供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服务——事件驱动型交易，首次公开募股。你也可以提供私人银行服务，因为创业者现在拥有了巨额财富。

在许多拉美国家，企业雇主们常常说：“噢，是我帮着银行支付你的薪水。”这对我们负责个人理财业务的同事们来说，就有很多机会。我们还有卖保险的机会——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金融银行，但是，我们却没有卖出多少贸易信贷保险。我们还在到处找生意，这不是“守着金山没饭吃”吗？

根据邵铭高的估计，商业银行的客户为其他客户组带来约6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对于中小企业客户来说，业务推荐往往是以国家或地区为基础的，但是，对于中等规模和大型企业客户来说，汇丰的主要优势是集团无可匹敌的实力，可以“基于商业银行的客户利益，提供汇丰品牌、经验、本地知识和全球足迹的综合实力”。凯尔和梁高美懿告诉他们的同事，商业银行的重点是充分利用“我们的全球网络，进行交叉推荐，并分享最佳实践”。2004年，在基斯·布莱德利的领导下，成立了为商业银行的大型客户提供服务的全球关系管理团队。到了2005年年初，17个国家的350家企业被纳入全球关系管理体系中。郭怀道接替梁高美懿，出任全球商业银行联席总裁。他表示：“我们坦然从企业和机构银行业务部门将客户关系接手过来，利用他们的‘客户愿景’关系管理系统——利用他们的系统工具，以便我们能够对客户在全球经营等情况一目了然，而不用另起炉灶。”布莱德利表示：“商业银行跨境业务推荐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延伸出数以千计的客户关系，因此，继续提高我们在客户全球业务中的比例，依然是我们重要的目标。改善我们跨境业务推荐的流程，为我们的客户和自己提供更好的体验，从而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邵铭高在接手全球商业银行业务的时候表示：“我深感商业银行业务的巨大潜力和庞大规模。过去，我们并没有真正释放出它的巨大商业潜力，这可能是我们实行区域管理的原因。我们目前客户组的概念是抓住并利用巨大的跨境推荐机会，以促进我们业务的大幅度增长。”后来，他回忆道：

我们需要在这方面真正富有才华的人才，来推进业务的成长，而我们所做的是为全球商业银行业务创造一个人才基础。我们在集团内确定了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员工，然后我们创造条件来确保他们可以轮岗工作。因此，当我发现一名巴西或阿根廷的好员工，我会想办法把他们派到韩国或印度去工作一段时间，我们真的需要用类似的方法，让员工流动起来。

另外，同样重要的是想方设法地开发出核心产品，例如贸易融资和现金管理，一些能够紧密嵌入我们业务中的产品。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找到新客户，而是真的能够确保我们现有的客户正在使用我们的产品。这当中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但是，我们的确需要聚精会神地关注核心产品。

2005年下半年，在评估商业银行时，邵铭高宣称，这个“无可匹敌的业务渠道”拥有250万客户，为集团贡献了22%的利润，股本回报率超过了集团总体的回报率。他指出（引述了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市场十分看好这块业务。”因为定价压力小，成长机会多，波动性较小。但是，竞争对手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有待开发的细分市场”。他提到渣打、荷兰、哈利法克斯和花旗都已经进行了“大幅度投资”，而花旗当时新成立了一个全球商业银行部门。“目前，我们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竞争对手正在奋起直追。”

2006年11月，邵铭高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汇报了商业银行准备实施国际领先商业银行的战略，目的是为了迎接市场竞争和挑战，从而确保汇丰“为商业银行业务制定国际标准”。他指出，汇丰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就是汇丰的品牌，日趋专业的商业银行的专注度，全球化的分销实力，6 400名关系经理，全球在线银行服务，以及不断扩大的商业银行中心的网络。在所经营的地区，汇丰拥有约9 500万潜在的商业银行客户，因此，显然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国际领先商业银行的战略旨在提高不同客户群体接受服务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对中小企业客户来说，往往可以通过电子网络的形式购买有效和经济的产品，从而使汇丰成为“目标市场中小型企业的最佳银行”；对于中等规模和大型企业来说，则通过商业银行中心提供额外的以关系为基础的服务。集团管理委员会对此项提议表示欢迎，指出管理委员会“对商业银行发展和融入集团的机会感到非常兴奋”。“融入集团”是集团新任行政总裁纪勤在2006年的夏天倡导并推广的运动，据范智廉回忆，融入集团“意味着从共享平台和交叉推荐的收入增长机会中挖掘出成本效益”。“如果你有一个商业银行客户，为什么不向他们的管理人员提供银行服务呢？为什么我们不替他们发放员工工资呢？为什么不向他们推荐全球资本市场的外汇交易服务呢？”纪勤解释，作为汇丰集团中的“关键齿轮”，“商业银行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可以把不同国家的细分市场联系起来”。

在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贸易呈现爆发式增长，市场急需汇丰在不断互联互通的条件下提供商业银行服务。1995~2010年，南南贸易以每年13.7%的速度增长，远远超出世界平均8.7%的水平。对汇丰来说，挑战在于如何搜索到那些参与贸易流动的客户，并确保集团内不同业务部门有效分享信息，从而向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回报非常诱人，因为商业银行客户中具有国际业务需求的那部分客户，其价值要比纯粹在国内市场中经营的客户的价值高出3~5倍。到了2006年，汇丰寻找并确定这些客户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工作人员发现商业银行的260万客户中约有45%已经涉足国际业务。当年早些时候，《汇丰世界》的文章称，新的跨境推荐系统已经使得从香港到中国内地的业务推荐数量增长了7倍。已经成功在香港和英国完成试点工作的商业银行中心，也开始推向阿根廷、巴西、中国内地、法国、印度、韩国、西班牙、中国台湾地区、土耳其和阿联酋——截至2007年年底，汇丰已经在46个国家建立起商业银行中心，覆盖了90%的客户群体。显然，在商业银行业务背后，的确存在着真正的发展动力，而其他的新计划包括在波兰和斯洛伐克扩大汇丰代表处的业务范围，在华盛顿、费城和新泽西开设新的办事机构，并且由于在墨西哥的出色努力，墨西哥经济部授予汇丰中小企业最得力支持者的称号。

2007年，正式启动了把汇丰商业银行打造成为国际领先商业银行的运动，在主要区域市场和国际媒体上投资了1 000万美元，开展市场营销活动，旨在“为商业银行塑造强大的集团品牌形象”。在启动前，邵铭高告诉《汇丰世界》：“我觉得很有必要提高汇丰商业银行客户组的形象，因为目前的形象无法与我们在国际和国内经营的业务规模相提并论。在全球超过55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拥有6 000多名经验丰富的关系经理，没有任何一家竞争对手能够做到这一点。”凯尔补充说道：“我们开展市场宣传活动，来加强汇丰作为中小企业最佳和最大银行的市场地位，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实至名归。市场宣传活动旨在帮助他人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也就是说，当涉及商业银行的时候，没有其他银行能够像我们一样具有市场覆盖的广度或专业上的深度。”此外，通过活动在员工中树立“正面形象”和培养“积极的氛围”，将“带起员工对商业银行和集团的热情”。自此之后，商业银行不仅提高了知名度，而且被人视为汇丰集团的关键财务实力之一。


“皇冠上的明珠”


2009年3月，在刚刚经历了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摩根士丹利于伦敦举行的年度欧洲金融大会上，纪勤表示：“我们的商业银行业务继续成为汇丰皇冠上的明珠。我们拥有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实力最强的商业银行渠道，汇丰作为国际性银行所具有的强大实力，依然是吸引我们客户的主要卖点。”2008年，商业银行业务赢利72亿美元，比2007年略有增长——在“如此困难的逆境中”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事实上，在那一年，商业银行业务为集团贡献了创纪录的77%的利润。2002~2011年，总体上商业银行为集团贡献的利润平均为37%，每年贡献的利润金额从2002年的30亿美元起逐步增长，到2008年上升至72亿美元，2009年又有所回落——主要是经济衰退导致银行在坏账减损的支出额上升，但是，到了2011年，再次上升至80亿美元。

商业银行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反映了国际领先商业银行的两个战略重点所带来的成果，即在满足中小企业客户需求的同时，向中等规模和大型企业客户提供国际金融服务。从2001年至2011年的10年里，商业银行的客户人数翻了一番，从180万增长到360万，其中92%是中小企业客户。许多客户来自新兴市场，从中小企业客户那里获得的利润比例从2006年的47%，上升至2010年的67%。新兴市场中小企业客户的贷款增长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来自印尼西爪哇西卡朗的沙哈巴特·达尼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客户。达尼经营大米加工的生意，在大米收获旺季的时候，工厂雇用30名当地工人。2008年，在经济衰退时期，许多银行削减了贷款规模，但是，汇丰却推出了总额达50亿美元的国际中小企业基金，吸引了现有和潜在客户的极大兴趣。向基金申请贷款的客户，包括像在香港经营海产食品零售和批发的海生行公司。在北美地区，汇丰商业银行参与了由政府小企业管理办公室负责运行的计划，而它一直是纽约州向中小企业客户提供贷款服务的最重要的银行。

2008年，在商业银行的客户中，大型企业和中等规模企业的客户人数分别为3.3万和18.2万。这些规模较大的客户群创造了60%的营业收入（两个客户群体的贡献比例分别为16%和44%），而其余约260万的中小企业客户仅贡献了40%。许多大中型企业客户在世界各地经营业务，调查表明汇丰在全球的业务网络是特别吸引他们的地方，而反过来，他们也受到了银行的高度重视。从2007年的夏天起，霍嘉治负责全球商业银行业务，他在报告中指出：“传统上，商业银行业务曾经是由本地团队负责管理，最近由地区接管了管理工作，并加强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协调工作。但是，为了配合‘融入集团’战略，在商业银行战略、客户计划和市场营销、资本和风险管理、技术投资和资源管理等方面，在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的背景下，集团将在全球层面统一做出决定。这就需要调整工作方法，平衡充分利用集团规模所需的统一框架，与此同时，需要尊重和重视地区团队在推进战略执行上的作用，尊重和重视负责各个国家业务的经理在业务经营上的自主权。”2009年，集团对外开展了全新的全球商业银行宣传推广活动，把集团在世界各地的市场营销活动统一起来，同时向客户表明，“汇丰商业银行将对他们的业务给予全球支持”。


连通性


2010年12月，在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提交的评估报告和最新情况汇报中，霍嘉治乐观地表示：“国际领先商业银行的战略继续成为通过‘集团范围内的连通性’实现收入增长的关键点。”范智廉介绍说：“连通性的观点是，如果你是阿根廷的一家皮革制造商，我们可能把你连接起来。你应该考虑如何在泰国进行皮革加工和毛皮鞣制业务，在意大利缝制皮包手袋，在越南处理皮革染色，我们可以帮你实现所有这些想法。”2004年，汇丰推出了基于网络的全球商业业务推荐和交易的特色服务，通过此项全球链接把世界各地的关系经理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实现连通性。在集团内，针对大中型企业客户的业务推荐数量得到了快速增长，在2007~2010年，以每年72%的复合增长率实现了增长；在2010年，跨境业务成功推荐的数量达到了1.5万次，累计的交易金额达到150亿美元。这就是认认真真地实行融入集团战略——并且把“连通性”付诸实践。

纪勤在2009年摩根士丹利举办的大会上表示：“我们相信，我们的战略聚焦于打通发达世界和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之间的通道，将为汇丰集团的长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将带来诱人的回报。”同样，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业务流通也在加速，而汇丰集团同样占据着有利地位。2011年汇丰年度回顾报告指出：“我们预计，在21世纪，新兴国家之间的贸易将会蓬勃发展，发展最快的南南贸易通道就存在于中国和巴西之间。受到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增长和两国大型基础设施增长的刺激，2011年两国贸易增长了31%，达到了770亿美元的规模，由此，中国现在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汇丰深深扎根于中国，同时在巴西的业务经营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都使得我们对处在这条贸易通道两端的客户能够给予大力支持。”这一点具体反映在，汇丰在2010年分别在圣保罗和上海设立了巴西–中国贸易服务部。截至2011年，由汇丰促成的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77亿美元，占到两国贸易总额的10%。“把客户和市场机会连接在一起”成为了集团的口号。

连通性的另一个关键角度是商业银行与其他汇丰客户组开展合作。自2011年1月起，艾伦·凯尔成为汇丰商业银行全球负责人，他指出，在2010年期间，向卓越理财账户成功推荐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业务的次数达到4.5万，向私人银行推荐管理的资产达到40亿美元。与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开展合作，通过向商业银行客户销售外汇、金融衍生品和全球理财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4亿美元。汇丰2011年年度回顾报告引述了印度高德瑞治集团的例子，来说明这是如何实现的。长期以来，高德瑞治集团一直是汇丰商业银行的客户，它需要融资，来收购印尼消费品制造商梅格萨里。向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推荐后，汇丰在这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成功交易中担任了独家顾问、牵头行、承销商、联合账簿管理人等角色。在集团内部，商业银行与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紧密合作，对全球交易银行业务——这个产品组成立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初期，现在已经被取消了——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凯尔介绍说：“不像其他银行，我们不是由产品主导的，我们是由关系来主导的。因此，这就增加了处理这种事情的复杂程度，因为你要围绕客户来组织大部分的业务操作，除了一些关键事情，例如支付、现金管理和交易。”结果，产品被切割，进行了重新组合：商业银行负责交易服务，而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接管证券服务。支付和现金管理是大型企业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组的关键服务内容，因此双方进行了联合操作。

在2011年投资者日活动中，凯尔告诉底下的观众：“成立伊始，商业银行一直是集团的核心业务渠道。尽管大部分其他金融机构把业务重点放在银行间市场或零售市场，但是，汇丰在146年里一直在中端市场企业客户中辛勤耕耘。”确实如此，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后汇丰才终于认识到，原先那些习以为常、形成汇丰独特风格的注意力、领导力和宝贵资源，可以被用来促进其全球贸易的增长。一开始的时候，商业银行的业务或许截然不同，也不为外人所熟知，但是它一直延续下来，而且非常成功，并开始走向整合和协调，最终成为汇丰集团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正如凯尔在投资者日活动结束时所言：“它的核心是在146年的激烈市场竞争中一直努力打造起来的注重连通、擅长整合的银行业务模式——我们相信这种模式定会成功。”









2011年，商业银行负责人艾伦·凯尔与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负责人萨米尔·阿萨夫





第二十四章






挖掘潜能：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




刚 
 进入21世纪时，汇丰银行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重要金融市场，其冗长的客户名单上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大企业，尤其是在亚洲和欧洲。这些客户从商业银行中拆借资金，但是，正如从2005年起担任信贷和风控部门负责人的罗伯恩所言：“我们银行里有一大堆钱。因此，我们向大客户提供巨额的信贷资金，而他们却通过摩根士丹利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开展外汇交易和许多其他业务。”因此，挑战在于如何与现有企业客户群发展更广泛、更具赢利能力的关系，以此来打造银行间金融业务，赢得新客户。

市场上各家银行都争相向大企业和机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一方面，有许多“大型”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它们侧重于企业咨询、融资和市场交易；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主要的全能银行，它们在商业银行中兼营投资银行业务，值得一提的是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银等，它们都是商业银行收购大量投行业务或银行间市场业务之后的产物。汇丰也有过收购投行业务的机会，但是，管理层在惊人的成本面前退缩了，同时他们觉得想要成功整合一家投资银行，还面临着巨大的文化挑战。因而，它谨慎地尝试，不断试错和调整。最终，在21世纪初每年为集团贡献30亿~50亿美元的企业银行业务，到了2009~2011年发展到每年可贡献70亿~100亿美元利润的业务规模。


2002年，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


在90年代，汇丰的投资银行业务就已经开启了“逐步整合的进程”（参阅第十七章）。1998年，集团的价值管理战略计划也进一步推动了这项进程，明确提出了把由葛霖负责的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与企业和机构银行“结成联盟”。当时，企业和机构银行部门刚刚从集团商业银行业务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全球性职能化业务部门，为大型国际客户提供服务。2002年，两个部门合并，形成了“集团内一个高度整合的业务部门，专门从事银行间业务，这就是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

合并后，葛霖和企业银行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傅立平共同制订了一份战略计划，来培植这项新兴业务。在价值管理战略之后，另一个关键变化是，汇丰现在以全球职能部门为基础对银行间市场的业务进行管理——与全球企业和机构客户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特性相匹配。他们设定的目标是：

……创建一个无缝衔接的业务部门，以集团客户为关注点，充分利用汇丰在世界各地的经营实力和产品的天然联系。我们相信，一旦成功，将确保我们的企业和机构客户创造出可接受的赢利水平。

成功的关键是我们与客户交往的方式。我们将逐步采纳基于高级管理人员领导力的关系管理策略，他们将承担起全球关系赢利能力的责任。

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高级管理层负责对客户的交易发起（包括关系管理、企业财务和债务咨询服务）进行统一和有凝聚力的管理。对交易银行业务（也在这个高级管理层的领导下）从全球的高度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资本市场的业务上我们将对我们的工作方法更多地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协调。

在客户服务和产品方面，葛霖和傅立平找出了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信贷（出借）依然是我们的拳头产品，但是，我们在交易业务上拥有相当强的优势，在外汇交易上处在顶级交易商的位置。我们的债务平台在亚洲企业客户中具有优势地位，在欧洲正在改善，但是，在机构客户中依然处于劣势。

在风险管理方面（衍生品），我们在亚洲具有优势（这里市场的复杂程度较低），但是在欧洲（需要更为复杂的产品来覆盖市场）显然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美国，我们在许多产品上的优势极其有限，除了在外汇交易业务（现在正在快速改善）方面。

在公司财务方面我们没有优势可言。

在2002年5月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汇丰高级管理层讨论了葛霖和傅立平的计划。一份会议简报对计划大加赞扬，称这是在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新的架构下，对银行间市场业务采取全球统一的做法，是实现集团目标过程中取得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庞约翰支持这项提议，并告诉高层同事，集团是在“严肃认真”地对待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事宜。媒体评论员对汇丰在投资银行业务上的犹豫不决早已说三道四，对此，庞约翰颇为恼怒，因此，他向高层同事保证：“尽管偶有差错，但是，汇丰对发展投行业务的决心从来不会动摇”。葛霖强调需要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向股东提供高额回报，并再次重申，业务发展的前景是创建“一个可以替代大型投行的强大业务模式，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大型投行”。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是，汇丰侧重于建立长期和多方面的客户关系，而不是一次性的交易关系。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新的全球职能范围需要集团“进行集体管理”——这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要向全球企业和投资银行的管理人员提供权限，使其可以对地区各法人实体的资产负债表进行相关操作。这就使得他们可以提供借贷，作为向客户提供服务的一部分，或者提供寄存交易资产的服务。与会者中间，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了需要谨慎处理的忠告，但是，参会的大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都称赞它是一个“大胆的新愿景”——尽管有些人提出忠告，称细节决定成败。集团行政总裁韦志诚把此项计划描述为“方向正确，鼓舞人心”，并警告“高层同事，谁要是拒绝改变，就请他走人”。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庞约翰表示，他完全相信“汇丰将在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上不断取得成功”。

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与企业和机构银行的整合工作即刻展开。在新的架构下，4大业务版块向50个国家的约1 200个客户提供服务：全球市场，全球交易银行全球交易发起和关系银行，以及全球投资银行。汇丰着重发展关系投资银行，因为它有“显然不同于其他投行的运作方式”，这得到了媒体评论员的广泛好评。因此，集团执行委员会被告知，对2002年中期财报中投资银行的表现，媒体的反应“更加积极正面”。对于一个新体系来说，这是一个好兆头。


打造全球业务


在新的整合过程中，全球市场业务率先取得了突破。2002年10月，欧智华从亚洲资本市场业务负责人晋升为全球业务的负责人。他一上任就立刻制订更新计划，在全球交易运作中复制他的“亚洲模式”——当年在他的领导下，亚洲地区19个交易所被合并成一个交易平台。欧智华回忆道：“我们常常觉得是在跟自己人进行交易，而不是和市场交易。明显有一个客户组，尤其是储备经理人和对冲基金，他们需要得到每天24小时的服务。如果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目标，那么想要达成目标，就不会轻而易举。”整合的成果之一就是伦敦的债券和股权交易业务最终在操作上合并在一起。2003年3月，欧智华把办公室迁至伦敦，随同他一起去伦敦总部的还有他香港团队中的主要成员，帮助他一起打造全球市场业务。

2000年，汇丰收购了法国商业信贷银行，其中就包括强大的市场团队。他们已经习惯于高效的法国商业信贷模式，在开展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业务时，使用统一的方式来向客户提供服务。萨米尔·阿萨夫是法国商业信贷市场部门的负责人，他十分清楚地记得，当他加入汇丰之后，“看到的不是一家银行，而是看到各个地区在服务客户、操作业务、提供产品的时候完全在各行其是”，他感到“十分震惊”。在欧洲，汇丰在伦敦、巴黎和杜塞尔多夫都设有交易所，欧智华来了之后就决定，“我们将会在伦敦和巴黎保留两个实体交易所——但是，事实上是一个交易所。我启用了许多法国员工，委派他们执行更重要的任务”。阿萨夫曾经参与了整合工作，但是发现工作起来困难重重，因为“他得不到中层和下层管理人员的支持，因为整合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这个领域或那个领域终止业务”。欧智华把办公室迁往伦敦之后，一切都起了变化：“然后，欧智华来了，事情就变得容易起来，我们进入了真正的整合过程，真正创造了新的业务。”

在纽约，汇丰现有的外汇交易、贵金属业务和政府债券交易业务得到了加强，而且汇丰又进入了新的领域——利率和信贷衍生品，以及抵押担保证券和资产担保证券，因此，又新增了300名员工，目标是在特定市场中进入最佳交易商前五名的行列。约瑟夫·佩特里刚刚加盟集团，被聘为美国固定收益部门的负责人，他告诉《机构投资者》：“我们根本没有打算在市场上只是扮演一个小角色。”佩特里原先是美林证券的高级市场主管，吸引他加盟汇丰的是其雄厚的资本基础，这里可以为他提供足够的火力与大型机构进行对抗，另一个吸引他的是汇丰独特的文化，这里的文化与绝大多数华尔街银行完全不同。他对此评论道：“这里没有真正的政治氛围，有的是许多团队的合作。听上去是老生常谈的东西，这里是一个以客户为导向的地方。”









2004年，在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工作的员工


2003年4月，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在全球统一做法上采取了另一个重大举措，成立了全球交易银行。全球交易银行为集团成员和客户提供金融通道服务（“流量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支付和现金管理、贸易融资和证券保管。有效和有竞争力地开展这些服务，一直是汇丰传统业务模式的基础，对汇丰客户来说，也至关重要。这个部门同样也取得了极高的赢利能力。2012年，欧智华介绍说：“它们是出色的收入机器，你用支付和现金管理来锁定与企业客户的关系。因为，如果你在32个国家为某些客户提供支付和现金管理服务，只要你的服务不错，他们不会离你而去。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明显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会立刻走开，但是，只要你很有价值——事实上，我们的确不错，进入了最佳交易商前五名的行列，那将会加强双方之间的总体关系。”


一人计短，二人计长


2003年1月，《银行家》杂志在评论投资银行的整体情况时，认为“行业已经出现复苏的迹象”。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几年来投资银行业一直萎靡不振，但是，2004年之后却出现了一波强劲的增长，给银行带来了创纪录的收入和利润：在2004~2006年，大型投行在资本市场上的营业收入从550亿美元上升至900亿美元。行业的再次兴盛主要是由一系列非常活跃的因素造成的：全球经济增长，市场动荡开始平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兴资本市场和客户开始整合，出现了新的杠杆客户（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非流动债务转变为可流动衍生品证券，以满足投资者希望在低利率环境下获得高收益的需求。

行业开始回暖是一个令人充满期待的信号，汇丰希望把投行业务的经营状况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庞约翰开始和杜绍基接触，而杜绍基是一位著名的投资银行家，是摩根士丹利的副主席。当年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摩根士丹利成为欧洲顶尖的投资银行，现在，他到了退休年龄，正准备功成身退。杜绍基告诉庞约翰：“你正面临一个巨大的机会，可以打造一家与众不同、具有汇丰风格的投资银行，而我愿意为此效力。”他在兼并收购和企业咨询方面的专长，正好与欧智华在资本市场上的优势相得益彰，两人联袂，可以把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打造成为银行间市场上的一股新兴的重要力量。2003年，葛霖被提拔为集团行政总裁，从而为欧智华和杜绍基铺平了道路，两人担任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联席主管。汇丰“高调签约”杜绍基的举动，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无论是在汇丰内部还是市场上，这也吸引了媒体的广泛注意，称赞汇丰捕获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他的加盟是对汇丰在投行业务发展上持怀疑论调者的最好反击。《金融时报》对此发表评论：“许多人认为，世界上第二大银行集团没能打造一项与之匹配的投行业务，无异于现代金融史上被错失的最大机会。”分析师们都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汇丰没有抓住市场暴跌的机会，以地板价收购一家投行。事后，葛霖对此解释道：“我们当时一直在做的，是想通过招聘优秀人才来内生性地打造一流的企业咨询业务，而不是收购一家现有的投行。”他还补充道：“我们对重大收购一直十分谨慎，担心潜在的整合问题。有太多投行收购的案例，最终成为令收购者头痛不已的包袱。”

人们都对杜绍基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为汇丰打开投行发展之门。葛霖回忆道：“杜绍基是伦敦市场上的风云人物，我们相信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帮我们克服致命弱点，即在企业咨询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早在2002年，葛霖和傅立平在他们的战略计划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所谓的“阿喀琉斯之踵”。企业咨询的商业逻辑是，它可以把投行与大企业的对话交流上升到战略高度——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的层面，而企业银行部门往往能与大企业司库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资本市场部门与市场交易所开展业务往来。与大企业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其预期好处是与客户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罗宾·菲利普斯是杜绍基新招的干将，他对此解释道，这种关系将扫清所有障碍，“从而可以叠加不同的投行产品，使得业务手续费从200万美元变成3 000万美元”。但是，在现实中，想要劝说潜在的客户在企业咨询上转投别家，将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于是，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开始规划和实施其宏伟的发展蓝图。按照这个5年规划，前面的2~3年为“打基础的投入期”，在此期间，预计每年将花费4亿美元，约占2002年部门利润的10%左右，这些资金会用于招兵买马和IT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建立6个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部门，其中市场、债务融资和交易银行业务向欧智华汇报，企业和机构银行、投资银行和研究业务向杜绍基汇报。安东尼·伯恩鲍姆是杜绍基新招的另一员干将，负责保险领域的业务。他表示：“杜绍基的工作模式是在收购兼并方面找高素质的银行家，让他们来领导一个强大的业务部门，与国家和地区的业务形成互为犄角的态势。在全球业务上，预设他们将掌握汇丰的资产负债表，使之更加紧固，从非领先投行中抢夺市场份额。”尽管葛霖和傅立平的计划中列出了全球五大“优先发展领域”，但是，现在这份清单把它扩大到16个“行业”，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专业客户服务团队。阿萨夫指出：“这是全面撒网的节奏。例如，这份清单中有制药行业。为什么？因为在美国，制药行业有一个巨大市场，可以为投行创造10亿美元的收入。但是，问题是我们在美国根本没有什么市场地位，这些制药行业的客户不是我们的客户。计划的整个思路就是想凭空创建一个摩根士丹利或高盛，但是却没有任何摩根士丹利或高盛的历史根基，甚至也没有汇丰的历史根基。”在“打基础的投入期”，集团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招聘人员。第一年就新进了700名员工，其中包括许以两年保底奖金签订高价合同，从汇丰的顶尖对手那里挖来的120名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另一家机构的投资银行家告诉《机构投资者》，汇丰疯狂“挖人”的举动抬高了行业薪酬水平，提高了约30%。葛霖事后反思：“我想我们可能太急于求成，太急切地想把投行业务提升到能够突破关键多数的水平上。”

与此对照，资本市场和债务融资的投行业务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增长，并且很快就结出丰硕的成果。在美国债务资本市场的债券发行中，汇丰从第14位上升到第9位；在拉美地区的债务资本市场，汇丰排名第5位。与此同时，在欧洲，阿萨夫回忆道：“我们有条不紊地逐步发展。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客户表示，我们不可能为所有客户提供所有服务。我们希望把重点放在我们所期望的大客户、区域和产品上。我们第一次把人、地区和资产负债表整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银行的强大优势。”值得一提的交易项目包括2004年集团参与香港政府发行的26亿美元全球债券的运作。2005年2月，《银行家》发表评论：“三年前，任何人在谈论欧洲和亚洲金融领域债券发行的时候，汇丰从来不是他们首先想到的名字。但是，从那时起，经过为银行和保险公司运作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资本融资项目之后，汇丰一举成名。”


强弩之末


在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业务中，资本市场、固定收益产品和流量产品的经营一直处于稳定赢利的状态，证明在这些业务上投入的成本终有回报。但是，在投资银行业务上，情形完全不同，收入增长缓慢。一位内部人士表示：“全球银行部门的奖金基本上都是用固定收益产品的丰厚利润来支付的。到处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在汇丰，可能更加明显，这感觉就像对奢侈阔气的投资银行家们而言，他们所花的钱都是来自流量产品的利润。”不可避免的是，业绩表现的迥异和类似上述的看法，带来了紧张和怨恨。除此之外，更不用说投资银行家与汇丰银行家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有一位汇丰银行家把那些来自华尔街的新人称为“一群唯利是图的雇佣兵”。阿萨夫指出：“这些人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很难适应我们的文化。你不可能来到这里说，应该让银行来适应你，而是你要适应银行。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文化冲击，想要适应，并不容易。”欧智华不无同情地表示：“如果你是一位外来者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文化绝不是一种宾至如归的文化。”

有些人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招聘企业咨询方面的投资银行家，用一种与大型投资银行相匹配的经营方法，来实现交叉销售的战略计划。罗伯恩指出：“这意味着什么呢？在传统的投资银行家的眼里，这意味着这家银行里来了一大帮收购兼并的银行家，拿着高薪，在全球各处游逛，做些收购兼并和IPO的交易。这就使你有资格去见CEO，负责帮他开展下一个收购兼并项目。然而，如果你看一看，投资银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而他们很少能从这种业务中获得任何利润。这实际上是一桩亏本买卖，除非你能够把咨询业务转变为司库业务，为他们承接现金管理、外汇交易等令人感到枯燥的业务，但是，你却能够从中赚到真金白银。”一位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银行家表示：“以单个项目计算的话，收购兼并不是一项具有赢利能力的业务，关键是你要把它和其他业务联系在一起。问题是我们招进来的都是能运作收购兼并业务的银行家，他们不知道我们对他们的真正要求，他们不明白如何交叉销售更多汇丰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我们投入了巨额的成本，但是最终，几年之后，庞约翰和葛霖在看到这些惊人的数字后认识到，投行业务不可能出现任何逆转。”

2005年10月，杜绍基和欧智华分别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提交了业务进展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宣称，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业务“依然是集团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任何全能银行的业务构成保持一致”，并且在设定的目标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在成本增加的同时，收入增长缓慢，导致整个部门在2004年和2005年的利润增长额下降了20%。在杜绍基负责的投资银行方面，利润起伏多变，而且往往低于计划。在对同一个会议上提交的集团市场观感进行评估时，葛霖警告：“市场对我们在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回报存在着疑虑。”三个月之后，在对集团2006年年度营运计划进行评估时，他向他的同事们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和其他银行相比，汇丰股价的溢价水平出现下降。在各种影响股价的因素中，他明确指出，投资者对汇丰的内生性增长，特别是对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业务增长，保留“观望”的观点。事后来看，他认为投资银行的变革进程已经是强弩之末。

到2006年年初，变革随时会降临。5月，庞约翰卸任汇丰集团主席，葛霖接替主席一职，而纪勤则担任集团行政总裁。集团即将发生的人事变动促使杜绍基做出判断，他认为“投资银行可能不会像庞约翰和葛霖两人掌管集团时那样得到相同的战略优先地位”。但是，他竭力不去削弱汇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投资银行的基础，同时也确保他所招进来的人“不会感到我将弃船而去”。于是，在“有序过渡”的安排下，杜绍基担任葛霖的顾问。这项安排持续到9月，之后他正式离开汇丰，加入另一家私募股权机构，黑石集团。他的离开引发了原先他所招聘的许多投资银行家纷纷转换门庭——正如罗宾·菲利普斯所言，这些投资银行家现在已经明白过来，“这场所谓再造摩根士丹利的项目注定不会成功，因此决定，当断则断”。

邵铭高是由杜绍基推荐进来的，最终选择留在汇丰，他对此表示：“杜绍基在这个组织中充当了非常重要的催化剂角色。在他的促动下，集团许多方面出现了重大改变。总体上来看，这块业务的职能部门展现出更高的专业性，在员工的自信心方面，他们不仅与企业司库接洽，而且觉得有信心与财务总监进行交流，他改变了我们与客户之间战略对话的层次。”葛霖对此深以为然：“我们从杜绍基和他所带来的银行家们身上获益匪浅，他们毫无疑问提升了集团的自信心，令我们觉得可以和大企业开展战略对话。我想强调，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徒劳无益的努力。我们的确没能实现最初的目标，创建一个能够历久不衰的企业金融机构，但是，这个过程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原先不曾有过的才能和实力，原先不曾有过的与大企业和机构交往时的自信心。”葛霖继续表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伦敦的汇丰银行不再觉得自己是这个弱肉强食世界里的青涩少年。


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由新兴市场主导，以融资为重点”


杜绍基的离职使得外界再次对汇丰在投资银行方面的长期承诺产生了怀疑。欧智华现在全面掌管了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急切需要对外传递汇丰在银行间融资市场上与众不同的业务特色。经过仔细斟酌，他决定采用新的口号——“由新兴市场主导，以融资为重点”——作为他的全新战略。“我们常常受到媒体的指责，称‘这些人永远不会把汇丰发展成为大型投行，这是误入歧途的失败尝试’。因此，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由于我坚定相信我们拥有极其出色的银行间融资业务，明确界定哪些模式是与大型投行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所以，我提出了谁都无法否认的想法，即由新兴市场主导、以融资为重点的战略计划，把我们的思路转到债券、衍生品、利率和信贷利差的套期保值等业务方面。我们不会以收购兼并顾问的身份参与大型交易，而是作为财务顾问，这就是我们进入交易市场的准入证。由于我们还保留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投资银行家，因此，利用资产负债表的杠杆，我们可以进入到投资咨询业务的储备池中。所以，正是融资方案决定了收购兼并的内容。”战略口号虽侧重在新兴市场，但是也令人注意到汇丰在这些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所具有的传统和持久实力。罗宾·菲利普斯对此评论道：“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根本基础上。”

欧智华的目的不仅是要发展业务，而且是“要有赢利地发展业务”。他立刻开始控制成本，削减投资银行的员工数，大幅度收缩美国的业务规模。经过调整，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业务被简化为三大部分：全球市场、全球银行和全球交易银行。全球市场部门统筹管理汇丰的交易员队伍和负责衍生品业务的银行家，该部门还集合了债券和股权承销的业务功能。它拥有强大的收入增长基础，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中，由此获得了许多行业内的荣誉和嘉奖。全球银行部门负责企业咨询和收购兼并业务，由罗宾·菲利普斯和汇丰老兵穆卡塔尔·侯赛因担任联席主管。总体上的变化是进行了重新定位，把重点放在具有持续成功能力的业务领域：债务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交易银行业务。但是，尽管在不断变化中，汇丰的投资银行家还是用行动证明了他们具有顽强的毅力，可以确保汇丰成为一系列收购兼并和IPO项目的专业顾问。值得一提的是，汇丰在2006年协助德国意昂集团以3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西班牙国家电力公司——被《金融时报》称赞为“汇丰跻身10大俱乐部”。从2008年起，这个部门被更名为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再一次强调了业务发展的重点被调整到汇丰的核心实力上。欧智华表示：“这极大地恢复了在这个部门工作的员工的士气，我们开始全力以赴，直接瞄准债务资本市场排行榜上最顶尖的金融机构。”









2008年印度孟买商业资本市场交易所一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07年夏爆发的金融危机竟然给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带来了一线光明。欧智华认为：

首先，危机摧毁了所有人的竞争实力。

其次，银行业的规模大幅度缩减。因此，在2007~2008年，出现了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即我们是少数几个能够接手处理一定规模公司业务的银行。

有几次，我们已经准备好资金，同时应对两个大型矿业公司开展兼并收购。坦率地说，只有我们和摩根大通有实力，可以在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还能够筹集140亿美元的资金。

那时候，我们阐述得十分明确：第一，我们是关系银行；第二，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全力支持；第三，我们拥有一切必要的资金和手段来做到第一点。现在这两家企业都是我们重要的核心客户，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唯一准备好向他们出借资金的银行。

在2007年年初，汇丰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美国次贷市场的问题日益严重起来。因此，欧智华和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同事们“基本上都认为，利率将会出现下降。在那个时候，这种趋势还不明显，而且，市场上还没有形成共识，因为，大家还在热烈讨论通货膨胀的问题”。欧智华介绍说：“当我们面对大量1月期和3月期的资金进来的时候，在我们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困难在于我们是否应该在匹配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投资，还是放弃任何赢利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做，我们既可以投资少于1个月或3个月的品种，寄希望于会出现加息的情况，也可以投资长期品牌，寄希望于出现降息的情况。最终，我们投资于长期品种，平均期限为三年。”这个判断完全正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和剩余未出借存款管理所带来的利润从2006年的7亿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12亿美元，2008年的36亿美元，2009年的54亿美元，以及2010年的41亿美元。

欧智华告诉汇丰控股董事会：“在全球市场上有三种赚钱方式：客户委托业务；承担普通的流动性市场风险；制造复杂的结构性产品。”1994~2003年，由欧智华直接操作的亚洲模式“非常成功”，该模式就是基于前两种方式的业务模式。更加流行和成功的业务是结构性产品，是竞争对手产生巨额利润的地方。从2004年起，汇丰在这个领域逐步开发出相关经营能力，尤其在美国市场。这包括抵押担保证券和快速扩张的证券化业务；2004年，汇丰牵头组织了亚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现金证券化产品——香港政府对路桥收费收益实施证券化的产品，价值高达7.7亿美元。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也开发了几个结构性投资工具和管道（参阅第二十六章）。欧智华介绍说，开发这些产品的动力包括低利率的环境，普通产品的毛利被压缩，以及定价模型的不透明，从而导致结构性产品的毛利上升。2007年，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恢复实施“被验证模型”，并且在全球范围开始推行。两年之后，欧智华表示：“复杂的结构性产品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试验。”事实上，汇丰在进军结构性产品市场中一直保持着相当谨慎的操作，比其他许多银行付出的代价都要低。有些银行，如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皇家苏格兰等，最终被这些产品所拖累。

在金融危机中，美国和欧洲遭受了最严重的打击，而汇丰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在亚洲和拉美地区的营运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7年，许多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业务——外汇、股权、证券服务、支付和现金、资产管理——实现了创纪录的业绩。全球银行也在新兴市场获得了几个重大委托咨询业务的项目，值得一提的有新加坡电信公司，沙特国家二氧化钛公司，迪拜干船坞世界公司。2007年，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利润为61亿美元，与2006年的赢利水平相当，但是，这已经扣除了由于市场萧条而减计21亿美元的资产价值。对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业务在2008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集团的外汇市场和衍生品交易“实际上是受益于目前市场的波动和新的交易业务”。事实上，对于其他金融机构来说，汇丰现在已经是可供选择的交易对手。资产负债表管理收入“由于定位准确而远超计划预期”，而资产管理收入（那时候还是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由于旗下管理的基金规模不断扩大而出现增长，这体现出市场更加注重基金的质量。此外，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如花旗和美林证券，汇丰的减计价值的规模比较适度。总之，分析报告得出结论，考虑到金融市场出现的极端动荡的情况和市场状况，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其他金融服务机构的同时，汇丰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基本业务表现可以被描述为‘很具有弹性’”。

尽管如此，在2008年，也就是雷曼兄弟的倒闭之年，汇丰公布的利润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只有35亿美元。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资产价值大幅度减计（后来又大幅度回升），另外还因为臭名昭著的500亿美元麦道夫证券诈骗案而减计10亿美元。在这个诈骗案中，汇丰的风险敞口源自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给机构客户的贷款，主要是对冲基金用借来的资金，投资于麦道夫的公司。汇丰也是几家管理和保管“支线基金”的银行之一，而这些支线基金却把资金投向了麦道夫基金。投资者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就汇丰作为保管者有违恪尽职守原则而提起了法律诉讼；汇丰与一些原告达成了庭外和解，但是，却“竭力”抗辩，否认自己有任何渎职行为。


2009年演变项目


金融危机导致和促成了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对全球银行业务进行了重组。联席主管罗宾·菲利普斯回忆，尽管采取了各种整合措施，“但是，我们依然还有具有特色的银行业务，这就是企业银行业务，其中主要是贷款；我们还有投行业务，这其中基本上是收购兼并业务，但是却门可罗雀”。在生意兴隆的时候进行重组，往往困难重重，因为心怀不满的银行家大可以一走了之，他们很容易找到另一份工作。但是，经过了雷曼倒闭的冲击之后，这种情况不大可能会出现。2009年4月，一项名为“演变项目”的整合计划正式推出。菲利普斯对此解释道：“我们把两块业务合二为一，向大家表明：‘我们把重点放在具有庞大资本的客户群上，他们是行业龙头。我们将在消费金融行业或任何其他行业的（投资）银行家的下面，直接设立企业银行关系经理。我们将对投资银行家的几个账号进行管理，以确保他们能够从更广的范围内了解在一家全能银行中工作的情况’。”经过整合后，新的全球银行业务部门确定了4种类别的客户：具有重大流量供应和重要交易事件的客户——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型跨国公司，“包含全方位的业务需求，我们将会提供所有业务服务”。其次是具有重大流量供应的客户——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提供高流量银行间市场业务的客户，“它们只是提供重大流量供应，我们相信我们无法赢得它们的重要交易事件，或者它们本身就没有重要交易事件，但是，它们的确有重大流量供应”。第三，具有流量供应的客户——“与重大流量供应一样，但是规模更小，或许只是交易银行业务，不能提供许多流量产品”。最后，但是同样重要的是那些纯粹具有重大事件的客户——“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某些中国国有企业，它们还没有完全私有化，因此，它们的大目标就是IPO上市项目”。安东尼·伯恩鲍姆表示：“演变项目降低了对收购兼并这个关键业务的关注度，因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更广范围的产品上，即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但是，我们的策略还是以行业为基础，依然让资产负债表为我所用。”菲利普斯回忆道：“因此，这是对我们业务进行了根本性的重组，有一样东西被我废除掉的，那就是‘投资银行’这几个字。我废除这几个字，是因为它们是具有感情色彩的名词，如果我们继续保留‘投资银行’的话，我不敢肯定我们今天是否还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除了所有这些变化之外，围绕着客户，我们精雕细琢，完善了我们与客户接洽的方式。因此，在所有不同的产品上，我们都制订了更加清晰的客户计划。”结果令人十分满意：经过风险调整的投资回报率从2007年的2.5%，提高到2010~2011年的将近6%。

自始至终，尽管外部市场在波动，且银行内部也在变动，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还是逐步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支持，也获得了更多的业界认可。在资本市场上值得一提的工作包括在“前途未卜”的背景下，为荷兰国际集团发行了10亿欧元债券，为希腊发行了55亿欧元债券，为欧元稳定基金累计发行了100亿欧元债券。2006年，《银行家》首次颁布了年度投资银行的各类奖项，汇丰颗粒无收。但是到了2007年，汇丰获得了利率衍生品方面的大奖，2008年，在蝉联了这个奖项的同时，还获得了“资产负债管理最具创新大奖”。2010年，汇丰在下面4个类别中获得了“最具创新能力投资银行”的称号：债券、伊斯蓝坚融、项目融资和企业银行。《银行家》杂志指出：“一般而言，高度整合的企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模式比其他同行更能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也更有可能从服务于客户而不是在市场上折腾而获得收益。有鉴于此，《银行家》特别设立了一个奖项，授予能够最有效为企业客户发挥其投资银行实力的银行，毋庸置疑，汇丰银行是这方面的赢家。”









2000~2011年，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或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报告利润



资料来源：汇丰银行年度财报和报表



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进入新世纪的10年里，企业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的年度利润增长了一倍左右，从30亿~50亿美元增加到70亿~90亿美元（参阅表4）。汇丰之所以取得如此的骄人成绩，是在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试验之后，采取了有效的全能银行的业务模式，充分挖掘了整个部门和整个银行的实力。其中的教训——有时候也十分惨痛，主要发生在两位联席主管负责期间和金融危机期间。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部门利润由于巨额拨备而下滑至35亿美元，但是，到了2009年，利润重新飙升至100亿美元。

在2000~2003年，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为集团贡献了1/3左右的利润（参阅表5）。但是，到了2004~2007年，利润贡献比例下降至1/4。到2010年之前的最后几年里，利润出现了明显的增长——2009年利润增长了145%，而其他业务部门却遭受了持续亏损——在2008~2011年，利润贡献比例平均为66%。









2000~2011年，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或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在汇丰集团中的利润贡献比例



资料来源：汇丰银行年度财报和报表


2009年，企业银行和资本市场为集团贡献了103亿美元的利润，这响亮地驳斥了市场对汇丰是否会坚守银行间市场业务的质疑，也反驳了对汇丰是否有能力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地的怀疑。在金融危机后，市场份额和毛利率不断增长，从而导致汇丰在资本市场、外汇交易以及支付和现金管理上取得了强劲的收益表现，同时，资产负债表管理也贡献了创纪录的54亿美元的利润。2010年4月，《欧洲货币》刊登了一篇介绍汇丰企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专题报道，其标题就表露出羡慕之意：“汇丰银行打造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提到了企业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在市场交易和交易银行方面的实力，称其“运转相当顺利”。此外，“还巧妙利用了资本实力方面的优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正在继续加强现有业务的发展，例如，在电子外汇交易上进行投资，在新的业务领域打造汇丰实力，如机构经纪，主权投资咨询，现金和衍生品，股权二级市场业务等。与此同时，在经过整合后，全球银行业务的状态“相当不错”。

《银行家》杂志的文章指出：“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与之竞争的投资银行很不情愿地承认，汇丰现在是一级债券市场中的顶尖交易商，而且，汇丰几乎是凭空出世，也成为股权资本市场上的一股新生力量。”转折点出现在2009年4月，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作为联合全球协调人，为汇丰集团发行了价值高达129亿英镑的股票认购权。此后，它又为法国巴黎银行、劳埃德银行、安盛保险和荷兰国际集团在发行股票认购权时担任账簿管理人，同时，也为许多英国、欧洲和其他新兴市场企业承接了募集股份的业务。之后，它又担任牵头行的角色，帮助大众汽车以47亿欧元收购了保时捷，以及协助保诚集团以350亿美元收购美国国际集团在亚洲的业务。凯文·埃迪森是汇丰全球融资部门的负责人，他指出：“几年前，如果汇丰银行家走进会议室，看见那些来自传统大型投行的银行家围坐在会议桌旁，他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人云亦云的追随者。现在，我们走进会议室，我们要求起到主导作用。”欧智华告诉《欧洲货币》：“股权资本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大型全能银行上。我们承接大型股权资本市场的项目，因为我们同时也提供融资和资本，拥有强大的资产负债表，而且还有许多优秀的银行家。”

一年之后，在2011年5月的投资者日活动中，欧智华可以告诉底下的观众，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部门已经成功地在汇丰集团内探索出一种整合业务模式——汇丰其他业务部门也正在效仿这种模式。他介绍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作为一个全球业务部门在运行，并且取得了内生性的增长。”萨米尔·阿萨夫自2010年9月起出任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行政总裁，在当天的报告中他列举了本部门的种种优势：“我们拥有非常出色的客户群体和地域上的优势，这是别人复制不了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强大的，我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产品实力、资本和品牌优势，这显然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汇丰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业务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在90年代汇丰想方设法地把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证券业务等拼凑结合在一起，这样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截至2011年，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在65个国家开展了经营活动，在快速发展的巴西、印度、中国、墨西哥和迪拜等地拥有重要的市场地位。总体而言，汇丰54%的利润来自于新兴市场，而另外46%的利润来自于发达国家市场；目前拥有4 200名客户，同时为5.2万名汇丰商业银行客户开发金融服务产品，这个庞大的客户群体将会给汇丰带来很有前途的业务前景。可以产生10亿美元以上收入的产品有7种：外汇，利率和信贷交易，支付和现金管理，证券服务，资本市场——股权和债券，以及股权。在过去4年里，当许多竞争对手正在遭受亏损的时候，汇丰所创造的利润却有将近300亿美元。

此前一年，《欧洲货币》曾经睿智地总结了汇丰从这项业务中所获得的丰厚回报：“那些信口开河，说汇丰不善于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人，应该就此闭嘴了。”




第二十五章






家庭贷款公司：消费金融沉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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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2月，汇丰收到了伦敦金融城西盟斯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一封律师函，由此才开始注意到家庭国际贷款公司。当时，汇丰正忙于在全球重塑其品牌形象，计划中包括把米特兰银行更名为汇丰银行，并因此准备在英国电视台投资700万英镑，对新形象进行广告宣传。然而，该律师事务所却受家庭贷款银行的委托——美国消费信贷公司家庭国际贷款公司在英国的分支机构，宣称汇丰银行通过使用近似名称缩写来“假冒”家庭贷款银行，使它们“现有和潜在的客户都误以为汇丰银行与家庭贷款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经过调查发现，是家庭贷款公司主席欧德章和行政总裁戴维·施恩霍尔茨在背后策划支持这个举动。尽管7月份法院初次开庭时做出了有利于汇丰的判决，但是，家庭贷款公司对此提起了上诉，法院定于2000年1月再次开庭审理。这场纠纷可能旷日持久，而且势必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即使汇丰赢得下一次法院判决，对方还会继续上诉，因此，无奈之下，汇丰只能寻求庭外调解。汇丰派出范智廉和格雷姆·皮肯前往家庭贷款公司位于芝加哥附近展望高地的总部进行谈判，最终双方和解，汇丰以2 000万英镑的代价了结此事。

尽管初次接触令人不快，但是，汇丰开始注意起家庭贷款公司，并且觉得两家机构的业务模式可能存在着相互补充的特点。汇丰为大部分消费金融客户提供小额储蓄存款业务，但是，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信贷出借方的角色上。不过，汇丰在香港和其他地方也拥有消费金融分支机构——汇丰财务公司。汇丰已经在考虑要在美国实施一项重大收购计划，以平衡和改善集团业务在地区分布和市场权重方面的状况，事先在分析各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对家庭贷款公司做过一些了解。但是，初步的结论是收购价格偏高，而且消费金融业务是汇丰极其陌生的领域。


消费金融和家庭贷款公司


消费金融不是汇丰所熟悉的银行业务。家庭贷款公司最早在19世纪下半期就在美国开展其业务，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一。公司于1878年成立于明尼阿波利斯，主要向中低收入者提供为期三个月的小额、无担保个人贷款，并且业务网络逐渐扩大，在中西部和东部诸州建立起贷款办事机构。从1885年起，公司把总部搬迁至芝加哥，为普通工薪阶层开发出一款月度还款计划，从而使得他们负担得起“高价”消费品，诸如钢琴和汽车。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家庭贷款公司的业务蓬勃发展，它在1928年成为第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消费金融公司。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它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继续保持增长，到了50年代初，公司在全美各地拥有580家分支机构。从1933年起，公司开始在加拿大经营国际业务，1973年，进军英国市场，最终更名为家庭国际贷款公司。自1982年起，公司进入信用卡市场，10年之后，它参与发行了当年十分成功的通用汽车信用卡和其他种类的信用卡。

从70年代起，家庭贷款公司还进入了抵押贷款市场，通过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网络向消费者提供住宅贷款。1993年，又成立了抵押贷款服务分公司，增加了贷款批发业务，即从其他贷款发放机构收购并持有抵押贷款，直到贷款到期。1999年，家庭贷款公司收购了Decision One抵押贷款公司，主要通过它参与经营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这项业务购入经纪机构发行的抵押贷款，进行重新聚集，然后向二级市场进行出售。

当银行把资金出借给商业客户和相对富裕的“优质”客户时，消费金融公司却把资金借给绝大多数——尽管不是绝对的——“非优质”客户。在汇丰与家庭贷款公司进行交流的时候，大约40%的美国人都只有“非优质”个人信贷评级——主要是由于收入较低或不稳定，信贷记录有限或无甚亮点，或者由于较高的贷款收入比率，他们通常被列入“次优级”和“次级”。总体而言，“非优质”客户的贷款违约率较高，因此，他们需要为额外的风险支付较高的贷款利率。但是，如果在业务经营中对资产管理建立起健全的流程，一般来说业务风险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高；不过，一旦经济萧条，“非优质”客户的贷款违约率将会明显上升。









20世纪30年代，由家庭贷款公司制作的手册——资金管理的建议


消费金融公司和银行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是它们的融资模式：消费金融公司无法吸收存款，这使得它们只能依赖银行间信贷市场。90年代，一些美国的主要银行收购了许多消费金融公司，因为银行的超级信贷评级可以使消费金融公司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赢利能力。到90年代末，家庭贷款公司是屈指可数的几家独立消费金融企业之一；1998年，它收购了Beneficial Corporation，从而成为全美最大的独立消费金融公司，按照企业市值来计算，在全球金融机构中排名第39位。但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花旗银行的消费金融部门、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和富国银行）都从它们母公司的优质信用评级中占得了先机，因此，家庭贷款公司开始感到了竞争压力。

截至2001年，家庭贷款公司是全球发行企业债券最多的5家机构之一，其他4家分别为福特、通用汽车、世通和安然。2001年11月，安然公司倒闭之后，向最大的债券发行企业出借资金的债权人开始觉得“惶恐不安”，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溢价来补偿潜在的高风险，从而使得融资成本不断上升。家庭贷款公司的债务余额高达850亿美元，而且每年需要再融资150亿美元，使得融资成本在2001年10月比美国财政国债高出80个基点，到了一年之后上升至高出800~1000个基点的水平，这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濒临死亡”的糟糕状况；毫无疑问，公司股价也反映了其经营困境，从2002年4月的每股63美元，下滑至10月的22美元。由于违反监管规定且发布了会计更正报告，市场对家庭贷款公司的态度也变得恶劣起来，同时还爆发了一系列客户群体提起集体诉讼的案例，指责公司开展“掠夺式贷款”业务。随后在2002年10月，公司支付了4.84亿美元的罚金寻求庭外和解，以避免州总检察长采取更严厉的法律行动。庭外和解导致公司信用评级下降，又进一步推升了融资成本，挤压了毛利率和利润。一位美林证券的分析师指出：“对公司来说，这是相当难熬的夏天，秋天来临的时候，也不会轻松。”


汇丰“开展营救”


在经历了“假冒”事件之后，汇丰和家庭贷款公司的高层一直保持着联系。庞约翰和戴尔敦——道尔顿是加拿大人，后来升任为英国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他还记得当年买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就是向家庭贷款公司申请的汽车贷款——在2001年4月和2002年4月，两次与欧德章进行洽谈，探讨在日本、巴西和东欧建立合资企业的可能性。汇丰之所以对家庭贷款公司感兴趣，主要是基于许多战略层面的考虑。这样做首先可以平衡资产和收益的地域分布——也就是由来已久的“三足鼎立”的战略。到2001年的时候，北美地区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却在汇丰资产构成中只占到19%的份额；如果拿下家庭贷款公司，北美地区的资产比例将会上升至29%。家庭贷款公司在资产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上具有很好的业绩记录；如果能够通过与汇丰联盟降低融资成本，那么它的赢利水平将更上一个台阶。其次，存在着资产负债表的因素。从集团总体情况上来看，汇丰拥有大量存款余额，可以出借给银行间拆借市场。但是，当时存款余额多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各地都实行低利率，“资金集中风险”由于银行多次收购而日趋上升，导致每一次出借时交易对手的风险敞口更大。庞约翰随后指出：“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属于明显借贷不足。”另一方面，家庭贷款公司是一个高收益贷款的发放机构，为汇丰提供了扩大借贷和提高回报率的绝佳机会。

从更长期的范围来看，似乎还存在着令人激动的机会，“可以通过汇丰在全球的足迹，让家庭贷款公司得以发挥在消费金融领域的专长”。汇丰银行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家庭贷款公司的目标客户与我们许多新兴市场的客户群体不尽相同。”这激发了一种美好的愿景，即可以为数百万中低收入和没有信用记录的人群提供获取贷款的方法。正如庞约翰后来所解释的那样：“我认为，未来成功的银行业务必须与世界上没有财富和资产的50亿人口紧密相连。在未来30年里，或许世界需求增长的一半将会来自于新兴市场。在那些市场，消费金融将会是家庭走向拥有耐用消费品、资产和传统银行业务的第一步。”

随着家庭贷款公司融资问题日趋严重，公司股价继续下跌；到了2002年的夏天，交易价格变得可以接受了。2002年7月，汇丰派出一支15人的精干团队，前往家庭贷款公司位于展望高地的总部。团队回来后向庞约翰汇报了喜人的消息，从而为通过收购提议增加了更多的砝码。庞约翰回忆道：“经过对家庭贷款公司业务模式的信誉和道德风险长时间的讨论之后”，汇丰最终形成了一份收购提议。庞约翰在9月向欧德章提出了收购建议：“我表述得十分清楚：交易显然应该比各部分累积的总价值要高；从交易条款来看，似乎不应该有一方是明显的‘赢家’；它们应该把掠夺式贷款问题清理干净；除非家庭贷款公司证明其贷款行为符合商业道德，否则我们不会继续收购。”当时，欧德章已经下定决心要和一家银行结成联盟，因此，决定接受汇丰的建议。在双方于9月14日宣布的全部换股方案中，确定家庭贷款公司的估值为142亿美元，折算成每股的股价约为30美元。

汇丰控股董事会在此前一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提交的一份报告阐述了交易的基本想法。对于总体战略机会，报告指出：“交易中显而易见将会产生协同增效的地方是双方在资产负债表上相当匹配，即世界上吸收存款最成功的机构（汇丰银行）与世界上产生资产最多的机构（家庭贷款公司）结合在一起。其次，消费资产对利率的价格敏感度更低，因此，在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下，交易提供了最好的多元化资产类别，可以令汇丰维持毛利率。最后，美国是唯一可以允许我们实现如此规模收购的市场。”此外，家庭贷款公司的具体优势还包括“业内最好的技术和市场营销的框架基础，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充分利用此项优势；独特的信贷评分实力，其水平处在全球最佳实践的前列；在信用卡产品上的庞大规模”。报告也没有否认存在的风险因素——特别是汇丰品牌“可能由于与一家‘次贷’机构联系在一起而受到损害”，但是，报告得出了乐观的结论：“汇丰与家庭贷款公司组成联盟，将把家庭贷款公司从评级上受累于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糟糕情况中解放出来，同时，汇丰目前的‘光环’效应将缓解市场对其业务模式的负面看法。”特别是，无论如何，家庭贷款公司“总是被人不公平地看作是一个‘次贷’发放机构，而事实上，这仅仅是公司中的一个业务品种”。









家庭贷款公司的分支机构，大约摄于1955年


不可否认的是，汇丰控股董事会事先没有充裕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有一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而只有那时刚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的斯图尔特·牛顿向庞约翰表示出深重的疑虑。当消息宣布之后，令许多事先蒙在鼓里的人（例如许多国际行政人员）都吃惊不小，甚至感到震惊。庞约翰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乐观地在新闻发布会上亲自宣布了预期收购行动。他坚称：“我们将会把业务覆盖到美国全境。没有几家商业银行能够宣称做到这一点。”针对人们可能的疑虑，即现在投资一家美国贷款业务机构，是否在一个经济周期的错误节点上。他反驳道：“美国消费者是世界经济的核心。我们相信美国消费者将会继续消费。”在他积极推动收购家庭贷款公司的想法背后，有许多潜在的因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汇丰的存款余额。汇丰每天晚上向银行间拆借市场提供约1 500亿美元的资金，需要资金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就有房利美和房地美。由于汇丰向商业和零售机构的借贷严重不足，而且这种不足的缺口极大，集中借贷就构成了主要风险之一。正如庞约翰在这次关键董事会会议上所言：“我宁可向5 000万的可口可乐消费者出借资金，也不愿意向可口可乐公司出借资金。”在他的身上，始终存在着对美国天然的亲近之感，包括对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的巨大信心。或许其潜在的希望是，这将会是一个根本性的交易，能够使得汇丰赶上花旗银行。换个角度来看，在启动价值管理战略达4年之后，在向零售银行业务转变的过程中，汇丰现在正在迈出巨大的一步，尽管可能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巨大。几周后，庞约翰指出：“由于其客户群体的社会经济学的分类属性，家庭贷款公司被认为是提供价廉质次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机构。但是，事实上，他们与汇丰银行的许多客户群体类似，区别在于，汇丰仅仅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面为他们提供服务，因为汇丰还没有找到像家庭贷款公司那样的有效向他们出借资金的方法。”

对于这项突然收购行动，外界褒贬不一（参阅第十九章）。在美国，一些家庭贷款公司的股东对于收购价格表示不满；庞约翰明确告诉他的同事们，尽管欧德章“对我们的交易方案‘感到满意’，但是，他显然一开始就受到了家庭贷款公司股权投资者的激烈反对”。《欧洲货币》指出：“受恐惧的影响，家庭贷款公司决定将自身出售给汇丰银行。两家公司的高层和顾问们为此做了出色的努力，使得这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收购方案，在战略层面上使这家美国消费金融公司完美地匹配了另一家英国银行集团。因此，它最终可能会是这样的结局。但是，以家庭贷款公司账面价值约1.6倍进行估值的交易，更有可能是受制于绝望的压力，而不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家庭贷款公司受到某种压力，从汇丰的角度看是他们希望压低市盈率倍数，那么这次拯救计划又令人想起过去发生的那些根本性的收购行动，例如当年收购英国的米特兰银行。随后，范智廉表示：“我们收购家庭贷款公司，获得了消费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技术和业务模式。计划就是拿下家庭贷款公司，把它转变为能够反映汇丰价值的消费金融业务。”

美国海丰银行的主管菲尔·图希回忆，在听到将和一家次贷发放机构的人员一起工作时，汇丰在布法罗的员工们感到“目瞪口呆”，都有点儿担心，即长期来看，这项收购对这家美国的零售银行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作为一名证券化领域的专家，约翰·德鲁卡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在伦敦总部工作，主要负责资产和负债管理的工作，最近刚回到布法罗的海丰银行总部，他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的战略逻辑。他指出：“当我们拥有太多的存款余额时，我们不得不进行有效部署，否则的话，你将无法赢利。我们的存款余额超出了我们知道应该如何处理的程度。因此，作为思考的方向，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可以赢利的工具，来安置我们的存款。这是我们资产增长的某种引擎。因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它完全符合逻辑。”在汇丰银行和家庭贷款公司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上，股东们均批准了这项收购方案，因此，双方在2003年3月28日完成了整个交易。


打造美国业务


在汇丰收购的时候，家庭国际贷款公司是一家财富500强企业，拥有980亿美元的资产，员工人数高达3.1万名。公司拥有5 300万客户，客户的平均年龄为40~50岁，平均家庭年收入为4.5万~6万美元。按照信用评分来区分的话，客户中大约有63%为优质客户，17%为次优级客户，20%为次级客户。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通过在46个州的1 400家零售网点，向美国“中端市场”客户销售贷款产品。公司的4大业务种类分别是：住宅抵押贷款（占到贷款账簿的56%），信用卡（24%），无担保贷款（17%）和汽车贷款（3%）。

2002年，家庭贷款公司抵押贷款金额高达460亿美元。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约290亿美元——是通过其分支网络进行发放的，都是公司拥有第一留置权的抵押贷款。2004年5月，迫于市场压力，家庭贷款公司开始小心翼翼地提供可调利率的抵押贷款，其特点是在贷款初期提供极其“诱人”的优惠利率，随后再调整到更高的正常利率。作为最大的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机构之一，公司也拥有许多优级和次优级贷款客户。旗下的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独立经营，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在全美各地拥有22家分支网点。它主要在批发抵押贷款市场开展业务，在三个方面为家庭贷款公司提供互补的业务：作为批发抵押贷款发放机构，通过8 500家经纪机构发放贷款；通过200多家非附属的抵押贷款发放机构网络，收购它们发放的抵押贷款；作为管理者，旗下管理的抵押贷款组合达到170亿美元。截至2005年，90%的抵押贷款组合是公司拥有第一留置权的抵押贷款。1999年，抵押贷款服务公司收购了Decision One公司，通过5 000多名抵押贷款经纪人的推荐，提供了13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同时，在包装自己和其他发放机构的抵押贷款时，它也起到“牵头聚合机构”的作用，将抵押贷款业务包装后，向市场出售。2003年，Decision One公司69%的抵押贷款被销往二级市场，而另外的31%则被抵押贷款证券公司购买。









1995年，家庭贷款公司位于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的分支网点


家庭贷款公司也拥有大量无担保贷款组合，大部分是信用卡贷款，在这块业务上，它是市场领先企业和创新企业，贷款账簿金额高达200亿美元。汇丰银行高管尼尔·布克回忆：“这项业务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公司人员拥有非常出色的分析能力，产品也非常不错。”汇丰自己发行的规模不大的信用卡业务可以从中受益：“它给集团在信用卡业务分析和信用卡还款方面带来了综合技能，我们从中受益匪浅。”事实上，通过收购家庭贷款公司，汇丰成为全球信用卡业务前10位的企业。其他无担保贷款金额高达140亿美元，主要是通过7万家零售商店发放的店内信贷实现。另外，家庭贷款公司还发放以退税款作为还款保证的贷款，这项业务常常成为激进主义者攻击的目标，公司也向消费者提供了20亿美元的汽车金融贷款，或者换言之，它通过10 500家汽车经销商发放了20亿美元的分期贷款合同——成为汽车金融领域非优级贷款的最大发放机构之一。

隐藏在家庭贷款公司工业化信贷决策背后的是其开创性的信用评分机制。2005年，哈佛商学院曾经把它作为案例，分析了其中的奥秘：

为了准确预测客户偿还贷款的可能性，家庭贷款公司——与其他银行背道而驰——利用13年来累积起来的消费者行为数据库，来为美国每一个成年公民制作一份风险预测档案。分析模型的数据部分来自家庭贷款公司信用卡用户的交易记录，部分来自于征信机构和其他机构。有了这些数据，家庭贷款公司运行类似于神经网络——使用计算机程序，从消费者过去的消费行为模式中进行分析、修改和学习，从而区分出其安全或不安全的信用风险共享且个性化的特征和模式。

因此，家庭贷款公司发放贷款的决策依据并不是有无资产担保，而是客户偿还贷款的倾向性。

随后，案例分析引述了被这种模式“深深吸引的”庞约翰的观点：

“把钱借给准备在家里搭建一个平台的客户，比借给准备外出度假的客户更安全。你不应该把钱借给像我一样这把年纪还想买水上摩托艇的客户，但是，显而易见，借钱给我去买一辆哈雷机车，看起来则风险不大。”

哈佛的案例分析继续写道，为了维持和继续发展这套系统，以及维护包含2.6亿美国人信用记录和人口统计数据的庞大“数据仓库”，公司“雇用了250名员工，专门从事分析工作，其中大约有150名博士。例如，如果第一次发放抵押贷款，系统需要评估300个变量。从这里可以看出家庭贷款公司贷款申请流程的复杂程度，而大部分银行仅分析15个变量。家庭贷款公司每年处理的交易量大约为20亿次，最高纪录是可以每秒钟处理1 000次交易量。”汇丰根本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系统，因此，汇丰高管们都对此叹为观止。

那时候，艾伦·杰布森是汇丰集团的执行董事，在他的率领下，汇丰实施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庞大计划，“以期从两家机构的整合工作中激发出重大价值”，其中包括36个单独的行动小组。2003年7月，他向集团执行委员会报告称，“迄今为止，没有出现任何意外”，除了成本节约或许会大大超过预期之外。最大的成本节约是家庭贷款公司在融资成本上每年可以减少10亿美元。其次，作为世界第三大企业债务人，它原先每年需要向投资银行支付约1亿美元的手续费，而现在则变成了内部支出。另外，两家机构还可以在营运上产生协同增效的效益，例如，使用汇丰在印度的营运中心可以减少交易处理的成本。这种收益不只是单向的——汇丰抵押贷款和信用卡营运全部转接到家庭贷款公司的系统中，这被认为是可以使用家庭贷款公司领先的最佳实践流程而从中受益。随着家庭贷款公司开始向集团贡献利润，《泰晤士报》银行业版块的记者指出：“美国赌徒开始向汇丰奉献回报了。”2003年，消费金融贡献了22亿美元的利润，2004年上升至36亿美元，分别占到集团总利润的16%和19%。总体而言，从2003~2005年，家庭贷款公司为集团贡献的利润达到100亿美元。

收购家庭贷款公司引发了汇丰对北美地区营运架构进行重组。所有的业务被整合在一个新的控股公司旗下，即汇丰北美控股公司。控股公司总部设在芝加哥，欧德章成为控股公司的主席和行政总裁。汇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业务营运情况全部向他汇报：不仅是消费金融业务，也包括纽约州的商业银行，以及在纽约的银行间拆借市场业务和资本市场业务。尽管许多业务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原汇丰的高管，但是只有一人在芝加哥办公，他就是首席财务官彭世文（Simon Penney）。有些人认为，这是欧德章有意把汇丰高管排斥在外，倾向与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团队一起工作——尽管在收购之后，这支团队也被更新过，从外部监管部门派驻了新的风控和合规部门的负责人。









欧德章


罗伦斯是汇丰的一名国际行政人员，他于2006年抵达纽约，负责银行间拆借市场业务。他记得自己曾经告诉过妻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根本就不像是一家汇丰银行。”后来，他回忆：“家庭贷款公司的文化，如果那是一个准确的词汇的话，已经从家庭贷款公司彻底渗透到整个银行系统。在汇丰的高层中存在着某种敬畏之情，他们对美国管理团队和他们的能力十分敬佩，因此，你所看见的就是输出美国方面更好的人才、更好的系统、更好的做事方法，而他们的文化也很快开始输出。我的意思是，老实说，汇丰感觉到自己是家庭贷款公司的分支企业。”

2004年4月，戴维·施恩霍尔茨退休，卸任消费金融业务的负责人，这被视为美国管理团队的重大损失。接替他的是德里克臣和梅尔塔，这两各人在营运职责上各管一部分，梅尔塔主要负责汇丰全球的信用卡业务以及汇丰北美控股公司的战略规划和企业发展。他是1998年从波士顿咨询集团跳槽到家庭贷款公司的，加入公司以来一直领导着高赢利水平的信用卡业务的发展。2005年4月，又发生了另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欧德章比计划提前一年“解甲归田”，至此，整个整合过程告一段落。梅尔塔接替欧德章，担任汇丰银行金融公司（2004年起由家庭贷款公司更名而来）主席和行政总裁，并兼任汇丰北美控股公司行政总裁，而德里克臣的职务有所变动，改任美国零售和商业银行的行政总裁。

家庭贷款公司的管理层急切希望实现业务扩张，在2003~2006年，其资产规模从920亿美元增长到1 830亿美元，尤其是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的抵押贷款余额增长迅速，从170亿美元增长到460亿美元。汇丰对业务的调整更倾向于使抵押贷款方面得到保障，因为有担保贷款总比无担保贷款来得更安全，或者据说是如此的。在信用卡业务上也出现了快速扩张，他们收购了信用卡发行机构Metris公司，从而使汇丰成为美国第五大信用卡发行机构。2004年7月，一份战略规划报告指出，家庭贷款公司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愿景”是“在我们的核心产品上，无论是房地产还是非房地产领域，要成为零售业次级信贷和次优级信贷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


输出家庭贷款公司的模式


当初收购家庭贷款公司的思路之一是可以把它的消费金融模式推广到新兴市场。那么在收购后的几年里，这方面的进展如何呢？

2004年9月，庞约翰告诉欧德章：“在汇丰近年的发展中，消费金融或许是最令人激动的变化。在这一领域，家庭贷款公司是世界上最好的企业，除非是疯子，否则我们不会错失可能拥有的最好发展机会，让家庭贷款公司来推动我们在全世界消费金融领域大展宏图。因此，毫无疑问，我们希望你和你的团队来领导我们走向世界。”2005年8月，梅尔塔告诉《汇丰世界》：“我认为，在信用卡和消费金融领域，集团希望北美输出其最佳商业实践。至于在业务，产品线或客户组等方面，我认为集团同样也希望北美输出其在数据分析、风险管理和领导以销售为导向的组织方面的最佳实践。”这的确就是当初高层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之后不久，在一次集团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上，集团行政总裁葛霖指出：“集团可以从美国消费金融经营中吸收许多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经验，其中成功的关键是（市场）细分。”

消费金融因此成为汇丰集团中与众不同的全球客户组，家庭贷款公司派出一位高层管理人员作为消费金融业务的执行董事，另外在集团各区域内也都派驻了“区域计划负责人”。2005年2月，汇丰控股董事会批准了全球消费金融的战略计划，设定了每年贡献4亿~8亿美元税后利润的发展目标，随后，计划在世界各地开始推广。2006年4月，梅尔塔指出：“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没有在家里睡大觉”，并概述了这些竞争对手如何在新兴市场快速发展它们的消费金融业务。“我们是后来者，如果想要赶上它们，并成为领先者，我们必须加快执行集团发展计划的速度。”汇丰向在亚洲和拉美地区的各分支机构中派遣了消费金融方面的管理人员——2005年9月，就派出了117名。毋庸置疑，这些管理人员的确带去了许多有用的知识，但是，的确也造成了当地员工对新来者相当大的反感，当地管理人员觉得难以忍受来自芝加哥的人到处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在本地市场应该如何如何。

在巴西和墨西哥，计划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巴西，汇丰收购了Losango消费金融公司（从劳埃德银行手中）和Indusval Financeira公司，从而增加了800万消费金融客户。在世界各地消费金融的发展中，绝大部分都是内生性的增长，尤其在亚洲，汇丰通过与当地零售商开展合作，成功地在印度和印尼实现了重大业务突破。截至2006年的夏天，集团消费金融业务拥有的贷款余额为64亿美元：其中57%在南美，30%在墨西哥，9%在亚洲，4%在东欧。2006年8月，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提交的一份进展评估报告称，集团在实现利润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并且有望“在国际消费金融细分市场实现领导者的地位”。此后，发展的重点在亚太地区，也就是“汇丰拥有传统优势的区域”。报告得出结论：“在新兴市场中的机会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更多，而且机会稍纵即逝。”但是，某些基层的管理人员却发出了危险警报。瑞秋·班去家庭贷款公司参加了为期4周的培训之后告诉她的同事：“家庭贷款公司的技术知识库和汇丰亚太地区风险团队所掌握的知识相当接近。两家公司之间存在的许多差异都是源自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商业实践，而不是技术专长。但是，这些策略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市场，因此，在亚洲很难进行推广。目前家庭贷款公司所使用的业务模式和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征信机构和体系。由家庭贷款公司开发的许多业务模式或策略，很难在美国之外的地区进行推广或部署。”换言之，把建立在大量数据基础之上的家庭贷款公司的业务模式，输出到数据匮乏的新兴市场，可能不会像一开始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如。但是，家庭贷款公司并没有在新兴市场，相反却在其本土市场——美国——首尝败绩。


次贷泡沫和泡沫的破裂


从2002年至2008年，次级抵押贷款的泡沫膨胀到顶点，最后直至破裂。2002~2004年，由于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导致美国住宅价格普遍上涨。市场上充沛的低成本资金促使住宅价格暴涨，也导致了宽松信贷的金融状况。为了在这种轻松的环境下获得高收益，资金出借者把钱更多地出借给支付高息的借款人——但是，往往也带来了高风险。他们中就包括数量惊人的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他们第一次发现可以拥有自己的住宅，因为市场上随处可以获得住宅金融服务；在交易最高峰的2006年，发放的次级抵押贷款的数量占到全美总数的23.5%，与此对照，2002年的比例只有7.4%。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普及也提升了人们可以承担住宅价格的能力，而随着住宅价格的暴涨，第二留置权的抵押贷款又帮助人们把自有住宅变成提现机器。2009年，约翰·德鲁卡回忆次贷危机时曾经阐述道：“按我的理解，这就像是环环相扣的死结。你发现许多人想购买住宅，但是囊中羞涩。看着暴涨的住宅价格，他们不仅在想他们不能错失机会，而且同样也在想，如果我现在不入手的话，世界将会永远离我而去，我不会再有购买住宅的机会。”

抵押贷款证券化大规模的爆发——华尔街金融机构从中获取高额的手续费，使得抵押贷款发放机构把贷款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移走，转移给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反过来又使得这些贷款发放机构继续发放抵押贷款，赚取更多的费用。正如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后来所阐述的那样：

我们美国人建造了一间脆弱的金融纸牌屋，其错综复杂而又危机四伏的建筑基础却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在不负责任的金融杠杆的放大作用下，在疯狂的补偿机制和过度复杂的金融架构的推动下，在糟糕的贷款发放标准和宽松金融监管条例的纵容下，泡沫越吹越大。

从2004~2006年，美国的利率扶摇直上，在21个月内进行了17次加息操作。利率上升导致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变得极其昂贵，因为优惠期后所调整的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商业周刊》对此发出警告，称这是“噩梦般的抵押贷款”。美国住宅价格一路上涨，最终在2006年年中达到顶峰，之后，价格开始大幅度下跌。住宅价格的下跌扼杀了住宅需求和第二留置权的抵押贷款需求，但是，未偿债务还需偿还——或者无法偿还。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许多次贷借贷者无法或不愿偿还债务，导致贷款违约。2007年11月，尼尔·布克在对汇丰和抵押贷款危机所做的一份严谨的分析报告中指出：“次贷行业本身在向这些个人提供融资的时候就已经去除了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违约污名，从而给自己造成了‘道德风险’。流动性、证券化和金融机构宽松的信贷标准，导致客户贷款超过了他们的债务偿还能力，现在，可调利率抵押贷款调高了偿还金额，这使得情况雪上加霜。从本质上来讲，次贷行业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范智廉后来回忆：“如果你查看美国次级贷款的所有图表数据，它原先一直是在每年1 500亿美元的规模上。”

这就是市场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它被5大金融机构瓜分：通用金融、美国国际集团、富国、汇丰和花旗。当我们收购家庭贷款公司的时候，市场规模已经增长到每年2 000亿美元。

然后，一夜之间，那些华尔街上的聪明人发现可以把这些贷款进行证券化操作。市场上，人们正在寻求高收益产品，而你可以进行抵押贷款证券化操作，给他们一个高收益的产品，那么你就会用某种方法建立起产品结构，并赋予其3A级信用评级，而在这种产品上的毛利高得离谱。因此，市场规模从2 000亿美元增长到8 000亿美元，在短短三年之内，规模扩大了三倍。换言之，这个市场上又涌入了三倍的人，他们原先没有在这个市场上获得过信贷，现在也获得了贷款。

你因为向客户出借了太多的资金，你就遭遇了困境。那些把钱借给无力偿还债务的人的银行和那些从事房地产经营的公司，显然因贷款违约而遭遇经营困难。然后，困境从个人蔓延到企业，然后导致银行倒闭，例如华盛顿互助银行等，然后蔓延至金融系统的最后贷款人（即美联储），直至主权债务危机爆发。


汇丰银行金融公司遭遇困境


2006年5月，汇丰银行金融公司抵押贷款业务首次出现了将陷入困境的苗头，当时，集团管理委员会被告知，贷款拖欠的情况“比预期还要严重”。7月，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的业务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紧张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在其他美国银行的财报中出现，似乎是汇丰的个别现象。集团风控部门的负责人罗伯恩回忆：“贷款减值的情况开始上升，当时，我们当然认为这是我们特有的现象。这只是我们做得不好，把事情给搞砸了。”事实上，在2006年下半年，当汇丰对自己极其糟糕的不良贷款愁眉苦脸的时候，摩根士丹利、美林证券、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和其他金融机构全部还在抢购抵押贷款机构的贷款。9月，德里克臣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报告，称美国住宅市场的增长开始放缓，并称汇丰银行金融公司发现自2005年以后抵押贷款出现了“明显恶化”的现象，其中第二留置权抵押贷款和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出现了贷款减值日趋严重的情况。集团管理委员会对此表示了失望，认为好大喜功的分析报告没能早一点儿发现恶化的情况，还特别批评了家庭贷款公司太过于强调“成长目标”。会后，集团开始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包括对产品内容进行了调整，并增派了180名信贷回收员。

2006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来自汇丰伦敦总部的克里斯·斯普纳来到美国，接替已到退休年龄的彭世文，担任汇丰北美控股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他上班第一天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梅尔塔，斯普纳回忆道：“差不多是11点钟的时候，他跑过来说，你最好过来一下，一起听一听。我跟他一起走进了会议室，看见许多高级管理人员都在那里正襟危坐，包括风控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都说：‘我们遇到麻烦了。’我们的贷款组合，尤其是近期才发放的抵押贷款，显示出不合常理的过早违约现象。他们知道其中必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涉及违约的绝对金额数。作为新上任的首席财务官，我受大家的委托，向总部进行了正式报告，称：‘休斯敦，我们有麻烦了。’”集团管理层立刻委托内部审计部门，对汇丰银行金融公司的抵押贷款业务启动调查取证和评估的工作。与此同时，12月5日发布的第三季度市场交易报告显示，美国抵押贷款业务的坏账数目上升，各家机构已经收紧贷款发放的标准。商业媒体也开始清醒地认识到次贷市场的紧张情况。12月中旬，《经济学人》指出：“次贷灾难不会——还没有——造成金融危机”，但是，文章指出，在第三季度，9家最大的借贷机构的利润不及一年前的一半。《欧洲货币》对此感到困惑：“难道华尔街银行在一个错误时间进入了次贷市场？”

2007年1月，内部审计部门提交了审计报告，汇丰高级管理层很快做出反应：“1. 解决问题；2. 保护汇丰品牌；3. 制订新的业务计划。”集团行政总裁纪勤公开承认：“责任在我。我们会妥善处理此事。”麦端纳接替梅尔塔，出任汇丰银行金融公司行政总裁（并在2008年出任汇丰北美控股公司行政总裁），而罗伦斯则接替德里克臣，出任美国汇丰银行行政总裁。正如一位银行业证券分析师所言，此次人事变动是“一个明确信号，显示伦敦正做出快速反应，直接接管对美国业务的控制权”。2月7日，在紧急召开了董事会会议之后，汇丰对外公布了一份交易最新简报，这被普遍视为利润预警。简报指出，美国市场抵押贷款违约率的上升意味着2006年坏账准备金将达到106亿美元，比分析师们原先预测的金额高出20%。集团主席葛霖对此表示歉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严格监督。”纪勤又很快补充道：“错误已经犯下，那些人只顾追求业务的成长，而忘记了业务的质量。”

那问题是如何造成的呢？根本的原因是利率上行的趋势和住宅价格的下跌，两方面一起对每一个美国抵押贷款发放机构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尤其会影响到次级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因为它们的贷款客户更容易发生贷款拖欠的情况。尼尔·布克在分析报告中，把汇丰银行金融公司60%的损失归咎为“没有出局就还有机会”的心态。2007年3月，美国参议院就“抵押贷款市场风波：原因和后果”举行听证会，麦端纳出席作证。他告诉参议员们，就可调利率抵押贷款而言，汇丰银行金融公司的次级抵押贷款组合中只有32%，而整个行业的平均比例为70%；因此，“由于在贷款发放和销售过程中推行了相关风控措施，我们看到信贷表现情况比较强劲”。但是，他也表示，第二留置权的抵押贷款则是另一种情况，尤其是2005年下半年和2006年第一季度所购买的那些贷款组合，结果都出现了高于预期的贷款拖欠现象。麦端纳指出：“事后看来，我们认为我们当初对这些贷款所涉及的未来风险没有做出恰当的预测。我们所采取的首要行动是开展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来准确了解给我们的客户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来尽可能降低它所带来的风险。”

布克把另外40%的损失归咎为糟糕的贷款质量和市场下行的趋势。内部审计报告特别指出，以北卡罗来纳地区为主要市场的抵押贷款服务公司是这些问题的主要源头。2004年年初，抵押贷款服务公司和Decision One公司的管理层合二为一，对关键岗位保留的老员工产生了严重的连锁反应：例如，信贷风控团队60%都是刚入职的新人，以至于直到2005年，信贷风控的职能才完全恢复。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的收入每年都在逐步增长，管理层的奖金都是根据公司是否达到增长目标而定，这一直是与本地团队达成一致的奖金分配因素，然而对此，在伦敦的汇丰银行却蒙在鼓里。2005年，随着次贷泡沫的加剧，由于次贷发放机构之间竞争加剧，抵押贷款服务公司净利差的毛利空间遭到了严重压缩。管理层因为急于维持收入增长的目标，调整了“收购产品的比例”，把目标瞄准在收购更多“高毛利”资产上，而且这种操作手法一直贯穿整个2005年。这些“高毛利”资产就是第二留置权的抵押贷款，包括越来越高比例的抵押贷款采纳了更低标准的证明文件要求（只需自证文件即可）。2005年下半年和2006年年初，抵押贷款服务公司通过拍卖获得了高比例的第二留置权抵押贷款，同时，资产收购迅速增长。这是由于在抵押贷款服务公司定价模型中未被发现的技术错误所产生的“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它引发了高价竞买的情况。2005年，还存在着两大外部原因，即卡特里娜飓风和美国修改破产法，这导致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的资产出现了更严重的贷款拖欠情况，从而使它更难以理解潜在的信用行为，并且转移了管理层的注意力。

随着美国住宅市场在2006年继续疲软，信贷状况恶化和高价竞买资产的情况，都使得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内部评估没有发现任何欺诈的证据，但是却发现“在抵押贷款服务公司内部存在着重大的控制缺陷，同时也发现汇丰金融公司的整体治理结构存在重大问题”，报告进一步指出：“无法评估抵押贷款服务公司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应对总资产增加和产品构成变化所带来的挑战”。问题极其严重。布鲁斯·弗莱彻于2005年年中从花旗银行跳槽转面加入汇丰银行金融公司，他惊讶地发现，“无论是组织架构、风控能力还是企业文化，这都不是我所期望的汇丰银行”。每一个业务部门的信贷风控团队都被嵌入到高度自治的业务之中，它们决定自己的优先顺序，控制自己的薪酬奖金。弗莱彻回忆道：“在抵押贷款和分支机构业务方面，风险管理能力尤其薄弱，但是，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些领域，由于管理者过于骄傲自满而遭受严重损失，也正是这些领域缺乏透明度，他们极力反对引入监督团队。”

随后，《金融时报》指出，汇丰于2007年2月发布的交易最新简报是“第一次拉响了全球警报，预示全球银行业即将爆发危机”。克里斯·斯普纳回忆：“我记得不久之后，在北美地区投资者路演的活动中，我们将与一些债券投资者见面。我特别记得在与道奇考克斯公司见面的时候——他们是加州大型固定收益产品投资者，他们表示：‘为什么只是你们汇丰银行看到了这个问题？’而我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既有可能是我们拥有超常的资产组合，也有可能是其他人没有正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当我两年之后再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说：‘你帮我们挽回了许多损失。’因为，当初他们觉得，第一，我们告诉了他们真实的情况；第二，这使得他们去研究其他机构，最后发现，不只是我们汇丰发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这的确不是孤立的问题。在汇丰发布交易最新简报几周之后，第15大次级贷款发放机构Mortgage Lenders Network向法院递交了破产申请；3月，最大的次贷发放机构之一，Fremont General，停止发放新的次级贷款；4月，第二大独立次贷发放机构，New Century Financial，也陷入破产困境。

当年春天，次级贷款业务陷入瘫痪，贷款违约率急剧上升，预计13%的次级贷款属于不良贷款，比优级贷款的违约率高出4倍。不断上升的违约率开始影响约1万亿美元的担保债权凭证证券的业绩和估值——次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之后的证券产品。它带来的第一次重大损失反映在6月两个投资了次贷担保债权凭证的基金出现了破产。2007年8月，市场担心交易对手因有害次贷投资的风险敞口而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信贷紧缩”。8月9日，法国巴黎银行暂停了旗下三个投资美国次级抵押债务的基金，引发了欧洲央行采取大规模干预行动，以维持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之后不久，许多银行和投资基金纷纷宣布，由于次贷资产受损而遭受上百亿美元的损失或减值。全球金融危机由此爆发，并且在2008年9月随着雷曼兄弟破产倒闭而到达高潮（参阅第二十六章）。


解决汇丰银行金融公司的问题


在2007年期间，汇丰管理人员投入到紧急状态之中，与纪勤沮丧地称作“所有的这些次贷垃圾”展开殊死搏斗。尼尔·布克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因为拯救了汇丰在泰国的业务而一战成名，成为“赫赫有名的问题专家”，此次被紧急从中东地区调往美国，出任首席营运官，与行政总裁麦端纳一起，并肩抗击次贷危机。

首先，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立即停止发放新的贷款，其目的是为了把抵押贷款组合（已经从最高峰的550亿美元下降至460亿美元）从460亿美元降至300亿美元的销售规模。但是，市场对次级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需求已经消失殆尽，除非以极低的折让价格出售，因此，进展缓慢——集团对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的贷款组合的可销售性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330亿美元的贷款组合“不具备可销售的条件”。纪勤告诉葛霖：“目前，全球各地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大家都不愿接手次级抵押贷款，因为它贷款价值比率高，又有第二留置权、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和没有证明文件（只需自证文件）等诸多问题，因此，被看作是出错的产品，一无是处。另外，我认为总体而言，美国房地产市场还在继续恶化。按照目前的进展来看，到2008年3月，我们不可能把贷款余额降低到300亿美元以下，更无可能在2007年12月降到接近这个数字的水平，我想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它已经超越了‘我们管理层的能力范围’。”当时，汇丰急需提高收回贷款的能力，以预防出现支付违约的情况，保持纪勤所说的“良好的收账记录”。他继续补充道：“在这个行业里，未来一段时间里，收账的质量将会决定谁会在市场上屹立不倒。”到2007年7月，当麦端纳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汇报“最初100天”的进展情况时，抵押贷款服务公司的贷款组合已经下降至400亿美元以下。

另外，集团对抵押贷款聚合机构Decision One公司的前途也进行了深入讨论，麦端纳指出，在通用金融服务公司中类似的部门已经在市场上被出售。9月，在宣布关闭Decision One公司的时候，纪勤表示：“它已经难以为继了，未来不会是配置资本的正确地方。我们曾经说过，我们将会做出困难的决定，而现在我们正是这么做了。”他急切希望“把我们的业务模式带回正常轨道”，因此，很快又决定退出汽车贷款和退税担保贷款的业务。

至于占汇丰银行金融公司很大一块的消费信贷业务，一开始的重点放在“控制”上，而不是“优化”上，于是采取了收缩至“合适规模，并重新调整”业务的方法。到了2008年8月，这种方法使得零售网络成功缩小至1 000家分支网点，员工人数减少16%，资产负债表已经从1 800亿美元逐步缩小，直奔1 000亿美元的目标。在2007年和2008年，公司继续通过分支机构发放抵押贷款，但是，贷款规模明显缩小，公司管理层正想方设法，希望扭转目前的困难局面，或重新聚集业务。布克把这称为“科学的流程，以期努力从抵押贷款业务中挖掘出价值”。向遭遇还款困难的抵押贷款客户提供可以称为“行业领先”的抵押贷款调整计划，以帮助客户“保全住宅——这种结果对于客户和公司来说是双赢的局面”。这项计划的具体针对对象就是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客户，总共有2.6万名客户得到了这项计划的帮助。

消费金融的问题并不仅限于美国市场，在新兴市场中消费金融计划同样也没能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据说很有前途的印度项目折戟沉沙，因为信用数据严重不足，另外迟迟无法获取营业执照，而且总体上存在着更加敌对的营运环境。尼可拉斯·温莎曾参与该项目，他在2010年的时候表示：“事后看来，当初在这个亏损的业务上进行投资，实在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在印尼，截至2009年4月，“消费金融业务依然还在亏损，显示不出任何光明的前景。因此，通过所有渠道成立新的消费金融业务部门的工作已经全部停止”。罗伯恩反思道：“在我们收购了家庭贷款公司之后，每个人都觉得那是最好的业务。我们利用家庭贷款公司的分析能力，在墨西哥、巴西、印度和印尼快速扩张消费信贷业务。我们在所有4个地区全军覆没。”

从根本上来说，问题在于美国消费金融的业务模式需要大量的当前和历史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指信用体验——被期待的数据，而且还包括人口统计、消费行为、文化和经济因素等数据，这在新兴市场里，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严重缺乏。另一个问题，正如巴西的黎瑜信——自2003年起，他担任巴西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所发现的那样，在新兴市场里出现了新的、未知的客户浪潮，而在家庭贷款公司所经营的美国市场，新的客户群体总是在可控的范围内逐步扩大。布克对消费金融的基本主张表示怀疑，认为次贷和新兴市场客户往往会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诸如年龄、教育程度和活力。从更大范围来看，整个集团内的消费金融业务最终要么偃旗息鼓，要么被归入到个人理财业务的客户组。


为北美市场制订新的业务计划


2007年的下半年，在博思艾伦管理咨询公司的帮助下，汇丰对整个北美业务进行了战略评估。当年11月，评估报告指出：“尽管汇丰目前在美国市场遭遇困境，但是，基于其全球足迹和品牌优势——即被视为可信赖的国际化和真正全球经营的金融机构，而不仅仅是美国或英国业务的延伸，依然可以找出差异化的‘正确取胜之道’。”在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利用相关产品来服务于需要全球连通的企业和个人。根据报告的设想，新的银行业务将聚焦在9个主要市场：“阳光地带的大型城市，另外再加上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分行网点大约在400~500家左右；而信用卡业务在整个银行中将作为一个独立部门。设想的业务目标是到2012年产生20亿~25亿美元的税后利润，其中一半来自于信用卡业务（股本回报率为22%），另外一半来自于银行业务（股本回报率为16%）。”由于在经济衰退之前已经采取了相关规避措施，因此在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时期，信用卡业务依然维持了较高的赢利水平。在目前的460家分行网点中，仅有135家坐落于与新战略相关的战略区域。其他的325家分行网点——190家在纽约上州区域，135家在纽约州南部区域——将会被出售，且倾向于出售给单一买家。将继续开展消费信贷业务，但是将会减少开展消费金融业务的分支机构的数量。布克回忆道：“加拿大变成了美国业务营运应该学习的榜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认了汇丰不应该效仿家庭贷款公司的业务模式；主要服务对象为企业客户、小型房地产开发商、高净值华人客户等。因此，这突然令我想到，对美国业务来说，效仿加拿大的业务模式不是一个很差的结果。”

2008年1月，随着新的业务计划如期展开，汇丰银行金融公司剩余的非战略业务部门要么被出售，要么被关闭。加拿大消费信贷业务并入汇丰旗下的一家分支机构，而加拿大的汽车业务和抵押贷款经纪业务要么被关闭，要么被出售。家庭贷款公司在英国的银行业务，在收购后的最初三年里一直处于赢利状态，但是在经济衰退中持续发生亏损，因此，最终被吸收进汇丰旗下的分支机构中。继续经营美国消费信贷业务的努力，最终被证明为失败之举，市场对其贷款产品的需求下降至“正常”数量的10%。2009年3月，在公布年度财报的同时，汇丰也宣布正式关闭消费信贷业务；800家消费贷款的分支机构被关闭，汇丰为此减计了106亿美元的商誉损失。

进入2009年下半年之后，美国经济开始走出衰退困境。汇丰在北美地区的营运，自2006年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到了2010年，也开始扭亏为盈。2011年5月，在投资者日活动上，当时已经是北美地区行政总裁的尼尔·布克，在发言中展望未来：“我正在努力简化我们的业务，使之与汇丰在其他地区的业务形态更为接近。我认为，我们需要让更多美国人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集团，尤其是在华盛顿的人。我们必须要让人们能够很好地理解我们的品牌和我们的定位。”


反思家庭贷款公司


克里斯·斯普纳曾经反思：“你会听到人们在说，家庭贷款公司是一次极其糟糕的收购案例。其实，它不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收购案例，而是管理得极其糟糕的一次收购行动。如果我们做得更到位一点，最终我们可能看上去会更聪明。”零售信用卡业务部门的前负责人布鲁斯·弗莱彻认为：“把信用卡业务与抵押贷款和分行业务进行比较，就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之所以信用卡业务能够成功地抵御金融风暴，就是因为更好的管理和判断，更强的风控能力，最终更主动地采取止损行动。抵押贷款和分行业务却正好相反，面对变化，反应太慢，最终把整个业务给拖垮了。”在事后总结中，管理人员找出了一系列原因。在汇丰收购之前，家庭贷款公司的“销售文化”由于依赖于银行间市场的融资而有所收敛：更多的资产，则意味着更高的融资成本，从而挤压毛利率，对销售产生约束力。在那个时候，贷款申请的批准比例仅仅只有30%，由此，艾伦·杰布森得出结论：“我们收购的业务非常好。”但是，汇丰收购家庭贷款公司之后，融资手段稳定，融资成本更低，这就使得资产增长更快，在经济衰退时出现的风险更高。

那么关键是，为什么当初负责的管理人员会失去控制呢？对此，戴尔敦解释：“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在作祟。当初，公司每年贡献30亿美元的利润，组织管理上又井井有条，为什么还要去改变呢？”家庭贷款公司所从事的不是银行业务，而汇丰在消费金融方面又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同时，家庭贷款公司又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企业；因此，人们普遍的期待是汇丰可以从家庭贷款公司身上学到更多的经验，而不是在家庭贷款公司推行银行的商业实践。布克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观察，认为：“这是一次糟糕的收购，雪上加霜的是糟糕的管理，允许它毫无节制地增长，规模扩大了一倍。这就像‘不去管他们，这些家伙们个个都是天才，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那个时候，在远离公司的各地分支机构中“抵押贷款业务员”的不端行为——事实上，为了维持收入增长，不惜降低贷款申请标准——还没有发生。人们认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公司的业务模式将会发出预先警告，但是，当最终警告出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正如在金融危机中随处可见的情况一样，人们总是对业务模式抱有不切合实际的信心。道尔顿认为：“家庭贷款公司的业务模式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他们当初的设想都是很美好的，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发展，结局也就大不一样了。”

2010年下半年，在即将离开汇丰银行的时候，纪勤在接受《欧洲货币》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收购家庭贷款公司之后，我们在面对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时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上。我们很快在全球范围内检查了无担保贷款的情况，并采取了约束性措施。我们在印度、印尼和巴西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与竞争对手相比，我们的损失要小得多。在美国，正是我们承认有问题，我们才能很快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把家庭贷款公司的问题暴露出来，肯定使汇丰管理层比其他银行更早地警觉到危机的来临。这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股东（或许还有纳税人）挽回损失，很难做出准确的计算，但是，这非常有可能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毋庸置疑，家庭贷款公司固定收益的债券持有人也应该好好感谢汇丰银行，因为他们全都按照合同条款获得了偿还。另外，汇丰拯救了家庭贷款公司，也确保其在危机中没有发生破坏性的崩溃，否则的话，将会导致另一场市场风暴。在计算收购家庭贷款公司给股东带来的成本时，出现了许多版本的数字。2009年5月，《金融时报》Lex专栏的估计是230亿美元，但是，这个数字显然没有把公司在2003~2005年为集团贡献的100亿美元的利润考虑进去，也没有考虑到2013年出售信用卡业务所获取的利润。总之，以收购之后的营业利润为基础，实际上的计算结果是盈亏平衡。但是，汇丰在2003年以142亿美元收购的金融业务，本质上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对于汇丰本想以此来平衡地区业务分布的精明想法，以及汇丰在新兴市场扩大客户群体和发展业务的远大抱负来说，这不啻是一个悲惨的结局。最终，家庭贷款公司的困局激发了人们对汇丰根本实力和基础战略的反思，并且在2011年的投资者日活动上有所体现。




第二十六章






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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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以来世界遭遇的最严重的货币灾难。它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市场出现的紧急状况，随即美国、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和冰岛等国政府对银行实施了大规模的救助。2007年年初，美国次贷市场首先出现混乱，之后在2007年的夏天，银行间货币市场出现了萧条景象，这对像英国北岩银行那样严重依赖于银行间拆借市场进行融资的银行，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在2008年的9月10月，随着雷曼兄弟、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主要和非主要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倒闭，金融风暴达到了最高潮。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的悲惨景象，各国政府在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中拼命挣扎，而银行——被普遍看成是这场危机中的“坏人”——正竭力重整旗鼓，重塑形象。


危机的苗头


本书的第二十五章介绍了汇丰参与美国次贷市场业务的来龙去脉，以及这场危机的最初震源。从更广的世界范围来看，2007年2月7日汇丰的一封正式公告揭开了在金融系统中某个阴暗角落里所隐藏的惊天危机。第二天，《金融时报》的头版消息惊呼道：“昨晚，汇丰发布的消息震惊了投资者。汇丰史无前例地发布了一份市场交易最新简报，表示住宅价格的下行压力和客户拖欠还款情况日趋严重，致使集团对坏账支出水平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当下个月汇丰公布全年财报的时候，整个集团的准备金拨备要比分析师所预测的88亿美元的水平还要高出20%。”在对外公告之前，汇丰控股董事会紧急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在会上，集团主席葛霖简要介绍了当时在美国市场上“不良违约”出现快速上升的情况，并表示管理层已经得出结论，集团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准备金拨备水平。他回忆道：“我那时在沙特，我们召开了一次紧急董事会会议，我不得不在利雅得办公室通过视频会议系统来主持会议。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明确感觉到已经深陷家庭贷款公司的危机，因此决定要发布交易最新简报。”

当晚10点45分，在美国市场休市之后，亚洲市场开市之前，汇丰正式对外发布了这条消息。那时候担任集团财务总监的范智廉回忆：“这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愉快的事，没有人喜欢去发布这种消息。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因为你已经明显得出结论，这不是一个暂时的困难，也不是市场所期望的东西，而且因为如果它已经在市场上存在的话，你又何必明说。”当“情有可原地充满沮丧情绪的”范智廉与银行业证券分析师开完电话会议之后，德累斯顿银行的分析师却表扬了汇丰的做法：“我听下来觉得，他们基本上已经为美国可调利率抵押贷款业务拨备了坏账准备金，以防将来违约率可能出现恶化的情况。正确地来看，可调利率抵押贷款在它们全球资产中只占到6%。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很慎重，或许有点操之过急，但是，这种事情宁早勿晚。”换言之，汇丰银行的投资评级依然维持在“买入”水平。《金融时报》Lex专栏对此也表示了谨慎的欢迎：“新上任的汇丰管理层已经有点焦头烂额，他们有理由在准备金拨备上采取尽可能保守的立场。但是，这也使得他们再也不能出现一丁点儿的差错。”

焕然一新的管理层空降汇丰银行金融公司之后，立即开展拯救工作，他们想堵住日趋扩大的亏损窟窿，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次贷市场很快又出现了严重状况。到了2007年的春天，又有6家专业次贷发放机构递交了破产申请，到了4月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第二大独立次贷发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也破产倒闭了。到了那个时候，形势变得明朗起来，问题不限于汇丰本身。很少有人知道新世纪金融公司，但是贝尔斯登却是大名鼎鼎的华尔街投行。6月中旬，这家华尔街的大型投行宣布旗下两个著名的对冲基金——帮投资者代为管理的基金，并大量投资在次级资产担保证券上，其资产规模已经缩水19%，并将停止投资者进行基金赎回操作，这无疑敲响了警钟。一家美国大型共同基金Federated Investors的基金经理比尔·贾米森，在6月21日通过邮件告诉他的同事，贝尔斯登的基金是“煤矿里的金丝雀”，并且预测市场风暴还在继续。


“总是在危机之中”


汇丰高级管理层与其他西方主要银行管理者之间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他们经历过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应对危机压力方面有着切身经验：值得一提的是欧智华（时任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行政总裁），他曾经是香港市场的负责人；范宁（时任集团司库），他曾经在印尼汇丰银行担任司库；罗伦斯（纽约办公室投行业务的负责人），他曾经是菲律宾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2001~2002年，阿根廷也爆发过经济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正如范智廉所言：“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里，每一天我们的流动性都几乎接近于枯竭。”他继续补充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具有的优势之一似乎是我们总是危机之中，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事实上，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实力之一。因此，你知道应该做什么，那就是创造流动性。”

高流动性曾经是汇丰银行的传统标志。范宁指出：“我们在出借资金之前总是会先吸收存款，这是打造银行资产负债表最简单的方法。”久而久之，集团的存款总额总是超过贷款总额。在亚洲，存款金额要超出贷款金额一大截，从而使它一直是银行间市场上的资金出借方。在欧洲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上没有亚洲那么高。对管理层来说，不断吸收存款已经成为深入企业文化内部的一种忧虑。例如在英国，当存款与资产比率低于1∶1的时候，银行从2005年起成功开展了增加储蓄活动。乔·加纳是英国零售银行业务的负责人，他回忆：“在金融危机前，我们开展了揽储活动。当北岩银行出事的时候，我们是市场上，除英国合作金融服务公司之外，唯一存款金额高于贷款金额的银行。”这不仅明显有别于北岩银行，而且与皇家苏格兰和哈利法克斯等银行有着天壤之别，它们越来越依赖于银行间拆借市场进行融资。

长期以来，汇丰的高流动性和富余资金总是引来某些人的批评，认为汇丰过于保守。范宁指出：“在危机前，我们常常遭到评级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的批评，认为我们的流动性体系已经过时了。”根据弗林特的说法，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意见是：

“现在，金融市场有着各种各样的量化技巧，你们是选择性地无视它们的存在。你们的概率模型又在哪里？”对此，我坚守自己的底线，回应道：“只要我还是银行司库，我们就不会做任何概率模型。”因为很明显，类似的模型非常脆弱。危机爆发前两年是那些批评声鼓噪得最厉害的时候。其他的指责还有：“你们持有太多资金了。什么时候派发额外红利啊？”范智廉曾经一直与第一资本打交道，常常会回答他们说：“永远不会。”

汇丰在美国次贷业务上遭遇麻烦，使得汇丰高层比其他银行提前一步进入到高度警觉的模式。这同样使得集团行政总裁纪勤提高了警惕，在其他业务领域“未雨绸缪”地做好准备工作。有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英国抵押贷款的业务，2006年10月，纪勤和英国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庄迪晖领先于市场做好准备，宣布提高汇丰的贷款标准，从而在随后爆发的金融风暴中处在有利的地位。事后，庄迪晖对此解释道：“这典型地反映了在降低风险和增加收入之间，汇丰打算选择前者。这就是纪勤和我准备做出的取舍。”


2007年7月，“就是感觉不对头”


当时，缪思成（Marc Moses）是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首席财务官，他记得曾经在2007年7月与范宁有过一次交流。弗林特对市场感到困惑不解，“我记得他对我说：‘马克，就是感觉不对头。’”弗林特把他的担忧向他的两位直接上司范智廉和欧智华做了汇报，称：“我感到有点儿不大对劲。我想再增加一些资金。”回复很简短，他们表示：“如果这是你的直觉的话，那好吧，你就去做吧。”弗林特从银行间货币市场拆借了为期3个月和为期6个月的资金，从而在汇丰控股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又增加了350亿美元的额外流动资产。他事后回忆：“我们面对市场感到很紧张，但是在那一刻，我也不能说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到底会面临什么情况。”8月1日，他提醒负责集团资产负债表的经理们：

鉴于金融市场情况继续恶化，有必要强调，我们必须保持和增加目前的流动性水平。

在今后几周里，市场需要消化：（1）被搁置的与杠杆收购相关的融资计划；（2）放松源自结构性信贷的杠杆；（3）可能对现金和商业票据市场产生的干扰。

集团对流动性采取的谨慎做法，将为我们应对这些挑战带来有利帮助，另外，我们已经采取措施，要进一步增加主要资产负债表上的流动资产。

因此，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负有地区管理职责的高级经理们需要确保，那些管理更小区域资产负债表的经理们必须理解，在整个8月份需要保持高度流动性的需求……

欧智华回忆：“因此，我们的流动性从本来就很好，直到现在好到可笑的地步，因为我们都曾经历过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知道一旦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市场——银行间市场——很快就会出现萧条，而且，实际上你绝对不希望显示出你需要资金的状态，因为只要你显示出需要借入资金，市场就会怀疑你的流动性很差，你就会陷入非常负面的反馈环效应中。”

负责金融机构业务的两位联席主管，安东尼·伯恩鲍姆和马克·斯塔德勒，则把注意力放在交易对手的风险上，8月1日，他们向关系经理们再次发出警告：

在市场状况方面已经出现明显迹象，这将会影响到我们金融机构客户潜在的信贷实力。这些变化完全超出了美国次贷业务的范围。我们看到，日本的日兴、意大利的Italease和德国工业银行都受到了公众的质疑，怀疑它们的财务实力。

一些市场参与者已经变得十分依赖于银行间货币市场，以此来为资产扩张提供融资保障，这将不可避免地因信贷利差持续扩大和营运流动性出现实质性不匹配而造成毛利率进一步被压缩的情况……

需要注意的关键指标是股票价格的突然下跌，信用违约掉期利差扩大的速度超过同行组的其他金融机构，媒体的负面报道或市场传言，流动性水平不断下降，特别要注意未承诺信贷额度的下降，或突然要求增加流动性的请求。

请注意，最近我们行业内的经验表明，一家机构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信誉下降并陷入危机之中（例如瑞富）。因此，请务必认真承担起管理职责，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目前，尽管只有很微小的迹象，却显示出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关键的一点是，你们必须及时发现并管理汇丰的风险敞口。这很可能包括限制流动性的下降，并留意观察结算或抵押物品管理方面的问题，以避免产生营运风险。

警告来得十分及时。第二天，德国工业银行这家很重要的德国区域性银行，由于在次贷资产上投资过大而宣布遭受重大亏损，并接受一家德国银行业救助基金的救助。8月7日，随着信贷危机加剧，斯塔德勒通知负责金融机构的关系经理们，“对所有全球金融机构可以提供的未承诺信贷额度，实施定量减少的措施。因此，请重新评估你们的客户，其目的十分清晰，就是要实质性压缩未使用的信贷额度。修改推荐流程，以确保所有金融机构提出新的承诺信贷请求，必须提交给全球金融机构业务组进行评估”。可以不受此项规定约束的金融机构是全球200强银行和世界最大的5家保险公司。

当然，对于信贷紧缩，必须谨慎行事。当时，罗伯恩是集团的首席风控官，他回忆：“我们正设法在保护我们市场地位的同时，不要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太大的破坏。因此，我们不会这么说：‘你欠我们100亿英镑，我们可以全部拿回来吗？’而是，我们告诉他们：‘好吧，下次我们为你展期的时候，你可以保留80亿，之后展期再保留60亿，再之后是40亿直至20亿，我们将让你保留20亿。’所以，我们会在一段时间里逐步减少。”范宁指出：“我们主要的职责是代表我们的股东管理我们自己的风险敞口，但是，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我们想方设法尽可能不给其他人带来严重的问题。我们认识到这点，因为我们是如此庞大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我们也有责任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金融系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一家银行将出现融资限制，或者在错误的地区拥有错误的贷款账册，我们将会从中撤出我们的资金。不过，我们会设法有序撤退，而且我们会非常隐蔽地撤退。因此，你将发现，不会出现我们告诉分析师或媒体，我们正在从某家机构撤回信贷额度的现象。”

欧智华回忆：“贝尔斯登全部投资次贷基金，德国工业银行是通过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基金来为次贷市场提供信贷资金，而法国巴黎银行旗下无法定价的基金却包含次级资产担保证券。”

于是，你可以通过把这些点串联起来发现，在融资市场上的共同之处就是具有高度的不流动性、结构性产品、融资期限短等特征。因此，也可以说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主旋律，如果这些机构无法为自己提供融资保障，那么它们将会受尽折磨，不得不出售所有资产。于是，资产价值将会出现重大减值，你将会从中获得负面的反馈环效应。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一点。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市场的合理性在情绪上已经摆脱了原先的理念，即你可以从一堆明显不是3A级信誉的证券中制造出3A级信誉的证券，已经转变为“我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了”。你几乎可以感觉到那种市场情绪整块的移动。

这么说好像很怪诞，但是，这几乎就是一种直觉。你从市场的不同角落收到了不同的刺激信号，然后把所有信号进行消化之后得出的就是那种感觉。

这感觉好像是当年亚洲市场彻底沦陷后的局面。那时候（1997年）在亚洲，亚洲小龙在短短的几周之内，从无可匹敌的市场宠儿，最后沦为无法获得任何融资资金的市场弃儿。


2007年8月至9月，信贷紧缩和北岩银行


2007年8月9日，令人讨厌的次贷风险席卷了国际货币市场。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在整个夏季假期里，市场的信心跌至谷底，甚至到了依赖于个人之间诚信的程度，现代金融体系彻底崩溃了。”导火索是法国巴黎银行的一条消息，它宣布旗下管理的三个投资基金将冻结的基金赎回，因为无法对它们的资产担保证券进行估值。由于担心交易对手在次贷资产上的风险，银行纷纷停止了对外借贷。不过，由于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水平，汇丰银行处在很有利的地位。范宁表示：“当市场开始退潮的时候，我们穿着游泳裤站在沙滩上，显得特别扎眼。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这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因为在那个时候，危机主要发生在次贷市场，而汇丰是世界上最大的次贷发放机构之一。最终，汇丰还待在市场里，把手里的资金拆借出去。因此，我们一开始就占得了先机。”

北岩银行是英国的抵押贷款发放机构，高度依赖于银行间拆借市场进行融资，而现在，信贷紧缩无疑对它造成了严重的融资困难，它只能向英格兰银行寻求帮助。2007年9月，BBC透露出消息，英格兰银行将向北岩银行提供紧急流动性支持，这引发银行门口排起了长队，客户纷纷把存款从各个分行网点上提走——这是自1866年以来英国主要银行首次爆发挤兑事件。为了制止恐慌，英国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宣布，政府将向北岩银行储户提供担保，并寻求其他银行来收购陷入困境的北岩银行。罗伯恩回忆：“星期天那天，我不得不赶到律师办公室，与政府部门的官员开会，讨论谁会出手收购北岩银行。”最终的方案是国有化。事后欧智华感慨道：“在那个时候，名义上北岩银行是英国资本最雄厚的银行，其核心资本充足率最高。有意思的一点是银行最终陷入流动性枯竭的困境，而不是资本不足。”

从9月起，欧智华本人开始定期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提供“金融市场状况的最新报告”，在那个月的报告中，他主要概述了汇丰所采取的措施，“旨在继续加强业已强大的流动性优势。”不过，他也提出警告，“危机还没有结束”。这引发非执行董事斯图尔特·牛顿提出，他强烈支持管理层接受业绩回报下降的现实，而不是继续贸然开展高风险业务从而带来风险损失。

与此同时，在大西洋的彼岸，加拿大的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瘫痪。加拿大汇丰银行行政总裁高文敦（Lindsay Gordon）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表示：“实际上，市场已经彻底丧失信心。每个人都不再购买商业票据，因此，市场出现了停摆。而我们是市场的一部分。”短期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担保商业票据是以各种金融资产抵押的一种商业票据，大部分购买此类商业票据的都是机构投资者，不过也有少部分散户投资者，这就使得市场动荡成为一件具有政治色彩的事件。欧智华指出：“因此，它最终成为散户投资者和大型加拿大国有养老基金之间相互扯皮、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我们的立场就是，市场需要进行重组和厘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两头都沾边儿，因为我们既向投资者出售第三方的资产担保商业票据，不是我们自己的商业票据，同时我们也有一些结构性资产被养老基金所购买。”重组工作通过“高度协调的方式”展开，亏损由银行和机构投资进行分担，而大部分散户投资者则得到了救助。汇丰最终的损失大约在1.6亿美元。


2007年11月，拯救结构性投资工具和管道


2000年之后的几年，银行业的一项创举就是发明了表外投资工具，它是用发行为期3个月或6个月的资产担保商业票据来进行融资，然后再向银行和其他银行间市场的投资者出售。之后，再把收入投资于5年期以上的结构性资产担保证券，从而为渴望高收益的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回报。换言之，尽管用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英文字母缩写进行包装，它们本质上就是提供银行产品到期转换功能的新途径——短借长还。银行创立这些基金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双重好处，既赚取了利率差，又收取了管理费。范宁介绍说：“它们设计的初衷是为银行创造手续费收入，这是一种提高资本效率的做法。正是由于它们具有资本效率的原因，银行才对投资工具的资产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义务或契约责任。我们只是基金经理……那个时候监管部门和其他所有人同意了结此事的原因是，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合同上，银行都没有任何责任。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任何记录，是其他人提供的资本，是其他人提供的资金，我们只是做了相关安排而已。”

基金主要分两大类：结构性投资工具和结构性投资管道。工具和管道之间的区别主要涉及安排行的资本结构和责任：结构性投资工具是独立的实体，由第三方投资者提供资本，而在结构性投资管道上，银行是主办行或至少负有合同责任，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用于结构性投资工具和管道融资的资产担保商业票据，被机构投资者所认购，诸如银行、基金经理，它们往往都是安排行的客户。尽管本质上它们都是资产管理的一种形式，但是，通常而言，结构性投资工具和管道都是由银行的资本市场部门来进行管理。虽然基金投资的结构性资产担保证券通常都具有3A级信誉，但是，它们都与资产一样不具有流动性，因此很难给予准确定价，从而使得它们容易遭受“按市价调整”的价格下跌。

汇丰是这一领域的后来者，直到2002年才推出第一款结构性投资管道产品，2004年才推出第一款结构性投资工具产品。截至2007年的夏天，汇丰总共有5款管道产品，总资产约370亿美元，2款大型工具产品（卡里南和阿舍尔），资产合计为450亿美元，从而使得汇丰成为仅次于花旗银行的银行业第二大结构性投资工具的发起人。8月，当信贷市场停摆的时候，汇丰依照合同责任为投资管道提供融资保障，以取代到期的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到了11月，投资管道再一次开展了大规模自我融资，其中汇丰提供的资金数量下降到40亿美元。在秋天信贷紧缩时期，汇丰同样为旗下的结构性投资工具提供融资保障，也是用贷款来取代到期的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它之所以这么做，更多的是出于对票据持有人的道德责任，以防止银行遭受潜在的信誉风险，尽管没有任何法律要求它有这样做的义务。

即将到年底的时候，结构性投资工具依然是一个问题。需要资产担保证券的市场已经崩溃，如果说还能够找到一位买家的话，其市场价格已经下跌了一半，而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实际上也陷入关闭状态，除非发行机构获得类似汇丰银行这种实体机构的支持（正如汇丰在管道产品上的做法一样）。如果汇丰停止向结构性投资工具出借资金，很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就是它们无法在资产担保商业票据市场上进行自我融资，从而违背贷款合同的约定。这将会迫使它们出售资产担保证券资产，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只能以大甩卖的价格出手。根据预测，以一般的市场价格对结构性投资工具进行清算，将会对票据持有人造成187亿美元的损失。此外，由此被处理掉的450亿美元的资产将会对剩余的4 000亿美元结构性投资工具市场造成冲击，并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系统性后果。另外，人们还担心，如果停止支持结构性投资工具，将使得投资者不愿购买由汇丰银行金融公司（其前身是家庭贷款公司）发行的商业票据，而汇丰银行金融公司主要依赖于银行间市场进行融资。

那时候经过调查后确认，汇丰结构性投资工具所投资的资产担保证券本质上完好无损，没有理由相信潜在的资产将成为不良资产——因此，它遭遇的是流动性的问题，而不是资不抵债的清偿问题。如果继续持有该资产直至到期，则在这些资产上将不会出现重大损失。因此，汇丰决定对这些结构性投资工具产品承担责任，把这些资产并入到资产负债表。汇丰董事会得到管理层的保证：“采取这些行动预计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损失或难以承受的资本要求。”根据重组条件，投资者被允许把他们现有的票据和新的票据进行互换，而新的票据是由汇丰出资特别创立的投资工具产品，旨在收购结构性投资工具的资产。与此同时，投资者继续承担在资产组合上的信贷违约风险，以保护汇丰银行的股东利益，抵御一切信贷风险。欧智华对此解释道：“我们支持这些投资产品，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正确和恰当的做法，而且，它们无疑可以展现出我们的财务实力。”

2007年11月26日，汇丰宣布了这项举措，同时，欧智华向市场保证，汇丰的行动将“树立一个标杆，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对结构性投资工具产品的信心”。Lex专栏对此发表评论，认为“汇丰的举措看上去很明智。话虽如此，银行没有责任为它所管理的结构性投资工具提供融资信贷，但是，如果继续等下去的话，就要承担风险，因为如果结构性投资工具最终因为缺乏融资而被解散，汇丰将会面临清偿和信誉损失的风险。这项计划对汇丰资本的影响非常小，银行可以自信地宣称，现有的结构性投资工具商业票据持有人将毫发无损。”缪思成记得，有些银行“只是选择离场，而它们的客户却遭受了损失。我们采取了不一样的做法”。


管理危机


自2007年8月起，汇丰银行就开始进入危机管理模式，这一状态至少延续到2009年的春天。整个银行的应对措施由集团管理委员会全权处理，集团行政总裁纪勤和集团财务总监范智廉提供战略上的领导，并与汇丰控股董事会保持互动——2008年5月，随着欧智华被任命为汇丰控股董事会董事，他全权负责日常的应对措施。集团主席葛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战略思考、与政府部门和非执行董事的关系上。（美国汇丰银行的首席财务官）克里斯·斯普纳特别称赞了范智廉，称他“十分镇定，虽然肩上的责任十分重大”。虽然由集团管理委员会决定“工作的方向”，但是技术层面的行动都是由欧智华和他手下的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团队负责管理。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缪思成指出：“在危机中，汇丰集团内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运转得十分高效有序。由于团队十分精干，因此团队的反应十分灵敏。我们都是在实时做出决定，告诉职能和业务部门需要做什么，然后他们立刻就去执行。”范宁回忆：“全球资本市场负责管理与金融市场的互动，包括银行的日常融资活动，安排富余资金的投资，管理交易对手的风险，应付其他银行的关系，解决资本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在很小的一个圈子里做出决定的，在集团内，1 000名员工中有999人都是通过媒体报道才了解道这方面的工作情况。”

作为英国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庄迪晖恪尽本分，参加英国银行业的季度会议，与会人员不仅包括英国5大银行的行政总裁、英国银行公会和英格兰银行的官员，还包括金融服务管理局和财政部的官员，有时候甚至是政府部长也会莅临参加。他注意到：“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季度会议改为月度会议，而在雷曼出事之后，大家又决定每周开会，最后每天都会碰头讨论。由于许多类似的会议根本没有事先的计划安排，大家往往就是在每天下午5点都赶到财政部。（皇家苏格兰的）弗雷德·古德温和（巴克莱的）约翰·瓦利都已经决定收购荷兰银行，因此，他们俩儿总有意避开，不坐在一起。因此，通常都是（劳埃德的）艾瑞克·丹尼尔斯或者我坐在他们中间。坐在我们对面的是阿利斯泰尔·达林，他是（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还有（金融服务管理局的）阿代尔·特纳，其他参会人员的还包括麦纳斯、财政部经济顾问瓦德拉，以及其他公务人员。久而久之，会议也没有固定的议程，因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那个时候情况变得十分紧急。在随后的危机中，每次会议都被拖得越来越长。”

对汇丰来说，美国是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震源，因此在那里组成了危机管理团队，其中包括罗伦斯，由他负责投行和商业银行业务，麦端纳和尼尔·布克——随着危机超越次贷领域之后，他们两人负责分拆家庭贷款公司业务，以及首席财务官克里斯·斯普纳。罗伦斯回忆：“当我们知道雷曼的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周末了。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已经真的不重要了。这绝对是一场救火行动，最困难的是把风险降低，但是，由于市场都在看谁会是下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因此，你必须找到很好的平衡点，既要反应适度、明智，以免造成任何系统性的危机，又要顾及自己的利益。相对来说，我们很早就降低了在某些最终会倒闭的企业上的风险。我们没有从美国政府那里拿到一分钱的救助。当他们开放救助基金，即美国政府的问题资产救助基金，我们得到欧智华和纪勤的严格指令——‘不要一分一厘’。我们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实力走出危机的。”

欧智华表示：“实际上，我们的危机管理一直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我又把办公室搬回到交易楼层，搬回到交易部门，因为在那里你可以获得所有的信息，在那里你可以感觉到市场的情绪和基调。”安东尼·伯恩鲍姆回忆：“危机到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减信贷额度，然后设法了解我们的整体风险，从银行到所有其他金融机构，一直到所有的企业。我们当时的术语是，创建‘忧虑清单’，然后把重点放在管理这些清单上。清单有时候变长，有时候变短。”


风暴前夕


当其他西方银行因危机重重而元气大伤的时候，汇丰却受益于其地域多元化的经营而继续增强了实力——在亚洲和南美洲广阔市场上的经营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也几乎没有受到正在美国和欧洲肆虐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它的成绩有目共睹，体现在其商业和零售客户的质量有所提高。2008年10月，当皇家苏格兰和哈利法克斯正寻求政府救助的时候，英国汇丰银行新客户开户的申请表全都用完了。乔·加纳在看到反映2007年9月北岩银行门口客户排起长队的照片时回忆：“我们银行门口也排起了长队，人们争相前来开户，但是，如果把它拍下来拿到电视上去放，人们可能会觉得是在挤兑提现。因此，我们把客户带进分行网点，让他们待在员工区域，或者用什么东西档一下。我说：‘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现人们在我们分行门口排队的事。我不管你们怎么做，总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出现排队的现象。’”范智廉回忆：“我们很幸运，能够让市场了解到我们并不需要银行间融资市场，因此，我们开始吸收存款。不缺钱的银行又在收钱，这正是危机中汇丰银行遇到的情况。”

当其他银行忙于集资的时候，汇丰的流动性却在泛滥。欧智华表示：“我们差不多要被淹没了。事实上，我们的挑战在于我们要如何处理多余的流动性。因此，最终，我们把大量现金余额交给了央行，交给了英格兰银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我们只是看到，不得不维持极端防守策略的时期被一再延期。过去，一旦市场出现止跌反弹的情况，我们习惯于出货，而一旦市场风平浪静，我们总是慢慢聚拢起流动性，而现在，这种做法已经停止了。”2008年4月，出现了一个例外情况。当时其他贷款发放机构已经停止发放贷款了，而我们却希望开展推广活动，以期在英国抵押贷款市场赢得更多市场份额。加纳的团体制订了一份利率匹配推广活动方案，他把方案递交给欧智华，请求获得批准，“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实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抵押贷款推广活动。欧智华回复道：‘就这么做吧，因为如果你继续发放贷款，这是实力的象征。如果你停止发放贷款，这是虚弱的体现。’”对此，《金融时报》在头版报道了这则消息：“汇丰银行进军抵押贷款市场。”加纳回忆：“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接到了1.1万个电话，我们真的受不了了。在那些疯狂的岁月里，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神奇的时刻，这就是我们实力的象征，也是我们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


2008年9月~10月，危机逐渐加深


范智廉回忆：“我们那时跌跌撞撞，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在整个2008年，这种情况延续，并渐次增强。8月，形势非常糟糕，我们好不容易熬过夏天，依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然后就爆发了雷曼事件，那是最终引发大爆炸的催化剂。你知道听音乐传包裹的游戏吗？在银行业，这就是听音乐传包裹的游戏，但是，如果你认为那个包裹里是一颗手雷，你就压根不想要那个包裹，因此，没有人想从另一家银行接手任何包裹。”欧智华表示：“那时候危机到了十分紧急的关头，一切与雷曼、美国国际集团、哈利法克斯、皇家苏格兰有关的事情都变得极其严峻。那段时期，金融系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危机四处爆发，包括富通保险、荷兰银行、美国的银行。每个周末结束的时候，都会接到一堆电话，人们试图搞清楚，下一周会轮到哪一家，谁又会去拯救谁。”

尽管在复仇女神最终来袭之前，汇丰已经把向雷曼兄弟公司出借资金的风险完全清除干净，但是，在伦敦，汇丰依然还有一些未了的雷曼事务。范宁回忆：“我们有他们数十亿英镑的抵押物，我们应该收到他们的支付款，但是没有收到，因此，萨米尔·阿萨夫不得不决定该怎么办。他必须在10分钟内做出决定，是否把抵押物在市场上进行变现处理。最后，我们把抵押物进行了变现，从而避免了任何实质性的损失。萨米尔太出色了，他在信息十分有限、事态和框架不明朗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而向我们传递出一种感觉，他完全能掌控全局。事后看来，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那段时期特别难熬，每天睡眠的时间很短，周末连轴工作，喝了无数杯咖啡，坐在办公桌前吃了无数次培根三明治，但是，我们培养出深厚的同事情谊。”

从2007年年中开始，随着市场状况进一步恶化，汇丰已经“积极主动地”降低对美国投行的风险敞口。因此，当贝尔斯登在2008年3月倒闭的时候，汇丰毫发无损。在雷曼倒闭前，汇丰继续降低了对投行的风险，同时也降低了对其他银行的风险。2008年8月，它开始“实质性降低在美林证券上的短期净风险”，而在9月14日，也就是雷曼倒闭的那一天，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而得到救助。在这段时期，由于被认为具有很强的财务实力，汇丰收到了来自每一家华尔街银行的主动询问，都在问双方之间是否可以一起合作。

雷曼倒闭之后，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这导致了汇丰内部香港、欧洲和纽约的地区风险管理团队增加了三地之间电话会议的频率，从原先的每天一次，增加到三次——分别是伦敦时间的早上7点，中午12点和晚上7点。邵铭高是风险管理团队的成员之一，他指出：“到雷曼倒闭那一周的当中那几天，事情已经明朗，这不会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它正在对全球产生着重大的连锁撞击反应。罗伯恩认为，我们必须以史无前例的最强力度，来加强中心协调工作。我们中正在参与管控局面的人都认识到，当你身处危机之中的时候，那种模式是不可行的。如果想实时计算出合计在一起的总风险情况，那将会是一个噩梦，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称为‘日常风险报告’的体系，让我们第一次在一个整合在一起的体系中，不仅可以看到世界各地所有交易对手的信贷额度，而且还可以看到实际的信贷余额（未偿还贷款）。”

雷曼倒闭后的金融风暴也导致集团在这个危机和动荡的时期，收紧了信贷，以保持高度的流动性。这对分行业务产生了影响，那里的管理人员发现，甚至对优质客户也要限制信贷额度。庄迪晖在谈到英国情况时表示：“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些防患于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批准的信贷额度还没有被使用，我们就把限额降低一些，抽回部分信贷额度。”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分行中的一名员工回忆：“贷款控制得十分严格，我们几乎把这项业务给停掉了。有许多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我们只要稍微给予一点儿帮助，都会对生意的长久成功大有裨益，你试着走流程，但是，系统就是把它给退回来。因此，遇到了许多令人沮丧的事情。”集团信贷收紧的政策甚至令那些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地区也感到十分烦恼。例如，在印度，范宁指出：“对于管理团队来说，收到来自总部的指令说：‘你不能出借资金。’这真是极其令人沮丧的事情。印度国内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国内银行的经营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印度汇丰银行的行政总裁祁慧表示：“我们按照全球的命令收紧贷款账簿。尽管尝试寻求其他方法，但是，我们只能绝对遵守。我们比在印度的其他国际性银行在信贷收紧方面执行得更为严格。”

在英国，有一些主要银行开始被卷入危机中。范智廉回忆：“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紧张，我们将会被要求收购哈利法克斯银行。周末的时候，我们一些人把哈利法克斯银行的会计报表等资料带回家，然后相约在纪勤的家里研究出我们的观点和方案，以防万一，我们突然接到（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电话。我记得会议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因为我们都来了，有消息传来说银行破产了。”葛霖与政府保持着密切沟通，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很重视他的建议和判断。汇丰有意通过非正式渠道放出风声，称如果政府想要让它收购一家倒闭的英国银行，它倾向的收购模式是当初收购巴西Bamerindus银行的那种方式。范智廉解释道：“我们把银行收购之后，把我们不要的东西全部给退回去，同时，巴西政府支持我们的融资安排。实际上，他们支付我们一笔管理费，来让我们管理不良资产，并允许我们从优质资产上赚取利润。那是我们可以考虑参与的唯一基础，因为你不可能做完所有尽职调查来了解经营风险，因此，你把风险交给政府。但是，事情也非常明朗，这种交易想法不是英国政府会考虑的方案。”

英国政府在劳埃德银行的支持下，通过注入390亿英镑的公共资金，实施资本重组方案，来对皇家苏格兰银行和哈利法克斯银行进行拯救，也就是说让英国的纳税人成为部分股东。2008年10月8日，在银行股价急剧暴跌的形势下，政府宣布了这项仓促拼凑起来的救助方案。汇丰被要求向自己的英国分支机构通过自己的渠道注入资本，来参与整个行业充实资本实力的计划，并以此来展现英国银行业的团结形象。汇丰高层管理人员对此不敢相信，纪勤向范智廉发了一封邮件，邮件中写道：“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在错误地暗示汇丰和它的分支机构没有正确和充分地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从而已经对我们在新兴市场上的信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吗？我们已经因为其他英国银行的‘鲁莽行为’而付出了代价。”更让汇丰感到沮丧的是，一份对政府救助英国银行的行动进行了一番美化的报告，使得汇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行政总裁被当地政府召见，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汇丰正在参与国有化的改造。市场的担忧同样也传到了中国，中国政府委托一家投资银行撰写一份报告，报告的主题就是汇丰是否能够成功地摆脱危机。最终，汇丰在集团内部向英国的分支机构注入了“新鲜”资本——没有寻求公共资本，汇丰依然“毫无必要地”如磐石般坚强。









2008年10月10日，摘自《每日电讯报》



2009年3月，股票认购权


在遭受危机重创之后，银行纷纷设法增强它们它们的资本实力。2008年4月，英国的皇家苏格兰银行和哈利法克斯银行向股东发行了股票认购权，分别筹集了120亿英镑和40亿英镑。巴克莱银行在6月从卡塔尔募集了45亿英镑的股本金之后，11月又募得73亿英镑。10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向皇家苏格兰银行注资200亿英镑，向哈利法克斯银行和劳埃德银行注资190亿英镑。11月，渣打银行通过股票收购权募集了18亿英镑。面对这些情况，汇丰又该如何呢？11月下旬，在渣打银行宣布发行股票收购权之后，市场只剩下汇丰一家，它在2008年期间在增强资本方面毫无进展，此时，浦伟士写信给葛霖，在信中表示：“我希望你不要效仿渣打银行的做法。”

事实上，汇丰管理层知道发行股票认购权需要经过数月的筹备，因此从9月起就展开了相关的基本工作。范智廉回忆：“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发行认购权。但是，经历了2008年的各种市场巨变之后，很明显不仅市场普遍的情况非常糟糕，而且市场还有容量，可以接受我们发行股票认购权。我们从发行承销商那里获得了支持，告诉我们还可以发行，而且事情似乎变得紧迫起来，需要我们趁早发行，因为募集资本的最佳时间是你可以募集到，但是却不需要的时候。”最后的结论是最好的机会便是公布2008年审计后的全年财报的时候，因此，管理层决定把时间定在2009年3月2日，在宣布集团全年业绩的时候宣布发行股票认购权的消息。范智廉在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汇报时，提到了在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框架内风险敏感性的问题：“募集额外资本的好处显而易见”。同时，它也意味着“如果美国出现重组的机会并且可以选择更多内生性增长的方案时，汇丰有能力采取更为大胆灵活的手段，或者没有类似机会的话，也可以向股东发放更高水平的股本红利。但是，有可能出现比预期更加严峻的业绩下滑的趋势，需要通过增收来弥补亏损，而不是追求规模扩张”。一周之后（同一天，集团管理委员会批准了一份内部报告，报告显示银行的营运资金充足，至少能够满足未来12个月的经营要求），高盛和摩根大通嘉诚则从市场的角度，联合向汇丰提交了“水星项目”的报告，总结了投资者的观点，指出“市场普遍期待并广泛支持银行增加资本的举措”，并提供佐证称“投资理由的基础极其强大”。

据《欧洲货币》的报道：“2009年3月2日，每一位为汇丰工作的人都不可能忘记当天发生的情形。正是在这一天，汇丰最终咬紧牙关承认在收购家庭贷款公司上遭遇了惨败，也正是在这一天，汇丰宣布了2008年银行的贷款减值损失和其他信贷准备金高达250亿美元。汇丰削减了股本红利水平，同时宣布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股票认购权发行计划，准备通过向股东增发新股来募集125亿英镑的资本金。在公布的全面包销方案中，新股的折让价格是之前周五收市价格的48%。”尽管汇丰在香港的股价出现了暂时动荡，但是，发行股票认购权还是取得了成功（参阅第二十章）。正如汇丰控股董事会顾问邵大卫所言：“市场认识到我们是在做好安全预防工作，而不是需要他们帮我们爬出泥潭。”

《欧洲货币》指出：“经历了危机之后，汇丰被证明是无辜的。在经济繁荣的时期，它看上去资本特别充裕，股本回报率一般，与存款相比，客户贷款比率很低——目前在存款充裕的资产负债表上贷款比率只有82%，这似乎表明汇丰在增加风险加权资产方面碌碌无为。但是，现在，所有这些似乎都成为优势，而行业内的其他人正奋起直追。”


一石激起千层浪


2009年起，随着危机逐步消失，在大西洋两岸却开始不断爆发出对银行和银行家的批评声，甚至出现了将其“妖魔化”的现象。纪勤告诉集团管理委员会：“监管和政治环境具有更强的侵略性，这些都将长期与汇丰相伴。”同时，为了反映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2010年2月起，范智廉向汇丰控股董事会定期提供“监管和政治环境”的简报。汇丰最主要的监管者，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对所有银行采取了明显更具有侵略性的监管方法。雷曼兄弟倒闭所引发的恐慌和跨境诉讼，以及英国政府对北岩银行、皇家苏格兰银行、哈利法克斯银行和劳埃德银行实施干预的需要，都进一步推动了银行倒闭要素“决议”的修改和制定，最终，决议内容被吸收进自2009年2月起生效的新银行法。随后，G20国家发布了一项规定，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29家银行——“全球系统重要金融机构”理所当然地包括汇丰银行——应该制订恢复和处置计划，也就是所谓的“生前遗嘱”，事先规定在危机中如何筹集资金（恢复），或者在倒闭之后如何拆分业务（处置）。考虑到汇丰业务的规模和范围，以及集团全球客户组的架构和对业务连通性的重视程度，这是一项高度复杂、高度敏感和代价高昂的任务。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汇丰都需要了解并执行无数新的银行监管框架，值得一提的有：在美国有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法案、消费者保护法案和其他法案，以及沃尔克对自营交易的提案；欧盟的资本充足率指引；《巴塞尔协议III》，一项旨在加强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国际协议；新的欧盟银行监管部门带来的新要求；另一项成果是英国新成立了独立银行业委员会。截至2010年5月，范智廉作为汇丰应对监管变化的负责人，正同时开展工作，以应对9项独立的重要监管改革。他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报告称：“总体而言，在这些监管改革的内容、时间和影响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它们将必然推出许多体系和流程改革，也必然带来代价不菲的额外人力资源成本。

随后，汇丰参与了英国主要银行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汇丰为此起名为“梅林项目”。罗伯恩对此解释道，其目的是“英国政府为了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重大矛盾冲突的背景下，寻找恰当的途径来重建与英国银行业的正常关系”。2011年2月正式发布的协议提出了英国银行业在贷款、支付、就业和其他对经济贡献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而政府方面也承诺“将与银行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关系”。由于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成立了独立银行业委员会，来考虑英国银行业未来架构的问题。其中期报告的发布，正好赶在汇丰银行2011年投资者日之前。在那个时候，一个十分模糊的地方就是对零售银行采取“围栏”操作的关键提议，即把零售银行与批发银行业务进行隔离，是否会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但是，汇丰对此却表示：“对提议所产生的任何结果，我们都表示欢迎。对话是富有建设性的，双方都仔细聆听了对方的观点。”

2011年年初，范智廉指出：“依我看，整个监管和经济环境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变化。至于监管改革计划，好消息是许多过渡性条例已经得到了澄清，在过去5年里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许多衡量指标，现在似乎已经出现了某些实质性的内容，尤其在资本方面。因此，在整体改革的方向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甚至改革的目标也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监管迷雾已经开始散去。”


“大到可以应对”


2009年8月，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周年之际，观点犀利的《欧洲货币》专栏作者阿比盖尔·霍夫曼指出：“汇丰的经营表现超过了许多同行。它成功地避开了许多陷阱，在透明度和保守的风险管理方面赢得了声誉。汇丰成功地将危机转变为机遇。”葛霖表示：“那是一段你再也不想重来一遍的岁月，实在是太艰难了。因为家庭贷款公司的问题，我们不能说毫发无损，但是，除了家庭贷款公司之外——它还在可控范围内，我认为我们在英国，尤其在亚洲，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罗伯恩反思：“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成功地转危为安。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资本充足率更高，流动性很好，可以快速而正确地应对外界的变化。是的，我们的确转危为安，除了老是觉得我们是头颈上挂着磨盘在游泳之外。”

汇丰成功的危机管理是其一系列优势和实力组合在一起的成果。传统上，它具有存款优势和更为保守的存贷款比率，在危机前又因为补充了批发融资业务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从而确保流动性没有产生问题；事实上，汇丰在银行间拆借市场上一直是资金的提供者，而不是一个吸收资金的机构。至于偿付问题，尽管在2008年和2009年因为家庭贷款公司巨额减计而遭受重大损失，但是，集团依然保持着很好的赢利水平。资产和利润在地域上的均衡分布同样也是主要优势之一。范宁表示：“集团经营的多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当我们在美国出现亏损的同时，我们在亚洲却获得了很好的收益。集团的体量和资本实力，显示出自己的价值。”正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一样，许多个人和机构不放心把他们的资金和业务放在其他银行，因此纷纷转到汇丰来开设账户，汇丰从中受益无穷。在银行间批发市场，正如集团管理委员会在2009年4月被告知的那样，汇丰被“看作是金融危机的幸存者，是可供选择的交易对手”。

客户组的多元化是另一个关键优势，这是汇丰高级管理层不想低估的优势。欧智华表示：“你知道，有几年，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所赚取的利润，比零售银行的利润多出许多，因为零售银行业务遭到了家庭贷款公司的破坏，而在另外一个时期，商业银行所赚取的利润又要超过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正遭遇极度的动荡。这就是全能银行给你带来的好处——多元化。我坚定地相信，我想我的同事们也会这么认为，在危机中正是全能银行的业务模式，才给了我们真正的力量。”2010年3月，葛霖在集团主席年度致辞中宣称：“在大家广泛讨论银行应当具有的规模和形态的背景下，我们必须承认，企业架构和流动性管理至少与规模本身同等重要。这个观点有时候被赋予毫无意义的缩略讲法，即‘大而不倒’，但是，现实比这几个字所暗示的含义更为复杂。总之，为一家银行设定某些理想化的模式，既不受欢迎，也不切合实际。金融危机已经明确显示，系统的重要性不是由规模来决定的，也不会是业务发展的关注点。”总之，范智廉指出，金融危机表明，汇丰银行不是“大而不倒，而是大到可以应对”。




第二十七章






文化稀释和文化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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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年5月，当庞约翰卸任集团主席的时候，记者克里斯·布莱克赫斯特指出：“他喜欢谈论汇丰的文化——那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特质，代表着关爱、关注和礼仪，它不是一种炫耀，而是永远把客户需要放在首要地位。汇丰的历史、传统和经营之道都融入他的血液之中。”在同一时刻，庞约翰的接任者葛霖也告诉布莱克赫斯特：“这家银行的文化是它最重要的资产。”换言之，文化对汇丰来说意义重大，本章节试图在21世纪全球迎来前所未有挑战的背景下，来反映汇丰的文化实力和弱点。


规模和复杂性所带来的挑战


2006年，在即将开始他首次全球路演之际，纪勤告诉他的高层同事：“汇丰独特的业务网络是我们领先于竞争对手的强大优势。”毋庸置疑，在这个时期，汇丰各式各样的数字令人惊叹。员工总人数（指全职员工）从2001年年底的17.1万名，增长到到2007年年底的33万名，随后，到2010年底又回落到30.7万名。同样在这9年里，汇丰开展业务经营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81个增加到87个，集团旗下的分支机构从1999年的417家，迅速增长到2009年的2 277家。不可否认的是，尤其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掀起了一波收购狂潮之后，银行的复杂性陡然上升——同样也带来了文化稀释的危险。“截至2010年年底，汇丰在阿根廷开展汽车保险业务，在美国开展次级信用卡业务，在香港开展企业银行业务。”大概两年后，欧智华在向一个议会委员会作证时坦承：“在这些业务之间，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你不可能从系统中获得任何规模效应，也不可能实现统一风险平台的目标。”

那么，如何对这些业务开展有效管理呢？传统上，各项业务往往依赖于现场管理者，通常会是一名国际行政人员（近期被更名为国际经理），他拥有最重要的管理职责；但是，至少从90年代中期开始，汇丰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到了2003年，这种管理模式明显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当年12月，戴尔敦在给个人理财业务部门同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正如大家所知，集团最近公布了‘增长管理’的战略计划，其中确认了在我们日趋复杂的集团中实行矩阵管理的情况，并且也设想了在实施战略过程中客户组应该发挥更显著的作用，同时也保留了许多地域管理架构上的明显益处。”几个月之后，一名战略规划者把其中的思路向另一名战略规划者做了介绍。2004年3月，在伦敦的蒂姆·奥布莱恩给香港的钱德拉发送了一封邮件，上面写道：“不过，我们总是注意到本地管理团队将会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他们是‘世界的本地银行’中的核心组成部分。集团认识到，给本地行政总裁充分授权是我们过去发展的关键成功因素，而且，尽管有必要进行改革而从集团成员中挖掘出最大的价值，但是，我们不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在实际工作中，他继续写道：“现实是，集团中某些业务比其他业务更为集中。”因此，“在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内部，长期以来司库的控制往往更依赖于集中管理，而不是依赖于国家区域的管理”，此外，“我们必须在全球的基础上服务于全球经营的客户”；然而，“个人理财业务却正好相反，它们本质上更依赖于本地管理，而且明确设想在这个领域，本地管理团队将具有更高程度的控制权限”，而“至于商业银行，它或许介于两者之间”。

因此，总体而言，增长管理战略给不同的管理方法留出了空间，但是，通过更强调客户组的作用（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也包括了消费金融和私人银行），它的确暗示着某种改变，转变为更重视业务条线的职能管理。2004年4月，向汇丰控股董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阐述了“集体管理”如何可以在两种方法中取长补短：“即使在个人理财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的管理上，我们也需要确保从全球的视角来对业务发展目标、资源规划和市场营销计划进行管理，并且分享最佳实践。”

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简单。2005年10月——9个月之前，一位刚退休的原花旗银行高层人物告诉庞约翰，花旗银行驻各国的负责人因为失去管理控制权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一次演讲中庞约翰毫不含糊地阐述了要如何打造一家全球性企业：“因为本地知识实在太重要了，在世界各地负责业务正常营运的职责就由我们本地的行政总裁来承担——所有77名负责人。他们‘拥有’本地的业务经营权，他们可以自由确定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他们客户的需求，而且，他们也可以访问我们的产品咨询中心，使用我们的信息科技和专门技术。”至关重要的是，当庞约翰在发表一次内部讲话时，这种优先顺序也没有任何改变。2006年1月，在一次集团管理委员会的外出静思会上，庞约翰指出：“我们正在有意模糊客户组和区域之间的连接边界：除了企业银行、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之外，区域管理应该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并且，他补充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最有效地利用我们的人员优势。”

从2006年5月起，接任集团行政总裁的纪勤也认可了这种管理思路。他上任后不久，一份向集团管理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就重申，在很大程度上由纪勤倡导发起的“融入集团”的过程中，“国家区域经理的作用必须得到保证和承认，他们对集团在各个国家的业务发展担负起管理的职责”。三年之后，他依然坚持己见。2009年9月，在《今日管理》上他强调：“派驻在本地的国家区域经理是万能的——他们比在伦敦办公室管理产品线的人拥有更大的权力。如果我被要求来裁决伦敦的产品经理和国家区域经理之间纷争的话，我总是会支持国家区域经理，因为他们对本地市场最了解。”总之，国家区域经理依然是“土皇帝”。考虑到集团业务的实体和职能形态，同时也考虑到这些国家区域负责人往往都是从国际经理这支精英团队中挑选出来的，集团对他们非常信任，认为他们可以代表汇丰的核心价值，因此，谁都不愿意破坏传统的规矩，这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个将要接替纪勤的人，却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2007年5月，欧智华写信给纪勤，在信中表示：“职能管理将会帮助我们做大蛋糕——如果职能管理缺失的话，必将出现自说自话的分裂局面。职能管理应该被看作集团流程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它的作用，可以展现出集团的价值要大于所有法人实体的总和。墨守区域管理的成规是一种偷懒的方法，但却不是正确的方法。要做好职能管理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尤其在汇丰集团，但是，选择不去做则是一种逃避的行为。”欧智华强调，他并没有“把职能管理和区域管理问题定位在非此即彼、完全对立的角度上”，并补充道，“现实往往比这更为复杂，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本地行政总裁在对保持本地账户的完整性和符合本地监管规定方面负有完全的职责”。尽管如此，他思考的重点非常清楚——三年之后，2010年5月，在集团管理委员会讨论集团私人银行业务的时候，继续显示出欧智华偏好集中管理的本能，当时他“认为有必要对管理和系统进行改革，来解决在某些全球私人银行办公室存在的高端精品的做法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并且提到“瑞士古耶泽勒银行的兼并和整合如何显示出可以获得潜在利益”。

到了次年伊始，欧智华开始掌握大局。后来，就银行业务标准的问题，他告诉英国议会委员会：“因此，到了2011年1月，我对汇丰的组织架构进行了改革，改变了原先88个独立国家负责人向集团行政总裁汇报的体系。取而代之的是，全球业务负责人来掌控所有的业务经营活动，同时与全球化、拥有更多权力的财务部门、法务部门、风控和合规部门通力合作，因此，‘所有的信息都汇集在中心，因为中心的人在掌控一切。”欧智华补充说道：“从外面看，这似乎非常简单，觉得是一个很微小的改变，但是对于这个机构来说，这是最大的组织架构改革——我毫不夸张地讲，是自186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动。”

对于这些变革的紧迫性或重要性，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低估；因为，即使这些改革已经开始推行，汇丰发现自己还是在忙于应付对各类事件的研究调查——很大程度上这些事件都归咎于传统治理体系，它已经暴露出与目的完全不相适应的状况，令管理者头疼。在90年代中期之前，集团规模还很小，国际行政人员是汇丰与众不同的DNA权威、纯正、高度流动的传播者，因此，这种很高程度的去中心化体系一直运转良好；但是，集团规模在短短5~6年的时间内增长了两倍，这不仅大幅度增加了业务的复杂性，而且也带来了人们不熟悉的区域、业务和文化，因此管理者发现联邦的模式存在着巨大不足——尤其在监管和公共政策的预期正在发生无情改变和范围扩大的情况下。


一个机构和文化上的缺陷


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银行业的声誉都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银行业背负着骂名，被认为是造成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许多银行还遭受指责，并被判定犯下了许多不当的金融罪行。即使在汇丰集团内部，人们一向以高度的道德标准而引以为傲，但是，在2012年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公布了调查报告之后，人们发现，汇丰的许多做法——正如集团行政总裁生动描述的那样——“摧毁”了银行原先高大的形象。这份报告先于美国司法部和汇丰银行之间达成的延期起诉协议，同样也先于汇丰与几个监管和执行部门以及纽约市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之间达成的独立调解协议。想要在短时间内对调查发现和随后所采取的补救行动进行详尽的分析，似乎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所有对汇丰的指控和汇丰对调查所采取的建设性反应，并讨论在这次事件中文化应该如何发挥其作用。

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主要调查了2006~2010年汇丰在美国和墨西哥分支机构的业务经营活动——具体来说，主要强调了汇丰没能发现并制止通过美国金融系统进行洗钱的不法行为。报告估计，由于这些缺陷，墨西哥贩毒集团得以把数亿美元的贩毒收入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洗钱操作。

司法部延期起诉协议中的事实陈述部分发现，由于汇丰银行在美国的经营中出现了“重大失误”，从而导致此事的发生。首先，没能“引起或保持应有的审慎，或换言之，汇丰集团的附属机构，包括墨西哥汇丰银行，没能获得或保留‘认识你的客户’监管要求所需的信息”；其次，没能“在被美国汇丰银行分类为‘标准’或‘中等’风险的国家，对客户开展的电汇业务进行充分的监督，包括从墨西哥汇丰银行通过电汇转移的6 700亿美元的资金”；第三，没能“对从汇丰银行附属机构购买的数十亿实物美元（实物纸币）进行充分监督，包括从墨西哥汇丰银行购买的94亿实物美元”；最后，没能“提供足够的人员和其他资源，维持有效的反洗钱计划”。

针对墨西哥汇丰银行，事实陈述部分指出，至少在2010年之前——在收购墨西哥“国际银行”8年之后，银行的反洗钱计划“不能完全符合汇丰集团在反洗钱方面制定的标准”。之后，事实陈述部分在墨西哥汇丰银行中发现了三个具体问题：首先，它“在许多银行客户上没有保留足够的‘认识你的客户’资料，包括那些开设美元账户的客户”，在墨西哥汇丰银行开曼群岛的美元账户方面，“认识你的客户”资料“特别欠缺”；其次，“当发现可疑业务活动的时候”，它“一再没能采取有效行动，关闭这些账户”；第三，2004~2008年，它每年向美国出口约30亿~40亿美元的实物美元纸币，出口金额“大幅度高于它与墨西哥市场份额相匹配的数额”，即使在墨西哥政府部门发出警告，称这些美元可能是贩毒所得的情况下，这些纸币依然被大规模地向美国出口。

调查同样核查了汇丰是否有违反美国禁令的重大以某些手法参与某些行动的问题。事实陈述报告指出：“汇丰集团在知情和故意的情况下在美国以外地区参与某些行为和手法，导致美国汇丰银行和在美国的其他金融机构违反美国的禁令从事金融支付活动。”据估计，所有这些支付交易的总金额大约为6.6亿美元；被确认的国家包括缅甸、伊朗、苏丹、古巴和利比亚。

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汇丰的确存在着重大合规失误。无论是事实陈述还是常设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都十分清楚地表明，尤其在墨西哥的问题上，汇丰已经做出重大努力，以期改善相关标准；但是，同样有证据表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努力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而且努力也远远不够。常设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汇丰集团的高管和合规部门的员工在努力打造一种合规文化，但是在墨西哥的经营团队却不断地漠视集团的反洗钱政策和流程，推迟获得所需的‘认识你的客户’资料，推迟关闭可疑账户，推迟把可疑业务活动向监管部门汇报。”自2002年起，集团合规部门的负责人为戴维·巴格利。从一开始，在收购墨西哥银行后不久，他就指出：“目前在墨西哥国际银行中没有明显的合规或反洗钱管理职能。”他提出的一个特别中肯的看法就是墨西哥主要是一个现金经济体。10年后，在给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的书面证词中，他极多地使用了汇丰历史的来龙去脉来解释整个合规缺陷是如何造成的：

集团在伦敦的合规职能部门反映了汇丰整体上的全球企业架构——它是由世界各地附属机构组成的国际联盟。许多这些附属机构成立伊始都是独立的小银行，多年来，汇丰不断加快收购这些银行的进程。随着汇丰的足迹由于这些收购而遍布全球，汇丰的架构演变成一个很小的全球经营中心，而在另一方面，在全球各地无数附属机构拥有相当高程度的经营自主权，而且集团与这些附属机构之间的直接互动也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层次……

集团合规部门更多地起到了咨询的作用：我们制定了基本标准，希望集团附属机构能够遵照执行。作为集团合规部门的负责人，我的职权仅限于咨询、建议和报告。我的工作不是——而且我没有权力、资源、支持或者基础体系——确保所有这些全球附属机构遵循集团的合规标准。相反，最终的权力和决策权掌握在每一个集团附属机构本地管理团队的手中。

巴格利介绍说：“这种模式已经运行了许多年。”但是，他继续写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汇丰的增长越来越快。在我们收购的时候，某些新的收购对象完全不符合汇丰自己的合规标准和期待，而且它们都是来自监管较为宽松、司法管辖风险往往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和贩毒行为不断扩张，同时其他金融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变化，这些都使得国际银行体系暴露出新的弱点，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此外，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监管部门的期待正不断提高。

“汇丰的根基深入全球不同监管环境下各种各样规模更小的银行之中，因此，事后看来，汇丰的这种历史模式真的没有跟上发展的需要。”

作为汇丰的一面之词——辩称集团中心缺乏资源或权力，没能把集团的意志强加于半自治的附属机构，巴格利的一番说辞虽站得住脚，不过显然还会引发人们的诘问，为什么长久以来没能改变这种状况。他或许应该提到，作为补充原因，还存在着“组织架构筒仓”的问题。事实陈述报告指出：“汇丰集团没能在所有附属机构中建立起水平方向共享信息的正式机制。尽管在汇丰附属机构之间的确存在着非正式的沟通和交流，但是通常而言，信息通过正式渠道自下而上汇报给汇丰集团管理者。然后，集团再决定要如何把信息向世界各地的附属机构通过汇报体系进行自上而下的分配。”或者，正如郭兆德（自2007年年初起接替霍嘉治，担任墨西哥的行政总裁）在其书面证词中所言，如果“我们在墨西哥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能够“被集团内其他地区的管理团队充分理解的话”，将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但是，不幸的是，类似“筒仓”那种狭长形状的机构扩张只能导致这种结果，而且也有必要考虑主流的金融背景和文化。

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墨西哥一直是汇丰集团伟大的传奇之一。2005年5月，一些分析师在对墨西哥访问之后撰写了见闻报告，其醒目标题就可以佐证这种说法：“汇丰处在巅峰状态”“墨西哥——发展的热土”“如果都像墨西哥那样”。一位分析师在报告中对汇丰在墨西哥的业务大加赞赏：“汇丰拿下的业务渠道不仅存款富裕，而且还把重点放在零售业务上。因此，汇丰完全可以把资产负债表收拾得干干净净，再增添世界领先的系统和销售更为广泛的产品，与此同时，尊重墨西哥当地的文化。”当年，墨西哥汇丰银行实现得利润有将近10亿美元，使之成为集团内第四大区域市场。次年春天，一向吹毛求疵的花旗银行分析师也不得不感叹：“2002年收购墨西哥国际银行，并随后进行业务投资，从而为汇丰带来30%的投资回报。考虑到收购的规模，可以说，这是1992年收购米特兰银行以来汇丰最好的收购案例。”基于所有这些因素，且考虑到每个月定期向集团管理委员会递交的报告，因此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都没能拉响能响彻集团内部的警报，或许也就见怪不怪了。

毋庸置疑，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2007年7月，总部合规办公室一位警觉的经理给墨西哥合规部门的负责人发去了一封邮件，上面写着：“看上去业务中还留有不可接受的风险，在经历了初期的犹豫之后，（墨西哥）反洗钱委员会正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需要更坚定地坚持己见，要有一些胆量”。当年晚些时候，集团审计委员会就“奖励机制可能对员工行为产生的影响问题”，对墨西哥“再次表示了忧虑”；而在2008年2月，莱奥波尔多·巴罗索辞去了墨西哥反洗钱部门总监的职务，他向巴格利抱怨道：“尽管提出了强烈建议，但是，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没能或拒绝关闭账户。”总部合规办公室的沃伦·利明同样持有这种看法，他在当年12月给墨西哥行政总裁发去了一封邮件，表示“推测”似乎还“倾向于赞同业务部门的观点”，但是，他敦促墨西哥行政总裁“有必要采取以合规为导向且更加平衡的做法”。

财务上的考虑同样对合规部门的资源配置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10年的后半期，尽管管理者不断请求增加反洗钱部门的员工人数，但是，整个部门的员工人数还是维持不变。2007年之后，当集团内许多地方推行了降低成本的措施时，这种情况变得司空见惯。在美国汇丰银行，2009年为了实现15%股本回报率的目标，举办了“挑战1亿美元成本”的活动，制订并实施了旨在降低成本的1509计划（名称取自于将在09年实现15%股本回报率的意思），而在墨西哥，2008年合规部门的员工人数出现短缺35人的情况。或许在事后来看，不顾一切地重视成本效率，包括在支持智能的部门也推行这种做法——甚至在至关重要的合规部门，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些年里，把产生利润的业务活动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有时候会导致在财务主张和商誉准则之间出现相互对立的局面。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往往会涉及取舍的问题——2004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情就很好地概括了这个问题。当时一位合规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要求另一位同事提供相关数据，以便反映出伊朗和美国之间法定允许的美元交易的潜在商业价值。他解释道：“如果我们将要对商誉风险与潜在回报做出有效判断的话，那么拥有这些商业价值的数据或许会对集团很有益处。”重要的是，到了21世纪头10年中期，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各国政府不断把金融弱点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背景下，商誉风险不断上升。可以说，在当今世界，银行系统正处在与金融犯罪进行斗争的第一线，因此，汇丰应该更早一点认识到，需要在商业决策中更重视商誉方面的考量。

不可否认，整个调查——汇丰全面配合——产生了重大影响。针对汇丰的反应，事实陈述报告注意到：“美国汇丰银行和汇丰集团已经投入了数亿美元的资金，试图修复它们在反洗钱计划方面的漏洞，而管理团队也取得了重大进步，改变了‘最高层的调子’，并且努力确保合规文化在整个集团内得到普及和推广。”报告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案例，其中包括：2011年美国汇丰银行在反洗钱方面的支出达到了2.44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9倍；汇丰集团“简化了控制架构”，自2011年1月起实施“更为统一的全球风险偏好”，并保证建立统一的全球标准——它是由在所有汇丰集团经营的地方可以找到的“最高或最有效的”反洗钱标准所形成的。

在美国参议院公布这份报告的前夕，欧智华向全体员工发出了一份内部备忘录，他在信中写道：“我们正在推动一种文化变革，旨在使我们的行为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价值观融入我们的业绩管理之中，在判断高层管理者的时候，不仅要看他们做到了什么，还要看他们如何做到，因为这两个方面都会对我们的商誉和股价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他补充道：“对于过去的错误，尽管‘木已成舟’，但是，我们如何面对过去的错误，是否已经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人们拭目以待。”


奖金文化


在这个时期，银行业声誉遭受的另一个沉重打击是薪资问题。2013年，纪勤回忆：“我为集团工作了38年，在其中的32年里，我一直拿第13个月的薪水作为年终奖。这种机制一直运转得很好。”当然，如果汇丰想在国际市场上开展经营并且想留住最好的人才，汇丰不能逃避奖金文化的问题——实际上自80年代起，一种美国投行的现象已经在整个银行业快速蔓延开来；但是，在他那代人里，纪勤并不缺乏同盟者，他们的身上已经强烈地吸纳了汇丰价值，因此，对于奖金文化嗤之以鼻。他补充道：“我们正在收购的公司似乎建立了庞大的奖金机制：家庭贷款公司有庞大的奖金机制，墨西哥银行也有庞大的奖金机制。这些奖金机制正被广泛应用，可能成为集团全球范围内流行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某些地方似乎失去了什么。”

整个薪资问题，尤其是奖金问题，不可否认地成为一剂毒药。但是，即使银行业的声誉已经跌落谷底，奖金文化却依然倔强地生长——公众对此事的态度早就在意料之中。2009年6月，葛霖在英国银行公会（当时他担任主席）的年度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在讲话中他承认：“人们认为，有些人拿的工资和奖金是普通工薪阶层和对社会有特殊贡献人士收入的许多倍——这些人沉迷于所谓神秘的金融魔术，而一旦事与愿违，他们又要寻求巨额的救助，给纳税人带来巨大的负担。这种看法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人们的怒火。”次年2月，《欧洲货币》——从不是一家猛烈批判银行业的刊物——的一名专栏作家指出：“奖金文化所带来的反应变得极其强烈，以至于对金融家进行恶毒的攻击不仅仅可以得到宽容，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必须做出的行为。”

在这些年里，汇丰没有像它的某些同行那样被人们妖魔化，但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作为人们普遍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攻击的对象之一，汇丰也得到了其应有的、极其负面的曝光——尤其是因为它在薪资安排的操作上比某些同行更透明。2008年5月，《泰晤士报》城市专栏编辑亚历克斯·布鲁默在吵闹的年度股东大会上，看到几乎1/5的股东都选择否决一项薪资计划的时候——这项计划在之后三年里向银行6名高管总共支付了最高约1.2亿英镑的薪酬，不禁感慨道：“我们习惯于认为汇丰是最有节制的银行”。他批评这项计划“令人生厌”，并且补充道：“汇丰应该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目前的艰难时刻展现出某种正直的秉性”。次年，葛霖、纪勤、范智廉和欧智华自愿放弃了奖金计划（其他执行董事也没有获取现金奖金）。而一年之后，纪勤又把自己570万薪资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捐赠给了慈善组织。相反，现在风暴眼聚焦在了“丰收年里英国1 000万英镑银行家”的身上，即欧智华，他在2009年拿到的薪资总额，使他成为伦敦城里收入最高、最显眼的银行家，他承认这种局面令人“非常不安”，而且引来了媒体带有侵略性的关注。同时，汇丰还有三位匿名的银行家，据推测他们是投资银行家。在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业绩表现十分强劲之后，这些人总共会有2 400万英镑的收入。尽管这些银行家和其他“代码员工”（即拿到至少100万英镑奖金，但是不披露其真实姓名的员工）的收入，要比其竞争对手中相对应的员工拿到的少得多，但是，在2010年5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这再次引发了激烈的争吵：23%的股东对薪资报告投了弃权票或否决票，而标准人寿公司企业管理的负责人盖·朱布指责汇丰，在过去几年里根本没有“倾听”股东们的呼声。几个月之后，批评声依然还未平息。8月，《每日邮报》指出：“当成千上万资金紧张的企业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中有一个领域却再次中了头彩。昨天，汇丰成为大型银行中首家披露中期利润的银行——其利润达到了惊人的70亿英镑，而且，这还是在留出了发展好年景的60亿英镑员工工资和奖金之后的利润。对于银行家来说——似乎唯有他们，信贷紧缩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汇丰开展了一场维护银行公共形象的战役，其主要策划者就是葛霖。2009年3月，他在年度报告的致辞中表示：“在汇丰银行，我们承诺遵守合理的市场收入原则，其收入结构可以规范管理层的行为，使之符合股东的长期利益。在一个市场体系中，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小部分人，他们获得的薪资收入的绝对值很高，但是，这必须真正地与股东的长期利益挂起钩来。”当年夏天，他出版了一本富有哲理的书《金融的王道：拯救世界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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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为此接受了一系列采访，来推广此书。在接受《每日邮报》的采访时，他坚称汇丰是一个“对自己的价值和文化考虑得十分周全的组织，是我们几十年来从先辈们手中继承的宝贵遗产”；面对《教会时报》的采访，他把汇丰描述为“一家真正努力践行正直品质的银行”，虽然“不可否认，它是一家企业，而不是一个慈善机构”。

次年，考虑到2010年5月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出现的混乱局面，即将担任董事会薪资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桑顿，被要求保证与股东开展咨询交流，来讨论如何实现把固定收入、奖金和长期激励手段恰当组合在一起的途径。这些讨论的最终结果在2011年5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获得了批准，而在批准前公布的年度报告，披露了向253人每人至少支付100万英镑的薪资计划，其中的89人是在伦敦工作的员工。新的薪资安排令高级管理层感到担忧：从此以后，他们的长期奖励只能以股票的形式进行支付；当需要出售部分股票以支付税收的时候，他们必须持股达5年以上；其余股票只能在他们退休之后才能出售。在年度股东大会前，银行宣布了这项计划，这无疑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我们相信，这些方案将引导银行的薪资安排在保留员工激励机制的同时，更加符合银行的战略要求和为股东长期创造可持续价值的目标。”根据这份计划安排，银行在6月份发了首批股票，14名高管获得了总价值约为850万英镑的股票。

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争论将会从此消失。在2月底，现在已经是集团主席的范智廉，在主席致辞中提出了对新机制的广泛思考。他声称：“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争夺最优秀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考虑到我们与增长更为迅速的发展中市场的历史渊源和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已经在最优秀的人才上实现了高度市场化。”他继续表示：

尽管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有高度敏感性，但是，如果让我们的竞争优势由于忽视存在于薪资报酬上的市场力量而衰落，这将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经过协商在限制薪资收入总量和对支付结构进行合理调整等方面达成国际一致，这一领域的改革才会取得成功，但是，似乎无人在这个方面愿意主动担起领导者的角色。我们对股东的责任是在我们经营的经济和竞争环境中创造可持续的价值，而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资源就是人才。


文化资产负债表


除了薪资和激励机制的问题之外（包括销售文化的扩散，尤其在个人理财业务上），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讲，在21世纪的头10年或许在三个主要领域存在着诸多问题：官僚体系、多元化和功绩体制。

2012年，欧智华曾经在《星期日电讯报》上表示：“如果你的银行存在着‘国家区域负责人就是土皇帝’的现象，你最终会形成好几个总部办公室，并且在它们内部又存在着许多官僚阶层，因此，我们将不会是最灵敏的机构，因为官僚体系具有惊人的自我强化能力。”当然，他不是首位发现并指出烦琐的官僚层级会带来危险的汇丰领导人。2006年，在集团管理委员会外出静思会上，庞约翰提出警告：“某些阻碍我们成功的障碍存在于我们内部。我们的流程正在变得臃肿笨拙，大家看似都忙忙碌碌，但是却没有为我们的客户或股东创造任何价值。”

关键是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根据2010年12月开展的诊断反馈调查来判断，进展甚微。许多跨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被要求列出影响汇丰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被发现的主要负面因素中包括过度复杂的官僚体系，不必要的重复和过多的管理层级。“统一汇丰”项目也同样于事无补——这是从2007年开始执行的雄心勃勃的IT项目，旨在对全球范围内的汇丰业务平台和流程实施标准化管理。该项目被看作笨拙不堪，没有足够的业务来支撑。一位熟知汇丰历史的受访者曾经表示：“这个组织越来越像米特兰银行，越来越不像汇丰银行，因为每一个人都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填写表单，有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集团缺乏一个断路开关。很容易启动与人相关的新流程，然而要想把它们停下来却几乎不可能。”两个月之后，在成为集团行政总裁之后的第一次媒体采访中，欧智华告诉《金融时报》的记者：“我们是一辆拥有12缸发动机的汽车，但是，只开启了其中的8个气缸。这有许多好的地方，关键是在废除官僚的同时，不至于失去对事情的控制。”

2004年5月，在一次大会上，庞约翰曾经自豪地表示：“汇丰是一个多元化的组织：在员工构成中有25%的欧洲白人，20%的拉美人，15%的华人，15%的美国白人，7%的印度人，4%的黑人，2%的阿拉伯人，2%的西班牙人，9%其他地方的人。”几乎在同一时期，集团内部的一份多元化问题报告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总体而言，我们集团中的族群融合极其出色。”而他还补充了关键内容：“在高层中情形大不相同，这导致我们不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在集团高层中，大约60%为白人，而可供参照的亚洲人的比例只有12%。2010年12月进行的诊断反馈调查显示——尽管在董事会层面多元化得到了逐步增加，它依然是阻碍发展的障碍。一位受访者指出：“如果银行真正想把发展重心从西方转到东方，那么在集团管理委员会和最高层中的亚洲人才的比例太少了。”另一位受访者则提到了“集团过于倚重国际经理团队和来自西方世界的管理人员”。第三位受访者则强调必须“确保在高层管理结构中本地人才的比例，尤其是在客户服务和与监管部门打交道的部门”。之后不久，集团管理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一些非官方的证据显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本地人才短缺的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长久以来一直缺乏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因为我们在招聘经理主管的时候所应用的固有模式是寻找一名国际派遣代理人，因为这批代理人随时听从召唤，随时准备前往世界各地，是集团文化基因的携带者。”于是，集团制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新兴市场人才计划，希望“在我们国内新兴市场中进一步利用和发展国内人才的资源”。









美国汇丰银行组织的多元化活动，大约摄于2005年


在性别问题上的情况大体相当。2004年，整个集团办公人员中性别比例为：36%是男性，64%是女性；与此对照，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为：83%是男性，17%是女性。当年在全球范围内，重点针对中高层管理主管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仅有49%的女性认为在汇丰不同性别的员工可以获得同等发展的机会，相比之下，74%的男性赞同这种说法；造成这种机会不平等看法的原因包括“业务部门在女性管理人员的任命上缺乏‘敢于冒险’的精神，同时集团内也缺乏女性管理人员的榜样，以及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和网络”，所有这些还要加上另一个重要事实，即“男性更善于进行工资谈判”。6年之后，2010年，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的比例实际上还在下降，仅仅不足14%（低于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中值），有些高层女性管理人员向集团多元化委员会解释了为什么在日常管理中还会存在性别问题。一位女性管理者指出：“这部分是由于代际观念造成的。在这个组织中有许多男性真的很难接受女性在职场上与他们平起平坐。”另一位女性则强调了顺从领导的压力：“男性和女性完全不同。女性特别喜欢表达和提问，而男性则喜欢做出决定然后继续前进。在这个组织中这是被称赞的行为方式，但是我认为这不会是女性的天性。”2011年3月，集团多元化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可供实际操作的具体建议——“集团管理委员会与高级管理层的直接下属就性别平等问题展开一对一的交流”，“在集团中更多地出现任命女性为高级管理人员的现象，并更好地加以宣传利用”，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性别不平衡的问题将会很快得到改变。

人们普遍关注的主题依然还是功绩体制问题。2002年年底，汇丰建立了第一个集团人才储备库。在储备库的162个人中，84%是男性，66%是英国人，尽管还有来自十多个其他国家的人才。到了2004年年底，人才储备库的人数上升至226名——其中44%为欧洲白人，越来越多富有才华和志向的年轻管理人员加入其中，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宝贵人才。在一个日趋专业化和在某种程度上日趋本地化的时代，传统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际经理团队的出路又在哪里呢？2003年10月，增长管理战略计划曾经明确指出：“国际经理团队对于集体的战略管理来说至关重要——具有灵活和跨文化经历的独特优势。”不过，到了2008年，在350人组成的国际经理团队中，仅有25%的人被吸收进集团人才储备库。事实上，国际经理团队的存在引发了后续的争议——在2010年12月的诊断反馈调查中，一位高级经理直言不讳地表示：“国际经理体系完全是过时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欧智华（已经出任集团行政总裁）赞成保留这种体系。他告诉《金融时报》：“国际经理团队需要赶上潮流，需要更加依靠功绩体制。但是，我不会废除这个体系。如果要开展收购，或者遇到问题，你需要那些携带集团基因的人，能够立刻在收购地空降。”

整体而言，涉及所有员工的功绩体制又会怎么样呢？2007年集团人员调查——这是首次涵盖全体员工的年度系列调查，提出了鲜明的观点：“汇丰提升那些工作表现最好的员工。”不过，对此观点，只有44%的员工表示赞同，比金融服务行业的平均水平还要低6个百分点；即使到了2009年，也只有51%的员工表示赞同，还是比平均水平低两个百分点。

从更大范围来看，从90年代中期到2000~2010年的中期，集团规模增长两倍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稀释的后果。有鉴于此，在这一时期，集团越来越重视挖掘需要发扬光大的核心价值。果不其然，这些价值的定义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变化。2003年的增长管理战略曾经提出了5大方面的内容：

·建立长期、符合道德规范的客户关系。

·通过团队协作进行高效工作。

·拥有自信和具有远大志向的卓越感。

·具有国际化的特性，秉持谨慎做事的态度。

·具有创新精神和强烈的市场营销能力。

到了2009年年初，在银行经营环境出现巨大改变的情况下，集团开始对此进行深刻反思。1月，集团人力资源负责人安·阿尔梅达和负责个人理财业务和市场营销部门的洪纪元，向汇丰控股董事会介绍时表示：“由于集团的规模、多元化的员工结构和员工流失率等问题，以价值为基础的企业文化具有强大的商业理由。在经过内部和外部的调查之后，集团公关部门提炼出简洁英语版本的三大集团价值观，并在讨论组中进行测试。提炼出来的三大价值观分别是‘远见’‘可信赖’和‘联系’。大多数人赞同‘可信赖’的价值观，最不赞同的是‘远见’，而员工对‘联系’的价值观褒贬不一，因为它可能含有负面的性别含义。”10个月之后，经过多方讨论和测试，汇丰控股董事会批准了员工们已经达成共识的三大价值观，即：

（1）对不同观念和文化保持开放的态度。

（2）与我们的客户、社区和员工保持沟通。

（3）做可信赖的人，做正确的事。

但是，几乎一年之后，企业价值观就需要做进一步的修改。2011年1月，欧智华告诉集团管理委员会，集团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在明确规定企业价值观和以原则为基础的做事方法的同时，迫切推行各项计划，降低管理的复杂性，废除官僚作风，再造业务和流程”。几天后，他在向汇丰控股董事会介绍时提出，这些价值的新主题将会是“用勇气和正直来引领汇丰的发展”；3月，在欧智华提出“最近集团的某些部门表现糟糕”以及“没有严格遵守集团价值观”之后，集团管理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指导原则，规定在企业三大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即做可信赖的人、保持开放的态度以及与所有利益相关方保持沟通，又加上了一条：所有员工应该用勇气和正直来引领汇丰的发展。例如，即使在压力之下，也要坚持做正确的事”。5月，在投资者日活动中，欧智华强调，“勇气和正直不是什么带有宗教狂热的口号，它将是我们评价员工的基本价值观。同时，在高级管理团队中每一个人的评分表上都有股本回报率的目标，成本效率的目标，他们也将会有一项评分标准。按照勇气和正直的定义，来评价他们的行为和价值。”

但是，这些来自最高层的指导原则最终还是要与在区域经营和业务发展中具有极其强烈特征和弹性特点的企业文化相适应。2005年6月，经纪商Williams de Broe公司的分析师希望找到汇丰关键的“可持续的竞争性优势”，在他们列出的清单上，首要一点就是“在整个组织中蔓延着的管理文化和纪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从之前几年发生的几个经典事例中可以领略其风采。

2002年9月，庞约翰就印尼未来三年战略发展计划告诫印尼行政总裁：“一如既往，成功取决于执行，”并补充说道：“我们应该抗拒引入第三方销售团队并使之成为永久建制的诱惑，而制订出未经过考验的业务恢复计划，是不可接受的做法。”“当我看到‘工资增长以跟上通货膨胀的脚步’的说法时，我总是寝食不安——工资是从收入中进行支付的，而收入并不总是和通货膨胀挂钩的。”次年5月，韦志诚在退休前最后一次主持集团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行将结束时，庞约翰准备向他致谢，感谢他作为集团行政总裁带来的“完美结局”。此时韦志诚却开始对加拿大广场8号大楼里日益严重的各种怪象进行严厉的批评，称“许多人缺乏紧迫感，上班无所事事”，特别提到一些“自由散漫的人，早晨9点之前根本不会出现在办公桌前，有时候在正常上班时间内，还看到有人拿着购物袋走进大楼”。那个月晚些时候，集团主席办公室发出了一封邮件，解释了银行将不会参加下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会议，因为银行已经“与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和金融机构的领导人进行了沟通，无须再通过此次会议实现上述目标，因此决定不参会，为股东节省成本！”几乎一年之后，在2004年3月，庞约翰本人出现在中国电视荧屏上，向观众介绍了汇丰的某些核心商业原则：“风险是一个我们一直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因为风险可以摧毁银行。只有那些最强壮的银行，才能够从经济衰退中幸存下来。在汇丰，每一笔贷款都是由一个人批准的，因此，一旦有一笔贷款出了问题，我们总是知道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最后一个插曲，当年11月，邵铭高（亚太地区行政总裁）向澳大利亚的行政总裁发去了一封简洁、客观、目标明确的邮件，并附上了一份报告。在邮件中他写道：“已经与集团主席和集团行政总裁达成一致，你应该按照设定的业务计划贯彻执行，你只有6个月的时间（截至2005年6月）来促成明显的效果。如果未能如期实现目标，将必定会导致澳大利亚业务计划产生变化，也必定会产生新的管理团队。”

这就是文化——这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文化，并且在2004年引发了集团主要监管部门的赞扬，称赞汇丰是所有金融机构学习的典范——在这10年的后半期，尽管出现了家庭贷款公司的事件，它依然帮助银行成功地战胜了金融危机，这场胜利令汇丰银行卓然超群。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受到了汇丰自己独特历史的强烈影响。2009年3月，在集团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上，纪勤用他别具一格的风格说，即将在6月举行的外出静思会将提供“一个机会”，“那些经历过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管理人员将会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并传授给听众他们可以如何把这些经验和教训运用于当前的实践”。后来，随着危机到来，范宁就回忆起当年他如何从范智廉身上学到了汇丰在资产负债表管理上的原则和方法，而范智廉又是从浦伟士那里传承过来的，毫无疑问，浦伟士也是从他的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同样，这也是一种人们从不会忘记汇丰是“与众不同的银行”这一文化。2010年9月，在发生了十分狼狈的高层人事变动之时，已经退休的韦志诚写信给《每日电讯报》，在信中他表示：“汇丰的成功不是因为请外人做集团主席，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包含了高层管理者的承诺、忠诚和经验，并且在他们中间继续发扬光大。”在这封语重心长的信中，他称赞汇丰的文化“真正令人神往”，“大部分全球竞争对手对此羡慕不已”。在职的高级经理也赞同这种说法。在当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诊断反馈调查中，有一位高级经理评论道：“我们的安全文化是一个巨大优势。”另一位经理也指出：“我们行事谨慎，照章办事，这对我们十分有益。”第三位经理也指出：“我们如此复杂的组织能够运转顺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健康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文化。”这些感觉不仅限于高级管理层。2009年，在汇丰全球员工调查中提出了一种观点：“我为给汇丰工作而感到自豪。”结果显示，占绝大多数的83%的员工赞同这个说法。

忠诚、务实、适应性强、自力更生——所有这些跨代传承的文化特质都对汇丰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毋庸置疑，或许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所有这些品质都比不上万事皆能从长计议的能力更为重要。这种远见卓识得到了客户的高度重视——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早在1865年3月，鸭都喇利有限公司就成为汇丰银行第一批客户中的一个，而一个半世纪之后，它依然还是汇丰忠诚的客户。在当今时代，也正是这种远见使得汇丰在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严重金融危机前夕挺身而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2006年年初，汇丰顶住了市场的压力，没有跟随其他同行走向高杠杆的业务发展途径，这个是一个十分勇敢的关键性决策，其正确性最终得到了完全的验证，而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几乎完全取决于其深厚的文化实力。在这个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这种文化或许需要重新补充新鲜血液，同样也需要在集团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更有效的传播，但是，它依然是银行极其宝贵的资产。


1980~2011年


本书所描述的这段岁月是汇丰银行一段精彩绝伦的历史旅程。20世纪70年代末，当沈弼决定开启这段旅程的时候，汇丰银行在全球银行业中按资产规模计算排名第75位；而30年之后，汇丰在世界上的排名为第4位。到了2011年，尽管旅程还在继续向前，但是，那时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完成了许多收购，实现了大幅度内生性增长，也成功地跨过了几个严重的金融危机。如果当年不存在中国接手香港主权这一令香港人恐惧的前景，汇丰还会尝试踏上这段旅程吗？可以肯定的是，没人知道答案。或许一个更为有趣的假设是，如果它早知道在这个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个核心地区似乎依然能为汇丰的发展提供最灿烂的前景，那么它当年是否还会出门远行——事实上，它就是从这个历史的核心地区开始踏上了它的全球旅程。回顾那些年的往事，亚洲金融危机和随后在整个地区出现的经济衰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尽管在这段时期，世界上其他地区出现了更为快速的扩张，但是，正是集团的多元化经营令汇丰人十分宽慰；而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随着汇丰银行重拾对互联互通的承诺，并且成为“全球国际贸易银行”，它决定走向完全国际化的理由依然令人十分信服。最终，尽管它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尤其在它不熟悉的地方和它不熟悉的业务上），错误却把它最好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也正是这段旅程充分证明了一位阔别已久的汇丰前任主席留给世人的不朽原则。1899年，R·M·加里在香港告诉股东：“银行需要三件东西，就是拥有好品德、好管理和稳固的资源。三者缺一不可，否则，绝无成功之可能。”




[1]

 英文书名为：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直译为《物有所值：对金钱、道德和动荡世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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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年5月11日，星期三，集团主席范智廉向投资者依次介绍了集团行政总裁欧智华和新的领导团队，他们一起揭开了“我们将如何率领汇丰前进”的序幕。在投资者日的活动中，汇丰高管们描绘了发展愿景——已经在1月汇丰控股董事会在香港举行的静思会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和一致赞同。在总共9个小时的会上他们通过13场报告，分别进行了集团概述以及客户组和区域等方面的战略计划。总体上的目标清晰明了：“把汇丰打造成世界领先的国际化银行。”

《金融时报》的报道称：“欧智华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紧张，他一只手插在兜里，另一只手在他介绍要点时，不时轻巧地挥舞一下，由此开启了万众期待的战略宣讲日……但是，这可能是令人紧张的转变时刻。他相信，他所主导的战略改革是这家银行自成立以来最彻底的改变之一，如果成功的话，它将会提高2/3的赢利水平。”欧智华介绍的起点就是两个长期的宏观趋势：首先，“国际的连通性……世界经济将会互联互通，比以往更密切”。世界贸易增长和跨境资本流动加快都将继续超越世界范围内GDP增长的速度。但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金融流动将会高度集中。在未来10年里，汇丰预计35个市场将占据世界贸易90%的增长量，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也将出现类似水平的集中度。其次是全球增长：“发展的重心继续向目前所说的新兴市场倾斜。到2050年，我们相信，19个最大的经济体就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新兴市场，而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汇丰都已经建立起业务网络”。汇丰预计，目前所谓新兴市场的经济规模将会增长。5倍，合在一起的总规模将会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

基于这些基本的宏观趋势，并且以汇丰现有的业务网络为基础，汇丰的发展战略具有两个立足点。首先，欧智华指出，是“与世界互联互通的业务网络……我们区域的多元化也十分重要”。2011年的年度回顾报告指出：“汇丰已经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位，可以抓住机遇，加快国际金融的流动。我们的业务渠道让我们占尽优势地位：随着我们的企业客户从小到大，集团发展成为大型国际化企业；随着我们的个人客户变得更加富裕，我们可以向企业客户和富裕个人提供金融服务。进入本地零售融资领域和我们所具有的国际化产品实力，都使得我们可以向这些客户以具有赢利水平的方式提供与众不同的金融解决方案。”欧智华确立的第二个立足点是“具有本地规模的财富管理和零售银行业务……我们将充分利用在发展更快的市场中的优势地位，通过我们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的业务渠道，来抓住社会流动性和财富创造的发展机遇。我们将只会在我们可以获得赢利规模的市场中进行零售业务的投资”。

在确立了战略路线之后，汇丰计划的执行在三个维度上相辅相成。首先，控制资本的部署：2011年的年度回顾报告指出：“我们将改善资本部署的方式，把它作为整体工作的一部分，来努力实现在整个商业周期中12%~15%的股本回报率。我们已经导入了一个战略和财务框架，来对我们的业务按照五大战略评估标准进行评估。”这“五个过滤器”包括国际的连通性、对“全球增长模式”的贡献、赢利能力、成本效率和流动性——“它能够为集团提供融资保障吗？”年度回顾报告总结：“战略评估的结果将会决定我们是进行投资、反转、继续发展，还是退出。”其次是增长：“我们将继续把汇丰定位在持续发展上。我们将会在快速增长的市场里和财富管理中增强我们业务的相关性，并且致力于改善我们国际业务网络之间的协同和合作方式，尤其在商业银行以及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业务领域。”

第三，成本效率是在截至2014年前的三年里实现每年节省25亿~35亿美元的目标，从而形成一个“更为精干和更加以价值驱动的组织”。欧智华告诉参加投资者日活动的观众：“为了实现可持续节省成本的目标，我们将寻求再造业务的机会，而不是采取汇丰传统的成本管理方式，这些传统的方式包括取消征订报刊，对商务旅行采取更严格的控制……当员工出差入住酒店后限制他们使用酒店洗衣服务……如果这样的话，不知要挤干多少水分，才能省下25亿~35亿美元。”2011年年度回顾报告指出：“可持续节省成本的方式将会帮助我们在主要市场的发展上实现自我融资，由此可以把资金投入到新产品、流程和技术方面，并可以为监管和通胀方面的可能困难预留出缓冲空间。”

《金融时报》Lex专栏的文章呼应道：“欧智华想要加强的是连贯一致的方向感。现在，他们已经设立了雄心勃勃的成本节省目标，相当于去年成本基础的8%左右，以及还有一个表述清晰的资本分配流程。如果汇丰在过去想做到其中一点的话，投资者从来不会倾听他们的计划。”《华尔街日报》对此也表示欢迎，认为欧智华的举措“颠覆了汇丰进入新的国家时所确定的长时间、一步步展开的进程安排，现在是一股脑儿全部推开，从信用卡到抵押贷款，一直到投资银行产品。”报载文章还引述了花旗银行分析师罗尼特·高斯的观点，他认为报告“大有裨益”，并“称赞”欧智华敢于“冒险”。“新”这个词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欧智华报告的实质，《每日电讯报》的达米安·里斯对他的报告连声称“好”：

汇丰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成功”应对金融危机的银行之一，在全面保持赢利和分红水平的同时，为储户提供了一个安全港，也为市场提供了一个具有流动性的源泉。它虽然在信贷扩张的时候反应比较迟钝，却阴差阳错，收获了意外惊喜。这就是为什么非常重要的是欧智华不会由此丧失远见，还是应该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为未来的复苏做好准备，去往更美好的未来……欧智华打算让汇丰做它最擅长的事，而且准备做得更好。这就是在它能够大有作为的国家，为企业提供信贷、支付和现金管理服务、外汇交易和募集资本所需的融资服务。同样，它也将提供零售银行服务，但是，只能是在有规模效益的情况下。这包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为富裕人群服务的私人银行。所有这些皆乏味无趣。它不会使用杠杆，亦不会进行自营交易，令人提不起一点儿兴趣来。但是，正如许多评论员所指出的那样，在未来几年里，银行业需要再次变得平淡一点，这不仅有助于恢复其往日的声誉，也有利于恢复其财务的健康。


“五个过滤器”在起作用


应用“五个过滤器”来测试集团业务，结果导致汇丰关闭了一些非核心业务，从一些没有规模效益的国家和地区退出经营，并处置了一些不良资产。截至2014年5月，由于无法达到资本部署的5个战略标准，汇丰出售或关闭了69个类似经营实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塞尔协议III》加入了更为严格的资本限制条例，从而使得在银行集团内部拥有保险业务对管理层变得毫无吸引力可言。最大的一笔保险资产处置就是出售集团在中国第二大保险机构平安保险中所持有的15.6%的股份，出售价格为94亿美元，为汇丰带来了26亿美元的资本收益。另外，还处置了十几处保险资产，包括出售在英国、香港、新加坡、阿根廷和墨西哥的保险业务，合计价格超过10亿美元。其他值得一提的非核心业务处置包括集团航运业务代理部门汇丰航运服务公司，以及私人银行在伦敦的高端物业顾问公司Property Vision。

集团在区域业务处置中最大的一笔交易，是2011年7月以1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在纽约上州地区拥有195家分行的第一尼亚加拉银行。这些分行网点为原来的海丰银行在纽约市以外提供了主要业务网络，是汇丰在1980年首次尝试在亚洲以外地区进行市场开拓的战略收购行动结果（参阅第二章）；但是，30年之后，拥有一个主要以国内业务为主的美国区域性银行网络，并不符合集团对国际连通性战略重点的要求。之后，汇丰又很快把2003年作为家庭贷款公司交易时一起打包收购进来的信用卡业务（参阅第二十五章）以30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第一资本金融公司。出售方案很有利于汇丰银行，因为第一资本金融公司此前刚刚收购了美国的ING Direct，拥有了300亿美元以上的存款基数，急需增加信用卡业务，这导致汇丰的北美业务账簿添加了24亿美元的收益。欧智华表示：“在5月11日投资者日活动上宣布了战略计划之后，这项交易是我们继续执行这项战略所取得的成果，将使我们把美国的业务经营活动更聚焦于客户在商业银行、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零售银行、财富管理和境内全球银行业务等方面的国际需求。”天达公司的一名分析师表示：“汇丰将不会再寻求进入美国大众零售银行市场，也不会再发展类似信用卡这种利基产品。它将会把业务重点聚焦在以出口为主的美国企业身上，因为汇丰在亚洲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从而在与美国同行的竞争中拥有强大的优势。”唯一的例外是纽约市，在这个美国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国汇丰银行在5个行政区内保留了116家强大的分行网点，并继续拥有10亿美元的信用卡业务。

在拉美地区，汇丰把业务重点进行集中，主要聚焦在三个它拥有绝对重要地位的关键市场，即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同时，主要在2012年对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和乌拉圭等地的小规模业务经营进行了处置，并且在集团赢利的前提下，解除了对Banistmo银行的收购。在这些地区开展小规模业务营运，无法为落实集团统一的全球标准所需的投资提供充足的理由。在这些地区退出经营同样也反映了集团认识到当地日趋复杂的金融形势，某些“坏分子”正在寻找并利用金融系统的漏洞。欧智华在英国议会委员会就银行业标准问题接受质询时表示：“对那些跨国犯罪组织来说，我们在全球的业务足迹很有吸引力。”而收缩银行的业务经营有助于减少这方面的风险。在东欧地区，由于汇丰把重点放在业务收缩上，因此退出了在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斯洛伐克等地的经营活动。在亚洲，汇丰同样也处置了一部分业务，主要是在日本、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和泰国等地的经营活动。2013年12月，汇丰宣布以4.68亿美元的资产价格，把它在上海银行中8%的股份出售给桑坦德银行。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分析师认为：“对汇丰来说，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资产，但是，它恰恰反映了汇丰在过去三年里所做的事情——出售非核心资产，维持资本的充足率。”美元。但是，集团的成本效率为59.6%，股本回报率为9.2%，均没有进入到设定的48%~52%和12%~15%的目标区间。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还面临许多挑战。

2013年下半年，伦敦努米斯证券公司的分析师认为：“欧智华建立了一个更加具有商业逻辑的管理体系，每一个职能部门和区域负责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谁在负责哪一个业务部门。”换言之，由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牵头的矩阵管理模式主导一切，并正在取得成效。此外，他继续表示：“在过去三年里，汇丰内部每一块业务都经过了严格的重新筛查流程，而同时，又系统地出售了某些资产。”总体而言，在新战略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2011年初到2013年底的三年里，收缩计划使得汇丰全球的员工人数从30.7万名下降至25.4万名，在全球各地开展经营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从87个下降至75个，经营性物业数量从1万个下降至8 230个。此外，资产负债表也在收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在2009年因为金融危机的缘故出现过类似情况。所有这些都使得集团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从2011年的10.1%上升至2013年的13.6%，大幅度高于已经被提高的国际标准。业务收缩也带来了收入的下降，但是，其影响因为被保留的业务出现增长而得到了抵消；到了2013年，1/3的收入下降已经得到了恢复。税前利润从2011年的219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226亿美元。在2013年期间，香港和其他亚太地区依然贡献了最大一部分利润——贡献比例达到了70%，而欧洲和拉美地区分别贡献了8%的利润。按职能部门来统计，利润分布更加均衡：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贡献了94亿美元，商业银行84亿美元，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66亿美元。在2011年投资者日活动中提出的每年节省25亿~35亿美元的目标，到了2013年的时候，汇丰已经轻松地实现了超越，年度成本节省的金额达到了49亿


汇丰银行，中国，人民币的崛起


截至2014年5月，无论是按资产规模还是以165个分行网点来计算，中国汇丰银行继续巩固了自己是中国内地最大外资银行的市场地位。另外，汇丰在交通银行中持有19%的股份，从而与这家中国第五大银行保持着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继续保持着喜人的发展态势，并把业务重点放在那些实践中国“走出去”政策的企业身上。此外，汇丰在汇丰晋信基金管理公司中持有49%的股份，并在其他机构中也持有股份；中国汇丰银行拥有9个外国业务服务部，而在汇丰全球网络中建立了19个中国企业海外服务部。这些都是集团国际连通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币的崛起并走向国际化是21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主题，支撑其崛起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人民币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到了2014年，人民币已经超越欧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那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已经有18%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而在2010年的时候仅仅只有3%。在整个亚太地区，涌现出日益增长的需求，客户纷纷要求开设人民币零售银行账户；到了2014年年中，超过1万家金融机构开展了人民币业务，与此对照，2011年的时候，仅有900家。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央行开始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而中国也正跃跃欲试，准备一旦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便想继美元和欧元之后，让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这种变化预计将会在几年内出现。在香港，人民币最主要的离岸市场，正是在这种关键因素的推动下，汇丰银行在《亚洲货币》2013年人民币离岸服务调查中成为在人民币服务领域领先的国际银行。汇丰是在六大洲第一家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银行。同时，它也在企业人民币融资业务中走在了最前沿，2011年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了人民币首次公开募股。2012年，在伦敦，汇丰首次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开展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发行工作，从而在2013年拔得头筹，成为首家发行点心债券的银行。


丑闻和罚款


疏于监管或实施掠夺性业务实践而造成的丑闻席卷整个国际银行业，这是后金融危机时期对造成金融危机原因进行调查所产生的必然后果，也是对需要监管改革的领域进行评估所带来的成果之一。汇丰在几个丑闻中被抓个正着，但是，在这个方面，它远不是一个孤独者；据2014年3月《金融时报》的估计，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银行和外国同行已经在美国支付了约1 000亿美元的法律调解费用。

2012年7月，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300页的调查报告，指责汇丰银行没能在反洗钱方面遵守相关规定，也违反了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禁令。美国司法部随后展开了刑事调查，导致汇丰银行和美国检察官在2012年12月达成了延期起诉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汇丰支付了19亿美元的高额罚款。欧智华默认了此次事件对汇丰银行的声誉造成了重大伤害（参阅第二十七章），他对此表示：“我们对我们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我们已经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们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今天的汇丰与犯下那些错误时的汇丰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改变。”2013年7月，一家纽约地方法院批准了这份调解。为了展示自己对合规工作的重视，汇丰银行邀请美国监管部门的官员来公司现场观看其美国合规团队的工作。汇丰发言人舍曼表示，银行已经“采取了广泛措施，建立了最高标准的合规系统，来预防目前和潜在的金融犯罪的威胁”。这些行动包括在2013年的上半年额外招聘了1 600多名监管和合规部门的员工。另外，银行还建立了新的金融系统漏洞防护委员会，它由5名独立专家顾问组成，旨在帮助发现汇丰和金融系统如何可能遭受金融犯罪的破坏。

在英国，汇丰被指责进行了多项零售产品的误导销售。2011年，金融服务管理局判罚汇丰银行为误导销售行为支付4 000万英镑的罚款和赔偿，此项误导销售行为发生在2004~2010年，汇丰旗下的分支机构涉嫌向2 500名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销售投资债券。2012年年中，金融服务管理局宣布，就主要在2005~2008年误导销售利息支付保护产品（利率互换产品）而向中小企业支付赔款事宜，它和汇丰、巴克莱、劳埃德和皇家苏格兰达成协议，为此，汇丰拨备了6亿美元的赔偿准备金。但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误导销售丑闻是自2001年起，银行和建房互助协会涉嫌销售了3 400万份支付保护保险保单。自2007年起，汇丰自己主动停止销售这些产品（参阅第二十二章），但是，到了2014年年初，所有涉事银行集体拨备了220亿英镑的赔款准备金，其中劳埃德拨备了98亿英镑，巴克莱41亿英镑，皇家苏格兰31亿英镑，汇丰17亿英镑。由于在2012年拨备了“客户赔偿计划”而导致英国汇丰银行出现了亏损。

2012年，国际调查组开始调查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被操纵的丑闻，调查发现多家银行中相关人员暗中勾结密谋，操纵利率以谋取不当利益。这引发了调查组对最重要的基准汇率做进一步的调查，包括日元和欧元的汇率，以及黄金的价格，汇丰没有被列入涉嫌伦敦银行间拆措利率操纵案而导致最高60亿美元罚款的10家银行之列。2013年，在欧元银行间拆借利率操纵案中，汇丰、摩根大通和法国农业信贷没有被卷入行业调解中，它们反驳了欧盟委员会的指控，辩称它们没有在与欧元相关的金融基准汇率上进行串谋。汇丰坚决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将坚定维护自己的立场。

各种调查工作和相关指控对汇丰银行和在总体上对所有银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2011~2013年的风风雨雨都对2014~2016年战略执行第二阶段的目标产生了影响。尽管银行继续把战略重点放在内生性增长和规模调整等方面，但是，现在显然又增加了对全球标准的重视。欧智华表示：“我们将继续实施全球标准计划，我们相信，它将有助于提高集团收益的质量。在所有业务部门和经营区域，我们都已经在风控和合规能力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以加强我们防范持续金融犯罪威胁的能力，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做法。这是应该做的正确事情，完全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相信，这将会是我们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


银行改革


经过了两年半的酝酿和磋商，后金融危机时期英国金融服务监管框架的改革终于在2012年12月以金融服务法案的通过而达到高潮。根据金融服务法案，原金融服务管理局被废除，新成立了两个监管机构，即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和金融业操守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因此，从2013年4月起，它们成为汇丰银行的主要监管部门。2010年6月授命成立的银行独立委员会，在约翰·维克斯的领导下，从与金融监管改革进展相平行的层面开展相关工作，聚焦于“大而不倒”的银行业谜团，以及与银行业竞争相关的所有问题；2011年9月，银行独立委员会提交了最终报告。尽管报告在建议部分花费了相当多的篇幅，但是，报告揭露了银行与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和某些基准指数相关的严重违规行为，这导致了2012年7月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即英国议会银行业标准委员会，“希望在最广泛的经济、监管、文化（道德）和社会背景下，审视银行业的发展。”银行独立委员会和议会标准委员会的许多建议被吸收进2013年12月通过的银行业改革法案。

2013年银行改革法案为英国银行业引入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和银行文化改革。它把银行独立委员会提出的“围栏”建议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即在英国银行业中，把零售银行业务、中小企业存款和贷款功能与投资银行的业务隔离开来，以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帮助他们规避一切因批发银行业务出错而造成的损失。考虑到汇丰的规模，以及它与批发银行业务之间的联系和它在世界各地的经营状况，这些措施又给汇丰造成了额外的影响。欧智华告诉议会委员会，应该对新的立法开展立法前审查：“这是英国所希望做的事情，因此我们会遵照执行。但是，目前，我们真的不清楚它的终极影响是什么……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接受任何纳税人的惠泽而欠下他们的人情，我们希望由我们的投资者承担损失，我们必须能够彻底解决此事。”在新的立法法案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是对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实施刑事处罚，对于银行管理人员鲁莽的违规行为，如果造成金融机构倒闭的话，将会判处最高7年的监禁。另一个预防银行倒闭的保护措施是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以确保银行更有能力自行吸收损失。为鼓励金融服务机构之间展开竞争，管理者将为客户创造更好的便利条件，使他们可以方便地在银行之间转换门庭。但是，这项法案仅仅只是一个开端，预计将会出现一整套新的条款和标准，并且将在2019年之后全面落实。

尽管英国政府机构是汇丰的主要监管者，但是，作为一家全球性银行，汇丰同样也会受到其他国家金融改革措施以及还在继续进行的国际监管改革计划的影响。2012年11月，国际咨询机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每个国家正在开展的监管改革，形成合力之后可以产生压倒一切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把改革措施大致分成两类：即那些聚焦于降低银行倒闭可能性的措施，以及那些聚焦自减轻倒闭所产生严重后果的措施。”针对降低倒闭可能性的改革方案应该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各个层面加以落实执行，而那些减轻倒闭所产生的严重影响的措施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商，应该认识到让一家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倒闭所必然带来的跨境挑战和困难。与此同时，结构性改革同样也被引入。在美国，2010年起开始制定并且在2013年12月获准的“沃尔克规则”，禁止在美国营业的银行进行自营交易。在欧盟，2012年10月公布的利卡宁报告，同样建议对自营交易进行限制，并建议把做市商的交易行为与银行集团中其他业务进行围栏隔离。2011年，在伦敦成立了欧洲银行管理局，担负起在欧元区为欧盟制定银行业监管规则和对银行实施监管的责任。长期以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关注国际金融改革，制定了改进版的《巴塞尔协议III》，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与2009年4月在巴塞尔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开展了紧密协作，一起监督金融监管改革的落实工作。集团主席范智廉疲于应付来自各个层面的监管风暴，他强调应该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全世界都已经从全球化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即从最广义的角度来看，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了供应链，甚至能够帮助最微小的企业在许多国家开展贸易。我希望，金融监管不会因自己对金融系统进行分割或巴尔干化的行为而放慢甚至停止这种进展。我想我们需要对此防微杜渐。”

在讨论银行业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受到政府“暗中补贴”的银行被认为“太重要而不能倒”，因为如果它们倒闭的话，将会威胁到金融系统的稳定。论点是这些大型银行已经大幅度降低了市场融资的成本，因为这些银行暗中得到了政府的担保。尤其在那些被时髦地称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身上，这种观点更站得住脚，而汇丰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银行理当被视作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于是它成为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证。从2009年起，相关研究就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2010年3月，随着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的研究报告公布于世，这个问题出现在了英国媒体的头版上：《1 000亿美元的问题》。而根据霍尔丹的估计，在2007~2009年，英国最大5家银行每年通过“暗中补贴”而获得的好处平均在500亿英镑左右。霍尔丹估计的额度极其高，而2011年3月Oxera咨询公司使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对此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据Oxera公司的估计，每年的数字只有60亿英镑。2012年5月，英格兰银行的一份金融稳定报告再次引发了争议，这份报告对2010年的估计在300亿~1 200亿英镑。在2013年前一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默文·金恩，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在好年景里，银行为它们的员工和股东谋取利益，而在差年景里，纳税人却为它们承担痛苦。”但是，汇丰却没有在金融危机中获得过纳税人的救助，而且，显示的暗中补贴却依然还是那么多；事实上，Oxera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在2010年8月汇丰所获得的暗中政府支持为零。2014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半年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也关注了“暗中补贴”的问题，据这份报告的估计，2012年在美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所获得的暗中补贴达到700亿美元，而在欧元区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达到了3 000亿美元。这份报告总结道：“在金融危机期间全行业获得的补贴直线上升，但是，自那时起，随着银行修复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金融改革被推着向前进，在许多国家暗中补贴的水平已经下降。”尽管如此，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银行税和总部办公室


暗中补贴的因素是隐藏在银行税背后的主要考虑之一。2009年，瑞典首开先河，推行了所谓的“维稳费”，借此征集资金，以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2010年的春天，这个想法被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接受。2010年6月，英国宣布了自己的银行税方案，它是一个附加税种，而不是一种保险机制，意图每年征收25亿英镑的税收。征收的依据是银行借入资金的规模，税收的理由部分得到了验证，因为银行受到了某种激励，开始降低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作为金融稳定的手段之一。虽然，显而易见的是，税收是降低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关键原因。由于根据银行全球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征税，结果导致汇丰成为缴纳银行税最多的银行，2013年上缴税收5.44亿英镑（约9.04亿美元）。

范智廉把银行税的问题归结为把总部设在伦敦而需缴纳的附加税。尽管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韩国都引入了银行税，但是还有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却没有推行银行税。银行税的问题，以及银行独立委员会可能建议英国政府分拆全能银行，都在市场上引发了猜测：汇丰是否可能更改公司注册地，把总部办公室搬离伦敦。2013年欧盟对银行高管的薪资收入实施奖金上限措施之后，这种市场传言再次甚嚣尘上。范智廉发出警告，称奖金上限“将会极大地影响我们在许多关键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地位，包括在那些非欧洲的国家和地区”。他指出，汇丰银行80%的利润来自于非欧洲市场，因此强调了“我们必须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性。英国财政部同样也强烈反对布鲁塞尔的“干预行动”，辩称奖金上限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银行固定成本上升而导致金融领域的风险更高。在奖金上限问题上，英国政府启动了对欧盟进行法律挑战的程序。作为回应，汇丰在削减奖金的同时，提高了工资水平，以防止在亚洲和美国市场上的员工出现流失现象。其他主要欧洲银行也采取了类似做法，来留住它们的关键人才。欧智华表示：“我们根本不想这么做，但是，可悲的是，由于是欧盟的决定，我们不得不做出改变。”

在总部办公室可能搬迁的问题上一再出现市场传言，引出了一个问题——正如BBC商业编辑罗伯特·佩斯顿在2011年时所言，“在这个星球上哪里才是汇丰的家？”香港？卡塔尔？迪拜？基于种种原因，他把这些地方一一排除掉了，同时也把美国从地理区域的角度予以了否定。佩斯顿表示：“几个月前，我被告知澳大利亚是一个受欢迎的备选之地，但是，考虑到汇丰银行的绝对规模——其资产负债表大体上与英国GDP的规模相当，因此，就不知道澳大利亚央行是否符合要求，能够担当起如此庞大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英国……看上去是一个可以落脚的体面地方……汇丰董事会或许会对成本问题发发牢骚（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但是，那个暴利（银行税）或许是物有所值。”汇丰自己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至少要等到不同管辖区域各种眼花缭乱的监管新规和管理银行业的操作规范能够明朗之后，才能做出进一步的判断。2012年，欧智华在香港对股东表示：“尽管我们一度谈到我们将会评估这个问题，但是，它已经被无限期地推迟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无法做出理性和清醒的决定。”相反，集团目前的意向是在2015年重新评估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巧合的是，2015年正好是汇丰银行成立150周年。自1865年成立以来到如今的这段漫长岁月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变迁，这家香港海滩边的小银行已经成长为一个全球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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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13年，汇丰银行的主要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汇丰银行年度报告和报表




致谢



首 
 先，请允许我们感谢饶余庆、戴维·贾克斯、艾伦·杰布森、庄迪晖、祁伟伦、约翰·肯普–韦尔奇、祁慧、高家旭（音译）、古正言、林芷筠（音译）、林纪利、罗伦斯、弗兰克·劳森、李惠乾、李福来（音译）、理查德·李（音译）、梁高美懿、拉希达·利弗、安东尼奥·洛萨达、麦端纳、基特·麦克马洪、文森特·曼库索、西蒙·马丁、麦雅文、查尔斯·米乔、缪思成、罗伊·芒登、黎瑜信、休·奥布莱恩、蒂姆·奥布莱恩、柯清辉、布莱恩·皮尔斯、约翰·佩里、罗宾·菲利普斯、浦伟士、菲利普·法鲁希亚·兰登、蓝坚、罗伯恩、利·罗伯森、约翰·鲁特、穆罕默德·罗斯、安东尼·罗素、艾莉森·卢瑟福、沈弼、希曼·圣万卡、沙雅、麦克·斯格尔斯、施伟富、邵大卫、安东尼奥·西莫斯、巴尔德夫·辛格、薛关燕萍、马克·史密斯、邵铭高、苏海文、克里斯·斯普纳、施德论、彼得·斯特林厄姆、杜绍基、弗兰西斯·苏利文、罗伯特·坦南特、郭兆德、陶伟邦、菲尔·图希、肖恩·沃利斯、皮特·沃尔特斯、王浵世、汤姆·威尔斯、韦智理、韦志诚、黄碧娟、黄彬、王以智、王冬胜、雷兴悟、任志刚、托尼·叶（音译）、杨蓉发（音译）、叶迪奇、翁富泽。

同时，也要感谢布法罗的约翰·里加，香港的乔斯林·恩丁、黛西·苏（音译）、阿加莎·许（音译）和加斯科尔·万（音译），吉隆坡的多琳·宦（音译）、伊丽莎白·黄（音译），巴黎的亨利·康巴特·拉方丹、吉尔伯特·伦巴第，上海的西尔维娅·黄（音译）、吕贝卡·梁（音译）、达里尔·颜（音译）和新加坡的许利泽，他们都为我们研究访问提供了帮助和便利，令我们感到宾至如归。我们在集团内所有的秘书办公室那里获得了宝贵的帮助：汇丰控股公司的白乃斌和菲利帕·凯西，汇丰银行的约翰·麦肯锡和罗杰·路易斯，汇丰中国的周莉莉和薛峰，法国汇丰银行的吉纳维芙·佩宁，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邵德勋，同时，还有集团董事会主席办公室的萨拉·戴尔和萨拉·布鲁尔（尤其感谢布鲁尔在庞约翰担任董事会主席期间一丝不苟地保存了所有庞约翰的文件档案）。帕特丽霞·惠特纳尔帮助我们联系上沈弼并查阅他的文件。在伦敦，感谢英格兰银行的档案管理员萨拉·米勒德，她帮助我们查阅了英格兰银行的档案，并感谢卡·贝格利，允许我们使用信息中心。在香港，感谢香港银行公会的阿妮塔·潘（音译）和露丝·杨（音译），他们帮助查询香港银行公会的资料，并协助我们使用香港大学的图书馆。安德斯·米克尔森帮助理查德·罗伯斯开展了各项研究工作，阿曼达·霍华德（Superscript Editorial Services公司）严谨认真地把戴维·基纳斯顿的录音资料整理成文字。

在此，我们十分感谢汇丰银行的三位重要人物：庞约翰、费理明和沈弼，允许我们查阅他们的私人文件和回忆录。

本书最重要的基石是由专门团队负责保管的、浩如烟海的汇丰银行档案。在我们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这个专门团队的成员包括（集团档案管理员）蒂娜·斯特普斯，伦敦办公室的克莱尔·特温、詹姆斯·莫特洛克、约瑟芬·海宁、丹尼尔·希瑟、卡蒂·基斯、摩根·帕金、狄恩·安妮森、柯丝蒂·麦克罗斯基、阿黛尔·他玛、劳伦·英格兰、赫尔迈厄尼·艾萨克和乔治娜·区基尔，香港办公室的邵蕙兰、马修·埃德蒙森、华伦士、瓦莱丽·王（音译）、杨惠帼（要特别感谢邵蕙兰，她帮助我们安排各种访问，和马修·埃德蒙森，他永远知道应该在哪里找到重要的文件），巴黎办公室的斯蒂芬妮·比约努，以及芝加哥办公室的莫莉·布伦博和凯尔·康纳。

我们十分幸运地找到了知识渊博并怀有善意的读者，慷慨允诺先期阅读本书的部分或全部草稿，并向我们反馈了他们宝贵、中肯的意见。我们也特别感谢庞约翰、包乐平、邓莲如女男爵、范智廉、纪勤、埃德温·格林、葛霖、欧智华、浦伟士、邵大卫、韦志诚和王冬胜。我们也要十分感谢邵大卫，他帮助我们解决了撰写和出版本书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潜在的法律问题。

我们也十分幸运地找到了Profile Books出版公司，特别要感谢保罗·福迪、安德鲁·富兰克林和佩妮·丹尼尔。我们也十分感谢简·罗伯逊，她对本书的编辑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要感谢史蒂夫·考克斯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对，感谢戴安娜·勒克尔编纂了出色了索引。

我们尤其要感谢5位汇丰的员工，他们是集团原档案管理员埃德温·格林，本书最早的创意即来自他本人，他对商业历史学家总是给予朋友般的支持；此外还有瑞秋·波特，感谢她富有想象力的工作，为本书找到了所有的照片；还有朱莉亚·凯金，她是最早的项目档案管理员，为庞约翰的文件编制了约250本目录，是我们本书的核心资源；另外还有洛伦·贝尔维希，她抄写了许多采访对话（一项巨大的工程），保存了历史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并总体上负责旅行和行政工作；最后，还有萨拉·金赛，她是我们的项目经理、主要共同采访人和本书的编辑，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辛勤工作，在不妨碍我们独立工作的前提下，使我们能够按计划顺利完成撰写工作，同时，她对此项任务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家人：理查德的妻子萨拉和戴维的妻子露西，为了这个漫长的项目，她们俩始终与我们风雨同舟，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

理查德·罗伯茨

戴维·凯纳斯顿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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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述列明的照片外，所有照片的版权皆归属于汇丰银行控股有限公司（2015）：


彩色图片


伊恩·朗博（正在建设中的香港汇丰银行新总部）；卢启源（一幅描绘1982年汇丰董事会成员的漫画）；马克·哈伍德（位于伦敦金融区的新建成的汇丰伦敦总部）；保罗·考克斯（21世纪头10年初期汇丰集团品牌推广活动中的一则广告）；吴盛庄（音译）（2005年拍摄的汇丰在马来西亚的移动银行站点）；鲍勃和戴夫·维克斯（合作拍摄）（葛霖在2006年于伦敦举办的“当下中国”的午餐会上）；海马尔凯特（2009年，纪勤在他位于加拿大广场8号的办公室）；Getty Images（欧智华）；乔治·布鲁克斯（范智廉）。


内文图片


第158页（照片定位页码），版权归属于鲍勃和戴夫·维克斯；第243页，版权归属于贺敬诚；第375页，版权归属于Getty Images公司；第447页，版权归属于帕特里克·梁（音译）；第452页，版权归属于马克·哈伍德；第458页，版权归属于菲利普·戈斯捷洛；第505页，版权归属于《每日电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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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首屈一指的银行，1865~1980年



第一部分 背景回溯



第一章 独特的城市，非凡的银行



第二章 成功入股海丰银行



第三章 与皇家苏格兰银行擦肩而过



第二部分 1980~1992



第四章 三足鼎立：1980~1992年回顾



第五章 革故鼎新



第六章 海丰银行起死回生



第七章 灵活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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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992~2002年回顾：追求价值



第十章 家族式经营传统的终结



第十一章 米特兰银行时来运转



第十二章 1997年和1997年之后



第十三章 驾驭亚洲金融危机



第十四章 北美：并驾齐驱



第十五章 拉丁美洲：一片新天地



第十六章 欧洲商机



第十七章 杂牌军



第十八章 走向世界：打造全球品牌



第四部分 2002~2011



第十九章 坚持到底：2002~2011年回顾



第二十章 大中华区：实现关键性转折的突破



第二十一章 新兴市场银行



第二十二章 全球零售银行



第二十三章 商业银行：沉睡的巨人



第二十四章 挖掘潜能：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



第二十五章 家庭贷款公司：消费金融沉浮记



第二十六章 危机管理



第二十七章 文化稀释和文化实力



后记 继续前行：2011年5月至2014年5月



附录 1979~2013年，汇丰银行的主要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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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ATTENTION

N you come

banking, yo ne e
yourself known. You doubtless

will be kno office
employee, who wx]J have pleasure
in identifying you to the teller.
Thereafter, you will always find
you are

It is our bus ess to render an
mdmdual service, so that you will
enjoy your dealings here. Confer

with our officers regarding th

THE MARINE NATIONAL BANK

SIXTY-SIX YEARS OF SERVICE
OVER SIXTY-SIX MILLIONS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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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ll Shareholders of HSBC
Dear Sir or Madam,
Marine Midland Banks, Inc.

1 am writing to you about the transaction by which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has agreed to acquire a 519 shareholding in Marine Midland Banks, Inc. of Buffalo,
New York, by 31 December 1980. Statements that I have made in the last three annual reports of
HSBC have kept you informed about the principal developments, but you may not be aware of the
details.

1. The Acquisition
Your Board has for some time considered it desirable for HSBC to expand its operation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it has had a presence since 1875 but where the scale of its operations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mall. HSBC had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acquiring a bank which was based in a
major money centre,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market presence, and which was active in financ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fter extensive research it became clear not only that MMBI fully met all of
these criteria but also that the strengths of MMBI and HSBC in differing parts of the world were
complementary to a remarkable degree.

Early in 1978 I accordingly initiated discussions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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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 Street
suffers its
biggest fall
in 20 years

MARKETS

By Jonathan Sibun,
Angela Monaghan
and David Litterick

US STOCKS suffered their
biggest one-day decline in
more than 20 years yesterday
as fears grew that central
bank moves to rescue ailing
financial markets would
prove insufficient to avert a
global recession.

The Dow Jones index fell
678.9 to 8579.2, its biggest
percentage drop since Black
Monday in October 1987 and
its third biggest points
decline in history.

government appeared to have
stepped up its plans to buy
shares directly in banks after
Edward Lazear, chairman of
the 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said: “It’s not going
to take us a long time to do
this. The markets will be
reassured in very short
order.”

Fears that attempts to sta-
bilise markets have so far
failed are likely to send UK
stock markets lower today
after the FTSE-100 closed
down 1.2pc at 4313.8, extend-
ing its fall so far this week to
13pc.

The Dow Jones has fallen
by 17pc since last wee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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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bn) —

HSBC Republic

Europe & Middle East 75 2116

Asia 57 1025

Americas 14 562

Total HSBC Republic 146 3703
HSBC Guyerzeller 17 430
CCF Private Banking 18 633
HSBC Trinkaus & Burkhardt 9 24

Total Group Private Banking 190 4790





OEBPS/Image00110.jpg





OEBPS/Image00005.jpg





OEBPS/Image00006.jpg
Gt G oo
y\ﬂ#— Lj‘,,:", ban
B i

1De catmes s wot- 1o

% Sl ey et Fei
M ke laisgprs o shaek-come <
! P g
o XS sue!, thno for TE pess o) %o
bt Ho e b T ewacusbe wo st v T Jho






OEBPS/Image00003.jpg





OEBPS/Image00091.jpg





OEBPS/Image00004.jpg
Local colour. Global spectrum.






OEBPS/Image00081.jpg





OEBPS/Image00089.jpg





OEBPS/Image00103.jpg
GIrOupNEWS

Proposals for partnership- HSBC &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

-

Commission. Si

ially in the UK i i In
briefing for GroupNews, HSBC Chairman, Michael Sandberg,

of Group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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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m) Staff
British Bank of the Middle East (Geneva) 5000 45
Guyerzeller Bank, Switzerland 4500 159
Wardley Hong Kong 4000 173
Midland Private Banking 900 63
Wardley Singapore 500 26
HSBC Channel Islands 800 29
HSBC Bank Luxembourg 350 17
Samuel Montagu Private Banking 3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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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ties — James Capel and Wardley
Merchant banking — Wardley
Merchant banking — Samuel Montagu
Merchant banking (combined)

Asset Management

Total

2097
616
644

1260
705

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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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GRANDE-BRETAGNE
Avoir un chat dans Ia gorge ‘Avoi une grenouilie dans la gorge.
(10 have a trog in your throat)

Etre ouvert sur le monde, c’est comprendre les subtilités locales

HSBC »

Votre banque, partout dans le m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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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ER/gross

A great deal of interest
for savers

 The 8% Regular Saver is available to HSBC Premier,
HSBC Advance, HSBC Advance (Graduate] and HSBC
Passport customers.
Startfrom as litlo a5 £25 8 month by standing ordor
fora fixed torm of 12 months.
“The monthly subscription limit is £250. Howeverifyou
40 not savo £250 in any given month, you can carry over
‘any unused subsciption to the following months,
Regular savers can save up 10 a maximum of £3,000
ayearnto this account.
s an exampls, f you saved £250 every month for a yoar,
You would earn approximatly £130 interest gross).
Interest s fixad for 12 months and is calculatad daily
on the cleared balance and paid at the end of the
12 month term.
fyou close your account befors the anniversary date,
we willpay intorest ot our Flexible Saver rate.
No partel withdrawls aro allowed. Limited o one
Regular Saver account per customer only.
HSBC Promieris subject o financial olgibilty critoria
HSBC Advance and HSBC Passport are subject 108
monthly fee and a 12 month intil contract.

93000000000 HSBC X

The worlds loc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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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IAL LETTER - ARGENTINA UPDATE (Sara BREWER)

Michael R P SMITHHBAR/HSEC on 16 Jan 2002 14:42
Momo

HSBC m // 16 Jan 2002 14:42

261 R P SMTHHBARIASEC >
/ Mail Size: 2307

To:  John BOND/CHM GHQHGHQHSBC@HSBC

i Keith WHITSONICEO GHQHGHQ/HSBC@HSBC
Douglas FLINT/DIR FIN GHQIHGHQIHSBC@HSBC

Subject: MANAGERIAL LETTER - ARGENTINA UPDATE

Our Ref.: AHO CEO 020008

Dear John

The situation here continues to change by the minute, with one more crazy piece of legisiation
replacing the next one. The position in the country is very tense with a xenophobic freezy by ll parts
of the population against the foreign banks. Branches of Citibank, Boston, BBV and Santander were
destroyed yesterday in a number of provincial towns. Our stalf are under intense pressure from very
frustrated and sometimes violent customers. Itis only a malter of time before there will be some.
casualies.

For our meeting tomorrow, | think it would be useful if David Shaw attends.

Yours sincerely

Clicsrnionns
DTS is cle B octtaral:

MR P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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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 Managing for Value?

Can | find better ways to use Am | spending time performing
my time at work? tasks that don’t add value?

Can | see a way of gaining

Can | find new way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eliminate waste
for the Group? and reduce cost?

Can | suggest ways m Is there other work |

to improve our could do that would be

operating processes? more productive?
Can | identify an investment Can | increase revenue
opportunity that will improve by serving my customers

productivity and profitability? better?
Can | think of ways of Can | help my customers find
improving our products? solutions to their needs?

HSBC &<»

YOUR WORLD OF FINAN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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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Colleague

1 enclose the response of our board to
nouncement by Lioyds that it is considering making a

‘possible” offer for Midland subject to certain pre-

conditions. Let me stress that Ao offer has yet been made.

The board considered Lloyds’ announcement very carefully last
night, but continues to beliove that HSBC's approach provides
an attractive future strategy for Midland within the enlarged
HSBC group, albeit that it has no doubt of Midland’s
capability to stand alone. In making this judgement, the
board is full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staff and
customers, as woll as those of shareholders. Kr William
Purves, Chairman of HSBC Holdings, has in turn stressed that
thero are o grounds for HSAC Holdings’ merger with Midland to
bo zoferred to any competition authority - the lncreased
compotition it will bring will act as a spur to all UK banks
%o reduce costs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I very mich share the real worries you will have as a result
of recent developments; no doubt Lloyds’ staff will have
Sinil T an also deeply concerned that all this
noise is taking your eye off the ball, because the essentisl
the moment is to concentrate’on developing our
by continuing to care for our customers. We must
Keup up the mmentus ve have demcnstzeted in ouz 1991 remults
e will fight to safeguard your
rents dovalop; besosmidins ChRL oo dopena en'yew
for our business to flourish. However, until the current
tuation is clarified, we shall be subject to public comment,
speculation and rumour for some weak

difficult pericd.

Yours sincerely

O\’\'\K P = frer

Please see overleaf Le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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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Bond named
Marine Midland President

ohn R H Bond, Executive
Director Banking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has
b |

Thompson as I"“rc\idcm and Chief
E\Ltull\’c Officer of Marine Mid-
d Ban

announced on
son hdd

Marine Mld]d.“
14 June that Mr Thom
relened as President and C]
a Director of HSBC Hnldmus pk
Jnd nI HongkongBank.
r Mr Bond, the appointment
marl\s a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he served as Hongkong-

Kong, Singapor
Indonesia. From I‘)X’v 0 1987 hg

I R H Bond,

served as Chief Executive of
Wardley, the HSBC Group’s in-
vestment banking arm

Mr Thompson. who Jomed
Mannc Mldland in 1981 a

ning  officer,

manager of Mzulncs core con-
sumer and commercial
businesses in 1982. After
promulmns he was named CEO in






OEBPS/Image00054.jpg





OEBPS/Image00138.jpg





OEBPS/Image00055.jpg





OEBPS/Image00137.jpg





OEBPS/Image00052.jpg
Sbn
10

9

8

0]'

\‘)‘ﬁ' \‘)qb( \995 \996 \‘)q'\ \‘)q% Cu 'LQQ% 'LQQ\

-

=

v

w

)






OEBPS/Image000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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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ion and per cent

Total assets Per cent of total Profit Per cent of total
1997 16 835 3.6 82 1.0
1998 14614 3.1 234 3.6
1999 17 181 31 318 4.0
2000 19073 29 311 3.2
2001 15201 22 (994) (12.4)
2002 8491 1.1 (5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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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SBC Employee Environmental Fellowship.
is a unique partnorship with Earthwatch.
HSBC staffcan apply 10 take partin sciontifc
field projects throughout the wori.

For morsinformation nd anspplctionform
it the Group atrant st htporoup ghabe
o contact yourocalCorporatePubl Alfis ffic.

HSBC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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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ds off evil

MEXICO
Wards off hunger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knowledge.

b e e

To truly understand & country and s culture,
you have to be part of it.

‘That's why, at HSBC, we have local banks
in more countries than anyone clse. And all
of our offices around the world are staffed by
local people.

It's their insight that allows us to recognise
financial opportunities invisible to outsiders.

‘But those opportunities don't just beneft our
Tocal customers.

Innovations and ideas are shared throughout
the HSBC network, 50 that everyone who banks
with us can benefit

‘Think of it as local knowledge that just happens
10 span the globe.

HSBC <»

The world's loca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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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LAND GROUP

29 Apri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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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crax

Toobooe 1300750
T e

Dear Colleague

1 enclose the response of our board to
nouncement by Lioyds that it is considering making a

possible® offer for Midland subject to certain pre:

conditions. Let me stress that Ao offer has yet been made.

The board considered Lloyds’ announcesent very carefully last
night, but continues to beliove that HSBC's approach provides
an”attractive future strategy for Midland within the enlarged
HSBC group, albeit that it has no doubt of Midland’s
capability to stand alone. In making this judgement, the
board is full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of staff and
customers, as woll as those of shareholders. Kr William
Purves, Chairman of HSBC Holdings, has in turn stressed that
thero are o grounds for HSAC Holdings’ merger with Midland to
Bo soferred to any competition authority - the lncreased
compotition it will bring will act as a spur to all UK banks
%o reduce coats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I very mich share the real worries you will have as a result
of recent developments; no doubt Lloyds’ staff will have
T an also deeply concerned that all this
noise is taking your the essential
the moment is to concentrate’ on developing our
by continuing to care for our customers. We mu
Koup up the mmentun ve have demcnstzated in ouz 1991 Te .
e will fight to safeguard your
rents doveiop; besosmities Cht on deperd o 'you
for our business to flourish. However, until the current
tuation is clarified, we shall be subject to public comment,
speculation and rumour for some weak

I know I can count on your continuing resilience as you can
Count on me and the board to steer our way through this
difficult pericd.

Yours sincerely

b o

Please see overleaf fa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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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no
markets left waiting to em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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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of personalities and events in the HongkongBank group December 1986

William Purves succeeds Sir Michael Sandberg
as Chairman of th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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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i B RiFiE RN [ ZE AL X VA G EEYL
1979 253 228 23 000 53 500
1980 473 343 35000 54 800
1981 535 436 40 000 46 1000
1982 583 451 42 000 50 1000
1983 60.4 415 45000 50 1100
1984 61.5 432 44 000 55 1200
1985 69.8 464 45000 54 1200
1986 91.7 523 50 000 55 1300
1987 107.8 589 52000 55 1300
1988 113.1 635 52 000 51 1300
1989 132.8 701 53 000 50 1300
1990 148.4 508 54 000 48 1300
1991 160.5 870 54 000 51 1 400
1992 258.2 2591 99 000 66 3000
1993 304.5 3819 99 000 65 3000
1994 314.7 4857 102 000 68 3000
1995 352.0 5794 101 000 7 3000
1996 402.3 7 066 102 000 78 5000
1997 471.6 8 143 132 000 79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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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ing
~ very special...

The Yasmeen Xéa)uni B
An exclusive

Bank Accoun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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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KONGBANK Singapore
has extended its presence in
the growing business enclave
of the Marina Bay area in
Singapore with the opening
of new branch premises at
Suntec City, Asia’s biggest
convention centre.

The Suntec City branch,
which was relocated from its
Beach Road site, occupies
about 1,100 sq metres and

New branch in Singapore

occupies part of the ground
and mezzanine floors of the
newly-opened Tower Four
of Suntec.

A traditional lion dance
marked the opening cere-
mony which was jointly con-
ducted by Anthony Yeh
Yuan-Chang, Shareholder
Director, Suntec City Devel-
opment Pte Ltd, and Connal
Rankin, HongkongBank

Singapore CEO and General
Manager.

In March this year,
HongkongBank, as the
security agent, led a syndic-
ated SGS800 million credit
facility to Suntec City
Development to refinance
existing loans, meet
remaining construction
costs and boost general
working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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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483.1
569.1
673.8
695.8
759.2
10342
1276.7
1501.9
1 860.7
23542
25274
2364.4
2454.6
25555
2692.5
2671.3

6571
7 982
9775
8 000
9650
12 816
17 608
20 966
22 086
24212
9307
7079
19 037
21 872
20 649
22 565

136 000
146 000
172 000
180 000
192 000
232 000
253 000
284 000
312 000
330 000
325 000
302 000
307 000
298 000
270 000
254 000

79
80
79
81
80
79
77
76
82
83
86
88
87
85
81
75

5000
5000
6 500
7 000
8 000
9500
9 800
9 800
10 200
10 500
9900
10 100
10 000
9500
8700
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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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ony Gibbs-

takeover terms
agreed

HSBC has agreed terms for the takeover
of the 60% of Antony Gibbs Holdings
which it does not already own. The
terms were announced in March and
completion of the transactio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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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COMMERCIAL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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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000 % 2001 % 2002 %
Corporate, Investment
Banking and Markets 3559 34.6 4033 45.8 3,717 354
Personal Financial
Services 3010 29.2 3457 39.3 3,543 33.7
Commercial Banking 2780 27.0 2 385 271 3,034 28.8
Private Banking 578 5.6 456 512 420 4.0
Other 373 3.6 (1524) (17.4) (201) (1.9)
Total 10 300 100 8807 100 105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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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ra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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